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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１．正文和附录中的文献分别按写作或发表时间编排。在个别

情况下，为了保持一部著作或一组文献的完整性和有机联系，编排

顺序则作变通处理。

２．每篇文献标题下括号内的写作或发表日期是编者加的。文

献本身在开头已注明日期的，标题下不另列日期。

３．１９１８年２月１４日以前俄国通用俄历，这以后改用公历。两

种历法所标日期，在１９００年２月以前相差１２天（如俄历为１日，

公历为１３日），从１９００年３月起相差１３天。编者加的日期，公历

和俄历并用时，俄历在前，公历在后。

４．目录中凡标有星花 的标题，都是编者加的。

５．在引文中尖括号〈 〉内的文字和标点符号是列宁加的。

６．未说明是编者加的脚注为列宁的原注。

７．《人名索引》、《文献索引》条目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在

《人名索引》条头括号内用黑体字排的是真姓名；在《文献索引》中，

带方括号［ ］的作者名、篇名、日期、地点等等，是编者加的。



目  录

前言 Ⅰ－Ⅹ……………………………………………………………………

１９１１年

党内危机的结局（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１—１１………………………………

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口号和工作方法

 （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１２—２２…………………………………………………

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走狗（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２３…………………………

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２４—２９…………

论托洛茨基的外交和护党分子的一个纲领

 （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２４—２９…………………………………………………

“保管人”仲裁法庭的总结（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３５—３７……………………

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０日〔２３日〕—

 １９１２年１月６日〔１９日〕） ３８—５７……………………………………………

一 一些基本原则问题 ３８…………………………………………………

二 工人复选人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 ４３…………………………………

三 选举运动中的农民和农民复选人 ５０…………………………………

四 从第三届杜马选举的实践得出的结论 ５４……………………………

旧的和新的（１２月１０〔２３日〕） ５８—６２……………………………………

１



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文献（１２月） ６３—６９…………………………

１．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的提纲（不晚于１２月１４日〔２７日〕） ６３…………

２．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的决议草案（不晚于１２月１４日〔２７日〕） ６５……

３．关于国外组织章程的建议（１２月１６日〔２９日〕） ６８……………………

４．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

（１２月１７日〔３０日〕） ６９…………………………………………………

饥荒和黑帮杜马（１２月２２日〔１９１２年１月４日〕） ７０—７３……………………

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谈判的揭露开始了（１２月） ７４—８２…………

三项质询（１２月） ８３—９５………………………………………………………

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和１９１２年１月） ９６—１２３……

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大纲（１９１１年底） １２４—１２５………………………

１９１２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１月） １２６—１６４………………………………………………………………

１．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决议草案（不晚于１月５日〔１８日〕） １２６……

２．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１月１２日〔２５日〕） １２８……………………………………………

３．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同饥荒斗争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１月８日〔２１日〕） １３１……………………………………………

４．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１月１７日〔３０日〕） １３３…………………………………………

５．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１月７日〔２０日〕） １３５………………

６．表决关于同饥荒斗争的决议时的发言（１月８日〔２１日〕） １３８…………

７．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１月１１日〔２４日〕） １３９…………………………

８．代表会议的决议（１月５日和１７日〔１８日和３０日〕之间） １４１……………

２ 列 宁 全 集 第二 十 一卷



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 １４１………………………………

关于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 １４１……………………………………………

关于各民族中央机关没有代表出席全党代表会议的问题 １４３…………

关于各地的报告 １４４………………………………………………………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１４５……………………………………………

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 １４７…………………………………………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１５０……………………………………………

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 １５１……………………………………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同饥荒斗争的任务 １５３………………………………

关于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 １５４……………………

关于“请愿运动” １５７………………………………………………………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 １５９…………………………………………

关于中央机关报 １６０………………………………………………………

关于《工人报》 １６０…………………………………………………………

关于《真理报》 １６１…………………………………………………………

对党的组织章程的修改 １６１………………………………………………

关于前保管人掌管的财产和关于帐目 １６１………………………………

关于“红十字会” １６２………………………………………………………

关于国外的党组织 １６２……………………………………………………

关于俄国政府对波斯的进攻 １６３…………………………………………

关于中国革命 １６３…………………………………………………………

关于沙皇政府对芬兰的政策 １６４…………………………………………

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电 １６４……………………………………………

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报（２月１９日〔３月３日〕） １６５—１６８………

给社会党国际局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

 会议的报告（２月２６日〔３月１０日〕以前） １６９—１７０……………………

反对同取消派的联合（３月２日〔１５日〕）以后） １７１—１７７…………………

３目  录



第三届杜马五年来的各政党（３月４日〔１７日〕） １７８—１８３………………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３月初） １８４—１９０………………………

把牌摊到桌面上来（３月１２日或１３日〔２５日或２６日〕） １９１—１９７………

关于捷·奥·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社会民主党

 杜马党团的问题（３月１３日〔２６日〕） １９８—２０３…………………………

《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党内状况（３月１３日〔２６日〕以后） ２０４—２１５……………………………

  序言 ２０４……………………………………………………………………

饥荒（３月１７日〔３０日〕） ２１６—２１７……………………………………………

农民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３月１７日〔３０日〕） ２１８—２２０………………

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的信（３月１７日和２３日

 〔３月３０日和４月５日〕之间） ２２１—２２４……………………………………

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

 （３月２９日〔４月１１日〕） ２２５—２２９…………………………………………

为自由派工人政策作的拙劣辩护（４月１日〔１４日〕） ２３０—２３６………

俄国的决选投票和工人阶级的任务（４月３日〔１６日〕） ２３７—２４２……

自由派和民主派（４月８日和１９日〔４月２１日和５月２日〕） ２４３—２５２…

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４月２５日〔５月８日〕） ２５３—２５７……………………………………………

反党的取消派（４月２５日〔５月８日〕） ２５８—２６０……………………………

纪念赫尔岑（４月２５日〔５月８日〕） ２６１—２６８………………………………

欧俄土地占有情况（５月６日〔１９日〕） ２６９—２７２…………………………

劳动派和工人民主派（５月８日和９日〔２１日和２２日〕） ２７３—２８１………

论俄国各政党（５月１０日〔２３日〕） ２８２—２９３………………………………

关于大资本组织的调查（４—６月） ２９４—３１１………………………………

４ 列 宁 全 集 第二 十 一卷



“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５月２２日〔６月４日〕） ３１２—３１６………………

关于竞选鼓动的几点总结（５月２２日〔６月４日〕） ３１７—３２２……………

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５月３１日〔６月１３日〕） ３２３—３３０…………………

移民问题（６月３日〔１６日〕） ３３１—３４１………………………………………

革命的高涨（６月４日〔１７日〕） ３４２—３４９……………………………………

１９１２年１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口号和

五月运动（６月４日〔１７日〕） ３５０—３５５………………………………………

取消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６月４日〔１７日〕） ３５６—３５７……………

“联合者”（６月４日〔１７日〕） ３５８—３６２………………………………………

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６月１０日〔２３日〕３６３—３６９

资本主义和“议会”（６月１７日〔３０日〕） ３７０—３７２…………………………

选举和反对派（６月２４日〔７月７日〕） ３７３—３７７……………………………

选举为期不远了，大家行动起来吧！

 （６月３０日〔７月１３日〕） ３７８—３８０…………………………………………

彼得堡选举的意义（７月１日〔１４日〕） ３８１—３８７…………………………

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

 （７月１日〔１４日〕） ３８８—３９４…………………………………………………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

 （７月３日〔１６日〕） ３９５—４０３…………………………………………………

答取消派（７月１１日〔２４日〕以前） ４０４—４０５………………………………

在瑞士（７月１２日〔２５日〕） ４０６—４０８…………………………………………

半年工作总结（７月１２—１４日〔２５—２７日〕） ４０９—４２５……………………

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７月１５日〔２８日〕） ４２６—４３２……………

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７月１５日〔２８日〕） ４３３—４３５………………

俄国的“言论自由”（７月１５日〔２８日〕） ４３６—４３７…………………………

５目  录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７—９月） ４３８—４６１……………………………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７月１７日〔３０日〕） ４３９……………………

１９１２年１月以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 ４４０……………………

至今中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对所谓组织委员会

采取什么态度？ ４４１………………………………………………

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 ４４４……………………………………

关于取消派的影响同党的影响相比较的可以正式

核对的材料 ４４５……………………………………………………

关于取消派和党同俄国工人群众的联系的公开的、

可以核对的材料 ４４８………………………………………………

结论 ４５１………………………………………………………………

为《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写的附言

（９月２日〔１５日〕） ４５６…………………………………………………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小册子的附言初稿

（８月２０日和２４日〔９月２日和６日〕之间） ４５８………………………

资本主义和人民的消费（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 ４６２—４６４………………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

 （７月２２日和２９日〔８月４日和１１日〕） ４６５—４７７…………………………

自由派和教权派（７月２５日〔８月７日〕） ４７８—４７９………………………

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７月２６日〔８月８日〕） ４８０—４８１…………………

自由派的进攻（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０日〕） ４８２—４８３…………………………

附  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

 材料（１月） ４８５—４９１………………………………………………………

１．对《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草案的

６ 列 宁 全 集 第二 十 一卷



   意见（１月５日〔１８日〕以前） ４８５………………………………………

２．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发言提纲（１月５日〔１８日〕以前） ４８６……

３．对党的组织章程的修改草案（不晚于１月１１日〔２４日〕） ４８８………

４．对《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草案的意见

（１月１１日〔２４日〕） ４８９………………………………………………

５．关于“请愿运动”的决议的材料（不晚于１月１７日〔３０日〕） ４９０………

《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的专题报告提纲

 （５月３１日〔６月１３日〕以前） ４９２……………………………………………

注释 ４９５—５６２…………………………………………………………………

人名索引 ５６３—６１０…………………………………………………………

文献索引 ６１１—６５１…………………………………………………………

年表 ６５３—６７８…………………………………………………………………

插  图

１９１２年３月列宁《把牌摊到桌面上来》一文手稿第１页 １９３…………………

１９１２年７月１日载有列宁《彼得堡选举的意义》和《斯托雷平

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两文的《涅瓦明星报》

第１５号第１版 ３８３…………………………………………………………

１９１２年８月１日载有列宁《半年工作总结》一文第３节的

《真理报》第８０号第１版 ４１７………………………………………………

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３日列宁作《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的

 专题报告的海报 ４９３…………………………………………………………

７目  录



前  言

本卷收载的是列宁１９１１年１２月至１９１２年７月即俄国新的

革命高涨初期的著作。

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三年黑暗统治之后，从１９１０年起，俄国政

治形势出现了明显的转变。群众中消沉和涣散的状态正在消失，革

命情绪渐渐增长，罢工运动和游行示威开始重新活跃起来。俄国无

产阶级由退却转为进攻。黑帮反革命势力猖獗的时期结束了。１９１２

年３月，沙皇政府血腥镇压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罢工斗争，打

死打伤工人群众５００多人，激起了各地工人的强大抗议浪潮。勒拿

惨案成了群众的革命情绪转变为革命运动的导火线。从这年“五

一”节开始，全国各地爆发了更大规模的群众性罢工和游行示威。

这一切都清楚地表明，俄国已进入了革命高潮时期。面临革命运动

新高涨的形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必须尽快克服取消派和其他反

党派别的破坏活动所造成的党内危机。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基础上实现组织统一、实行统一的纲领和策略，无产阶级政党才能

成为群众革命斗争的坚强领导力量，才能引导革命运动走向胜利。

本卷所收文献，主要反映了列宁为恢复和巩固俄国马克思主义政

党、为制订和贯彻党在新形势下的革命策略而进行的斗争。

１９１２年１月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

Ⅰ



会议是布尔什维克近四年来反对取消派、召回派和调和派的斗争

的一次总结，是列宁为重整队伍、恢复和巩固党组织的努力所取得

的重大成果。本卷中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集中反映了列

宁这个时期的主要思想和观点。

为了争取召开和具体筹备这次代表会议，列宁做了大量的思

想工作和组织工作。在他领导下，布尔什维克于１９１１年６月在巴

黎召开了国外中央委员会议，会议确认立即召开党代表会议是非

常必要的。１０月，在俄国国内各地方组织参加的巴库会议上，成立

了党代表会议的筹备机构——俄国组织委员会。列宁在《党内危机

的结局》一文中高度评价俄国组织委员会成立的意义，认为这是在

四年的瓦解和涣散以后，第一次成立了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国内中

心，是使党能够得到良好发展的新的重大转折点。１２月，列宁又在

巴黎召开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会议把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

联合成一个统一的组织，选出了国外组织委员会，声明全力支持俄

国组织委员会。列宁采取的这些重要步骤为布拉格代表会议的胜

利召开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奠定了基础。

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列宁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

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草拟了许多重要的决议

草案，对提交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草案都作了仔细审订。

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是同取消派等反党派别斗争的一个非

常重要的问题。列宁在专门为此草拟的决议草案中，针对认为这次

会议只是部分党组织的代表会议的错误意见，充分论证了召开代

表会议的必要性和合法性，明确指出这是全党的代表会议，是党的

最高机关。

列宁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至今没有见到。从本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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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载的列宁在代表会议前夕发表的《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

行动。口号和工作方法》和《党内危机的结局》两篇文章以及列宁根

据自己的报告起草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可以看

出，列宁对当时国内的政治形势作了深刻的分析，阐明了各种政治

力量的对比和变化，指出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革命运动正在增长。

列宁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夺取政权的任务仍是俄国民主革命

的任务”，强调当前的首要任务仍然是“对先进的无产阶级群众进

行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和团结的工作”（本卷第１４６页）。列

宁坚持执行秘密活动同公开活动相结合的方针，要求各地社会民

主党组织在利用一切办法恢复和巩固秘密党组织的同时，要比以

前更加广泛地利用一切合法机会，领导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成

为唯一能够领导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力量。列宁认为，秘密的党组

织的周围应当有各种各样的合法工人团体，形成公开活动网，作为

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据点。这种新的组织形式将会有助于党在新

的环境下开展工作。

在《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

团》、《关于党的工作性质和组织形式》等一系列决议中，也贯串着

秘密活动同合法斗争相结合的精神。列宁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绝对必须参加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运动，建立杜马中的社会民

主党党团。１９０８年党代表会议确定的利用杜马讲坛的路线仍然应

当是今后党的杜马工作的指导路线。列宁还制定了党在选举运动

中总的策略路线，规定了党的杜马党团的具体任务，提出了党在选

举运动中的口号。这些口号是：（１）建立民主共和国，（２）实行八小

时工作制，（３）没收地主的全部土地。

代表会议《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是恢复党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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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关键性文献。决议谴责取消派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破

坏中央委员会，破坏党的决议和纪律，否认秘密的党，否认无产阶

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决议声明，取消派的所作所为已使自己完全

置于党外。代表会议通过了列宁起草的这个决议，这意味着把机会

主义分子清洗出党。

代表会议还选举了党的中央委员会。至此，结束了布尔什维克

为反对孟什维克、为重建党而斗争的整个历史时期。列宁在１９１４

年评价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意义时指出：“自从１９１２年以来，俄国有

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已经有两年多没有派别活动，在统一的

组织中、在统一的代表会议和代表大会上的那种关于策略问题的

争论没有了。现在的情况是，党同取消派已经完全决裂，党在１９１２

年１月已经正式声明：取消派已不再属于党。”（《列宁全集》第２版

第２５卷第１９６页）

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取消派清除出党，但是斗争并没有就此结

束。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调和派、崩得分子联合攻击布尔什维

克和布拉格代表会议，指责布尔什维克“篡权”、在党内“搞政变”，

煽动各地方组织拒绝执行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列宁给予他们的

诽谤和破坏以有力的回击。在《反对同取消派的联合》、《把牌摊到

桌面上来》、《反党的取消派》、《取消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

《“联合者”》、《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最近任务》、《答取

消派》、和《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等文中，

列宁彻底揭露了取消派和托洛茨基调和派的反党实质。列宁指出，

取消派不承认秘密形式的党，而要建立一个新的合法政党，这已经

不是在党内闹派别斗争，而是背离党、破坏党的行为；他们由于政

治上组织上坚持机会主义的立场和政策而自绝于工人阶级，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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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０年他们就同原来的政治集体决裂了；两年多的经验已经证

明，同取消派实行任何联合都是不可能的，任何诡辩和遁辞都无济

于事，任何漫骂都不会改变取消派已置身于党外这一事实。列宁蔑

视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派和崩得分子的反布尔什维克联盟，

认为这种联盟早就注定要遭到可耻失败，因为这个联盟是建立在

无原则、虚伪、说空话上面的。

取消派和托洛茨基派在国外竭力散布谎言，混淆视听。他们的

反党言论和活动得到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支持。托洛茨基接二

连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上发表诽谤布尔什维

克的文章。为了澄清事实，使第二国际领袖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广

大党员明白真相，列宁在《给社会党国际局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的信》中，

在印成德文散发的《〈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的党内状况》、《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两本小册子中，反复

叙述了反对取消派斗争的意义、过程和结局，揭露了取消派和托洛

茨基的卑劣欺骗手段和恶意诽谤。列宁驳斥了所谓取消派得到大

多数党组织拥护的谎言，他以无可争辩的材料证明：“取消派在俄

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中完全等于零”，得到绝大多数拥护的是布尔

什维克，是党的第六次代表会议。列宁指出，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

是党的合法的最高机关，已经自外于党的取消派既不能代表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也不能以党的名义发表意见。

列宁在同取消派的斗争中指出，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

不是通过同机会主义的艰苦斗争和多少次分裂才建立起来的。在

本卷所收的《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一文中，列宁赞赏该代表

大会关于把以党的前领袖比索拉蒂为首的机会主义集团开除出党

Ⅴ前  言



的决议。列宁认为，分裂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但有时是必需的。

他写道：“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通的人。

他们犯了错误，党就去纠正这些错误。德国工人党甚至纠正过象倍

倍尔这样伟大的领袖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但是，如果他们坚持错

误，如果他们为了维护错误而组织集团，践踏党的一切决定，破坏

无产阶级大军的全部纪律，那么就有必要分裂。”（本卷第４３５页）

他认为，意大利社会党清除了机会主义者以后，就走上了正确的道

路。

本卷中很大一部分文献是论述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问题

的。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选举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向人民解

释，各种不同政党的实质是什么，谁有什么主张，左右每个政党的

是哪些真正的切身利益，各个政党所代表的是哪些阶级。在《第四

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

义》、《第三届杜马五年来的各政党》、《自由派和民主派》、《劳动派

和工人民主派》、《论俄国各政党》等文中，列宁以马克思主义观点

对选举运动的形势和参加选举的各个政党的本质作了详尽的具体

分析。他指出，参加竞选的不是两个阵营而是三个阵营，即：代表农

奴主－地主的阶级利益的黑帮，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资产阶

级民主派和无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和各民粹主义政党以及

孟什维克取消派都用笼统的所谓反对派来混淆自由派和民主派的

区别，实行自由派的路线和政策。列宁指出，民主派同自由派的斗

争比同右派的斗争更加深刻，更能教育和团结群众。因此，他着重

揭示自由派和民主派的界限，深入剖析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本质，指

出俄国资产阶级无论同旧的经济制度或官僚制度都有千丝万缕的

联系，因而它害怕人民运动远远超过害怕反动势力。列宁认为，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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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立宪民主党经常随风转舵、背叛民主派而投靠反动派的原因。

对于资产阶级民主派，列宁也透彻分析其特点。他指出，小资产阶

级民主派有其广泛的群众基础，它和一心想与农奴主－地主瓜分

政权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不同，它要求解决的是生存问题，是力求消

灭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一切政治特权的问题。但由于小业主的经济

特性和地位，决定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上必然软弱涣散，在思想

上必然在立宪民主党人与工人民主派之间动摇不定。列宁认为工

人民主派的任务应当是：促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摆脱自由派的影

响，团结民主阵营去反对右派和立宪民主党。

根据对各政党的阶级分析，列宁确定了党在选举运动中的策

略，强调必须在布拉格代表会议提出的口号下独立地进行选举活

动。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

《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

领》，《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和革命社会民主党的任务》等著作中，

列宁阐明了党在选举运动中执行“左派联盟”策略的意义。列宁认

为，布尔什维克必须同劳动派、社会革命党人和人民社会党人达成

暂时的协议，结成“左派联盟”。他写道：左派联盟是个值得注意的

和重要的原则问题，“‘迫使’国内人数最多的民主群众（农民以及

和农民相近的非农业小资产阶级阶层）‘在立宪民主党人和马克思

主义者之间进行选择’，采取工人和农民民主派‘共同行动’以反对

旧制度和反对摇摆不定的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路线，这就是

‘左派联盟’策略的基础和实质”（本卷第１１７页）。

列宁尖锐批评取消派对左派联盟策略的抵制和咒骂。他根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在共同反对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必须同小资产

阶级民主派结成联盟的多次论述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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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说明取消派背弃左派联盟就是背叛民主派的事业。他指出，不

论哪个工人政党在任何一次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中都必须采取“左

派联盟”的策略，民主解放运动的一切成就总是与正确运用“左派

联盟”的策略分不开的。

《革命的高涨》和《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两篇文章，分析了新

的革命高潮的特点及其社会经济政治原因，论证了经济罢工和政

治罢工的相互关系。列宁指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决不是偶然

的，它是俄国整个前一阶段事态发展的必然结果，点燃革命烈火的

是俄国人民所处的普遍无权状况，是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性和腐

败性。１９１２年的革命运动与１９０５年不同之处在于无产阶级具有

更强的组织性和更高的政治觉悟。列宁批驳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和

取消派歪曲工人运动性质和把经济斗争同政治斗争割裂开来的谬

论。他强调指出，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是相互支持、相辅相成的，没

有这两种罢工的紧密联系，真正广泛的、大规模的而且具有全民意

义的运动是不可能产生的。列宁还根据１９０５年革命的经验指出，

俄国工人不屈不挠的群众性罢工是同武装起义密切联系的。他同

时告诫说，在俄国要取得起义的胜利，必须具备民主派农民起来支

援工人阶级以及军队积极参加起义这样的条件，过早的起义尝试

是极不明智的。

在《三项质询》、《饥荒》、《欧俄土地占有情况》、《“俄国土地问

题”的实质》、《移民问题》和《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

的比较》等文中，列宁深刻分析了俄国土地问题的特点和实质。他

列举土地占有情况的官方资料，说明导致农民挨饿的一个主要原

因就在于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列宁指出，俄国的土地问题与西欧

不同，西欧早已消灭了农奴制，俄国农民还在受中世纪残余的蹂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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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压迫。同农奴制作斗争是俄国土地问题的特点。列宁认为，农民

只有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才能找到出路，只有推翻沙皇君主制这

个地主的支柱，才能真正摆脱极端贫困和饥饿。

在本卷的文献中可以看到列宁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深切关

怀和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高度评价。布拉

格代表会议《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具有

世界意义，声明俄国无产阶级以极大的热忱和深切的同情注视着

中国革命的成就，并斥责俄国自由派对沙皇政府掠夺政策的支持。

在《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列宁称颂孙中山这位亚

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

民主主义者”（本卷第４２８页），指出孙中山的纲领“是带有建立共

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

的思想”的体现。列宁写道：中国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

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

斗争”（本卷第４２７页）。列宁对孙中山的思想和纲领作了马克思主

义分析，既指出其主观社会主义的空想倾向，又充分肯定其反封建

的进步性和革命性。列宁指出，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

“振兴”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

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道路。列宁寄

希望于中国未来的无产阶级。他认为：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起自己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而这个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

时，一定会细心地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

主义内核，并加以保护和发展。

本卷还收载了列宁在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时写的文章《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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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列宁在文中对赫尔岑曲折的一生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阐明“这位在为俄国革命作准备方面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

历史地位”（本卷第２６１页）。列宁认为赫尔岑是第一批俄国革命民

主派中的一个，是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他“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

跟前，可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前面停住了”（本卷第２６２页）。列宁指

出赫尔岑的社会主义学说的错误和空想，分析他一度产生的怀疑

论和悲观论。列宁写道：赫尔岑不能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农奴制俄国

的条件下看见革命的人民，这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

在６０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

来反对自由派，举起革命的旗帜反对沙皇制度了；在临终的前一

年，他的视线已转向国际，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

本卷所收文献比《列宁全集》第１版相应时期增加７篇：布尔

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的提纲》、《关于国外组

织章程的建议》、《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大纲》，在布拉格代表会议

上《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报告》、《表决关于反饥荒斗争的决议

时的发言》和《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选举为期不远了，大家行动

起来吧！》。其中《选举为期不远了，大家行动起来吧！》一文是苏联

１９８４年新发表的。《附录》中的文献都是新增加的。

Ⅹ 列 宁 全 集  第二十一卷



党内危机的结局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两年前，在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可以看到关于党内“统一的

危机”的言论①。反革命时代的瓦解和涣散，引起了新的改组和分

裂，引起了国外斗争的进一步尖锐化，于是不少缺乏信心或意志薄

弱的人，一看到社会民主工党内的严重情况，就灰心丧气了。现在，

随着俄国组织委员会１的成立，很明显，即使危机没有结束，至少也

出现了使党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新的重大的转折点。因此，总的回顾

一下党内演变的已经过去的阶段和最近将来的前景，是切合时宜

的。

革命后留存下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包括三个单独的、自治

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和两个俄国国内派别。这些派别的深刻

根源存在于无产阶级发展的趋势之中，存在于无产阶级当前所处

的这种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生活环境之中，这一点已由事件层出

不穷的非常重要的１９０５年、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７年的经验证明了。反

革命又把我们从业已登上的高山推下深谷。无产阶级不得不在斯

托雷平的绞架下和在路标派２的哀诉声中，重整队伍和重新积蓄力

量。

１

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９卷第２４７—３００页。——编者注



新的环境引起社会民主党内各种趋势的重新组合。最不坚定

的社会民主主义分子，无产阶级的各种资产阶级同路人，在艰难时

期的压迫下，开始离开两个新的派别。有两个流派最突出地表现了

这种离开社会民主党的情况，这就是取消派和召回派３。它们又必

然造成两个派别内部的始终忠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核心互相接近

的趋势。这就是促使１９１０年一月全会４召开的实际形势，这次全会

是导致社会民主党进一步发展中各种有利和不利因素、前进和倒

退的起点。

对于全会所树立的不可磨灭的思想上的功绩，以及它所犯的

重大的“调和主义”错误，至今还有许多人没有很好地理解。而不理

解这一点，就根本不能理解党内现状。因此，我们应当再次说明目

前危机的起点。

下面从一个“调和派”在全会前夕写成并在全会之后立即发表

的文章中援引的一段话，比任何长篇大论或者从更直接更丰富的

“文件”摘引来的任何材料，都更能帮助我们说明这一起点。在全会

上占优势的“调和主义”的首领之一、崩得分子５约诺夫同志，在《争

论专页》６第１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党的统一有可能吗？》的文章

（１９１０年３月１９日，在第６页上有编辑部加的附注：“本文是在全

会以前写成的”），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不管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本身对党多么有害，它们对各派的有益影响，

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病理学上有两种脓肿：恶性的和良性的。良性脓肿是一种

对身体有益的病。这种脓肿在形成过程中吸收全身的一切毒素，因而也就可

以促进身体的康复。我认为，取消主义对孟什维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

义对布尔什维主义，就起了这种作用。”

这就是一个“调和派”在全会期间对事情的估计，这个估计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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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会上取得胜利的调和派的心理和思想不折不扣地描绘出来

了。这一段话的基本思想是对的，是十二万分对的，正因为它是对

的，所以布尔什维克（他们还在全会以前，就同取消主义和召回主

义全面展开了斗争）在全会上未能同调和派分道扬镳。他们未能分

道扬镳，就因为在基本思想上有一致的地方；分歧只在于贯彻这个

思想的形式；形式是服从内容的，——布尔什维克当时这样认为，

而且他们是正确的，虽然由于调和派的错误，这个“形式对内容的

适应过程”使党差不多“虚度了”两年的光阴。

这个错误在哪里呢？在于调和派不是只把清除了“脓肿”（仅仅

视其清除程度）的流派合法化，而是把一切空口许诺清除脓肿的流

派都合法化了。无论前进派７、呼声派
８
或托洛茨基都“签署了”反对

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的决议——就是说，许诺了“清除”——就算

完事了！调和派“相信了”诺言，把党同不是护党的“脓肿式的”（用

他们自己的说法）小集团纠缠在一起。从实际政治的观点看来，这

是幼稚行为，从更深刻的观点看来，这是无思想性，无原则性，这是

阴谋手段，因为实际上，谁要是真正相信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最

后通牒主义是脓肿，谁就不能不懂得，脓肿一旦成熟，就要吸收全

身的毒素，就要把毒素排出体外，谁也就不会试图把“脓肿的”毒素

压回去，使全身中毒。

全会之后的第一年从实际上揭露了调和派的无思想性。在这

整个一年内，实际上进行党的工作（清除脓肿，恢复健康）的是布尔

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９。无论《社会民主党人报》
１０
或《工人报》

１１

（在托洛茨基驱逐中央代表
１２
以后）都可以证明这个事实。１９１０年

的一些人所共知的合法出版物１３，也可以证明这个事实。他们在党

的领导机关中共同工作，这不是空话，而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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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１９１０年），无论呼声派、“前进派”或托洛茨基，实际上

都离开了党，恰恰跑到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方面

去了。“良性脓肿”依然是脓肿，而且并非良性，因为它没有把“毒

素”排出党的机体，却让这些毒素继续感染全身，使身体仍然处在

不健康状态之中，以致不能进行党的工作。进行党的工作（在对外

公开的出版物方面）的是布尔什维克和普列汉诺夫派，他们并没有

理会“调和主义的”决议和全会成立的各委员会，他们反对了呼声

派和前进派，而不是同他们在一起（因为同取消派和召回派－最后

通牒派在一起工作是不可能的）。

而国内的工作怎么样呢？一年来，中央委员会竟没有开过一次

会！为什么？因为国内的中央委员（即那些理应受到“取消派的呼

声报”亲吻的调和派）总是“邀请”取消派。可是，过了一年，过了一

年零三个月，还是一次也没有把他们“请来”！可惜，我们的好心的

调和派在全会上没有规定传唤到中央委员会去的“拘传”制度。结

果恰恰出现了布尔什维克在全会上反对调和派的轻信和幼稚态度

时所预见到的那种对党来说可耻的荒唐局面：国内工作陷于停顿，

党被束缚住手脚，而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前进》文集１４上却掀

起一股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向党进攻的浊流！一方面是米哈伊

尔、罗曼和尤里，另一方面是召回派和造神派１５，他们都竭力破坏

社会民主党的工作，而持调和主义的中央委员们却在“邀请”取消

派和“等候”他们！

布尔什维克在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５日的“申请”中，公开并正式地

声明，他们废除同其他一切派别订立的协定。《呼声报》１６、“前进

派”、托洛茨基破坏了在全会上缔结的“和约”，这已成为大家公认

的事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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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有半年时间（１９１１年６月以前），一直在尝试召集按协定

规定要在三个月内召集的国外全会。取消派（呼声派—崩得分子—

施瓦尔茨）把国外全会也破坏了。这时，三个集团（布尔什维克、波

兰人１７、“调和派”）的联盟作了最后一次挽救局面的尝试：召开代

表会议，成立俄国组织委员会。布尔什维克仍然是少数：从１９１０年

１月到１９１１年６月，取消派一直占优势（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１８有

呼声派—崩得分子—施瓦尔茨：在国内有“邀请”取消派的“调和

派”）；从１９１１年６月到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日（保管人仲裁法庭１９规定

的期限），调和派占优势，波兰人已转到他们方面。

当时的情况是：经费和派代办员的权利都掌握在梯什卡和马

尔克（巴黎调和派的首领）手中；布尔什维克得到的保证仅仅是：答

应也派他们去工作。全会上产生的意见分歧最后归结到不能回避

的一点上来：是不“等候”任何人，不“邀请”任何人（谁愿意和能够

本着社会民主主义的精神工作，谁就用不着邀请！）而尽力工作，还

是继续同托洛茨基、“前进”集团等等讨价还价。布尔什维克选择了

第一条道路，关于这一点，他们在巴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议２０上已

经公开明确地声明过了。梯什卡一伙则选择了（也强迫技术委员

会２１和国外组织委员会
２２
选择）第二条道路，这条路客观上不过是

一种无聊而卑劣的阴谋手段，关于这一点，《社会民主党人报》第

２４号上的一篇文章①已经详细指出了。

结果如何，现在大家都已看到。到１１月１日俄国组织委员会

已经成立起来了。事实上，它是布尔什维克和国内孟什维克护党派

建立起来的。头脑不健全的人们在全会上和在全会以后所疯狂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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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的“两个强大的〈它们所以强大，是因为它们有坚定的思想，是因

为它们进行了清除“脓肿”的工作〉派别的联盟”（见《呼声报》、《前

进》、《崩得评论》２３、《真理报》
２４
等等）已经成为事实。在１９１０年和

１９１１年的俄国模范的先进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如巴库和基辅等组

织２５中，这种联盟差不多已经变成完全的合并，变成社会民主党护

党派的统一的不可分离的机体，这是使布尔什维克极为高兴的事。

两年来的经验证明：关于解散“一切”派别的哀诉，原来是受波

特列索夫先生们和召回派先生们愚弄的头脑简单的人们的无聊空

谈。“两个强大的派别的联盟”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情，并且已经达

到（在上述的先进组织中）完全合并为统一的党的地步。国外孟什

维克护党派的动摇，已经无力改变这个既成事实。

全会以后的两年，在社会民主党内许多缺乏信心的人或不愿

理解任务的极端艰巨性的思想浅薄的人看来，是充满无聊的、没完

没了的、无谓的争吵的年代，是涣散和瓦解的年代。其实，这两年是

社会民主党离开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动摇的泥潭走上大路的年代。

１９１０年，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在党的一切领导机关中

（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公开的或秘密的机关）共同工作，这是建立

“两个强大的派别的联盟”的第一步，是在反取消主义、反召回主义

的统一旗帜下进行思想准备和积聚力量的一步。１９１１年迈出了第

二步：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护党派孟什维克在该委员会的第一

次会议上担任主席２６是一个意义重大的事实，因为第二步，即建立

实际行动的国内中心，现在已经做到了。火车头已经被放到轨道上

了。

尽管警察进行了难以置信的迫害，尽管呼声派、前进派、调和

派、波兰人和其他一切人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捣乱”，在四年的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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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涣散以后，第一次成立了社会民主党的国内中心。第一次在俄国

由这个中心印发了给全党的传单２７。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在两个

首都、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高加索、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罗

斯托夫、尼古拉耶夫展开了（仅仅在１９１１年７—１０月三个月的时

间里）恢复各地秘密组织的工作——因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会议

是在视察了所有这些地方以后召开的，因为在该委员会召开第一

次会议的同时，彼得堡委员会恢复起来了并且组织了多次工人群

众大会，莫斯科各地区通过了护党的决议等等。

当然，如果一味盲目乐观，那是不可宽恕的幼稚；今后的困难

还会非常之大；自社会民主党中心在俄国发出第一份传单以后，警

察的迫害加紧了十倍；可以预见，前面还有漫长的艰苦的岁月，还

有新的挫折，工作会再度中断。但是，主要的已经做到了。旗帜已

经树立起来了；全国各地的工人小组都已经倾向它了，现在不管反

革命怎样进攻，这面旗帜也是倒不了的！

对于国内工作这样巨大的进步，国外“调和派”、梯什卡和列德

尔的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最近又大耍卑劣的阴谋手段。全会前夕

约诺夫颇有先见之明所预言的“脓肿形成过程”，不用说是令人讨

厌的。但是，谁不懂得这个令人讨厌的过程会使社会民主党康复起

来，谁就不必去做革命工作！技术委员会和国外组织委员会拒绝服

从俄国组织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当然就鄙夷地抛弃了国外的阴谋

家。于是动摇开始了。在１１月初国外组织委员会残余分子（两个

波兰人加上一个调和派）收到一个关于召集俄国组织委员会会议

的报告。这个报告非常详尽地叙述了全部工作，以至布尔什维克的

反对者，即《呼声报》所称赞的调和派也不得不承认俄国组织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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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３日，国外组织委员会通过一项决议，说：“以俄

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为指南”。国外组织委员会将它现有经费

的４ ５交给俄国组织委员会会计处，这就是说，波兰人自己、调和派

自己也不能怀疑，整个工作的安排是严肃认真的。

然而，过了几天，无论技术委员会还是国外组织委员会又都拒

绝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了！！这是耍的什么花招？

中央机关报编辑部手里有一份将要提交给代表会议的文

件２８，从中可以看出，梯什卡鼓动人们不要参加俄国组织委员会，

不要参加代表会议。

难道会有比这更卑鄙的阴谋手段吗？在技术委员会和国外组

织委员会内，他们曾答应帮助召集代表会议和成立俄国组织委员

会；他们大肆吹嘘说，他们要邀请“一切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请

来（虽然他们作为多数有权发出邀请和提出任何条件）；他们除了

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外，没有找到任何工作人员；他们在

自己选择的舞台上完全失败了；他们居然堕落到对这个一度被他

们当作全权中心而自愿把４ ５经费交给它供召集代表会议之用的

俄国组织委员会进行“捣乱”！！

不错，脓肿，尤其是脓肿“在形成过程中”，是令人讨厌的东西。

为什么形形色色的国外小集团的联盟的理论家们除了耍阴谋手段

就无所事事，这一点，中央机关报第２４号已经说明了。现在，俄国

社会民主党工人可以毫不费力地作出选择：他们是捍卫自己的俄

国组织委员会和代表会议，还是让梯什卡和列德尔之流玩弄阴谋

手段来阻挠他们的代表会议。阴谋家自己害了自己，这是事实，梯

什卡和列德尔已经作为罪人被载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史册，可

是他们阻挠代表会议的阴谋未能得逞，破坏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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谋也未能得逞。

取消派又怎样呢？从１９１０年１月到１９１１年６月整整一年半

的时间内，他们一直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占居多数，而且在中央委

员会俄国局２９有了调和派这样可靠的“朋友”，但是他们在国内工

作方面，却没有做出什么事情，一点也没有做！当他们占多数的时

候，工作陷入了停顿。而当布尔什维克摧毁了取消派的中央委员会

国外局并着手召集代表会议的时候，取消派却活跃起来了。这种

“活跃”表现在什么地方，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一贯忠心为取消派效

劳的崩得分子，不久前曾想利用一下目前的“混乱时期”（例如在拉

脱维亚人３０中间，两个流派即取消派和护党派的斗争还没有结

局），他们不知从哪里弄来一个高加索人，于是，这伙人一起到Ｚ

城去替托洛茨基和唐恩在布本贝尔格咖啡馆（伯尔尼城，１９１１年８

月）起草的决议３１征集签名。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拉脱维亚的领导机

关，没有搞到签名，而且任何带有“三个最强大的组织的组织委员

会”这块响亮招牌的文件，也没有制造出来。事实就是如此。①

要让俄国工人了解一下，崩得分子是如何企图破坏国内的俄

国组织委员会的！真没想到，当筹备代表会议的工作人员巡视乌拉

尔、伏尔加河流域、彼得堡、莫斯科、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罗斯

托夫、梯弗利斯、巴库等地的时候，崩得分子却“弄来”“一个高加索

人”（大概属于那些掌握高加索区域委员会３３“印信”，并于１９０８年

９党内危机的结局

① 除了从不灰心的崩得分子外，前进派也跑来破坏决议。这个小集团（老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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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派唐恩和阿克雪里罗得为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
３４

的代表的人物！）并且到拉脱维亚人那里去“征集签名”。差一点就

要使这一帮为取消派效劳而在国内根本不做任何工作的阴谋家真

的以“三个组织”（包括两个“最强大的”掌握印信的组织）的“组织

委员会”的身分出现了！也许崩得先生们和这个高加索人要告诉

党，他们巡视了国内哪些组织，什么时候巡视，在哪里恢复了工作，

在哪里作了报告？请你们说说看，亲爱的先生们！

但是，国外的老练的外交专家俨然以行家姿态议论纷纷：“不

能让自己孤立”，“应当同崩得和高加索区域委员会进行谈判”。

啊，真是一些滑稽演员！

让那些现在摇来摆去并为布尔什维克“孤立”惋惜的人学习一

下，深入思索一下党在这两年中的历史的意义吧。唉，其实我们自

己觉得，这样孤立倒比任何时候都要好受，因为我们已经把国外一

帮渺小的阴谋家打垮，而且帮助彼得堡、莫斯科、乌拉尔、伏尔加河

流域、高加索和南方等地的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团结起来了！

谁要是哀叹孤立，谁就是丝毫没有懂得全会在思想上所完成

的巨大工作，也丝毫没有懂得它的调和主义的错误。在全会以后一

年半当中，国外仅有形式上的统一，国内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完全陷

于停顿。在１９１１年的半年或四个月当中，布尔什维克表面上的极

端孤立，第一次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作推动起来了，第一次把社

会民主党的国内中心恢复起来了。

谁要是还没有弄清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这些“脓肿”思想上的

腐朽和麻木，谁现在就该从“呼声派”和“前进”小集团的历史中得

到教训：这些小集团为了把一切曾经试图拥护它们的人们拉过去

——和他们一起堕落——竟闹到进行无益的争吵和耍卑鄙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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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的地步。

社会民主党护党派同志们，行动起来吧！把你们同非社会民主

主义思潮和不顾党的决议而追随这些思潮的小集团之间的最后一

点联系完全割断吧。团结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帮助它召集代

表会议和加强各地方的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害的一场重病过

去了，危机正在结束。

统一的、秘密的、革命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万岁！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５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１—１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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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

行动口号和工作方法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暗探们为阴谋使第二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代表被判处苦役而

进行卑鄙的挑衅，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对此提出了质询３５，

这显然标志着我们党的全部活动、整个民主派的地位以及工人群

众的情绪都发生了某种转变。

在第三届杜马３６的讲坛上，几乎是第一次对“六三政变头子”

提出了在措辞和内容上如此坚决的革命的抗议，这个抗议获得了

所有反对派，包括最温和的、自由主义君主主义的、路标派的“陛下

的反对派”即立宪民主党３７，以至“进步派”
３８
的支持。在１９０８年以

来的动乱时期，全国几乎是第一次看到、感到和觉察到：由于革命

无产阶级在黑帮杜马中的代表提出革命的抗议，工人群众情绪激

昂，首都工人住宅区的风潮不断发生，工人纷纷举行群众大会（又

是群众大会！）并发表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演说（如普梯洛夫工

厂、电缆厂和其他工厂的群众大会），到处传说举行群众性政治罢

工的消息（见１１月１９日十月党人３９的《莫斯科呼声报》
４０
上的彼得

堡消息）。

无疑，第三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代表过去也曾不止一次地发

表过革命演说，例如我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同志们不止一次出色

２１



地履行了自己的义务，在黑色和黄色的普利什凯维奇“议会”的讲

坛上，直率地、明确地、尖锐地谈到君主制的崩溃，谈到共和国，谈

到第二次革命。对这些演说不满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或《生活

事业》４１杂志的冒牌社会民主党人愈是经常发表卑鄙的机会主义

言论，就愈要明确地强调第三届杜马中社会民主党代表们的这个

功绩。

可是，象所有反对派向社会民主党靠拢，自由主义君主派的、

“忠诚的”、“负责的”和胆小的《言语报》４２发表关于冲突情况的声

明，杜马中的质询引起群众风潮，受检查的报刊登载农村“情绪不

稳”的消息等等这些政治上的转变征兆，还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结

合在一起过。经过去年“悼念穆罗姆采夫”和“悼念托尔斯泰”的几

次游行示威，经过１９１０年和１９１１年的罢工，经过去年的大学生

“事件”，上述现象无疑更加使人确信，俄国反革命的第一个时期，

即完全沉寂、死气沉沉、绞架林立、自杀频仍、反动派猖獗、各种叛

变特别是自由派叛变成风的时期已经结束了。现在开始了反革命

历史上的第二个时期：这时十足颓废的情绪和经常的“极度的”恐

惧正在消失；最广泛的、各个不同的阶层显然日益深刻地认识到

（或者说感觉到）“这样下去是不行的”、“变革”是需要的、必然的、

不可避免的；一种不是完全本能的、往往还不明确的支持抗议和斗

争的倾向开始出现了。

当然，如果夸大这些征兆的意义，以为高潮已经到来，那就太

轻率了。高潮还没有到来。反革命现在表现出来的不是它第一个

时期所具有的那些特点，但反革命还占统治地位，还自以为是不可

动摇的。提上议事日程的依旧象俄国社会民主工党１９０８年１２月

决议所说的那样是对无产阶级进行“长期的教育、训练和组织的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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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①。但是，由于转变已经开始，我们不能不特别认真地考虑社会

民主党对其他政党的态度和工人运动的当前任务。

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在内的“陛下的反对派”，似乎暂

时承认了社会民主党的领导，并且跟随工人代表们退出了地主和

十月党人的杜马，即尼古拉·罗曼诺夫的黑帮－大暴行制造者的

君主派所建立的杜马，他们是在多数派害怕把挑衅事件声张出去

而进行捣鬼的时候退出杜马的。

这究竟说明什么呢？是不是说立宪民主党不再是反革命政党，

或者象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他们从来不是反

革命政党呢？我们是否应当把“支持”立宪民主党人作为自己的任

务和考虑接受“全国反对派”之类的口号呢？

可以说，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敌人历来运用的手法就是把社

会民主党的观点弄得荒谬绝伦，并且为了便于进行论战而把马克

思主义弄得面目全非。例如，在１９世纪９０年代后５年，当社会民

主党作为群众运动在俄国诞生的时候，民粹派就曾炮制出“罢工主

义”这种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而作弄人的历史真的使面目全非

的马克思主义者出现了，这就是“经济派”。不同“经济主义”４３进行

无情的斗争，就挽回不了社会民主党的声誉。又如，１９０５年革命

后，布尔什维主义，即运用于当时特殊条件下的革命的马克思主

义，在工人运动中取得了巨大胜利，取得了连它的敌人现在也都承

认的胜利，我们的反对者则炮制出“抵制主义”、“战斗主义”等等这

种面目全非的布尔什维主义。而作弄人的历史偏偏又使面目全非

４１ 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口号和工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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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布尔什维克出现了，这就是“前进派”。

这些历史教训应当提醒人们，不要那么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人在对待立宪民主党人方面的观点歪曲得面目全非（例如，见《前

进》文集第２集）。立宪民主党无疑是反革命政党，只有愚昧无知或

不诚实的人才会否认这一点；而在各种场合，包括在杜马讲坛上，

阐明这一点是社会民主党人不可推委的义务。但是立宪民主党是

反革命自由派的政党，他们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本性，正如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伦敦代表大会（１９０７年）通过的关于非无产阶级政党的

决议４４所强调指出的，却使我们必须“利用”特殊的情况和这种情

况所产生的特殊的冲突或摩擦，例如利用他们的假民主主义来宣

传真正的、彻底的和无私的民主主义等等。

既然在国内出现了反革命自由派，那么民主派，特别是无产阶

级民主派，就不能不同他们区分开来；民主派一分钟也不应当忘记

自己同他们的界限。但绝不能从这里得出结论说，可以混淆反革命

自由主义同反革命封建主义之间的界限，可以忽视它们的冲突，回

避和撇开这些冲突。反革命自由派正因为他们是反革命的，就永远

不能在胜利的革命中起领导作用；但又正因为他们是自由派，就一

定会同王权、同封建主义、同非自由派资产阶级发生“冲突”，而且

有时通过自己的行动间接反映出国内“左的”民主情绪或高潮的到

来等等。

我们来回忆一下法国的历史。资产阶级自由派还在大革命时

期，就暴露了自己的反革命性（参看库诺那本关于法国革命报刊的

十分出色的著作中的有关论述）。但是不仅在资产阶级大革命后，

甚至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后，当自由派的反革命性导致工人遭到共和派

枪杀的时候，这些自由派也还在第二帝国末期，在１８６８—１８７０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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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自己的反政府行动反映出情绪的变化，反映出民主的、革命

的、共和的高潮的到来。

如果现在立宪民主党人象十月党人所嘲弄的那样，正在耍“向

左看齐”的把戏，那么这就是全国逐渐“向左转”、革命民主派在母

体中躁动准备再度出世的一个标志、一个结果。普利什凯维奇—罗

曼诺夫的俄国就是这样一个不能不产生革命民主派的母体！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实际结论呢？结论就是，必须密切注意这个

新的革命民主派的成长。正因为它是新的，是在１９０５年以后，在反

革命时期以后，而不是在反革命时期以前诞生的，它就大概会以新

的姿态成长起来；为了很好地接近这个新事物，很好地影响它，很

好地帮助它顺利成长，就不应当只限于采取一些旧的方法，还要寻

找新的方法，要深入群众，摸到生活脉搏的跳动，有时不仅要深入

群众，甚至还要深入自由派的客厅。

比如，布尔采夫先生的小报《未来报》４５，很象自由派的客厅，

因为那里用自由派的观点为自由派的愚蠢口号，即十月党人和立

宪民主党人的“重新审查六三条例”的口号辩护，那里津津有味地

空谈什么暗探、警察、挑衅者、布尔采夫、炸弹之类。尽管如此，当马

尔托夫先生急急忙忙钻到这个客厅里的时候，如果……如果他在

那里的举止言谈不象自由派一样，就只能责备他过分急躁，而不能

说他犯原则性错误。这是因为一个社会民主党人在自由派客厅里，

只要象个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发言，他的发言是可以得到认可的，有

时甚至是值得称赞的。可是马尔托夫先生在自由派客厅里散布的

却是自由派的谬论，说什么“在选举期间”“为争取选举以及选举宣

传的自由而采取一致行动”（《未来报》第５号）！！

新的民主派在新的环境中以新的姿态成长起来。必须学会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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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接近它，这是无可争辩的。但接近它应当是为了坚持和宣传真正

民主派的口号，而不是为了象自由派那样同它胡扯。社会民主党应

当向新的民主派宣传三个口号，这是唯一无愧于我们的伟大事业，

唯一符合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的口号：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

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全部土地。

这就是为建立自由俄国而奋斗的唯一正确的全民纲领。谁不

懂得这个纲领，那他还不是个民主派。谁否定这个纲领而又自称民

主派，那他一定是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欺骗人民才能实现自己反

民主的（即反革命的）目的。

为什么说争取八小时工作制是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呢？

因为经验证明，没有无产阶级奋不顾身的斗争，就不可能得到自

由，而这种斗争是同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种

改善的典范，这种改善的旗帜就是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为什么说争取没收地主全部土地是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

呢？因为千百万农民被普利什凯维奇、罗曼诺夫和马尔柯夫之流逼

得倾家荡产、痛苦不堪、饥饿而死，不采取根本措施援助这些农民

而侈谈什么民主、“人民自由”，那是彻头彻尾的荒谬和虚伪。不没

收地主土地来分给农民，就谈不上什么援助庄稼汉的有效的措施，

谈不上什么真正下决心推翻“庄稼汉”的俄国，即农奴制的俄国，以

及建立自由农民的俄国，即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俄国。

为什么说争取建立共和国是俄国争得自由的现实条件呢？因

为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几个１０年之一即２０世纪头１０年的伟大

的不可磨灭的经验再清楚不过地证明，我国君主制决不会为政治

自由提供任何起码的保障。俄国的历史，沙皇制度许多世纪以来的

历史，使我国在２０世纪初，除了黑帮－大暴行制造者的君主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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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也不可能有别的君主制。在当前的社会环境和阶级形势下，俄国

君主派所能做到的无非是搜罗一批杀人匪徒来暗杀我国自由派和

民主派的代表，或者纵火焚烧民主派集会的场所。俄国君主派所能

做到的无非是组织一帮暴徒来对付人民争取自由的游行示威，这

帮暴徒抓起犹太儿童的双脚，把他们的脑袋往石头上碰撞，强奸犹

太和格鲁吉亚的妇女并剖开老人的肚子。

自由派的傻瓜空谈象英国那样的立宪君主制范例。如果说在

英国这样的文明国家，在这个从来没有受过蒙古人蹂躏，没有官僚

制度压迫、没有军阀飞扬跋扈的国家，只要把一个戴王冠的强盗斩

首就可以教会国王做“立宪”君主，那么在俄国就至少要把１００个

罗曼诺夫斩首，才能教训他们的继承者不再去组织黑帮屠杀和制

造反犹大暴行。

如果社会民主党从第一次俄国革命中学到了一些东西，那它

现在就应当力求做到：无论在我们的任何一次演说中或在任何一

张小报上，都不要提出“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已被证明不适用的和

不明确的口号，而只提出这样一个口号：“打倒沙皇君主制，共和国

万岁”。

请不要对我们说，建立共和国的口号不符合工人和农民的政

治发展的现阶段。１０—１２年前，“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口号，不仅有

些“民粹派”连想都不敢想，甚至有些社会民主党人（所谓“经济

派”）都起来反对，认为这个口号不合时宜。但是到１９０３—１９０４年，

“打倒专制制度”这个口号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民间口头语”了！丝

毫不用怀疑，有步骤地、坚持不懈地进行有关建立共和国的宣传，

在俄国现在会找到最肥沃的土壤，因为最广大群众特别是农民群

众，无疑在反复深思：解散两届杜马４６的作用是什么，沙皇政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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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们的第三届杜马、同马尔柯夫之流破坏农村经济有什么联系。

撒在地里的宣传建立共和国的种子将以什么样的速度成长起来，

现在谁也不能确定，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正确地、真正象

民主派那样去播种。

在研究即将到来的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的口号和我们在杜马

外全部活动的口号的问题的时候，不能不提到社会民主党代表库

兹涅佐夫在第三届杜马中的一次非常重要而又非常错误的发言。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７日，俄国革命第一次胜利４７六周年纪念日，库兹涅

佐夫在杜马就工人保险法草案问题发了言。应当为他说句公道话，

他的发言总的说来是很好的，坚决捍卫了无产阶级的利益，不仅当

着黑帮杜马多数的面，而且当着立宪民主党人的面，直截了当地说

出了真情实况。在完全承认库兹涅佐夫这一功绩的同时，也应当坦

率地指出他的错误。

库兹涅佐夫说：“我认为，工人如果注意听取一下讨论所有这些问题时以

及讨论本法案个别条款时所发生的争论，就会得出一个结论：现在，在目前，

他们的当前口号应该是‘打倒六三杜马，普选权万岁’。为什么呢？我说，是因

为对工人阶级说来，只有在它利用普选权把自己足够数量的代表派到立法机

关去的时候，它的利益问题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只有这些代表才能正确解

决工人阶级的保险问题。”

在这里，库兹涅佐夫遇到了不幸，这大概是他没有意料到的，

但我们早就提醒过，这个不幸就是他正好又犯了取消派和召回派

所犯过的错误。

库兹涅佐夫在杜马讲坛上提出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

《生活事业》杂志所宣扬的口号的时候，竟没有发觉这个口号的前

一部分（也是最根本的部分），即“打倒第三届杜马”，完全是重复三

９１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口号和工作方法



年前召回派公开提出的和只有“前进派”即胆小的召回派一直间接

地暗中坚持的口号。

三年前，１９０８年１１月１日（１４日）《无产者报》４８第３８号针对

召回派提出的这个口号写道：

“‘打倒杜马’这种口号在什么情况下才有意义呢？假定我们是

处在革命危机最尖锐而且已经成熟到要爆发公开内战的时期，而

杜马却是自由派的、改良派的妥协的杜马，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

以提出‘打倒杜马’的口号，即不同沙皇和平谈判，不要骗人的‘和

平’机构，号召进行直接的冲击。相反，假定我国的杜马是根据过时

的选举法选出的反动透顶的杜马，而国内又没有尖锐的革命危机，

这时‘打倒杜马’的口号就可以成为争取选举改革的口号。而我国

现在无论第一种情况或第二种情况都根本不存在。”①

《无产者报》第４４号（１９０９年４月４日（１７日））的附刊引用了

彼得堡召回派的决议，这一决议公然决定“在群众中开始进行打倒

第三届国家杜马这一口号的广泛宣传”。《无产者报》抨击了这个建

议，它写道：“这个一度迷惑了某些反召回派工人的口号是不正确

的。这要么是立宪民主党人要求在专制制度下进行选举改革的口

号〈结果，１９０９年初写的这段话恰恰是针对库兹涅佐夫在１９１１年

底对问题的提法的！〉，要么就是重复在自由派杜马掩饰反革命的

沙皇制度、力图妨碍人民看清自己的真正敌人的那个时期里背熟

了的词句。”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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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清楚看出库兹涅佐夫的错误在什么地方。他把立宪

民主党要求选举改革的口号当作总括性的口号提出来，但是在保

留罗曼诺夫君主制的其他一切精华如国务会议４９、官吏的无限权

力、沙皇匪徒的黑帮－大暴行制造者的组织等等的情况下，这个口

号是毫无意义的。假定按库兹涅佐夫过去那样来看待问题，假定他

的发言的基调不变，接下来的话大致就是：

“正是从保险法草案的例子中，工人再一次确信，不进行象实

行普选权、保证结社和出版的完全自由等等这样一些改革，不论是

本阶级的直接利益，还是全体人民的权利和要求，都是无法得到保

护的。只要俄国目前的政治制度不改变，只要任何一届杜马的任何

一项决定都可以被推翻，只要国家哪怕还保留一个未经选举的政

权机关，那就根本不能指望实行这些改革，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

吗？”

我们很清楚，社会民主党代表在第三届杜马讲坛上曾经就共

和国问题作过多次极为直率和明确的声明（这也是他们的功绩）。

杜马代表能够完全合法地在杜马中进行关于共和国的宣传，而且

他们应当这样做。我们对库兹涅佐夫的发言作了示范性的修改，只

不过想以此说明，他在保持整个发言的基调、指出和强调实行普选

权和结社自由等等这样一些绝对必要的改革的重大意义的同时，

怎样才能避免犯错误。

每个社会民主党人不论在什么场合发表政治演说，始终应当

谈到建立共和国的问题。但是还要善于谈论建立共和国的问题：在

工厂群众大会上和哥萨克农村中，在大学生集会上和农民小屋里，

在第三届杜马讲坛上和国外机关报上等等不同的场合谈论建立共

和国的问题，决不能千篇一律。每个宣传员和每个鼓动员的艺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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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用最有效的方式影响自己的听众，在阐明某个真理时，要尽

可能对他们有更大的说服力，使他们更容易领会，并且给他们留下

更鲜明更深刻的印象。

我们一分钟也不应该忘记主要的一点：俄国新的民主派正在

觉醒，正在走向新的生活，投入新的斗争。觉悟的工人——俄国革

命的这个先锋队和人民群众争取自由斗争的领导者——的责任就

是阐明彻底民主派的任务：建立共和国，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

地主全部土地。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５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１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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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走狗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我们收到《未来报》第９号的时候，本号报纸已差不多完全编

好了。我们把《未来报》叫作自由派的客厅。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

的走狗有时在这个客厅里发表议论，企图叫革命者跟着他们走。该

报第９号上的一篇欢迎立宪民主党人决定同十月党人结成联盟的

社论，就是这样一个走狗写的！！５０拿炸弹的自由派写道：“我们很

希望一切左派政党，包括社会主义政党和革命政党在内，都能以同

样的精神发表意见，并遵循同样的原则！！”

一个反革命自由派怎能不这样希望！不过应该让群众知道问

题的关键在什么地方：《未来报》的社论作者所说的“我们社会主义

者”、“我们革命者”，都应当读作“我们自由派”。

刚才收到的报纸报道说，沃伊洛什尼科夫被取消参加１５次会

议的资格５１。立宪民主党人曾经赞成取消参加５次会议的资格！！

为取消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参加１０次会议的资格而结成的立

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联盟万岁！！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月（２１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５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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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论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尼·罗—柯夫的文章５２发表在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

９—１０期合刊上，是这个阵营的一个重大事件。这篇文章是自由派

工党的真正的“信条”或宣言。罗—柯夫从文章一开头，从评价革命

和各阶级的作用，一直到叙述合法工（？）党的计划，在所有的议论

中，自始至终都在用自由主义偷换马克思主义。

摆在俄国面前的客观任务是什么呢？就是要完成以“文明的资

本主义”代替半农奴制经济，——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说法，而

是司徒卢威之流或自由派的说法，因为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各阶

级对于什么是“文明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不同的——十

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劳动派５３和无产阶级各有各的理解。

评价革命的问题的关键在哪里呢？罗—柯夫指责那些叫喊革

命“失败”的人的怨声载道和背叛变节，并针锋相对地向他们提出

……一个学究式的伟大真理：在“反动”时期新的社会力量也在成

熟。显然，罗—柯夫的这种回答掩盖了问题的实质，这正有利于反

革命自由派，他们完全承认罗—柯夫新发现的真理。实质在于究竟

哪些阶级在革命中能够进行直接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哪些阶级

直接或间接地站到反革命一边，从而背叛了革命。罗—柯夫掩盖了

这个实质，以此为抹杀革命民主派和自由主义君主主义“进步”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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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的区别作了准备。

罗—柯夫讲到地主阶级的作用问题时一开口就胡言乱语。他

说，不久以前，这个阶级的人“曾是”道地的农奴主，现在，“他们的

一小撮人还聚集在普利什凯维奇和马尔柯夫第二的周围，软弱无

力地〈！！〉唾沫横飞，说出绝望的恶毒话来”。大多数贵族－地主“正

在逐步地坚定地转变为农业资产阶级”。

实际上任何人都知道，马尔柯夫第二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在

我国是握有左右一切的力量的，在杜马中是这样，在国务会议中更

是这样，在沙皇黑帮匪徒内部更是这样，在对俄国的统治中更是这

样。沙皇制度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这种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

正是“他们的政权和他们的收入”（见１９０８年１２月代表会议的决

议①）的保障。农奴主经济转变成资产阶级经济，决不会直接消灭

这些黑帮的政权，这从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来看是显而易见的，

从普鲁士６０年“转变”（１８４８年起）后的经验来看也是一目了然

的。而罗—柯夫却认为，俄国既没有专制制度，也没有君主制度！罗

—柯夫采用了中小学生那种自由主义的做法：好心地去掉（在纸

上）社会极端现象，以“证明”“妥协是必然的”。

按罗—柯夫的说法，目前的土地政策意味着“将会出现的必然

的〈！〉妥协”。谁和谁的妥协？“资产阶级各个集团之间的妥协。”是

什么社会力量——我们要请问我们这位“马克思主义者”——迫使

掌握整个政权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同意妥协的？罗—柯夫没有回

答这个问题。可是，既然他同时还指出了大的商业和工业资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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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合过程，指出“温和的进步的”资产阶级“将占统治地位”，那就

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罗—柯夫指望温和的进步的资产阶级从普利

什凯维奇之流和罗曼诺夫王朝手里和平夺取政权。

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罗—柯夫的主张所依据的

正是这种庸俗透顶的自由主义空想，尽管他吹嘘说他没有“一点点

空想”。极端取消派和尼·罗—柯夫实际上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从

拉林到切列万宁、唐恩和马尔托夫，所有的极端取消派用各种稍加

变化的形式和词句提出的，正是资产阶级和平夺取政权（最多是在

“从下面”施加压力的情况下）这个基本思想。

但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不是在自由主义的空想中）看到的

却是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统治，他们因为受到古契柯夫和米留可

夫之流的抱怨而有所节制。“温和的进步的”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

党人是要使这种统治永世长存，而不是要破坏它。这个统治同无疑

是在前进的俄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愈来愈尖锐（而不是

象持“必然的妥协”论点的理论家所认为的那样愈来愈缓和）。只有

群众，即领导农民阶级前进的无产阶级，才是解决这个矛盾的动

力。

这位过去的布尔什维克，现在的取消派，这样轻易地把这些群

众抛到一边，好象是斯托雷平的绞架和路标派滔滔不绝的咒骂不

仅从公开的政治舞台上，从自由派的出版物上，而且从实际生活中

把他们排挤掉了。我们的自由派在“分析”时说：农民在选举中是软

弱无力的，至于工人阶级，他有条件地把他们“搁置一旁”！！

罗—柯夫居然证明说，俄国的革命（“风暴”）即使是可能的，也

不是必然的。如果把工人阶级和农民“搁置一旁”，即使是有条件

地、即使是“暂时地”、即使是由于“在选举中软弱无力”而“搁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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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那么，不言而喻，革命不仅不是必然的，而且是不可能的！但

是，无论是普利什凯维奇和罗曼诺夫的无限权力，还是日益成熟的

无产阶级和忍饥挨饿、备受折磨的农民日益加强的革命反抗，都不

会由于自由派的好心肠而从实际生活中消失掉。整个问题在于：马

克思主义者即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路线是在各种情况下，通过

各种不同的形式，无论是在群众大会的演说中，在第三届杜马的讲

坛上，在工人代表苏维埃中，或是在最和平的合法工人团体中，都

要坚持支援、加强和发展这种革命反抗，并正确地把它引向完全的

胜利，而尼·罗—柯夫在自己的议论中却处处都把这条路线偷换

成自由派的路线，而自由派是不愿看到被迫转入地下的东西的，除

了“正在转变为”“文明的容克”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或“温和的进

步的”米留可夫之流，它什么都不想去看。

这正是整个《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整个斯托雷平工党所特有的

一种失明症。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工党的合法化上面的做法，就是

与这种由自由派的偏见引起的失明密切相联的。既然“妥协是必然

的”，那同必然的东西作斗争就没有必要了，工人阶级也和已经完

全确立的资产阶级制度下的其他阶级一样，只要在这个制度下有

一席之地，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小的小市民安乐窝就行了。这就是合

法派的说教的现实意义，不管马尔托夫在波特列索夫、尤里·查茨

基、拉林、唐恩之流的先生们的授意下，用什么样“革命的”词句来

掩饰这种说教。

在罗一柯夫的文章中，合法的“工人阶级利益保障协会”的这

种现实意义，是再清楚不过的了。这种协会——即使是在普罗柯波

维奇之流的领导下——“当局”不会批准，也不会容许它“事实上的

存在”，这是很清楚的。只有自由派的瞎子才会看不到这一点。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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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主义的幌子下向工人群众进行自由主义说教的知识分子的

协会，事实上已经成立了。这个“协会”也就是《我们的曙光》杂志和

《生活事业》杂志的一伙撰稿人；尼·罗—柯夫就是“打着”他们的

旗帜，即自由主义的思想旗帜，他硬说，没有公开的组织，斗争必然

（！！）带有无政府主义的性质，旧的口号已经变成僵死的字眼，不能

把策略变成“撕打”，新的“协会”“连想都没有想到〈！〉暴力变革的

必要”，等等。知识分子的这种自由主义的叛徒的说教是客观现实，

而公开的工人团体不过是句空话。按自由派的方式保障自由派所

理解的工人阶级利益的协会是客观现实，这个“协会”也就是《我们

的曙光》杂志，而在目前俄国建立工人的“公开的广泛的政治组

织”，不过是天真的、空洞的、虚伪的自由主义的幻想。

建立合法的工会（明知这种工会在目前既不能成为广泛的，也

不能成为“政治性的”，也不能成为巩固的组织），这是有益的事情。

鼓吹放弃暴力思想、建立工人政治协会这一套自由派主张，这是毫

无意义的有害的事情。

最后，有两个怪论。第一个怪论。罗—柯夫写道：“假如有人受

了反动的丧失理智行为的蒙蔽，想要控告这个协会的成员蓄意进

行暴力变革，那么这种无意义、无根据的、法律上不能成立的控告

所构成的全部严重后果，就要由控告者本人承担。”结果会出现这

样的情景：法律上不能成立的控告所构成的严重后果，就由舍格洛

维托夫之流承担，根据这个“严重后果”把他们处死的是尼·罗—

柯夫，而不是罗季切夫……

第二个怪论。罗—柯夫写道：工人们“在争取民主制度的斗争

中应担负起政治领导的任务”。罗—柯夫是在抽出领导权的全部内

容之后承认领导权的。罗—柯夫说，工人们，你们不应该反对“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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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妥协，但你们应该自称为领导者，——然而成为领导者，恰恰是

要说明关于妥协的“必然性”的思想是虚假的，要按无产阶级和无

产者农民反对资产阶级非民主的妥协的路线进行斗争。

尼·罗—柯夫会给反对取消派的斗争事业带来好处，就象尤

·拉林曾给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这一错误主张５４的斗争事业带

来好处一样。尼·罗—柯夫和尤·拉林都有勇气……赤裸裸地暴

露自己。罗—柯夫是个诚实的取消派。他的这种无所畏惧的精神

使人不能不考虑取消派的思想根源。他会一再证实，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１９０８年的十二月决议是正确的，因为他系统地提出（并完全

错误地解决）的那些问题，正是这些决议正确地加以分析和解决了

的。罗—柯夫会使《我们的曙光》杂志（或《呼声报》）的编辑之类的

取消派外交家们在工人的眼里变得特别渺小，因为他们转弯抹角，

支吾搪塞，左一个保留，右一个保留，以便推卸对罗—柯夫文章的

“个别地方”或他的计划的“具体化”的责任。似乎问题是在个别地

方等等，而不是在统一的、完整的、一贯的路线——自由派的工人

政策的路线！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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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托洛茨基的外交和

护党分子的一个纲领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托洛茨基的《真理报》在长期停刊之后，不久前又出了第２２

号。这一号鲜明地说明了那些企图靠同取消派和召回派这些非社

会民主主义的流派玩弄外交把戏来维持生存的国外小集团的消亡

过程。

这号报纸出版于公历１１月２９日，即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通

报发表了将近一个月以后。关于这个通报托洛茨基却只字未提！

对托洛茨基来说，俄国组织委员会是不存在的。托洛茨基自称

护党分子，理由是绝大多数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所建立的党的国

内中心对他来说等于零！也许恰恰相反，同志们，是托洛茨基及其

国外小集团对俄国社会民主党组织来说等于零吧？

托洛茨基用最粗的字体刊印自己的保证（干吗要这样起誓

呢？），说他的报纸“不是派别性的，而是护党的”。只要稍微细心地

观察一下第２２号的内容，立刻就会看出他同不是护党的前进派和

取消派所玩弄的拙劣把戏。

请看一篇署名斯·沃·的大肆宣扬“前进”集团的彼得堡通

讯。斯·沃·指责托洛茨基没有把早就寄给他的彼得堡人反对请

愿运动５５的决议发表出来。被前进派指责有“狭隘派别观念”（真是

０３



忘恩负义啊！）的托洛茨基借口他的报纸缺乏经费和不经常出版来

回避问题，支吾搪塞。可惜这种把戏露出了马脚：我们帮你们的忙，

你们也帮我们的忙。我们（托洛茨基）不提护党派同召回派的斗争，

反过来，我们（托洛茨基）帮助你们吹嘘“前进”集团，你们（斯·沃

·）也要在“请愿运动”问题上向取消派让步。用外交手腕维护两个

不是护党的派别，难道这不是真正的党性吗？

请看那篇以响亮的《前进！》为题的空话连篇的社论。这篇社论

说：“觉悟的工人们！你们现在再没有比结社、集会和罢工自由更重

要〈原来如此！〉更能包括一切〈可怜虫胡说起来了〉的口号了。”接

着又说：“社会民主党号召无产阶级为争取建立共和国而斗争。但

为了使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不致成为少数优秀分子的空洞的

〈！！〉口号，你们觉悟的工人必须使群众通过切身的经验认识到结

社自由的必要，并为这切身的阶级要求而斗争。”

高喊革命词句，是为了掩盖取消派的骗人行径，并为之辩护，

从而模糊工人的意识。既然建立共和国意味着不可能解散杜马，意

味着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意味着农民从马尔柯夫、罗曼诺夫和普

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暴力和掠夺下解放出来的自由，建立共和国这

个口号又怎么会是少数人的空洞的口号呢？恰恰相反，不同建立共

和国这个口号联系起来而作为“包括一切的”口号提出来的“结社

自由”这一口号，才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口号，这不是很明显的

吗？

不向群众阐明“结社自由”同沙皇制度势不两立，不阐明为实

现这种自由而建立共和国的必要性，却向沙皇君主制要求这种自

由，那是毫无意义的。向杜马提出关于结社自由的法案，就这类问

题提出质询和发表讲话，恰恰应当作为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进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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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共和国的宣传的根据和材料。

“觉悟的工人必须使群众通过切身的经验认识到结社自由的

必要！”这是“经济派”早就唱烂了的俄国老机会主义的老调！群众

的经验是：大臣们取缔他们的社团，省长和巡官每天都在施加暴

力，这确实是群众的经验。而针对建立共和国提出“结社自由”这个

口号，不过是与群众格格不入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漂亮话。这是

知识分子的漂亮话：他们以为“请愿”（有１３００人签名的“请愿”）的

经验或者被束之高阁的法案的“经验”，可以教育“群众”。实际上，

能够教育他们的是是一种经验，是活生生的经验，而不是纸上的经

验；启发他们的正是觉悟的工人进行的建立共和国的宣传。这在政

治民主的意义上，是唯一能包括一切的口号。

托洛茨基很清楚，取消派在合法出版物上正是把“结社自由”

的口号，同打倒秘密党、反对争取建立共和国的斗争的口号结合起

来的。托洛茨基的任务也就在于蒙蔽工人，为取消派打掩护。

同托洛茨基无法就问题的实质进行争论，因为他没有任何见

解。同有一定信念的取消派和召回派可以而且应该进行争论，而同

玩弄花招来掩饰这两个派别的错误的人则不必进行争论，只要把

他这个最蹩脚的……外交家揭露出来就行了。

同那些在《真理报》第２２号上发表纲领的提要的作者们，倒是

应该争论一番。他们犯错误，或者是由于没有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的十二月决议（１９０８年），或者是由于还没有完全克服取消派和

“前进派”的某些思想上的动摇。

第１条说，六三制度是“封建型贵族－地主事实上的不受限制

的统治”；接着又指出，他们“用事实上无权的国家杜马这个假立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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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面具，来掩盖自己统治的专制官僚性质”。

既然地主杜马“事实上无权”（确实如此），那地主的统治又怎

么能是“不受限制的”呢？

作者们忘了，沙皇君主制的阶级性质丝毫也不排斥从尼古拉

二世到每个巡官的沙皇政权和“官僚制度”的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

性。忽视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度，把它直接归结为上层阶级的“纯

粹”统治，——召回派在１９０８—１９０９年犯了这样的错误（见《无产

者报》第４４号附刊５６），拉林在１９１０年犯了同样的错误，现在某些

作家（如米·亚历山德罗夫）在犯这样的错误，那个投靠取消派的

尼·罗—柯夫也在犯这样的错误。

十二月决议（１９０８年）对封建主在资产阶级支持下的统治所

作的分析，恰恰挖出了这种错误的根源。

第２条援引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纲领，并把结社自由

和没收地主土地等许多要求摆到“特别显著的地位”，但没有提到

建立共和国。我们认为，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完全承认，宣传结社

自由是绝对必要的，同时我们也认为，建立共和国的口号应当摆到

最显著的地位。

第３条：“广大人民群众的新的革命行动是必要的”，不然就不

能实现我们的要求。

最后一点非常正确，但这只是真理的一半。马克思主义者不能

只限于指出群众的新的行动是“必要的”，他们应该首先指出，促使

（如果能促使的话）新的革命危机到来的原因是什么。没有这种危

机，“行动”是不可能的，尽管“行动”也可以说永远是“必要的”！

作者们有非常良好的革命愿望，但他们的思想方法却有一定

的缺陷。十二月决议（１９０８年）得出关于新的行动的“必要性”的结

３３论托洛茨基的外交和护党分子的一个纲领



论不那么简单，但却比较正确。

第４条：“在最近的将来，迟早有可能发生这种新的群众革命

行动，必须对……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作用进行无情的批判”等等。

不管“行动”有无“可能”，甚至在群众行动显然不可能的时候，

批判也永远是必需的。把行动的可能性与批判联系起来，就等于把

马克思主义这一永远不可或缺的路线与一种斗争形式（特别是高

级形式）混同起来。这是第一个错误。第二个错误就是，“上战场别

吹牛，下战场再夸口”：光说行动的可能性没有用，应当用事实来证

明这种可能性。在纲领中，只要指出高潮的开始，只要强调进行宣

传和为群众行动作准备的重要性就行了。群众的行动是在最近的

将来或者不是在最近的将来出现，事态会证明这一点。

第５条非常之好，因为它强调了国家杜马作为宣传讲坛的巨

大意义。

我们不知道，这个纲领是谁起草的。如果是国内的前进派分子

（从某些迹象看，可以这样设想），那应当对他们克服了“前进”小集

团的一个错误表示热烈祝贺。这些前进派分子还有护党派的良知，

因为他们对一个“棘手”问题，作了直截了当的毫不含糊的回答。而

“前进”集团却完全昧着良心欺骗党：他们为召回派辩解，打掩护，

直到现在，直到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对是否参加第四届杜马的问题还没

有作出直截了当的回答。承认这个集团是社会民主主义的集团，就

是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嘲弄。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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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人”仲裁法庭的总结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大家知道，在１９１０年一月中央全会上，布尔什维克派的代表

（全会全体成员一致公认的该派代表）同我们党所有其他派别签订

了协定。这个协定发表在中央机关报第１１号上，大意是：在所有其

他派别自行解散和执行党的路线即反取消派和反召回派路线的条

件下，布尔什维克解散自己的派别，并把自己的财产交给中央委员

会。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协定明确规定，这些条件一旦被破坏，就要

把款项归还给布尔什维克（见发表在中央机关报第１１号上的决

议）。

人所共知的其他派别破坏这个协定的事实，使布尔什维克不

得不在一年以前，即在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５日提出申请，声明废除这个

协定，并要求把款项发还给他们。

这个要求须由考茨基、梅林和蔡特金组成的“保管人”仲裁法

庭审理。仲裁法庭决定：在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日以前，先把一部分款

项交给由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兰人的代表组成的技术委员会

和国外组织委员会使用，用后上报帐目。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间，梅林和考茨基这两个仲裁人辞去了自己的

职务。这样一来，第三个仲裁人一个人就无权进行工作，所以他犹

豫一阵之后也辞去了自己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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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５日废除了同其他派别的协定的布尔什

维克派，从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２日起，就同前保管人解除了协定关系。

因此，它就开始掌管自己的印刷所和掌管本派的其他财产。

不言而喻，布尔什维克派同取消派、召回派和纯粹搞阴谋活动

的—些国外集团断绝“联系”以后，正象它的成员在建立俄国组织

委员会方面的活动已经证明了的，就会竭力把所有护党分子团结

在俄国组织委员会和它所召集的全党代表会议的周围。

在１９１０年一月全会上签订

协定的布尔什维克派代表①

附言：当我们看到载有两个前仲裁人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８日的来

信的所谓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传单的时候，上述声明已经送交中

央机关报编辑部。拉脱维亚人，甚至梯什卡都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国

外局，伊哥列夫和李伯尔还把自己装扮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这是

想骗谁呢？他们为什么不提这些人已经退出的事实呢？为什么不

提，到１１月１８日法庭解体已有两个半星期，因而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８

日的信就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了呢？或许是伊哥列夫先生和

马尔托夫先生在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日以前不承认仲裁法庭？请你们

说说看，并证明这一点吧，先生们！或许是你们在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

日以后才承认仲裁法庭？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日以前，大家公认的仲裁

法庭谴责了你们，既没有给你们，也没有给托洛茨基一文钱，尽管

你们提出请求、要求和“抗议”。受到大家公认的合法的仲裁法庭谴

６３ “保管人”仲裁法庭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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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的先生们现在企图为自己打掩护，借口说这是前仲裁人的个人

意见，对任何人都没有约束力。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日以后，仲裁法庭

就不存在了，就这点说，我们又都恢复到了全会以前的状况。如果

还由前保管人来保管布尔什维克的款项，那就是违法的了。

然而，问题就在于，伊哥列夫先生和李伯尔先生只想“哗众取

宠”，而不敢根据精确的文件来叙述仲裁的经过。不行骗，货就卖不

出去，这就是他们的箴言。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５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３４—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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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０日〔２３日〕—１９１２年１月６日〔１９日〕）

一 一些基本原则问题

在所谓反对派政党之中，立宪民主党在公开活动方面处于最

优越的地位，它刚刚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确定了它在选举

运动中的政策。从我们最容易得到的、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资料中

可以看到，立宪民主党的政策是这样确定的：

（１）立宪民主党人在自己的候选人可以保证当选的地方，提出

自己的候选人；

（２）在立宪民主党的候选人不能指望获得绝大多数选票的地

方，立宪民主党人支持任何政党的可能得到最多选票的进步派候

选人；

（３）在反对派候选人毫无当选希望而又存在着黑帮危险的情

况下，可以支持十月党候选人，只要他是真正的立宪主义者，这种

情况有时是会出人意料地发生的；

（４）立宪民主党既不同右派十月党人，也不同民族党人和君主

派５７缔结任何选举协定。总之，他们既不能忘记党的利益，也不能

为了党的利益而牺牲广义的反对派的最高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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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的政策。工人民主派应当十分密切地关注

这个政策，分析它那被通常的暗语掩盖起来的真正的阶级本质和

真正的含义。只要读一下立宪民主党的决定，马上就会碰到“反对

派的最高利益”之类的话。问题的实质在于，立宪民主党的政策，现

在已经完全最后确定为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联盟的政策。必

须懂得这个实质，必须剥去它的官方自由派辞藻的外衣，让它清清

楚楚地显露出来。

（１）只字未提同左派、同民主派的联盟；（２）只禁止同右派十月

党人结成联盟，而这是十月党中极少数人——“戈洛洛博夫派”５８；

（３）所谓“广义的反对派的最高利益”，实际上只能有一种含义：照

例是事实上准许（并且推荐！）同十月党人结成联盟。

这三个关于立宪民主党的真正政策的结论，应当牢牢记住。

这些结论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中派左

翼”已把自己的政策确定为同资产阶级的所谓自由主义的中派右

翼结盟的政策，公开声明反对黑帮，同时不提同劳动派、左翼无党

派人士和工人候选人结成任何联盟，以表示反对左派，反对民主

派。

我们在《明星报》第２８号上的《两个中派》一文①中所谈到的

情况，完全得到了证实。

在俄国，有三个主要政治力量，因而也就有三条主要政治路

线：黑帮（代表农奴主－地主的阶级利益）和跟他们站在一起并以

他们为依托的“官僚制度”；其次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中

派”左翼（立宪民主党人）和“中派”右翼（十月党人），最后是资产阶

９３一 一些基本原则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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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民主派（劳动派、民粹派、左翼无党派人士）和无产阶级民主派。

正是这样划分，也只有这样划分才是正确的，这已由２０世纪头１０

年的全部经验所证实，而这１０年正是异常重要的事件层出不穷的

１０年。

当然，无论在自然界，还是在社会上，任何界限都是可变的，在

一定程度上是有条件的，是不稳定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处在主

要分界的“交接线”上的政党和集团的过渡形式和动摇状态是必然

的，但是２０世纪初俄国阶级力量对比所产生的问题实质，无疑正

是由上述一分为“三”的状态所决定的。混淆资产阶级自由派（以立

宪民主党为首）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曾使俄国解放运动受害不浅；

必须尽一切努力使伟大１０年（１９００—１９１０年）的经验能够帮助所

有民主派彻底了解这种混淆的错误和极大危害。因此，当代的工人

民主派正面临着两个相互密切联系的任务：第一，建立一个雇佣工

人阶级的独立的政治组织，这个组织不要任何业主即使是最民主

的大小业主参加，而且服从于本阶级的整个国际运动即世界性运

动；第二，发展和巩固俄国民主派的各种力量（他们的首领也必然

是工人，就象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首领必然是立宪民主党人类型的

社会分子一样）。要完成后一个任务，就必须经常地向最广大群众

阐明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

等）之间的界限的阶级根源和政治意义。

自由派资产阶级不愿意也不可能离开马尔柯夫和普利什凯维

奇之流，它只是竭力抑制他们的统治。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工人却不

能不比较彻底地和自觉地要求消灭这种统治的一切经济基础和政

治基础。

从工人民主派的观点来看，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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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就是这样。正是应当把这个内容提到首要地位，以对抗故意用

些关于“进步性”和“反对派立场”这类泛泛的词句来混淆一切根本

原则问题的立宪民主党政策。

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联盟不是什么新东西。马克思主

义者早就预见到会有这种联盟，早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就指出了这个

联盟两个组成部分的内在的阶级血缘关系。在第三届杜马中一开

始就形成了两个多数，早在１９０７年底，马克思主义者就把这个结

论作为自己政策的基石。第三届杜马５年来的事实证实了这个结

论。这届杜马的组成大致如下①：

右派………………………１６０

十月党人…………………１２４
２８４——第一个多数

自由派……………………１２７   ｝——第二个多灵数
民主派……………………２９

共 计………………４４０

第三届杜马始终依靠这两个多数，而这两个多数是整个六三

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第一个多数意味着政权完全保持“旧制

度”；第二个多数意味着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迈了一步”。六三体制

需要第一个多数，是为了使马尔柯夫、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及其同伙

保持自己的“政权和收入”，它需要第二个多数是为了抑制这种统

治和按资产阶级步法前进（按进一步、退两步的程式）。实际经验在

１４一 一些基本原则问题

① 这个统计数字是根据１９１０年官方《参考手册》（第２分册）的资料计算出来的。
右派：道地的右派——５１；民族党人——８９；右派十月党人——１１；加上二分之
一的无党派人士——９；自由派进步人士——３９；立宪民主党人——５２；所有民
族集团——２７；加上二分之一的无党派人士——９；民主派：劳动派——１４；社
会民主党人——１５。



清楚地表明，这种前进等于停滞，而普利什凯维奇的统治并没有被

“抑制”。

第三届杜马的一系列表决都是“第二个多数”的表决。《言语

报》前不久就明确承认了这一点，它说：最近一次会议一开始的“几

次表决”“实际上再现了中派左翼〈应读作：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

人的联盟〉在杜马中的优势”。这样的表决之所以会出现，完全是因

为第二个多数也和第一个多数一样，是站在反革命的立场上，只要

回忆一下《路标》文集，或是卡拉乌洛夫的虔诚的演说，或是“伦敦”

口号，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第二个多数的这些“胜利”的成果又在什么地方呢？十月党人

中间有“真正的立宪主义者”，这是立宪民主党的真正惊人的发现，

能够证明这一点的事实又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发现难道不是证明，

“真正的立宪主义”这个概念在立宪民主党人的意识中已经被大大

贬低了吗？

选举运动的首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是这个运动的政治内容和

它所反映的思想路线的问题。立宪民主党的决定一再表明它的反

民主的本质，因为立宪民主党的选举运动的内容，就是在群众的意

识中进一步贬低“立宪主义”这个概念。教育人民，让他们知道“左

派”十月党人中间可能有真正的立宪主义者，这就是立宪民主党的

打算，这就是它的选举政策的含义。

民主派的任务则不同，不是贬低立宪主义这个概念，而是说

明，只要政权和收入还继续掌握在马尔柯夫之流手里，立宪主义就

是完全虚假的。工人民主派的选举运动的内容是由下列任务决定

的：阐明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区别，把民主派的力量联合起来，把全

世界的雇佣工人队伍团结起来。

２４ 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



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决定使这个党距离民主派更远了。我

们的任务是把民主派的力量集中起来去反对一切中世纪制度的表

现，去对抗立宪民主党人—十月党人的联盟。

二 工人复选人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

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已经开始了。政府颁布了关于协助“民

族”党的公告，采取了规定政府候选人的资格限制和排挤一切反对

派特别是民主派的候选人的“措施”，从而开始了这个运动。

反对派的报刊也开始了选举运动。立宪民主党作出了关于同

“左派”十月党人结成联盟的决定，从而也开始了这个运动。

因此，工人民主派应当立即对选举问题给予极大的注意，事先

（一个星期也不能拖延）就有条不紊地讨论自己的策略，事先就训

练各种各样的民主派拥护者去完成他们的重大的使命。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想详细谈谈工人复选人的作用问题。不用

说，在这个问题上，象在一切问题上一样，提到首位的还是活动的

内容，即运动的思想政治路线。教育和组织工人阶级，把他们联合

成与西欧政党团结一致的独立政党，向工人阶级阐明它的历史目

标是改造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根本条件，坚决划清工人阶级的

政党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所有派别，甚至“左派”、民粹派等等的界

限，——这就是基本任务。

这个基本任务对所有国家的工人民主派都是一样的。正因为

如此，目前把它运用到俄国一个国家的时候，就必须估计到——为

了完成这个共同的任务——当前的一些特殊的具体的任务。在俄

３４二 工人复选人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



国工人民主派的这些任务中间，现在——由于客观条件——提到

首位的是两个彼此密切联系的任务。这两个任务是：第一，清楚地

认识到取消派这个流派（大家知道，它是以《我们的曙光》杂志和

《生活事业》杂志为代表的）同流传甚广的资产阶级反革命流派“路

标派”的联系。清楚地认识到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危害，

是克服这种影响的必要条件，是达到取消派所否认的涉及工人民

主派本身存在的当前的最近目标的必要条件。第二，在明确地划清

（资产阶级）民主派和资产阶级自由派的界限的情况下把左派民主

派组织起来。做不到这一点，工人民主派的领导权就不能实现，而

工人民主派的领导权是整个解放运动取得任何进展的必要条件之

一。

把自由派（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劳动派、左派“民粹派”５９

等）混淆起来，在原则上是根本错误的，在实践上会导致对民主派

的利益的背叛。工人复选人的任务是：坚持对解放运动的正确理

解，阐明各个政党的阶级实质（不为“招牌”、响亮字眼和动听名称

所蒙蔽），明确区分右派（从黑帮到十月党人）、资产阶级自由派（立

宪民主党及其同伙）和民主派（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劳动派和同他们

血缘相近的各种流派，其次，马克思主义者代表无产阶级民主派）。

根据１９０７年六三法令规定的选举制度６０，工人复选人在省选

举大会上起着特殊的作用。争取使所有这些复选人都成为工人民

主派的忠实可靠的代表，——这就是当前的实际任务。

大家知道，有６个省可以从工人复选人中各选１名杜马代表。

这些省就是：彼得堡省、莫斯科省、弗拉基米尔省、叶卡捷琳诺斯拉

夫省、科斯特罗马省和哈尔科夫省。但是，代表是由省选举大会的

全体成员选举的，就是说，几乎总是由右派复选人（土地占有者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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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资产者）即十月党人选举的。为了保证工人民主派当选杜马代

表，就必须使所有的工人复选人无一例外地都是工人民主派，都坚

决支持自己的一个固定的候选人。只要有一个“倒戈分子”或一个

自由派的、“右派分子”复选人，十月党人就会不顾大多数工人复选

人的意愿而把他选出来！

但是，不仅仅是这６个省的省选举大会的成员中有工人复选

人。５３个省中的４４个省一共有１１２名工人复选人。

这些复选人的作用是什么呢？第一，他们应当始终贯彻思想路

线，组织民主派（尤其是农民民主派），使他们摆脱自由派的影响。

这方面的活动领域是极端重要的。第二，工人复选人在右派和自由

派的选票分散的情况下，能够（也应当争取）选入杜马。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一下这后一项任务。在第三届杜马中，维亚

特卡省有两个社会民主党代表：阿斯特拉汉采夫和普佳京。但按法

律规定，维亚特卡省一个工人选民团的代表也不应该有。在维亚特

卡省的选举大会上，有１０９个复选人，其中４个是工人复选人。４

个（１０９人中的）工人是怎样把其中２个选入杜马的呢？显然是省

选举大会上的选票分散了，自由派没有工人的援助就战胜不了右

派了。被迫同工人结成联盟的自由派，只好同工人分占席位，于是

就把两个社会民主党人选入了杜马。维亚特卡省选出的杜马代表

的构成是：１个进步派，３个立宪民主党人，２个劳动派，２个社会民

主党人，也就是说，４个自由派，４个民主派。假如在民主派复选人

多于自由派复选人的条件下前者能同后者分开，工人在该省甚至

可以得到３个席位。假定１０９个复选人中有５４个是右派（土地占

有者的５３个复选人中的５０个，加上第一城市选民大会６１选出的

１７个复选人中的４个），再假定其余的５５个复选人中有２０个是

５４二 工人复选人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



自由派（３）个土地占有者，１３个第一等市民和４个第二等市民），

３５个是民主派（２３个农民复选人，８个第二等市民和４个工人）。

在这种条件下，民主派就应当得到８个席位中的５个，工人在取得

农民民主派的信任的情况下本来有可能获得３个席位。

在乌法省，所有的代表席位都被自由派（穆斯林也包括在内）

夺去了。民主派一个席位也没得到。可是，假如乌法省的３个工人

复选人在有３０个农民复选人的情况下能把民主派更好地组织起

来，本来肯定是可以为劳动派和为自己争得席位的。

在第三届杜马中，彼尔姆省有６个自由派代表，３个民主派代

表，其中只有１个社会民主党人。而农民复选人在这里有２６个，其

中有１个劳动派被在省选举大会上占多数的自由派选为代表，就

是说，农民选民团可以说完全是劳动派的选民团（只要有１个农民

倒戈，从民主派投向自由派，自由派就会选这个倒戈分子！）。第二

等选民团（有１３个复选人）也是一样，其中也有一个劳动派被自由

派选为代表。就是说，复选人中的民主派人数是：２６人＋１３人＋５

个工人＝４４人。一共１２０个复选人，其中５９个是土地占有者的复

选人，１７个是第一等市民的复选人。即使除了民主派全是自由派，

也只有７６人，还不到２３。当然，很可能有一部分复选人是右派。

这就是说，自由派没有２３的复选人，却夺得２３的杜马席位。由

此就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如果民主派能够更自觉更好地组织起

来（而首先应当关心这一点的是工人！），就不会受自由派的欺侮。

社会民主党人叶戈罗夫是由彼尔姆省全体复选人大会即由自由派

选出的，这就是说，自由派需要工人的援助，而工人在给予这种援

助时，没有为民主派争得合乎比例的代表席位，这就直接犯了错

误，直接违反了民主派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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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引用这些统计数字，强调这些数字是粗略的，是为了说明

问题的，因为我们没有全体复选人和每个选民团复选人的党派成

分的确切材料。实际情况要比我们这些粗略的材料所描绘的纷繁

复杂得多。但是，工人应当掌握我们的六三选举的“巧妙把戏”中的

基本力量对比，而掌握了主要东西，他们也就能够弄清各个细节

了。

有两个选民团是最民主的（当然是不算工人选民团，工人选民

团可以而且必须是彻底马克思主义的，彻底反取消派的），这就是

农民选民团和第二等城市选民团。其中前者比后者更民主，尽管与

城市居民比较起来，农村的选举自由要少得多，农民的宣传和组织

的条件要差得多。

实际上，第二城市选民大会的特派代表６２是从２８个省选入第

三届杜马的。选出了１６个右派、１０个自由派、２个民主派（萨拉托

夫省的罗扎诺夫和彼尔姆省的彼得罗夫第三）。农民的特派代表，

所有的５３个省都有：选出了２３个右派、１７个自由派、５个民主派

和８个无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中右派和反对派各算一半，可以得

出下列对比数字：

第三届杜马代表
第二等城市
选民团选出的

农民选民
团选出的

右派…………… １６ ２７

反对派……… １２＝４３％ ２６＝４９％

  第二等城市选民团选出的代表中反对派占４３％，而农民选民

团选出的代表中反对派占４９％。如果注意到，正如大家所知道的，

第三届杜马的农民代表提出了土地法案，这个法案就其内容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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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立宪民主党的土地法案要民主些，而且无党派的和右派的农民

都在这个法案上签了名，那就很清楚，实际上，农民选民团的民主

超过第二等城市选民团的民主的程度比我们从上述材料看到的还

要大些。６３

这就是说，全体工人，尤其是工人复选人，应当特别重视的正

是农民选民团和农民复选人。工人作为民主派的组织者，应当首先

在农民中间活动，其次才是在第二等市民中间活动。在这两个选民

团中，混淆自由派和民主派的情况特别严重、特别经常，这是立宪

民主党人特别精心地培植起来的；他们利用自己那“行家里手”的

“议会”经验，利用自己那掩盖了反民主的、路标派的、反革命的本

质的“民主”称号（“立宪民主党”、“人民自由党”）来直接欺骗政治

上不成熟的人。

在俄国解放运动的现阶段，工人的思想政治任务就是组织民

主派。选举的技术工作必须服从这个任务。因此，主要注意力应该

放在农民选民团上，其次放在第二等城市选民团上。在省选举大会

上，工人复选人的首要任务是团结民主派。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

就必须有３票：必须物色两个农民民主派，至少要说服两个自由

派，使他们相信他们提出工人候选人是不会冒任何风险的。民主派

在省选举大会上要同自由派结成联盟来反对右派。如果这种联盟

不能立即形成（在大多数情况下，很可能就是这样，因为复选人彼

此都不认识），民主派就应当首先联合自由派去击败右派，然后，再

联合右派去击败自由派。这样，他们两者就都不能当选（要有一个

条件，就是无论右派，或是自由派单独都不占绝对多数。没有这个

条件，民主派就不会被选入杜马）。根据选举条例第１１９条的规定，

大会宣布休会。这时，民主派计算出投票结果以后，就同自由派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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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联盟，因为它掌握了确切材料，并且争取到按比例分配代表席

位。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让自由派先选举民主派，而不是相反，因为

欧洲的全部历史和全部经验都已证明：自由派经常欺骗民主派，而

民主派则从来没有欺骗过自由派。

工人复选人既然知道哪些选民团会选民主派，并且能把民主

派和自由派分开，那么，无论在组织整个民主派方面或是在把大量

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选入杜马方面，他们在４４

个省中都能发挥巨大的作用。现在，工人民主派有１５个，资产阶级

民主派有１４个。如果工人的策略正确，搞得好，就可以使这两者的

数字增加一倍。自由派在第四届杜马中必定会有一个强大集团，一

个人数在１００人以上、能够同十月党人结成联盟的“负责的反对

派”（伦敦式的）的集团。必须努力使真正的民主反对派，而不是路

标主义的反对派组成一个几十人的集团，而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

法律规定，工人有权在４４个省选出复选人。每个工厂的觉悟

工人应当立即熟悉这个法律，认真考虑自己的任务和自己的地位，

设法使自己选出的复选人是真正的工人民主派，而不是取消派。

如果１１２个工人复选人就是这样有意识地、想方设法地、有条

不紊地选出的话，他们就会在团结争取在欧洲各地实现伟大的世

界目标的工人阶级方面和在组织俄国民主派方面发挥很大的作

用。

时不待人。每个觉悟的工人都肩负着艰巨的但大有可为的任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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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选举运动中的农民和农民复选人

在上一篇文章中（《明星报》第３４号）①，我们谈到了工人复选

人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我们的结论是，工人民主派的主要任务有

两个：团结雇佣工人阶级，提高他们的觉悟和对自己的伟大历史目

标的认识；其次是组织民主派。

现在，我们来分析一下非无产阶级民主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

的问题。他们在俄国的主要阶级支柱是什么？他们的特点是什么？

他们的当前任务是什么？他们在选举中的作用怎样？

在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阶级支柱是农民。广大农民群

众的处境极为艰苦，地主土地占有制对他们的压迫非常残酷，经济

条件十分恶劣，无权状况异常严重，因此，在他们中间就不知不觉

地、自发地必然产生民主主义的情绪和要求。自由派资产阶级（以

立宪民主党为首）所描绘的摆脱这种处境的出路，就是同普利什凯

维奇之流瓜分政权，让普利什凯维奇和古契柯夫之流（或米留可夫

之流）共同统治群众。这条出路对千百万农民来说是不可能的。正

因为如此，农民的阶级地位和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就必然使民

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产生重大的区别。

上述两种政治派别通常都没有完全的明确性和完全的自觉

性，但农民倾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倾向君主派自由主义，却是事

实，这是俄国事件层出不穷的２０世纪头１０年所完全证明了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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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不仅在１９０５年的解放运动中，不仅在最初两届杜马中，农民群

众表现出了民主主义倾向，而且就在地主老爷的第三届杜马中，包

括右派和无党派人士在内的４３个农民代表，也提出了比立宪民主

党的法案更为民主的土地法案。

一般说来，土地问题是目前俄国农民的主要问题。在俄国欧洲

部分，不到３万个地主占有７０００万俄亩的土地，而１０００万最贫困

的农户差不多也只有这么多的土地。前者每户平均有２３００俄亩，

后者平均只有７俄亩。在俄国历史发展的现阶段上，这种现象所造

成的经济后果就只能是各种类型的“工役”经济即旧徭役制残余极

其普遍的存在。在欧洲早已绝迹的对农民的盘剥制和赤贫现象，以

及中世纪式饥荒的出现，——就是这种后果。

立宪民主党资产阶级想用自由派的办法解决土地问题：保留

地主土地占有制，按“公平价格”购买一部分土地，在实施“改革”的

机关中让地主比农民占优势。农民不能不倾向于用民主派的办法

解决土地问题。这种民主派的解决办法丝毫不触及也不可能触及

（即使是把全部土地无偿地交给农民）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货

币的权力、商品生产和市场的统治地位。农民对问题的看法多半是

相当模糊的，于是，民粹派就制定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完整的学说，

把这种模糊看法说成是“社会主义”。其实，就连最激进的土地变革

也与社会主义毫不相干。

但是，农民运动愈广泛、愈壮大，这种模糊看法在实践上的影

响就愈小，农民对土地的愿望和要求中实际的民主的内容就愈明

显。在这方面，尤其是在政治问题方面，工人民主派的作用、他们反

对农民服从于自由派领导的斗争是最为重要的。可以毫不夸大地

说，整个俄国民主运动的一切成就，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都是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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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农民的政治领导从自由派向工人民主派的转移密切联系着的。

没有这种转移，俄国的民主运动就不可能取得任何重大的成就。

大家知道，１９０７年的六三选举法“摧残”得最厉害的就是农民

的选举权。只要提出以下几点，就可以说明问题了：这个法令把土

地占有者的复选人从１９５２人增到２５９４人，即增加了３２．９％；而

农民和哥萨克的复选人却减少一半多，从２６５９人减到１１６８人，即

减少了５６．１％。此外，根据六三法令，农民选民团（正式名称是“乡

初选人大会”）产生的杜马代表，不是象从前那样只由农民复选人

选举，而是由省选举大会的全体成员，即由占多数的地主和大资本

家选举。

根据这种规定，农民民主派（劳动派）只有在农民的复选人全

体无一例外都是劳动派的条件下，才能保证得到杜马的席位。这

样，右派地主将不得不从农民选民团选出劳动派，就象他们曾不得

不从工人选民团选出社会民主党人一样。但是，农民的团结性、组

织性和自觉性当然要比工人差得多。这里还是一个尚待开展严肃

的大有可为的政治教育工作的领域。所有民主派和所有“到居民的

其他阶级中去”①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应该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

这个领域，而不应该同反革命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眉来眼去、勾

勾搭搭、干《我们的曙光》杂志的取消派所喜爱的那一套，等等。

我们上次已经指出，农民选民团在第三届杜马选举中，是非无

产阶级选民团中最具有民主主义性质的选民团。从农民选民团选

入第三届杜马的５３个代表中，有２６个是反对派代表，占４９％，而

从第二等城市选民团（“第二城市选民大会”）选出的２８个代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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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６卷第１２２页。——编者注



只有１２个是反对派代表，占４３％。从农民选民团选入第三届杜马

的５３个代表中，有５个是民主派，占１０％，而从第二等城市选民

团选出的２８个代表中，只有２个民主派，占７％。

考察一下农民选民团中选入第三届杜马的反对派代表是从多

少个省选出的，各个省的代表构成情况又是怎样，那是很有意义

的。在从农民选民团各选１名法定代表参加杜马的５３个省中，有

２３个省从农民选民团选了右派（包括十月党人），其次，有１７个省

选了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进步派和穆斯林），只有５个省选了民

主派（劳动派）。还有８个省选了无党派农民。

我们把情况仔细考察一下就会看到，没有一个右派代表占优

势的省从农民选民团选出一个民主派去参加第三届杜马。民主派

（劳动派）完全是从一个右派代表也没有的省份中选出的。阿尔汉

格尔斯克、维亚特卡、彼尔姆、斯塔夫罗波尔和托木斯克这５个省，

共选入第三届杜马１５个自由派、８个劳动派和３个社会民主党

人。毫无疑问，如果这些省的农民和工人的自觉性和组织性高一

些，还可以通过减少自由派的名额，把民主派的名额增加一些。

在这里，指出下列一点也许是适宜的，这就是一共有２４个省

在第三届杜马中反对派代表比右派代表多；在这２４个省中有１８

个省选入杜马的完全是反对派代表。这２４个省选入杜马的有９个

右派代表、２个无党派人士、５５个自由派、１４个劳动派和８个社会

民主党人。读者可以看到，要用减少自由派代表名额的办法来增加

民主派代表的名额，要把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从自由派的影响

下解脱出来，那是大有用武之地的。

其次，指出下面一点也不是没有意义的，这就是从农民选民团

选出自由派参加杜马的有１７个省，其中１０个省是右派代表比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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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派代表多。可以设想：这些省的农民复选人中通常是根本没有右

派的，否则省选举大会上占多数的右派就会把他们选出来……

工人民主派在选举中对农民所担负的任务是很明显的。应当

向正在无产阶级化的农民进行纯阶级宣传。应当帮助农民在选举

中团结起来，使他们能够按照六三选举法，排除来自旧制度的卫道

者方面和自由派方面的障碍，建立自己的尽可能强大的第四届杜

马代表团。应当竭力巩固工人民主派的领导权，彻底阐明农民民主

派倒向自由派的危害。

四 从第三届杜马选举的实践得出的结论

为了具体规定工人民主派在选举运动期间的任务，我们认为，

尽可能详细地考察一下几个省份的第三届杜马选举的资料，是有

好处的。考察这些资料，首先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和更正确地掌握

复杂而混乱的六三选举制度；其次，可以使所有参加选举运动的工

作人员对他们作为民主派所处的地位和开展活动的“环境”有个最

具体的了解。各地民主派研究一下每个省份的资料，就会补充我们

的材料，修正这些材料，并立即唤起所有意识到自己有责任参加选

举、以便从政治上教育雇佣工人和组织民主派的人们的注意。

就拿喀山省为例来说。它在第三届杜马中有１０个代表，右派

和反对派各半：５个右派（其中有４个十月党人和１个民族党人）

和５个自由派（其中有１个进步派、２个立宪民主党人和２个穆斯

林）。既没有劳动派，也没有社会民主党人。

与此同时，喀山省的资料又使人不能不承认民主派在这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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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选出的右派，１个是土地占有者大会选出

的（萨宗诺夫），３个十月党人是第一和第二城市选民大会选出的

（其中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卡普斯京先生是第二城市选民大会

选出的），１个十月党人是全体复选人大会选出的。选出的自由派，

１个是土地占有者大会选出的，１个是农民选出的（立宪民主党人

卢宁），３个是全体复选人大会选出的。

全体复选人大会选出３个自由派和１个右派，从这一情况来

看，自由派在省选举大会上占了多数，但这个多数是不稳固的，不

然全体复选人大会１个右派也不会选上。土地占有者选出了１个

进步派和１个右派，这一情况显然也说明了自由派多数是不稳固

的，因为假如自由派的多数稳固的话，这个右派就不会当选。

喀山省的复选人的成分按选民团划分如下：总共１１７人，其中

农民３３人，土地占有者５０人，第一城市选民大会１８人，第二城市

选民大会１４人，工人２人。可见，土地占有者和第一选民团的市民

加在一起就构成了多数（５０＋１８＝１１７中的６８）。大家知道，根据六

三法令，在一切省份都保证了或者这样的多数，或者更“可靠的”多

数，即清一色的土地占有者组成的多数（只有土地占有者选民团有

可能在选入省选举大会的复选人中占绝对多数）。

自由派争得了杜马中的一半席位，因为他们在土地占有者中

间的代表显然是很强大的。相反，在市民中间，好象是右派几乎占

了绝对优势。不这样设想，就很难解释，当自由派在省选举大会上

占多数时，两个城市选民大会怎么都选了右派。立宪民主党人是不

得不选举右派的。上面已经指出，自由派在复选人中的多数地位是

不稳固的，所以工人民主派就有了一个有利的活动场所：利用地主

和资本家的纠纷来组织整个民主派的力量，特别是把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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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劳动派选入杜马。

即使在复选人中有５７个右派和同样多的自由派，而只有３个

民主派（其中有２个社会民主党工人和１个劳动派农民），这３个

人甚至也可以把社会民主党人选入杜马，更不用说在有３３个农民

复选人的情况下这３个人所面临的把民主派力量联合起来这一大

有可为的任务了。我们提出３个人：这是按法律（选举条例第１２５

条）规定在推举候选人的提名单上所必需的最少人数，提名单上不

足３票的候选人不得参加选举。不言而喻，选举法所要求的这３票

也可以由两个自由派加上一个民主派凑成，如果这两个自由派没

有“进步”（朝“路标派”的方向）到甚至在省选举大会上也选举十月

党人而不选举社会民主党人的话。

在右派和自由派势均力敌的情况下，甚至只有１个民主派，也

可以在投票的时候联合右派去反对自由派，联合自由派去反对右

派，使他们谁也不能选入杜马，从而（根据选举条例第１１９条的规

定）达到休会的目的（休会时间的长短，根据上述条款的规定，由大

会自行决定，但不得超过１２小时），然后，安排自由派和民主派达

成协议，条件是把民主派选入杜马。

喀山省的例子可以说明第四届杜马选举中可能存在的两条工

人政策的路线（从而也可以说明整个工人政策的路线，因为选举中

的政策只是总的政策在个别场合的运用）。第一条路线是：通常是

投票支持比较进步的候选人，没有任何更进一步的规定。第二条路

线是：组织民主派，利用右派和自由派的对立来达到这一目的。第

一条路线从思想上说是对立宪民主党的领导的消极屈服；这条路

线如果成功，它的实际后果就是，通过削弱右派十月党人的多数

（在民主派的少数可能减少的同时）使第四届杜马中十月党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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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民主党人的多数扩大。第二条路线从思想上说是反对立宪民主

党对农民和对整个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导；这条路线如果成功，它

的实际后果则是，第四届杜马中的民主派集团将得到扩大、团结和

加强。

第一条路线在实践中可能导致自由派的工人政策的路线。第

二条路线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策。关于这两条路线的作用，我们

以后还要不止一次地更详细地加以阐述。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０、１７、３１日和

１９１２年１月６日《明星报》第３３、

３４、３６号和第１号（总第３７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３７—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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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的 和 新 的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０日〔２３日〕）

尼·尼科林在《明星报》第２９号上以非常醒目的标题《旧中有

新》发表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非常值得注意的重要问题。就这

些问题展开讨论，对阐明俄国工人民主派的精确的、鲜明的、确定

的活动方针，无疑是有好处的。

尼·尼科林这篇文章的主要缺点是他的许多论点极不明确。

这位作者说，他“可能在许多问题上都不同意”我的看法，可没有说

明为什么，其实我倒应当说，尼·尼科林没有什么论点会引起分

歧，因为他根本没有完整的论点。

例如，尼·尼科林坚决反对那些认为“我国目前的情况……近

似于１９００年代初期的情况”的人。他说，抱有这种看法的人就是否

认旧中有新。当然，如果他们否认这一点，那是不正确的。当然，尼

·尼科林认为，旧中有新，应该很好地估计和很好地利用这种新事

物，这是万分正确的。但是，这新事物究竟是什么，究竟应该怎样估

计它等等，尼科林都没有谈到；另一方面，从他的引文中也看不出，

他的对方所说的“近似于”指的是什么。如果象俄国马克思主义者

正好在三年以前估计三年狂飙突进时期之后（即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以

后）所形成的政治形势那样来估计旧中有新的话，那我认为，说“我

国目前的情况近似于１９００年代初期的情况”，并没有什么不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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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在提出这个论点之前没有先对时局作出精确的、鲜明的、确定的

估计，没有对任务作出估计，那这个论点当然是不正确的。

旧的任务及其旧的完成办法、为完成这些任务所采取的新的

准备手段——在我看来，这些大致可以包括在三年前作出的回答

中。从这个回答来看，参加第三届杜马是绝对必要的，而尼·尼科

林是非常热烈非常正确地拥护参加的。如果哪个“流派”反对参加，

或者至今还犹豫不决，不敢公开地、明确地、直截了当地表示赞成

参加第三届杜马，那它就是徒有其名的工人民主派。这种流派实际

上已经置身于工人民主派之外，成为属于无政府主义思想范畴的，

而决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思想范畴的“一种合理的色彩”了。

就拿“上层建筑”的问题来说。尼·尼科林写道：“从前可能以

为，官僚制度是‘全俄’唯一的主要的敌人，现在谁也不再这样认为

了…… 我们很清楚，马尔柯夫、克列斯托夫尼科夫、沃尔康斯基、

普利什凯维奇、古契柯夫、霍米亚科夫、阿夫达科夫等等之流，都是

官僚制度从中汲取力量、据以活动的那个社会阶层的代表。”

尼·尼科林在这里强调“官僚制度”同工商业资产阶级上层的

联系，是完全正确的，并且是非常可贵的。只有那些根本没有仔细

思考２０世纪头１０年所产生的新情况、根本不理解俄国经济关系

和政治关系的相互依赖以及第三届杜马的意义的人，才会否认这

种联系，才会否认目前土地政策的资产阶级性质，才会根本否认这

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

但是只承认联系还是不够的，还应当确切指出这种联系的具

体性质。向某种新制度转变的道路上迈了一步丝毫不会消除旧制

度，比如消除“官僚”制度及其极大的自主性、独立性、托尔马乔夫

—雷因博特（等等，等等）式的“特点”、财政上的不受监督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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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制度虽然从资产阶级上层的支持中“汲取力量”，但并不吸收

他们参加，而是吸收旧的、非常旧的、不仅是革命前的（１９０５年以

前的），而且是改革前的（１８６１年以前的）领地贵族和担任公职的

贵族参加。官僚制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从资产阶级上层“获得活动

的根据”，却使资产阶级的活动具有纯粹农奴制的，彻头彻尾农奴

制的方向和形式。这是因为，如果说普鲁士的容克和美国的农场主

的资产阶级性有所区别（尽管他们二者无疑都是资产者），那么，普

鲁士容克的资产阶级性和马尔柯夫及普利什凯维奇的“资产阶级

性”的区别也同样很明显，同样很大。与马尔柯夫及普利什凯维奇

比较起来，普鲁士的容克简直就是“欧洲人”了！

忽视“官僚制度”的极大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是米·亚历山德

罗夫在他那本名著中所犯的主要的根本性的致命的错误，而尼·

罗—柯夫在取消派的《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９—１０期合刊上又把这

个错误弄到十分荒谬的地步。在所谓“官僚”制度方面旧的究竟保

存下来多少，“新的”究竟带来了哪些变化，确切些说，哪些形式上

的变化，关于这些，只有上面谈到的三年以前作出的回答作了确切

的阐述。

我决不是否定“寻找其他的途径和手段”，我认为讨论和反复

讨论一些该死的问题的直接答案是有巨大意义的，但我也不能不

反对例如取消派在“寻找”的幌子下所干的偷天换日的勾当。显然，

“寻找者”尼·罗—柯夫和“寻找者”波特列索夫、叶若夫、查茨基之

流的分歧，是涉及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细节的分歧。所有这些“寻找

者”都是站在自由派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人政策的立场上！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在书刊杂志等等上“寻找途径”，进行讨

论，是一回事，在实际起领导作用的机关报刊上作出明确的回答，

０６ 旧的 和 新的



就是另一回事了。

再拿“浪漫主义”的问题来说。尼·尼科林斥责了浪漫主义，说

它是完全过时了的“旧的东西”，还举例说：“自由派以为，他是一切

被压迫者的维护者，而社会主义者以为，他领导着俄国整个思想界

和劳动界”。这个例子只能说明是不懂得阶级斗争；当然，如果尼科

林说，这种“社会主义者”（显然是民粹主义者）实际上根本不是社

会主义者，而是用假社会主义的词句把自己的民主主义掩盖起来

的民主主义者，那就完全正确了。但是，说到浪漫主义，就不能不提

到在销路最广的刊物也就是自由派刊物上流行的对这个术语所作

的路标派的解释，即反革命的解释。对这种解释不能不表示反对。

不能不指出一个“新情况”：自由派在俄国建立了自由主义的路标

派的方针，米留可夫之流先生们只是口头上，只是用外交辞令屏弃

这个方针，而实际上却在执行路标派的政策。

由此可以得出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实际结论：根据２０世纪头

１０年的“新”经验，自由派和民主派之间的界限应该划得更加清楚

了。“把自由主义反对派和反动派混同起来”，当然是荒谬的，但没

有我刚才指出的结论，只有这个结论（尼科林作出的）是根本不够

的。

总之，尼·尼科林的结论恰恰反映了他的基本错误是含混不

清、吞吞吐吐。就拿他的第一个结论来说：“不管是荒唐地迷恋于旧

的行动方式，还是对这种方式持断然否定的态度，都同样是有害

的。”我认为，这个结论不是辩证的，而是折中主义的。荒唐就是荒

唐，因而无疑永远是有害的，这是不言而喻的。如果想赋予这一部

分结论以生动的即辩证的意义，那就应当大致这样说：企图借口是

旧的行动方式而为自己拒绝参加第三届或第四届杜马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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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极大的错误，是讲空话，是毫无意义的叫喊，尽管必须（确切些

说，正是因为必须）对这种旧的方式采取坚决肯定的态度。

顺便说一下，对这个问题我不可能作更详细的论述，所以我指

出，我上面援引的结论的第二部分，我认为应当进行修改。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０日《明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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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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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文献
６４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

１

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的提纲

（不晚于１２月１４日〔２７日〕）

提 纲

关于党内状况

１．出发点：反革命时期的客观条件。

２．全会和“调和主义”。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

３．全会后的一年。“两个强大的派别的联盟”。

４．全会后取消派和召回派的所作所为。

５．“协定”及其两个组成部分：政治部分和“财务部分”６５。

６．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９１１年６月。６６“传唤到中央委员会去的拘传”。

７．“在巴黎举行的中央委员会议”。出路：国内代表会议。

三个派别的联盟。“诺言”和履行。６７

８．１９１０年１月开始的多数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的两个时期：调和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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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１９１０年）；调和派和波兰人（１９１１年的半年）。
６８

９．俄国组织委员会与一些国外小集团。布尔什维克—波兰人

联盟“垮台”了吗？

１０．国外的“孤立”＋或－？

１１．建党派。

  （１）米哈伊尔＋尤里＋罗曼。

（２）在国外召开全会

１２月—６月。

（３）国内代表会议。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２５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７７—４７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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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１２月１４日〔２７日〕）

把国外社会民主党护党派力量组织起来和

布尔什维克的任务

社会民主党国外组织目前的状况极不正常。

从１９０８年社会民主党的出版机关逐步迁到国外时起，直到全

会召开前，国外一切最重要的中心，由于孟什维克小组完全脱离了

党而陷于完全分裂的状态。

全会（１９１０年１月）曾经试图根据会上一致通过的反取消主

义和反召回主义的路线实现统一，并且十分坚决地号召在国外确

立完全的统一。

可是，实际上，由于取消派和召回派没有履行全会的规定，全

会以后，各个国外小组并没有实行联合。相反，分裂更加严重，因为

事实上，前进派脱离了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派脱离了孟什维

克。这些平行的小组，“前者”和“后者”，或孟什维克小组和布尔什

维克小组都一如既往存在下来，实际上，根本没有把意见比较一致

并且能够共同进行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分子联合起来。

目前，在国外实际上存在的是一些各成一派的小组，它们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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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纯粹形式上的联系，而常常是根本互不联系，这就是布尔什维

克派、“调和派”、前进派、“呼声派”和“普列汉诺夫”派，它们各自为

政，实行不同的思想路线，而且同国内的这些或那些社会民主主义

分子单独保持联系。

在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的努力下，在国内成立了俄

国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成员积极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

党代表会议，这就使党的历史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并且指出了实

际生活所决定的摆脱瓦解和涣散状态的唯一可行的出路。

事实上，在全会以后进行真正社会民主党工作的只有布尔什

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特别是在１９１０年期间，他们更是同心协

力地工作。呼声派只不过是置身于党外的《
·
生
·
活
·
事
·
业》杂志和《

·
我
·
们

·
的
·
曙
·
光》杂志的国内取消派集团的国外分支，而国外的“前进”集团

仍在掩护召回派和通过自己的首领卢那察尔斯基进行宗教宣传，

干的完全不是社会民主党的工作。

现在，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建立的、得到国内社会民

主党的几乎所有地方组织支持的俄国组织委员会，实际上是社会

民主党进行工作的唯一的和拥有全权的中心。

会议在把布尔什维克联合成统一的国外社会民主党组织时，

也就把国外继续分裂的责任归之于那些不愿支持国内中心即俄国

组织委员会的小组，或者那些继续同脱离俄国的分子“玩弄协议把

戏”的小组，因为它们这样做，就是支持脱离了国内工作的非社会

民主主义的小组。

布尔什维克的国外组织会一如既往，竭力争取一切流派中所

有愿意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和愿意执行党的路线即反取消主义和

反召回主义的（以及反神的）路线的社会民主党人，［让他们］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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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组织，并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党组织。

同取消派和召回派作斗争，同缺乏思想性的国外小组的涣散

现象作斗争，促进一切真正的社会民主党护党派、特别是护党派孟

什维克的团结，协助俄国组织委员会，——这就是国外党组织的实

际任务。我们认为，中央机关报和《工人报》同是护党派应当支持的

机关报，（国外的）护党派孟什维克摆脱它们是毫无道理的，上述机

关报丝毫没有改变根据党的决定所制定的路线。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２５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６３—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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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关于国外组织章程的建议
６９

（１２月１６日〔２９日〕）

会议选出了主持国外组织的工作的国外组织委员会，把章程

草案连同全部意见转交给该委员会，责成它向各小组征询意见，以

便对章程作出最后的确定。

列  宁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２５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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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

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
７０

（１２月１７日〔３０日〕）

会议确认，党很久以来，至少有两年多以来，就认为召开党代

表会议是刻不容缓的。现在，尽管遇到种种阻碍，终于在实现这项

任务方面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俄国组织委员会已经在国内成立，

并得到所有地方组织（基辅、巴库、梯弗利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叶卡捷琳堡、圣彼得堡、莫斯科、尼古拉耶夫、萨拉托夫、喀山、维尔

纳、德文斯克、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萨马拉、秋明、罗斯托夫和

其他等地的组织）的支持。

会议祝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成立，并且声明，全力支持该委员

会是每个护党分子应尽的义务。

载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２日国外组织

委员会的《通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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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荒和黑帮杜马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２日〔１９１２年１月４日〕）

就在不久以前，一些卖身求荣的下流作家由于去年丰收留下

的印象，傲慢地声称，“新农业政策”有了良好的后果；某些天真的

人也跟着他们欢呼我国农业中已经出现转机和全俄国农业欣欣向

荣。

现在，正好是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法令７１颁布的５周年，几乎蔓

延半个俄国的饥荒和歉收极其明显地和不容反驳地证明，这种寄

托在斯托雷平土地政策上的希望，掩盖了多少明摆着的谎话或天

真的无知。

甚至根据政府的统计资料来看（这些统计资料的精确程度和

“谦虚程度”已为历次饥荒所证实了），歉收的灾难已经遍及２０个

省；有２０００万个居民“有权要求给予粮食救济”，就是说，他们已因

饥饿而浮肿，他们的经济已陷于破产。

科科夫佐夫说：你们看见的不是什么歉收，这不过是“收成差

一点”而已；饥饿“并不会引起疾病”，相反，“有时还能治病”；关于

饥民遭受灾难的传说纯系报纸捏造，省长们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相反，“收成差一点的地区的经济情况决不是那么坏”；“免费供应

居民食品的主张是有害的”；最后，政府采取的措施是“足够的，也

是及时的”。如果科科夫佐夫不这样“鼓舞士气”，他就不能算是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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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大臣和反革命政府的首脑了。

立宪政府的首脑还忘记提到他那同饥荒斗争的天才发明，即

授予密探组织“赈济饥民”事宜的全权。

现在，甚至来自合法的自由派团体的“社会救济”也被取消了，

于是，萨拉托夫省的密探这个饥民的唯一保护者，就能在小酒店里

自由自在地喝掉他所经手的赈济饥民的贷款了。

当然，右派农奴主听到“大臣会议主席先生的详细的、可以说

是无所不包的演说”（引自维什涅夫斯基代表在１１月９日会议上

的发言）就欣喜若狂；当然，奴颜婢膝的十月党人就急忙在自己转

入下项议程的杜马议案中证明，“政府及时注意到采取措施以消除

歉收的后果”；而他们的首领（不是些普通的凡人！）之一就大发宏

论，说什么“让鱼类罐头自由流通，以供应居民适宜的食品”。

斑疹伤寒、坏血病、食用从狗嘴里夺来的烂肉或在国家杜马会

议上展示过的由乌七八糟的东西制作的面包——这一切对十月党

人来说是不存在的。对他们来说，大臣的一句话就是法律。

而立宪民主党人呢？甚至在这样的问题上，他们也没有对政府

的卑鄙行为作出公正的评价，反而认为再好不过的办法是通过自

己的发言人库特列尔“根据大臣会议主席的内容广泛的演说得出

安定人心的结论”（１１月９日的会议）；而在他们转入下项议程的

议案中委婉地把政府的行动说成只是“缺乏〈！〉计划性的，不够的

和绝非总是〈！〉及时的……”

正如社会民主党代表别洛乌索夫同志在自己的讲话中正确指

出的，赈济粮食的方法和组织赈济事宜这个问题只是事情的一个

方面。每次谈到饥荒问题都会产生的一个基本问题，即饥荒产生的

原因和同歉收作斗争的措施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同样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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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右派农奴主看来，解决办法“很简单”，就是要强迫“懒汉”庄

稼汉干更多的活，这样“他们总是能够弄出东西来的”。库尔斯克的

死硬派马尔柯夫第二认为，“庄稼汉在３６５天中只干５５—７０天活，

３００天什么也不干”，躺在俄式炉顶上“要求国家发给口粮”，是件

“可怕的”事。

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当中的半农奴主看得“更深刻”，由于有

义务赞扬当局，他们还打算要人们相信，“饥荒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要等到土地从弱者和醉汉手里转到强者和头脑清醒的人手里的时

候”，“要等到已故的彼·阿·斯托雷平拟订的改革方案实现的时

候，要等到寄托在强者身上的希望如愿以偿的时候”。（克列波夫斯

基在１１月９日杜马会议上的发言）

但是，在不久前还拥护１１月９日法令的人中间，一些比较有

远见的人已经开始感觉到，这项“伟大的改革”死期临近了。萨拉托

夫省的代表尼·李沃夫虽然过去赞成，“现在也赞成１１月９日法

令”，但是他向杜马讲述了“同现实接触后”得到的下列印象：“你们

在国家杜马这里谈到的一切，同你们亲眼看到的急需解决的贫困

相距太远了。”“要非常慎重地行事，要怜悯某些人想要加以蔑视的

那些居民。由于１１月９日的法令，在某些省，其中也包括萨拉托夫

省，出现了许多新人物，土地价格上涨了，贫苦的居民陷入了极为

困难的境地…… 在农民中间，贫苦农民的可怕的仇恨和诅咒愈

来愈厉害了，应当采取某些措施来消除这些现象…… 要知道，把

希望寄托在强者身上根本不是说要把贫苦的人置于死地，听任他

们在贫困中死亡”等等，等等。

总之，“同现实接触后得到的”印象开始擦亮了这位“过去赞成

１１月９日法令的”地主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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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饥荒已经使右派农民的心里深深地怀疑，斯托雷平的

“土地改革”是不是能消灾弭祸；所以右派农民安德列丘克提出了

建议，“要求政府在最近期间向国家杜马提出规定大土地占有者的

土地数量的最大限额的法律草案”，这个建议得到所有右派农民甚

至农村神父的支持，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农民，即使是右派农

民，是怎样理解“同饥荒作斗争”的。

安德列丘克提出的庄稼汉“发自内心的”要求又一次（我们回

想一下右派和左派农民要求采取强制地主转让土地的手段把土地

分配给少地的农民的声明，回想一下在讨论１１月９日法令时农民

的发言等等）证明，甚至右派农民也深刻认识到土地革命的必要

性，他们所理解的同饥荒的斗争是同“争取土地”的斗争密不可分

地联系在一起的。

不消灭农民缺少土地的现象，不减轻农民肩上的赋税重担，不

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不彻底改变他们的法律地位，不没收地主的

土地，也就是说，不进行革命，就不可能真正同饥荒作斗争。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的歉收是整个现存制度和整个六

三君主制面临死亡的新征兆。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２２日（１９１２年

１月４日）《工人报》第７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１１７—１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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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

谈判的揭露开始了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

在５年半—６年以前，那些曾经敲起警钟要人们密切注意立

宪民主党和大臣们的谈判，特别是关于大臣职位的谈判的人，现在

不能不非常满意了。历史真相总要大白于天下，有时甚至会从最出

人意料的方面暴露出来。现在，揭露已经开始了，尽管“有关”人士

（和政党）竭力遮掩，揭露也不会停止。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这种

揭露将会证实，而且一定会证实，我们当时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抨击

是完全正确的。

维特的揭露是从他同古契柯夫的争论开始的。维特采取行动

的目的和他的行动的性质极其恶劣；搞卑鄙的阴谋，想陷害别人，

从而爬上大臣职位，——这就是他的动机。可是，大家知道，两贼相

争，好人总会从中得到某些好处，如果是三贼相争，好处一定会更

多。

维特的信中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不管愿意与否，他不得不肯定

某些事实，这就使人们有可能（和有必要）通过对所有的当事人的

询问来核对这些事实。维特的信中列举的基本事实如下：

（１）参加同维特举行的会谈的有希波夫、古契柯夫、乌鲁索夫、

叶·特鲁别茨科伊和米·斯塔霍维奇，也就是立宪民主党、和平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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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党７２和十月党的活动家们。

（２）“在维特伯爵和上述社会活动家举行会谈的第一次会议上

〈我们引用他的信的原话〉，在所有的主要问题上，都取得了原则上

一致的意见，只有内务大臣的任命问题除外。”

（３）“维特伯爵坚持任命杜尔诺沃，而社会活动家们除乌鲁索

夫公爵外，都反对这项任命。乌鲁索夫公爵就说服参加会谈的同

僚，同意任命杜尔诺沃，因为时局困难，不能再拖，并且为了作出表

率，他声明愿意接受杜尔诺沃的副大臣的职务…… 在随后的一

次会议上，希波夫、古契柯夫和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声明，他们不能

加入有杜尔诺沃参加的内阁……”

（４）斯托雷平曾被提为候选人，但大家意见不一致：有的赞成，

有的反对。

试问，古契柯夫对上面这种叙述，作了些什么样的更正呢？他

断言，“热烈拥护杜尔诺沃为候选人的是乌鲁索夫公爵，他后来是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代表”。据古契柯夫说，维特是摇摆的，有一个时

候，曾想放弃杜尔诺沃，因为报刊正在准备揭露他，准备发表抨击

他的文章。古契柯夫补充说：“１０月１７日宣言发表以后，到处都有

最广泛的也可以说是不受任何约束的出版自由以后，所有上述事

件就立即发生了。”

谈判拖了很久。古契柯夫写道，“谈判旷日持久，令人疲惫不

堪”。他说，对斯托雷平，“谁也没有做过维特伯爵所指出的那种否

定的评价”。古契柯夫在评述当时整个情况的时候说：“现在出现了

许多‘救国志士’…… 当时他们都跑到哪里去了呢？……他们当

中许多人当时还拿不定主意，不知到底站在街垒的哪一边好。”

这就是维特和古契柯夫的揭露的主要几点，一些细节当然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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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去管它了。历史真相已经十分清楚地暴露出来了：（１）在俄国这

一重大历史时刻，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是没有任何重大区别

的；（２）“许多人〈资产阶级活动家当中的，按古契柯夫“微妙的”暗

示，也许还有大臣当中的〉当时还拿不定主意，不知到底站在街垒

的哪一边好。”但事实是，参加会谈而且不止一次参加会谈的，都是

站在“街垒”的某一“边”的人。大臣也好，十月党人也好，立宪民主

党人也好，在各次会谈中都是站在街垒的同一边的。历史真相是不

容怀疑，不容歪曲的：这是政府和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会谈和

谈判。

现在，我们来看看立宪民主党的所作所为。在维特和古契柯夫

的揭露发表（这两人的信件，在彼得堡是俄历９月２６日发表的，在

莫斯科是２７日发表的）以后，立宪民主党对
·
自
·
己参加会谈的事实

完全保持沉默，而只想“嘲弄”古契柯夫。不论是９月２８日的《言语

报》，还是同一天的《俄罗斯新闻》７３，都“嘲弄了”古契柯夫，说他随

后就成了同杜尔诺沃意见一致的同伙，但是对历史事实既没有发

表更正，也没有提出反驳。第三个贼以为，他躲在维特和古契柯夫

的争论的后面就不会被人发觉了！

这时，十月党人又马上向维特和立宪民主党人进行“报复”。１０

月１４日（在十月党人进行调查和立宪民主党人胆怯地、卑鄙地保

持沉默两个星期以后！）的《莫斯科呼声报》上，出现了以《维特伯

爵、彼·尼·杜尔诺沃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同盟》为题的“调查报

告”。新的揭露材料可归结如下：（１）叶·特鲁别茨科伊当时是立宪

民主党党员。（２）“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不想使维特伯爵产生任何误

解，所以他认为自己有责任预先告诉维特伯爵，关于后者同社会活

动家的一切谈判〈显然，无论是十月党人，还是立宪民主党人，都没

６７ 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谈判的揭露开始了



有把工人和农民民主派看作“社会活动家”：１９０５年１０月，工人和

农民显然都是社会外的“活动家”！〉，他——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将

通告自己党的执行局，该执行局每天在彼得拉日茨基教授家里开

会讨论当前问题”。（３）特别激烈反对提名斯托雷平为候选人的是

彼特龙凯维奇先生，他认为，“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原文如此！〉，

应当劝告维特伯爵宁可任命杜尔诺沃，也不要任命斯托雷平为内

务大臣。立宪民主党的其他活动家完全同意彼特龙凯维奇的意见，

于是就委托特鲁别茨科伊公爵把在彼得拉日茨基家里开会的社会

活动家们作出的结论转告维特伯爵”。第二天早晨，特鲁别茨科伊

就去见维特伯爵，如实转述了立宪民主党执行局对这两个候选人

的意见。

叶·特鲁别茨科伊是否证实了对他的这种说法呢？他完全证

实了，他既向《新时报》７４（１０月１５日的一号）的记者，又向《言语

报》（１０月１９日的一号）的记者声称，《莫斯科呼声报》的消息是

“完全确实的”。特鲁别茨科伊说：“不过，‘执行局’这个词是不恰当

的，应当说是党〈立宪民主党〉的领导人。”特鲁别茨科伊的另一个

同样无关紧要的“更正”是，他去见维特“可能不是第二天早晨，而

是两三天以后”。最后，特鲁别茨科伊对《言语报》的记者说：

“对古契柯夫的一个说法是应该提出异议的。他说，社会活动

家们只是因为杜尔诺沃的缘故才没有参加内阁。对我和——如果

我没有弄错的话——希波夫来说，不完全是这样〈不完全是这

样！〉。我和希波夫曾经表示同意参加内阁，条件是预先制定纲领，

但是维特劝我们参加内阁，却不要我们提出这个条件。我们和古契

柯夫的分歧也就在这里，据我的记忆，他就没有提出这个条件。”特

鲁别茨科伊先生关于这一点讲得非常谨慎：什么“不完全是这样”，

７７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谈判的揭露开始了



什么“据我的记忆”！

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在１０月１９日（开始揭露已经三个星期以

后！！）的《言语报》上讲话了。现在，就来看看他是怎么讲的吧。

他一开头就发表了长篇议论（达２７行），说什么凭记忆是不行

的，而且又是希波夫一个人记下来的。

发表这种议论干什么？你是不是想把真相立即和盘托出呢？如

果是这样，那最容易的办法就是，说出所有参加者的名字，并向他

们询问。如果你不想公开自己党的真相，就不必把希波夫搬出来，

玩这套捉迷藏的把戏。

接着，又用２７行文字议论十月党人对“造谣生事”的爱好。既

然《莫斯科呼声报》已经说出了证实这个消息的人的名字，还发表

这套议论干什么呢？？彼特龙凯维奇先生显然是想用著作家和外交

家的一大套废话把一个简单明了的问题掩盖起来。这种手法是不

诚实的。

接着，又用２０行的篇幅来挖苦特鲁别茨科伊先生：“个人的回

记”——除了个人的回记，就没有其他什么回忆！——公爵对此

“跟任何人一个字都没有提过”，黑体是彼特龙凯维奇用的，他这显

然是指责特鲁别茨科伊不谦逊。立宪民主党人不去直接回答问题，

竟互相指责起对方不谦逊来了！这种手法除了说明立宪民主党人

由于被揭露而流露出懊丧情绪，说明他们企图把事情压下来（他

说，公爵，你以后再不要不谦逊了！），还能有什么意义呢？

写了７４行的开场白以后，终于就实质问题提出了反驳意见：

（１）立宪民主党的执行局当时是在莫斯科，因此就不可能在彼得拉

日茨基家里开会；（２）彼得拉日茨基“当时并不是党内工作的领导

人”；（３）“当时在彼得堡的某些成员〈立宪民主党执行局〉没有权力

８７ 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谈判的揭露开始了



进行任何谈判，更谈不上同维特伯爵、杜尔诺沃或其他什么人缔结

同盟”；（４）“我个人〈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到彼得拉日茨基家里去过

一次〈黑体是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用的〉，那一次，确实谈过能否提名

叶·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为国民教育大臣候选人的问题，当时所有

在场的人都表示确信，只有为整个内阁制定一个完全符合政治局

势的明确纲领，同时这个内阁是‘社会’〈请记住，所有参加争论的

人所说的“社会”指的是什么：工人和农民不属于“社会”〉可以信赖

的内阁，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公爵才会担任这个职务。很可能同时

还对各个不同的候选人（包括杜尔诺沃和斯托雷平在内）的个人品

质和政治品质进行了评价，但无论是我，还是我所询问过的在场

人，都不记得有人用热情的讲话说服了所有在场的人。”

这就是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的全部实在的“反驳意见”；他还用

了４８行的篇幅来大肆挖苦特鲁别茨科伊，说什么他的记忆不中用

了，什么立宪民主党没有同杜尔诺沃缔结同盟，“也没有容许自己

的党员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参加该党不会支持的内阁”。

１０月２７日《言语报》上发表的特鲁别茨科伊和彼特龙凯维奇

的信，也没有补充什么新东西：前者坚持说，正是彼特龙凯维奇“曾

劝告别人宁可支持杜尔诺沃，也不要支持斯托雷平”，而后者则否

认这一点。

结论是什么呢？

彼特龙凯维奇先生声明说，当时在彼得堡的执行局的某些委

员没有权力进行任何谈判，但他又情不自禁地确认了谈判的事实！

彼特龙凯维奇先生本人写道（１０月２７日《言语报》）：“在彼得拉日

茨基家里的会谈中，我们讨论了提名特鲁别茨科伊公爵为候选人

的问题。”

９７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谈判的揭露开始了



这就是说，谈判是举行过的。如果“党”象这位彼特龙凯维奇先

生所说的那样“没有容许”特鲁别茨科伊，那就是说，谈判是以党的

名义进行的！

彼特龙凯维奇先生用绝妙的手法自己打了自己的耳光。没有

举行谈判，不过……不过举行了“有关候选人的会谈”。没有举行党

执行局的会议，不过……不过作出了党的决定。这些可怜的遁辞勾

画出那些妄图隐瞒真相的人的嘴脸。实际上，说出所有参加会谈的

人的名字，援引“执行局”的或者党的或者领导人的确切决定，阐明

（据说是）立宪民主党人要求维特内阁制定的所谓明确的纲领，这

不是更简便易行吗？可是，我国自由派的不幸也就在于，他们不能

说出真相，他们害怕真相，真相会把他们置于死地。

于是，就出现了卑鄙下流的诡计、遁辞和借口，这些都妨碍（至

少是对不够细心的读者来说）弄清１９０５年１０月自由派对政府的

态度这个意义重大的历史问题。

为什么真相会把立宪民主党人置于死地呢？因为谈判的事实，

谈判的情况和条件，会把关于立宪民主党人的“民主”的神话驳倒，

证明他们搞的自由主义是反革命的。

一个真正的民主党一般说来能不能同维特这样的人在１９０５

年１０月这样的时候进行谈判呢？不，不能。要进行这样的谈判，必

然要有一定的共同基础，也就是要有反革命的要求、情绪和意图这

样的共同基础①。同维特的谈判除了谈制止民主的群众运动以外，

不会涉及什么别的内容。

０８ 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谈判的揭露开始了

① 参看收入《闪电》文集（１９０７年圣彼得堡版）的尤·加·的《俄国自由主义的历
史片断》一文中根据米留可夫先生本人的文章（《斗争的一年》）对这个共同基
础所作的出色说明。米留可夫先生在１９０６年４月１８日这样写道：“维特伯爵



其次，即使暂且假定，立宪民主党进行谈判不是没有民主目的

的，那么当这个谈判中断的时候，一个民主党能不能向人民避而不

谈这个谈判呢？绝对不能。这也就是反革命自由派和不应得到这

种评语的民主派的区别。自由派希望扩大自由，但采取的方法是使

民主派不要因此得到加强，使同旧政权的谈判和接近能够继续下

去，得到加强和巩固；因此，在谈判中断以后，自由派就不能把谈判

公布出来，因为这样一来，他就难以恢复谈判，就会在民主派面前

“露出马脚”，就会同旧政权决裂，而自由派正是不能同旧政权决裂

的。相反，如果一个民主派处于同维特进行谈判的地位，看出谈判

是徒劳的，他就会把谈判立刻公布出来，从而使维特先生们声誉扫

地，揭露他们的把戏，使民主运动进一步开展起来。⒇

同时，也请大家注意一下内阁的纲领和它的成员问题。对第二

点，所有参加的人都谈到了，并且谈得非常明确：把某些大臣职位

给某某人，而对第一点即对纲领，却没有讲过一句明确的话！对大

臣职位有些什么要求，无论是特鲁别茨科伊，还是彼特龙凯维奇都

记得很清楚，也谈得很清楚。但“纲领”是什么样的，他们当中却没

有一个人谈到！！这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这是由

于（无疑也是证明）“纲领”在自由派先生们那里处于极不重要的地

位，成为空洞的招牌和“华丽的辞藻”，实际上，除了巩固政权和削

弱民主派，维特是不会有其他任何纲领的；他许下任何诺言，发表

任何声明，都只是执行这样的政策；对他们来说，瓜分大臣职位才

是“有现实意义的”事情。只是因为这样，象维特这样的人才会把纲

１８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谈判的揭露开始了

⒇ 的辞职等于失掉达成协议的最后一个机会”，就是说，他完全明确地承认，有过
协议，有过机会，有过想再次达成协议的念头。



领忘得一干二净（维特说过，关于纲领问题，甚至已经取得了原则

上完全一致的意见！），而关于杜尔诺沃和斯托雷平这两个人谁好

（或谁坏？）的争论他们都记得，都在谈论，都在引证这个人或那个

人的讲话或论据。

口袋里藏不住锥子。历史真相甚至从三四个人故意粉饰过的

谈话中也十分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整个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从古契柯夫到米留可夫（他在政治

上无疑是要对特鲁别茨科伊负责的），在１０月１７日以后马上就离

开民主派而转向维特。这并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个别人的叛变，

而是一个阶级向符合自己经济利益的反革命立场的转变。立宪民

主党人只有站在这个立场上，才能在１９０５年通过特鲁别茨科伊同

维特进行谈判，在１９０６年通过穆罗姆采夫同特列波夫进行谈判，

等等。不了解反革命的自由派同民主派的区别，就根本不能理解民

主派的历史，也根本不能理解它的任务。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启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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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项 质 询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

国家杜马的速记记录，甚至是第三届杜马的速记记录，也是极

有意思和大有教益的政治材料。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聊的《俄国

报》７５的附刊要比所有自由派报纸更有价值，因为自由派报纸总是

替自由派涂脂抹粉，把“右派”和真正的人民群众代表双方在问题

提法上的棱角磨掉，对我国“国内政策”的实质一贯作不真实的评

价。可是现代一切社会经济任务和政治任务的重心，正在于提出相

应的问题，正在于评价问题的实质。

我们想尽可能地说明一下在讨论关于保安机关、饥荒和１８８１

年“暂行”条例的三项质询７６时的发言。

本届杜马常会的第一次会议首先由十月党人主席作了关于斯

托雷平的发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用十月党人的这位领袖的话来

说，“他〈斯托雷平〉密切关心的是沿着俄国政治社会生活发展的道

路坚定不移地、然而是小心谨慎地前进”。这不是很好吗？斯托雷

平成了“进步派”了！为什么在实行这整个管理制度的情况下，在存

在这种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在保存那个以斯托雷平为政策执行人

的阶级的情况下，除了现有的那种连十月党人都不满意的“进步”

以外，不可能有别的“进步”呢？大概不止一个看到过罗将柯发言的

民主派读者想到了这个问题。遗憾的是，那些出席会议听到这个发

３８



言① 并且以民主派自居的杜马代表中，谁也不愿意说明一下斯托

雷平式的“进步”的阶级根源。

讨论保安机关问题的时候，正是说明这一点的好机会。

马尔柯夫第二大声说：斯托雷平“信任值得尊敬的亚·伊·古

契柯夫和他那些同样值得尊敬的杜马中间派的朋友们。他因为轻

信而受到了死的惩罚。我们感受到的宁静，是坟墓中的宁静。其他

的宁静是没有的（左边有人喊道：对呀）。有的是革命的高涨……没

有宁静，而革命即将到来。应当同革命搏斗，挺胸搏斗，面对面地搏

斗（左边有人发出笑声），要把这帮恶棍、暴徒、坏蛋绞死。因此，我

反对把这项质询作为紧急问题提出来”。

地主代表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

在马尔柯夫第二之后发言的是罗季切夫，他已经谈到了质询

的实质。他象往常一样说得娓娓动听。但是，这位善于辞令的自由

派提出的问题却空洞得令人难以想象。只有自由派的空话，除了空

话什么也没有。罗季切夫先生感叹地说：“中央委员会〈十月党人

的〉在谈到反对派时说，反对派力图谋杀自己的政敌，这是无耻的

谎话。不过，如果你们发誓要消灭掌握俄国政权的毒蛇，消灭特务

统治制度，我就决心饶恕你们说这种谎话。”（参看《俄国报》速记记

录第２３页，在第２４页上也有“发誓”的字样）

４８ 三项 质 询

① 我们从马尔柯夫第二的发言中知道，工人代表没有出席会议。马尔柯夫第二
对工人代表说：“你们刚才让你们的席位空着……这就公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 你们退出了会场…… 你们这么做，我虽然不尊敬你们，但我是理解你
们的。”马尔柯夫第二在杜马中的表现常常象个十足的流氓。但是上面引证的
他的那段话，也同他的同事的很多声明一样，可以从中看出是根据一定阶级的
观点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的。这种直截了当的态度，对于提高群众的政治觉
悟，往往要比妄想站在“超阶级”立场上的自由派的陈词滥调有益百倍。



说得多么动听啊，动听得“不得了”！如果十月党人“发誓”要消

灭上述祸害，罗季切夫就决心饶恕他们！饶舌的先生，别再撒谎了，

不仅十月党人，就连你们立宪民主党人，不管怎样“发誓”，都不会

消灭任何重大的祸害。你们在如此重大问题上用“发誓”的空话来

模糊群众的政治意识，而不是启发他们的政治意识，你们用耸人听

闻的词句来搅乱人们的头脑，而不是心平气和地说明、简单明了地

论述：为什么这条“毒蛇”掌握了、能够掌握和必然掌握现有的政

权。

罗季切夫先生没有说明这一点，他不敢径直地正视问题的根

源和实质，他同十月党人的区别根本不在问题的提法上，不在原则

上，而只是在动听词句使用得多少上。只要稍微用心地看看他的发

言，稍微考虑一下他的发言，就可以看出，他所持的观点实际上是

十月党人的观点，仅仅因为如此他才会答应，如果他们“发誓”就

“饶恕”他们。所有这些饶恕，所有这些誓言不过是那些害怕稍微彻

底一点的民主主义的自由派演出的一幕滑稽剧。由此就产生了我

们从罗季切夫关于“均衡”的言论，从给洛普欣所作的辩护词等等

中看到的那种对问题的提法。十月党人和自由派的立场是没有本

质区别的。

另一方面，请仔细考虑一下波克罗夫斯基第二的发言。他首先

指出，他和他的同事的质询同十月党人的质询“在本质上有很大的

区别”。尽管波克罗夫斯基第二和他的同事的质询有不完全恰当的

地方，但是正确地指出了这种本质上的区别。波克罗夫斯基第二

说：“我们感到不安的不是保安机关会招致政府灭亡，而对此你们

是感到不安的。我们感到不安的是在你们协助下由政府扶植起来

的保安机关会招致国家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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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波克罗夫斯基第二就极力说明（他不是夸夸其谈，而是说

明），为什么当局需要保安机关，这类机关的阶级根源是什么（“发

誓”和“饶恕”都没有接触到阶级根源）。波克罗夫斯基第二说：“政

府成了完全同社会格格不入的政府，它在社会中没有任何支柱，因

为它成了民主派的敌人，政府中只有已经死亡的贵族阶级的很少

的一些余孽。它必然〈黑体是我们用的〉同社会隔绝、脱离社会而孤

立起来，所以它建立了保安机关…… 所以，随着广泛的社会运动

日益发展，随着日益广泛的民主派阶层卷入这个运动，保安机关的

作用和影响也日益扩大。”

波克罗夫斯基第二显然自己也感觉到，在这里用“社会”这个

字眼是不确切的，所以他接着就把它换成民主派这个确切的字眼。

不管怎样，他总算试着说明了保安机关的实质，讲清了它的阶级根

源以及它同整个国家制度的联系，他的巨大功绩也就在这里。

即使把罗季切夫先生离题万里、枯燥无味的空话放在一边不

谈，波克罗夫斯基第二和格格奇柯利对问题的提法同罗季切夫之

流对问题的提法也有天壤之别，这一点难道还不清楚吗？其实，工

人代表提出问题的时候，最主要的就是始终运用民主主义，只运用

民主主义。阐明真正的民主主义同徒有民主派之名的立宪民主党

的自由主义（即“社会”的自由主义）之间的重大区别，是整个第三

届杜马期间，也是１９０６—１９１１年这一时期以后，特别是第四届杜

马选举之前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我们现在来谈谈第二项质询即关于饥荒的质询。第一个发言

的是久宾斯基先生，他的发言糟透了。这不是因为他没有可靠的事

实，不，他收集到了绝对可靠的事实，并且对这些事实作了简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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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正确的阐述。也不是因为他对饥民没有同情心，不，他无疑是有

这种同情心的。也不是因为他忽视了对政府的批评，不，他一直在

批评政府。但是，他的发言不象一个民主派的发言而象一个自由派

官僚的发言，这就是他的发言的主要缺点，这也是劳动派“知识分

子”的整个立场的主要缺点，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记录中这个

缺点表现得更加明显。久宾斯基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区别只有一点，

就是他的发言没有反革命的腔调，而这种腔调是任何一个细心的

人随时都能从立宪民主党人那里听出来的；在对问题的提法上，久

宾斯基没有超出自由派官僚的观点。因此，他的发言极其软弱无

力，十分枯燥，十分贫乏，特别是同他的一个党内同志农民彼得罗

夫第三的发言比较起来更是如此，人们可以感觉到，彼得罗夫第三

（也象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几乎所有的农民劳动派分子一样）是一

个真正的、本能的、“有根基的”民主派。

请看久宾斯基先生是怎样开始发言的。在谈到饥荒的时候，他

提到首位的——你们认为是什么呢？——是“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２日

暂行条例”这个粮食条例！！你们马上就可以感觉到，这个人，这个

政治活动家对饥荒的最鲜明的印象，不是从亲身的经历，从对群众

生活的观察，从对群众生活的明确认识中得来的，而是从警察法教

科书中得来的，而且，不用说，他所使用的是一位纯粹自由派的，一

位彻头彻尾自由派的教授写的最新最完善的教科书。

久宾斯基先生批评了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２日条例。请看他是怎样

批评的，他说：“几乎从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２日条例颁布的时候起，无论

政府本身或者社会本身都认为这个条例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政府本身也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就是说，民主派的任务是修改

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２日条例，使这个条例能够被政府本身“认为是令人

７８三 项质 询



满意的”！让我们来设想一下俄国省政府机关的情景吧。那里空气

污浊，官气十足。坐在那里的是省长、检察官、宪兵上校、一名常任

官员和两名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一个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证明

说，应该提出关于修改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２日条例的申请，因为这个条

例“政府本身认为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久宾斯基先生，得了

吧！如果我们把３０年前在省机关，在小市民的舒适的“安乐窝”里，

即在自由派工程师、律师、教授和地方自治人士的办公室里可以得

到人们谅解的（如果是可以谅解的话）语言和作风，“政治”思维方

法和问题的提法都带到杜马中来，那我们民主派还需要杜马干什

么呢？这样做是不需要任何杜马的！

谚语说得好：“你告诉我，你同谁相识，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

么人。”只要读一下杜马的速记记录，就很想针对某个代表，把这个

谚语改成：“你让我看看，你走上国家杜马讲坛时你是同谁讲话的，

我就能告诉你，你是什么人。”

例如罗季切夫先生就象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总是同政

府和十月党人讲话。罗季切夫先生就象所有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样，

要他们“发誓”，并同意在这个条件下“饶恕”他们。实际上罗季切夫

的这个天才的警句（无意中道出了真实情况！）把立宪民主党人在

各届杜马中以及在议会、报刊或者大臣的前厅发表的一切重要言

论中的整个政治立场的精神出色地彻底表达出来了。“如果你们发

誓要消灭掌握俄国政权的毒蛇，我就决心饶恕你们说这种谎

话”。——这句话应当刻在纪念碑上，现在已经到了给罗季切夫先

生竖立纪念碑的时候了。

不过久宾斯基先生不是立宪民主党人，他不是那种把立宪民

主党当作民主派政党的政治上无知的人。他自称劳动派分子，民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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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分子。可是他没有一点民主主义的嗅觉，登上国家杜马讲坛还继

续同官僚们讲话。他没有一点嗅觉，竟不对千百万忍饥挨饿的农民

讲话（这一点在俄国要在杜马中，而且目前恐怕只有在杜马中才可

能做到），而对几百个熟悉１９００年６月１２日条例的官僚讲话。

久宾斯基先生说：“６月１２日条例具有纯粹的政治意义；这个条例旨在

排除地方自治社会团体并把向居民赈济粮食的事宜全部移交给政府办理。”

“６月１２日条例具有纯粹的政治意义……” 这是什么话？它

散发出多么陈腐的古董气！在２５—３０年前，即在该诅咒的上世纪

８０年代，《俄罗斯新闻》用地方自治人士的观点批评政府时，说的

就是这种话。久宾斯基先生，醒醒吧！２０世纪的头１０年你尽在睡

大觉。在你安睡的这段时间，旧的俄国已经死亡，新的俄国已经诞

生。不可以同这个新的俄国说这种话，指责政府说它的条例具有

“纯粹的政治”意义。这句话虽然意图善良，彬彬有礼，十分友好，但

它还是比第三届杜马反动分子说的话反动得多。这是那些认为“政

治”高深莫测，并幻想“脱离政治”来进行粮食运动的人（或者是被

吓得不敢接近任何政治的地方官吏）说的话。只有放弃一种政治而

择取另一种政治，放弃一个阶级的政治而择取另一个阶级或另几

个阶级的政治，放弃一种政治制度而择取另一种政治制度，才能同

当代俄国讲话。这不仅是民主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而且甚至是最

狭隘的自由主义的最起码的常识，这里指的是这些政治术语的真

正意义来说的。

久宾斯基的发言通篇都贯穿他发言的开头部分的精神。他谈

到征税的公告，谈到捐税的不断增加，谈到割禾者和短工的优惠税

率，谈到播种期过后才得到种子的情况，谈到以奶牛作抵押的贷款

（因为在政府看来，养人不如养牲口），谈到农民宁愿向私人银行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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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的利息借７５０００卢布，也不愿通过各种繁琐手续向国库借

７００００卢布的无息贷款，最后他引用了来自地方的几封描绘极度

贫困状况的颇有教益的信。但是，在这整篇充满善良意图的发言

中，既没有一点民主主义的情感，也没有丝毫对民主主义“政治”任

务的理解。从这个发言中无疑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的制度是

腐朽的——这也是好心的久宾斯基先生想证明的。但不幸的是，发

言人甚至没有发觉，从他的发言中同时也可以“得出”腐朽的自由

派官僚的道德品质也是腐朽的这个结论。

继久宾斯基之后另一个人发言，再接着讲话的是乌法省的代

表托尔斯泰伯爵，他的思想虽然同劳动派相距甚远，但是他的发言

同久宾斯基极其相似，他说：“政府出于某些政治考虑，不断排挤地

方自治机关，不让它们参与粮食工作，这就使大部分平民遭受苦难

……” 在２０年或者５０年以前，也可以出现象久宾斯基和托尔斯

泰伯爵这样的发言。他们的发言散发着幸而已经死亡了的旧俄国

的气息；在旧的俄国，没有一个阶级意识到或开始意识到不同居民

成分的“政治”的区别，没有一个阶级学会或开始学习为各自截然

相反的利益而进行公开和直接的斗争；在旧的俄国，下层是“平

民”，上层是处于大多数是非自由派官僚统治之下的自由派地方自

治人士。当时无论“平民”或者自由派地方自治人士，害怕“某些政

治考虑”都比害怕火还要厉害。

请把速记记录再往下翻两三页。我们又看到一些发言，如果把

这些发言综合起来看的话，无论在５０年前，或者在２０年前，甚至

在７年前，都不可能在俄国作这样的发言。马尔柯夫第二和彼得罗

夫第三在决斗，他们的姓后面都带有第几的字样，就好象故意要表

明，站在我们面前的是相应阶级的典型代表，象他们这样的人有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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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马尔柯夫第二是用旧方式进攻，彼得罗夫第三是防御，并由防

御转入不是用旧方式的进攻。

马尔柯夫第二说：“……对于根本不是由实际情况引起的无端

攻击，当然……只能这样解释：不论俄国政府做什么，总是要激起

我国人民暴动的”……“在西部各省……人们在田地上劳动，做着

你们伏尔加河流域的人不愿意做的事情〈“你们伏尔加河流域”一

语，发言人是对谁说的，不十分清楚，因为在他之前发言的只有一

个维亚特卡省的劳动派克罗波托夫；很明显，“你们伏尔加河流域”

一语不是指杜马代表，不是指杜马过去或现在存在的东西，而是指

其他某种东西〉，因为伏尔加河流域懒汉太多了，这一点是应当记

住的…… 我们知道，你们那里的饥民中间有许多人确实应该挨

饿，这样才能促使他们去工作，而不再游手好闲。”

彼得罗夫第三虽然不是来自伏尔加河流域，而是来自彼尔姆

省，但是他回答说：“先生们，我再提醒一点：如果马尔柯夫第二不

是懒汉，他就应当回忆一下１９０５年和１９０６年，在这两年以后，地

主老爷们从国库得到了千百万补助金。这又说明什么呢？首先应

当回忆一下这一点，至于向农民挑衅，你们是没有权利的。”

马尔柯夫第二（在座位上）说：“小声点，亲爱的。”

这些“第二”和“第三”的举止多么粗鲁啊，不是吗？

放肆之至！对比之下，久宾斯基在向贵族代表证明１８５０年

……不，１９００年的粮食条例不完善的时候，用的却是彬彬有礼的、

得体的国语。好象我们从体面的“社会活动家”的体面的办公室来

到了某个广场，来到了街头，来到了人群拥挤、忙乱不堪的地方。真

是不成体统，真是一片混乱！可是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是怎样恢复了

“秩序”，请不要以为是会议主席恢复的，不是的，是体面的社会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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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家立宪民主党党员盛加略夫先生。不过，我们要先把这幅现代风

俗画画完。

彼得罗夫第三说：“……有人说，如果你们发放一笔买粮食的

钱，他们就会把这笔钱花在小酒店里。先生们，这是不正确的。要

防止这一点，取决于谁呢？其实，现在有许多省的居民请求取缔小

酒店，可是小酒店仍然没有取缔。是的，也许居民要喝掉一定数量

的钱。但是，马尔柯夫第二等人也应当看一看自己，你们贵族老爷

喝掉多少钱？如果我们按每人平均计算，也许你们要比农民喝得多

得多…… 只要理应属于农民的土地还在马尔柯夫、普利什凯维

奇之流的手里，饥荒自然就会继续不断地发生。这帮老爷居然说，

由于农民都是懒汉才发生饥荒的。”

马尔柯夫第二（在座位上）：“我们的农民没有挨饿。”

彼得罗夫第三：“先生们，我认为，消灭一切饥荒的根本问题就

在于，把土地从不耕种土地的所谓‘不是懒汉’的这帮老爷的手里

拿过来，交给耕种土地的人。只要你们不交出土地——你们是不会

交出的，我知道一定是这样——农民就会挨饿。不言而喻，１９０５年

发生过的战争现在又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这是你们引起的，因为饥

饿的人民就象野兽一般，而在这方面，是你们挑起居民进行革命，

挑起他们用暴力夺取他们有权拥有的东西的。”

假如第三届杜马的主席是穆罗姆采夫，他大概会打断发言人，

因为他在第一届杜马就曾打断过这种不恰当的发言。由于穆罗姆

采夫不在了，恢复“秩序”的是下一个发言人盛加略夫。他公然耻笑

马尔柯夫第二满口都是“江湖艺人的腔调”，并教导彼得罗夫第三

应当怎样同马尔柯夫之流论战。盛加略夫说，马尔柯夫的同一党团

的同志维什涅夫斯基“发言很真诚”，并赞成通过这项质询。他盛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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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夫“希望政府会比马尔柯夫代表的发言聪明些……俄国人民代

表有责任对这帮先生说：你们可耻。”

罗季切夫和盛加略夫狠狠地奚落了马尔柯夫，而盛加略夫通

过他同马尔柯夫的模范论战完全击败了这位“第三”。

本文要谈的最后一项质询，是对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４日“暂行”条

例，即对３０年来一再恢复实行的事实上等于俄国宪法的有名的保

安条例提出的质询。就这项质询作主要发言的是捷斯连科和米留

可夫，而最后的插曲是“取消耶利内克的资格”，也就是，捷斯连科

由于引用了耶利内克的话而被取消参加１５次会议的资格，尽管捷

斯连科声明，他的发言“决没有现在要投票赞成”取消资格“的人们

显然想硬加上去的那个意思”７７。

我们不再详细评价这个有趣的插曲了，我们只指出：甚至在这

个政治上如此简单明了的关于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４日条例的问题上，

立宪民主党的首领米留可夫先生居然也能非常“出色地”表现出立

宪民主党人所特有的在问题提法上的狭隘性和虚伪性。米留可夫

感慨地说：“先生们，再没有什么问题比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更迫

切的了，因为这是俄国生活的主要的、基本的矛盾〈可以把一纸公

文和俄国生活之间的矛盾叫作俄国生活的矛盾吗？〉，因为这是国

家制度的现有形式和国家管理方法之间的矛盾……”

这是不对的，米留可夫先生。正是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４日条例，正

是它的三十周年纪念，正是它的“独特的”“法律本质”证明，“国家

制度的现有形式”和管理方法是完完全全相适应的，决不是“矛盾”

的。米留可夫先生认为在这里有矛盾，试图在“制度”和“管理”之间

制造出一条鸿沟，从而把自己对祸害的批评从民主派的斗争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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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降低到自由派的善良愿望的水平。米留可夫给生活中密切相联

系的东西之间凭空制造出一条鸿沟，他正是以此来支持法律和国

家法制的空架子，从而便于替祸害辩护，模糊其真实的根源。这样

一来，米留可夫就站到十月党的立场上去了，因为十月党也不否认

祸害，但是他们竭力消除形式上的矛盾，而不消除上上下下普遍存

在的官僚制度的现实的无限权力。

米留可夫这位真正的立宪民主党人，不仅没有发觉他这位“民

主派”在胡乱搅和，没有发觉他象十月党人那样在发表议论，而且

甚至还以自己是从“国家”观点出发提出问题而感到骄傲。紧接着

上面引用的那段话之后，他说：

“……先生们，这个矛盾非常明显，甚至在你们中间〈米留可夫

先生当然只是在同“第三届杜马的领导政党”即十月党人谈话〉也

有人不止一次地、极为经常地指出这个矛盾，但是很少象我们今 

这样接触到本质，接触到根源，接触到基本原因。通常你们是怎样

谈论制度和管理之间的矛盾问题的？你们推说行政机关的风气不

可能一下子改掉〈说得对——如果……如果不消除全部“行政机

关”的话，而要消除全部“行政机关”，立宪民主党人也是不会干

的〉，你们借口地方行政机关不服从中央指示，不服从中央颁发的

指示，你们敢于做的最多不过是指责中央没有颁发适当的指示。过

去你们总是把这方面的问题当作事实问题提出来，而现在我们是

把它们当作权利问题提出来的。”

米留可夫先生，你非常出色地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十月党人指

出中央同地方行政机关有密切的，不可分的联系，有极为密切、决

不可分的联系，他们是正确的，是完完全全正确的。由此应当得出

民主主义的结论，因为在俄国出现托尔马乔夫、杜姆巴泽、雷因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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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伊利奥多尔以及杀害赫尔岑施坦的凶手等等人之后还否认这

种联系，那就太可笑了。可你们由于自己的不彻底性，却由此得出

了天真的“权利问题”。这权利的范围将由谁来决定呢？你们在这

方面怎样才能达成“协议”呢？政治权利如果不是力量对比的表述、

记录，那又是什么呢？你们的权利的定义是从西欧的教科书上抄下

来的，而西欧教科书所记载的是作为西方长期战斗的整个时期的

结果的东西，是作为已经确定的（在根本不同的另一种工人阶级的

运动出现以前）西方资产阶级、西方农民、西方地主－封建主和政

权等等的各种成分之间的力量对比的结果的东西。在俄国，这一时

期还刚刚开始，我们现存的问题——现时的历史环境就是如此

——就是“事实”问题，而你们向后退，不肯直接地、明确地提出问

题，你们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戴上用虚构的“权利”做成的隐身

帽。你们所持的观点是自由派官僚的观点，而不是民主派的观点。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启蒙》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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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和１９１２年１月）

一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已经临近，选举运动的问题自然也就提到

日程上来了。不用说，在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必须参加选举这

个问题上表现出任何动摇，都是绝对不能容许的。只有不坚持马克

思主义、不属于工人政党的人，而不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属于工人

政党的人才会认为，对参加选举“可以”有不同的看法，“可以”采取

否定的或模棱两可的甚至是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浅显的道理在

许多年以前（从１９０７年底起）就已为经验所证明和确认了，再来重

复似乎有点不恰当，但还是不得不重复一下，因为现在对我们来

说，最大的祸害就是涣散和混乱。而现在，不仅有些人对浅显的问

题作出了模棱两可或含糊其词的回答，而且有些人由于喜欢玩弄

外交手腕，由于缺乏思想性等等，竟替模棱两可和含糊其词的态度

进行辩护，他们的这些做法都起了加剧这种混乱和涣散的作用。

国家杜马的选举自然迫使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有参加工

人运动的人竭尽全力，在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最积极最顽强最主

动地进行工作。近几年来对这个工作在原则性纲领、政治、组织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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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内容和方针问题拟出的那些答案，现在应该在“选举”活动这

个特别领域里得到直接的实际的运用。

我们特意提到已经拟出的答案，因为实际上，要是以为现在在

选举前的短短几个月，或哪怕是在选举前的一年以内，就可以“找

到”几年来都没有找到、没有考虑出来、没有经过实践经验检验的

答案，那是可笑的。这里所说的答案是指对一切“该死的问题”的答

案，这些问题既涉及到整个世界观，也涉及到对于俄国过去一段事

件层出不穷的历史时期的估计，涉及到对目前时期（大体上至迟是

从１９０８年形成的）的估计，涉及到比如最近四年来工人运动的每

个参加者这样或那样完成的政治任务和组织任务。把已经拟出的

答案和活动方式运用到这一特殊的工作领域，运用到第四届杜马

的选举中去，现在能谈的只有这一点；说什么“在选举运动的过程

中即在一个活动领域，就可以对涉及一切活动领域，即不仅涉及

１９１２年而且涉及从１９０８年起的整个时期的问题拟出答案”，这就

等于用幻想来安慰自己，或者是掩饰普遍的混乱和涣散，并为之辩

护。

这里说的首先是对纲领性问题的答案。俄国近四年来的实际

生活在这方面提供了些什么呢？所有的人都应当承认，近四年来，

并没有人试图重新审查或修正或进一步详细拟定马克思主义者旧

纲领的原则部分。“目前时期”（从许多方面来看，叫作“停滞”时期

或“腐朽”时期要更确切些）的特点是，对纲领采取置之不理的轻蔑

态度，千方百计地加以缩小和削减，根本不想进行直接地坚决地加

以重新审查。“修正主义”，就它用资产阶级观点阉割马克思主义真

理的特殊作用来说，在目前的特点不是举着“起义旗帜”的战斗的

修正主义（哪怕是象大约１０年前德国的伯恩施坦，１５年前俄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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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卢威或稍后一些时候的普罗柯波维奇所做的那样），而是怯懦

的、隐蔽的背弃，往往用些“实际的”，主要是所谓实际的理由来为

这种背弃行为进行辩护。司徒卢威和普罗柯波维奇的“事业”的继

承人和接班人波特列索夫、马斯洛夫、列维茨基之流先生们，对于

造成普遍的混乱“也有一份功劳”，他们支持混乱，其方法多半是小

心翼翼地、时断时续地试图抛弃“旧的”马克思主义，代之以“新的”

资产阶级学说（尤什凯维奇、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人则从

另一方面去支持）。近四年来，理论问题被提到一个首要地位不是

偶然的，不是由于“集团”的随心所欲的要求。把这些问题，哪怕是

其中某一部分，看成“无谓之谈”的，只有那些胆怯地背弃旧东西的

人。而如果现在，结合选举运动，在选举运动等等的“过程”中，谈到

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纲领和世界观，如果说这种话不仅仅是为了

履行“公”事，不是为了说空话，那么应该考虑的就不是言词、诺言、

保证，而恰恰是过去四年的经验。这四年又一次用事实向我们表

明，在我国的知识分子（往往是愿意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知识分

子）中间，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的“不可靠的同路人”；这四年告诉我

们不要信任这种同路人；这四年使思考问题的工人进一步认识到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纲领的意义。

在某一方面的问题上，纲领接近策略，并且变为策略。不言而

喻，这些问题在选举运动时期具有更大的直接的实际的意义。在这

些问题上，背弃和混乱的气息表现得无比强烈。有些人说，旧任务

已经消失了，因为在俄国，政权实质上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了。另一

些人说，今后俄国的发展可能象１８４８年以后的德国或奥国那样，

不经过任何“飞跃”。还有人说，工人阶级领导权思想已经过时了，

马克思主义者应当争取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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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说，不分析这些被公正地称为“取消主义”的思想，不分析这些

同背离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舆论巨流有密切联系的思想，要解决

和要比较完满地、全面地、有条理地阐明哪怕是一个策略问题，都

是不可能的。谁稍稍观察过实际生活，谁就知道，在这些问题上存

在的混乱状态，比从书刊上看到的要严重百倍。当然，在１９０５年底

和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那些事件发生以后的几年中间，情况也只能是这

样。但是，这种涣散“愈是自然”（在资产阶级环境下），对马克思主

义者来说，同这种涣散进行全面的顽强的斗争的任务也就愈是紧

急和迫切。

在象俄国近四年来这样的时期，各个国家都有涣散和背弃的

情况发生。还有这样的情形，就是连集团都不存在了，只有个别的

人在１０年或更多的时间内，能够在这种环境下“高举旗帜”，保持

继承性思想，并且后来在社会政治环境发生剧变的情况下加以运

用。俄国的情况还没有这样坏，因为给我们留下的“遗产”既有纲

领，又有对“当前”基本策略问题和组织问题的确定答案。取消派屏

弃这个答案，但又不能提出任何近乎确切明了的答案来与之相抗

衡。

选举运动就是把解决政治问题的一定办法用到复杂的宣传、

鼓动、组织等等活动方面去。没有一定的解决办法是不能着手进行

这个运动的。马克思主义从１９０８年作出的确定的答案，已为四年

来的经验完全证实了。政府的土地政策的新的即资产阶级的内容，

第三届杜马中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组织，甚至最“左的”资产阶级政

党立宪民主党的行为（“伦敦”之行——而且远不只是这一次——

非常明显地说明了它的行为），在“有教养的”社会中间受到极大欢

迎的“路标”派思潮，——所有这些都明显地表明，旧任务并没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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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但现在要着手在新的更资产阶级化的环境中，在资产阶级有步

骤地离开民主派转向负责的、组成政党的、“忠诚的”等等的“反对

派”的情况下完成这些旧任务。新的环境，采取新的准备手段，以便

用旧办法解决旧问题，民主派和反民主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的

分裂更加表面化，——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当前根本的政治问

题的确定答案的主要特征。

对组织问题的答案，是同马克思主义者的整个世界观，同他们

对“六三”时期的政治意义和作用的估计密切联系着的。基本上保

存旧的，使旧的（各种所谓的“机会”：公开的社团组织等等）适应新

的环境。要有支部以及同支部有联系的、受支部领导的外围组织

网。这些“支部”要有更大的灵活性，采取更机动的与旧形式不完全

相同的形式，不仅必须利用杜马讲坛，而且必须利用各种类似的

“机会”。这个答案决不受任何划一的规定，任何必要的形式的束

缚，它为制定适当的结合方式和方法留有广阔的余地，它在原则上

是“坚定”不移的，也就是说，它不仅口头上宣布忠于旧的，而且用

能够体现思想上的坚定性的基本组织原则来对抗普遍的混乱、背

弃和惊慌失措。那些“积蓄了力量的”人——虽然为数不多——正

在联合起来，不断地维护“等级制度”，当然是维护它的精神、它的

学说、它的原则、它的传统，而不是它的形式。

相反，取消派面对普遍的无组织状况（决不仅是我们有，不仅

是工人阶级有，其他阶级和政党还更厉害）感到灰心丧气，不再为

旧的进行工作，在探索“新”的幌子下使混乱合法化。在资产阶级社

会反对民主运动，特别是反对群众运动，尤其是反对这个运动不久

前的组织形式和领导形式的巨大思潮中，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取

消派不过是一股小小的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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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对当前的

任务和问题的态度。再说一遍，这种态度不是昨天才确定的，现在

需要的是把它的整个内容——思想内容、纲领内容、策略内容、组

织内容——贯彻到“选举运动”中去。

二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取消派的主要刊物《我们的曙光》杂志

在选举运动问题上所采取的立场。

再没有什么比空谈更违背马克思主义精神的了。《我们的曙

光》杂志第６期和第７—８期合刊上最令人厌恶令人吃惊的，就是

通篇都是达达兰７８的空话。这种各国马克思主义者习以为常的、甚

至在俄国也已大规模举行了两次的选举运动，在我们取消派的达

达兰们口中竟变成了令人简直无法忍受的漂亮动听的滔滔不绝的

空话。

尤里·查茨基先生在《是开始的时候了》一文中，开始叙述了

取消派的观点，而且实质上是以主人的身分结束这一叙述的，他把

美化、修饰、润色工作留给了尔·马尔托夫先生。

请看尤里－达达兰的大作中的一段典型的话：

“……未必可以有把握地指望，选举运动在组织上会完全集中地进行，虽

然应当采用我们已经谈到的一切办法争取做到这一点……从组织上巩固社

会民主党工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

别再胡说八道了，托洛茨基的最可敬的竞争者！为什么要用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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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果这种文字堆砌来迷惑读者，特别是

工人！说什么巩固这种成果！这是文字堆砌，这是用费解的话来装

腔作势地重复浅显的道理。组织上的“巩固”始终是需要的，无论是

选举以前还是选举以后都是需要的。你把选举称为政治运动，并且

“为了显示自己了不起”，还谈到“许多〈！〉全国性的〈！〉政治运动”，

你用这种响亮的词句，把怎样组织起来这个真正迫切的重大的实

际问题掩盖起来了。是否需要“支部”和这些支部周围的或多或少

公开的不稳固的社团网？需要还是不需要？如果需要，那这在选举

以前和选举以后都需要；选举只是一项工作，只是许多项工作中的

一项。如果长期以来没有进行系统的工作，你在选举运动过程中就

什么也“巩固”不了。每个实际工作者都知道，这是废话。这里用一

些响亮的词句掩盖了一个事实：对应该怎样组织起来进行一切活

动（不仅仅是选举活动）这一基本问题没有作出确切的回答。

在谈选举的时候，提到什么“无产阶级的战斗动员”（原文如

此！第４９页），“工人群众的广泛的和公开的动员”（第５４页），等

等，——这不仅是毫无分寸的，而且直接损害必要的平常的工作，

助长与“召回派”、“最后通牒派”等性质完全相同的空谈习气。在

“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看来，应当用抵制来特别强调，“精神”还

没有被断送（而工作“精神”是应当贯穿到包括选举在内的一切工

作领域的），在取消派空喊家看来，选举会产生一切，既会产生“战

斗动员”（俄国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竟好意思写出这样的东西

来！），也会产生“从组织上巩固在政治运动过程中政治联合的成

果”！我们都很清楚，１９１２年的选举（如果没有出现会从根本上改

变１９０８年和１９１１年的情况的条件的话）既不会产生“群众的”“广

泛的动员”，也不会产生“群众的”“公开的动员”，而且也不可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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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这种“动员”。它只会为不广泛的和不很公开的工作提供小小的

机会，必须利用这种机会，而不应该学托洛茨基那样夸夸其谈。

在谈选举的时候，叫喊“公开”组织，简直是愚蠢，我们说，工友

们，我们最好还是不很公开地干吧，这比空谈“公开的”存在要正确

些，适当些，明智些，更便于影响更广泛的阶层。在目前这样的时

期，只有十分愚蠢或十分轻率的人才会叫喊和吹嘘“我一切都能公

开”。

“……党（阶级的党）只会作为独立行动的工人先锋队的有组织的创造性

活动的产物出现。”（第４１页）

够了！别折磨人了！要知道，在世界上，党是由先进工人和完

全转到工人方面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经过几十年的时

间才建立和培育出来的。我国也不会例外，用什么“创造性活动”

（在需要反复说明基本道理，需要搬运普通的小石头打基础的时

候），“独立行动的”先锋队等等之类说得天花乱坠的胡话来吓唬俄

国工人读者，是毫无用处的。马尔托夫先生也迷恋于查茨基－达达

兰的空话，说什么代替旧人员的“自我消失”（第７—８期合刊第４２

页）的是“工人阶级的自觉分子”（同上）。

真是过甚其词！“独立行动的”，“自觉的”，“创造性的”，“战斗

动员”，“最广泛的”，“最公开的”……这种——用谢德林的话说

——大唱高调怎能不叫人作呕呢？

问题是，作者不能简单、直率、明确地回答简单、明确、浅显的

问题，因此才不得不玩弄冠冕堂皇、牵强附会的辞藻来迷惑和愚弄

工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因为工人们嘲笑尤里·查茨基之流的文

风，而中学生对此却十分“迷恋”）。在选举纲领的问题上，我们可以

３０１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



特别明显地证明这个真理：不明确的思想会变成不明确的、夸夸其

谈的漂亮空话。

三

尤里·查茨基先生在谈到选举纲领的重要性时，也是十分慷

慨激昂的。纲领问题是“最根本的问题之一”。好极了！“工人社会

民主党人应当对它〈纲领〉充满感情〈！！〉，周密考虑，把它看作自己

的纲领。”（黑体是尤里·查茨基用的）

说工人应当对纲领周密考虑，这是对的。在几乎是马克思主义

的杂志上写文章的知识分子，也更不妨周密考虑考虑纲领。但对纲

领“充满感情”是什么意思，却是难以理解的。也许涅韦多姆斯基先

生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要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下一期上发表一些

“充满感情的”文章，来论述自觉动员起来的群众的独立行动的先

锋队对选举纲领的“充满感情”？

不妨看看费·唐恩先生的文章中的一段妙论：“……选举策略

的意义和政治内容因策略的制定者和执行者的不同而完全不同，

这要看它的制定者和执行者是工人的社会民主主义先锋队及其全

部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力量的自治集体，还是某些虽然也是‘社会

民主主义的’但不是由这样的集体推举出来并在它的监督和压力

下进行活动的知识分子小集团……”实际上，谁会怀疑波特列索夫

和唐恩根本不是“知识分子小集团”，而是“先锋队的自治集体推举

出来”并“在它的监督下进行活动的”人呢！唉，这些取消派的达达

兰们！

４０１ 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



尤里·查茨基、尔·马尔托夫和费·唐恩周密考虑过纲领没

有？其中的尤里·查茨基写道：“有一点我们不好意思承认，但又不

应该隐瞒，就是我们这里也有这样的情况：纲领是纲领，竞选演说

和文章讲的却是另一套，真是各唱各的调。”

真的，的确如此。这样的情况，“在我们这里”时有发生。

例如，尤里·查茨基曾就充满感情的纲领说了一些充满感情

的话，接着又就统一的纲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发表了一大套同样

充满感情的话。这些充满感情的话把一个简单问题有意地掩盖起

来了，这个问题就是：政治观点不一致，能有统一的纲领吗？如果观

点一致，那又何必白费唇舌，去敲敞开的大门呢，要知道纲领就是

观点的论述！

尤里·查茨基“转弯抹角地”谈了谈“统一的”纲领之后，竟非

常笨拙地泄露了自己的“秘密”。他写道：“我们认为，社会民主党杜

马党团的认可（对纲领）具有极大的意义，但是一定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不要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去承认国外

小组强加给它的纲领……”（第５０页）

这叫作：如果国王实现我们的意志，他的权威将至高无上（ｄｅｒ

Ｋｏｉｎｇａｂｓｏｌｕｔ，ｗｅｎｎｅｒｕｎｓｅｒｅｎＷｉｌｌｅｎｔｕｔ）。纲领最好是个统一

的，如果“国外小组强加的”纲领没有得到认可的话。这不就是说纲

领现在有两个吗？一个是被你骂成是“国外强加的”（只有普利什凯

维奇才能使用这样的语言！真想不到，尤里·查茨基竟和马尔托

夫、唐恩携起手来，在波特列索夫的杂志上大谈国外的强加！真是

堕落到了极点，才会采用这种手段去唆使不开展的人反对“国

外”！）。另一个纲领显然不是来自国外而是来自己被动员的群众的

广泛而公开的组织组成的自治集体。说得简单一些，不转弯抹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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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实行可能的集中化的其他因素是同公开的工人运动有密

切联系的、并且在进行政治运动的过程中日益稳定而又有威信的

社会民主党〈？〉工作人员集团。我们特别要指出的是彼得堡和它在

近一年来的政治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尤里·查茨基就是这样写

的。

事情已经很明显了：大家从波特列索夫先生的杂志上已很熟

悉的彼得堡取消派“集团”，就是“实行集中化的因素”。清楚了，十

分清楚了，可敬的尤里·查茨基！

纲领应当是统一的，但是……它不应当是“国外小组强加的”，

而应当是使彼得堡取消派“集团”感到满意的……这位尤里·查茨

基真是“统一”的热烈拥护者！

四

现在，我们来看看尔·马尔托夫的“选举纲领的基本论点”

……他的选举纲领的基础是党纲，这是理所当然的。马尔托夫用自

己的话一部分一部分地转述了这个党纲。现在还不清楚，马尔托夫

宣扬的是不是他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７—８期合刊上叙述过的

那个党纲：旧党纲的这一部分，不论是拉林，还是列维茨基，还是普

罗柯波维奇，显然都会同意的。或者马尔托夫是同意整个旧党纲？

要公正地指出，马尔托夫的文章有一个地方说明他是同意整

个旧党纲的；这是在第４８页上，他在那里写道，有时需要“把话说

得含蓄一点”（这是对的），但是，他又说不应当放弃。“我们不会被

迫”“削减我们的要求的内容”。这话说得很好。遗憾的是，这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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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事实不符，因为我们很清楚，例如“没有被〈马尔托夫〉怀疑为搞

改良主义”的拉林就削减了和放弃了。我们很快就会确信，连马尔

托夫也在他自己的那篇文章中，一面答应“不削减”和“不放弃”，一

面又在事实上削减和放弃了。

可见，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在作为选举纲领的组成部分和基础

的党纲问题上，现在有的不是一个而是两个选举纲领：一个是没有

削减和放弃什么的；一个是有所削减和放弃的，这种削减和放弃的

趋向，已为拉林、列维茨基和波特列索夫的说教的性质明显地表明

了。

接着谈到了策略问题。对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应当作出估计，

我们任务的一切规定，我们对当前政治的任何一般问题和个别问

题发表的一切“意见”，都应当以这个估计为依据。马尔托夫自己也

不得不承认（虽然取消派分子总是对“时局的估计”抱着取消派所

特有的嘲笑态度）这个问题十分重要。下面就是马尔托夫对这个问

题的“旧的”已经确定的答案发表的高论：

“某些人试图用一个不恰当的——因为会使人产生误解——公式来说明

‘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说：什么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

一步’（确切的原文是“在向……转变……的道路”）……”

“不恰当的”公式……说得多么委婉！马尔托夫的同伙是不是

早就看出，这个公式从原则上完全否定了他们认为是唯一救星的

那种观点呢？费·唐恩是不是早就说过，“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

次的地方去”呢？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对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问题，

有没有根本性的分歧呢？

请再往下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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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公式中，见不到向专制制度的代表同土地贵族之间瓜分政

权倒退一步这一现实。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在１９０５年事件以

后才能实现这种瓜分的那些形式，为动员和组织以致力于建立‘资产阶级君

主制’为历史使命的社会力量，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种社会力量，按马尔托夫的说法，就是六三时期“被授权成

为公开的或者说是可以容许的反对派”的资产阶级。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马尔托夫的论调。他责备“不恰当的公式”，

似乎只是因为这一公式忽略了政权倒退一步。首先，这是不符合事

实的。马尔托夫在１９０８年的“公式”问题上很不走运：他一谈到这

个公式，就立刻表现出惊人的无能，不善于（还是不愿意？）确切地

转述他十分熟悉的“公式”。“公式”直截了当地准确地谈到农奴主

－土地占有者（而不是象拉林讲的资产阶级土地占有者）还继续保

持着“他们的政权和他们的收入”！就是说，假如这种瓜分政权叫作

“倒退一步”，那这种倒退在我们的公式中，不但没有消失，而且相

反，被极其确切地肯定下来了。其次，这一点是主要的，就是马尔托

夫在讲到政权倒退一步的时候，把自由派资产阶级倒退一步这个

事实掩盖和抹杀了。关键就在这里！被马尔托夫弄得含混不清的

议论的实质就在这里。

自由派资产阶级倒退的一步，就是这个阶级的路标主义，就是

它背弃民主主义，靠拢“秩序党”，支持（直接和间接，思想上和政治

上）旧制度以“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上迈了”最小的“一

步”为代价来保持自己地位的尝试。没有反革命的（路标派的）自由

派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君主制就不仅不能形成，甚至不能开始形

成。马尔托夫“忘记”这一点，首先而且主要是由于一个简单的原

因：他本人就是……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一个“路标派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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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评价六三时期的时候，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政权向

普利什凯维奇们“倒退一步”上：假如同一个政权，在保留制度（和

对民主派的压制）的同一些最基本的特点的条件下，向他，向自由

派倒退“一步”，那这就是他所要求的一切。说什么我已经用《路

标》文集和路标派的政策（米留可夫的“伦敦口号”）证明，我这个自

由派是“反国家的”、背纸的、幼稚的、犯罪的、“盗窃的”、不道德的

和无神论的以及《路标》文集中还以其他形容词谈到的民主派的坦

率的真正的无情的敌人。尽管如此，政权并没有分给我，而是分给

普利什凯维奇！——这就是六三时期自由派政策的含义，这就是

司徒卢威和米留可夫先生之流的“斯托雷平自由主义”的含义。自

由派眼巴巴地望着政权说，我对你一片忠心，可你却觉得普利什凯

维奇比我好！

相反，无产阶级民主派对六三时期的看法，在原则上是根本不

同的。政权向普利什凯维奇们“倒退一步”，是在比过去高得多的另

一个发展阶段上的倒退。在８０年代，就曾经向贵族“倒退一步”７９，

但那是在俄国刚改革后的阶段上的倒退，当时离开尼古拉时代８０

已经很远了，在尼古拉时代，贵族－地主是在没有“财阀统治制”、

没有铁路、没有日益增长的第三种分子８１的情况下发号施令的。现

在也是这样，向普利什凯维奇们倒退一步是在资产阶级土地政策

的基础上，在资产阶级有组织地长久地参加代表机关的基础上的

倒退。这就是普利什凯维奇在向反对民主派、反对群众运动、反对

所谓“破坏社会秩序”、反对所谓“知识分子〈路标派语〉革命”等等

方面的整个转变（既是普利什凯维奇的又是米留可夫的转变）中保

持领导权。

自由派的任务是“吓唬”一下普利什凯维奇，要他“自己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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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给自由派多让出点地盘，但这决不会完全铲除普利什凯维奇

制度的一切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整个民主派的任务，特别是无产

阶级民主派的代表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是利用尖锐的冲突把下

层群众引上舞台，目的恰恰是要铲除这种基础。从改造俄国这一任

务来看，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

道路上迈了这新的一步，就是在一切方面更明确地划分阶级的界

限，特别是更明确地划分自由派（对普利什凯维奇们“负责的”反对

派）和民主派（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基础）的界限。

由此可以看出，马尔托夫表面上只是批评“不恰当的公式”，实

际上却提出了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纲领。他看到了旧政权向普利什

凯维奇们“倒退一步”，而没有看到自由派资产阶级向旧政权倒退

一步。他看到，１９０５年的事件为“动员和组织”自由派资产者去反

对普利什凯维奇们或同普利什凯维奇们站在一起创造了有利条

件，而没有看到，这些事件为动员和组织路标派的反革命的自由派

资产阶级去反对民主派、反对群众运动也创造了“有利条件”。因

此，从所援引的马尔托夫的话中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工人在自由

派同普利什凯维奇们的斗争中应当“支持”自由派，应当把领导权

交给自由派；而决不会得出另一种结论：工人应当不管自由派的路

标主义，不管米留可夫之流想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平起平坐的意

图，而去发动下层群众彻底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最深厚的根

基（和最上层）。

其次，由此可以看出，为什么马尔托夫在基本问题上可能而且

必然会同拉林一致，而只是在一些细节上，只是在对自由派工人政

策的任务的提法上同他有分歧。拉林说，我们已经有资产阶级君主

制了，我国的土地占有者现在已经不是“农奴主”，而是大地主即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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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的农业企业主了。因此，现在提上我们的日程的不是历史性

的“飞跃”，我们所需要的“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列维茨

基），我们的任务是在保持自己的独立性①的同时，支持自由主义

立宪派。马尔托夫反驳说，我们还没有资产阶级君主制，但我们了

解到下面这样一点就“足够了”：专制制度和立宪主义的结合是矛

盾的，我们应当“抓住旧制度的矛盾的要害”。争论的双方都没有看

到已经产生的或正在产生的资产阶级君主制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

反革命性之间的联系，双方都没有提到“领导者”在确定俄国资产

阶级改造的范围以至类型方面的活动，双方都认为（不管他们是否

这样说），是工人阶级在新的资产阶级俄国“得到安排”，而不是由

它率领能够否定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基础的民主派去安排俄

国。

五

值得注意的是，马尔托夫下面的议论更明显地打了自己的耳

光。

马尔托夫接着说道：“……比如，１８１５年复辟的波旁王朝没有建立资产

阶级君主制，却不得不使自己的统治和他所领导的贵族的统治采取了那些能

加速资产阶级的组织、使这个阶级发展成为能够建立１８３０年资产阶级君主

制的力量的政治形式……”

妙极了。在１８１５年波旁王朝以前，在１７８９年以前，法国的君

１１１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

① 拉林写道：“在即将到来的立宪革新时期保卫自己。”



主制是封建的、宗法制的。１８３０年以后，君主制是资产阶级的。那

么，马尔托夫自讨没趣地谈到的君主制，即１８１５—１８３０年的君主

制，是什么样的君主制呢？显然，它是“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

道路上迈了一步”。马尔托夫举出的例子绝妙地驳倒了他自己！其

次，法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早在１７８９—１７９３年的运动中，就开始

暴露出它对彻底民主派的仇视。当时，民主派的任务根本不是要建

立资产阶级君主制，这一点马尔托夫是非常清楚的。因此，以工人

阶级为首的法国民主派，不顾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动摇、叛卖和反革

命情绪，经过长期的艰苦“战役”，建立了在１８７１年以后得以巩固

的政治制度。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初阶段，法国自由派资产阶

级是君主派；在漫长的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最后阶段，随着无产阶

级和资产阶级民主分子（“左派联盟”分子，请尔·马尔托夫不要对

此生气！）的行动日益坚决和主动，整个法国资产阶级才改变成共

和派，才重新得到培养、教育和新生。在普鲁士以至整个德国，地主

在整个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都没有放弃自己的领导权，他们按自己

的模样“培育了”资产阶级。在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整整８０年中

间，无产阶级大约有４次同小资产阶级的“左派联盟”分子结成各

种形式的联合，夺取了领导权，结果资产阶级就不得不建立比较适

合于它的对立者的政治制度。

资产阶级有各种各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向我们表明，资产阶级

本身的和工人阶级的各种集团、阶层和分子的结合是多种多样的。

从狭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笼统概念”中“吸取”对２０世纪头１０年

的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具体问题的答案，就等于把马克思主义庸

俗化，使之变为自由主义。

马尔托夫接着写道：“比如，普鲁士政权在制止了１８４３年革命以后，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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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实施宪法和建立对土地占有制有利的立法代表机关；资产阶级就在立宪议

会制度的这些微不足道的萌芽的基础上，在政治上组织起来了。可是直到现

在它还未能完成国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的转变。

可见，上述公式的错误在于，它没有提到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这个因

素，而没有这个因素，六三式行动所表现的客观趋势就不能得到实现！”

这话真是妙不可言！难道不是吗？马尔托夫用冠冕堂皇的马

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冠冕堂皇的革命的词句掩饰改良主义的议论、

理论和纲领，他在这方面真是个能手！费·唐恩在讲到马尔托夫所

批评的那个“公式”时，曾猛烈抨击那些竟想“钻到已被打垮过一次

的地方去”的人。尤·拉林写道，工人阶级组织起来不应当是为了

“等待革命”，而只是“为了坚决地和有计划地维护自己的特殊利

益”。现在马尔托夫竟发现：公式的错误在于，它没有提到阶级之间

的决定性冲突这个因素。真是妙不可言！

但是，马尔托夫的这句话除了可笑之处外，还包含一些别的东

西。马尔托夫真是一个支吾搪塞的能手。他没有说他指的是哪些

阶级。他前面曾谈到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可以假设，马尔托夫

这里讲的只是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只有从

这种假设出发，才能“认真对待”马尔托夫上面这段话。但是，这种

假设却十分明显地暴露出马尔托夫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宣扬者或

辩护士。

我们的公式“没有提到”土地占有者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之间

的“决定性冲突这个因素”！对不起：我们的公式直截了当地、明确

地、准确无误地谈到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小纠纷”。在我们看来，

这两个阶级之间的纠纷是很小的。具有重大意义的不是这两个阶

级的冲突，而是“公式”中同样直截了当、同样明确讲到的其他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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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冲突。

可见，问题就是这样摆着的。凡是采取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只

能期望俄国通过“阶级之间的决定性冲突”从“六三时期”解脱出

来。必须弄清楚“六三时期”的历史意义，以便了解目前俄国哪些阶

级可能而且必定（指客观上必然，不是指主观上必定）发生决定性

冲突。马尔托夫显然认为——所有取消派也同样认为——在俄国，

领地贵族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将会发生决定性冲突。（附带说一

下，如果《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纲领草案直截了

当地谈出这个观点，取消派就会向工人讲清问题的所在，从而给工

人运动帮了大忙；如果这两个刊物的纲领不直截了当地谈出这个

观点，那就是说，起草纲领是为了掩盖观点，纲领与这两个杂志所

作的宣传的真实思想内容是不一致的。）

我们认为，我们的“公式”也直截了当地谈到，在俄国，旧式的

领地占有制和自由派资产阶级之间不会发生决定性冲突，这两个

阶级的冲突是必然的，但以“小纠纷”的形式表现出来，这种“纠纷”

对俄国的命运根本“不会发生什么决定性作用”，也不会带来任何

重大的决定性的好转。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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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决定性冲突将要发生在其他阶级之间，这种冲突是在资

产阶级社会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和范围内的冲突。

这种看法所根据的是什么呢？根据的是理论上的考虑和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的经验。在这三年中间，俄国经历了十分尖锐的阶

级冲突，这种冲突在世界阶级尖锐冲突史上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

可是，就在这三年中间，在资产阶级自由还没有得到最起码的条件

和保障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环境中，领地占有制同自由派资产阶级

的冲突，自由派资产阶级同旧政权的冲突既不是尖锐的，也不是决

定性的。相反，尖锐的和决定性的——比较尖锐和比较具有决定性

的——是农民同地主、工人同资本家之间的冲突。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呢？首先是因为自由派资产阶级同领

地占有制在经济上有着极为紧密的联系，他们的利益非常紧密地

交织在一起，所以，对前者来说，最安全和最好的办法是只改革后

者，而决不消灭它。最好是极缓慢的、甚至是难以觉察地缓慢的改

革，而不是消灭，——绝大多数自由派资产者就是这样议论的，而

且在当前的俄国经济和政治情况下，这个阶级也不能不这样议论。

其次，再以罢工运动为例，我们看到，俄国在上述三年中间罢

工运动发展到了世界上任何一个最先进的、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

家都未曾有过的高度。因此，自由派资产阶级才必然发出这样的议

论，说最好是极缓慢地、难以觉察地缓慢地改革陈旧的劳动条件，

而不要同旧的一套彻底决裂；最好是保存旧的一套，而不要同它决

裂。相反，对农民和工人来说，他们的经济地位使他们不可能发出

这样的议论；经济状况在这里引起了真正尖锐、真正决定性的冲

突。如果象民粹派对农民的看法，托洛茨基对工人的看法那样，认

为这些冲突超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范围，那是错误的。可是，毫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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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问，通过这些冲突，而且只有通过这些冲突，一切旧的、陈腐的、

资产阶级出现以前的东西才会（当冲突有一定结局的时候）消除干

净，彻底消灭。

俄国的地主，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多尔戈鲁科夫，过去和现在一

直都在用历史上还未曾有过的奴颜婢膝、因循守旧和害怕变化的

心理培育我国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俄国的农民在俄国当前的经济

和政治情况下，是一个资产阶级居民阶层；“冲突”的时代，资产阶

级革命（就“革命”这个词的历史方法论的意义来说）的时代，在参

与其中的工人发挥主导作用的情况下，正在把这个阶层培育成没

有上述讨人喜欢的品质的资产阶级。能不能培育成那样呢？对这

个问题只有到俄国资产阶级运动的时代结束时才能作出回答。在

此以前，俄国政治思想界的一切进步派别必然分为两大基本类型：

或是倾向于极力用对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无害的方式来改造、革新

俄国的自由派掌握领导权，或是倾向于率领农民中的优秀分子前

进的工人阶级掌握领导权。

我说“倾向于”，是因为还不能设想所有的进步派别都已经意

识到也就是说理解到这种或那种政策的阶级根源。但是，马克思主

义者如果没有找到这些根源，没有懂得下面这一点，就不成其为马

克思主义者。这一点就是：由于客观的社会力量的对比，维护工人

阶级的特殊利益和训练工人阶级使它将来在资产阶级俄国发挥作

用，必然沿着下面两条主要道路进行：或者跟着自由派走（自由派

是跟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后面或是同他们站在一起的），或者不管

自由派的动摇、背叛和路标主义，率领民主分子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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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这样一来，我们也就涉及到尽人皆知的“左派联盟”问题。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尤里·查茨基和费·唐恩是暴跳如雷地反对左派

联盟的；对这两个政治家中的后一个来说，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因

为他总得用点什么来掩盖他１９０７年春在彼得堡为了同立宪民主

党结成联盟而背叛工人事业和分裂工人组织的行为！但是左派联

盟的问题是个值得注意的和重要的原则问题，因为这里谈的不仅

仅是，甚至主要不是选举协定（在实行目前的选举法的情况下，“左

派联盟”在实践中是极少实现的），而是整个选举宣传和鼓动的一

般性质和内容问题。“迫使”国内人数最多的民主群众（农民以及和

农民相近的非农业小资产阶级阶层）“在立宪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

义者之间进行选择”，采取工人和农民民主派“共同行动”以反对旧

制度和反对摇摆不定的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路线，这就是“左

派联盟”策略的基础和实质。１９０５年的事态发展（工人运动和农民

运动）、“劳动”团和工人团在头两届杜马中的投票、各党报刊对民

主派的根本问题的态度，甚至第三届杜马中的“农民团”（在该集团

中有大量右派分子的情况下！）在土地问题上的立场，都说明了这

个策略。大家知道，就连立宪民主党人自己也承认，第三届杜马中

４３个农民提出的土地法案要比立宪民主党的自由派提出的法案

民主得多！

毫无疑问，取消派正是在这方面，在一般原则问题上反对“左

派联盟”的。同样毫无疑问，取消派背弃左派联盟就是背叛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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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业。世界上没有一次资产阶级解放运动没有提供“左派联盟”

策略的范例，并且这些运动的一切胜利总是与这个策略的成功联

系着的，与不顾自由派的动摇和背叛而引导斗争沿着这条道路前

进的方针联系着的。正是“左派联盟的策略”，正是城市“平民”（＝

现代无产阶级）和民主派农民的联盟，使１７世纪的英国革命和１８

世纪的法国革命达到了那样的规模和威力。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

恩格斯已讲过多次，不仅在１８４８年讲过，在这之后很久也讲过。为

了不再引用已经多次引用过的话，我们只提一下马克思和拉萨尔

１８５９年的通信。马克思在谈到拉萨尔写的悲剧《济金根》的时候写

道：剧本所描写的冲突“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使１８４８—１８４９年

的革命政党必然灭亡的悲剧性的冲突”。马克思在概括地指出拉萨

尔派和爱森纳赫派８２的未来分歧的全部线索时，责备了拉萨尔，说

他陷入“把路德式的骑士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反对派”

的错误。①

我们这里谈的不是马克思的指责是否正确的问题，因为我们

认为是正确的，尽管拉萨尔竭力反驳这个指责。重要的是，马克思

和恩格斯认为，把“路德式的骑士”（译成２０世纪初的俄文，就是自

由派－地主）反对派看得高于“闵采尔式的平民”（译成上述时期的

俄文，就是无产阶级－农民）反对派，是一个明显的错误，对于一个

社会民主党人来说是绝对不能容许的！

取消派咒骂左派联盟的策略，企图用喧嚣声来盖住由此产生

的关于任何工人政党在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中必须结成“左派

联盟”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他们不能从原则上提出问题，从而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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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可笑的矛盾，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例如，害怕“左派联盟”就象害

怕鼠疫一样的尔·马尔托夫，在“纲领的基本论点”中草拟土地纲

领时写道：“最可靠、痛苦最少、最有利的文明发展办法，仍然是把

地主土地从现在的占有者手中收回，交给人民。”他竟无意中谈到

了（真可怕！）国有化！这是第一。第二，马尔托夫既然讲出了正确

见解，他也就讲出了（与他的同伙切列万宁相反：参看切列万宁

１９０８年的路标主义著作《当前的形势》）左派联盟的见解，因为他

制定的土地纲领就是既反对旧制度又反对类似立宪民主党的自由

派政党的左派联盟行动纲领！！真是“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

口飞进来”８３！！

尔·马尔托夫制定的土地纲领是这样一个纲领，在这个纲领

的基础上，工人和农民劳动派同他们的思想领袖——民粹派联合

起来了（事实上联合起来了，就是说，不管任何“协定”而走到一起

来了）。相反，这个土地纲领把工人和农民劳动派一起同立宪民主

党人（和整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分开了。如果除了这个根本不用争

辩的政治结论以外，你还考虑到土地问题（民主土地改革的问题）

是我们解放运动的中心问题，那你就会发现，马尔托夫不得不就当

代的中心问题制定了“左派联盟的”策略！

我们这位“左派联盟”的反对者是怎么会和为什么会这样倒霉

的呢？原因十分简单。他要么是直截了当地斩钉截铁地同旧党纲

一刀两断（他还没有这样的决心，他还没有“赶上”勇敢的（在背叛

方面）切列万宁和拉林），要么就得转述（虽然是大致正确地）旧党

纲，而从旧党纲必然得出“左派联盟”的结论。这就是我们取消派的

可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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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我们还必须指出马尔托夫文章中的两个重要的地方。他写道：

“在六三体制内部发生任何这样的冲突〈指使这个体制瓦解和破坏

的冲突和摩擦〉的时候，工人政党应当竭力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某种

步骤，来实现立法民主化和扩大宪法的保障，以及扩大人民力量的

不受限制的组织的范围（这对我们的独立活动是最宝贵的）。”（《我

们的曙光》杂志第７—８期合刊第５０页）

马尔托夫的这个提法很妙。但这恰恰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任

务和方针的提法。“促使有产阶级采取步骤”，“扩大劳动的不受限

制的组织的范围”，——世界上所有多少有点教养、受点“欧洲”精

神熏陶的自由派资产者，都在一字不差地重复马尔托夫的这些话。

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和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人政策的区别，只有在向

工人说明刚才引证的自由派的提法的缺陷、不足和欺骗性的时候

和在这样做的地方，才会开始显露出来。促使无产阶级采取步骤来

改变自由派许诺“扩大”的那个“范围”，用原则上不同的另一种“范

围”取而代之——如果不想建立自由派工人政党的话，就是应当这

样（大致上）确定工人政党的任务和要求。

有件可笑的事应该提一下，尔·马尔托夫在给上述引文加的

注释中谈到了自己的提法，他说：“这个提法当然无论如何不会被

人指责为机会主义和合法主义。”你们想想看，他究竟是用什么来

反驳这种指责的呢？他竟引用了尼·罗日柯夫发表在《鄂毕生活

报》８４第１７１号上的一篇文章。马尔托夫从这篇文章引了５行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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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不恰当的莫名其妙的论述“公开政治同盟”的文字。我们没有读

过这篇文章。就算罗日柯夫是主张“公开党”的吧。可是这里讲的

是马尔托夫对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提法，那为什么要引证这样一篇

文章呢？？从什么时候起竟可以用另一个作者的另一个错误来为自

己的一个错误进行辩解呢？

但是最明显最巧妙地表述了马尔托夫文章的全部精神的是他

这篇文章最后一节最后一段中的几句慷慨激昂的话：

“整个选举运动应当由我们在无产阶级争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争

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和自由开展自己的活动的权利、争取作为独立的组织力

量参加政治生活的斗争旗帜下来进行。无论选举的鼓动内容，还是选举的策

略和竞选组织工作的方法，都应当服从〈请注意！〉这个原则。”

正是这几句话正确地反映了确定取消派的整个选举鼓动（和

整个政策）的“内容”的“原则”！马尔托夫用来安慰马克思主义读者

的“什么也不削减，什么也不放弃”的这些美妙的词句，在这个对

“原则”的提法中不过是句空话。所谓原则原来就是自由派工人政

策的原则，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自由派资产者对工人说：你们有权利进行斗争，你们必须为争

取自己的政治自决的自由、为争取拥有本阶级的政党和自由开展

自己的活动的权利、为争取作为独立的组织力量参加政治生活而

进行斗争。马尔托夫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奉献给工人的就是自

由派的、有教养的、激进的——用英国或法国的术语来说——资产

阶级的这些原则。

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人说：为了真正有成效地争取“自己的”政

治自决的自由，你们就应当争取全体人民的政治自决的自由，向人

民指出他们的国家生活的彻底的民主的形式，把群众和劳动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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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落后阶层从自由派的影响下争取过来。为了使你们的政党真

正充分了解到阶级的任务，使它的活动真正成为阶级的活动，而不

是行会式的活动，就应当使它不仅参加政治生活，而且——不管自

由派怎样动摇——把广大阶层的政治生活和独立活动引上比自由

派指出的那个舞台更高的舞台，引向更重要更根本的目标。谁要在

由自由派规定的或经他们允许的范围、形式和外貌的舞台上给阶

级划出一个“独立的”“活动”角落，谁就是不懂得阶级的任务。只有

那些集中注意力（包括意识和实际工作等）去进行对这个舞台本

身、它的整个形式和整个外貌的改造而不受自由派标准的限制的

人，才能懂得阶级的任务。

这两个提法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其实就在于：前者排除了工

人阶级“领导权”的思想，而后者特意确定的正是这个思想；前者是

旧“经济主义”（“工人进行经济斗争，自由派进行政治斗争”）的当

代的最新的变种，后者则极力从思想中根除旧“经济主义”和“新经

济主义”的一切基础。

现在还要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列维茨基和马尔托夫的区别在

什么地方呢？在于前者是个摆脱旧的传统和怀旧思想的年轻的新

一代的取消派。他带着年轻人所特有的热情和坦率，直截了当地

说：“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而马尔托夫是“见过世面”的，

有个时期曾经是旧火星派，他身上混杂有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旧传

统①，以及还不是全无顾忌的新的取消主义；因此，他极力对天起

誓：“什么也不削减，什么也不放弃”，可是后来他兜了很大很大的

２２１ 选举运动的几个原则问题

① 确切些说，这些传统的内容，这些传统的思想核心，在马尔托夫身上已经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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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子以后还是脱口说出，整个选举鼓动的“原则”应当是取消派的

原则。

而全部问题恰恰是在选举运动的“原则”上。

载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和１９１２年１月

《启蒙》杂志第１期和第２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６８—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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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大纲

（１９１１年底）

政治形势

１．歉收——和饥荒。“粮食”运动——利德瓦尔案件８５。

２．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把资产阶级的酒装进农奴制的皮

囊。皮囊破裂８６。

３．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关于斯托雷平的改革８７以及取消派和前进派

的不理解。

４．军需诉讼案：有人偷盗。

５．无人负责状态和无秩序现象。

——立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的报刊。圣彼得堡—莫斯科间

的飞行，载重汽车的行驶，铁路的建设，外国市场上的俄国工业，国

民教育和卡索的“扫帚”———到处都是唉声叹气、懊丧。

６．资产阶级痛哭资产阶级制度。他们想“不把皮（毛）放进水中

就把它洗干净”。

７．革命是唯一的手段。害怕、仇恨、缺乏信心都不合潮流。

８．“不合潮流。”拥护革命。工人阶级和革命。概括政治形势和

确定党的宣传鼓动全部内容（特别是在第四届杜马召开前夕）的口

号就是拥护革命。（
·
不
·
是“普选权”。）８８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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歉收

军需诉讼案

波斯

卡索和摧毁

犹太人和“贸易国有化”

工人阶级和革命

１．大家所说的“活跃”是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标志。

２．对上次革命的态度：愤怒、恐惧、仇恨，——胆怯、缺乏信心、

灰心丧气——工人阶级的态度（“给你们再来一个１９０５年”）。

３．在新的条件下工人阶级活动的任务

（α）＞群众的觉悟（δ）

（β）＞资本主义的发展（α）

（γ）＞资产阶级的敌对态度（β）

（δ）＞敌人的联合（γ）

４．宣传鼓动的性质。
不需要秘密党
不需要宣传革命（不是领导权）

  等等，等等取消主义。

资产阶级的
反革命性在
社会民主党
内的表现。

５．“了如指掌”＝第三届杜马。（立宪民主党人）扮演的角色。

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在社会民主党内的表现。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７９—４８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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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

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８９

（１９１２年１月）

１

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１月５日〔１８日〕）

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决议

鉴于：

（１）反革命情绪的普遍泛滥和沙皇制度的疯狂迫害所造成的

多数党组织的涣散和瓦解，再加上长期没有党的实际中心——中

央委员会，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２）目前，随着工人运动的活跃，各地的先进工人都更迫切地

要求恢复党的秘密组织，同时，在此基础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多数地方组织对恢复党和召开全党代表会议表现了高度的和卓有

成效的主动精神；

（３）工人运动和反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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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经济斗争、政治鼓动和无产阶级的群众大会，第四届杜马的

选举等等）要求必须立即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恢复拥有全权的和

与地方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党的实际中心；

（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上次代表会议闭幕三年多以来，花了两

年多的时间，曾经多次试图召开所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直

到现在，才终于把２０个国内组织团结到召集这次代表会议的俄国

组织委员会的周围。俄国组织委员会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把召开代

表会议一事通知了所有社会民主党人，毫无例外地邀请了我们党

的所有组织出席代表会议，并使所有的组织都有可能参加这次会

议；

（５）尽管代表会议有所推迟和遭到一些严重破坏，但在俄国进

行活动的所有党组织，除极个别的以外，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

议。

代表会议被确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党代表会议，它是

党的最高机关，并有责任建立拥有全权的中央机关。

载于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８日《真理报》

第１８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１２１—１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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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１月１２日〔２５日〕）

代表会议首先确认１９０８年十二月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目

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代表会议指出这个决议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其中有关整个六三制度的历史意义和阶级实质、有关革命

危机增长的论点，已为三年来的事件所完全证实。

代表会议从这些事件中特别指出下列几点：

（一）沙皇制度的土地政策（无论是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府

党或是反革命的自由派，都把自己的反革命利益与这个政策联系

起来），不但没有在农村建立稍许稳定的资产阶级关系，而且没有

使农民摆脱严重的饥荒；这种饥荒表明了居民状况的极端恶化和

生产力的巨大损失。

（二）在现代资本主义各国的世界竞争中仍旧软弱无力，而且

在欧洲愈来愈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专制政府，现在与黑帮贵族和

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企图对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

（芬兰、波兰、西北边疆区）实行粗暴的“民族主义”政策，对为争取

自由进行革命斗争的亚洲各国人民（波斯、蒙古）进行殖民占领，来

满足自己的强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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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民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专制政府的掠夺性的预算政

策和官僚机构的彻底腐败，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业已开始的经济

高涨，同时，日益昂贵的生活费用也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居民群众的

贫困日趋严重。

（四）因此，在第三届杜马存在的５年中，广大居民群众日益看

清第三届杜马不愿意、不能够而且也没有力量为改善广大人民群

众的生活状况做点什么事情，日益看清在第三届杜马中占统治地

位的各个政党的反人民性质。

（五）广大的民主派，首先是无产阶级，已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

来。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的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和无产阶级群众大会的

开始举行，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运动（大学生罢课）的开展等

等，——这一切都标志着群众反对六三制度的革命情绪的日益增

长。

代表会议根据所有这些情况，确认１９０８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的

决议所详细规定的党的当前任务，并请同志们特别注意：

（１）当前的首要任务和以前一样，就是对觉悟的无产阶级群众

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和团结的工作；

（２）必须加紧进行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组织的工作，

使它能比以前更加广泛地利用一切合法机会，领导无产阶级的经

济斗争，并成为唯一能够领导无产阶级日益频繁的政治行动的力

量；

（３）必须组织并扩大经常性的政治鼓动工作，从各方面支持方

兴未艾的群众运动，并在彻底贯彻党的口号的旗帜下使这一运动

不断扩大。

应当特别强调反对沙皇君主制政策、争取建立共和国的宣传，

９２１２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以对抗目前广泛进行的删削口号和迁就现有的“合法地位”的宣

传。

载于１９４１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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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

同饥荒斗争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Ｉ月８日〔２１日〕）

鉴于：

（１）俄国２０００万农民遭受的饥荒又一次表明，受到沙皇制度

和农奴主－地主阶级压迫的农民群众，处于完全无法忍受的、世界

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不可想象的悲惨境地；

（２）这次饥荒再一次证明，政府的土地政策已经破产，在控制

第三届杜马、国务会议和尼古拉二世宫廷的右派政党所代表的农

奴主－地主阶级左右俄国的一切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的情况下，

俄国资产阶级的稍许正常的发展不可能得到任何保证；

（３）黑帮政党（以马尔柯夫等等之流先生们为首）在杜马中的

声明，以及它们把责任推到“懒汉农民”头上的做法，充分暴露了掠

夺俄国的沙皇地主匪帮的无耻行径，擦亮了最愚昧的人的眼睛，激

起了最不关心时局的人的愤怒；

（４）政府阻挠赈济饥民的工作，警察当局无端指责地方自治机

关，指责开展募捐和组织赈食委员会等等工作的人员，这甚至在资

产阶级中间也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甚至在十月党这样落后的反革

命的资产阶级中间也激起了抗议的呼声；

（５）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刊物向社会

１３１３ 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同饥荒斗争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报道饥荒的情况和政府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又通过第三届杜马中

的立宪民主党人库特列尔采取温和的反对派立场，这种立场决不

能使民主派感到满意，就象不能同意多数自由派将赈济饥民问题

作为慈善事业提出一样；

（６）尽管由于饥民和失业者人数的增加，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

趋于恶化，他们还自发地要求为饥民募捐和提供其他援助；这是每

个民主派都有的自然要求，更何况社会党人；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

都应当支持这种要求，并以阶级斗争的思想来加以引导，

代表会议决定，必须：

（一）集中一切力量扩大在广大居民群众，特别是在农民中间

的宣传鼓动工作，说明饥荒同沙皇制度及其整个政策之间的联系；

为了进行鼓动，在农村中不仅要散发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在杜

马中的发言，而且要散发象马尔柯夫第二那样一些沙皇朋友的发

言；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要求，首先是推翻沙皇君主制，建立民

主共和国，其次是没收地主的土地；

（二）支持工人尽力帮助饥民的要求，建议他们把捐款全部交

给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工人报刊或工人的文化教育等等团体，参

加饥民赈济小组和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民主派应成立特别支

部；

（三）极力把饥荒激起的民主义愤引向举行游行示威、群众大

会、群众集会和其他反对沙皇制度的群众革命斗争的最初形式上

去。

载于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８日《真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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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草案

（不晚于１月１７日〔３０日〕）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

鉴于：

（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近４年来一直在同取消派进行坚决的

斗争，１９０８年的十二月党代表会议确定该派为

“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

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①；

（２）１９１０年一月中央全会继续同这个流派进行斗争，一致认

为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并且以同取消主义

完全决裂、彻底克服这种背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倾向作为实现

党内的真正统一、使原有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组织合并

的条件；

（３）集结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周围的一部

分孟什维克，违背党的一切决定和孟什维克代表在１９１０年一月全

３３１４ 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草案

① 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１分册第２４６
页。——编者注



会上提出的保证，拒绝帮助恢复中央委员会（米哈伊尔、尤里和罗

曼不但在１９１０年春拒绝加入中央委员会，而且甚至连一次增补新

成员的会议也拒绝参加）；

（４）上述出版物正是在１９１０年全会以后坚决地全面转到取消

主义方面去了：它们不但“贬低〈违背全会决议〉秘密党的意义”，而

且公开否认党，宣称党已被取消，宣称恢复秘密党是“反动的空

想”，并在受过书刊检查的杂志上对秘密党大肆嘲笑和谩骂，要工

人把党的支部和党的等级制度看作“衰亡的东西”，等等；

（５）为数不多的、主要是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取消派地方小集

团，在继续进行破坏党的活动的同时，不但拒绝１９１１年再次提出

的关于帮助恢复秘密党和召开党代表会议的号召，而且形成了完

全独立的小集团，在工人中进行反对秘密党的公开鼓动和反对恢

复秘密党的公开斗争，——在护党派孟什维克占优势的地方（如叶

卡捷琳诺斯拉夫、巴库、基辅等地）也是如此，

代表会议声明：上述集团的所作所为已使自己完全置身于党

外。

代表会议号召一切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和色彩，与取消主义进

行斗争，说明它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全部危害，竭力恢复和巩固

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载于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列宁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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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
９０

（１月７日〔２０日〕）

社会党国际局９１的工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日常工作，如通

信、委员分工等等；另一部分是大会，如哥本哈根代表大会９２和苏

黎世会议９３。俄国社会民主党自伦敦代表大会起便有一名［代表］

参加［社会党国际局］。全会还选出了普列汉诺夫，但他表示拒绝，

说有一个人参加工作就够了。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上，我和普列汉

诺夫接近起来，我们友好地交谈；当时我已不可能同呼声派分子讲

话，我不赞成托洛茨基，特别是在信的问题９４上。普列汉诺夫在会

议快结束的时候接受了全会的建议。我们两人共同拥有一票。直

到最近我们之间还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在哥本哈根期间，我参加

合作社委员会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关系极度

紧张，表面上统一，但内部有两个不同的流派。德国社会民主党的

代表，一半是代表党的，一半是代表工会的。人们发现，德国代表团

人数愈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作用就愈下降。在斯图加特代表

大会９５上，他们投票赞成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结果弄得名誉扫

地……例如有个代表竟说剥夺资本家是不可能的。原来他们纲领

中涉及这个问题的部分并没有剥夺一词。实际上他们执行的不是

社会民主主义路线。在这方面不能抱幻想，愈往后，斗争将会愈激

烈愈尖锐；当然无产阶级群众是不会动摇的。在马格德堡代表大会

５３１５ 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



上他们退出了会场，然而这吓不倒任何社会民主党人。
９６

捷克人闹分裂。
９７
我们曾反对这种分裂，认为社会民主党不应

当受任何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宣传的影响。在奥地利，许多争吵不

休的事都是由文件应该用哪种文字书写等类问题引起的。普列汉

诺夫曾就这次分裂问题作过报告，他的决议案以大多数票通过。托

洛茨基在这个问题上也曾企图进行调和，说这是阿德勒的过错，说

他是最“温和的”和机会主义的社会民主党人。

毫无疑问，德国社会民主党正面临一个新时代——社会主义

革命时代；经济危机、军事危机、世界各种纠葛，这一切也在促使新

时代的征兆提前到来。在此以前是做准备工作。现在才是同资产

阶级搏斗的时代。这时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区别

便显露出来了。社会党国际局就摩洛哥问题在苏黎世召开会议。这

里还发生了一件事。莫尔肯布尔以个人名义写信，要求不要召开会

议。罗莎·卢森堡把这封信发表了，结果引起了一场风波。９８在上

次代表大会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获得了胜利。倍倍尔说，他要

追究罗莎·卢森堡的责任。法国人曾想把罢工作为反对战争的斗

争手段写入决议。所有的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表示反对，指出不

能向政府暴露我们将使用什么武器，在什么场合使用什么武器合

适。建议未被采纳。倍倍尔提出了不发表文件的问题，并暗指罗莎

·卢森堡，要求作出决议。我替罗莎·卢森堡说了话。我引了奎尔

奇的话，这使倍倍尔大为恼怒。倍倍尔这时以调和者面目出现。罗

莎·卢森堡发表的那封信，根本不能同［其他］文件相提并论。最多

也不过是要在党内批评她，而且已经批评过了；把问题提交社会党

国际局是不公正的……

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流派，分歧日益表面化，党

６３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内沸腾了。那里迫切需要采取果断的行动。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

社会民主党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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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表决关于同饥荒斗争的决议时的发言

（１月８日〔２１日〕）

党应当积极进行干预，要作出一个决议。经过交换意见我们深

信，工人对饥荒非常关注，他们正积极进行干预，赈济饥民。赈济饥

民并非慈善行为。只有用资产阶级观点提问题，赈济才是慈善行

为。不仅如此。立宪民主党人确实接受了内阁里的官员们的观点。

参加那些为消除饥荒而建立的委员会是必要的。我指的是非党的

工人委员会。不必强行规定要建立这类委员会，但参加是必要的。

捐款最好交给社会民主党党团，交给工人的联合会、俱乐部及其他

团体。传单也应当印发，不过最好是写给工农。要着手散发马尔柯

夫第二的发言，他把受灾农民叫作懒汉。这个发言妙极了，要让人

们看看。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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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

（１月１１日〔２４日〕）

我想谈谈问题的另一方面。这就是灵活性……决议是正确

的。９９我想提请大家注意一下，哪一方面是重要的。就拿合法团体

作例子来说吧。我不敢说整个俄国的情况如何，但有５个城市则可

以说……是可能的。那么，合法团体首先能干些什么呢？组织马克

思主义性质的讲座，看来是准许的。我从报刊上看到，大城市里准

许这样做。有人说讲课人难找……工人应该自己推举讲课人，自己

支付报酬。再就是，有图书馆和阅览室。不知是否准许有《明星

报》。此外，合法团体还可以组织各式各样的娱乐活动。这从财政

角度看是重要的，而且从另一角度看，由于有这些娱乐活动，就可

以形成俱乐部之类的团体。如果这类团体不是虚构而是现实的

——而这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我们就该问问：我们过去［是否］

为扩大这样的团体做过工作？我们［是否］在工厂作过关于这些团

体的报告？是否去努力组织过这类团体？还有，应该怎样利用这些

团体？我们现在着手建立的是类似非常法１００时代的德国的那种组

织。但对我们来说既比较困难也比较容易。说对我们比较困难，是

因为他们那里有合法活动的机会。中央委员会是议会党团成员组

成的，可以公开集会，邀请秘密成员参加。而我们这里群众是很同

情、很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我们应当在每个团体中建立起同党保持

９３１７ 关于组织问题的发言



密切联系的不大的支部，使每个问题都按照党的决定的精神去解

决……这些支部不应象区和分区那样庞大臃肿。彼得堡、里加正着

手建立这种［合法］团体。在莫斯科，这方面的工作还做得很少。正

是因为有这种支部，使得党的建设有可能采取另外的方式。以前，

我那个时候，一切都得我们自己干。如今工会和行业组织担负起一

部分工作。根据可能，政治斗争也经常由合法的杜马党团来进行；

假如这样组织起来的合法团体能多一些，革命就是不可战胜的。这

便是组织的灵活性问题。这是改造我们组织的理想方案。这些由

合法支部网为外围的秘密支部，可以为我们提供新的基地。要把各

种交往减少到最低限度，使组织若有若无。不要搞集会。党的工作

采取了另一种形式。新的形式已经渗入旧的形式里。尽管形式上

不够严谨，但是通过合法团体的活动，党的工作还是不断地开展。

要使文化方面的每一个措施都体现着社会民主党的精神、社会民

主党的文化。这将是同取消主义作的一场坚决的斗争……有支部，

同中央机关报１０１有联系，每年联系一次，工作比过去做的多一百

倍。我们在合法团体中的工作做得不够。要从自由派手中夺下合

法团体，［夺下］整个合法运动。要推广并扩大合法团体。要切实注

意合法团体的工作情况。无论哪里都要在秘密支部的外围建立起

合法支部网。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５４卷第３５９—３６１页

０４１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文献



８

代表会议的决议

（１月５日和１７日〔１８日和３０日〕之间）

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

代表会议听取和讨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的代表所作的关于俄

国组织委员会召集全党代表会议的工作报告，

认为必须指出，俄国组织委员会在不分派别地团结国内所有

的党组织和把我们党恢复为全国组织方面所做的工作，具有极为

重大的意义。

特别值得赞许的是，布尔什维克和国内孟什维克护党派进行

友好合作的俄国组织委员会，是在警察迫害的极端艰难的条件下，

在党内状况所造成的许多障碍和困难的情况下开展活动的。

关于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

鉴于：

（１）反革命情绪的普遍泛滥和沙皇制度的疯狂迫害所造成的

多数党组织的涣散和瓦解，再加上长期没有党的实际中心——中

央委员会，使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间处于极端困难

１４１８ 代表会议的决议



的境地；

（２）目前，随着工人运动的活跃，各地的先进工人都更迫切地

要求恢复党的秘密组织，进行社会民主党的有条不紊的合法工作

和秘密工作，同时，在此基础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多数地方组

织对恢复党和召开全党代表会议表现了高度的和强烈的主动精

神；

（３）工人运动和反沙皇制度的革命斗争的最迫切的实际任务

（领导经济斗争、整个政治鼓动、无产阶级的群众大会和第四届杜

马的选举运动等等）要求必须立即采取最坚决的措施，来恢复拥有

全权的和与地方组织有密切联系的党的实际中心；

（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上次代表会议闭幕三年多以来，花了两

年多的时间，曾经试图召开所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会议，直到现

在，才终于把２０多个国内组织（圣彼得堡、莫斯科、萨拉托夫、喀

山、萨马拉、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沃、罗斯托夫、叶卡捷琳诺斯拉

夫、基辅、尼古拉耶夫、卢甘斯克、巴库、梯弗利斯小组、维尔纳小

组、德文斯克小组、叶卡捷琳堡、乌法、秋明和中部地区一些地方等

等）团结到召集这次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俄国组织

委员会早在几个月以前，就把召开代表会议一事通知了所有社会

民主党人，毫无例外地邀请了我们党的所有组织出席代表会议，并

使所有的组织都有可能参加这次会议；

（５）尽管代表会议遭到警察当局的一些严重破坏，但在俄国进

行活动的所有党组织，除极个别的以外，都派代表出席了这次会

议；

（６）俄国许多大城市（彼得堡、莫斯科、高加索）的社会民主党

合法工人运动活动家小组应邀出席了代表会议，并对代表会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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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了赞同，

代表会议被确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全党代表会议，它是

党的最高机关。

关于各民族中央机关没有代表

出席全党代表会议的问题

代表会议认为，加强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工人的统一，具

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建立与各地“民族集团”的统一，加强各民族组

织与全俄中心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同时，也不能不指出以下几

点：

（１）经验完全证明，党内不能容许出现以下状况：完全脱离俄

国组织单独进行活动的“民族集团”实行最坏类型的联邦制，并且

（往往不管他们的意愿如何）使最重要的俄国组织处境困难——各

民族中央机关实际上根本不参加俄国的工作，但缺了这些民族中

央机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又无法进行党最必需的最重要的工作。

（２）有一个民族中央机关（崩得）一年来公开帮助取消派，并试

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制造分裂，而其他的民族中央机关（拉

脱维亚人和波兰社会民主党１０２的中央机关）在紧要关头回避了对

党内破坏分子取消派的斗争。

（３）民族组织中的护党分子，首先是所有的工人护党分子，得

到俄国组织还存在的消息后，坚决主张同俄国秘密的社会民主党

组织统一起来，主张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主张同取消派进行斗

争。

（４）三个民族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曾三次被邀请（国外组织委员

３４１８ 代表会议的决议



会、俄国组织委员会和代表会议的代表的邀请）参加党的代表会

议，并保证它们完全有可能派遣自己的代表。

鉴于上述一切，并考虑到不能因为各民族中央机关不愿派遣

自己的代表参加全党代表会议而耽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工作，

代表会议认为，“民族代表”没有出席会议，应由他们的中央负完全

责任，并责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极力同参加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的各民族组织实现统一和建立正常的关系。

代表会议相信，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将会排除一切

障碍，同心协力为无产阶级的事业、为反对工人阶级的一切敌人而

并肩奋斗。

关于各地的报告

代表会议听取了各地的报告，确认：

（１）在各地，在社会民主党工人中间，都在为巩固社会民主党

的地方秘密组织和小组大力进行工作；

（２）各地都认为必须把社会民主党的秘密工作和合法工作结

合起来；各地的社会民主党人都认为，我们的秘密党组织应当有各

种各样的合法工人团体，作为在群众中进行工作的据点。但是，从

社会民主党在工会、合作社和俱乐部等等中进行实际工作来看，从

传播马克思主义出版物，利用社会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发表的讲话

等等来看，工作做得还很不够，在这方面无疑必须加强社会民主党

秘密小组的活动；

（３）在各地（毫无例外）同心协力进行护党工作的主要是布尔

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派，还有国内的前进派（在有前进派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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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和其他所有认为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有必要存在的社会

民主党人，同时整个工作是本着捍卫党和反对取消主义的精神进

行的。

代表会议相信，随着工人运动的开始活跃，将要继续大力巩固

旧的组织形式和建立新的相当灵活的组织形式；这种新的组织形

式将会有助于社会民主党在新的环境下为实现旧有的革命目标和

革命方法而进行的斗争。

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

代表会议首先确认１９０８年十二月党代表会议通过的关于六

三制度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代表会议指出这个决议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其中有关整个六三制度的历史意义和阶级实质、有关革命

危机增长的论点，已为三年来的事件所完全证实。

代表会议从这些事件中特别指出下列几点：

（一）沙皇制度的土地政策（无论是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府

党或是——从实际上看——反革命的自由派，都把自己的反革命

利益与这个政策联系起来），不但没有在农村建立稍许稳定的资产

阶级关系，而且没有使农民摆脱严重的饥荒；这种饥荒表明了居民

状况的极端恶化和全国生产力的巨大损失。

（二）在现代资本主义各国的世界竞争中仍旧软弱无力，而且

在欧洲愈来愈被排挤到次要地位的沙皇政府，现在与黑帮贵族和

日益强大的工业资产阶级结成联盟，企图对边疆地区、对一切被压

迫民族，特别是对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芬兰、波兰、西北边疆区）

实行粗暴的“民族主义”政策，对为争取自由进行革命斗争的亚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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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人民（波斯、中国）进行殖民占领，来满足自己的强盗利益。

（三）农民经济状况的极端恶化、专制政府的掠夺性的预算政

策和官僚机构的腐败，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高涨，同时，日益

昂贵的生活费用也使工人阶级和广大居民群众的贫困日趋严重。

（四）因此，在第三届杜马存在的５年中，广大居民群众日益看

清第三届杜马不愿意、不能够而且也没有力量为改善广大人民群

众的生活状况做点什么事情，日益看清在第三届杜马中占统治地

位的各个政党的反人民性质。

（五）广大的民主派，首先是无产阶级，已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

来。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的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和无产阶级群众大会的

开始举行，城市资产阶级民主派中的运动（大学生罢课）的开展等

等，——这一切都标志着群众反对六三制度的革命情绪的日益增

长。

代表会议根据所有这些情况，确认１９０８年十二月代表会议的

决议所详细规定的党的当前任务，同时特别指出，无产阶级领导农

民夺取政权的任务仍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任务。代表会议请同志们

特别注意：

（１）当前的首要任务和以前一样，就是对先进的无产阶级群众

进行长期的社会主义教育、组织和团结的工作；

（２）必须加紧进行恢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秘密组织的工作，

使它能比以前更加广泛地利用一切合法机会，领导无产阶级的经

济斗争，并成为唯一能够领导无产阶级日益频繁的政治行动的力

量；

（３）必须组织并扩大经常性的政治鼓动工作，从各方面支持方

兴未艾的群众运动，并在彻底贯彻党的口号的旗帜下使这一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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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扩大。应当特别强调反对沙皇君主制政策、争取建立共和国的

宣传，以对抗目前广泛进行的删削口号和把工作局限在现有的“合

法地位”范围内的宣传。

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

一

代表会议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绝对必须参加即将到来的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运动，提出我们党的独立候选人，并建立第四届

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党团，这个党团将作为我们党的一部分而从

属于整个党。

党在选举中以及未来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内部的主要任

务是，进行社会主义阶级宣传和组织工人阶级。其余所有的任务都

要服从这个任务。

我们党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的主要选举口号应该是：

（１）建立民主共和国

（２）实行八小时工作制

（３）没收地主全部土地。

在我们的一切竞选鼓动中，必须根据第三届杜马的经验和政

府在中央管理和地方管理方面的全部活动，尽量清楚地阐明这些

要求。

在宣传上述三个要求时，必须密切配合宣传社会民主党最低

纲领中的其他一切要求，如普选权、结社自由、法官和官吏的民选

制、工人的国家保险、用人民武装代替常备军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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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选举中的总的策略路线应该是：党应当

对沙皇君主制和支持它的地主资本家政党进行无情斗争，同时坚

决揭露资产阶级自由派（以立宪民主党为首）的反革命观点和它们

的假民主。

在竞选斗争中，应该特别注意划清无产阶级政党和一切非无

产阶级政党的立场的界限，阐明民主派（主要是劳动派、民粹派、社

会革命党）的假社会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实质，以及由于它们在彻底

的群众性的革命斗争问题上的动摇而给民主事业带来的危害。

至于选举协定，党仍然以伦敦代表大会的决定为依据，应当：

（１）在各地的工人选民团中，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在这方面不

容许同其他政党或集团（取消派）订立任何协定；

（２）鉴于提出社会民主党独立的候选人这个事实本身就有很

大的鼓动意义，必须尽力使党不论在第二城市选民大会上，或是尽

可能在农民选民团中，都有自己的候选人；

（３）在为第二城市选民大会选举复选人的决选投票阶段（选举

条例第１０６条１０３），容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派订立协定来反对自由

派，然后再同自由派订立协定来反对一切政府党。协定的形式之

一，可以是提出一个或几个城市的共同复选人名单，名额根据初选

所得票数按比例分配；

（４）在实行直接选举１０４并且可以进行决选投票的５个城市（彼

得堡、莫斯科、里加、敖德萨和基辅），在初选时，必须为第二等城市

选民团提出社会民主党的独立候选人。在这些城市进行决选投票

时，由于显然没有黑帮危险，只容许同民主派订立协定来反对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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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

（５）任何选举协定，都不能算作提出共同的纲领，既不应用任

何政治上的义务来约束社会民主党候选人，也不应制止社会民主

党对自由派的反革命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进

行坚决批判；

（６）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在县的初选人大会和省的选举大会

上，等等），凡是有必要使十月党－黑帮的名单或整个政府的名单

通不过的地方，都必须首先同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人民社会

党人等），然后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无党派人士、进步派等订

立分配代表席位的协定。

三

全体社会民主党人应当立即开始进行选举运动的准备工作，

为此，必须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１）必须即刻在各地建立社会民主党的秘密支部，让这些支部

毫不迟延地进行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运动的准备工作；

（２）对加强和扩充工人合法报刊的工作给予应有的注意；

（３）整个选举工作应当同工人的工会和所有其他工人团体密

切配合进行，而且在选择这些团体参加的形式的时候，必须考虑到

它们的合法性；

（４）特别注意做好６个省（彼得堡、莫斯科、弗拉基米尔、科斯

特罗马、哈尔科夫、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工人选民团选举的组织

准备和鼓动准备工作，因为在这些省可以保证从工人选民团中选

出一个杜马代表。全体工人复选人，无论是这些省的或其他省的，

毫无例外都应当是社会民主党护党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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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工人初选人大会应当依据秘密党组织的决定，确定究竟应

该选谁为工人的杜马代表，并责成所有复选人为了使党的候选人

当选而放弃自己的候选资格，否则就要受到抵制和以背叛论处；

（６）由于政府迫害、逮捕社会民主党候选人等等，必须特别沉

着地、有条不紊地和谨慎小心地进行工作，针对警察的各种策略手

段，迅速采取一切办法来制止沙皇政府的一切诡计和暴力行为，使

社会民主党人进入第四届国家杜马，然后主要就是加强本届杜马

内的民主派代表小组；

（７）党的秘密地方组织和小组批准社会民主党的候选人和发

布有关选举的指示，要在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的监督和领导下进行；

（８）如果经过一切努力，仍然不能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以前召开

党的代表大会或新的代表会议，则本次代表会议授权中央委员会

或中央委员会指定的机关，对各地进行选举运动的问题或根据可

能发生的特殊情况等等，作出具体的指示。

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

代表会议认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根据党的十二月（１９０８

年）代表会议确定的路线，利用了杜马讲坛；这条路线今后还应当

是确定党的杜马工作方向的指导路线。

代表会议特别强调指出，根据无产阶级的任务，党团活动的特

点是：最坚决地捍卫工人的利益和一切能够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的

措施（例如工人法案），同时竭力从无产阶级领导的解放运动的总

任务出发，阐明一切局部的任务，指出群众运动是使俄国摆脱沙皇

制度所造成的灾难和耻辱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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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在黑帮杜马中举起了社会民主党第二届

杜马代表的旗帜，向全世界工人彻底揭露了制造１９０７年政变的沙

皇黑帮匪徒的无耻挑衅行为，——由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这

些恰当的行为而开始的工人公开行动，代表会议表示欢迎。代表会

议号召俄国所有觉悟的工人从各方面支持社会民主党人在第三届

杜马中的上述行动和彼得堡工人已经开始的无产阶级群众集会运

动。

代表会议认为，由于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运动即将到来，社会民

主党杜马党团应当更加注意向人民说明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的阶

级实质（特别是揭穿立宪民主党的反革命的和背叛的实质），并以

伦敦（１９０７年）代表大会的决议①为指针，——这个决议的所有最

重要的部分已为反革命势力的活动所证实。同时，理应把社会民主

党党团的行动统一起来、指导它的工作的性质、把一切局部的要求

和改革集中在主要之点上的中心口号，应当是下面这三个口号：

（１）建立民主共和国；（２）实行八小时工作制：（３）没收地主的全部

土地并分给农民。

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

鉴于最近三年来的经验完全证实了十二月（１９０８年）代表会

议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的基本论点，鉴于工人运动已经开

始活跃，有可能通过建立以支系繁多的各种合法工人团体网为外

１５１８ 代表会议的决议

①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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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的社会民主党秘密支部来进一步发展党的工作的组织形式，

代表会议认为：

（１）必须使秘密的党组织最积极地参加经济斗争（罢工、罢工

委员会等等）的领导，并使秘密党支部同工会，特别是工会中的社

会民主党支部以及工会运动中的一些活动家在这方面实行合作；

（２）最好是——同时要考虑到当地的条件——把工会中按行业组

织的社会民主党支部和按地区建立的党支部结合起来；

（３）必须在安排社会民主党在工会、阅览室、图书馆、各种工人

文娱团体等合法团体的工作方面发挥更大的主动性；推广工会出

版的报刊，以马克思主义精神指导工会报刊；利用社会民主党在杜

马中的演说；从工人中培养合法的讲课人；成立（在第四届杜马选

举时）工人选举委员会和其他的区、街道选举委员会等等；社会民

主党在选举城市自治机关时进行鼓动，等等；

（４）必须大力巩固和发展秘密的党支部，找到这种支部的新的

尽量灵活的组织形式；在每个城市建立和巩固党的秘密领导组织，

宣传“介绍所”、工厂党员大会等等群众性的秘密组织形式；

（５）最好吸收宣传小组参加日常实际工作：散发秘密的社会民

主党出版物和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出版物等等；

（６）必须注意到，通过社会民主党出版物进行经常性的鼓动，

特别是按时散发定期和经常出版的党的秘密报纸，对建立秘密支

部之间以及合法工人团体中的社会民主党支部之间的组织上的联

系，具有重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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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民主党人

同饥荒斗争的任务

（１）俄国２０００万农民遭受的饥荒又一次表明，受到沙皇制度

和农奴主－地主阶级压迫的贫苦农民群众，处于完全无法忍受的、

世界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都不可想象的悲惨境地；

（２）这次饥荒再一次证明，政府的土地政策已经破产，在控制

着六三杜马、国务会议和尼古拉二世宫廷的右派政党所代表的农

奴主－地主阶级左右俄国的一切政策特别是土地政策的情况下，

俄国资产阶级的稍许正常的发展不可能得到任何保证；

（３）黑帮政党（以马尔柯夫等等之流先生们为首）在杜马中的

声明，以及它们把责任推到“懒汉农民”头上的做法，充分暴露了掠

夺俄国的沙皇地主匪帮的无耻行径，擦亮了最愚昧的人的眼睛，激

起了最不关心时局的人的愤怒；

（４）政府阻挠赈济饥民的工作，警察当局无端指责地方自治机

关，指责开展募捐和组织赈食委员会等等工作的人员，这甚至在地

方自治机关和城市资产阶级中间也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５）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一方面通过自己的刊物向社会

报道饥荒的情况和政府的所作所为，一方面又通过第三届杜马中

的立宪民主党党团，以温和的反对派的姿态出现，他们的做法决不

能使民主派感到满意，就象不能同意多数自由派将赈济饥民问题

作为慈善事业提出一样；

（６）尽管工人阶级的经济状况由于饥民和失业者人数的增加

而趋于恶化，他们还自发地要求为饥民募捐和提供其他援助。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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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民主派都有的自然要求，更何况社会党人；所有的社会民主党

人都应当支持这种要求，并以阶级斗争的思想来加以引导。

鉴于上述一切，代表会议决定，必须：

（一）集中社会民主党的一切力量扩大在广大居民群众，特别

是在农民中间的宣传鼓动工作，说明饥荒同沙皇制度及其整个政

策之间的联系，为了进行鼓动，在农村中不仅要散发社会民主党人

和劳动派在杜马中的发言，而且要散发象马尔柯夫第二那样一些

沙皇朋友的发言，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政治要求：推翻沙皇君主制，

建立民主共和国，没收地主的土地；

（二）支持工人尽力帮助饥民的要求，建议他们把捐款全部交

给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工人报刊或工人的文化教育等等团体，参

加饥民赈济小组和委员会的社会民主党人和民主派应成立特别支

部；

（三）极力把饥荒激起的民主义愤引向举行游行示威、群众大

会、群众集会和其他反对沙皇制度的群众斗争的形式上去。

关于对杜马提出的

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

一

１．雇佣工人以工资形式取得的那一部分自己创造的财富，非

常之少，刚能满足工人的最迫切的生活需要，因此，无产者根本不

能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些钱去储蓄，以便在因伤残、疾病、年老、

残废而丧失劳动力时，以及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必然造成的失业

时使用。因此，在出现上述一切情况时对工人实行的保险，完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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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所决定的一种改革。

２．最好的工人保险形式是工人的国家保险；它是根据下列原

则建立的：（一）在工人丧失劳动力的一切情况（伤残、疾病、年老、

残废；还有女工的怀孕和生育；供养人死亡后所遗寡妇和孤儿的抚

恤）下，或在他们因失业而失去工资的情况下，国家保险都应给工

人以保障；（二）保险应包括一切雇佣劳动者及其家属；（三）对一切

被保险人都应按照偿付全部工资的原则给予补偿，同时一切保险

费应由企业主和国家负担；（四）各种保险应由统一的保险组织办

理，这种组织应按区域和按被保险人完全自行管理的原则建立。

３．国家杜马通过的政府法案是与合理化的保险制度的所有这

些基本要求根本抵触的，这个政府法案（一）只提到两种保险——

不幸事故保险和疾病保险；（二）只包括一小部分（最多也只有１

６）俄国无产阶级，许多地区（西伯利亚，政府的修改方案中还有高

加索）和许多特别需要保险的部门的工人（农业工人、建筑工人、铁

路工人、邮电工人、店员等等），都被置于保险范围之外；（三）规定

的补偿费少得可怜（完全致残的最高补偿费也只有工资的２３，并

且计算的工资低于实际工资），同时保险费用的大部分都由工人负

担：草案规定，不仅疾病的保险费要由工人负担，而且“轻度”——

实际上是最经常的——伤残的保险费也由工人负担。这个新办法

比现行的法律还要坏：现行法律规定，伤残的补偿费完全由企业主

负担；（四）使保险机关完全丧失了独立性，处于官吏（“政府机关”

和“保险事务委员会”的官吏）、宪兵、警察（他们除了一般监视，还

有权指挥保险机关的重要活动，对它们的人员组成施加影响等

等）、企业主（实行不幸事故保险的公司的所有企业主；实行疾病保

险的工厂型的伤病救济基金会；企业主有规章保证的对它们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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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等等）的重重监视之下。

４．在目前反动势力猖獗的时刻，在反革命势力统治的时期，经

过政府同资本家的代表的多年预备性的谈判和取得协议，也只能

产生这种极端粗暴地嘲弄工人的最迫切利益的法律。必须彻底推

翻沙皇制度，争得无产阶级自由进行阶级斗争的条件，才能实现真

正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保险改革。

二

鉴于上述一切，代表会议决定：

（１）秘密的党组织和在合法组织（工会、俱乐部、合作社等等）

中工作的同志们的迫切任务，是开展最广泛的鼓动工作，来反对触

犯整个俄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并极其粗暴地损害这种利益的杜马保

险法案。

（２）代表会议认为必须着重指出：社会民主党针对保险法案进

行的一切鼓动，都应当同无产阶级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

地位，同对社会改良主义者所散布的资产阶级空想的批判，同我们

整个的社会主义基本任务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在这种鼓动中，应

当把杜马“改革”的性质同目前的政治形势，同我们整个的革命民

主任务和口号联系起来。

（３）代表会议对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投票反对杜马法案表示

完全赞同，并请同志们注意杜马辩论这一问题时所提供的、便于了

解各个阶级对工人改革的态度的大量有价值的材料；代表会议特

别着重指出落后资本的代表十月党人在辩论中明显表现出来的公

然敌视工人的倾向，以及立宪民主党用社会改良主义的“社会和

平”的辞藻掩饰起来的伪善的发言；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对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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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主动性实际上是持反对意见的，他们并以仇视的态度反对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对杜马草案所作的主要修改。

（４）代表会议极坚决地要工人们提防缩小和完全歪曲社会民

主党的鼓动，把它局限于反革命统治时期法律所容许的范围内的

种种企图；相反，代表会议着重指出，这个鼓动的基本点应当是向

广大无产阶级群众说明一个真理，就是没有新的革命高涨，工人的

生活状况不可能有任何真正的改善；谁想实现真正的工人改革，谁

就应该首先为争取新的胜利的革命而斗争。

（５）如果不顾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反对，杜马法案仍然付诸实

施，代表会议则请同志们利用这个法案规定的新的组织形式（工人

伤病救济基金会），在这些基层组织中大力宣传社会民主党的思

想，从而把这个为了更进一步奴役和压迫无产阶级而炮制出来的

法律，变成提高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巩固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加

强无产阶级争取政治上的完全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的武

器。

关于“请愿运动”

１．以政府和第三届杜马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把工人运动看作

自己最主要的敌人，因此，对各种形式的工人运动横加迫害，甚至

对工人阶级在革命后保留下来的“合法机会”也不断进行破坏。

２．这个制度使广大工人群众经常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不

彻底推翻沙皇君主制，他们连起码的权利（首先是结社自由）也得

不到。

３．圣彼得堡取消派１９１０年冬提出的请愿书和他们与此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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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所进行的鼓动，从工人阶级的全部革命要求中抽出了结社自由

的要求。取消派不但不向工人指出，在俄国，要争取结社的完全自

由，必须进行争取基本民主要求的群众革命斗争，反而在实际上宣

扬所谓的“争取权利的斗争”，即自由派争取通过局部改善来“革

新”六三制度的斗争。

４．由于俄国政治生活的具体条件和工人群众的生活状况，上

述运动必然变成纯形式的和毫无意义的纸上签名运动，在群众中

得不到任何反应，也不会激起他们对政治的关心。

５．这个请愿运动的结局明显证实了整个这一活动是错误的，

是脱离工人群众的；请愿书一共征集到１３００人的签名，而且请愿

运动在所有不分派别和流派的党组织中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支持，

连我们的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也认为不能参加这个运动。

６．由第二届杜马代表的遭遇引起的工人群众集会运动以及一

些城市１９１２年１月９日的工人游行示威都表明：工人群众的独立

活动决不是朝请愿运动这类办法的方向发展，也决不是为了争取

“部分权利”。

根据上述一切，代表会议

（１）号召所有社会民主党人向工人说明结社自由对无产阶级

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必须经常把这个要求同我们总的政治要求和

对群众的革命鼓动密切联系起来；

（２）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群众性的工人请愿可能是一种最有

利的抗议形式，但在俄国，在目前这个时期，请愿却是社会民主党

进行鼓动工作的一种最不利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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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

鉴于：

（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近４年来一直在同取消派进行坚决的

斗争，１９０８年的十二月党代表会议确定该派为

“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

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

（２）１９１０年一月中央全会继续同这个流派进行斗争，一致认

为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并且以同取消主义完

全决裂、彻底克服这种背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倾向作为实现党

内的真正统一、使原有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组织合併的

条件；

（３）集结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周围的一部

分社会民主党人，违背党的一切决定和各派代表在１９１０年一月全

会上提出的保证，公开为这个被全党一致认为是资产阶级对无产

阶级的影响的产物的流派进行辩护；

（４）前中央委员米—尔、尤里和罗曼不但在１９１０年春拒绝加

入中央委员会，而且甚至连一次增补新成员的会议也拒绝参加，并

公开声明说，他们认为党中央的存在本身都是“有害的”；

（５）取消派的上述主要出版物《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

业》杂志正是在１９１０年中央全会以后坚决地全面转到取消主义方

面去了：它们不但“贬低〈违背全会决议〉秘密党的意义”，而且公开

否认党，宣称党是一具“死尸”，宣称党已被取消，宣称恢复秘密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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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反动的空想”，并在公开的杂志上对秘密党大肆诽谤和谩骂，要

工人把党的支部和党的等级制度看作“衰亡的东西”，等等；

（６）当全国的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地联合起来，致力于召开党代

表会议的当前任务的时候，取消派却形成了完全独立的小集团，甚

至在孟什维克护党派占优势的地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也

脱离了党，完全拒绝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组织保持任何党

内联系，

代表会议声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集团的

所作所为已使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

代表会议号召一切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和色彩，与取消主义进

行斗争，说明它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全部危害，竭力恢复和巩固

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关于中央机关报１０５

代表会议听取并讨论了中央机关报代表的报告，赞同中央机

关报的原则路线，——

希望中央机关报更多地发表宣传性的文章，文章要写得更加

通俗，使工人也能看懂。

关于《工人报》

鉴于《工人报》始终坚定地捍卫党和党性，并得到地方上不分

派别的党的工作人员的完全同情，

代表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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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号召地方上的全体同志从各方面支持《工人报》；（２）确认

《工人报》为党中央委员会的正式机关报。

关于《真理报》

代表会议废除１９１０年一月中央全会和《真理报》编辑部订立

的协议。１０６

对党的组织章程的修改
１０７

第２条补充如下：

根据十二月（１９０８年）代表会议的决定，认为增补是容许的。

第８条原有条文删去，并改为：

中央委员会尽量经常召开有所有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代表会

议。

第９条第３段，关于代表大会的代表资格，作如下修改：

今后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由中央委员会同各地方组织预

先联系后确定。

关于前保管人掌管的财产和关于帐目

代表会议获悉布尔什维克全权代表（１９１０年１月，中央全会

同他们签定了关于布尔什维克把本派的财产有条件地交给中央委

员会会计处的协定）的声明，认为：

（１）由于取消派破坏了协定，由于保管人拒绝做仲裁人，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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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有一切法定权利支配他们手里掌管的和前保管

人蔡特金同志掌管的财产；

（２）布尔什维克代表提出声明以后，代表会议认为，蔡特金同

志掌管的全部钱款，应该无条件地归党所有，即归代表会议选出的

中央委员会所有；

（３）赞成中央委员会采取一切措施，立即从蔡特金同志那里取

得党的财产。

检查委员会审查了现在被代表会议批准为中央委员会机关报

的《工人报》的编辑部和中央全会曾为之拨款出版社会民主党刊物

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的帐目和单据，认为报告无误，并建议代表会议

予以批准。

关于“红十字会”

代表会议建议地方上的全体同志尽力恢复为援助被监禁者和

被流放者所非常必需的“红十字会”。

关于国外的党组织

代表会议认为，在国外建立一个在中央委员会的监督和领导

下协助进行党的工作的统一的党组织，是绝对必要的。

代表会议批准国外组织委员会１０８为党的一个国外组织，并号

召一切站在秘密党一边同反党流派（取消派）进行不调和斗争的护

党分子，不分派别和流派，团结在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协助进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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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党的工作，并建立统一的国外组织。

所有的国外小组，毫无例外只能通过中央委员会与国内组织

进行联系。

代表会议认为，国外小组如果不服从进行社会民主党工作的

国内中心即中央委员会，不通过它而单独同国内进行联系，因而造

成组织上的瓦解，它就不能享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称号。

关于俄国政府对波斯的进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对公然扼杀波斯人民自由，并且为此不惜

采取最野蛮最无耻的行动的沙皇匪帮的强盗政策表示抗议。

代表会议确认，受到俄国自由派大肆吹嘘和支持的俄国政府

同英国政府的联盟，其锋芒首先指向亚洲民主派的革命运动，这个

联盟使英国自由派政府成了沙皇制度的血腥暴行的帮凶。

代表会议对波斯人民的斗争，特别是对在反对沙皇暴徒的斗

争中作出重大牺牲的波斯社会民主党的斗争，表示深切的同情。

关于中国革命

鉴于政府的报纸和自由派的报纸（《言语报》）为了俄国资本家

的利益，掀起一场宣传运动，叫嚣要乘中国发生革命运动之机占领

与俄国接壤的中国的几个地区，代表会议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

争具有世界意义，因为它将给亚洲带来解放并将破坏欧洲资产阶

级的统治，代表会议祝贺中国的革命共和派，表明俄国无产阶级怀

着极大的热忱和深切的同情注视着中国革命人民获得的成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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斥责俄国自由派支持沙皇政府掠夺政策的行为。

关于沙皇政府对芬兰的政策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沙皇政府和反革命杜马通过剥夺芬

兰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法律之后第一次召开的代表会议，对兄弟

的芬兰社会民主党表示深切的同情，并且强调指出，在反对践踏人

民权利的俄国反革命政府和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芬兰工人

和俄国工人的任务是一致的，同时表示深信，只要俄国工人和芬兰

工人共同努力，就能推翻沙皇政府，使俄国人民和芬兰人民获得自

由。

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电

根据代表会议的委托，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发出了

如下贺电：

俄国组织委员会和党中央机关报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向

在竞选中击败整个资产阶级世界而取得辉煌胜利的兄弟的德国社

会民主党致以热烈祝贺。１０９

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

德国社会民主党万岁！

载于１９１２年２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在巴黎出版的《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小册子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１３２—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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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报

（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９日〔３月３日〕）

我面前放着三号彼得堡周报《现代事业报》１１０，该报是今年１

月开始出版的。

我建议读者仔细研究一下该报所宣传的内容。

当前的主要政治问题是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在第２号上有马

尔托夫一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的文章。他提出的口号是：“必须努

力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而唐恩在第３号上随声

附和：“削弱它〈国务会议〉的极为有害的影响的最好办法，就是把

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

口号很清楚。当然，每一个有觉悟的工人都不难看出，这不是

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是无产阶级的，甚至也不是民主派的口号，而

是自由派的口号。这是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口号。

请看马尔托夫是怎样替这个口号辩护的：“在实行现有的选举

法的情况下，这个任务能不能实现呢？无疑是能够的。诚然，这个

选举法预先保证了土地占有者和第一城市〈资本家的〉选民团的复

选人在很大一部分〈？〉省的选举大会上占多数……”

为坏事辩护，立刻使马尔托夫作出错误得令人吃惊的论断。不

是在“很大一部分”省的选举大会上，而是无例外地在所有（欧俄部

分的）省的选举大会上，土地占有者复选人加上第一城市选民团都

占绝对多数。不仅如此。在５３个省中，有２８个省，单是土地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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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复选人就已经在省的选举大会上占绝对多数。在总数４４２名杜

马代表中，这２８个省选出２５５名，就是说，又是一个绝对多数！

为了替“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这个自由派的

口号辩护，马尔托夫只好一开始就把俄国土地占有者美化成自由

派。这个头开得可真不坏！

马尔托夫接着说：“但是，过去的选举表明，无论在土地占有者中间还是

在城市大资产阶级中间，都有仇视黑帮、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反动派的分

子。”

这是没有疑问的。甚至一部分土地占有者复选人也是反对派，

也是立宪民主党人。但是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结论只能是：

要使根据１９０７年六三法令选出来的杜马的多数，从地主“自由主

义”反对派的立场再前进一步，是办不到的。地主决定一切。马尔

托夫试图回避的这个事实终究是事实。这就是说，只有地主转变为

反对派，才能使（地主）“反对派”占优势。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

里：不变成自由派，能不能说（地主的）“自由主义反对派能把反动

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呢？

第一，不应该粉饰我国选举法的地主性质。第二，不应该忘记，

地主“反对派”具有所谓“左派十月党”的一切特点（立宪民主党人

在它最近一次代表会议上已经允许同这个“左派十月党”结成联

盟！——马尔托夫闭口不提这一点也是枉费心机的）。只有可笑的

自由派政客才会借口“左派十月党人”可能取得胜利，而谈论什么

“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或“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

赶出去”。

工人民主派的任务是利用自由派同目前杜马中的多数的冲突

来加强杜马中的民主派，而决不是助长自由派那种似乎可以“把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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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幻想。

我们的作者在转而谈到如果“‘全体反对派’打垮了杜马中的

黑帮－十月党人多数”会有什么意义这个原则问题的时候，他陷入

了更为不妙的境地。

马尔托夫说：“工人的切身利益是使阶级国家的政权从野蛮的地主手中

转到比较文明的资产者手中。”

真是妙论！不过忘记了一件小事……很小很小的小事：俄国的

“比较文明的资产者”、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的“切身利益是”不要

破坏野蛮地主的政权。自由派的“切身利益是”怎样同野蛮地主瓜

分政权而不破坏野蛮地主的政权，也不使民主派得到任何一个武

器。

关键就在这里！为了回避重大的问题，你就煞有介事地来回来

去重复一些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但这是徒劳无益的。

马尔托夫说：“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增加了他们在杜马中的

代表，他们还不能取得政权，但这会使他们便于取得政权。”是的，

是这样的。不过为什么德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党人从１８４８年

起，曾经多次“增加了他们”在国会中的“代表”，而直到现在还没有

“取得政权”呢？为什么他们在６４年中一直是并且现在还是听凭容

克掌握政权呢？为什么俄国的立宪民主党人“增加了他们在”第一

届和第二届“杜马中的代表”，却没有“使他们便于取得政权”呢？

马尔托夫只承认任何一个有教养的自由派都会接受的马克思

主义。工人的切身利益是怎样使政权从地主手中转到比较文明的

资产者手中，——世界上所有的自由派都同意这样来“理解”“工人

的利益”。但这还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接着还要说：（１）自

由派的切身利益是不要破坏地主的政权，而同地主坐在一起；（２）

７６１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报



自由派的切身利益是同地主瓜分政权，而又使工人和民主派都毫

无所得；（３）只有民主派违反自由派的意志取得胜利，政权才会真

正“离开”地主的手而“转到”自由派“手中”。证据是什么？法国的

整个历史和中国的现代历史就是证据：如果中国民主派不是违反

袁世凯的意志取得胜利，那么政权决不会，即使是暂时地，即使是

有条件地转到自由派袁世凯的手里。

但是，如果说自由派比黑帮好这个平庸的道理就是司徒卢威，

伊兹哥耶夫这一伙先生所能接受的全部“马克思主义”，那么在自

由派看来，在马尔托夫看来，阶级斗争的辩证法就是无法理解的。

总而言之，正是为了使俄国的政权真正从地主手中“转”到资

产者手中，就不应该用“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这个骗人的

口号来欺骗和削弱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工人。我们在选举中的实际

任务决不是“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而是加强整

个民主派，特别来工人民主派。这个任务有时会同增加自由派人数

的“任务”发生冲突，因为５名额外增加的民主派要比５０名额外增

加的自由派对我们更重要，对无产阶级也更有利。

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虽然马尔托夫似乎也承认立宪民

主党人是自由派而不是民主派，但是他不喜欢下列结论：（１）在５

个大城市进行决选投票时，只准许同民主派缔结协定来反对自由

派；（２）在第二阶段，在进行任何投票和缔结任何协定的时候，首先

应当同民主派缔结协定来反对自由派，然后才可以同自由派缔结

协定来反对右派。

载于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９日《明星报》

第１１号（总４７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１５７—１６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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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社会党国际局的关于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
１１１

（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６日〔３月１０日〕以前）

近几年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直处于动摇和瓦解的状态。三

年来，党一直没有能够召开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近两年来，中央

委员会未能开展任何活动。诚然，党还继续存在，但它是以单个小

组的形式存在于各个比较大的城市中的，这些小组在没有中央委

员会的情况下，各自处于多少有些互相隔绝的状态。

不久以前，由于俄国无产阶级重新觉醒，党才开始重新得到巩

固，直到最近，我们才终于有可能召开代表会议（１９０８年以来，一

直没有能够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两个首都、西北地区、南俄、

高加索和中部工业区的组织的代表。大体上，有２０个组织，也就是

说，几乎是俄国现有的一切组织，不管是孟什维克组织，还是布尔

什维克组织，都与召集这次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取得了密切联系。

确认自己具有党的最高机关的权利和义务的代表会议，举行

了２３次会议，讨论了议程上的一切问题，其中有些问题是极其重

要的。例如，代表会议对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政策作了深刻的和非

常全面的估计，这个估计与１９０８年代表会议的决议和１９１０年中

央全会的决议完全一致。代表会议对几个月后就要举行的杜马选

举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并就这个问题通过了一项由三部分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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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这项决议非常清楚非常详尽地说明了我国混乱的选举法，分

析了同其他党派签订选举协定的问题，全面阐明了党在即将到来

的选举运动中的立场和策略。会议对反饥荒斗争、工人保险、工会

和罢工等等问题，也进行了讨论，并作出了决定。

代表会议还研究了“取消派”的问题。该派否认秘密党的存在，

宣称这个党已被取消，宣称恢复秘密党是反动的空想，并且断言，

党只能以合法形式恢复。然而，该派与秘密党断绝关系以后，直到

现在，并没有建立起什么合法的党。代表会议确认，党同该派已经

进行了４年的斗争，１９０８年的代表会议和１９１０年的中央全会都

反对过取消派；尽管党作出一切努力，该派仍然保持着派别的隔绝

状态，并在合法刊物上反对党。因此，代表会议宣布，集结在《我们

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现在还要加上一个《现代事业

报》）周围的取消派，已使自己置身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之外了。

最后，代表会议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

人报》编辑部。另外，代表会议特别着重指出：国外还有许多小组，

这些小组具有程度不同的社会主义性质，但不管怎样，它们已经完

全脱离了俄国无产阶级及其社会主义活动，因而是不承担任何责

任的；这些小组无论如何既不能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不能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义发表意见；党对这些小组不负任何责任

或作任何担保；要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取得一切联系，只有通过中

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的国外地址是：巴黎（ＸＩＶ）玛丽·罗斯街４

号，弗拉基米尔·乌里扬诺夫（转中央委员会）。

载于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８日《社会党

国际局通报》第４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１７３—１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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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同取消派的联合

（１９１２年３月２日〔１５日〕以后）

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第７号刊载了一篇编辑部的文章《拥

护联合，反对分裂》。这篇文章谈的无疑是每个有头脑的工人正在

考虑的一个极有意义极为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自己有责任就《现

代事业报》对自己读者所作的几点显然错误的阐述，发表一下自己

的哪怕是不全面的、哪怕是简短的意见。

《现代事业报》根据《土地呼声报》、《俄罗斯言论报》和《基辅思

想报》１１２的报道（“同《现代事业报》掌握的材料没有出入的”报道）

证实了一个事实：在国外举行了全党代表会议，这次代表会议“把

某个选举运动策略强加给俄国所有马克思主义者”，同时宣布《我

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集团已置身于党外（黑体是《现

代事业报》用的）。在这一点上，《现代事业报》（它的文章对反取消

派一贯极尽诽谤诬蔑之能事）在竭尽全力，第一，贬低代表会议的

意义，第二，为《我们的曙光》杂志及其一伙进行辩护，说他们不能

被“置于党外”，说这个派别的“著作家”“对这种决议耸耸肩膀表示

蔑视”，等等。

我们首先要指出，《现代事业报》这篇文章的整个内容，它的整

个歇斯底里的腔调，它的一切“拥护联合”的叫嚷，都确凿地证明，

取消派被触到了痛处，他们企图掩盖事情的实质的手法太不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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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个事情的实质。

当然，我们既不会为代表会议进行辩护，也不会补充或更正上

述报纸（现在还应该加上《莫斯科呼声报》）所引用的材料。况且这

也不是我们的任务。只要把《现代事业报》的哪怕是一句话只字不

差地重复一下就够了。取消派叫道：“我们要问，是谁选举他们〈代

表会议的代表〉的，是谁给他们权利代表莫斯科、彼得堡等地的马

克思主义者讲话和决定问题的？”假如公开提出这个“问题”的比如

说是普利什凯维奇先生或扎梅斯洛夫斯基先生，那倒是十分自然

的。既然取消派在《现代事业报》上向公众提出这个问题，那单单这

个问题就把他们的取消派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使他们的本来面

目暴露无遗，我们只要指出取消派的手法就行了。

再说一遍，我们所以要谈谈这里提到的问题，只是因为我们有

责任对报刊的所有见解作出反应，并指出同工人选举运动有关的

东西。应该使读者了解真相。既然取消派说“拥护联合，反对分

裂”，我们就有责任揭露这里面的假话。第一，用不着捉迷藏，泛泛

地讲“联合”，因为这里实质上讲的只是同取消派的联合。为什么

《现代事业报》要捉迷藏呢？它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讲，它是同意还

是不同意《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的观点呢？第二，谈

论“分裂”为时尚早，因为现在还没有在一个整体内进行活动的两

个有组织的完整的政治集体。

《现代事业报》倒是应该讲讲这个事情的实质，叫嚷和谩骂是

无济于事的。

同取消派联合不是个新问题，而是个很老的问题了。两年多以

前，在１９１０年１月曾经下了最大的决心正式试图实行这种联合，

当时不但达成了协议，而且通过了一致的决定。这次尝试没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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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其中也包括取消派（见１９１１年《我们的曙

光》杂志第１１期第１３０页）。为什么没有成功呢？对这个问题，凡

是真心想要找出答案的人都应该根据文件自己去进行分析。我们

现在只是援引少数几个（但能说明问题的）文件。

因参与同取消派联合的尝试而出名的“联合派分子”或“调和

派分子”约诺夫先生恰恰是在这一尝试期间写道：

“不管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本身对党多么有害，它们对各派〈指孟什维克

派和布尔什维克派〉的有益影响，看来是毫无疑义的。病理学上有两种脓肿，

恶性的和良性的。良性脓肿是一种对身体有益的病。这种脓肿在形成过程中

吸收全身的一切毒素，因而也就可以促进身体的康复。我认为，取消主义对孟

什维主义，召回主义－最后通牒主义对布尔什维主义，就起了这种作用。”

这里有一个材料证明，同取消派联合的条件是取消派完全放

弃取消主义。这是１９１０年１月的事。１９１０年２月，波特列索夫先

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２期上写了下面一段话：

“因为在１９０９年，当取消派所要取消的东西已经用不着取消，而且作为

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这取消派怎能不是病态的想

象中的幻影，而是真正的现实呢？”（１９１０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２期第６１

页）

所有的实际工作者都知道，取消派实际上正是按照波特列索

夫先生的指导行事的。取消派另一个有名的刊物《复兴》杂志１１３

（参加编辑的还是马尔托夫、拉林、列维茨基先生之流）在１９１０年

３月３０日颇有同感地援引了波特列索夫先生上面一段话，并以编

辑部的名义写道：“没有什么可取消的，并且我们〈即《复兴》杂志编

辑部〉还要补充一句，幻想恢复这个等级制度的旧的秘密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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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直是有害的反动的空想……”（１９１０年《复兴》杂志第５期第５１

页）除了我们以外，还有没有其他人和其他派别把这些话看作是取

消派同旧的、原来的政治集体的决裂呢？无疑是有的。证据是：

（１）伊兹哥耶夫先生在１９１０年《俄国思想》杂志，１４第８期上发表

的一篇文章：《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路标派分子》。伊兹哥耶夫先生

总是用彻底的“路标派的”观点来评价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发生的事

件。伊兹哥耶夫先生写道：“回答〈波特列索夫先生对工人运动问题

的回答〉同遭他痛骂的《路标》文集上所写的以及《俄国思想》杂志

的政论家所说的完全一致。”（１９１０年《俄国思想》杂志第８期第６７

页）（２）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在１９１０年５月谈到波特列索夫先生

的上述言论时写道：“但是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看来，那个认为我们

党不存在的人本身就是不存在的〈黑体是普列汉诺夫用的〉。现在，

我们党的全体成员应该说，波特列索夫先生不是他们的同志，他们

中间有些人也许不会因为我早就不认为他是同志而再责怪我了。”

事实俱在。任何诡辩和遁词在这里都无济于事。取消派早在

１９１０年就同原来的政治集体决裂了。没有一个研究俄国政治生活

历史的人能够回避这个事实，除非他想违背真理。而在１９１１年，列

维茨基、马尔托夫、唐恩、拉林、查茨基之流先生们不止一次地重复

完全是“波特列索夫式的”内容的声明。我们只要提一下拉林在《生

活事业》杂志（１９１１年第６期第１５页）上怎样教导工人就够了：他

说，“在每个城市，凑成……几百人的小组”并不困难，但这是一种

“弄虚作假的”手法！

我们深信，从这里，从两年多的经验中必然得出这样一个结

论：同取消派实行任何联合都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缔结任何协

定也是不可能的。在这里，缔结协定是不可思议的，因为这里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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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被取消派轻蔑地称为“等级制度”的东西究竟存不存在的问题。

《现代事业报》——同一个派别的同一批取消派的机关报——的任

何谩骂，都不会使事情有任何改变。取消派置身于……外——这是

不可改变的事实。

也许有人会反驳我们说，这个事实意味着分裂。不，所谓分裂

是指一个政治集体分成了两个。而现在，１９１２年３月，用最好的天

文望远镜从彼得堡、莫斯科、基辅、纽约或随便什么地方观察我国

政治生活的人，都只能看到一个有组织的完整的政治集体，而取消

派的谩骂只会使这个集体在工人中间壮大起来。

取消派的不幸也就在于，他们确实取消了自己同旧的东西的

关系，但又没有把新的东西建立起来。什么时候他们建立起来，那

时我们再看看，并且为了履行政治评论家的职责，我们定会把情况

告诉给读者。而现在，事实终究是事实：没有第二个完整的政治集

体，也就是说，没有分裂。

取消派早就答应建立一个“公开的”政治协会。但是，诺言不是

事实。波特列索夫和马尔托夫的最亲密的同道者列维茨基先生“本

人”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１１期（１９１１）的社论中，曾遗憾地写道：

“我们没有看到过一次多少象样的组织合法政治〈黑体是列维茨基

先生用的〉协会的尝试。”列维茨基先生在这里既责怪了“群众”，又

责怪了“领导”。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责怪谁，而是肯定事实。如果

列维茨基先生和他的朋友们创立起合法的政治协会，如果这个协

会事实上实施马克思主义者的（而不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那时

……那时我们再看看。不过你们要快一点，先生们，到进行选举，剩

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用赫拉克勒斯之力１１５才能把几年忽略了

的工作，在几个月之内补上（或者把以前做的完全改成相反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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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取消派自己把自己的头砍掉了。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

观察俄国政治生活的人在我们所谈到的范围内只能找到一个

政治集体。在这个集体的周围，是一些个别的人和一些没有组织起

来的、甚至对最迫切的政治问题都没有完整答案的集团。换句话

说，周围处于涣散状态。同一切涣散状态一样，这里也有人摇摆，也

有人希望（唉，这是枉然的！）促使取消派同取消主义真正决裂。但

是，在选举前的短短半年中间，只有毫无希望的政治家才试图靠希

望过活。

就拿选举运动的口号、策略、缔结协定等问题来说，在这方面，

只有一个正式确定的、清楚的、精确的、完全的、目前为俄国各地所

有工人领导者所熟悉的答案。没有第二个答案。再说一遍，取消派

先生们：头都掉了，何必怜惜头发。

附言：托洛茨基大概也把自己归入“希望”纠正取消派的这类

人之中，他在《现代事业报》上通俗地转述了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关于六

三制度的实质的决定的开头部分。如果托洛茨基能够说服比如拉

林和马尔托夫，使他们能对我国目前的“立宪”实质问题的一个明

确的、精确的、清楚的答案取得一致意见，那我们就太高兴了。人们

只是高喊“联合”的好处和“小组习气”的害处，可是竟不能在我们

整个工作的原则问题以及实践问题上拿出哪怕是“自己的”小组的

统一意见！然而话是可以随便说的。托洛茨基写道：“社会民主党

不仅会把自己的伟大任务用公式的形式写在脑壳里面……”

托洛茨基写得多漂亮，他并不比波特列索夫和涅韦多姆斯基

６７１ 反对同取消派的联合



逊色！

载于１９１２年２—３月《启蒙》杂志

第３—４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１６１—１６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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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杜马五年来的各政党

（１９１２年３月４日〔１７日〕）

一

《１９１２年〈言语报〉〈年鉴〉》这部自由派的小政治百科全书登

载了米留可夫先生的一篇文章：《五年来国家杜马中的各政党》。这

篇出自公认的自由派领袖和杰出的历史学家之手的文章非常值得

注意，因为这篇文章是专门谈主要的所谓竞选问题的。各政党活动

的政治总结、它们的作用问题、关于社会力量对比的科学结论、当

前选举运动的口号，——所有这一切都自然而然地出现在米留可

夫先生的笔下，尽管他力求只是简单地叙述一下杜马的“表面历

史”事实，可是他既然选上了这个题目，就不能不谈到所有这一切。

这样，就呈现出一幅有趣的图画，这幅图画所表现的是一个老

的但又万古常新的题材：俄国的政治生活在自由派眼中是如何反

映的。

米留可夫先生写道：“在第一届杜马中在数量上占优势，而在第二届杜马

中在道义上占优势的人民自由党，在第三届杜马中只有５６—５３名代表。它从

起领导作用的多数地位转到了反对派的地位，然而在反对派的行列中，它无

论在自己的人数或者在自己成员的质量上以及在发言和投票时严格遵守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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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纪律上，都还保持着优势。”

一个政党领袖在谈论各政党的文章中说自己的党在“党的成

员的质量”上占“优势”。这倒不坏。不过吹嘘也可以吹得含蓄些

…… 说立宪民主党人在严格遵守党团纪律上占优势，这话对不

对呢？不对，大家都还记得，例如独树一帜、脱离立宪民主党党团向

右转的马克拉柯夫先生的许多次讲话。米留可夫先生讲话很不谨

慎：吹嘘自己党的“质量”还不会有什么危险，因为这种估计完全是

主观的，可是吹嘘党的纪律，马上就会被事实所推翻。最能说明问

题的是，正是立宪民主党的右翼，无论在杜马中（以马克拉柯夫为

代表）还是在报刊上（以《俄国思想》杂志的司徒卢威先生之流为代

表），都是各行其是，他们不仅破坏了立宪民主党的严格的纪律，甚

至破坏了它的一切纪律。

米留可夫先生继续写道：“立场比人民自由党党团左的只有１４个劳动派

和１５个社会民主党人。劳动团只保留了它在前两届杜马中所起的那种作用

的一点影子。组织得稍好一些的社会民主党人小组，有时特地发表一些激烈

揭露‘阶级矛盾’的言论，但实际上它除了实行‘资产阶级’反对派所实行过的

策略以外，未能实行任何其他策略。”

这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在自己的长达２０页的文章里谈到比立

宪民主党左的党派的，就是这一点，确实就是这一点。但是这篇本

来要论述国家杜马中的各政党的文章，却极其详细地研究了地主

内部的一切最细微的变动，那里的各式各样的“温和的右派的”或

“右派十月党人的党团”，研究了这些党团的各个步骤。为什么要抹

杀劳动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呢？——象米留可夫先生这样描写他

们，分明就是抹杀他们。

对这个问题的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因为米留可夫先生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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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欢这些政党，甚至简单地确认有关这些政党的人所共知的事

实，也是违背自由派的利益的。事实上米留可夫先生非常清楚，怎

样打乱了复选人的成分才使劳动派在杜马中成为“过去那种作用

的一点影子”的。克雷让诺夫斯基先生和１９０７年六三政变的其他

英雄们打乱了复选人的成分，从而破坏了立宪民主党人的多数。但

是，难道这能证明可以无视甚至歪曲那些论述在地主杜马中席位

很少的政党的作用的材料吗？劳动派在第三届杜马中的席位非常

非常少，但是５年来他们所起的作用却很大，因为他们代表了千百

万农民。地主的利益要求削减的正是农民的代表席位。试问，是谁

的利益迫使自由派撇开劳动派的呢？？

或者再来看看米留可夫先生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气势汹汹的攻

击。难道他不知道，社会民主党人的“策略”不同于立宪民主党人的

策略，不仅在于无产阶级反对派立场不同于资产阶级反对派立场，

而且还在于民主主义不同于自由主义吗？当然，这一点米留可夫先

生非常清楚，也许他还能用欧洲各国现代历史中的例子来说明民

主派和自由派有什么不同。全部问题在于，一谈到俄国的事情，俄

国的自由派就不愿意看到自己同俄国的民主派有什么不同了。在

俄国读者面前，把自己装扮成整个“民主反对派”的代表，对俄国自

由派是有利的。但是，实际情况同这种利益毫无共同之处。

事实上大家都知道，社会民主党在第三届杜马中实行的完全

是另一种策略，既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更不同于立宪民

主党（自由主义）反对派。假如米留可夫先生想向读者提出任何具

体的政治问题，那么可以保证，他是找不到任何一个说明社会民主

党人不是实行原则上不同的另一种策略的问题的。米留可夫先生

在谈第三届杜马中的各政党这个题目的时候，歪曲了主要的和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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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东西：三个主要的政党集团实行三种不同的策略，这三个集团

就是政府党（从普利什凯维奇到古契柯夫）、自由派政党（立宪民主

党、民族党人和进步派）、民主派政党（劳动派即资产阶级民主派，

工人民主派）。对前两类，米留可夫先生是很清楚的，他清晰地看到

普利什凯维奇和古契柯夫同所有自由派相类似的本质。但是他看

不到自由派同民主派的区别，因为他不愿意看到。

二

在各政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上，也重复了同样的情况。向右看的

时候，米留可夫先生看到并且揭示了这一基础，向左看的时候，他

马上就变成了瞎子。他写道：“六三法令本身就是按联合起来的贵

族的旨意拟订的。杜马多数的右翼担负起保卫贵族利益的责任。这

个多数的左翼同时还要保卫城市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话难道不

是很有教益吗？当立宪民主党人向右看的时候，他着重指出“阶级

矛盾”的界限：哪里是贵族，哪里是大资产者。自由派的眼光一转向

左方，“阶级矛盾”这几个字马上被打上了讽刺性的引号。阶级区别

消失了：自由派就以整个“民主反对派”的身分出现，既代表农民，

又代表工人，又代表城市民主派！

不，先生们，这不是科学的历史，这不是严肃的政治，这是政客

手腕和自我吹嘘。

自由派既不能代表农民，也不能代表工人，它只能代表一部分

资产阶级，即城市资产阶级和占有土地的资产阶级等等。

第三届杜马历史上的一些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以致米留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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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先生也不能不承认十月党人同自由派时常联合投票，不仅投反

对票（反对政府），而且对某些积极措施投赞成票。这些事实再加上

十月党和立宪民主党的共同历史（它们在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在１０月

１７日以前是合併在一起的）向任何一个多少重视历史现实的人证

明，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是一个阶级的两翼，是摇摆于政府和

地主同民主派（工人和农民）之间的资产阶级中派的两翼。从“第三

届杜马中的各政党”的历史中作出的这个基本结论，米留可夫先生

之所以看不到，纯粹是因为看到这个结论对他不利。

第三届杜马从新的方面，在新的环境中，证实了俄国政治力量

和俄国政党的基本划分是正确的，这种划分在１９世纪中叶就十分

明确地形成了，在１８６１—１９０４年更加定形了，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又

出现在公开的群众斗争舞台上并且固定了下来，到１９０８—１９１２年

还是没有改变。为什么这种划分到现在还依然有效呢？这是因为

俄国历史发展中的那些客观任务，那些作为所有国家——从１７８９

年的法国到１９１１年的中国——的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中心内

容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在这个基础上，“官僚”和地主必然会顽强抵抗，而资产阶级必

然会摇摆不定，因为资产阶级认为改革是必要的，但又害怕一般民

主派特别是工人利用这些改革。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立宪民主

党人，第三届杜马的十月党人，也就是说，当这些政党是“起领导作

用的”多数的时候，它们在杜马政策方面特别明显地表现出这种恐

惧心理。立宪民主党人虽然同十月党人进行斗争，但他们是站在和

十月党人同样的原则立场上的，他们同十月党人是竞争多于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同十月党人瓜分政权中的席位，好同地主坐在一起，

这就产生了当权者同立宪民主党人这个最近的竞争者的冲突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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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尖锐化。

米留可夫先生无视民主派同自由派的区别，同时又异常详细

地，可以说是兴致勃勃地研究地主内部的变动：右派、温和的右派、

一般的民族党人、独立的民族党人、右派十月党人、普通的十月党

人、左派十月党人。这些划分和在这些范围内的变动没有丝毫重要

的意义，因为这里最多不过是在行政方面把某个特韦尔多昂托换

成某个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１１６，人员有所变动，某些团体或派别

取得胜利。在这里，政治路线方面一切比较重要的东西，都是完全

一样的。

米留可夫先生反复地说，所有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也不知疲

倦地反复地说：“将要进行斗争的〈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是两个阵

营。”不对，先生们。正在进行斗争的和将要进行斗争的是三个主要

的阵营：政府阵营、自由派阵营和作为整个民主派中心的工人民主

派。分成两个阵营是自由派政策的诡计，遗憾的是，这个诡计有时

还会把工人阶级的某些拥护者弄得糊里糊涂。工人阶级只有懂得

分成三个主要阵营的必然性，才能真正实行自己的而不是自由派

的工人政策，利用第一个阵营和第二个阵营的冲突，但是一分钟也

不受自由派的所谓民主主义的漂亮话的蒙蔽。不仅自己不受蒙蔽，

还要使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主要支柱农民也不受蒙蔽，这就是工人

的任务。这也是从第三届杜马各政党的历史中得出的结论。

载于１９１２年３月４日《明星报》

第１４号（总第５０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１６７—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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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
１１７

（１９１２年３月初）

工人同志们和俄国全体公民们：

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最近就要举行了。各个政党和政府本

身正在竭尽全力进行选举的准备工作。曾经以自己１９０５年的光荣

斗争给予沙皇政府第一次重大打击并迫使它成立代表机构的觉悟

的无产阶级的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号召一切有选举权的

人和大多数“无权者”积极参加选举。一切期望使工人阶级摆脱雇

佣奴隶制的人，一切珍惜俄国自由事业的人，都应该立即行动起

来，利用第四届地主杜马选举的机会，团结并加强争取自由的战士

的力量，提高俄国民主派的觉悟性和组织性。

１９０７年六三政变已经过去了５年。当时血腥的尼古拉，这个

霍登卡沙皇１１８，这个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的“胜利者和杀戮者”，把

自己的誓言、诺言和宣言都抛在一边，同地主黑帮，同十月党商人

勾结起来，向俄国工人阶级和一切革命分子，即向大多数人民进行

报复，以雪１９０５年之恨。

向革命进行报复，是第三届杜马整个时期的特点。沙皇政府这

样疯狂地进行迫害，在俄国还从来没有过。这５年来设立的绞架，

打破了俄国３００年来的历史纪录。流放地、苦役所和监狱里监禁的

政治犯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多，从来也没有象在尼古拉二世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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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这样残酷地折磨和拷打失败者。官吏们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肆

无忌惮地侵吞公款、胡作非为和横行霸道（他们由于平定“叛乱”卖

力，得以逍遥法外），任何的当权者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嘲弄居

民，特别是农民。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狂暴地、狠毒地、蛮横地迫害

犹太人以及其他不属于统治民族的民族。

反犹太主义和最粗暴的民族主义成了各政府党的唯一的政治

纲领，而普利什凯维奇则成了唯一全面地、完整地、正确地体现目

前沙皇君主制的一切统治方法的人物。

反革命的这些疯狂行为的后果是什么呢？

就连社会的“上层”阶级剥削阶级也深深地意识到，不能这样

生活下去。十月党人本身，第三届杜马中占统治地位的政党，这个

对革命吓得要死而在当局面前摇尾乞怜的地主和商人的政党，在

他们的报刊上日益明显地表示，他们深信十月党人忠心为之效劳

的沙皇和贵族已经把俄国引上绝路。

过去有一个时期，沙皇君主制是欧洲的宪兵，它保护俄国的反

动派并且帮助用暴力镇压欧洲一切争取自由的运动。尼古拉二世

则更进了一步，沙皇现在不仅是欧洲的宪兵，而且是亚洲的宪兵，

他力图用阴谋、金钱和最野蛮的暴力，把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一

切争取自由的运动镇压下去。

但是，沙皇政府的任何野蛮行径也不能阻止俄国的发展。不管

普利什凯维奇、罗曼诺夫和马尔柯夫之流这些农奴主余孽怎样糟

蹋和摧残俄国，俄国还是在前进。随着俄国的每一步发展，对政治

自由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俄国也象２０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一样，没

有政治自由是不能生存的。既然沙皇解散了前两届杜马并践踏了

他自己的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宣言，难道还可以指望沙皇君主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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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治改革吗？既然官吏们知道沙皇及其仆从会掩盖一切，因而都

在嘲弄一切法律，难道可以设想在目前的俄国会实行政治改革吗？

难道我们没有看到，昨天的伊利奥多尔和今天的拉斯普廷，昨天的

托尔马乔夫和今天的赫沃斯托夫，昨天的斯托雷平和今天的马卡

罗夫，怎样在沙皇本人或其亲属的庇护下践踏一切法律吗？难道我

们没有看到，连地主杜马旨在革新和巩固沙皇政权的微不足道的、

小得可笑的“改革”，都遭到国务会议或者血腥的尼古拉的个人手

谕的拒绝和破坏吗？难道我们不知道，黑帮匪徒暗杀当局所不称心

的杜马代表，把第二届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送去服苦役，随时准备

大屠杀，到处厚颜无耻地抢劫国家财产，可是他们却受到沙皇的特

别厚爱，并且得到他掩饰得并不巧妙的帮助、指示和指导吗？为了

实现俄国人民的基本政治要求，人民的优秀代表进行了七八十年

的英勇斗争，千百万人在１９０５年奋起反抗，请看一看，在尼古拉·

罗曼诺夫的统治下，这些要求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就连选举第

一、二两届杜马的非普遍、非平等、非直接的选举权都遭到沙皇政

府的践踏，难道普遍、平等、直接的选举权能为罗曼诺夫君主制所

容许吗？就连反动的、荒谬的１９０６年３月４日的法律１１９都被省长

和大臣们一笔勾销，难道结社和罢工等自由能为沙皇君主制所容

许吗？难道在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宣言中的关于“公民自由的不可

动摇的原则”、“人身的真正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结社的

自由”等等的词句不是一种嘲弄吗？沙皇的每个“臣民”每天都亲眼

看到这种嘲弄。

不！什么自由和旧政权可以结合，什么在沙皇君主制下可以实

行政治改革，这类自由主义的谎话我们已经听够了。俄国人民因为

这些幼稚的幻想而受到了反革命的沉重的教训！谁要真心诚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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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政治自由，谁就应该自豪地、勇敢地举起共和国的旗帜，而沙

皇地主匪帮的政策一定会促使俄国民主派的一切有生力量集合在

这个旗帜之下。

前不久有个时期，“打倒专制制度”的口号对俄国似乎还是个

过于先进的口号。但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提出了这个口号，先进部

队的工人接受了这个口号，并把它传播到全国；两三年内这个口号

就成了“民间口头语”了。工人同志们和俄国所有不想让我们国家

完全陷于停滞、野蛮、千百万人无权和极端贫困的状态的公民们，

行动起来吧！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俄国工人一定会使“打倒沙皇君

主制！俄罗斯民主共和国万岁！”的口号成为全国流行的民间口头

语。

工人们！请回想一下１９０５年，那时你们通过罢工斗争唤起千

百万劳动者去争取新的生活，去提高觉悟，去争取自由。沙皇数十

年的改革使你们的生活得到的改善没有达到而且也不可能达到你

们那时通过群众斗争所取得的改善的１１０。被地主杜马（在立宪

民主党人参与下）弄得面目皆非的工人保险法案的结局，再一次表

明工人能够指望“从上面”得到的是些什么。

反革命差不多夺去了我们的全部成果，但是它没有夺去也不

可能夺去青年工人和日益成长壮大的全俄国无产阶级的力量、锐

气和对自己事业的信心。

争取改善不愿再在苦役工厂里做奴隶的工人们的生活的新斗

争万岁！八小时工作制万岁！谁要想在俄国得到自由，谁就应该帮

助那个在１９０５年给沙皇君主制掘好坟墓并在即将到来的俄国革

命中要把俄国各族人民最大的敌人埋葬在这个坟墓里的阶级。

农民们！你们派遣自己的代表劳动派到第一、二届杜马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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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相信沙皇，希望用和平办法使他同意把地主的土地交给人民。

你们现在可以确信，沙皇这个俄国最大的地主，为了庇护地主和官

吏，不惜作出任何背信弃义和破坏法纪的事情，不惜制造任何暴力

行为和流血事件。是忍受农奴主余孽的压迫，默默地忍受官吏们的

愚弄和侮辱，让几十万几百万人被饥饿的痛苦、被饥饿和极度贫困

引起的疾病活活地折磨致死呢，还是为了给我们的孩子们争取多

少象人一样的生活而在反对沙皇君主制和沙皇地主杜马的斗争中

牺牲呢？

这就是俄国农民所面临的问题。社会民主工党号召农民为完

全的自由、为把地主的全部土地无偿地转到农民手里而进行斗争。

施舍医不好农民的贫困，解救不了农民的饥饿。农民要求的不是恩

赐，而是他们多少世纪以来用自己的血汗灌溉的土地。农民需要的

不是当局和沙皇的保护，而是不受官吏和沙皇摆布的自由，自己处

理自己事务的自由。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一定会表明群众的政治觉悟，再次吸引他

们投入决定性的斗争。在这次选举中互相斗争的三个主要党派是：

（１）黑帮，（２）自由派，（３）社会民主党人。

属于黑帮的有右派、“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他们都拥护政

府，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差别不可能有什么重大意义。同所有这

些黑帮政党进行无情的斗争——这就是我们的口号！

自由派就是立宪民主党（“立宪民主”党或“人民自由”党）。这

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它不想彻底破坏沙皇和农奴主－地主的

政权，也不想把政权交给人民，而想同沙皇和农奴主－地主瓜分政

权。自由派虽然也仇恨把他们排斥在政权之外的政府，也帮助揭露

政府，动摇和瓦解它的队伍，但是他们更为仇恨革命，害怕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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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斗争，对人民的解放斗争更加动摇更加不坚定，一到决定关头

就叛变，投到君主制方面去。在反革命时期，自由派附和沙皇政府

的“斯拉夫式的”幻想，扮演“负责的反对派”的角色，以“陛下的反

对派”的姿态向沙皇摇尾乞怜，诬蔑革命者和群众的革命斗争，愈

来愈远地离开争取自由的斗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过去在第三届黑帮杜马中，也能举起革命

的旗帜，也能从那里促进对工人的组织工作和革命教育工作，促进

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无产阶级政党是能够为俄国争得自由的先

进阶级的唯一的政党。现在我们党参加杜马不是为了去那里玩弄

“改革”的把戏，也不是象欺骗人民的自由派所说的那样，为了“保

护宪制”，“说服”十月党人或者“把反动派”从杜马中“赶出去”，而

是为了从杜马讲坛上号召群众进行斗争，阐明社会主义学说，揭穿

政府和自由派的一切欺骗，揭露人民中落后阶层的君主主义偏见

和各资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根源，——总之，是为了给新的俄国革命

培养一支自觉战士的队伍。

沙皇政府和黑帮地主已经充分估计到，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

党团所代表的是什么样的革命力量。警察局和内务部现在竭力设

法不让社会民主党人被选入第四届杜马。工人们和公民们，联合起

来！团结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周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已经从

动荡年代的瓦解状态中恢复过来了，它在最近召开的代表会议上

又重新集聚了力量，举起了自己的旗帜。人人都来参加这次选举和

选举的鼓动工作吧！政府的努力一定会被粉碎，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的红旗一定会从杜马的讲坛上升起，在警察统治的、无权的、洒满

鲜血的、受压制的和饥饿的俄国上空高高飘扬！

俄罗斯民主共和国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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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小时工作制万岁！

没收地主土地万岁！

工人们和公民们，都来支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鼓动工

作吧！都来选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候选人吧！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１９１２年３月在梯弗利斯印成单页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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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牌摊到桌面上来
１２０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２日或１３日〔２５日或２６日〕）

摩纳哥公国的语言１２１，是我国的显贵即大臣先生们和国务会

议成员们等等精通的语言。是谁使这种语言在我们的国务会议里

通用起来，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因此，在《现代事业报》第８号上出

现作为本文标题的这种用语，我们感到有些惊奇。

但是问题不在于表达方式。使用这种用语的人（尔·马尔托

夫）在取消派中间的威信，所谈的问题的重要性（在选举运动及其

原则和策略等等问题上“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一切使我们

不得不把这个口号接过来，不管它是用什么语言表达的。

“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是一个绝妙的口号。我们首先希望这

个口号能用于《现代事业报》。先生们，把牌摊到桌面上来！

凡是有文字工作经验的人，根据撰稿人的成分，甚至根据表明

报刊方针（如果方针是比较确定的、比较为人所知的话）的个别用

语，马上就能断定刊物的性质。这样的人只要对《现代事业报》看上

一眼，就能断定它是属于取消派的。

但是广大群众并不是这样容易识别各种报刊的方针的，特别

是在谈实际政策而不是理论根据的时候。在这里提一提尔·马尔

托夫那么适时地提出来的“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个口号，是非常

重要、非常适宜的。这是因为把牌藏在桌子下面的正好是《现代事

１９１



业报》！

《现代事业报》现在开始提出的思想，是《我们的曙光》杂志、

《生活》杂志１２２、《复兴》杂志、《生活事业》杂志等刊物近两年来才比

较彻底和系统地探讨出来的思想。两年来这里收集到的材料相当

多。缺乏的只是综合材料，特别是两年来探讨这种思想的人所作的

综合材料。缺乏的是取消主义思想的传播者对《我们的曙光》杂志

两年来的“工作”总结所作的公开的说明。

那些爱谈“公开的工人政党”的人原来正好是爱搞非公开的把

戏的人！例如，在第８号的社论里就可以读到：“争取总目标，争取

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一般改善和根本改变的斗争道路”，要通过

“捍卫部分的〈黑体是原作者用的〉权利”才能达到。在同一号的一

篇谈论某些“彼得堡的公开工人运动活动家”的短文里可以读到：

他们还会“象以往那样”，“把他们以往坚持的恢复和建立无产阶级

社会民主党的方法，在社会民主党内推广”。

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个部分权利捍卫论究竟是什么呢？在

任何明文规定的、正式的、经工人组织或这些组织的代表承认的、

公开宣布的原理中，都没有提出过这样的理论。这是不是弗·列维

茨基先生在１９１１年《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１１期上告诉我们的那个

理论１２３？其次，报纸的读者怎么会知道，某些没有指出名字的公开

运动的活动家为了“恢复党和建立党”（显然是还没有建立起来的

即还不存在的党），究竟坚持了哪些方法呢！？如果他们的确是“公

开”运动的活动家，如果这些话不只是一句暗语，那为什么不说出

这些活动家的名字来呢？

要知道“恢复党和建立党的方法”问题，并不是什么在谈论任

何报纸都感兴趣的其他政治问题时可以顺便提及和解决的局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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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不，这是个基本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什么党的选

举运动、党的选举策略、党的候选人。这个问题应该得到毫不含糊

的、真正的解决，因为在这里除了需要明确的理论答案外，还需要

实际的解决。

往往听到一些议论，说什么在选举运动的过程中，恢复党和建

立党的因素将产生出来或团结起来，等等，等等，这完全是诡辩，而

且是最坏的一种诡辩。说这是诡辩，因为党是一种有组织的东西。

没有整个工人阶级或者至少是它的先进阶层的统一的决定、统一

的策略、统一的纲领、统一的候选人，就没有也不可能有工人阶级

的选举运动。

这种诡辩，这些以匿名的、无产阶级所不知道和无从捉摸的公

开活动家（有谁不自称是“公开工人运动的活动家”！有哪一个资产

者不用这种称号来掩饰自己！）的名义发表的含糊不清的声明，都

具有极大的危险，务必要提醒工人谨防这种危险。危险就在于：谈

论“公开”行动仅仅是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实际上却是在实行最

坏的一种非公开的小团体独裁！

有人叫嚣反对“地下组织”，尽管那里已经作出了公开的决定，

现在这些决定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资

产阶级报刊的宣传（由于《土地呼声报》、《基辅思想报》、《俄罗斯言

论报》、《莫斯科呼声报》、《新时报》等等的宣传，现在有数十万读者

已公开得知那些表明选举运动的真正一致的十分明确的决定）。但

是叫嚣反对地下组织或者赞成“公开政治活动”的人，正好以例证

说明他们已离开此岸，但还没有靠近彼岸。旧的已抛弃了，新的还

只是在议论之中。

《现代事业报》所谈的“恢复和建立的方法”，我们知道的（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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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公开知道的）只是《我们的曙光》杂志所发挥和维护的那一些。

其他的我们既不能公开知道，也不能通过别的什么方式知道。各小

组的代表既没有试图公开地或通过别的方式讨论这些方法，也没

有对这些方法作任何形式上的、明文规定的、正式的说明。在公开

来公开去的词句的掩盖下，隐藏着某种完全非公开的东西和名副

其实的小团体的东西、著作家小团体的东西。

某些不对任何人负责的、同资产阶级报刊的自由射手没有任

何区别的著作家，我们是知道的。他们的关于“方法”、关于取消旧

东西的言论，我们是知道的。

关于公开的政治活动方面的更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任何人

也不知道。上面提到的那些发行最广的资产阶级报刊，使群众知道

“非公开的”政治活动、决定、口号、策略等等，比知道“公开运动的

活动家”的并不存在的决定要更准确、更迅速、更直接，这真是件怪

事！——看起来是件怪事，实际上却是俄国现实生活各种条件的

直接的和自然的产物。

或许有人硬说，没有明文规定的决定，选举运动也能进行？？没

有明文规定的决定，也能确定（由全国各地数万数十万名选民来确

定）策略、行动纲领、协定、候选人？？

马尔托夫说出“把牌摊到桌面上来”这种话，竟碰到了取消派

的最痛处，因此必须尽力提醒工人注意。没有明文规定的决定，没

有对实践问题作出任何明确的回答，没有在先进分子（哪怕是几十

个几百个也好）参与下讨论重要决定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词，却把

没有公开指名的“公开运动的活动家”即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查

茨基、叶若夫和拉林之流先生们的意图和草案……送到工人群众

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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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牌是藏起来的，因为只要在工人面前把这些牌摊开一下，

他们就会一清二楚：这里谈的并不是工人政党，并不是工人政策，

而是自由派政论家的说教，这些政论家以自由派的方式关怀工人，

他们取消旧的东西但又无力用什么新的东西来代替。

危险是很大的。空谈“公开的”……明天，却使工人不仅没有公

开地解决，而且一点也没有解决今天选举运动中、今天党的生活中

的一些最迫切的实际问题。

要让觉悟的工人好好地想想这种危险的情况。

载于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１日《真理报》

第２１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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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捷·奥·别洛乌索夫代表

退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问题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３日〔２６日〕）

我们读了《现代事业报》第７号从《言语报》转载的别洛乌索夫

先生的恶意声明１２４，感到非常惊奇。”至于《言语报》刊载新倒戈分

子的这个声明，倒是没有什么可惊奇的。前社会民主党人叫喊什么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对他的逃跑发表评论是出自所谓“报复心”，

《言语报》把这种话发表出来，是很自然的。可是，《现代事业报》却

为什么转载这些话呢？同一号《现代事业报》还发表了一篇题为《关

于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的问题》的文章，文中散布了一些令人啼笑

皆非的言论，说什么“我们不要因为已经发生的逃跑事件而感到惶

惑不安”，这怎能不使人奇怪呢？

一方面，《现代事业报》“认为，在别洛乌索夫退出的理由没有

宣布以前，我们没有权利评论他的这种做法”。另一方面，它还是

……半吞半吐地评论了，装腔作势地谈到了“这种逃跑行为”！

为什么要耍这种把戏呢？难道现在还不是报刊履行自己的职

责，公开讨论有政治意义的事实的时候吗？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一致表示，别洛乌索夫先生应当立即辞

去代表职务，因为他是社会民主党投票选进杜马的，他在社会民主

党杜马党团里已经呆了４年半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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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洛乌索夫先生在《言语报》上作了答复，他完全回避了问题

的这一实质。但是，觉悟工人的舆论不能允许以沉默来回避这个问

题。即使别洛乌索夫先生打算闭口不提，我们也没有权利沉默。一

个工人报刊如果不去讨论对于工人阶级的杜马代表权非常重要的

事实，那还要它干什么呢？

从一个民主派应尽的义务来说，能不能容许一个以社会民主

党人的身分当选并且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里呆了４年半的代

表，在选举前几个月退出党团而不退出杜马呢？这是一个具有普遍

意义的问题。任何一个意识到自己对选民的义务——不是指为地

方利益“请愿者”的义务，而是指在选举中在全体人民面前打出一

定旗帜的政治活动家的义务——的民主派都不会否认，这是一个

原则问题，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希望所有阅读工人报刊和关心工人在国家杜马中的代表权问

题的工人，都能十分重视别洛乌索夫先生的退出，都能认真考虑和

讨论这个问题。不能保持沉默。觉悟的工人在这种场合是不应当

保持沉默的。应当善于捍卫自己的权利，任何选民都有的权利，即

要求他们选出的代表始终忠于自己的旗帜，不敢随便逃跑，否则他

们将因此受到惩罚。

杜马党团认为，一个在杜马党团里呆了４年半而且是被社会

民主党人选进国家杜马的代表，如果现在退出党团，他就必须退出

杜马，这种看法对不对呢？对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是完全对的！如

果我们不只是口头上，而是行动上主张工人代表团的统一、团结、

严整和坚持原则，我们就应当表示自己的意见，我们每个人就应当

单独或是联名给《明星报》和杜马党团写信（这些信还应当转给地

方报纸），申明我们坚决谴责别洛乌索夫先生的行为，不仅每个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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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阶级的拥护者，而且每个民主派都应当谴责这种行为。在一定的

旗帜下选举出来的、曾在这个旗帜下参加过９１０的杜马常会的代

表竟在选举前夕声明，我要退出党团，但我还是个代表，我愿意继

续做“人民”代表，真难以想象，这是什么“人民代表”！

对不起，倒戈分子先生！现在你代表的是什么人民呢？不是把

你当作社会民主党人选举出来的人民！不是在９１０的杜马常会期

间都看到你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里的人民！你不是人民的代表，

而是欺哄人民的骗子，因为现在，在选举前的这段时间，人民不可

能，确实不可能（即使他们享有完全的政治自由）根据实际情况，根

据你的行为弄清你是什么人，你成了什么人，你滚到哪里去了，你

被什么人或什么东西吸引过去了。你必须退出杜马，不然所有的人

都有权藐视你，把你看作政治上的冒险家和骗子！

有各种各样的退出。有时，观点的改变是非常明显的、明确的、

毫不掩饰的，是由人所共知的事实引起的，因而在评价某些退出的

做法时不会发生分歧，某些退出的做法没有什么不体面、不光彩

的。但是现在，只是现在，只是在上述情况下，杜马党团在报刊上提

出抗议，就不是偶然的了！社会民主党党团直截了当地说，别洛乌

索夫先生“希望不要把他退出党团的事实公开出来”。别洛乌索夫

先生在《现代事业报》所转载的答复中破口大骂，却推翻不了事实。

我们要问：一个人退出党团，却希望把自己退出的事实隐瞒起来，

对这种人每个工人该怎么想呢？如果这不是欺骗，世界上什么才叫

欺骗呢？

社会民主党党团直截了当地说，“它根本无法弄清自己这位过

去的成员今后会演变到什么地步”。请读者考虑一下这句意味深长

的话吧！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这句有分量的话，不是针对所有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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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说的，而只是针对这个退出的人说的。这是投了完全不信任票

（决定是投票通过的）。不仅如此。这是对所有选民，对全体人民的

警告：对这样的代表根本不能信任。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一致对所

有的人发出这种警告。每个觉悟的工人现在都应当作出回答，表明

他已经知道这个警告，懂得这个警告，同意这个警告，他不会默不

作声地看着在俄国自称民主派的人们中间形成这样一种议会风气

（确切些说：这样一种不道德的议会风气）：代表捞取代表资格，就

象猎取猎物一样，是为了“自由”摆布这种猎物。所有的资产阶级议

会一向都是这样，而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工人在各地都在同

这种风气作斗争，通过斗争来培养自己的工人代表——不是捞取

代表资格、玩弄议会欺诈手腕的政客，而是忠于工人阶级的代表。

希望工人不要受诡辩的蒙蔽。《现代事业报》声称：“我们认为，

在捷·奥·别洛乌索夫退出的理由没有宣布以前，我们没有权利

评论他的这种做法”；这种论调就是诡辩。

第一，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声明说：“别洛乌索夫先生说明

他退出的理由是，党团早在两年以前就已经成为与他毫不相干的

东西了。”难道这不是宣布理由吗？难道这不是清清楚楚的俄文字

吗？如果《现代事业报》不相信党团的声明，就请它直截了当地说出

来，不要支吾搪塞，不要转弯抹角，不要在党团已经作了评论、已经

宣布了某些理由或党团认为是最重要的一个理由以后，还说它“没

有权利评论”。

第二，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和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所刊

载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的答复中说：“我要说，党团的声明根本〈？？！〉

没有谈到我同它决裂的真正理由。我知道，一些无法左右的情况不

允许党团宣布我在口头和书面中解释过的我同它的分歧。”

１０２关于捷·奥·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问题



请看，竟出现了这种情况。党团正式宣布了别洛乌索夫先生的

理由。别洛乌索夫先生破口大骂（“诽谤、中伤”等等），但又不去推

翻这个理由。他声称还有些东西，一些无法左右的情况不允许党团

“宣布”出来（如果真是情况不允许宣布，那阁下您为什么还用暗示

的办法宣布不能宣布的东西呢？您的这种手法不是近乎诽谤吗？）。

而《现代事业报》在转载别洛乌索夫先生的不能自圆其说的弥天大

谎时立即声称：“在……理由没有宣布以前，我们没有权利评论”，

而这些理由，一些无法左右的情况又“不允许”宣布！！换句话说，

《现代事业报》要等不能宣布（按别洛乌索夫先生本人的说法）的东

西宣布出来以后才来评论别洛乌索夫先生的退出。

《现代事业报》不但不去揭露它转载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的谎

话，反而把这个谎话掩盖起来，这难道还不清楚吗？

不过我们要补充一点。以不宣布不能宣布的东西为借口，就等

于自我揭露。而评论已宣布的东西，已为人所共知的东西，是每个

重视工人阶级的杜马代表权的人所必须做的。别洛乌索夫先生硬

说：“我退出党团，丝毫没有改变我的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的方

针。”这是一切叛徒一再重复的空话。这些话同党团的声明是矛盾

的。我们相信的是社会民主党党团，而不是倒戈分子。关于别洛乌

索夫先生的“方针”，我们也象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只知道一

点，就是这是极端取消派的方针。别洛乌索夫先生的取消主义已经

发展到使党团完全“取消了”他同社会民主党的联系的地步。这样

对社会民主党、对工人、对工人事业要更好一些。

而别洛乌索夫先生退出杜马，不仅应当是所有的工人，而且应

２０２ 关于捷·奥·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问题



当是所有的民主派的要求。

载于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３日《明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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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
１２５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３日〔２６日〕以后）

序  言

３月２６日的《前进报》１２６发表了一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代表会议的正式消息和一篇匿名文章；该文作者仿效俄国社会民

主党国外集团的决议１２７，对代表会议极尽谩骂之能事。这次代表会

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同取消派４年来的斗争的终结；尽管取消

派进行了各种阴谋活动，百般阻挠党的恢复，代表会议还是召开

了。代表会议宣布取消派已置身于党外。取消派及其一切追随者

现在向代表会议展开攻击是很自然的。

由于《前进报》拒绝登载我们对匿名作者那篇谎话连篇、恶意

中伤的文章的答复，并且继续进行对取消派有利的活动，因此，为

了便于德国同志们了解真相，我们就用小册子的形式发表这个答

复。这本小册子主要是简要地叙述一下反对取消派的斗争的意义、

经过和结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４０２



附言：当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１２８
第１６期（１９１２

年４月）出版的时候，我们的小册子已经付印。这一期（日志》进一

步证明，《前进报》受到匿名作者的蒙蔽，而它自己又在混淆德国工

人的视听。

普列汉诺夫明确表示，他依旧不赞成１９１２年１月举行的代表

会议，同时他又直截了当地断言，崩得召开的不是现有党组织的代

表会议，而是“成立大会”，即要建立一个新党的代表会议，这次代

表会议的组织者是以“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原则”作为依据的，他们

通过的是“取消派的决议”，最近这次代表会议“是取消派召开

的”１２９。

５０２《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



某些德国同志对俄国社会民主党国外小集团攻击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国内组织代表会议时所使用的“篡夺”、“政变”等等一切可

怕的字眼竟十分天真地信以为真，这只能使人惊奇。不过不应当忘

记一句俗语：每一个被判定有罪的人都有权利在２４小时之内咒骂

自己的审判官。

３月２６日的《前进报》刊载的一篇题为《俄国党内生活所见》

的文章，引用了代表会议的正式公报，其中谈到取消派被开除出党

一事。问题非常明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内组织认为，不能再

同取消派一起工作了。当然，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另一种看法，如

果这样，就应当比较详细地谈一下这种解决办法的动机以及４年

来同取消派斗争的全部历史！然而，《前进报》那篇匿名文章的作者

对这个基本问题的实质只字未提。如果对问题的实质避而不谈，总

是装腔作势地讲个不停，这当然说明对读者极不尊重。我们的匿名

作者除了谩骂再没有别的办法来反对党和取消派决裂的事实，他

真是无能！

从匿名作者夸夸其谈的文章中随便举出几点奇谈怪论，就足

以证明这一点。他说，《前进》文集、《真理报》、《社会民主党人呼声

报》等等“流派”或“集团”，没有参加代表会议。如果有一位德国社

会民主党人因为党的代表大会上没有弗里德贝格“集团”１３０或“流

派”或《社会主义月刊》１３１的代表而伤心，那对他能够说些什么呢？

６０２ 《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



我们在自己的党内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原则，就是参加代表会议的

是在国内进行活动的组织，而不是形形色色的国外“流派”或“集

团”。假如这些“集团”同国内组织发生分裂，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可

以对它们进行最严厉的斥责，宣判它们死刑，而这完全是他们罪有

应得。俄国侨民史（所有其他国家的侨民史也是一样）上有过很多

这样的情况：这些“流派”或“集团”一旦脱离了国内社会民主党工

人的工作，就必然走向灭亡。

我们这位作者大喊大叫，说参加代表会议的孟什维克护党派

（即反取消派）遭到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否认，这岂不可笑吗？基辅组

织当然可以否认国外的“普列汉诺夫派”（即普列汉诺夫的拥护

者）；但国外任何一个著作家却不能“否认”基辅组织。彼得堡、莫斯

科、莫斯科郊区、喀山、萨拉托夫、梯弗利斯、巴库、尼古拉耶夫、基

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维尔纳和德文斯克等地的组织，“否认了”

所有帮助取消派或向取消派献媚的国外小集团。“被否认者”这样

喊叫和谩骂未必能够改变什么。

其次，作者公开声称，俄国“各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波兰、

拉脱维亚、崩得）和外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是“我们俄国党的最老的、

最强大的，实际上构成运动骨干的组织”，这不是笑话吗？外高加索

区域委员会是否存在都还是个问题，这是谁都知道的，它出席

１９０８年代表会议的代表的性质也证明了这一点。波兰人和拉脱维

亚人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以来的最初９年（１８９８—１９０７年），

处于与党完全隔绝的状态；这种隔绝状态在１９０７—１９１１年间，实

际上仍继续存在着。崩得在１９０３年脱离了党，直到１９０６年（确切

些说，是１９０７年）都置身于党外。直到目前它还没有同各地党组织

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１９０８年的代表会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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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规定了的
１３２
。在拉脱维亚组织和崩得内部，有时取消派占上风，

有时反取消派占上风。至于波兰人，１９０３年他们站在孟什维克方

面，１９０５年又站在布尔什维克方面，１９１２年他们曾试图同取消派

“和解”，但没有成功。

作者羞羞答答地竭力用下面这句话来掩饰这次失败：“波兰和

立陶宛的社会民主党代表最初也参加了这次代表会议。”为什么只

是最初呢？只要读一下崩得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正式通报，就可以

看到对这种羞羞答答的沉默的解释。那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波兰

人的代表退出了代表会议，并提出了书面解释，说明他所以不能同

代表会议合作，是因为会上表现出偏袒和倾向取消派的情绪。

当然，讲一堆空洞的不说明任何问题的有关“统一”（同取消

派？）的废话，象作者喜欢做的那样，比研究取消派的真正实质，研

究他们如何拒绝帮助恢复党，以及他们如何进行破坏党中央委员

会的活动要容易得多。如果同时闭口不提波兰代表拒绝共同工作

——不是同布尔什维克或列宁派，绝对不是！而是同崩得分子和拉

脱维亚人，因为这种工作是没有益处的——这一事实，那么讲空话

就更容易了。

但是，取消主义本身究竟是怎么产生的？为什么不得不把

１９１２年的代表会议确认为党的最高机关，并把取消派开除出去

呢？

俄国的反革命使我们党的队伍发生了严重的分化。无产阶级

遭到空前的疯狂的迫害。资产阶级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叛变。曾

经自然而然地追随我国１９０５年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者无产阶级

的资产阶级同路人，开始同社会民主党背道而驰了。这种背离表现

在两个方面：取消派和召回派。前者的核心由多数孟什维克著作家

８０２ 《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



（波特列索夫、列维茨基、拉林、马尔托夫、唐恩、马尔丁诺夫等）组

成。他们宣布秘密党已被取消，恢复党的任何尝试都是反动的空

想。他们的口号是：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不言而喻，在俄国目前

这种连自由派的政党立宪民主党都不能合法化的政治条件下，建

立公开的社会民主工党，必然只能是一种天真的愿望。取消派否定

了秘密党，但也没有履行建立公开党的诺言。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情

况：在合法的刊物上嘲笑“地下组织”，同自由派一起把它埋葬，并

把自由派工人政策的主张捧上了天。普列汉诺夫把取消派的《我们

的曙光》杂志比作德国的《社会主义月刊》是完全正确的！孟什维克

普列汉诺夫（布尔什维克当然就更不用说了）宣布向取消派作无情

的斗争，拒绝为他们的所有刊物撰稿，同马尔托夫和阿克雪里罗得

断绝了关系。普列汉诺夫在党的中央机关报上谈到波特列索夫的

时候写道：“在我们党看来，那个认为我们党不存在的人本身是不

存在的。”早在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党代表会议就坚决谴责了取消派，说

明它是“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组织，代之以〈请特别注意这一点！〉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

动的不定形的联盟”。不言而喻，必须利用一切合法机会，这一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不仅不反对，恰恰相反，是最坚持的。然而，建立

公开的合法的政党在俄国是不可能的，只有机会主义知识分子才

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党组织的类型可以——当然只是大体上

——同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德国党组织相比：合法的议会党

团，各种各样的合法工人团体，这是必要的条件；而秘密的党组织

终归还是基础。

“召回派”想把社会民主党党团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召回，他们

提出了抵制这届杜马的口号。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投靠了召回派，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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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等人无情地向他们宣战。召回派及其拥护者成立了“前进”集团，

该集团的著作家（马克西莫夫、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阿列克

辛斯基）打着响亮的“无产阶级哲学”的旗号，鼓吹形形色色的唯心

主义哲学，鼓吹宗教和社会主义的统一。该集团的影响一直是不大

的，它只有依靠同各种各样脱离俄国的和不起作用的国外集团妥

协才得以生存。每次发生分裂时必然要产生的这类集团，它们总是

摇来摆去，玩弄各种政客手腕，可是，它们并不代表任何派别，而且

它们的活动首先表现为耍小阴谋，托洛茨基的《真理报》也属于这

种集团。

当然，每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很清楚，无论是取消派，还是召回

派，都是把社会民主党的资产阶级同路人吸引过去的小资产阶级

流派。同这些流派“和睦”或“和解”，早就不可能了。社会民主党或

是自行灭亡，或是完全摆脱这些流派。

这个理论性的结论是正确的，１９１０年１月的和解尝试的经验

已予以证实。当时，中央委员会的最后一次全会，在取消派和召回

派的参加下，一致宣布了一个论点，就是无论这一流派或是那一流

派，都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流派。然而，这只不过是天真的愿望。无

论取消派或是召回派确实在有关的决议上“签了字”，但他们还是

拼命地进行反党宣传，并保存自己的单独的组织。在１９１０年整整

一年中间，同这两个流派的斗争愈来愈尖锐起来。前面引证的普列

汉诺夫的话是１９１０年５月以前讲的，而在５月，列宁已代表所有

布尔什维克声明，既然取消派全面破坏了一月决议，就根本谈不上

同他们实行和解了①。

０１２ 《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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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恢复中央委员会的尝试，由于取消派拒绝协助而失败

了。挽救“统一”的最后一个办法，就只有在国外召开中央委员会。

１９１１年５月作了这一尝试。１５个中央委员中，有９个在国外，８个

出席了会议……其中２个取消派分子——“呼声派分子”（《呼声

报》拥护者）伊哥列夫和崩得分子（伯尔）立即退出了会场，这样他

们就彻底破坏了党中央委员会。

取消派拒绝参加中央委员会，表明他们的完全背离和中央委

员会的瓦解。当时，国外还有一个中央机关——所谓中央委员会国

外局。中央委员会瓦解以后，布尔什维克就退出了央央委员会国外

局。剩下的是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崩得派和“呼声派”（＝国外取消

派），也就是说（读过《前进报》那篇文章的人都会相信），这个人员

组成与有名的崩得代表会议的人员组成一模一样，因为外高加索

区域委员会早在１９０８年就把自己的委托书交给了“呼声派”。可是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匿名作者最新发现的这些“最老的、最

坚强的国内组织”都干了些什么。他们不但没有能够联合，而且把

国外局也解散了！早在１９１１年秋天，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就声明自

行解散，普列汉诺夫在自己的《日志》里为国外局写了以下的告别

的话：“永别了！这个曾经成为力图取消党的先生们手中的工具，因

而必将给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事业带来巨大危害的党的机关，能为

革命无产阶级做的好事只有一件：及时死去。”（《社会民主党人日

志》第１５期附刊２第１页）根本不能说是赞同代表会议的普列汉

诺夫所作的这种估价足以表明，那些大叫“篡夺”等等的人的装腔

作势是多么可笑！

要实现党的统一，还有一条路可走，那就是召开国内组织的代

表会议。由于各民族组织（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完全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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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了俄国工作，他们根本不可能为这次代表会议做什么事情。

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２６日，托洛茨基发出了召开代表会议的呼吁。

“前进派”和“呼声派”（＝国外取消派）对这个呼吁表示支持（口头

上）。但是，正如所预料的那样，由于这些集团已经不起什么作用，

它们的一切努力都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１９１１年６月，布尔什维克、“调和派”（也就是“布尔什维克护

党派”）和波兰人方面也发出了呼吁。筹备工作是从邀请当时最强

大的组织之一——基辅组织开始的。１９１１年１０月，“召集代表会

议的俄国（即由国内组织建立的在俄国进行工作的）组织委员会”

产生了。这个委员会是由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梯弗利斯、巴库

和叶卡捷琳堡的组织组成的，很快又有２０个组织参加。国内组织

的代表参加以后，布尔什维克（所谓“列宁派”）和孟什维克护党派

就立即占了绝对的优势。于是“被否认”的国外小集团勃然大怒，因

为他们在国内没有拥护者。

１９１２年１月，俄国组织委员会终于召开了代表会议，所有国

内组织毫无例外都被邀请参加。取消派、“民族代表”（波兰人、拉脱

维亚人、崩得分子）和所有动摇的国外小集团，都没有出席。当时代

表会议确信，在党处于空前困难状况的条件下，国内组织具有最充

分的代表性；当时代表会议确认，党在国内没有中央机关就要灭

亡，国外的涣散日益加剧，即将举行的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要求立即

把党恢复起来，因此，代表会议就必须被确认为党的最高机关，它

应该选举中央委员会，宣布取消派已置身于党外。

多年来斗争的经过和结局就是这样。取消派是不是能够建立

一个“公开的”政党，还是在某种腐朽的妥协的基础上搞出一个虚

构的党来，将来自会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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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俄国国内，有没有说明取消派和护党派——赞同代表会议

的人——的力量的公开的可以核对的材料呢？有的。俄国有两个

而且只有两个全国性的政治刊物，为它们撰稿的有马克思主义著

作家和杜马党团的成员。这两个刊物都代表“流派”，但不象国外小

报那样极尽谩骂之能事，许多年来它们一直都在进行公开的严肃

的写作活动。当然，它们并不是党的机关报；它们完全是合法的，它

们只在俄国现行制度规定的范围内进行活动。然而社会民主党内

各种各样比较重要的理论思想色彩，总的说来，在这两个刊物上都

有绝对正确的反映。除了取消派和反取消派（赞同代表会议的人）

这两个“流派”以外，其他任何流派都没有得到反映，因为根本就不

存在其他任何比较重要的“流派”。象《真理报》小集团、“前进”小集

团、“布尔什维克护党派”（或“调和派”，有调和情绪的人）等等所有

这些小集团，都等于零。取消派的观点在国内，反映在《我们的曙

光》月刊（１９１０年创办）和《现代事业报》周报（出到第８号）上。护

党派（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护党派）的观点，反映在《启蒙》月

刊１３３（１９１１年创办，前身是《思想》杂志）和《明星报》（出到第５３

号）上。说社会民主党护党派否定“合法”工作，是再错误不过的了，

相反，就是在进行合法工作方面，他们也胜过取消派。合法的社会

民主党人唯一不容争辩的全国性公开组织，就是社会民主党杜马

党团。它是完全合法的，同党没有任何直接关系。但它的所有的成

员都是众所周知的，他们每个人代表哪个流派，也是众所周知的。

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的经常撰稿人有两个杜马党团成员

——阿斯特拉汉采夫和库兹涅佐夫①。反取消派的《明星报》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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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人有８个杜马代表：沃罗宁、沃伊洛什尼科夫、叶戈罗夫、扎哈

罗夫、波克罗夫斯基、普列德卡林、波列塔耶夫和苏尔科夫。有两个

杜马代表——齐赫泽和格格奇柯利，既不为前一个刊物，也不为后

一个刊物撰稿。有１个代表（舒尔卡诺夫）是两个刊物的撰稿人。

这是２与８之比！这确实是无可争辩的、可以核对的公开材

料，根据这些材料可以断定取消派和反取消派的力量对比。这样一

来，无名作者的那种似乎绝大多数人都赞成取消派等等自吹自擂

的说法，就不值一驳了。这些类似塔拉斯孔城的达达兰的词句，同

托洛茨基讲的话①
极其相似，因此就不值得认真争论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斗争有时采取非常激烈的形式。在

侨居生活的条件下，只能是这样的，在其他任何反革命势力嚣张、

人们被迫逃往国外的国家，也是这样的。

用些过分华丽的辞藻“斥责”这种斗争形式，唾弃这种斗争形

式，满足于发表“统一的好处”这种极端庸俗的议论，只能说是轻

率。谁要真想研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这一困难时

期的历史，谁就会掌握很多秘密的文献和更多的公开的文献。这些

文献里面包括大有裨益的材料，说明各流派的性质、分歧的原则意

义、斗争的根源以及斗争发展的情况和条件等等。

世界上没有一个社会民主党（特别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不

是通过同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同路人的艰苦斗争和多次分裂才建

  索夫退出杜马。这个小小的例子足以说明，彻底的取消主义有时会使人走得

多么远！

① 在哥本哈根代表大会期间，托洛茨基在《前进报》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通

篇都是这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恶毒攻击，因此，不仅列宁，就连俄国代表

团代表普列汉诺夫和瓦尔斯基，都不得不向执行委员会提出书面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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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也是在同这种同路人的艰苦斗争中，

排除一切障碍，于１８９８年形成，并成长壮大和锻炼出来的。

１９１２年在巴黎印成德文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２０１—２１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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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   荒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７日〔３０日〕）

还是同过去，同１９０５年以前的旧俄国一样，又发生饥荒了。歉

收是任何地方都会发生的，但是只有在俄国歉收才会引起严重的

灾难，才会使千百万农民挨饿。而目前的灾难，甚至拥护政府和地

主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其规模超过１８９１年的饥荒。

有３０００万居民受灾最严重。农民贱价出卖份地、牲口以及一

切可以出卖的东西。卖掉少女——万恶的奴隶制时代又回来了。人

民所遭受的灾难一下子就暴露出我国整个所谓“文明的”社会制度

的真正实质：这个制度是以另一种形式出现的，用另一种外壳包着

的，处在另一种“文明程度”上的旧的奴隶制度，即千百万劳动人民

由于１万个“上层分子”聚敛财富、穷极奢侈、过寄生生活而受奴役

的制度。服苦役，就象奴隶们一直都在干的那样，而富人们对奴隶

的命运漠不关心。从前，他们公开用饥饿折磨奴隶，公开霸占民女

为妾，对奴隶进行人身摧残。而现在，他们用种种诡计、用文明的成

就和进步成果来掠夺农民，农民饿得全身浮肿，他们吃不到面包，

而以野草、泥块充饥，得了坏血病，在病痛的折磨中奄奄待毙，而以

尼古拉二世为首的俄国地主和俄国资本家捞到的钱财以千万计，

两个首都的娱乐场所的老板说，他们的生意好久没有这么兴隆了，

在大都市里，好久没有出现象现在这样的穷奢极侈的生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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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在俄国，为什么只有在俄国，还有这种中世纪的饥馑同

文明的最新的进步成果同时并存的情况呢？这是因为资本这个新

吸血鬼扑向俄国农民的时候，农民被农奴主－地主，被农奴主的、

地主的、沙皇的专制制度束缚住了手脚。农民受到地主的掠夺，官

吏的专横迫害，被警察的重重禁令、无理刁难和暴力行为以及乡

警、神父、地方官１３４的最新的警卫束缚住了手脚，他们就象非洲的

土人那样没有力量抵御自然灾害和反抗资本。现在只有在未开化

的国家里，才会看到２０世纪的俄国发生的这种大量饿死人的情

景。

但是，在沙皇政府发表了大量吹嘘新土地规划的好处、独立农

庄经济的进步性等等的言论之后，现代俄国发生的饥荒肯定会教

会农民许多东西。饥荒会葬送千百万条生命，但也会葬送残留的那

种愚昧野蛮的、奴隶式的对沙皇的迷信，这种迷信使人们难以理解

反对沙皇君主制、反对地主的革命斗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农民只

有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才能找到出路。只有推翻沙皇君主制这个

地主的支柱，才能过上稍微象人的生活，才能摆脱饥饿和极端贫

困。

讲明这一点，是每个觉悟工人的责任，是每个觉悟农民的责

任。这是我们在对付饥荒方面的首要任务。无论任何地方只要有

可能，就要向工人募捐来救济挨饿的农民，并且通过社会民主党的

杜马代表把这笔钱转送出去，——这当然也是一件必要的工作。

载于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７日（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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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７日〔３０日〕）

政府已经开始了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准备”工作。地方官在省

长和大臣的通令的催促下正在卖力地干着，区警察局长们和黑帮

分子正在热心地忙着，奉命全力为“右派”政党张罗的“神父们”正

在拼命地奔走。农民也该考虑一下选举问题了。

选举对农民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但农民在选举中的处境是很

困难的。农民的政治组织性最差，既比工人差，也比自由派的立宪

民主党差。而没有政治组织，农民这个由于生活条件而最分散的居

民阶层就根本不能反击那些现在还在压迫他们而且比过去任何时

候都更粗暴地凌辱他们的地主和官吏。如果第四届杜马中有一个

农民代表小组，他们真正忠于农民的事业，有觉悟，有能力在各个

问题上捍卫农民的利益，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坚定不移地扩大和

巩固同各地农民的联系，那么这个小组就能够大大促进农民群众

在争取自由、争取生存的斗争中的团结。

在第四届杜马中能不能组成这样一个小组呢？在第三届杜马

中有过一个１４人组成的劳动团，它捍卫过农民民主派的利益，遗

憾的是，他们与此同时过多地依赖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而立宪

民主党人用农民同地主、同地主沙皇君主制“和平相处”的幻影来

欺骗农民，牵着农民的鼻子走。此外，大家都知道，就是第三届杜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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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右派”农民，在土地问题上所发表的言论也比立宪民主党人

更加民主。第三届杜马４３名农民代表的土地法案确凿地证明了这

一点，而且不久前普利什凯维奇反对右派农民代表的“发言”表明，

黑帮分子十分不满意“右派”农民代表是有理由的。

可见，在第三届杜马期间，农民已经从新的土地政策，从“土地

紊乱”，从饥荒这一极严重的灾难中得到沉痛的教训，从农民的情

绪看来，他们完全能够把民主派的代表选入第四届杜马。全部关键

在于选举法！地主制定的这个有利于地主的、经地主沙皇批准的法

律，不是把选举农民杜马代表的权利交给农民复选人，而是交给地

主。地主喜欢哪个农民复选人，就把哪个选入杜马作农民代表！很

清楚，地主总是要选黑帮农民的。

这就是说，农民要把自己的代表，把真正可靠的、坚决维护农

民利益的代表选入杜马，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要象工人那样做，

只选有党性的、有觉悟的、完全忠于农民的和可信赖的人作复选

人。

工人的社会民主党在自己的代表会议上决定：工人在初选人

（选举复选人的人）大会上就必须确定，究竟应该选谁为工人的杜

马代表。其余的复选人应该弃权，否则就要受到抵制和以背叛论

处。

农民也要这样做。应该马上开始选举的准备工作，向农民讲清

他们的处境，每一个村庄，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要把有觉悟的农民

团结成哪怕人数很少的领导选举的小组。农民在自己的初选人大

会上，在选举复选人之前，必须确定究竟应该选谁为农民的杜马代

表，要求所有其余的农民复选人都不接受地主的提名，都必须弃权

以利于农民候选人当选，否则就要受到抵制和以背叛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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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觉悟工人，所有的社会民主党人，所有的真正民主派都

应该帮助农民进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要记取饥荒和农民土地遭

到掠夺的沉痛教训。第四届杜马中忠于农民的真正民主派的农民

代表小组必将加强和壮大起来。

载于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７日（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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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胡斯曼的信
１３５

（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７日和２３日〔３月３０日和４月５日〕之间）

亲爱的同志：

我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代表的身分，现在就某些

自称属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国外集团和两个（也是国外的）报纸

的编辑部成员通过的决议，声明如下：

（１）几年来，既没有能够召开国内组织的代表会议，也没有能

够建立或恢复能把这些组织统一起来的中央委员会，可是刚刚结

束的党代表会议却把在国内进行工作的２３个党组织联合起来了。

多数国内党组织已听取过关于这次代表会议的报告，所有这

些报告受到各地热烈的赞同，而且所有这些组织都表示，它们将给

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以支持。我们在１９１２年３月３０日的

《工人报》（党中央委员会机关报）上，就公布了彼得堡（瓦西里耶夫

岛区）、莫斯科、基辅、萨马拉和尼古拉耶夫等组织通过的一些决

议，这些决议都对代表会议表示了热烈的赞同，并答应给代表会议

和中央委员会以支持（在这号报纸出版后，我们还收到了梯弗利斯

寄来的一个同样决议）。因此，我们就不能认为，那些不依靠国内任

何党组织的、人数不多的国外小集团的抗议有任何意义了。

（２）在国内工作的党员举行的这次引起所有这些人数不多的

国外小集团抗议的代表会议，专门研究了国外小集团的瓦解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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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活动和这些小集团使国内党的工作经常处于混乱状态的问题。

这些同国内任何一个组织都没有联系的小集团，利用自己可以完

全不负任何责任的地位，竟以党的名义发表议论。这种早已侵入我

们党的机体的疾病，是俄国政治制度的后果：这个制度一方面使我

们党转入地下，一方面使大量党的工作人员不得不流亡和侨居国

外。

代表会议严厉谴责了这些小集团的瓦解组织的活动，这些小

集团都是呆在国外的和完全不负任何责任的。因此，这些小集团对

谴责他们的行为的代表会议进行百般攻击，企图使代表会议威信

扫地，这对党来说，并不是什么意外的事情。

（３）在决议上签字的还有《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集团。这个签

字向我们说明了很多问题，向我们表明了国内取消派报刊和资产

阶级报刊以至某些国外刊物向代表会议所发起的这整个敌对运动

的真正意义。

问题在于，在总结近４年来我们党内各种流派的斗争的决议

中，代表会议特别反对《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所代表的流派。为了

更全面地阐明这个问题，我认为在这里援引一下这个决议是有益

处的。

决议写道：

“鉴于：

（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近４年来一直在同取消派进行坚决的

斗争；１９０８年的十二月党代表会议确定该派为

‘党内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试图取消现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组织，代之以一种绝对要在合法范围内活动的不定形的联盟，甚至

不惜以公然放弃党的纲领、策略和传统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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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９１０年一月中央全会继续同这个流派进行斗争，一致认

为它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并且以同取消主义完

全决裂、彻底克服这种背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倾向作为实现党

内的真正统一、使原有的布尔什维克派和孟什维克派组织合併的

条件；

（３）集结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周围的一部

分社会民主党人，违背党的一切决定和各派代表在１９１０年一月全

会上提出的保证，公开为这个被全党一致认为是资产阶级对无产

阶级的影响的产物的流派进行辩护；

（４）前中央委员米—尔、尤里和罗曼不但在１９１０年春拒绝加

入中央委员会，而且甚至连一次增补新成员的会议也拒绝参加，并

公开声明说，他们认为党中央的存在本身都是‘有害的’；

（５）取消派的上述主要出版物《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

业》杂志正是在１９１０年中央全会以后坚决地全面转到取消主义方

面去了：它们不但‘贬低〈违背全会决议〉秘密党的意义’，而且公开

否认党，宣称党是一具‘死尸’，宣称党已被取消，宣称恢复秘密党

是‘反动的空想’，并在公开的杂志上对秘密党大肆诽谤和谩骂，要

工人把党的支部和党的等级制度看作‘衰亡的东西’，等等；

（６）当全国的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地联合起来，致力于召开党代

表会议的当前任务的时候，取消派却形成了完全独立的小集团，甚

至在孟什维克护党派占优势的地方（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基辅）也

脱离了党，完全拒绝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组织保持任何党

内联系，

代表会议声明，《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集团的

所作所为已使自己完全置身于党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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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会议号召一切护党分子，不分派别和色彩，与取消主义进

行斗争，说明它对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全部危害，竭力恢复和巩固

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４）由此可见，这里的问题决不是什么“篡夺”、不是什么“分

裂”等等，取消派大发雷霆的原因决不在这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代表会议所反对的流派，实际上早已完全抛弃了党的一切工作，竭

力反对恢复中央委员会，并把仅剩的一个党的机关（中央委员会国

外局）也变成了“力图取消党的先生们手中的工具”（这是并不赞同

代表会议的普列汉诺夫同志说的话）。

（５）至于各民族组织，我应当指出，在１９０６年（或更确切地说：

１９０７年）以前，即在各民族组织加入我们党（崩得１９０３年退出了

党，后来也是在１９０７年又重新加入）以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就是

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存在的。鉴于民族组织没有出席代表会议，

代表会议已委托中央委员会同各民族组织举行会谈，以便恢复同

他们的正常关系。

载于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２日《社会党

国际局通报》第７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２１５—２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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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

联盟及其意义

（１９１２年３月２９日〔４月１１日〕）

几天以前，报纸就报道了“非党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双方

于３月１８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的消息。

半官方的《言语报》（３月２１日）的半官方社论，证实了召开会

议的事实，并且对会议作出了评价。只要稍加注意，就会很容易地

从这一评价中分辨出，哪些是煞费苦心掩盖起来的问题实质，哪些

是用以保持外表上的体面的薄纱。

问题的实质在于，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人虽然都是反对派，但

是“他们属于反对派中被称为‘负责的’反对派的那一部分”。《言语

报》就是这样说的。可见，立宪民主党人也不能不承认，反对派内部

有两“部分”：一部分可以称为“负责的”反对派，另一部分是不可以

这样称呼的。立宪民主党人既然承认这一点，这就一下子使我们接

触到了问题的中心。

立宪民主党人谈到“负责的”反对派（这个反对派的更经常和

更好的表述形式是米留可夫关于陛下的反对派的有名的“伦敦”口

号），是要把自己和与他们类似的派别同民主派区别开来，即同劳

动派和工人区别开来。所谓“负责的”反对派，其实就是站在民主派

和实行农奴主土地占有制的专制制度之间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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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中派。这个害怕彻底的民主派甚于害怕所谓“反动派”的自

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中派，很早就出现在俄国政治舞台上了。

它已经历了相当漫长的时期，并给了人们足够的教训，再对它的真

正本质认识不清是决不容许的，更不用说回避问题或用不了解来

推托了。

这个中派在农奴制崩溃时代已经具有十分明显的轮廓。从那

个时代到１９０５年大约有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内，自由主义君主

派资产阶级无论在地方自治机关还是在城市代表机关，无论在学

校还是在出版界，都成长起来了，并且成为一支十分确定的力量。

１９０５年旧制度的危机和俄国各阶级的公开行动，使这个拥有右翼

（十月党人）和左翼（立宪民主党人）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

中派最终形成，并以政党的形式固定下来了。这个中派异常迅速地

脱离民主派，这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各个“急剧的转折关头”，虽然并不是所有的民主派，甚至也不是

所有的工人民主派都理解这一脱离的实质和意义。

俄国资产阶级无论同旧的领地占有制或者同旧的官僚制度，

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经济联系。此外，俄国的工人阶级已经表现出自

己是一个相当独立自主的阶级，是一个能够自卫甚至能够领导民

主派与自由派抗衡的阶级。这就是我国资产阶级成为反民主、反人

民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原因。这就是它害怕民主派甚于

害怕反动派的原因。这就是它经常摇摆不定，随风转舵，背叛民主

派而投靠反动派的原因。这就是它在１９０５年后成为反革命的阶

级，并在六三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的原因。十月党人成了政府党

（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许可和监督下），而立宪民主党人则成了

可以容许的反对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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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通过准许同“左派”（请不要笑！）十月党

人结成联盟的决定，现在立宪民主党人又同“非党进步派”实行“非

正式的”联合，——所有这些不过是一根长链条上的几个环节，不

过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中派纠合过程中的几个阶段。

但是，反对派在选举前不能不披上“民主的”外衣。立宪民主党

人不仅想捞取大中资产阶级的选票，还想捞取民主派小资产阶级、

店员等等的选票，所以不得不强调，他是“人民自由党”的党员，是

“立宪民主主义者”，不要开玩笑了！立宪民主党实际上是温和的君

主主义自由派政党，当然要在选举前和为了选举而用民主的外衣

乔装打扮起来，用一层遮人耳目的薄纱来掩盖他们同“非党进步

派”和“左派”十月党人的接近。

所以《言语报》就作出了无数丑态，施展了无数外交诡计，发表

了一些动人的声明，说什么“人民自由党将不会迁就环境”等等，等

等。当然，这只是逗人的笑料。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历史只不过是对

它的纲领的嘲弄，只不过是在最坏的意义上的“迁就”环境。《言语

报》写道：“在另外一些政治条件下，人民自由党本来能在立法机关

中亮出自己的全部纲领，而所谓‘进步派’当然会成为它的反对者，

就象不久前在几次比较紧急的时刻那样。”

第二届杜马时期是比较紧急的时刻，对这一点立宪民主党人

先生们未必会提出异议。可是在那个时期，不仅进步派，就连还要

右得多的分子，都不是立宪民主党人的反对者，而是他们反对民主

派的同盟者。后来，民主派在第三届杜马中发表了比立宪民主党纲

领中任何一条都要进步得多的声明，——这就是说，立宪民主党甚

至在第三届杜马这样的“立法机关”中，也是完全“能亮出自己的全

部纲领”的！立宪民主党人没有这么做，决不能归咎于“政治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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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要说“我不能”，而要说“我不想”吧！——而要归咎于立

宪民主党人完全脱离民主派的事实。立宪民主党人本来完全能亮

出自己的全部纲领的，但是他们背离了民主派，他们本身的右倾不

允许他们这样做。

《言语报》的社论作者关于同进步派联盟的议论，是许多典型

例子之一，这说明米留可夫之类的立宪民主党领袖是多么容易牵

着为数不多的“左派”立宪民主党人的鼻子走。他们用空话哄骗左

派立宪民主党人，他们用关于“民主”的冠冕堂皇的字眼来抚慰科

柳巴金之流，其实他们完全是按照反民主的精神、按照同进步派和

左派十月党人接近和结合的精神指导自己的政策的。立宪民主党

人的“分工”和西欧一切资产阶级议员一样：让科柳巴金之流及其

他“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对人民大谈其“自由”，而在议会中，在实际

政策上，立宪民主党同最温和的自由派步调完全一致。

取消派在谈到进步派时写道：“新的派别只会巩固，只会加强资产阶级选

民所处的那种政治上不定形和政治上紊乱的状态，而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

完全无能为力正是这种状态造成的。”

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无能为力，决不是“资产阶级选民”的

“不定形”造成的（只有左派立宪民主党人幻想家才能这样以为），

而是经济条件造成的，是那些使资产阶级成为工人的敌人，成为普

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只会发发牢骚和表示一下善良愿望的奴隶的经

济条件造成的。

左派立宪民主党人议员或者从唯心主义的政治理论出发，或

者从害怕失掉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所激怒的左倾选民的选票这种

庸俗恐惧心理出发，是能够同正式的立宪民主党展开斗争的，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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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持的理由就是现在已经到了恢复理智的时候了，到了记起我们

的纲领的时候了，到了反对不定形状态、小市民习气、无原则性的

时候了等等，这都是一些通常听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空话。

马克思主义者从唯物主义的政治理论出发，同各种色彩的立

宪民主党人展开斗争，同时说明促使资产阶级制定自由主义君主

派纲领并同进步派及“左派”十月党人接近的整个资产阶级的阶级

利益。因此，我们的结论不是向立宪民主党人的“理智”、向立宪民

主党人的“记忆力”、向立宪民主党人的“原则”呼吁，而是向人民说

明，为什么自由派会成为反革命的派别并且同民主派决裂。我们不

会惊叫：立宪民主党人会不会终于恢复理智，他们会不会记起自己

的纲领？我们要说：民主派会不会终于明白他们同反革命自由派

——立宪民主党人是有极大区别的？那些经济利益既不同领地占

有制拴在一起，也不同官僚、律师等等的地位和收入拴在一起的

人，会不会终于明白，为了真正人民的自由，必须同工人民主派一

起反对右派和立宪民主党？

载于１９１２年３月２９日《明星报》

第２３号（总第５９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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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由派工人政策作的拙劣辩护

（１９１２年４月１日〔１４日〕）

马尔托夫在《现代事业报》第８号上对《明星报》第１１号上我

的《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报》①一文作了答复。问题涉及到

工人在选举运动中的基本路线，所以值得特别注意。

我把《现代事业报》叫作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报，同时

作了如下的论证：（１）马尔托夫和唐恩提出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

阵地中赶出去，把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口号，不是民主派的

口号，而是自由派的口号。在俄国反对“反动派”的斗争，不仅不局

限于把杜马从反动派的手中夺过来，而且重点也不在这方面。（２）

马尔托夫谈到他提出的目标能够实现的时候，一开始就粉饰我国

的选举法。马尔托夫声称：“土地占有者和第一城市选民团的复选

人在很大一部分省的选举大会上占多数”是有保证的。我指出如下

事实：他们在所有省的选举大会上占多数都是有保证的；在５３个

省中，有２８个省，单是土地占有者就已经占多数（在省的选举大会

上），而且，在４４０名杜马代表中，这些省份要选出２５５名。（３）马尔

托夫谈到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的时候，他忘记了，

要使杜马从地主自由主义反对派的立场再前进一步，是办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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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托夫和唐恩的口号是把地主从反动派手中夺过来的口号。

（４）马尔托夫在谈到工人的切身利益是使政权转到“文明的资产者

手中”的时候，他“忘记”指出一件事，就是：自由派的切身利益是怎

样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政权，而又使民主派得不到“一件武

器”！（５）马尔托夫谈到立宪民主党人在杜马中得到加强，从而“使

他们便于取得政权”的时候，他忘记了俄国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经验，

忘记了法国１７８９年及以后几年的经验，忘记了中国１９１１年的经

验。这些经验表明：只有民主派违反自由派的意志取得胜利，政权

才会转到自由派（或者比自由派左一些的派别）手中。（６）可见，马

尔托夫只承认任何一个有教养的自由派都会接受的马克思主义。

在这６点上，马尔托夫回答了一些什么？什么也没有回答。他

保持绝对的沉默。既然你决心闭口不谈，那又何必挑起论战呢？

马尔托夫避而不谈我提出的所有的理由，同时又想用我下面

这段话“抓住”我：

“我们在选举中的实际任务决不是‘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

地中赶出去’，而是加强整个民主派，特别是工人民主派。这个任务

有时会同增加自由派人数的‘任务’发生冲突，因为５名额外增加

的① 民主派要比５０名额外增加的自由派对我们更重要，对无产阶

级也更有利。”

马尔托夫引用了这段话，得意洋洋地（说是他抓住了“反动派

的一个支持者”！）叫道：“我建议读者深入思考一下这段话。”我衷

心支持这个深入思考一下的建议。

１３２为自由派工人政策作的拙劣辩护

① 文中此处印错了：“额外增加的”印成了“坚强的”。马尔托夫本来不难看出，把
“坚强的”民主派同“额外增加的”（即补充的）自由派加以对比是荒谬的。不过
争论的实质不在这里。



马尔托夫开始深入思考了，并且终于想出这样的三段论法。现

在法律已规定在各地进行决选投票。这就是说，“可能有的唯一情

况”就是我们抛弃５０名自由派而选出５名民主派。这种“情况”就

是把民主派的选票出卖给黑帮以换取杜马的席位。

于是马尔托夫在整整５０行文字中欢呼雀跃起来，他说：看，打

死了黑帮的一个帮凶，并且在打死弗·尔—科之后，又“打伤了”威

·弗雷，据说弗雷“也是倾向于那一方面的”。

马尔托夫把自己的读者估计得太幼稚了！这位写文章不动脑

筋的作者，居然请读者深入思考一下，他是多么不谨慎啊。

我这段使马尔托夫深为不满的话，向善于思考的人提出两个

问题：（１）杜马中５名民主派是不是真的比５０名自由派对工人更

有利？（２）实际上会不会有这些任务“发生冲突”的情况？

第一个问题，善于思考的马尔托夫完全避开了。这是枉费心机

的。取消派先生们，你们自己回避政治，是为了指责我们偏爱算术。

杜马中５０名自由派给予人民的是一大堆腐蚀人民的虚伪的民主

主义演说，以及一星半点的“改革”，而这种“改革”，第一，只限于脸

盆之类的问题；第二，在国务会议里搁浅等等。５名民主派给予人

民的是在杜马讲坛上从许多方面说明民主主义的道理（工人还要

说明社会主义的道理）。什么对无产阶级更有利呢？

再看看第二个问题。马尔托夫说，选出５名民主派（“额外增加

的”，即增加进现有代表名额中的）的任务同选出５０名自由派的任

务只有在他上面指出的那种情况下才可能发生冲突，这种说法正

确吗？因为马尔托夫在请别人深入思考后，曾直截了当地说：“这是

可能有的唯一情况。”

如果马尔托夫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读者就应当指责我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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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科，为什么指出的是不可能有的情况，或者为什么暗中打算把

民主派的选票出卖给黑帮以换取杜马的席位（我再秘密地补充一

句：愚蠢的暗中打算是，普利什凯维奇想收买彼得罗夫第三和沃伊

洛什尼科夫的朋友们的选票，代价是把沃伊洛什尼科夫选入第四

届杜马。这一点，“善于思考”的马尔托夫写得象真有那么回事情似

的）。

如果可能有这两个任务发生冲突的另外一种情况，那马尔托

夫的说法就不正确。

总之，可能不可能有发生这种冲突的另外一种情况呢？毫无疑

问是有的，这种情况就是，在决选投票的时候，民主派没有同自由

派缔结协定，而是既同右派斗争，又同自由派斗争。

情况就是如此。①

善于思考的马尔托夫也同所有的取消派分子一样，被两个阵

营的思想迷住了，看不到第三个阵营进行的既反对第一个阵营又

反对第二个阵营的斗争！

紧接着我那段使马尔托夫恼怒的话的后面，我还说过这样的

话：

“由此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可爱的马尔托夫，是“由此”得出

的！〉，虽然马尔托夫似乎也承认立宪民主党人是自由派而不是民

主派，但是他不喜欢下列结论：（１）在５个大城市进行决选投票的

时候，只准许同民主派缔结协定来反对自由派；（２）在第二阶段，在

３３２为自由派工人政策作的拙劣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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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任何投票和缔结任何协定的时候，首先应当同民主派缔结协

定来反对自由派，然后才可以同自由派缔结协定来反对右派。”

马尔托夫提到的只是第二点，他说我说得不对，因为马尔托夫

是同意这一点的（我们且看一看，是不是所有的取消派都同意！），

至于第一点，马尔托夫却一字不提！

再说一遍：或者默不作声，或者进行争论。

在５个城市进行决选投票问题上，总的路线是：联合民主派来

反对自由派。同自由派缔结协定是禁止的（因为经验表明，总的说

来这里没有黑帮危险）。

你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条禁令？请直截了当地说吧。

其次，这些决选投票可能有怎样的实际结果呢？选票可能几乎

均等地分给三个阵营。相对的多数将起决定作用。我们举一个最

简单的例子：在１００张选票中，右派得３３票，自由派得３３票，民主

派得３４票。民主派就当选了。如果社会民主党人减少一票，黑帮

多得一票，黑帮就可能当选！

工人政策有两条路线。一条是自由派的路线，认为最可怕的是

黑帮当选，因此应当不经战斗就把领导权交给自由派！一条是马克

思主义的路线，认为不应该被自由派关于黑帮危险的叫嚣吓倒，要

勇敢地投入“三角”（用英国人的说法）战斗。一般说来，黑帮危险是

没有的，如果黑帮例外地当选了，那民主派也会在有的地方当选！

……

要学会游泳，就必须下水。世界上没有可以预先料到一切可能

性的斗争。如果工人被自由派关于黑帮危险的叫嚣吓倒，那就永远

学不会怎样进行“三角”战斗。在世界各地，反动派阵营和自由派阵

营都要比工人阵营团结得更早，组织得更好（当然，这是在反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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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的庇护之下）。在世界各地，自由派反复对工人讲的正是马尔托

夫一再重复的话。

我们还要做最后的一件事，好向“善于思考的”马尔托夫指出

思考这个词的意义。

在５个城市进行决选投票的时候，同自由派缔结协定是禁止

的。而在其他城市进行决选投票的时候，并不禁止缔结这种协定。

这是不是说，这种协定将来总是可以缔结的呢？似乎没有这个意

思，对不对？

如果没有协定，那在任何一次决选投票的时候，选票是不是可

能几乎均等地分给三个阵营？

似乎是可能的，如果认真“深入思考一下”的话！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工人政策有两条路线。

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全国正向左转；“因此”……最可怕的是黑

帮危险；口号是把反动派从他们的杜马阵地中赶出去，而能够把反

动派从杜马阵地中赶出去的只有自由派；因此，不要“威胁”自由

派，不要向自由派“强行索取”席位——“文明的”工人向自由派这

样的好人强行索取是不是体面呢？——也就是说，在同自由派缔

结协定的时候要作一切让步，要避开“三角”战斗。

马克思主义的工人政策：全国正向左转；因此不要相信自由派

关于黑帮危险的鬼话；在同自由派缔结协定的时候，要竭尽全力威

胁他们，向他们强行索取杜马中的席位；工人同志们，要使你们的

威胁有力量，就不要害怕“三角”战斗；勇敢地投入这一战斗，在人

民面前揭露自由派的反革命性；当然，没有失败的可能性的战斗是

没有的，黑帮可能在有的地方当选，可是民主派也可能在有的地方

当选；在杜马中，增加５名民主派比增加５０名自由派更好；一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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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黑帮是不会当选的，因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是太出名了，自由

派是故意用黑帮危险来吓唬人民，以保证自己的领导权（尽管马克

拉柯夫之流同黑帮差不了多少），并使自己避开“左派”的危险。

结论是：他对我上面提出的关于自由派工人政策的６点中的

任何一点都没有作出回答。他“隐瞒了”关于在５个城市中禁止同

自由派结成联盟的问题。关于决选投票时的三角选举的问题，他连

想都没有想过，——尽管他答应要深入思考。但是他做了两件事：

（１）庇护自由派，使他们不受到“威胁”；（２）揭露沃伊洛什尼科夫的

朋友们勾结普利什凯维奇的阴谋：他们想出卖选票给普利什凯维

奇，代价是由普利什凯维奇把沃伊洛什尼科夫等人选入第四届杜

马！！

载于１９１２年４月１日《明星报》

第２４号（总第６０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２２４—２２９页

６３２ 为自由派工人政策作的拙劣辩护



俄国的决选投票和工人阶级的任务

（１９１２年４月３日〔１６日〕）

现在有愈来愈多的例子说明，对我国选举法中的决选投票的

错误看法流传得多么广泛。唐恩在《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１—２期合

刊上说，我们在决选投票中的策略和西欧的完全一样。马尔托夫在

《现代事业报》第８号上直接把“德国工人”搬出来，当作俄国人在

决选投票时期策略问题上的学习榜样。托洛茨基就在前不久写了

一篇专门谈决选投票的短文，其中也是从头到尾都贯穿着这样的

错误。

屡次三番地重复这种错误，不禁使人产生一种想法：某些集团

中这种“普遍”爱犯实际错误的“倾向”，是不是由于不愿意理解工

人民主派在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中的任务而造成的呢？

根据１９０７年六三法令，俄国没有德国式的决选投票，也根本

没有名副其实的“决选投票”，只有补充选举或新的选举。德国人在

决选投票时只是就初选中得票最多的两名候选人的问题进行投

票。德国人在决选投票时投票解决的纯粹是应该在这两名得票最

多的候选人中选谁的问题。

我国就不是这种情况。我国法律规定，决选投票时可以随便提

多少候选人，提什么人都可以。严格地说，这不是决选投票，而是一

次新的选举或改选。因此，一切搬用德国例子的做法都是完全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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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

我国法律中的关于决选投票的基本条文是《选举条例》第１０６

条。这一条说：“预选大会选出的初选人以及选举大会选出的复选

人是指在预选大会或选举大会上获得超过半数的与会者的选票的

人……”

这里清楚地说明，在初选中要求获得绝对多数。接着这一条又

说，如果得不到绝对多数的选票，“就要进行不足额的复选人〈即除

了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的当选人以外的全部余额〉的补充选举”。

什么人才被认为是“补充选举”的当选人呢？这一条的结尾部

分说：“获得相对多数的选票的人可被认为是当选人。”

关于直接选举即彼得堡、莫斯科、敖德萨、基辅和里加等城市

的选举中的决选投票，１９０７年六三法令也作了同样的规定。不过

第１４０条没有用“相对多数的选票”这种说法，而是说“选票最多”。

此外，对省选举大会的杜马代表的选举，也规定了决选投票（如果

候选人得不到“超过半数的选票”，即绝对多数的选票），并且规定

“获得相对多数的选票的人可被认为是当选人”（第３５０条）。

总之，我国选举法中根本没有同德国的决选投票相类似的东

西。把德国工人的做法当榜样是再错误不过的了。在官方出版的

《国家杜马选举条例》（１９１２年圣彼得堡内务部版）中第１０６条的

第１４项说明中说：“准许未参加初选的人参加补充选举。”很明显，

这里不仅指新的选民，而且指新的候选人。从法律观点看来，决选

投票时提出初选中没有提出的候选人是允许的。

试问，从六三选举条例的这个特点，应当得出什么样的关于选

举策略的政治结论呢？

第一个结论，也是基本的和最一般的结论是：我国的法律为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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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投票时缔结选举协定留下了比德国法律更广阔的余地。在德国，

只能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一种选举，因为初选中的失败者不能

给自己提出什么别的任务（而且不能参加决选投票的人应当算是

失败者）。可是在俄国，如果初选中没有胜利者，那么严格地说来，

也就没有失败者，因为任何人都可以再一次同这个或那个同盟者

缔结各种各样的协定，在新的战斗中碰碰运气。

而且在德国，工人候选人不能在决选投票中利用右派资产阶

级政党同反对派资产阶级政党之间的斗争来壮大自己，即直接利

用这场斗争。这是因为如果自由主义反对派和右派几乎势均力敌

的话，工人候选人可以支持前者而反对后者，但是他不能在他的自

由派对手和他的反动派对手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自己去取得胜利。

而在俄国这却是可能的。

由此得出第二个结论：俄国选举法为工人民主派在决选投票

时进行反对自由派的斗争留下了比德国选举法更广阔的余地。俄

国的情形也象多数西欧国家一样，在选举中占优势的是居于统治

地位的有产阶级的两个派别（或者说两个政党集团）：“保守派”和

自由派，即黑帮和“反对派”。工人既反对前者，也反对后者。同时，

人民中的落后阶层在开始投入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的斗争的

时候，在还没有开始意识到反对资本的斗争任务的时候，通常在相

当长的期间内是跟着自由派走的。因此，不断加强自己影响的工人

政党，从自由派方面争取到的追随者往往比从右派方面争取到的

要多。因此，各国的“立宪民主党人”时常发出虚伪的号叫，说什么

工人政党为反动派效劳，削弱“整个进步力量”等等，等等。

在德国，只有当右派在初选中遭到失败，根本不能参加决选投

票的时候，工人候选人在决选投票中才可能投入反对自由派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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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在俄国，只要右派在初选中得票少于自由派，工人候选人在决

选投票中就可能而且也应该投入反对自由派的战斗。换句话说，在

德国的决选投票中，工人只能“一对一”地同自由派进行斗争；而在

俄国，决选投票中也可能有“三角”战斗，也就是右派、自由派、工人

候选人都参加的战斗。因此，在俄国的决选投票中，会更多地出现

工人群众关心自己的候选人当选的情况。

我们再来谈第三个结论。在俄国目前政治分类的情况下，在自

由派强于黑帮（当然，算作黑帮的是全部右派，既包括民族党人，也

包括十月党人，即所有的政府党都毫无例外地包括在内）的一切选

民团中和一切选举阶段上，所谓左派联盟在决选投票中都有非常

广阔的活动余地。既然在初选中自由派强于黑帮，而工人候选人又

弱于自由派，那么无论从组织整个民主派这个政治任务的角度来

说，或者从使工人候选人能够当选为杜马代表的角度来说，工人都

必须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民粹派、劳动派等等）来反对自由派。

这种情况会常常出现吗？

在省的选举大会上不常出现。无疑，这里最常见的情况是：自

由派弱于黑帮，因而需要有全体反对派的联盟来击败黑帮。

在农民选民团中，政治分类最不明确和最不固定；这里的警察

迫害非常厉害，初选人、复选人甚至杜马代表的候选人，都非常有

必要“隐藏”自己的真“面目”，工人候选人（指有党籍的候选人）在

这里是不多的。在这个选民团中，政治任务无疑是组织民主派和展

开清除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影响和偏见的斗争。对于决选

投票中这种或那种情况是否经常出现以至决选投票（实际上）是否

普遍，都很难作出明确的结论。

在土地占有者和第一城市选民团中，民主派，尤其是工人民主

０４２ 俄国的决选投票和工人阶级的任务



派的作用太小了，因此不值得一提。

再有就是第二城市选民团。这里有不少工人和近似工人的选

民，如店员，工人房客，领取抚恤金或养老金者等等。这里至少有某

种类似政治报刊的东西和某种集会之类的东西。总之，这是选民亲

自参加下的决选投票的主要场所。这里选民的党派组合情况是怎

样的呢？

关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第二城市选民团复选人的党派成分的

资料，对这个问题作了虽然是间接的，但是十分准确的回答。根据

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１９０７年第２４１号）对欧俄５１个省的全部

５１６１名复选人中的４８９７名所作的统计资料，第二城市选民团的

５３３名复选人按党派划分的情形如下：属于反对派的有４０５名

（１００名“左派”，２０９名立宪民主党人，９６名进步派），属于右派的

有１０１名（１７名温和派，１９名十月党人，６５名右派），还有２１名无

党派人士和６名所属党派不明的人。当前选举中互相斗争的３个

主要政党集团在这里壁垒分明：１００名民主派，３０５名自由派，１０１

名右派。

自由派要比同民主派几乎势均力敌的右派强２倍多。很明显，

按一般情况说来，这里根本谈不到什么黑帮危险。其次，很明显，工

人民主派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同自由派进行斗争；目前，在自由

派、十月党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都承认的国家无疑普遍向左转的

时候，这种斗争就特别被提到首要地位。当然，在第一阶段，工人候

选人应当提出清一色的名单，投入完全独立自主的斗争。而在第二

阶段，即在决选投票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民主派同自由派进行斗

争。

为了进行这一斗争，马克思主义者在决选投票中应该联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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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民主派（即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民粹派、劳动派等等）来反对

自由派。臭名远扬的“负责的反对派”，即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三届杜

马中的所作所为，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一切政策和策略，以

及目前在店员中展开的运动，都为工人所组织的民主派进行这场

反对自由派即反对立宪民主党人的斗争，提供了特别有利的基础。

只要第二城市选民团还是进行决选投票的主要选民团，工人在决

选投票中的主要路线就是：联合民主派，反对右派和反对自由派。

结果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取消派和他们的拥护者在决选投

票问题上既犯了“技术”错误，也犯了政治错误。“在技术上”他们的

错误是，把德国的决选投票同俄国的“补充选举”或新的选举混为

一谈。在政治上他们的错误是，用支持反对派反对右派的泛泛言论

来敷衍搪塞而滑到自由派工人政策方面去。其实，无论是马克思主

义者在目前俄国的总任务（即组织作为民主派先进部队的工人，既

反对右派，也反对反革命的自由派），或者是我们在主要的“进行决

选投票的”选民团中所处的地位的特点，都迫使我们提出另外的口

号。在决选投票中，首先是在第二城市选民团的决选投票中，最经

常要做的是，联合所有的民主派来反对自由派和反对右派；其次才

需要在决选投票中结成共同的反对派联盟来反对黑帮。

载于１９１２年４月３日《明星报》

第２５号（总第６１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２３０—２３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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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和民主派

（１９１２年４月８日和１９日〔４月２１日和５月２日〕）

一

我们已经谈到的而且一些报纸（其中包括３月２８日的《言语

报》）也报道过的劳动派代表会议１３６，对于明确各党派在整个第四

届杜马选举运动中的态度，是特别重要的。在温和的自由派（立宪

民主党人和“非党进步派”）结成联盟以后，在工人民主派作出关于

他们的选举策略的决定以后，只有劳动派“表明态度”，情况才会全

面。

现在，俄国社会的一切阶级，都通过所有比较重要的和值得重

视的政党，确定了自己在选举运动中的立场。对资产阶级的政党，

特别是对那些在六三制度的大厦里建立了“巩固”地位的政党来

说，选举主要是加强宣传的时机；而对工人民主派，对马克思主义

者来说，选举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向人民解释：各种不同政党的实质

是什么，各有什么主张，左右这个或那个政党的是哪些真正的切身

利益，躲在这个或那个招牌下的是社会上哪些阶级。

我们不得不一再从这个角度来谈劳动派代表会议，为了工人

阶级的利益，我们恰恰应当特别注意上面指出的这个原则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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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黑帮的即右派的政党和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总是不谈这个

问题，或者千方百计曲解这个问题的提法和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而且他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个别人缺乏理智或者怀有恶意，而是

因为地主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迫使他们曲解农民和工人政党的

实质。

对于主要是农民党派的劳动派来说，虽然没有故意不谈哪怕

是自由派和民主派的区别这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他们解决得不

正确。从农民即小业主的观点出发，是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

的；只有从雇佣工人的观点出发，这个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这一点

不仅为理论、科学所证实，而且也为欧洲各国的经验，特别是１９世

纪欧洲一些政党的整个经济和政治的历史所证实。

我们就来看一看自由派是怎样谈论劳动派和劳动派又是怎样

谈论自己的。自由派的《言语报》即立宪民主党的主要机关报说，因

为１９０７年的六三选举法的修改而受害最大的是劳动派，又说劳动

派的策略和立宪民主党人的策略“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区别”，——

因为立宪民主党人（请注意）可能“重复”而且几乎正在重复劳动派

所讲的一切。《言语报》写道：“最后，在选举中同劳动派缔结协定可

能是需要的，不过只是在一些地区，而且为数不多。”

仔细想想这个估计，你们就会发现，这是自由派资产者的估

计，六三法令把他们从首位（过去根据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１１日的法律

１３７选举时他们所占有的首位）上挤了下来，但是同时给予他们一

个保护他们不受民主派侵犯的很有分量的反对派地位。劳动派先

生们，在我们看来，你们是不重要的，我们并不重视你们，这就是

《言语报》声明的真正含义。为什么是不重要的呢？因为六三法令

削弱了你们在选举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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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何民主派，特别是任何工人看来，重要的不是那些按现行

选举法享有垄断权或者特权的政党，而是那些代表广大居民群众，

特别是被剥削劳动群众的政党。六三法令恰恰保护自由派资产者

不受这些群众的侵犯，因此对他们说来，这些群众是不重要的。自

由派律师和记者需要杜马的席位，自由派资产者需要同普利什凯

维奇之流瓜分政权，——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而增强农民群众的

独立政治思想，增强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独立性，对自由派说来，

不仅是不需要的，而且简直是危险的。自由派需要选民，自由派需

要信任自己并跟着自己走的群众（好强迫普利什凯维奇之流自己

挤一挤），但是自由派害怕群众的政治独立性。

劳动派作为一个“独立的”党派，它特别接近农民即绝大多数

居民，它所代表的不是自由派而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那为什么自由

派不怕劳动派呢？正因为劳动派是个对自由派不够独立，不善于同

自由派争夺对群众的影响的民主派！如果采取严肃的、诚实的、有

原则性的态度对待俄国现代政治，而不是采取追逐代表资格的诈

骗的（也就是自由派的）手法对待这种政治，那就不能不千百次地

谈论俄国现代政治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只要俄国当前时代的历

史任务还是按民主方针对俄国实行政治改革，那这种改革问题的

整个关键必然还是在于，使十分广泛的，最广泛的居民群众成为觉

悟的民主派，即成为十分明确地、彻底地、坚决地反对自由派的狭

隘性、局限性、不彻底性和胆怯心理的一切表现的民主派。不能领

会和实现这个当前的政治任务，就无法成为消灭雇佣奴隶制的彻

底的战士，不懂得这一点的工人，还不能算是觉悟的工人。

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说他们的“策略”和劳动派的没有“什

么明显的”区别，这是最惊人的愚昧无知，或者是最无耻的谎言。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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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近１０年的政治史每一页都有成百成千个驳斥这种谎言的事实。

俄国的现代史根据我们俄国的经验向我们指出，自由派和农民民

主派之间的差别比任何“策略”问题要深刻得多，——因为，尽管事

态发展屡次引起“策略”的急剧变化，这种差别在最近８年来总是

毫无例外地显现出来——这种差别比一切“纲领”要深刻得多，因

为纲领只是表明一个阶级的先进人物对本阶级的任务和地位的一

些想法。不是先进人物的意见，而是千百万群众的行动向我们表明

了自由派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农民阶级之间在现代经济和

政治的地位上的根本差别。由此产生了在对待现代俄国的“统治力

量”方面的阶级利益上的根本差别。由此产生了政治积极性在各种

出发点和程度上的根本差别。

无论自由派或者劳动派都可能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是志同道合

者，因为二者都“反对普利什凯维奇”。但撇开政治活动家的这些意

见而再稍微深入一点看看群众的阶级地位，你们就会发现，自由派

资产阶级在实际生活中是在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政治特权；

他们争论的只是这样一点：是让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拥有２３的政

治特权而让米留可夫之流拥有１３呢，还是与此相反。看看“实际

生活”，看看目前俄国农民即农业中的小业主阶层的经济地位，你

们就会发现，这里的问题决不在于瓜分政治特权，决不在于政治特

权，这里的“实际生活”一词是带引号的，因为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存

在本身，就意味着千百万这样的小业主要饥饿而死。

在现代俄国有两个资产阶级。一个是成熟而且过分成熟的资

本家这一非常狭小的阶层，他们以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为代

表，实际上干着同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现在的政权、现在的政治

特权的勾当。对“现在”一词应当作相当广泛的理解，例如，这里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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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今天１９０７年六三法令所保护的特权，也包括昨天１９０５年１２

月１１日法律所保护的特权。

另一个资产阶级是极不成熟的，但力求走向成熟的小业主和

一部分中等业主，主要是农民这一非常广泛的阶层，他们实际上要

解决的决不是俄国现代历史生活中的特权问题，而是不要因为普

利什凯维奇之流而被饿死的问题。而这也就是涉及普利什凯维奇

之流整个权力基础本身的问题，涉及普利什凯维奇之流一切权力

的根源的问题。

俄国政治解放的全部历史就是第一种和第二种资产阶级趋向

斗争的历史。无数关于自由和平等、关于“平均”分配土地和关于

“民粹主义”的漂亮词句的全部意义，可以归结为这两种资产阶级

趋向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必然会产生一个纯粹资产阶级的俄国，完

全是或者主要是染上这两种“色彩”中的一种“色彩”的俄国。不用

说，雇佣工人对这一斗争决不会漠不关心；相反，如果他们是有觉

悟的，他们就会毅然决然地干预这一斗争，争取使农民跟着他们走

而不是跟着自由派走。

劳动派代表会议不能不提到的那些问题，也可以归结到这一

点。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准备在以后几篇文章里再详谈。现在我们

把前面讲的话作一个小结。关于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问题是

俄国整个政治解放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把这个问题归结为这个

或那个党在六三体制中的“实力”问题，归结为根据六三体制进行

的选举中缔结某种协定的“合算程度”问题，是再庸俗不过了。恰恰

相反，只有理解了这个党和那个党即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和

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进步派”等等）的阶级根源，才能

以雇佣工人的观点正确地解决关于协定、决选投票等等的局部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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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

二

劳动派代表会议提出了许多非常有趣的和很有教益的政治问

题。现在我们这里有对代表会议的决定的绝妙解释，即瓦·沃多沃

佐夫先生的论述《劳动团的选举纲领》的文章，这篇文章刊载在柯

瓦列夫斯基和布兰克先生直接参加下出版的彼得堡《生活需要》周

刊１３８第１３期上。说沃多沃佐夫先生的解释是“绝妙”的，当然不是

从我们的观点来说的，而是因为它正确地表达了劳动派的观点和

意图。一切关心俄国民主派社会力量的作用的人，都应当特别注意

沃多沃佐夫先生的文章。

他写道：“劳动团所依据的信念是：在目前历史情况下，农民、工人阶级和

劳动知识分子的利益，不仅不互相矛盾，而且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一个

政党完全能够为这三个社会阶级的利益服务。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力量，工

人阶级找到了社会民主党作为自己的代表，因此，劳动团自然应当主要是农

民的政治代表。它过去就是这样的代表。”

在这里，马上就清楚地看出一切民粹派，直到最“左的”民粹派

都犯过的一个主要错误。他们所依据的“信念”违反经济科学的全

部原理，违反经历过类似俄国当前这样的时代的国家的一切经验。

甚至当俄国历史经验迫使他们承认，这些信念在我国也被事态发

展所推翻的时候，他们还在继续坚持这些“信念”。

劳动派的第二句话反驳了第一句话。假如一个政党能够既为

工人阶级的利益又为农民的利益服务，那么工人阶级的单独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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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又是如何产生的呢？如果它在俄国历史上特别重要特别危急的

时期（１９０５年）建立并巩固起来了，如果连劳动派自己也不得不承

认工人阶级“由于历史条件的力量”而“找到了”自己的政党，那么，

这就是说，劳动派的“信念”被“历史条件的力量”推翻了。

既然劳动派成了农民的党派，而根据他们的信念，他们是不应

当只成为农民的党派的，也就是说，他们的信念是不正确的，是一

种幻想。这种幻想正是欧洲一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政党在同封建

制度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时期曾经产生过的那种幻想。“非阶级的

政党”的思想曾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占优势，但“历史条件的力量”总

是推翻这种思想，打破这种幻想。企图或拼命要用“一个政党”囊括

各个阶级的做法，正是这样一个时代的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点，在

这个时代，他们必定认为自己的主要敌人是在后面，而不是在前

面，是农奴主，而不是无产阶级。

这种“囊括”各个阶级的妄想使劳动派同立宪民主党人接近起

来，因为立宪民主党人也想成为一个超阶级的政党，也断言工人阶

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利益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他们把马克

拉柯夫先生之流也当成劳动知识分子！觉悟工人将永远反对一切

关于超阶级的政党的思想，反对一切抹杀雇佣工人和小业主之间

的阶级鸿沟的做法。

如果说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抱有各

个阶级可以融为一体的资产阶级偏见，那么，他们之间的差别就在

于事态的发展使这个和那个政党违反本政党的愿望，有时还违反

它的个别成员的意识而趋向某个阶级。历史使劳动派学会了更接

近真理，说他们是农民的党派。立宪民主党人继续自称为民主派，

而实际上他们是反革命的自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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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上面这个道理劳动派还远没有认识清楚，——他们

的认识极不清楚，以致他们的代表会议的正式决定都没有对立宪

民主党人作任何评论。在正式决定中只谈到“首先同社会民主党

人，然后才同立宪民主党人”缔结协定。这是不够的。只有完全弄

清楚缔结协定的政党的阶级本质，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和利益的

暂时一致，才能正确地、彻底地、有原则地解决关于选举协定的问

题。

只有沃多沃佐夫先生的解释谈到了这一点。《言语报》在提到

和讨论他的文章的时候，竭力对读者完全隐瞒起来的恰恰是这些

论点。我们认为必须着重讲一讲这些论点。

沃多沃佐夫先生写道：“劳动团很清楚，俄国的现存制度是专

制制度和专横制度，因此，他们坚决谴责立宪民主党想向世界宣布

俄国存在着立宪制度的一切做法。不同意英法议会代表为宣扬俄

国的立宪制度而举行的隆重的欢迎会。在劳动派看来，无疑只有在

整个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中实行根本的深刻的改革才能使俄国走

上正确而健康的发展的道路。因此他们对这种信念在我们社会生

活中的一切表现表示同情。正是这种信念使他们和立宪民主党之

间产生一条很深的鸿沟……”稍往下又重复了同样的思想，说“立

宪民主党的和平演进主义和以这种演进主义建立起来的立宪民主

党的策略”，“总是使劳动派离立宪民主党比离社会民主党更远一

些”。

为什么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一定要设法把这个论点向读者

隐瞒起来，这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段文章里，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想

在民主派和自由派之间划出一条界限的愿望。界限无疑是存在的，

但是沃多沃佐夫先生虽然也谈到“很深的鸿沟”，可是对这条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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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了解得很不深刻。他认为区别其实是在策略上，是在对时局的估

计上：劳动派主张根本变革，立宪民主党人是和平演进论者；劳动

派认为我国是专制制度，而立宪民主党人说，谢天谢地，我国有了

宪制。这种区别在同一个阶级的右翼和左翼之间也是可能有的！

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区别仅限于这一点吗？沃多沃

佐夫先生本人是不是承认过劳动派是农民的党派呢？农民的阶级

地位，即使拿对待普利什凯维奇和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态度来说，

同自由派资产阶级的地位竟没有一点区别吗？

如果没有，那么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之间的差别，甚至从对

待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态度来看，也是不大的。如果有，那么应

当提到首位的正是阶级利益的区别，而不是对专制制度和宪制或

者对和平演进的“看法”上的区别。

劳动派想比立宪民主党人更激进。这很好。但是，如果他们很

清楚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阶级实质，如果他们在自己的纲

领里直截了当地谈到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自由主义，那么他们

的激进主义就会更彻底、更深刻一些。

因此，沃多沃佐夫先生以外部障碍为借口，说什么由于外部障

碍劳动派“只好写出这样的决议，其中一些最重要论点因为引用了

多数读者不大清楚的、他们很难理解的‘劳动团纲领’而被掩盖起

来了”，他以这种借口“为自己辩护”是枉费心机的。第一，劳动派不

该局限在上述障碍所限制的范围内；他们正象我们的取消派一样

局限在这种范围内，这就表明他们同立宪民主党人的区别是不大

的。第二，要说明立宪民主党自由派的阶级实质及其反革命性，在

任何范围内都是完全可能的。

由此可见，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社会民主党之间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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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然的，而是由农民所处的非常深刻的和根本的条件造成的。脱离

资产者和无产者的直接斗争而居于中间地位，就会产生关于非阶

级的和超阶级的政党的幻想。业主和小业主所特有的一般资产阶

级偏见使劳动派和立宪民主党人接近起来。由此产生了劳动派这

一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不彻底性，这种不彻底性甚至表现在他们同

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政权的基础进行的斗争中。

觉悟工人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民主派团结起来，使他们尽可

能摆脱自由派，尽可能少受自由派的影响，尽可能彻底些、坚决些。

广大农民群众的地位使得沃多沃佐夫先生所说的进行“根本和深

刻的改革”的意愿非常有基础，它蔓延到各处，并且深深扎根于土

壤之中。

载于１９１２年４月８日和１９日
《明星报》第２７号和第３２号
（总第６３号和总第６８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２３７—２４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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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和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

（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５日〔５月８日〕）

勒拿屠杀事件１３９引起的政治罢工和游行示威，表明俄国工

人群众的革命运动正在发展。这种革命气氛的日益浓厚，清楚地说

明了党的任务和党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

危机正在新的局势下发展。黑帮杜马就是这种局势下的必然

产物。它使地主得到了政权，使资产阶级得到了进行各种交易的场

所，使无产阶级得到了一个小小的讲台。为了在群众中进行革命工

作，我们需要这个讲台，需要选举运动。无论是在塔夫利达宫，在喀

山广场，在工人群众的集会上，在罢工的时候，在工人社会民主党

人的全区会议上，或是在工会公开的会议上，我们都需要一个秘密

的党来领导这全盘的工作。只有不可救药的瞎子才会在今天还看

不见召回主义和取消主义这些反革命得势时期涣散和瓦解的产物

是多么荒谬，对工人阶级有多么大的危害。民粹派的例子清楚地告

诉我们，“劳动派”的以及《俄国财富》杂志１４０和《同时代人》杂志
１４１

的合法著作家的取消主义同社会革命“党”的召回主义加在一起得

到了一个多么可耻的零。

现在我们把各种政治力量的竞选动员所表明的情况，作个一

般的总结。三个阵营的表现都很清楚：（１）右派，从普利什凯维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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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契柯夫，都拥护政府。黑帮地主和守旧商人拼命拥护政府。（２）

自由派资产者（“进步派”、立宪民主党人和各“民族代表”集团）既

反对政府，又反对革命。自由派的反革命性是这个历史时期的主要

特点之一。谁看不到“文明的”资产阶级的这种反革命性，谁就是什

么都忘掉了，什么也没有学到，是个徒具其名的民主派，更谈不上

是什么社会党人了。而劳动派和“我们的”取消派就是看不清这一

点，也不大懂得这一点！（３）民主派阵营，在这个阵营里，只有革命

的社会民主党人，反取消派，才团结一致地、有组织地、坚定地、鲜

明地举起了自己的革命旗帜。劳动派和我们的取消派则在自由派

和民主派之间，在合法的反对派和革命派之间摇摆不定。

区别第一个阵营同第二个阵营的阶级根源是很明显的。但是，

区别第二个阵营同第三个阵营的阶级根源，有许多人，从沃多沃佐

夫到唐恩，都被自由派弄糊涂了。布兰克在《生活需要》杂志上天真

地泄露出来的自由派的“战略”并不怎么奥妙：立宪民主党人是反

对派的中心，是辕马；还有两匹拉边套的马（“侧翼”）——进步派在

右，劳动派和取消派在左。米留可夫之流的先生们就想坐在这辆

“三套马的车”上，扮演“负责的反对派”的角色，“走”向胜利。

如果俄国解放运动的领导权落在自由派手里，那无论过去或

将来，都意味着运动的失败。自由派在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君主制

和工农的革命之间看风使舵，每到严重关头，总是出卖革命。革命

的任务就是要利用自由派同政府的斗争，同时消除自由派的动摇

和叛变的影响。

一方面用革命来恐吓，以达到同普利什凯维奇、罗曼诺夫瓜分

政权的目的，同时又镇压革命，这就是自由派的政策。这种政策是

由资产阶级的阶级地位决定的。因此，立宪民主党人才会玩弄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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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民主”，才会在实际上同叶弗列莫夫、李沃夫、里亚布申斯基之

流的最温和的“进步主义”合流。

为了开展、加强和巩固群众为推翻君主制、彻底消灭普利什凯

维奇和罗曼诺夫之流而进行的革命冲击，就必须利用自由派同普

利什凯维奇之流瓜分政权的斗争，同时又绝对不要在人民当中造

成对自由派的“信任”，这就是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在选举时要团

结民主派，对付右派又对付立宪民主党人，同时在决选投票时，在

报刊上，在会议上要“利用”自由派同右派的斗争。因此，必须制定

一个立刻越出“合法”范围的革命纲领。因此，必须提出建立共和国

的口号，来同自由派所玩弄的“立宪”口号，同“拉斯普廷—特列先

科夫宪制”口号相抗衡。我们的任务是：时时处处，通过各种工作方

式，在各个活动场所，在反动派的胜利、自由派的叛变或危机的延

续等等使我们碰到任何周折的情况下，我们都要训练革命战士的

大军。

请看一看劳动派。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民粹主义取消派。沃多

沃佐夫先生“暗示说”：我们是革命者。他接着又补充说：但是……

总不能违反第１２９条１４２啊。在赫尔岑诞生１００年之后，千百万农民

的“政党”甚至不能违反第１２９条去出版一份小报，哪怕是胶版印

刷的！！劳动派很想“首先”同社会民主党结成联盟，但是它不能清

楚地说明立宪民主党人的反革命性，不能去创建一个共和派的农

民政党。而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和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的教训正是这样提出

问题的：或者为建立共和国而奋斗，或者跪在普利什凯维奇的脚

下，躺在地上听凭马尔柯夫和罗曼诺夫的鞭笞。除此之外，农民别

无选择。

请看一看取消派。不管马尔丁诺夫和马尔托夫之流怎样支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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搪塞，怎样兜圈子，任何一个正直的、头脑清醒的读者都会认为罗

—柯夫的话正好总结了他们的看法，他说：“不要抱幻想，因为极端

温和的资产阶级进步主义就要胜利了。”这句名言的客观意思就是

说：革命是幻想；支持“进步派”才是现实。唐恩之流和马尔托夫之

流所讲的也正是这个意思，只不过话稍微有点不同，比如：他们提

出了“把杜马〈第四届杜马，地主的杜马〉从反动派手中夺取过来”

的口号，他们几百次地在两个阵营这一思想上迷失方向，他们高喊

“不要破坏”自由派资产者的进步性工作，他们拼命反对“左派联

盟”，他们在《现代事业报》上扬扬得意地对“无人阅读的国外出版

物”嗤之以鼻，他们实际上满足于合法的纲领，满足于合法地去破

坏组织，他们成立了取消派的“发起小组”１４３，而同革命的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决裂。所有这一切，只要不是故意闭起眼睛的人，难道有

谁还看不到吗？列维茨基之流从哲学上发挥了为争取权利而奋斗

的自由派思想，涅韦多姆斯基之流企图重新“修正”杜勃罗留波夫

的思想，从民主主义倒退到自由主义，斯米尔诺夫之流向“进步主

义”频送秋波，所有这些人以及《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现代事业报》

的所有其他勇士，唱的都是上面那同一个调子，这难道还不清楚

吗？

实际上，民主派和社会民主党人即使想“破坏”，也永远不能

“破坏”“进步派”在地主和资产者当中取得的胜利！这完全是空话。

重大的分歧不在这里。自由派的工人政策和社会民主党的工人政

策的区别不在这里。“支持”进步派，把他们的“胜利”看成是“文明

的资产者向取得政权接近”，这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

我们社会民主党人认为进步派的“胜利”是民主高潮的间接反

映。应当利用进步派同右派的斗争，光喊支持进步派的口号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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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任务是推进民主的高潮，培养正在新的俄国以新的方式成

长起来的新的革命民主派。如果这个革命民主派不能违反自由派

的意愿而得到巩固和胜利，那么，进步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在选举中

的任何“胜利”都不能使俄国的局势在实际上有任何重大的改变。

至于民主高潮已经来到，这是无可争辩的。这个高潮的到来比

我们所希望的要困难一些，缓慢一些，复杂一些，但是在到来。应当

通过选举和其他各种工作来“支持”和推进这个高潮。组织革命民

主派，——通过对民粹主义的取消派和对民粹主义的召回派进行

无情的批评，缔造一个共和派的农民政党，——而首先最应当做的

是清洗“自己家里的”取消派和召回派，加强在无产阶级中间进行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工作，巩固秘密的社会民主工党，——这就是

我们的任务。正在发展着的革命危机将如何结局，这不取决于我

们，而取决于千百种原因，取决于亚洲的革命和欧洲的社会主义运

动；但是，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却

要取决于我们，也只有这种工作才永远不会白做。

载于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５日（５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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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 党 的 取 消 派

（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５日〔５月８日〕）

形形色色的取消派在俄国合法的报刊上攻击党的代表会议，

这种攻击的极端无耻，连布尔加林和布勒宁之流都会自叹不如。

《现代事业报》上的文章公开质问代表们是谁派来的，并且在书报

检查机关的庇护下，攻击那些无法在合法报刊上加以辩护的东西。

这些文章是不顾起码的文德的典型，它们不仅会引起代表会议拥

护者的反对，而且会招致所有正直的政治家的厌恶。而《前进报》上

一个匿名知情人的文章却散发出一股厚着脸皮吹嘘和用花言巧语

骗人的气味，毫无疑问，这些文章是取消派向一位老手预约的。①

然而被逼得走投无路的取消派的集团和小组不仅仅限于对党

大肆诬蔑。他们企图召开自己的代表会议。当然，他们用尽了种种

办法，要把召集这次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１４４打扮成有“党性”、

“非派别性”和“联合”的样子。这是因为用这些词句来叫所有那些

因某种缘故而对党代表会议不满的人上取消派的圈套……那是再

便当不过了。他们委托托洛茨基来歌颂组织委员会和即将举行的

取消派代表会议的种种德行：不委托“职业的联合者”，还能委托谁

呢？于是托洛茨基就动用了维也纳印刷所里的全部铅字……歌颂

８５２

① 为了让德国同志了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真相，中央机关报编辑部专门
出版了一本德文的小册子，其中顺便揭露了《前进报》的匿名作者所用的手法。
（见本卷第２０４—２１５页。——编者注）



起来：“前进派、呼声派、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孟什维克护党派、所谓

的取消派和非派别分子（俄国国内的和国外的）都坚决支持”组织

委员会的“工作”……（《真理报》第２４号）

可怜的人又在……撒谎，而且又打错了算盘。为了反对１９１２

年的代表会议而热热闹闹张罗起来的以取消派为领导的联盟，现

在已经土崩瓦解，它之所以土崩瓦解，是因为取消派明显地露出了

马脚。波兰人拒绝参加组织委员会。普列汉诺夫同组织委员会的

代表通信以后，弄清了几个有趣的细节：（１）代表会议预定为“成

立”会议，就是说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会议，而是一个新

党的代表会议；（２）作为召开这次会议的基础的，是“无政府主义

的”原则；（３）“代表会议由取消派召开”。在普列汉诺夫同志弄清了

这些情况以后，我们对于所谓的布尔什维克（？！）调和派鼓起勇气

并决定揭露托洛茨基，说他……把他们算作组织委员会的拥护者

是在撒谎等等，已经不感到奇怪了。“这个组织委员会现在的成员，

有一种很明显的趋向，就是硬要全党采取组织委员会对取消派所

采取的态度，他们补充组织委员会成员所依据的原则，是组织上的

无政府主义原则，——这个组织委员会丝毫也不能保证召开一个

真正全党的代表会议”，——我们那些鼓起勇气的“护党分子”现在

是这样评论组织委员会了。我们那些左派当中的左派，过去急急忙

忙地表示自己同情组织委员会的前进派，现在到哪里去了，我们不

知道，但这也无关重要，重要的是，组织委员会所召开的代表会议

的取消派性质已被普列汉诺夫万分清楚地确定了，“调和派”的旷

世奇才们不得不在这个事实面前低头。剩下的还有谁呢？只有赤

裸裸的取消派和托洛茨基……

这个联盟的基础很清楚：取消派有充分的自由“依旧”在《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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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业报》和《我们的曙光》杂志上推行自己的路线，托洛茨基则从国

外用最最革命的词句来掩护他们，而这些词句他讲起来不费什么

气力，对取消派也没有任何约束力。

国外那些为统一而唉声叹气、最近办起巴黎小报《护党报》１４５

的人，从这个事件里可以吸取一个小小的教训。要建设党，光会叫

喊“统一”是不够的，还要有一个政治纲领，政治行动的纲领。取消

派、托洛茨基、前进派、波兰人、布尔什维克（？）护党派、巴黎的孟什

维克等等等等的联盟是早已注定要遭到可耻的失败的，因为这个

联盟是建立在无原则、虚伪、说空话上面的。最后，那些唉声叹气的

人倒不妨给自己解答一个最复杂最困难的问题：他们希望同谁统

一？如果是同取消派，那为什么不直率地讲出来；如果他们反对同

取消派联合，那么叹息的又是什么样的统一呢？

唯有一月代表会议和它所选出的机构，目前能把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在国内的全体工作人员真正联合起来。在一月代表会议之

外，只剩下崩得分子和托洛茨基要召开组织委员会的取消派代表

会议的诺言，以及被取消派灌醉以后正在头痛的“调和派”。

载于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５日（５月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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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念 赫 尔 岑

（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５日〔５月８日〕）

赫尔岑诞生一百周年了。全俄国的自由派都在纪念他，可是又

小心翼翼地回避重大的社会主义问题，费尽心机地掩盖革命家赫

尔岑与自由主义者的不同之处。右派报刊也在悼念赫尔岑，但是撒

谎骗人，硬说赫尔岑晚年放弃了革命。至于侨居国外的自由派和民

粹派纪念赫尔岑的言论，则满篇都是漂亮的空话。

工人的政党应当纪念赫尔岑，当然不是为了讲些庸俗的颂词，

而是为了阐明自己的任务，为了阐明这位在为俄国革命作准备方

面起了伟大作用的作家的真正历史地位。

赫尔岑是属于１９世纪上半叶贵族地主革命家那一代的人物。

俄国贵族中间产生了比龙和阿拉克切耶夫之流，产生了无数“酗酒

的军官、闹事的无赖、嗜赌成性的败类、集市上的好汉、养猎犬的阔

少、寻衅打架的暴徒、掌笞刑的打手、淫棍”以及温情的马尼洛夫１４６

之流。赫尔岑写道：“但是在他们中间，也出现了１２月１４日的人

物１４７，出现了象罗慕洛和瑞穆斯
１４８
那样由兽乳养大的一大群英雄

……这是一些从头到脚用纯钢铸成的勇士，是一些顶天立地的战

士，他们自觉地赴汤蹈火，以求唤醒年轻的一代走向新的生活，并

洗净在专横暴虐和奴颜婢膝的环境中出生的子弟身上的污垢。”

赫尔岑就是这些子弟中的一个。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唤醒了他，

１６２



并且把他“洗净”了。他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农奴制的俄国，竟能达到

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的水平。他领会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懂得

辩证法是“革命的代数学”。他超过黑格尔，跟着费尔巴哈走向了唯

物主义。１８４４年写的《自然研究书简》（第一封信。——《经验和唯

心主义》），向我们表明，这位思想家甚至在今天也比无数现代经验

论的自然科学家和一大群现时的哲学家即唯心主义者和半唯心主

义者高出一头。赫尔岑已经走到辩证唯物主义跟前，可是在历史唯

物主义前面停住了。

正因为赫尔岑这样“停住”了，所以他在１８４８年革命失败之后

精神上崩溃了。赫尔岑当时已经离开俄国，亲眼目睹了这场革命。

当时他是一个民主主义者、革命家、社会主义者。但是，他的“社会

主义”是盛行于１８４８年时代而被六月事件彻底粉碎了的无数资产

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形式和变种的一种。其实，这根本不是

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温情的词句，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以及尚未脱离

其影响的无产阶级用来表示他们当时的革命性的一种善良的愿

望。

１８４８年以后，赫尔岑的精神崩溃，他的十足的怀疑论和悲观

论，是社会主义运动中的资产阶级幻想的破产。赫尔岑的精神悲

剧，是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欧洲）而社会主义无

产阶级的革命性尚未成熟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时代的产

物和反映。这是现在那些用华丽词藻大谈赫尔岑的怀疑论来掩盖

自己反革命性并大唱俄国自由派高调的骑士们不理解而且也无法

理解的。在这些出卖了１９０５年俄国革命、根本不再想到革命家的

伟大称号的骑士们那里，怀疑论就是从民主派到自由派，到趋炎附

势、卑鄙龌龊、穷凶极恶的自由派的转化形式，这种自由派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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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４８年枪杀过工人，恢复过已被摧毁的皇朝，向拿破仑第三鼓过

掌，正是这种自由派遭到过赫尔岑的咒骂，尽管他还没有识破他们

的阶级本质。

在赫尔岑那里，怀疑论是从“超阶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幻

想到无产阶级严峻的、不屈不挠的、无往不克的阶级斗争的转化形

式。赫尔岑在１８６９年即逝世前一年写给巴枯宁的几封《致老友

书》就是证明。赫尔岑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决裂了。诚然，赫尔

岑把这种决裂还只是看作策略上的意见分歧，而不是看作相信本

阶级定会胜利的无产者的世界观同绝望的小资产者的世界观之间

的一道鸿沟。诚然，赫尔岑在这里又重复了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的词句，说什么社会主义应当“向工人和雇主、农民和小市民同样

作宣传”。但是，赫尔岑与巴枯宁决裂时，他的视线并不是转向自由

主义，而是转向国际１４９，转向马克思所领导的国际，转向已经开始

“集合”无产阶级“队伍”、团结“抛弃了不劳而获者的世界”的那个

“劳工世界”的国际！

赫尔岑既然不理解１８４８年整个运动的以及马克思以前各种

形式的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实质，也就更加无法理解俄

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赫尔岑是“俄国”社会主义即“民粹主义”

的创始人。赫尔岑把农民连带土地的解放，把村社土地占有制和农

民的“土地权”思想看作“社会主义”，他把他在这一方面的得意想

法反复发挥了无数次。

其实，赫尔岑的这一学说，也象一切俄国民粹主义——一直到

现时的“社会革命党人”的褪了色的民粹主义——一样，是没有一

点社会主义气味的。它也象西欧“１８４８年的社会主义”的各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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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是一种表示俄国的资产阶级农民民主派的革命性的温情的

词句和善良的愿望。１８６１年农民得到的土地愈多，得到的土地愈

便宜，农奴主－地主的权力也就会被破坏得愈厉害，俄国资本主义

的发展也就会愈迅速，愈自由，愈广泛。“土地权”和“平分土地”的

思想，无非是为了完全推翻地主权力和完全消灭地主土地占有制

而斗争的农民追求平等的革命愿望的表现而已。

１９０５年的革命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方面，无产阶级创立了

社会民主工党，完全独立地领导了革命斗争；另一方面，革命农民

（“劳动派”和“农民协会”１５０）力求用各种方式消灭地主土地占有

制，直到“废除土地私有制”，他们正是以业主的身分，以小农场主

的身分进行斗争的。

现在争论什么土地权的“社会主义性”等等，这只能模糊和掩

盖真正重要而严肃的历史问题，即自由派资产阶级和革命农民在

俄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利益的区别问题，换句话说，就是关于这场革

命中自由主义倾向和民主主义倾向、“妥协主义”（君主主义）倾向

和共和主义倾向的问题。如果我们是看问题的实质，而不是看词

句，如果我们是把阶级斗争当作“理论”和学说的基础来研究，而不

是相反的话，那么，赫尔岑的《钟声》杂志１５１所提出的正是这个问

题。

赫尔岑在国外创办了自由的俄文刊物，这是他的伟大功绩。

《北极星》杂志１５２发扬了十二月党人的传统。《钟声》杂志（１８５７—

１８６７年）极力鼓吹农民的解放。奴隶般的沉默被打破了。但是，赫

尔岑是地主贵族中的人。他在１８４７年离开了俄国，他没有看见革

命的人民，也就不可能相信革命的人民。由此就产生了他对“上

层”发出的自由主义呼吁。由此就出现了他在《钟声》杂志上写给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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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手亚历山大二世的无数封充满甜言蜜语的书信，这些信现在读

起来不能不令人厌恶。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谢尔诺－

索洛维耶维奇是新的一代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的代表，他们责备

赫尔岑从民主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这种退却，这是万分正确的。可

是，说句公道话，尽管赫尔岑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动摇不

定，民主主义毕竟还是在他身上占了上风。

当卡维林这个极其卑鄙无耻的自由派代表人物——他先前正

是由于《钟声》杂志带有自由主义倾向而大加赞赏——反对立宪，

攻击革命鼓动，反对“暴力”，反对号召使用暴力，开始宣传忍耐时，

赫尔岑就同这位自由派的哲人决裂了。赫尔岑抨击了卡维林为了

“替玩弄自由主义手腕的政府暗中策划”而写的那篇“空洞的、荒谬

的、有害的杂文”，抨击了卡维林硬说“俄国人民蠢笨如牛，政府则

聪明绝顶”的那些“充满政治感伤的格言”。《钟声》杂志发表过一篇

以《祭文》为题的文章，这篇文章痛斥了“那些把自己高傲而浅薄的

思想编成一整套陈腐谬论的教授，那些一度表现仁慈宽厚、后来看

见健全的青年不理会他们的腐败思想就勃然大怒的退职教授”。卡

维林一看到这种描绘，就知道说的是他。

当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捕时，卑鄙的自由主义者卡维林写道：

“逮捕并不使我感到愤慨……革命政党认为可以采取一切有效的

手段来推翻政府，而政府也就可以采取一切手段来自卫。”赫尔岑

在谈到审判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时候，正好答复了这位立宪民主党

人：“这里有一些可怜的人，草芥不如的人，软骨头，却说不应当咒

骂这一伙统治我们的强盗和恶棍。”

当自由主义者屠格涅夫私人上书亚历山大二世，表示忠于皇

朝，并且捐了两个金币来慰劳那些因镇压波兰起义１５３而受伤的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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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时，《钟声》杂志就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圣女

马格达琳娜（男性）上书皇上，陈诉她夜不成眠，焦虑皇上不知道她

诚心忏悔”。屠格涅夫也是一看就知道说的是他。

当整个一群俄国自由派的乌合之众由于赫尔岑为波兰辩护而

纷纷离开他时，当整个“有教养的社会”弃绝了《钟声》杂志时，赫尔

岑并没有张皇失措。他继续捍卫波兰的自由，痛斥亚历山大二世手

下的镇压者、刽子手、绞刑手。赫尔岑挽救了俄国民主派的名誉。他

写信给屠格涅夫说：“我们挽救了俄国人的名誉，因此才遭到占多

数的奴才们的非难。”

当有消息说一个农奴打死了一个侮辱他的未婚妻的地主时，

赫尔岑就在《钟声》杂志上补充说：“干得好！”当听说沙皇政府准备

派遣军官去进行“和平的”“解放”时，赫尔岑写道：“如果有一个聪

明的上校带着他的队伍，不是去绞杀农民，而是去归附农民，那他

就会登上罗曼诺夫王朝的宝座。”当雷特尔恩上校不愿做刽子手的

帮凶而在华沙自杀时（１８６０年），赫尔岑写道：“如果要开枪，那就

应该把枪口对准那些下令枪杀手无寸铁的人的将军们。”当别兹德

纳村的５０个农民被杀死，而他们的首领安东·彼得罗夫也被处以

极刑时１５４（１８６１年４月１２日），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写道：

“啊，俄罗斯大地上的劳动者和受苦的人，但愿我的话能够传入你们的耳

鼓！……我要教导你们鄙视彼得堡的正教院和德意志血统的沙皇派来管你们

的那些神父……你们恨地主，恨官吏，怕他们，这完全是对的；但是你们还相

信沙皇和主教……不要相信他们吧。沙皇是跟他们一道的，他们都是沙皇手

下的人。你们现在认识他了，你们是别兹德纳村被杀少年的父兄，你们是奔萨

城被杀老人的子弟……你们的神父也同你们一样无知，也同你们一样贫穷

……为了你们而在喀山城遇害的安东（不是安东主教，而是别兹德纳村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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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们的这些圣徒的尸体不会作出４８种奇迹，向他

们祷告也不会治好牙痛；但是，你们时刻纪念着他们，这就能创造出一种奇迹

——获得解放。”

由此可见，那些藏身于奴才式的“合法”刊物中的自由派，只颂

扬赫尔岑的弱点而隐瞒他的代点，这种对赫尔岑的诬蔑该是多么

卑鄙无耻。赫尔岑不能在４０年代的俄国内部看见革命的人民，这

并不是他的过错，而是他的不幸。当他在６０年代看见了革命的人

民时，他就无畏地站到革命民主派方面来反对自由派了。他进行斗

争是为了使人民战胜沙皇制度，而不是为了使自由派资产阶级去

勾结地主沙皇。他举起了革命的旗帜。

我们纪念赫尔岑时，清楚地看到先后在俄国革命中活动的三

代人物、三个阶级。起初是贵族和地主，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这

些革命者的圈子是狭小的。他们同人民的距离非常远。但是，他们

的事业没有落空。十二月党人唤醒了赫尔岑。赫尔岑开展了革命

鼓动。

响应、扩大、巩固和加强了这种革命鼓动的，是平民知识分子

革命家，从车尔尼雪夫斯基到“民意党”１５５的英雄们。战士的圈子

扩大了，他们同人民的联系密切起来了。赫尔岑称他们是“未来风

暴中的年轻航海长”。但是，这还不是风暴本身。

风暴是群众自身的运动。无产阶级这个唯一彻底革命的阶级，

起来领导群众了，并且第一次唤起了千百万农民进行公开的革命

斗争。第一次风暴是在１９０５年。第二次风暴正在我们眼前开始扩

展。

无产阶级纪念赫尔岑时，以他为榜样来学习了解革命理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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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意义；学习了解，对革命的无限忠心和向人民进行的革命宣

传，即使在播种与收获相隔几十年的时候也决不会白费；学习判定

各阶级在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中的作用。吸取了这些教训的无产

阶级，一定会给自己开拓一条与全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自由联合的

道路，粉碎沙皇君主制恶棍，而赫尔岑就是通过向群众发表自由的

俄罗斯言论，举起伟大的斗争旗帜来反对这个恶棍的第一人。

载于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５日（５月８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６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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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土地占有情况

（１９１２年５月６日〔１９日〕）

由于３０００万农民挨饿，俄国农民生活状况的问题又重新提出

来了。通常在谈论这一问题时，人们往往忽略了主要的一点，即大

地主（主要是贵族地主）占有土地的情况同农民生活状况的对比关

系。我们现在想请读者注意的正是这主要的一点。

１９０７年内务部公布了《１９０５年土地占有情况统计》。根据这个

不会被认为是偏袒农民的官方材料，可以相当确切地了解到造成

饥荒的一个主要原因。

政府的统计确定欧俄５０个省的土地共有３９５００万俄亩。但是

这个数字并不能说明真实的情况，因为其中包括远北方地区阿尔

汉格尔斯克省、奥洛涅茨省及沃洛格达省的１亿俄亩以上的官地

在内。这些土地大部分不适于农业；这些都是遥远的北部地区的冻

土带和森林。通常把这些土地计算在内，只是为了掩盖那些适于农

业的土地的实际分配情况。

减去这部分土地后，可耕地总数为２８０００万俄亩（凑成整数）。

其中私有地占１０１００万俄亩，份地占１３９００万俄亩。应该把大地主

的土地占有情况和小农的土地占有情况分开。

关于大地产，政府的统计提供了这样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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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俄个人私有的地产

占有面积 占有者
土地面积
（单位俄亩）

每个占有者的
平均占有数
（单位俄亩）

５００－２０００俄亩 ２１７４８ ２０５９０７０８ ９４７

２０００－１００００俄亩 ５３８６ ２０６０２１０９ ３８２５

１００００俄亩以上 ６９９ ２０７９８５０４ ２９７５４

总 计 ２７８３３ ６１９９１３２１ ２２２７

这些材料是不完全的，因为其中既不包括皇族的土地，也不包

括大商业公司等等的土地。但是，我们从这些材料中仍然能够了解

到俄国地主占有土地的主要情况。７００个地主拥有土地２１００万俄

亩，也就是说，几乎每个地主平均拥有３万俄亩。

不到２８０００个地主，却拥有土地６２００万俄亩，也就是说，每个

地主平均拥有２２００俄亩。这里必须加上皇族的土地——共计５００

万俄亩以上。其次，３５０多万俄亩土地属于２７２个“工商业、工厂及

其他”团体。这无疑是大地产，——其主要部分集中在彼尔姆省；在

这里，差不多有１５０万俄亩土地（确数是１４４８９０２俄亩）属于９个

这样的团体。

因此，总计起来，属于最大地主的土地决不会少于７０００万俄

亩，而一定会多于７０００万俄亩。这种大地主，为数不到３万人。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农民占有土地的情况。根据政府的统计材

料，份地最少的农民拥有份地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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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  地

占有面积 占有者
土地面积
（单位俄亩）

每个占有者的
平均占有数
（单位俄亩）

５俄亩以下…… ２８５７６５０ ９０３０３３３ ３．１

５—８俄亩…… ３３１７６０１ ２１７０６５５０ ６．５

８—１５俄亩…… ３９３２４８５ ４２１８２９２３ １０．７

总 计… １０１０７７３６ ７２９１９８０６ ７．０

可见，１０００万农户（在将近１３００万农户总数中）只有７３００万俄亩

土地。平均每户７俄亩。这里应当加上小的私有地产：１０俄亩以下

的土地占有者为４０９８６４户，他们共有土地１６２５２２６俄亩，也就是

说每户不到４俄亩。因此，将近１０５０万农户只有土地７５００万俄

亩。

现在我们可以把在讨论农民问题时常常被忘记或理解得不正

确的这些基本材料综合起来：

大地主的土地占有情况是：３万个地主拥有７０００万俄亩土

地。

小农的土地占有情况是：１０５０万户小农拥有７５００万俄亩土

地。

当然，这是总的材料。为了更详细地研究农民的生活状况和大

地产的意义，应该收集不同的地区的材料，有时甚至要收集个别省

份的材料。然而，无论政府的或自由派的经济学家，甚至一部分民

粹派的经济学家，往往总是拿个别地区或问题的个别方面来掩盖

土地问题的实质。为了弄清楚土地问题和农民生活状况问题的根

本意义，就不应该忽视上述基本材料，也不容许以局部的东西来掩

盖基本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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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将在下面一篇文章①里援引一些这种掩盖问题实质的例

子。现在我们可以作出第一个基本结论。欧俄的土地分配情况如

下：拥有５００俄亩土地以上的大地主共拥有７０００万俄亩土地，而

他们的人数却不到３万人。

大多数农民，即１３００万农户总数中的１０５０万户，总共才拥有

７５００万俄亩土地。

每个大地主的地产平均为２２００俄亩。每户小农的土地平均为

７俄亩。

如果３万个大地主的土地转到１０００万农户手中，那么这些农

户的土地就几乎可以增加１倍。

关于这种土地分配情况在地主和农民之间形成怎样的经济关

系，我们下次再谈。

载于１９１２年５月６日《涅瓦明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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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派和工人民主派

（１９１２年５月８日和９日〔２１日和２２日〕）

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运动带来了一些活跃景象，并且提高了人

们对政治问题的兴趣。勒拿事件所激起的广泛运动使这种活跃景

象更加明显，使这种兴趣更加浓厚。现在我们来讨论劳动派即农民

民主派同工人民主派的关系问题，比任何时候都更适宜。

瓦·沃多沃佐夫先生为了回答我在《明星报》上发表的文章

《自由派和民主派》①，他在《劳动团和工人政党》（《生活需要》杂志

第１７期）一文中阐述了劳动派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争论涉及到代

表俄国十分之九的居民利益的两个政治派别的本质。因此，一切民

主派分子都应该密切注意这次争论的问题。

一

工人民主派坚持阶级斗争的观点。雇佣工人在现代社会中是

一个固定的阶级。这个阶级的状况与小业主阶级即农民阶级的状

况根本不同。因此谈不到把二者结成一个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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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的目的是通过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来废除雇佣奴隶制。

农民的目的是要实现民主要求，这些要求能够消灭农奴制及其一

切社会基础和表现，但是根本不能触动资产阶级的统治。

工人和农民的共同任务正在使目前俄国的农民民主派和工人

民主派互相接近起来，他们虽然不能不各走各的路，但是他们能

够，而且为了取得胜利也应该采取一致行动来反对一切反民主的

现象。如果这种一致行动或共同行动不能实现，如果农民民主派不

能摆脱自由派（立宪民主党人）的监护，那俄国就谈不上真正的民

主改革。

这就是我在以《自由派和民主派》为题的两篇文章中阐述的工

人民主派即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劳动派想成为一个“超阶级的”政党，沃多沃佐夫先生阐明了

他们的观点。按照他们的信念，一个政党“完全能够为三个社会阶

级的利益服务”，这三个阶级就是农民、工人阶级和“劳动知识分

子”。

我说，这种“信念”违反（１）经济科学的全部真理，（２）经历过类

似俄国当前这样的时代的国家的一切经验，（３）俄国历史上特别重

要特别危急的时期——１９０５年的经验。我嘲笑了真正立宪民主党

人要“囊括”各个阶级的野心，同时提起了立宪民主党人把马克拉

柯夫之流的先生们称作“劳动知识分子”的事。

沃多沃佐夫先生对我的论据断章取义，企图钻空子反驳。例

如，他反驳第１条论据说：“农民是自食其力的群众；他们的利益就

是劳动的利益，因此，他们组成了劳动大军中的一支队伍，正象工

人组成了劳动大军中的另一支队伍一样。”

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科学，而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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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里用所谓劳动利益的空话掩盖了小业主同雇佣工人的状况的

根本差别。工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他们出卖自己，出卖自己的双

手，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农民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自己的或

租佃的土地，并且出卖自己的农产品，他们是小业主、小农场主、小

资产者。

俄国农民现在为了经营自己的农场至少雇用２００万农业雇佣

工人。如果全部地主土地无偿地转归农民所有，农民就会雇用更多

的工人。

把土地转归农民所有，是全体农民、全体雇佣工人、全体民主

派的共同利益，因为地主土地占有制是地主政权的基础，是普利什

凯维奇、马尔柯夫第二和其他“第三届杜马代表”、民族党人、十月

党人等等使俄国很好领教过的那种类型的地主政权的基础。

由此可见，农民和工人现在的共同目的，丝毫也不包含任何社

会主义的因素，这是与不学无术的黑帮分子、有时也与自由派分子

的意见相反的。农民和工人的共同目的只是实现民主要求。达到

了这个目的，俄国就获得了自由，但是还消灭不了雇佣奴隶制。

为了认真做到使不同阶级采取一致行动，为了使这种行动取

得真正巩固的成就，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在哪些地

方是一致的，在哪些地方是有分歧的。在这方面的任何错误、“误

解”、任何用空话掩盖事实的做法，都不能不带来极大的危害，不能

不破坏我们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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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农业劳动和工厂劳动不同；但是，工厂劳动和小店铺里的店员的劳动也

不同，而《明星报》却竭力向店员证明，他们跟工人是一个阶级，因此，他们应

该把社会民主党看作自己的代表……”

沃多沃佐夫先生就是这样来反驳小业主和雇佣工人之间存在

着深刻的阶级差别这个论据的！沃多沃佐夫先生的议论在这一点

上也充满了通常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气味。农民小业主同工

厂主、小手工业主或小商人同属一个阶级；他们的差别不是阶级与

阶级之间的差别，而是行业与行业之间的差别。农业雇佣工人同工

厂的或商业的雇佣工人同属一个阶级。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这都是最起码的真理。而沃多沃佐

夫先生毫无道理地以为，只要他把“我的”马克思主义说成是“极端

简单化的”，他就可以掩盖问题的实质，即劳动派常常迷失方向，从

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滑向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沃多沃佐夫先生试图用有时几个政党代表一个阶级或一个政

党代表几个阶级的说法来反驳我所引证的世界各国的经验和俄国

的经验（关于小业主和雇佣工人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阶级差别），他

在这方面也表现了同样的迷误。在欧洲，工人有时跟着自由派和无

政府主义者走，跟着教权派走，等等。地主有时也分布在各个不同

的政党里。

但是，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除了阶级的差别以外，还有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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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差别影响着各个政党的组成。

这个事实不错。但是，它同我们的争论有什么关系呢？沃多沃

佐夫先生是否能指出俄国在这方面除了阶级差别还有哪些宗教

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特殊历史条件呢？

沃多沃佐夫先生根本没有指出而且也指不出这样的条件。争

论仅仅在于，我们能不能建立一个“为三个阶级的利益服务的”“超

阶级的”政党（而且把“劳动知识分子”看作一个阶级也是可笑的）。

理论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不可能！１９０５年的经验也

作了同样明确的回答。１９０５年是俄国历史上一个极重要的转折时

期，当时一切阶级的、集团的、民族的以及其他的差别，都通过极公

开极广泛的行动特别突出地暴露了出来。１９０５年的经验证实了马

克思主义的理论，证明了在俄国建立农民和工人的统一政党是不

可能的。

所有三届杜马也证明了这一点。

说欧洲各国有时是一个阶级分成几个政党或者是几个阶级在

一个政党领导下联合起来，扯这些同我们这里所谈的问题有什么

关系呢？毫无关系。沃多沃佐夫先生只是想用这个借口回避（并且

企图把读者引开）我们所讨论的问题。

俄国民主派要想取得胜利，最重要的是了解自己的力量，冷静

地观察局势的发展，明确地知道自己能够依靠哪些阶级。迷恋于幻

想，用空话掩盖阶级差别，靠善良的愿望逃避阶级差别，这都是极

端有害的。

应该坦白承认，俄国工人和农民之间存在着深刻的阶级差别，

这种差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在市场统治的范围内是无法避免的。

应该坦白承认，目前他们的利益在哪些方面是一致的。应该联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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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阶级，团结它的力量，提高它的认识，从而确定这个共同任务。

组织一个“激进的”（我用的是沃多沃佐夫先生的说法，虽然我

并不认为这种说法是恰当的）农民政党是有益的和必要的。

尝试建立一个“超阶级的”政党，尝试使农民和工人结成一个

政党，尝试把并不存在的所谓“劳动知识分子”看作一个单独的阶

级，对于争取俄国的自由是极端不利、极端有害的，因为这些尝试

除了使人悲观失望、丧失力量、认识模糊以外，不会带来任何结果。

我们完全同意建立一个彻底的民主主义的农民政党，我们必

须同上述种种尝试进行斗争。工人还必须起来反对自由派对民主

派农民的影响。

三

关于自由派同资产阶级民主派、立宪民主党人同劳动派的关

系，劳动派代表会议没有作出任何明确的说明。劳动派显然不懂

得，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解放运动遭到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正是由

于民主派农民依附了自由派，他们也不懂得，如果农民的广大领导

阶层不了解民主主义同自由主义的区别，不摆脱自由派的监护和

统治，这次解放运动要获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沃多沃佐夫先生谈到了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但是谈

得极其肤浅，不能令人满意。他说，“立宪民主党主要是为城市居民

服务的。”这种说法不对。对立宪民主党的阶级根源和政治作用作

出这样的论断是根本不行的。

立宪民主党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这个党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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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基础（同“进步派”一样）是经济上比较进步的（同十月党人比较）

一些资产阶级阶层，特别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是由于传统（即

单纯的习惯、盲目的因循守旧）以及直接受了自由派的欺骗，一部

分城市和农村的小资产阶级现在还追随着这个政党。

立宪民主党人自称民主派，这是在欺骗自己和欺骗人民。实际

上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的自由派。

俄国的全部历史，特别是２０世纪的历史和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

历史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而《路标》文集尤其明确、清楚、彻底地

表明了这一点，揭穿了这一点。立宪民主党的外交家们提出的关于

《路标》的任何“保留意见”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俄国解放运动的第一阶段即２０世纪的头１０年表明，广大居

民群众虽然倾向于民主派，但是还没有充分的觉悟，还分不清自由

主义同民主主义的区别，还屈从于自由派的领导。只要这种情况还

没有改变，由于这种情况还没有改变，就谈不上什么俄国的民主改

革，因为这都是空谈。

沃多沃佐夫先生是怎样来反驳我的文章所依据的这些前提的

呢？他写道：“劳动派认为，在目前情况下过多地谈论立宪民主党人

的反革命性是非常不策略的〈！！〉……”

竟然是这样！这同“策略”有什么关系呢？这同“过多”又有什

么关系呢？如果立宪民主党人确实是反革命的自由派，那就应该说

实话。至于谈论反革命的右派和反革命的自由派时，应该多谈还是

少谈，这并不是一个重大问题。这是因为一个政论家每当谈到右派

和自由派的时候，他必须说实话。关于右派，劳动派说了实话。因

此我们称赞他们。关于自由派，劳动派自己已经谈起来了，但是还

没有完全把实话谈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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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由于这一点，我们才责备劳动派。

至于谈得“过多”还是过少，这丝毫没有关系。即使劳动派关于

右派谈了１０００行，而关于自由派只谈了５行，我们也不反对。我们

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反对劳动派的。我们反对的是，在这“５行”中

（责怪你自己，沃多沃佐夫先生！因为你在争论中用了“过”这个不

恰当的字眼的）关于自由派什么实话也没有谈。

沃多沃佐夫先生实际上是避而不答立宪民主党人是不是反革

命这个问题。

劳动派回避这个问题是一个大错误，这说明一部分民主派和

一部分从前的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还没有摆脱自由主义。

这个问题是２０世纪头１０年的全部历史必然要提出来的。

目前，在俄国各个不同的居民阶层中，新的民主主义因素正在

普遍增长。这是事实。应该在这些民主主义因素增长的时候，把它

们培养成彻底的民主主义。如果不揭露自由派的真正本质，这种培

养就无法进行。因为自由派掌握了几百个机关刊物和１００个杜马

代表的席位，经常用假民主主义倾向影响一些人，这些人的数目比

我们的宣传所能影响的要多得多。

民主派应当把自己的力量团结起来。我们会始终称赞劳动派

在谈到右派时所发表的民主主义言论。但是，如果他们谈到自由派

时，不用无愧于民主派的语言，而用自由派的口吻，那么，他们的民

主主义就是不彻底的。

参加竞选斗争的不是两个阵营而是三个阵营。劳动派的先生

们，不要把第二个（自由派的）阵营同第三个（民主派的）阵营混淆

起来。不要把它们之间的差别掩盖起来——对于这件恶劣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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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分子是操心得“过多”了。

载于１９１２年５月８日和９日

《真理报》第１３号和第１４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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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俄 国 各 政 党

（１９１２年５月１０日〔２３日〕）

国家杜马的选举迫使各政党加强自己的鼓动，集合自己的力

量，以求“自己的”党的代表能够多多当选。

同时，在我国，也象在其他各国一样，极不体面的广告式的竞

选活动正在开展。各资产阶级政党，即那些保护资本家经济特权的

政党，都在极力吹嘘自己的党，就象各个资本家吹嘘自己的商品一

样。只要看一下任何一张报纸的商业广告，你就可以看到，资本家

为自己的商品想出了种种最“动听”、最响亮、最时髦的名称，他们

厚着脸皮，不顾一切地捏造谎言来大吹特吹自己的商品。

人们，至少是各大城市和各商业地区的人们，早已看惯了这种

商业广告，知道它的价值。遗憾的是，政治广告却能迷惑更多的人，

揭穿它要困难得多，而且它的欺骗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一些政党

选择名称，无论在欧洲或在我国，常常直接抱着作广告的目的，它

们制定“纲领”，也往往专门为了欺骗群众。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政

治自由愈多，民主即人民和人民代表的权力愈大，政党的广告式的

宣传也往往愈恬不知耻。

在这种情况下，怎样弄清政党斗争中的情况呢？这种带有广告

欺骗性质的斗争，是不是说明代表机构、议会、人民代表大会根本

无益甚至有害，象顽固的反动分子、议会制度的敌人极力要人们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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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那样呢？不是。没有代表机构，欺骗、政治谎言和各种骗人的

勾当会多得多，而人民揭穿骗局、查明真相的办法也会少得多。

要弄清政党斗争中的情况，就不要相信言词，而要研究各政党

的真实历史，主要不是研究各政党关于自己所说的话，而是研究它

们的行动，研究它们是怎样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是怎样处理与社

会各阶级即与地主、资本家、农民和工人等等的切身利益有关的事

情的。

一个国家的政治自由愈多，它的代表机构愈健全、愈民主化，

人民群众就愈容易弄清党派斗争，愈便于学习政治，即愈便于揭穿

骗局和查明真相。

任何一个社会分化成各种政党的现象，都是在震动全国的深

刻危机发生时表现得最为明显。那时政府不得不在社会各阶级中

寻找支柱；严重的斗争会把各种空话以及一切微不足道、无关大局

的东西一扫而光；各政党会竭尽全力向人民群众表白，而受可靠的

本能支配并具有公开斗争经验的群众，则会跟着代表这个或那个

阶级利益的政党走。

这种危机时期总是决定着一国的社会力量在几年甚至几十年

间党派的组合。例如在德国，这种危机是１８６６年和１８７０年的战

争；在俄国，这种危机是１９０５年的事变。不回顾一下这一年的事

变，就不能理解我国各政党的实质，就不能认清俄国各政党代表的

是哪些阶级。

在这篇简述俄国各政党的文章中，我们先从极右的政党说起。

在极右翼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俄罗斯人民同盟”１５６。

这个党的纲领在亚·伊·杜勃洛文所出版的“俄罗斯人民同

盟”通报《俄国旗帜报》１５７上是这样说明的：

３８２论俄国各政党



“俄罗斯人民同盟遵奉沙皇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圣谕，应成为皇朝忠实的支

柱，在遵守法制和秩序方面应处处成为人人效法的榜样，兹特宣布，为了实现

沙皇的意旨，必须：（１）充分发挥与按教规建立的俄国正教会血肉相连的沙皇

专制制度的权力；（２）保证俄罗斯民族不仅在内地省份而且在边疆地区占统

治地位；（３）保证纯粹由俄罗斯人组成的国家杜马的存在并使之成为专制君

主在从事国家建设方面的主要助手；（４）完全遵循俄罗斯人民同盟对待犹太

人的基本原则；（５）革除一切反对沙皇专制政权的官吏的公职。”

我们把右派这篇庄严的宣言原封不动地照抄下来，一方面是

为了使读者能直接看到原文，另一方面是因为这里所阐述的基本

主张，对于在第三届杜马中占多数的各个政党即“民族党人”和十

月党人也是适用的。这从以下的说明中可以看出来。

俄罗斯人民同盟的纲领，实际上是在重提农奴制时代的老口

号——正教、专制和民族性。在谈到通常用来区别俄罗斯人民同盟

与跟着它走的各个政党的那个问题，即承认还是否认俄国国家制

度的“立宪”原则时，必须特别指出，俄罗斯人民同盟丝毫不笼统反

对代表机构。从上面所引的纲领中可以看出，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主

张国家杜马作为“助手”而存在的。

杜勃洛文分子说明了俄国立宪（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特

点，而且说得很正确，即说得符合实际情况。无论民族党人或十月

党人，在实际政策方面都是站在这个立场上的。这些政党在“立

宪”问题上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字面上的争论：“右派”并不反

对杜马，只是特别强调它应当成为没有丝毫确定权利的“助手”；民

族党人和十月党人则并不坚持任何严格确定的权利，更不想有实

现权利的实际保障。所以十月党内的“立宪派”也就在六三宪制的

基础上同“反立宪派”和睦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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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帮的纲领中，赤裸裸地、明确地规定了摧残异族人特别是

犹太人的政策。他们在这里也象平常一样，把其他政府党多少“羞

羞答答地”掩饰起来或是用外交手腕隐藏起来的事情更粗暴地、更

无顾忌地、更横蛮地直说了出来。

其实，凡是多少了解一点第三届杜马的活动，多少了解一点

《新时报》、《光明报》１５８和《莫斯科呼声报》一类报刊的人，都知道

民族党人和十月党人也参与了对异族人的摧残。

试问，右派政党的社会基础究竟是什么？它代表的是哪个阶

级？它是为哪个阶级服务的？

重提农奴制的口号，捍卫俄国生活中一切中世纪的旧东西，完

全满足于六三宪制即地主宪制，保护贵族和官吏的特权，——这一

切都对本问题作了明确的回答。右派是农奴主地主的政党，是贵族

联合会１５９的政党。正是这个联合会在解散第二届杜马、修改选举

法以及在六三政变中起了重大的作用，甚至起了领导的作用。

为了说明这个阶级在俄国拥有的经济实力，只须举出由政府

当局即内务部公布的１９０５年土地统计中的数字所证实了的下列

基本事实就够了。

在俄国的欧洲部分，人数不到３万的地主拥有７０００万俄亩土

地；份地最少的１０００万个农户的全部土地也只有这样多。大地主

每人平均约有２３００俄亩土地；而贫苦农民每户只有７俄亩土地。

农民靠这种“份地”决不能维持生活，只能奄奄待毙，这是很自

然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每次歉收，都有千百万人忍饥挨饿（比如

今年的饥荒），这使俄国农民经济不断遭到破坏。农民只得以各种

工役形式向地主租佃土地。农民用自己的马匹和农具替地主干活，

作为租地的代价。这仍然是徭役制，不过不正式称为农奴制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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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的２３００俄亩土地，大部分只能用盘剥方式，用工役即徭役方

式经营，只有很少一部分才雇工经营。

其次，国家绝大多数高级和中级官吏都出身于这个地主－贵

族阶级。俄国官吏的特权是贵族－地主的特权和土地权力的另一

方面。由此可见，贵族联合会和“右派”各政党坚持农奴制旧传统的

政策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并不是出于个别人的“恶意”，而

是由一个极强大的阶级的利益所驱使的。旧的当权阶级，即地主余

孽，仍然是当权阶级，并且建立了相应的政党。这个党也就是“俄罗

斯人民同盟”或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的“右派”。

但是，既然有代表机构存在，既然群众象在１９０５年所做的那

样，已公开地走上政治舞台，每个政党也就必须在某种限度内向人

民表白。而右派各党又能向人民表白些什么呢？

当然，公开说保护地主利益是不行的。于是就说什么凡是旧东

西都要保存，拼命煽动不信任异族人特别是犹太人的心理，唆使那

些最不觉悟最愚昧的人去蹂躏、摧残“犹太佬”，大谈俄罗斯人受异

族人的“压迫”，以此来掩盖贵族、官吏和地主的特权。

“右派”政党就是如此。它的党员普利什凯维奇，第三届杜马中

最著名的右派演说家，煞费苦心而且很有成效地向人民表明了右

派所要求的是什么，他们怎样活动，他们为谁服务。普利什凯维奇

真是一个天才的鼓动员。

与在第三届杜马中占４６席的“右派”并肩站在一起的，是占

９１席的“民族党人”。他们同右派的差异很小，实质上，这并不是两

个政党，而是在摧残异族人、摧残“立宪民主党人”（自由派）和民主

派等方面分“工”合作的一个政党。他们干着同样的事情，不过作法

上有的粗野些有的巧妙些罢了。让那些能干出各种丑事和暴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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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赫尔岑施坦、约洛斯和卡拉瓦耶夫们的“极”右派站开一点，让

人们以为他们是从右面来“批评”政府的，这对政府是有利的……

右派和民族党人的区别，并不能有什么重大的意义。

十月党人在第三届杜马中占１３１席，其中当然包括“右派十月

党人”。十月党人的现行政策与右派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他

们与右派不同的地方，在于这个党不仅为地主服务，而且还为大资

本家、守旧的商人即资产阶级服务，这个资产阶级由于工人以及跟

在其后的农民觉醒过来要求独立生活而惶恐不安以至完全转到捍

卫旧制度的立场上去了。俄国有不少资本家，他们完全象地主对待

先前的农奴那样对待工人；他们把工人和店员看作是家奴、仆从。

在维护这种旧制度方面，谁也比不上右派政党、民族党人和十月党

人。还有一些资本家，他们虽然在１９０４年和１９０５年举行的地方自

治和城市自治人士代表大会上要求“立宪”；但是他们为了对付工

人，总是甘愿听凭六三宪制的肆虐。

十月党是地主和资本家的主要反革命政党。这是第三届杜马

中起主导作用的党：１３２个十月党人与１３７个右派分子和民族党

人合在一起，就组成了第三届杜马中的相当大的多数。

１９０７年的六三选举法保证了地主和大资本家在杜马中的多

数地位：在选举杜马代表的一切省选举大会上，都是地主和第一城

市选民团（即大资本家选民团）的复选人占多数。在２８个省选举大

会上，甚至土地占有者复选人独占多数。六三政府的全部政策都是

在十月党帮助下实行的，第三届杜马的一切罪恶都应由该党负责。

在口头上，在自己的纲领中，十月党人主张“立宪”，甚至主张

有……种种自由！在行动上，这个党拥护一切反对工人（例如保险

法案，——请回忆一下杜马工人问题委员会主席季津高津男爵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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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态度吧！）、反对农民以及反对限制专横暴虐和无权状况的措

施。十月党人和民族党人一样，都是政府党。这种情况并不因为十

月党人有时（特别是在选举以前！）发表“反对派”言论而有丝毫改

变。凡是有议会的地方，老早就看到而且现在也经常看到资产阶级

政党玩弄这种反对派把戏，这种把戏对于它们没有害处，因为任何

政府都不会认真看待它，而且有时在面对需要涂上反对派“圣油”

的选民时，这种把戏还不无益处呢。

但是，玩弄反对派把戏的行家和老手却是第三届杜马中的主

要反对派政党即立宪“民主党”，也就是“人民自由”党。

这个党的名称就是一种把戏，其实它根本不是民主党，也绝对

不是人民的、不是主张自由的党，而是主张半自由的党，甚至是主

张１４自由的党。

其实，这个党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政党，它害怕人民

运动远远超过害怕反动势力。

民主派相信人民，相信群众运动，极力帮助群众运动，虽然他

们往往错误地理解这一运动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的意义（资产

阶级民主派即劳动派就是如此）。民主派想摆脱整个中世纪制度的

愿望比较真诚。

自由派害怕群众运动，阻碍群众运动，自觉地捍卫某些中世纪

制度，而且是主要的中世纪制度，以求获得反对群众尤其是反对工

人的支柱。自由派力求达到的目的是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分享权

力，而决不是铲除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权力的一切基础。民主派小

资产者（包括农民和劳动派在内）则主张一切为了人民，一切通过

人民，他们真诚地想铲除普利什凯维奇制度的一切基础，但是他们

不懂得雇佣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的意义。与此相反，自由主义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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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资产阶级的真正目的，则是要与普利什凯维奇分享统治工人和

统治小业主的权力。

立宪民主党人在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中占多数或占统治地

位。他们利用这种地位玩弄无聊而不光彩的把戏：向右边表示忠

诚，表示愿意组阁（他们说，我们能够和平解决一切矛盾，既不会伤

害庄稼汉，又不会得罪普利什凯维奇），向左边表示拥护民主主义。

由于玩弄这种把戏，立宪民主党人从右边终于挨了一脚，从左边则

恰如其分地获得了人民自由事业的叛徒这一称号。在前两届杜马

中，他们不仅一直同工人民主派作斗争，而且一直同劳动派作斗

争。我们只提醒大家注意一件事就够了：立宪民主党人破坏了劳动

派在第一届杜马中提出的成立地方土地委员会的计划，破坏了这

个起码的民主主义计划、初步的民主主义计划，从而维护了地主和

官吏在土地规划委员会内对农民的支配地位！

在第三届杜马内，立宪民主党人玩弄“负责的反对派”即陛下

的反对派的把戏。为了玩弄这一把戏，他们屡次投票赞成政府预算

（好一个“民主派”！），他们向十月党人解释说，他们所主张的“强

制”（强制农民）赎买的办法是没有危险的，没有害处的（请回想一

下别列佐夫斯基第一的发言），他们派卡拉乌洛夫上台去发表“虔

诚的”演说，他们背弃群众运动，求告“上层”而压制下层（立宪民主

党人在讨论工人保险问题时反对工人代表），如此等等。

立宪民主党是反革命自由派的政党。由于它野心勃勃地想充

当“负责的反对派”，即充当政府认可的、合法的、被准许去与十月

党人竞争的反对派，不是反对六三制度而是承认六三制度的反对

派，结果就把自己的“民主党人”的称号彻底葬送了。罗扎诺夫和安

东尼·沃伦斯基所崇拜的立宪民主党思想家司徒卢威和伊兹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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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之流先生们无耻地鼓吹路标主义思想，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在第

三届杜马中充当“负责的反对派”的角色，这实际上是同一件事物

的两个方面。普利什凯维奇之流所能容忍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

阶级，很想同普利什凯维奇并肩坐在一起。

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在现今第四届杜马选举时结成联

盟，这再一次证实了立宪民主党人十足的反革命性。进步派一点也

不想做民主派，也没有说过一句关于反对整个六三制度的话，根本

没有想到要什么“普选权”。这是一些温和的自由派，他们并不掩饰

他们与十月党人的亲密关系。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结成联盟，应

该使那些最昏聩的“立宪民主党应声虫”也能看清立宪民主党的本

质。

代表俄国民主派资产阶级的是形形色色的民粹派，从最左的

社会革命党人，直到人民社会党人１６０和劳动派。他们都爱讲“社会

主义”词句，但是，这些词句的含义骗不了觉悟的工人。其实，什么

“土地权”，什么“平分”土地，什么“土地社会化”，都不包含丝毫社

会主义成分。任何人都懂得这一点，只要他知道，在废除土地私有

制和重新分配土地甚至最“公平地”分配土地的情况下，商品生产，

市场、货币和资本的权力不但不会受到损害，反而会更加扩大。

但是，关于“劳动原则”和“民粹派的社会主义”的词句，也表明

民主派深信（并且真诚地希望）能够消灭而且必须消灭土地占有制

方面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一切中世纪特权。自由派（立宪民主党

人）力图与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分享政治权力和政治特权，而民粹派

则力求消灭而且在目前不得不力求消灭土地占有制方面以及政治

方面的一切特权，也正因为如此，民粹派才是民主派。

俄国极大多数农民所处的地位，使他们根本不可能设想与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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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什凯维奇之流作任何妥协（这对自由派来说是完全可能的，是可

以办到而且是合乎心意的）。因此，俄国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是有群众基础的，而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普

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这种对付庄稼汉的资产阶级政策，直到现在，除

了……使３０００万庄稼汉挨饿以外，没有作出任何成绩来！

千百万挨饿的小业主不能不力求另一种土地改革，即民主主

义的土地改革，这种改革虽然不能跳出资本主义范围，不能消灭雇

佣奴隶制，但是它能够彻底消灭俄国的中世纪制度。

劳动派在第三届杜马中虽然非常软弱，但是他们代表着群众。

由于小业主的阶级地位，劳动派必然在立宪民主党人与工人民主

派之间动摇不定，同时，由于团结、组织和教育小业主特别困难，劳

动派作为一个政党也就显得极不明确极不定形。因此，劳动派受到

左派民粹派那种愚蠢的“召回主义”影响，就呈现出一个被取消了

的政党的悲惨景象。

劳动派与我们的那些准马克思主义者取消派不同的地方，在

于前者是由于软弱而成为取消派，后者是由于居心险恶而成为取

消派。工人民主派的任务，就是帮助软弱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使

他们摆脱自由派的影响，团结民主派阵营去反对反革命的立宪民

主党人，而不仅仅反对右派分子。

关于这个在第三届杜马中拥有自己党团的工人民主派，我们

在这里只能稍微谈一谈。

工人阶级政党在欧洲各地都已经建立起来，它们摆脱一般民

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学会把雇佣工人反对资本的斗争同反对封建

主义的斗争区别开来，而这样做也正是为了加强反对封建主义的

斗争，为了使这一斗争摆脱一切动摇行为和畏缩思想的干扰。在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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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工人民主派已经完全与自由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划

清界限，这对整个民主事业有莫大的益处。

工人民主派内的取消派（《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现代事业报》）

也具有劳动派那样的弱点，它赞美不定形，力图做一个“可以容许

的”反对派，它放弃了工人领导权思想。只是空谈“公开的”组织（责

骂不公开的组织），鼓吹自由派的工人政策。这一流派显然是同反

革命时代的那种涣散状态和悲观失望情绪联系着的，它背离工人

民主派的事实已经非常明显了。

觉悟的工人什么也不会取消，他们排除自由派的影响而团结

起来，作为一个阶级组织起来，发展工会等多种多样的团结形式，

既代表雇佣劳动去反对资本，又代表彻底的民主派去反对俄国整

个旧制度，反对向旧制度作任何让步。

现在我们借用正式公布的１９１２年杜马《参考手册》中的材料，

把第三届国家杜马党派成分列表如下。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党派成分

地  主

地主右派 ４６……………………………………………

民族党人 ７４……………………………………………

独立民族党人 １７………………………………………

右派十月党人 １１………………………………………

十月党人 １２０……………………………………………

 

   政府党总计 ２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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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

进步派 ３６………………………………………………

立宪民主党人 ５２………………………………………

波兰代表联盟 １１………………………………………

波兰—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 ７………………………

穆斯林集团 ９……………………………………………

 

   自由派总计 １１５…………………………………

资产阶级民主派

劳动团 １４………………………………………………

工人民主派

社会民主党人 １３………………………………………

 

   民主派总计 ２７…………………………………

无党派人士 ２７…………………………………………

   共 计 ４３７…………………………………

  在第三届国家杜马中有两个多数：（１）右派和十月党人在４３７

个席位中占２６８席；（２）十月党人和自由派在４３７个席位中占２３５

席（１２０＋１１５）。这两个多数都是反革命的。

载于１９１２年５月１０日《涅瓦明星报》

第５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２７５—２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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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资本组织的调查

（１９１２年４—６月）

俄罗斯帝国技术协会１６１工业经济处作了一次关于“俄国工商

业阶级的社会组织”的调查——说得更确切一些，即关于大资本组

织的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在古什卡先生的《俄国工商业阶级的

代表组织》一书（１９１２年圣彼得堡版）中已有说明。这本书中提供

的材料以及作者所作的相当肯定的结论，都值得特别注意。

一

技术协会的调查其实是在资本家的“代表”组织中进行的，这

种“代表”组织约占全部资本家组织的８０％。卡特尔、托拉斯、辛迪

加约占１５％；雇主联合会约占５％；其余部分为交易所委员会１６２

及代表大会委员会等等。后面这些组织最喜欢把自己叫作“代表”

组织。它们的任务是对政权机关施加影响。

根据古什卡先生的意见，雇主联合会是同雇佣工人进行“直接

的”阶级斗争，而代表组织则是进行“间接的”阶级斗争，即“通过对

国家政权和社会舆论施加压力的办法同其他阶级进行斗争”。

这种用语当然是不正确的。它使我们立即看到古什卡先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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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式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多数代表所共有的一个基本缺

点。表面看来，仿佛阶级斗争的概念被接受了，仿佛这一概念已被

作为调查研究的基础。而实际上，这一概念被缩小了，被歪曲了。的

确，古什卡先生所得的结论就是：资本家同雇佣工人在现存政治制

度范围内所进行的斗争是“直接的”阶级斗争，而为政治制度本身

所进行的斗争却是“间接的”阶级斗争！那么，为夺取“国家政权”所

进行的斗争应该属于哪一类呢？

然而，关于古什卡先生“世界观”方面的这一基本谬误，我们只

有找到适当机会时再谈。他的这本书的意义并不在于理论，而在于

汇总了事实。这种包括了最主要类型的组织的材料，无论如何都是

很有意思的。

１９１０年俄国大资本的“代表”组织的总数为１４３个。其中７１

个是交易所协会和它们的委员会。其次是１４个工商业委员会，３

个商会，５１个“联合性”组织（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委员会、咨询办

事处等等）及４个不固定性组织。对调查作了答复的组织共计６２

个，即不到一半。在５１个最使人感兴趣的“联合性”组织中，对调查

作了答复的有２２个。

关于这些组织产生的时间的材料是能说明问题的。在对调查

作了答复的３２个交易所委员会中，在１８００到１９００年的１００年间

产生的有９个；在１９０１—１９０４年的４年间产生的有５个；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的两个革命年头内产生的有９个；从１９０７年到

１９１０年产生的有９个。

古什卡先生写道：“这里十分明显地表明，暴风雨般的１９０５年

的社会运动，推动了资本代表自我组织的进程。”

在２２个联合性组织中，１８７０到１９００年间产生的只有７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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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１到１９０４年间产生的有２个；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革命的两年内

产生的有８个；１９０７到１９１０年产生的有５个。所有这些由整个工

业代表即采矿工业家、石油工业家等等组成的“代表大会委员会”，

主要是革命时期和反革命时期的产物。

按照工业部门划分，这些组织各有如下特点。在交易所委员会

这一类中，混合部门占优势；这些委员会通常把当地工商业的一切

部门都联合起来。在工商业委员会这一类中，纺织业占第一位。在

最主要的一类中，即联合性组织中，差不多有一半不是属于商业，

而是属于工业，即属于采矿业和冶金业。

有以“高雅的文笔”来叙述自己所研究对象的小小癖好的古什

卡先生写道：“这类部门（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恰恰构成了俄国现

代工业‘近卫军’组织的经济基础。”

只有一部分组织能够确定该组织中整个工商业部门的周转额

或生产额。总计为１５７０００万卢布，其中属于组织成员的为１３１９００

万卢布。也就是说，组织起来的占８４％。３１３４个组织成员的周转

额为１１２１００万卢布，每个组织成员平均为３５８０００卢布。６８５个组

织成员拥有的工人人数约为２１９０００名（作者在第１１１页中错误地

计算为３１９０００名），即平均每个组织成员拥有工人３００名以上。

显然，这里讲的正是大资本的组织，更确切些说，甚至是最大

资本的组织。古什卡先生十分明确地意识到了这点，例如，他指出：

交易所委员会以及工商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一些大的和最大的工

业家和商人；工商业代表大会的组织，也是由“最大的”资本主义企

业组成的。

因此，作者在该书书名上标明“俄国工商业阶级”的组织是毫

无道理的。这是不对的。这又是把阶级概念缩小了。事实上，古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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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先生这里所谈的是阶层，而不是阶级。诚然，最大资本家阶层当

然在经济上统治着所有其余的阶层，必然用自己的周转规模来压

倒这些阶层；这一切都是没有疑问的。然而这毕竟是阶层，而不是

阶级。例如，这个阶层的代表组织的政治作用同这个阶层的政治统

治之间就有很长的距离，这个阶层的政治统治同工商业阶级的政

治统治之间又有很长的距离。

因此，应当指出古什卡先生的下述论断。他写道：“在俄国我们

在确定什么是大企业或小企业时习惯于使用很大的尺度，因为大

家知道，我国资本非常集中，甚至超过德国资本的集中……”

同德国比较是不对的。例如，在我国乌拉尔采矿工业和冶金工

业中，没有小企业或者很少有小企业，这是由于完全特殊的原

因，——由于工业没有充分自由，由于存在着中世纪的残余。而我

国官方（或者民粹派，反正都是一样）对工厂工业和“手工”工业的

划分，难道不是使我国的工业统计完全无法同德国的工业统计相

比较吗？难道这样的划分没有把大量农民小企业的“非常”分散的

真相掩盖起来，而使这位说俄国资本“非常集中”的观察家总是上

当吗？

二

指出关于最大资本代表组织活动的某些调查材料是很有意思

的。例如，作者把有关这些组织的预算材料作了综合。２２个联合性

组织的预算收入为３９５万卢布，而所有组织的收入，总计为７２５万

卢布。古什卡先生写道：“如果把未经调查的其他组织的财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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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包括进去的话，我国５６个组织的这个７２５万的年度预算，大概

会增加到１．５—２倍。”

然而，这一预算的一大半，即４５０万卢布是用在经济和慈善事

业方面的。５６个组织在纯粹代表职能方面花费了２７０万卢布。“绝

大多数答复或财务报告都把雇用职员的费用列为代表机构开支项

目中的第一项，其次是房租。其中有６４．４％的组织把最大部分开

支用作雇用职员的费用，有２６．７％的组织把最大部分开支用作房

租。”

被调查的资本家同盟共有１３１９００万卢布的周转额，在这种情

况下，上述数字说明这方面的支出为数甚微，因此古什卡先生的言

过其实的结论——支出预算是“俄国工商业资产阶级代表组织的

财政实力的标志〈黑体是原作者用的〉”！——又一次向我们表明

这位作者过分爱说“大话”。

作者在自己这本书的第９章里专门介绍了“第三种分子”，即

为资本家同盟服务的知识分子。结果是，在２９个交易所委员会中，

第三种分子的代表，即在这些委员会中供职的职员，有７７人；其

次，在２２个联合性组织中这样的职员有１８０人。大多数材料说，每

个组织有２—４个第三种分子的代表。由于资本家同盟往往过分缩

小这类数目字，作者认为可以得出结论：“在资本代表组织中服务

并担任要职的知识分子大军〈！！〉为数不下千人”，他们是秘书、会

计、统计人员、法律顾问等等。

古什卡先生所说的“大军”，是不需要很多人的。

资本家同盟的出版业可以从下列数字得到说明。对于调查的

答复，除所填的表格以外，还有２２８册根本不曾出售的图书——代

表大会汇编、总结报告、条例、报告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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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９个组织出版定期刊物：《采矿工厂事业》杂志、《石油事业》

杂志、《工商业》杂志、《俄国酿酒厂主协会消息通报》杂志１６３等等。

根据作者统计，已出版各期刊物的总数为２６２４“册”，再加上４５２

册《汇编》、年度总结报告等等以及３３３册不定期出版物，共计

３４０９“册”，古什卡先生认为这个数字“相当可观”。各种出版物总数

大概为４０００—５０００册。

古什卡先生赞叹说：“在这些书刊中——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埋藏着

全部宝藏，埋藏着研究俄国大资产阶级解剖学和生理学（如果可以这样说的

话）的极其丰富的材料……不研究这一有价值的材料，就不可能对俄国占统

治地位的那些社会力量的对比关系，特别是对１９０５年前后俄国国家政权的

社会本质和作用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古什卡先生经常对俄国国家政权的社会本质和作用问题发表

类似的谬论。由于这一问题特别重要，由于这位过分夸大事实因而

才赶忙发誓说“毫不夸大”的作者把这个问题肆意歪曲，所以对他

这些谬论就需要单独加以考查。

三

古什卡先生写道：“被调查的组织既然是代表性组织，即代表工商业阶级

的利益的组织，它们的活动的重心，自然就在于表述这个阶级的代表在涉及

它的利益的各种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并利用各种方法来维护这种立场。”

毫无疑义，“重心”正是在这里。在调查表中非常注意资本家组

织讨论了哪些问题和提出了哪些申请。作者综合了已有的资料，列

了一个自己认为是“一般性质的问题”的长长的单子。几类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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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如下：（一）工人保险、节日休假等等；（二）所得税、营业税等

等；（三）关税政策；（四）交通；（五）股份公司、信贷等等；（六）驻外

领事馆、统计工作、矿业管理局的组织；（七）商人参加地方自治机

关、参加国务会议、参加政府立法草案的预先审议等等。

古什卡先生关于这点作出的结论是：“从上述列举的各类问题

和申请中可以看出，我国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至少是很广泛的

……”读了这样的结论，你会不由得停下来看一看，是不是偶然漏

掉了一个“不”字，因为很明显，作者列举的活动范围是很不广泛

的。然而这里问题决不在于失言，而在于作者的根本“思路”。他认

为“很难举出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哪个比较重要的方面是不包括

在资本代表组织的活动范围内的”。

这种论断是令人难以置信的，然而这是事实：古什卡先生十分

认真地说出这种令人愤慨的谎话，并用几十种不同的调子加以重

复！

“很难举出……”可是，选举法呢？土地问题呢？难道这都不是

“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方面”吗？

古什卡先生是以商人立场的一孔之见来观察“社会政治生

活”。他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他的武断的叙述决不能证明他的见

解广阔，而恰恰证明他的见解狭隘。商人提出的问题一般都很狭

隘，因为这些问题只涉及到商人。资本家还没有达到过问一般政治

问题的程度。“容许工商业代表”参加这些或那些地方机关或中央

机关，——这就是他们所提出的申请的“勇敢”限度。至于这些机关

一般应当怎样组成，他们是不善于思考的。他们承认那些按别人指

使组成的机关并乞求在里面占一席之地。他们奴颜婢膝地站在不

是由本阶级建立的国家基地上，并在这一基地上“为”自己等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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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集团的、自己阶层的利益提出“申请”，甚至在这方面也没有达

到广泛理解整个阶级利益的地步。

恣意歪曲事情真相的古什卡先生，最后竟然唱起了颂歌。他写

道：“坚决而顽强地对政权机关施加压力”，“我们的组织”“本身非

常清楚地〈！！〉了解这点……”“大资本的组织已变成真正的预备杜

马，它对立法的影响实际上恐怕比国家杜马的影响还大，况

且”——作者故意俏皮地说——“第８７条１６４不适用于资本家的议

会，资本组织从来还没有被有意地解散过三天……”

这种俏皮话极其明显地证明工业巨头先生们及其吹捧者古什

卡的极端的狭隘和自负。一件小事情，一件很小的事情被忽略了：

杜马作为全国性的机关，提出有关整个国家管理问题以及有关一

切阶级的问题，可是商业大王的组织却认为仅仅提出商人问题，仅

仅提出商人的权利问题才算是勇敢。

古什卡先生竟然引录了乌法省交易所委员会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

的总结报告中的话：“政府本身在根本改革交易所机构的同时就选

定了……得力的助手”，并认为这种说法是“正确的”，把它用黑体

标出来，还说这是“同政府的生动的积极的合作”。

读了这些东西，你会不禁想起德语中的一个词：Ｌｏｂｈｕｄｅｌｅｉ

——阿谀地奉承或奉承地阿谀。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作者竟然洋洋

得意地大谈起“交易所机构的根本改革”来了！可是要知道，这不过

是一种奴仆观点，老爷只是让奴仆去同厨师“商量”准备午餐之类

的事情，并且只在这时才把他们称为“得力的助手”。

古什卡先生的观点究竟同这种观点接近到什么程度，从该书

第１５章关于各资本组织申请的结果那一节中可以看得出来。这一

节的标题是《失败的阵地》。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不能否认，有这

１０３关于大资本组织的调查



样几个方面，资本代表的申请和要求在那里的确遭到了政府方面

的反对。”依次举例如下：（１）官方的森林方面；官方自己即木材商；

（２）铁路运价方面；官方自己即企业主；（３）关于地方自治机关的代

表权问题；（４）关于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中的代表权问题。关于最

后两点，作者说：“在这两种场合，官僚机构同另一个统治阶级即领

地占有者阶级亲密无间的关系当然发生了作用。”

洋洋得意的古什卡先生继续说：“然而，如果把这里指出的为数不多的问

题放在一边，那就不得不说，在其余一切方面……我们的调查材料所描述的

工商业阶级的阵地都是胜利的阵地……”

您看，这真是妙论！失败的阵地是森林、铁路、地方自治机关和

议会。“然而，如果把这里指出的为数不多的问题放在一边”，那就

都是胜利的阵地！

在自己这本书的“结束语”中，古什卡先生在拼命反对关于工

商业阶级低下无权的“传统偏见”时，可以说达到了惊人的阿谀奉

承的地步：

“工商业资产阶级并不是作为低下无权的阶级来参加俄国的国宴的，它

是以一位受人欢迎的的贵宾和合作者，以国家政权的‘得力的助手’的资格出

现的，无论是根据已有的习惯，还是根据法律，根据成文法，它都占据显著地

位，而且也不是从昨天起才这样的。”

这完全可以作为某某克列斯托夫尼科夫、阿夫达科夫、季津高

津之流在款待大臣的宴席上用的一篇正式讲话。正是这样的讲话，

正是用这种语言起草的讲话，所有俄国人都很熟悉。不过请问一

下，这个妄图对重要的调查作“科学的”探讨，然而却把奴颜婢膝的

商人们的席间致词当作“调查结论”写入著作的人，怎么能称作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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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呢？

古什卡先生继续说：“我们从旧时代承袭了一种象偏见那样根深蒂固的

观点，认为在资本主义的俄国还可以看到这样一种矛盾：在经济上占统治地

位的大资产阶级在政治上仍然处在受奴役的地位。我们的全部调查材料在这

一传统概念上打开了一个重大缺口。”

卖弄马克思主义术语的古什卡先生，只有把马克思主义无限

庸俗化，才会认为关于资本家组织的调查能够提供有关资产阶级

在政治上受专制制度和地主奴役的问题的材料。能够给这一问题

提供实际答案的材料，作者几乎不曾涉及到，由于局限在这次调查

的范围内，也就不可能涉及到。

这次调查由于只涉及到我国资产阶级生活的一个方面，反而

证实了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受奴役的地位。调查表明，资产阶级在经

济上是在前进，资产阶级某些私人的权利在扩大，它的组织正在成

长为阶级，它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在增强。然而，正因为发生了

这些变化，两方面的矛盾，即一方面百分之九十九的政权保持在专

制政府和地主手中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日益加强的矛

盾，才变得更加深刻起来。

古什卡先生虽然在卖弄马克思主义术语，事实上却赞同庸俗

的社会自由主义的观点。用马克思主义词句来粉饰这种自由主义，

是俄国的一个特点，或者可以说，是俄国的一种痼疾。古什卡先生

由于抱着自由主义观点来谈俄国国家政权的社会本质问题，甚至

不能大致地理解这一问题的全部范围和全部意义。

俄国国家政权的阶级本质在１９０５年后起了重大变化。这是向

资产阶级方面发展的变化。第三届杜马、“路标派”自由主义、一系

列其他特征，都证明我国旧政权“在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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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又迈了“一步”。然而，即使在这一新的道路上又迈了一步，政权

却仍然是旧的，而政治矛盾的总数却因此增加了。古什卡先生碰到

了这个重大问题，也就暴露了他对这个问题的完全无知。

四

在研究十分专门的调查材料时，古什卡先生还涉及到一个极

为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应该特别谈一谈。这就是关

于“１９０５年的作用”问题，古什卡先生书中第１３章有一节就是用

了这样的一个标题。

调查表的第４１个问题，即关于最近每５年中各组织的执行机

关举行会议的次数问题，是为了弄清各组织在１９０５年加强活动的

程度。根据调查所得的材料，按照古什卡先生的说法，“在我们的组

织的生活中并没有发现这种现象”，即没有发现活动显著加强。

古什卡先生指出：“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究竟他是怎样来解释这种现象的呢？

他推断：由于罢工斗争的加强，“雇主”联合会在１９０５年势必

要加强自己的活动。

古什卡先生继续说：“而纯粹代表性的组织当时在某种程度上却处于相

反的状况：它们的主要订约人——政府当局——正是在１９０５年这一年中处

于最缺乏自信又最不能取得别人信任的守势。在那‘上司已下台’的‘疯狂的’

一年中，所有的人，包括工业家在内，都觉得（特别是在年底）旧的‘上司’再不

会回来了。

所以，资本的代表组织，当时就没有理由加强自己在政权机关面前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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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作用的积极性。”

这种解释是完全要不得的。如果“上司”真的“下台了”，那么，

旧的政治上司的下台必然会加强新的经济上司的积极性，把它变

成新的政治上司。如果政权主要是处于守势，那么这个政权的“合

作者和得力的助手”（这是古什卡先生对工商业资产阶级的评语）

怎能不加强自己的活动来守住这个政权和自己本身呢？我们的作

者完全没有考虑一下他所说的话，只是把最流行的、最习惯用的说

法拼凑起来。他也许感到，这里谈的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这个问

题的解决对回答资产阶级的政治作用这个更一般的问题有决定意

义或者有密切关系，——可是他好象害怕认真接触这个重要问题，

好象是在逃避这个重要问题。

请考虑一下作者下面一段同样是关于１９０５年作用的议论：

“……资本组织并不觉得需要经常聚在一起阐述它们对当时激荡全国的

社会政治问题的态度，因为它们被人民运动的巨大浪潮抛到了后面，宁愿暂

时观望等待，直到周围沸腾的斗争有个水落石出；最后，当‘上司’明确地表现

了重新‘登台’的愿望的时候，工商业阶级的组织才开始逐渐地恢复了自己的

代表活动的通常形式和紧张程度。”

“资本组织被人民运动的巨大浪潮抛到了后面……”好极了！

不过古什卡先生又没有思考一下他所讲的东西。人民运动的巨大

浪潮是反对谁的呢？是反对旧政权的。这个政权的“合作者和得力

的助手”怎么会被抛到了后面呢？他如果真正是合作者和得力的助

手，他的不依赖旧的政权组织的经济力量愈是强大，他就愈是应该

努力站在前面。

旧政权的“合作者和得力的助手”怎么会陷于“宁愿观望等待”

的状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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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什卡先生本打算反对关于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

在政治上却处在受奴役地位的理论，但是从一开头他就把自己弄

糊涂了！他所要推翻的那种“理论”，反而被１９０５年事态的发展证

实了。

无论是大的工商业资本，还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在１９０５

年不仅是“观望等待”，而且采取了极其明确的反革命立场。事实证

明了这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是，毫无疑问，同专制政府和地主

阶级的力量相比较，最大的资本在某种强度上是“被抛到了后面”。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人民运动浪潮”的最大高涨把资产阶级

抛到最后面，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

这种情况是能够发生的，因为只有把“资产阶级革命”的概念

完全曲解了，才会得出这样的看法：好象资产阶级一旦退出，资产

阶级革命就削弱了。这种情况是会发生的，因为在资产阶级动摇的

情况下，俄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动力是无产阶级和农民。资产阶

级在政治上受地主和专制政府的奴役，可是另一方面，它在工人运

动加强时却采取反革命的立场，这就发生了资产阶级的动摇，发生

了资产阶级的向“后面”退却。它既反对旧制度，又拥护旧制度。它

愿意帮助旧制度反对工人，然而在没有任何地主和旧政治制度的

任何残余的情况下，它又完全能够“自行安排”，甚至能够加强和扩

大自己的统治，美国和其他国家的经验，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人民运动巨大浪潮”的最大高涨以及

旧政权的极度削弱，能使工商业资产阶级加紧向“后面”退却。这正

是那个在新制度同旧制度的斗争中，在民主制度同中世纪制度的

斗争中能够保持中立的阶级；因为这个阶级一方面感到自己同旧

制度在一起比较习惯，比较安稳，比较方便，另方面在新的制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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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胜利的时候它也能取得统治地位。

五

谈到俄罗斯帝国技术协会的调查，便不能不谈到取消派的《我

们的曙光》杂志第１—２期合刊和第３期上发表的阿·叶尔曼斯基

先生的文章。叶尔曼斯基先生非常详细地转述了古什卡先生的著

作，然而，从来没有附带说明自己不同意他的意见！这样一个自命

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竟能赞同工商业巨头颂扬者的软弱无力的

自由主义！

叶尔曼斯基先生在奉行用马克思主义色彩稍加粉饰的布伦坦

诺和桑巴特式的社会自由主义方面，甚至比古什卡先生走得更远。

叶尔曼斯基先生写道：“代表性的组织，是在全国范围内（甚至

部分地是在国际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的组织。调查材料

表明这些组织所讨论的问题的范围几乎是无边无际的。我们这些

组织的活动，正如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交易所委员会正确指出的那

样，几乎涉及到具有全国意义的一切任务。”这就是叶尔曼斯基先

生在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杂志上发表的议论！这种议论是彻头彻

尾的、令人气愤的捏造。马克思的阶级斗争概念在这里被偷换成自

由主义的阶级斗争概念。这里所宣称的全民性的和全国性的东西

恰恰缺乏全民性的和全国性的东西的基本特征：国家政权的机构

以及“全国性”管理、全国性政策等的所有方面。

请看一下，叶尔曼斯基先生的狂热使他达到了怎样荒谬绝伦

的地步。在反驳“俄国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他想说的是大工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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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阶级）是软弱的、不够发达的等等的看法时，他在寻找能够表

达“俄国大资产阶级实际状况”的“现代公式”。

结果怎样呢？叶尔曼斯基先生拿来当作这种公式的是阿夫达

科夫在矿业主代表大会委员会争论（请听吧！）关于过渡到有一个

被选任的主席的矿业主代表大会的新组织时所讲的话。阿夫达科

夫说：实际情况（俄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到目前为止，任何人

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方面都没有限制我们”。

叶尔曼斯基先生写道：“这就是最适合于当前时代的公式。”

那是当然啦！在矿业主代表大会组织中愚蠢而驯服地忍受地

主的国家特权压迫的商人没有受到限制！叶尔曼斯基先生不去讥

笑那位言词夸张的基特·基特奇·阿夫达科夫，却拼命要人相信

阿夫达科夫不是基特·基特奇１６５，是他提出了表达“俄国大资产阶

级实际状况”的“现代公式”！基特·基特奇·阿夫达科夫却完全象

一个吃得肥胖的奴仆，他根本不敢想代替老爷成为真正的主人，他

由于老爷容许他在下房里同侍女、厨师等商量事情而受宠若惊。

从叶尔曼斯基先生文章中摘录的下面一段冗长议论表明，他

恰恰不想理解奴仆地位和老爷地位之间的这一区别：

他写道：“在这里作一番比较并不是多余的：大家都记得，人们曾经多么

坚决地、可以说全民一致地把地方自治人士‘参加国内管理事务’的愿望称作

‘荒谬的幻想’；另一方面，彼得堡交易所委员会还在立宪以前宣称‘尽可能广

泛地扩大交易所协会〈请注意这点！〉参加管理事务的权利’的必要性的同时，

就曾有充分根据地补充说：‘交易所协会的这种权利并不是什么新东西，因为

交易所协会已经部分地在行使这种权利了。’对其他人是‘荒谬的幻想’的东

西，对大资本的代表来说并不是幻想，而是现实，是实际的立宪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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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上“号”，叶尔曼斯基先生！你的“比较”暴露出你不能或者

不愿把两种愿望，即地主阶级自己要成为真正老爷的愿望和发了

财的管家费吉卡或万卡同老爷的其他仆人商量事情的愿望区别开

来。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别”。

叶尔曼斯基先生的结论在精神上和拉林的完全一样，这是十

分自然的。叶尔曼斯基先生写道：大资本的代表“在俄国早已占据

了名副其实的统治阶级的地位”。

这是彻头彻尾的捏造。这里他既忘记了专制制度，也忘记了政

权和收入仍旧是在土地占有者和农奴主手里。叶尔曼斯基先生毫

无根据地以为：“只有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我国的专制制度

“才不再是独特的农奴制度。”同尼古拉一世时代相比较，在亚历山

大二世时代已经没有这种“独特性”了。然而，把失掉独特的农奴制

性质而向资产阶级君主制前进的农奴制度同“大资本代表的完全

统治”混为一谈，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六

《我们的曙光》杂志编辑部照例给叶尔曼斯基先生的文章加了

一个“附带说明”，说什么，作者“过低估计了直接参加政权对于它

〈大资产阶级〉的意义”。

这种加附带说明的做法，在取消派那里是屡见不鲜的。叶尔曼

斯基在好多篇文章里极其详尽地以自由主义精神来发挥阶级斗争

的观点。这家杂志的宣传是自由主义的宣传…… 只是在两行注

释之中伏了一笔对马克思主义“美好日子的回忆”！《我们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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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志用暗中替换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精神影响读者，而它的编

辑部却用附带说明“为自己打掩护”，这种做法同立宪民主党的《言

语报》的做法完全一样。

问题决不仅仅在于叶尔曼斯基先生“过低估计了”问题的某一

方面，而在于他对阶级斗争的看法是完全不正确的。问题在于他对

专制制度的社会结构的估计是根本错误的。我们早已指出，并且还

要不倦地指出，对于“１９０８年的答复”（或１９１２年的）等等无论怎

样讥笑都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只要是一篇比较象样的政论，那就不

能避开这个问题。

叶尔曼斯基和拉林同《我们的曙光》杂志编辑部之间的分歧，

是直言不讳的、别具一格的诚实的取消派同有外交手腕的取消派

之间的分歧。关于这一点，不应该抱有任何幻想。

拉林写道：我们的政权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政权。因此，工人

应当组织起来，不是等待革命（也不是“为了革命”，——他补充

说），而是为了参加国家的立宪革新。叶尔曼斯基从另一方面谈到

了这个问题，他实质上是重复了拉林的第一个前提，并且暗示了他

的结论，只是没有直说罢了。

马尔托夫“修正”拉林的话，正象《我们的曙光》杂志编辑部修

正叶尔曼斯基的话一样：说政权还不是资产阶级的，工人只要抓住

立宪制度和专制制度的矛盾“就够了”。

可见在结论上，马尔托夫（以及《我们的曙光》杂志编辑部）同

拉林—叶尔曼斯基之间的意见是一致的，这种一致也是十分自然

的，因为他们对工人政策都采取自由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说他们的

基本前提是一致的。

我们却依旧认为，这种观点是根本不正确的。问题不在于叶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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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斯基“过低估计”或马尔托夫“过高估计”古契柯夫和里亚布申斯

基之流的“左倾”。问题也不在于叶尔曼斯基“过低估计”或马尔托

夫“过高估计”“直接参加政权对于资产阶级的意义”。问题在于，他

们两人不仅“过低估计”，而且简直不理解“直接参加政权”对于工

人阶级以及对于摆脱了目前的自由主义动摇而跟着工人阶级走的

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意义！他们两人所考虑的只是一个“政权”，而忘

记了另一个政权。

他们两人只看着上层而看不见下层。但是，如果１０个里亚布

申斯基和１００个米留可夫都在唠唠叨叨，自由主义地发泄不满，这

就是说，千百万小资产者和一切“小人物”都感到自己是忍无可忍

了。这千百万人也是“政权”的可能来源。只有这样的民主分子团

结起来既反对右派，也不受自由主义动摇的影响，才能“解决”历史

在２０世纪初期向俄国提出的问题。

载于１９１２年４—６月《启蒙》杂志

第５—７期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２８８—３０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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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

（１９１２年５月２２日〔６月４日〕）

“土地问题”——如果使用这个通常流行的名词——是在一切

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存在的。然而在俄国除了一般资本主义的土地

问题以外，还存在着另一种“真正俄国的”土地问题。为了简要地说

明这两种土地问题的区别，我们可以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在任何一

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看不到小土地占有者为了把大土地占

有制的土地转归他们所有而展开比较广泛的民主运动的情形。

在俄国就有这样的运动。因此，除了俄国，在任何一个欧洲国

家里，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提出和支持把土地转归小土地占有者

的要求。俄国土地问题必然使所有马克思主义者承认这种要求，尽

管对于如何组织转手土地的占有和支配的问题有各种不同的意见

（分配、地方公有、国有）。

“欧洲”和俄国之间的不同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不就是由于

俄国发展的独特性，由于俄国没有资本主义或者俄国资本主义特

别没有指望、没有发展前途而产生的吗？形形色色的民粹派正是这

样想的。但这种观点根本不对，现实生活早已驳倒了这种观点。

“欧洲”和俄国之间的不同是由于俄国极端落后产生的。在西

欧，资产阶级土地制度已经完全建立，农奴制早已消灭，农奴制残

余微不足道，起不了什么重大作用，西欧农业方面的主要社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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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雇佣工人对农场主或土地占有者的关系。小农在那里处于中间

状态，一方面，是向被雇用者即劳动力出卖者阶级（农民的所谓副

业或外水形式繁多）转化，而另一方面，是向雇主阶级（小农雇用的

工人人数比人们通常所想象的要多得多）转化。

毫无疑问，在俄国，这样的资本主义农业制度也已经确立，并

且在不断发展。地主经济和农民经济正向这方面演进。但是在我

国，纯资本主义关系还在广大范围内受到农奴制关系的压制。居民

群众，首先是全体农民群众正在同这种关系作斗争——这就是俄

国土地问题的特点所在。在西欧，这样的“问题”当时曾普遍存在，

但早已解决了。在俄国，这个问题迟迟没有解决，１８６１年的土地

“改革”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目前条件下也

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在《欧俄土地占有情况》①（载于《涅瓦明星报》
１６６
第３号）一文

中，我们援引了说明现代俄国土地问题实质的最主要材料。

３万个大地主约有７０００万俄亩土地，而１０００万农户大致也

有这么多土地——基本背景就是如此。这个情景说明了什么样的

经济关系呢？

３万个大地主主要是旧贵族的和旧农奴制经济的代表。在

２７８３３个有５００俄亩以上土地的田庄主中，就有１８１０２个贵族，占

将近２３。他们手中的大地产（这些大地主平均每人拥有土地２０００

俄亩以上！），用土地占有者的农具和雇佣工人是耕种不了的。在这

种情况下，旧徭役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在大

地产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小规模耕作、小规模经营，也就是说不可

３１３“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

① 见本卷第２６９—２７２页。——编者注



避免地要用小农的农具来耕种地主的土地。

大家知道，正是这种徭役制在欧俄的中部的、俄罗斯本土各

省，即在我国农业的心脏地区流行得特别广。所谓工役制无非是徭

役制经济的直接继续和残余。象冬季雇佣制、为赎回割地而劳动、

“全包制”１６７等等盘剥性的经营手段，也都是徭役制。在这种经济制

度下，农民的“份地”是保证地主获取劳动力的手段，而且不仅是保

证获取劳动力，也是保证获取农具的手段，尽管这种农具少得可

怜，仍然可以用来耕种地主的土地。

这种情况的结果就是：被束缚在自己的份地上而又不能靠它

为生的农民群众极端贫困，农业技术极其原始落后，工业的国内市

场极不发达。这种情况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仍未改变，现在有３０００

万农民正在挨饿，就是最明显的证明。在农业技术迅速发展并且具

有较高水平（在一些最好的资本主义农场中）的时代，只有广大被

奴役的小业主还在受着农奴制时代那样的压迫，听天由命，任人摆

布，才会造成许多人挨饿这样可怕的景象。

造成西欧农民中世纪以来未曾见过的这种可怕的灾难的根本

矛盾，就是在我国工业中高度发达、在我国农业中也相当发达的资

本主义和仍旧是中世纪的、农奴制的土地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不坚

决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就不能摆脱这种状况。

不但地主的土地占有制是农奴制的，而且农民的土地占有制

也是农奴制的。前者很明显，不会引起什么怀疑。我们要指出的只

有一点：消灭农奴制大地产，譬如说，消灭拥有５００俄亩以上的农

场，并不会破坏农业大生产，反而会加速它的发展，因为农奴制大

地产是盘剥性小农业的支柱，决不是大生产的支柱。在５００俄亩以

上的大块土地上进行大规模经营，即用地主的农具和自由雇佣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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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来耕种全部土地，在俄国大部分地区几乎是不可能的，至少也是

极为困难的。缩小这种地产的面积，是消灭盘剥性小农业和向农业

中的资本主义大生产过渡的条件之一。

另一方面，俄国农民的份地占有制也是中世纪的，农奴制的。

问题不仅在于这种占有制的法律形式现在由于村社遭到极粗暴的

破坏和土地私有制的推行而有所改变，——问题还在于这种占有

制的实际面貌无论村社遭到怎样的破坏也还是没有被触动。

农民的大量小的和极小的、多半是零散插花的“小块土地”都

是一些土质极坏的土地（这是１８６１年在农奴主－地主主持下给农

民的土地划地界的结果，也是地力耗尽的结果）。这种实际情况必

然使农民处于受世袭的大地产占有者、从前的“老爷”奴役的地位。

请具体想想这样一种情景吧：３万个大地产占有者各拥有

２０００俄亩土地，而１０００万农户“平均”每户才有７俄亩土地。显

然，无论怎样破坏村社，怎样建立土地私有制，都还不能改变盘剥、

工役、徭役、农奴制时代的贫困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农奴制依附形

式。

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土地问题”是消灭严重地阻碍俄国资本

主义发展的农奴制残余的问题。俄国的土地问题是坚决摧毁旧的、

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即地主土地占有制和农民的份地占有制的问

题，由于这种土地占有制极端落后，由于这种土地占有制与已经资

本主义化了的国民经济的整个体制极不适应，这种摧毁已成为绝

对必要的了。

摧毁应该是坚决的，因为不适应的情形太严重了，因为旧的太

旧了，“病入膏肓”。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形式的这种摧毁，就其内容

来说，都不能不是资产阶级的，因为俄国整个经济生活已经资产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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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化了，土地占有制也必定要服从整个经济生活，必定要受市场的

支配，必定要屈从于我国当前社会中主宰一切的资本的压力。

既然摧毁不能不是坚决的，不能不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那就还

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也就是说在地主和农民这两个有直接利害

关系的阶级中，究竟应该由哪个阶级来进行这种改造，或者指导这

种改造，确定这种改造的形式。这个“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们要在

《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①一文中来加以论

述。

载于１９１２年５月２２日《涅瓦明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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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竞选鼓动的几点总结

（１９１２年５月２２日〔６月４日〕）

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的各种政治力量，差不多已经完全组织起

来了。各个党派基本的组合情况至少已经十分明确，不会再有什么

重大的本质的改变了。

政府早就开始了选举运动。右派、民族党人、十月党人都在行

政当局的公然协助下“进行活动”。最近《言语报》公布的和许多报

纸转载的省长们下令各县警察局长采取“措施”，不准“左派”候选

人参加初选人（特别是农民的初选人）和复选人的竞选，这一指令

把内务部“选举”机器上面遮盖的帷幕稍稍揭开了一点。政府方面

无疑会采取一切可行的（和不可行的）措施来反对反对派。首席大

臣科科夫佐夫在对莫斯科商人讲话的时候，那样强调“为反对而反

对”的危害，不是没有原因的。

但是，如果对政府和警察当局在选举中的热心可以不必怀疑，

那同样不必怀疑的是选民的情绪已经发生而且还在发生普遍“向

左”的转变。政府的任何诡计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相反，诡计和

“措施”只能加深不满。不难理解，如果大资产阶级的这种不满表现

为舒宾斯科伊发表“反对派”言论，或者里亚布申斯基“谨慎地”暗

示希望有一个“文明的管理方式”，或者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对

内阁冷嘲热讽，那么，依附于里亚布申斯基、戈洛文之流等等的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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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人物”的不满就要强烈得多、严重得多了。

在政治上表现出这种不满的反对派的阵营里，已经形成了哪

些政治派别呢？已经形成了由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组成的“负责

的”反对派即自由主义君主主义反对派。他们的联盟清楚地说明立

宪民主党人比他们给人的假象要“右”得多。

已经形成了工人民主派，它的任务不是“支持”立宪民主党人

和进步派组成的反对派，而是利用他们同右派（包括民族党人和十

月党人）的冲突来教育和组织民主派。最后，还形成了一个资产阶

级民主派。在劳动派的代表会议上，这个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首

先同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然而却不提出任何同立宪民主党人的

反革命自由主义作斗争的明确口号，也就是说，实际上依旧动摇于

两者之间。

从这次各党派竞选的“政治动员”情况可以总结出一些什么

呢？第一点和基本的一点，是工人民主派早就作出了的，就是在斗

争中有三个阵营，而不是两个阵营。自由派尽量想把事情说成是实

质上只有两个阵营在进行斗争，而取消派（正如多次表明的那样）

也总是滑向这样的观点。赞成立宪还是反对立宪？——立宪民主

党人就是这样来说明两个阵营的分歧点的。实际上这种说法等于

什么也没有确定，因为连十月党人也硬说自己是主张立宪的，而

且，根本不应当去谈什么可以叫作立宪，什么不可以这样叫，而应

当谈自由派或民主派的某些要求的确切内容。

这三个阵营正是根据这些要求的内容，根据在阶级倾向上的

实际区别而确定下来的：右派阵营或政府阵营；自由派阵营或站在

反革命立场上的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阵营，以及民主派阵

营。这里的问题倒不在于在这种选举制度下面的“机会”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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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问题要深刻得多，它所涉及的是关于选举时期的政治宣传的整

个性质，关于选举运动的整个思想政治内容。

自由派在这种情况下所采取的“战略”是每天都在设法夺取

“整个”反对派运动的领导权。自由派的《生活需要》杂志泄露了《言

语报》小心隐瞒起来的这个战略的“秘密”。鲁·布·先生在《生活

需要》杂志第１３期上写道：“进步派以大有希望的一步〈！〉开始了

自己的运动，它们组成了一个所谓‘非党的进步同盟’，这个同盟从

最初的几天起就显示出它对于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右的反对派政治

集团有巨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劳动团的“选举纲领虽然模糊不

清，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于模糊不清，才符合于广大民主派知

识分子的要求”。“在一定条件下，劳动团能够充当比立宪民主党人

更左的角色，正如进步派集团在充当比立宪民主党人更右的角色

一样。于是，反对派的阵线就可能由变动的、动摇的但是灵活的两

个极侧翼和不变的但是坚强的中心所组成，从战略上来说，这在政

治斗争中也有其有利的方面。”

鲁·布·嘴上所说的，正是米留可夫和盛加略夫之流的先生

们脑子里所想的！立宪民主党人正好需要两个“灵活的”侧翼：用进

步派来笼络资产阶级的六三选民，用“模糊不清的”民主派来笼络

怀有民主情绪的公众。这个“战略”确是由立宪民主党的本性决定

的。这个政党是反革命自由派的政党，它用欺骗方式使得一些民主

阶层如部分店员、小职员等等跟着它走。这样的党正好需要“非党

的进步派”来作真正的阶级支柱，需要模糊不清的民主派来作时髦

的招牌。

地主叶弗列莫夫和百万富翁里亚布申斯基可说是进步派的典

型。民粹主义阵营中的劳动派和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取消派可说

９１３关于竞选鼓动的几点总结



是模糊不清的民主派的典型。翻开立宪民主党的全部历史，你就可

以看出，这个政党始终是这样行事的：口头上说的是民主主义，行

动上做的是“叶弗列莫夫式的而且合乎里亚布申斯基心意的”自由

主义。从１９０６年地方土地委员会的计划失败，到在第三届杜马投

票赞成预算或者到米留可夫提出的“伦敦”口号等等，我们看到的

都正是立宪民主党的这种本性和假民主的外衣。

《生活需要》杂志的鲁·布·先生真是太笨了，他竟在无意之

中说出了自由派搅混了的并竭力对民主派隐瞒的真相。他承认：进

步派的纲领“把问题摆在坚固而现实的基础上”！可是在这个纲领

里，除了纯粹十月党人式的泛泛的空话（例如，“全部实现１０月１７

日宣言”）之外，什么也没有。他们所说的坚固而现实的基础是指自

由派资产阶级的基础，可是这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如此温和、如此唯

命是听、如此软弱无力，以至对它抱任何希望都是太可笑了。那些

在１９０７年曾是“和平革新党人”的人，那些在第三届杜马里站在立

宪民主党人和十月党人之间的人，就是所谓坚固而现实的基础！

百万富翁里亚布申斯基是进步派。这些进步派或这类进步派

的机关报是《俄国晨报》１６８。不是别人，正是同进步派结成联盟的立

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言语报》写道：“莫斯科工业家的机关报《俄

国晨报》比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对科科夫佐夫的话〉……《俄国晨

报》随声附和克列斯托夫尼科夫的话说：‘工商界的莫斯科有权认

为自己已经满意了。’”《言语报》补充说：“既然这取决于《莫斯科呼

声报》和《俄国晨报》，那他们就准备不推行任何路线了，他们已经

感到满意了。”

试问，有什么材料能够证明叶弗列莫夫或别的进步派有“路

线”呢？这种材料没有。民主派只要支持这种进步主义（不管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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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主义或立宪民主主义都是一样），就等于放弃阵地。而利用资

产阶级同地主之间、自由派同右派之间的冲突，却是另一回事。民

主派只能这样提出自己的任务。

必须明确地认识到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的自由主义的反革

命性，才能完成这个任务，才能对那些在经济上依赖于叶弗列莫夫

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的最广大的群众进行政治教育并把他们组织

起来。劳动派和取消派共同的一个主要缺点，就是缺乏这种明确的

认识。劳动派对于自由主义根本缺乏阶级分析，取消派则讲些什么

“把杜马从反动派手里夺过来”，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快要取得

政权，他们正在完成历史性的进步的工作等空话（见马尔托夫和唐

恩的言论），所有这些总括起来，也不过是起了鲁·布·所十分满

意的立宪民主党“侧翼”的作用。

劳动派和取消派的主观愿望当然不是这样的，但是，问题不在

于他们主观的设想，而在于社会力量的客观组合。尽管有人认为只

有两个阵营，尽管有人幸灾乐祸地叫喊工人民主派的瓦解（见鲁·

布·先生的同一篇文章），但这一组合却向我们清楚地表明第三个

阵营已经形成。它的路线已经明确地提了出来，这是人所共知的。

工人反取消派执行这条路线，团结所有的民主派，既反对右派，又

反对自由派。工人对于软弱无力的、在所有根本问题上都拜倒在反

动派面前的立宪民主党自由主义不抱任何幻想，而要利用它同反

动派的冲突，以壮大自己，壮大自己的阶级组织，壮大自己的民主

派，这个民主派正在那些被叶弗列莫夫和里亚布申斯基之流奴役

的广大人民群众中悄悄地成长起来。

由于工人的反取消主义策略，右派同“负责的”反对派的斗争

应当提高并且一定会提高那个并不追求不甚光彩的“负责的”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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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称号的“反对派”的觉悟，并帮助它独立地组织起来。

载于１９１２年５月２２日《涅瓦明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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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

（１９１２年５月３１日〔６月１３日〕）

从１９０５年起，工商业部所作的官方的罢工统计中，经常把罢

工分为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两类。他们这样分类，是因为生活中产

生了罢工运动的一些特殊形式。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结合，就是

这种特殊性的主要特点之一。现在，罢工运动日趋活跃，为了进行

科学分析，为了对事件采取自觉态度，就要求工人仔细认清俄国罢

工运动的这个特点。

首先让我们从政府的罢工统计中引用几个主要的数字。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这３年中，俄国的罢工运动达到了世界上从未有过的

高度。政府的统计只是计算了工厂的罢工，而矿业企业、铁路、建筑

工程以及使用雇佣劳动的许多其他部门的罢工并未计算在内。但

是，即使单算工厂罢工的人数，１９０５年就有２８６３０００人，即将近

３００万人之多；１９０６年有１１０８０００人，１９０７年有７４００００人。而从

１８９４年到１９０８年整个这１５年当中，即在欧洲已开始有系统地编

制罢工统计的时期，一年之内罢工人数最多的是美国，也只有

６６００００人。

可见，是俄国工人第一次在世界上开展了我们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

年所看到的那样大规模的罢工斗争。现在英国工人在经济罢工方

面又给了运动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俄国工人所以起了先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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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西欧的工人更强大、更有组织、更成熟，而是因

为西欧还不曾发生过有无产阶级群众独立参加的全国性的大危

机。将来这些危机到来时，欧洲群众性的罢工会比１９０５年的俄国

还要强烈。

这个时期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对比情况怎样呢？政府的统

计对这一点作了如下回答：

罢工人数（单位千）

１９０５年 １９０６年 １９０７年

经济罢工………………１４３９ ４５８ ２００

政治罢工………………１４２４ ６５０ ５４０

共 计………２８６３ １１０８ ７４０

由此可见两种罢工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１９０５年运动达到了最高

潮，其特点是斗争具有最广泛的经济基础：这一年的政治罢工是以

经济罢工作为坚实牢固的基础的。参加经济罢工的人数超过了政

治罢工的人数。

我们看到，在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７年，随着运动的低落，经济基础

削弱了：１９０６年参加经济罢工的人数降低到罢工总人数的４１０，

１９０７年降低到３１０。可见，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是相互支持的，是

相辅相成的。没有这两种罢工的紧密联系，真正广泛的、大规模的、

而且具有全民意义的运动是不可能产生的。在运动初期，经济罢工

往往带有一种唤起和推动落后、使运动普遍发展、把运动提到更高

阶段的性质。

例如，在１９０５年的第一季度，经济罢工显然超过了政治罢工，

参加经济罢工的有６０４０００人，参加政治罢工的只有２０６０００人，而

在１９０５年第四季度，情况就相反了：参加经济罢工的有４３０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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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参加政治罢工的有８４７０００人。这就是说，在运动初期，许多

工人把经济斗争放在第一位，而当运动发展到最高潮的时候，情况

就相反了。但是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的联系，始终都是存在的。再

说一遍，没有这种联系，就不可能产生真正伟大的、能实现伟大目

标的运动。

在政治罢工的时候，工人阶级是作为全民的先进阶级出现的。

无产阶级在这种情况下不单纯起着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个阶级的

作用，而且起着领导者、先驱者、领袖的作用。运动中表现出来的政

治思想具有全民的性质，也就是说触及到全国政治生活的根本的

最深刻的条件。正如所有对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这个时期进行科学研究

的人所指出的，政治罢工的这种性质，使得所有的阶级，当然特别

是居民中最广大的、人数众多的民主阶层即农民等等卷到运动中

来。

另一方面，如果不提出经济要求，不直接而迅速地改善劳动群

众的状况，劳动群众是永远也不会同意去考虑什么全国的共同“进

步”的。只有在改善劳动者的经济状况的条件下，群众才会投入运

动，积极参加运动，高度重视运动，发扬英雄主义和自我牺牲、坚定

不移的精神，并对伟大事业忠心耿耿。事情只能是这样的，因为工

人的生活条件“平”时艰苦到了极点。工人阶级在争取改善生活条

件的同时，在精神上、思想意识上、政治上也成长起来了，变得更具

有实现自己伟大的解放目的的能力了。

工商业部公布的罢工统计，完全证实了工人在全面活跃时期

的经济斗争的这种巨大意义。工人的冲击愈猛烈，他们争得生活的

改善就愈多。“社会的同情”和生活的改善都是斗争高度发展的结

果。如果自由派（和取消派）对工人说：“社会”同情你们，你们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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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了，那么，马克思主义者则对工人说：你们强大了，“社会”就会同

情你们。这里所说的社会是指居民当中的各种民主阶层，即小资产

阶级、农民、同工人生活有密切接触的知识分子、职员等等。

１９０５年的罢工运动规模最大。结果怎样呢？我们看到，正好是

这一年，工人争取到的生活改善最多。政府的统计表明，１９０５年，

１００个罢工者当中，只有２９人在斗争结束时什么也没有争得，就

是说完全失败了。而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这１０年当中，１００个罢工者中

间有５２人在斗争结束时什么也没有争得！就是说，运动的群众性

使斗争的成功率大大地提高了，几乎提高了１倍。

当运动开始减弱时，斗争的成功率也就开始降低：１９０６年，在

斗争结束时什么也没有争得的，确切些说，失败了的，１００个罢工

者当中有３３人，而在１９０７年有５８人，１９０８年１００个罢工者中甚

至达到６９人！！

可见，许多年来的科学统计资料完全证实了每个自觉的工人

的亲身体验和观察：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必须结合起来，而在真正

广泛的全民的运动中，这种结合也是必然的。

同样，现在罢工运动的浪潮也完全证实了这个结论。１９１１年

参加罢工的人数比１９１０年增加了１倍（１０万比５万）。但是这个

数目毕竟非常小；纯粹的经济罢工在当时依然是一种涉及面比较

“狭小”的事情，还不具有全民的意义。相反，现在每个人都看得清

楚，今年的罢工运动在著名的四月事件以后正好具有了这种意义。

因此，极为重要的是一开始就要对自由派和自由派工人政客

（取消派）力图对运动性质作的歪曲进行反击。自由派谢韦里亚宁

先生在《俄罗斯新闻》上刊载的一篇文章中反对把经济“要求”或

“其他什么〈居然说出这种话来！〉要求”同五一罢工“搅在一起”，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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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的《言语报》表示同意这种看法，转载了这篇文章的主

要之点。

这位自由派先生写道：“把这种罢工偏偏同５月１日这个日子联系起来，

这往往是没有根据的…… 而且在庆祝全世界工人节日的时候，乘机要求把

织某几种细平布的工资增加１０％，更是有点奇怪。”（《言语报》第１３２号）

工人完全明白的东西，自由派却感到“奇怪”。只有捍卫资产阶

级及其巨额利润的人才会嘲笑“增加工资”的要求。而工人却知道，

正是这种增加工资的要求的广泛性，正是罢工的全面性，最能吸引

大量新的参加者，最能保证冲击的力量并赢得社会的同情，最能保

证工人本身的成功和工人运动的全民意义。因此，应当坚决反对谢

韦里亚宁先生、《俄罗斯新闻》和《言语报》所散布的自由派的歪曲，

要尽一切力量不让工人上这种劣等参谋的当。

取消派弗·叶若夫先生在取消派报纸《涅瓦呼声报》１６９第１号

上也散布了同样的纯粹自由派的歪曲，虽然他是从另一个稍微不

同的方面来谈这个问题的。弗·叶若夫先生特别谈到了五一罚款

所引起的罢工。作者公正地指出了工人的组织性不够，但是他从这

个公正的指责出发作出了最错误的也是对工人最有害的结论。叶

若夫先生认为，一个工厂单纯为了抗议而罢工，而另一个工厂又把

经济要求结合进来等等，这就是没有组织性。实际上，罢工形式的

多种多样根本不是什么没有组织性：一定要形式千篇一律才算有

组织性，那就未免太愚蠢了！没有组织性根本不表现在叶若夫先生

所找的地方。

而他的结论就更糟糕得多了：

“因此〈就是说，因为罢工的多种多样以及经济和政治相结合的各种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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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在相当多的场合下，抗议的原则性（要知道，不是为了２５个戈比而罢

工）模糊了，被经济要求弄得复杂了……”

这是真正令人愤慨的、彻头彻尾荒谬的、彻头彻尾自由派的议

论！以为“２５个戈比”的要求能够“模糊”抗议的原则性，那就是堕

落到立宪民主党人的水平。恰恰相反，叶若夫先生，对２５个戈比的

要求不应该嘲笑，而应该完全承认！恰恰相反，叶若夫先生，这种要

求不会“模糊”，只会加强“抗议的原则性”！第一，改善生活的问题

也是一个原则性问题，并且是极为重要的原则性问题，第二，如果

我们所反对的不是一种，而是两种、三种或更多的压迫的表现，那

我不是在削弱，而是在加强我的抗议。

任何一个工人都会愤怒地批驳叶若夫先生对事实进行的这种

令人愤慨的自由派的歪曲。

叶若夫先生决不是说错了话。他后面写的东西还要可恶：

“亲身的经验一定会提醒工人，用经济要求把自己的抗议弄得复杂化，正

如用原则性的要求把平常的罢工弄得复杂化一样，是不适当的。”

不对，一千个不对！《涅瓦呼声报》刊登了这种言论，真是可耻。

叶若夫先生觉得不适当的，倒是完全适当，每个工人亲身的经验和

俄国很大一部分工人最近的经验所说明的，正好同叶若夫先生的

指教完全相反。

只有自由派才会反对用“原则性的要求”来把最“平常的”罢工

弄得“复杂化”，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的取消派用“平常的”罢工的

尺度来衡量现在的运动，是大错而特错了。

叶若夫先生企图用别人的旗帜来掩盖自己的自由派私货，真

是枉费心机，他把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相结合的问题同为这两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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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作准备的问题混为一谈，也是枉费心机！当然，要准备一切并

作好自身的准备，而且要准备得尽量扎实一些、齐心一些、团结一

些、周密一些、坚定一些，这样做是最好不过的；没有什么可争论

的。但是，同叶若夫先生的看法相反，应当准备的正好是把这两种

罢工结合起来。

叶若夫先生写道：“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罢工的时期。如果把经济罢工

同工人的政治行动交织在一起，那就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这样混在一起，对

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都是有害的。”

看来没有比这更糟糕的了！从这些话里再清楚不过地看出一

个取消派堕落到了一个平庸的自由派的水平。每一句话都错了！必

须把每一句话都完全颠倒过来，才能得到正确的东西！

说我们面临的是经济罢工的时期，这不对。正好相反。我们面

临的不仅是经济罢工的时期。我们面临的是政治罢工的时期。叶

若夫先生，事实胜过你们自由派的歪曲，如果你们能够看到工商业

部所收集的罢工统计卡片，那么，就连政府的这个统计也会完全把

你们驳倒。

说“交织在一起”是错误，这不对。正好相反。如果工人不懂得

这种“交织在一起”的整个特殊性、整个意义、整个必要性、整个在

原则上的重要性，那才是无法挽回的错误。幸好工人们很懂得这一

点，而且对自由派工人政客的宣传嗤之以鼻。

最后，说这样混在一起对两种形式的罢工“都是有害的”，这也

不对。正好相反。这样混在一起，对两种形式的罢工都有利，会使

这两种形式的罢工都得到加强。

叶若夫先生对他所发现的某些“激烈人物”教训起来了。请听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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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在组织上巩固工人群众的情绪……”——颠扑不破的真

理！——“……必须加强拥护工会的宣传，为工会征求新的会员

……”

完全对，但是……但是，叶若夫先生，把“组织上的巩固”仅仅

归结为巩固工会，那是不能容许的！取消派先生，请记住这一点！

“……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工人当中现在有不少激烈人物热中于群众

运动，在群众集会上反对工会，好象工会是无益的、不必要的。”

这是自由派对工人的诽谤。工人并没有“反对工会”，从工人那

里吃到了苦头，并且今后还会吃到苦头的是取消派。工人反对的是

叶若夫先生在上面那段话里明确表达的意思：把组织上的巩固仅

仅归结为巩固“工会”。

工人并没有“反对工会”，而是反对充斥于叶若夫先生文章中

的自由派对工人斗争性质的歪曲。

俄国工人在政治上已经相当成熟了，他们懂得自己的运动的

伟大的全民意义。俄国工人已经相当成熟了，他们懂得自由派的工

人政策的荒谬和贫乏，他们对这种政策总是嗤之以鼻。

载于１９１２年５月３１日《涅瓦明星报》

第１０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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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 民 问 题

（１９１２年６月３日〔１６日〕）

大家知道，政府和各反革命政党对于迁移农民曾经寄予很大

希望。按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想法，迁移农民即使不能彻底解决土地

问题，至少也能使土地问题大大缓和一下，而不致造成危害。这就

是为什么正是在欧俄农民运动即将开始和发展的情况下移民事业

受到大肆鼓吹和百般鼓励的原因。

库尔斯克的死硬派马尔柯夫第二这样一些露骨的反动派嘴上

所说的，正是政府的代表和象十月党人这样比较有远见的政治家

脑子里所想的。这位代表在杜马讨论移民问题时，公开地、非常直

率地说：“是的，政府应该用移民办法来解决土地问题。”（第一次常

会）

毫无疑问，如果正确地组织移民工作，那是会对俄国的经济发

展起一定的作用的。当然，不应该过高估计这个作用，即使现在，当

农民处境不堪忍受，以致俄国庄稼汉不仅下决心逃往西伯利亚，而

且逃到天涯海角的时候，即使现在，当正在竭力鼓励少地和无地农

民移居和迁出，免得他们对地主的大地产眼红的时候，当１１月９

日法令特别有助于移民处理他们在故乡的剩余财物的时候，也不

应该过高估计这个作用；对于这一点，甚至现在那些以人口自然增

长作辩护的辩护士也不得不承认；因为只有在迁出者的百分比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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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的几个省份（俄国的南部、西部和中部黑土地带），移民人数才等

于人口自然增长数，或者稍微超过一些。

但是，在西伯利亚还有大量可供移民用的空地。不过，由于调

查工作做得太少，即使大致准确地确定这种空地有多少也是不可

能的。早在１８９６年，库洛姆津曾把待垦土地的数量确定为１３万人

的份额。从那时起，已经分配出去１０倍于这个数额的土地，但是这

些土地还没有分配完。相反，根据移民管理署的统计，到１９００年，

可供移民用的土地数量就有３００万人的份额，可供６００万移民使

用。我们看到，这些数字大小悬殊，上下的幅度也很大。

无论怎样，即使考虑到官僚主义总要好心夸大而把以上数字

打一定的折扣，西伯利亚无疑还是有可以开垦的土地的，因此，只

要把移民工作合理地加以组织，向那里移民，无论对西伯利亚还是

对全俄国来说，都会有一定的意义。

就连这个必要的条件现政府也不能实现。现在的移民事务办

理情况再一次表明和证明，我国的“旧制度”绝对不能满足居民最

起码的经济要求；移民工作的安排不当再一次证明，现在当权的老

爷们没有能力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做一点好事。

社会民主党代表每年在讨论移民管理署预算时所作的发言，

也都是为了使人弄清移民政策的方针、性质和执行情况。

政府在迁移农民这件事情上所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这是决

定其他一切问题的基本问题，因为政府的移民政策的整个性质是

由这一政策的目的决定的。

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在杜马第二次常会上发言的沃伊洛什尼

科夫代表，是这样说明政府在迁移农民这件事情上给自己提出的

任务的。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说：“移民政策是政府整个土地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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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环节。过去地主需要贫弱的农民作为廉价的劳动力，所以政

府曾经极力阻止移民，把多余的人口留在当地。但这还不算；政府

还加紧反对擅自迁移，竭力关紧这一安全阀；但是当时人口的自然

增长在继续进行，时代已经改变了！无产阶级和饥饿农民以及由于

饥饿而产生的一切后果的威胁象乌云般地涌来。政府和地主赶忙

抓住移民问题，把它和１１月９日法令共同作为自己土地政策的基

础，但是在执行１１月９日法令时所注意的是殷实的农民，是要剥

夺贫弱农民的土地并把它交给殷实的农民，而抓移民问题时则是

尽量把贫弱农民排挤到西伯利亚去；尽管最近移民的平均富裕程

度有提高的趋势，但是，主要群众——用斯托雷平的术语来说——

仍旧是贫弱农民。土地规划委员会也参与了或者说是被吸引来参

加了这种加紧排挤的活动。

土地规划委员会负责分给移民土地，并进行登记，从而结束从

前的土地混乱现象。可见，先生们，１１月９日的法令、加紧鼓吹移

民、加紧把贫弱农民排挤到西伯利亚去以及成立土地规划委员会，

是同一个问题、同一个政策的两个紧密相联的方面。不难看出，１１

月９日法令的实施，可以使殷实的农民靠牺牲贫弱农民而定居在

份地上，从而可以把这些贫弱的，这些在垦殖开发方面不太适宜的

人赶到人生地疏的边疆地区。无论在村社方面还是在移民方面，政

府的移民政策都只是根据一小撮农奴主－地主的利益以至一切压

迫工人群众和劳动农民的统治阶级的利益制定的。政府根本不了

解国家的基本要求和国民经济的需要。”（第二次常会，第七十七次

会议）

齐赫泽代表在国家杜马第二次常会上的发言中最充分地揭露

了事情的这个方面，他详细地描述了移民政策在高加索执行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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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

这位社会民主党发言人首先用事实和数字证明，官方关于高

加索的空闲土地的所有报道，都与实际情况极不相符。我们要特别

着重指出，齐赫泽代表为了避免被别人指责他偏袒和歪曲，在发言

中总是利用官方材料和政府官员的报告。根据前国家产业部大臣

早在８０年代搜集的材料，“仅仅在高加索官地上定居的国家农民

中间，在外高加索４个省里，完全没有土地的计２２０００人，每人有

份地不足１俄亩的计６６０００人，有份地１—２俄亩的计２５４０００人，

有份地２—４俄亩的计５０１３人，——份地少于在高加索定居的移

民的份地最低定额的共约１００万人。在库塔伊西省２９９７７户中，无

地和份地不足１俄亩的计２５４１户，有份地１—２俄亩的计４２２７

户，有２—３俄亩的计４０１６户，有３—５俄亩的计５３２１户。根据最

近的材料，外高加索４个省完全没有官地或官地很少的村落约占

４６％，而库塔伊西省无地农户约占３３％。从巴库农业生产需要委

员会的报告中我们知道，这些官地很少的村落中还有一些无地的

农民，他们迁移到拥有大量份地的农民近旁去住，因而多年来一直

处于这种依附地位。而参议员库兹明斯基在其奏章中说：‘可以看

出，有时移民完全是由那些放弃农业和把以垦殖开发的名义获得

的土地租给同村人或邻村土著农民的人组成的。’可见，早在２５年

以前，外高加索就有数十万本应比其他各类农民得到更多保证的

国家农民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作雇农了。早在２５年以前，当地农民

就不得不租佃交给移民的土地。”

根据这些材料就可以判断对高加索国家农民的土地保证情

况。

这位发言人继续说：“至于所谓暂时义务农，根据开列出的文件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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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梯弗利斯省完全没有土地的就有１４４４户，甚至连宅旁地都没有的就有

３８６户。这占梯弗利斯省地主农民总数的１３％。库塔伊西省在改革时无地农

民还更多。即使按梯弗利斯省农奴总数的比例来计算，在库塔伊西省也有

５５９０户农奴或２５０００个农奴在高加索农民解放时连一小块土地也没有得

到。”报告的作者继而谈到义务关系的解除时说：“改革后经过了２０年，到

１８９５年，伊丽莎白波尔省的无地农民有５３０８户或２５０００个男女。巴库省的

无地农民有３９０６户或１１７０９个男女。以下材料是关于那些没有赎买自己的

份地但也多少有点田地的暂时义务农拥有土地的情况。梯弗利斯省每人平均

为０．９俄亩，库塔伊西省为０．６俄亩。梯弗利斯省赎回份地的农民每人平均

为１．７俄亩，库塔伊西省为０．７俄亩。这就是那些多少有点田地的农民在土

地方面所得到的保障。库塔伊西省农业生产需要委员会的报告对高加索农民

经济状况作了总的描绘。根据从各种官方调查中得来的材料，库塔伊西省极

端贫困的农民人数达７０％。此外，这里也提到，库塔伊西省有２５％的贵族也

很穷。”

报告中继续谈道：“这些土地占有者只有在找到外水的情况下才能保持

自己的经济独立，他们完全没有可能把钱用在改善经营上，用在购买农具和

肥料上。大量的需求不能不影响到租佃份地的代价，在实行对分制的情况下

地租往往达到总收入的６０％，而在必须交纳土地的一定数量产品的情况下，

歉收年份地租往往超过总收入。采用货币地租的很少，租金每俄亩每年达３０

卢布。这是库塔伊西省的情况。下面是关于伊丽莎白波尔省４个县的农民拥

有土地情况的一些材料。根据有关一切靠地主土地为生的农民的资料，我们

看到，在伊丽莎白波尔省的４个县，即吉布拉伊尔县、赞格祖尔县、舒申斯克

县和杰万希尔县，平均每人有地０．６俄亩。根据参议员库兹明斯基的统计，巴

库省连科兰县在地主土地上落户的移民每个男人平均有份地０．５俄亩。在库

巴县为０．９俄亩。”这位发言人最后说：“先生们，这就是外高加索农民拥有土

地的情况。”

既然在缺少土地方面高加索农民的状况与俄罗斯农民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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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多大区别，那么试问，高加索还能有什么待垦土地呢，为什么

不是适当分散当地的农民反而还要向那里迁入移民呢？

移民用的土地是靠疯狂地侵犯土著居民的土地权而得来的，

从俄罗斯向外移民则完全为了贯彻“边疆地区俄罗斯化”这一民族

主义原则。

齐赫泽代表引用了许多仍然是来自官方的材料，说明为了准

备待垦土地，怎样把整村整村的土著居民从他们的故土上赶走，为

了证明剥夺山民土地是正确的，怎样策划了一系列的诉讼（见贵族

代表策列铁里公爵向内务大臣作的关于库塔伊西县基克纳韦列季

山村情况的报告），等等。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个别的、例外的事实，

而是正如参议员库兹明斯基所确认的那样，是“典型的事件”。

结果在移民和土著居民之间简直形成了敌对的关系。例如，当

阿拉尔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被赶走，象参议员库兹明斯基所说的那

样，“被迁出去而得不到土地保证，只好听天由命”的时候，掠夺他

们土地的移民却靠国库的开支武装起来：这些县的地方官奉命“要

设法给在穆甘新建村庄的农民（其中包括波克罗夫人）以武器——

每１００户１０支别旦式步枪”。这是说明现行政策的“民族主义方

针”的很有意思的例证。

虽然如此，国家杜马中的右派代表们还是洋洋得意地指出，据

高加索总督的报告，可以移民的土地有１７０万俄亩。但是，也正如

这个总督所证明的那样，几乎有一半这样的土地已经被移民占去，

而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仍如这个总督所确证的那样，是那些人生

地疏的农村业主在体力上无法经营的地带。

齐赫泽代表还讲了政府如何安置各地新移民的情况。“根据总

督的报告，主要在外高加索东部地区，移民土地上水源不足和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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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溉，这是使已定居在那里的移民重又迁走的主要原因之一。新移

民从黑海沿岸地区纷纷逃走，因为不但在各个居民点之间，而且在

每一块移民土地上，都没有适于车辆通行的道路。关于这点，应该

再补充一下：移民所不习惯的恶劣的气候条件，加上高加索许多地

区发生危害人畜的疟疾，至少也象没有道路一样，迫使立脚未稳的

新移民纷纷逃出边疆地区。在上述原因的影响下，不断发生移民从

伊丽莎白波尔省、巴库省和达吉斯坦州以及从梯弗利斯省和黑海

省迁出的现象。”

因此，总督本人是这样评价向高加索移民的结果的。总督说：

“至今对高加索居民的土地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已经不能再容忍下

去了，因为这种态度对于农村居民中出现革命情绪无疑起了相当

重要的作用。”

政府和统治阶级在迁移农民到西伯利亚去这件事情上抱着完

全相同的目的；由于追求政治目的，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既不考虑

移民的利益，也不考虑当地居民的权利。

在迁出地，即在俄罗斯，移民事宜现在由土地规划委员会、地

方官和省长掌管。疏散当地少地和无地的农民，根据大土地占有制

的需要把一部分这样的农民留在当地（作为提供雇佣劳动力的来

源），对于土地规划委员会极为重要，同时它们却用大力把贫苦农

民“迁出”，以至引起了移民管理署的怨言。有一个移民官抗议说：

“土地规划委员会弄来了一批批一贫如洗的人，他们急需路费补

助，急需贷款，但不是为了安家，而是为了糊口；即令有个别的移民

有一些钱，那也只够路上吃用。”

这些被标榜“寄希望于强者”的土地政策遗弃的“弱者”，挤在

毫无设施的运牲畜的车厢里，老人、孩子和孕妇人满为患，一群一

７３３移 民 问 题



群地被运到西伯利亚去。移民们就在这些运牲畜的车厢（上面标上

“４０个人、８匹马”）里做饭，洗衣服；在这里往往还躺着患传染病的

人，移民们总是把他们藏起来，因为害怕他们被撵下车去而掉队。

在各车站和终点站，移民下车了，碰得巧，可以在专门设置的帐篷

下呆一呆，碰得不巧，就得在露天下受日晒雨淋。沃伊洛什尼科夫

代表在杜马中说，他本人在斯列坚斯克居民点就看到过一些患伤

寒病的人露天躺在雨地上，没有遮盖。就是上面所引的这样一些移

民旅行条件，两位大臣（斯托雷平和克里沃舍因）还认为“并不算

坏”。他们禀报说：“移民在旅途上的卫生条件并不算坏，许多人在

旅途上甚至非常舒服。”官僚们真是功德无量！

贫困不堪的移民虽然在“到乐土去”的道路上受尽了千辛万

苦，但他们在西伯利亚并没有找到幸福。例如，沃伊洛什尼科夫代

表就曾经引用官方报告来描述他们在新地方的生活状况。

有一位官员（移民管理署的特派员）写道：“大多数移民区分散

在针叶林地带，缺水，缺少耕地，缺少牧场。”另一位官员补充说：

“贷款完全失掉了作为安家费用的性质；贷款数目对于真正帮助安

家来说本来就太少。现行的贷款发放制度把贷款这件事变成了纯

粹的慈善事业，因为两年左右靠１５０个卢车的贷款安家糊口是不

可能的。”

请看，下面就是这些官方报告中对新移民的卫生状况的描写。

一位官员写道①：“在伤寒病之后，这里又有坏血病流行；几乎在所有村

落和农舍里都有患这种病的或者将要患这种病的人。往往在一间农舍里躺着

患这两种病的人。在奥库尔－沙斯克移民区，我曾看到这样的情景：一家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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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患伤寒病，正处在脱皮期，他那怀孕的妻子因营养不良而极端虚弱，儿子

是个１２岁左右的孩子，淋巴腺肿大，并且患着坏血病；他的妻妹也患坏血病，

不能行走，还要带一个吃奶的孩子；她的１０岁的男孩也患坏血病，鼻子流血，

双腿发软，只有她丈夫是全家唯一健康的人。

随着坏血病和伤寒而来的是夜盲症。有的村落简直可以说所有移民无一

例外地都是瞎子。叶姆纳河沿岸有许多地区完全是稠密的针叶林，这里既没

有耕地，也没有割草场，两三年来新移民勉勉强强地耕种自己宅旁的土地，盖

起简陋的小茅舍。根本谈不到粮食自给，完全靠借贷度日。借来的钱用完了，

粮食奇缺；许多人确实是在挨饿。不仅粮食缺乏，而且饮水也缺乏。”

这样的报告屡见不鲜。不管这些官方报告怎样耸人听闻，显

然，还是没有完全说出真相，这样也就粉饰了现实。例如，曾访问过

远东的地方自治机关全国性组织的全权代表李沃夫公爵——大家

知道，这是一个见解温和的人——就对阿穆尔河沿岸边疆区的移

民情况作了如下的描写：

“与世隔绝，如在荒岛，周围是原始森林中的沼地草丘、布满沼泽的河谷

和山丘，这种野人般的生活、劳动和谋生条件，自然会对那些意志薄弱的贫困

移民有很大压力。他们为了安置简陋的住所，刚一开始同严酷的自然环境作

斗争就耗尽了自己原有的一点点精力，因而变得对一切都无动于衷。坏血病

和伤寒侵袭着疲惫不堪的机体并将它送进坟墓。１９０７年，许多村落的死亡率

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竟达２５—３０％。这些村落里有多少户人家就有多少个十

字架，不少村落的居民注定要全体迁往新的地区，不然就得进坟墓。在那些不

幸的家庭里不知流了多少悲痛的眼泪，在这遥远的边疆，国家的钱用来举行

如此耗费钱财的葬礼，而不是用来垦殖开发！被去年的巨大移民浪潮卷来、在

原始森林中弄得筋疲力尽的残存者并不是很快就能站稳脚跟的。许多人还会

死去，许多人还会逃走，回到俄罗斯，诉说自己的灾难，诅咒这个地区，使人不

敢再来，为今后的移民工作造成障碍。难怪今年在滨海州发生了空前规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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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倒流，而流入这个州的移民减少了４５。”

在一望无际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里，特别是在西伯利亚这种

交通闭塞的地方，移民被隔绝和被遗弃的情况使得李沃夫公爵也

大吃一惊，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可以想象，现在那里正在怎样有成

效地推行独立农庄经济并划分独立田庄的地块，因为那些土地政

策的指导者已经宣布：“必须坚决改变〈！〉西伯利亚的土地政策”，

“建立和巩固私有制”，“根据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法令确保个体农民

土地”，“拨给移民土地，尽可能把土地划分成独立田庄”①，等等。

很自然，在这种移民条件下，根据移民管理署的材料，在

１９０３—１９０５年已安置好的移民中，一头役畜也没有的占１０％，只

有一头役畜的占１２％，没有奶牛的占１５％，没有犁的占２５％（引

自盖达罗夫代表在第一次常会上代表社会民主党党团所作的发

言）。因此沃伊洛什尼科夫代表依据这些官方报告，完全有理由对

１９０６—１９０８年的移民政策作出如下的结论：

“在１９０６年、１９０７年和１９０８年这３年期间，就有１５５２个男女被迁往乌

拉尔以东地区，其中有一半是穷人，他们听信了政府的宣传，来到这人迹罕至

的边远地区，听凭命运的摆布。按照移民管理署提供的材料，其中已安居下来

的有５６４０４１人，已返回的男女有２８４９８４人。这就是说，根据移民管理署的材

料，有下落的为８４９０２５人，那么其余的人到哪儿去了呢？那７０３４１４人究竟在

哪儿呢？先生们，政府分明知道他们的悲惨命运，但它就是不说；其中一部分

人已加入当地居民村，另一部分加入到西伯利亚无产阶级的行列，到处行乞。

但是有一大部分人政府给举行了代价很高的葬礼，这就是政府闭口不提

这些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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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柯夫第二用移民办法“解决土地问题”的愿望就是这样实

现的。在这些事实面前，就连大资本的代表十月党人也不得不承认

“移民工作的缺陷”。早在举行第一次常会时，十月党人就表示了自

己的愿望（而且杜马也接受了这种愿望），即“改变和改善移民旅途

条件”，“在定居地区创造发展这些地区的文化经济所必需的条

件”，“在给移民划分土地和安置他们时要尊重当地农民和异族居

民的利益和权利”。自然，这些小心翼翼表达出来的和故意闪烁其

词的愿望迄今仍是“旷野里的呼声”１７０。十月党的啄木鸟年复一年

不厌其烦地重复着这种老调……

载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３日《涅瓦明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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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 命 的 高 涨
１７１

（１９１２年６月４日〔１７日〕）

全俄无产阶级的声势浩大的五月罢工，以及罢工引起的游行

示威、散发革命宣言和向工人群众发表革命演说，都清楚地表明俄

国已进入了革命高涨时期。

这次高涨决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早已由俄国生活的一切条件

酝酿好了。由勒拿惨案和纪念五一所引起的群众性罢工，只不过最

终决定了这次高涨的到来。反革命的暂时得势，过去是与工人的群

众性斗争的低落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参加罢工的人数，使我们对

于这一斗争的规模有了一个虽是大致的却又是绝对客观而真实的

了解。

革命以前的１０年，即１８９５—１９０４年，参加罢工的人数每年平

均为４３０００人（凑成整数）。１９０５年为２７５万人；１９０６年为１００万

人；１９０７年为７５万人。这３年革命的特点是，无产阶级的罢工斗

争达到了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见过的高涨程度。这一斗争的低

落，开始于１９０６年和１９０７年，到１９０８年就已非常明显：参加罢工

的人数只有１７５０００人。１９０７年的六三政变使与黑帮地主和工商

业巨头的杜马相勾结的沙皇专制制度重整旗鼓，这次政变是群众

革命热情低落的必然结果。

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这３年，是黑帮反革命势力猖獗、自由派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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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背叛以及无产阶级消沉瓦解的时期。参加罢工的人数日益减

少，１９０９年减到６万人，１９１０年减到５万人。

但从１９１０年底起开始有明显的转变。因穆罗姆采夫这个自由

派分子和列夫·托尔斯泰的逝世而举行的游行示威以及学生运

动，清楚地表明风向已经转变，民主派群众的情绪有了一定的转

变。１９１１年，工人群众渐渐转为进攻：参加罢工的人数达到１０万

人。各方面的情况都表明，因反革命的得势而产生的疲惫麻木状态

正在消失，群众又趋向于革命。１９１２年１月间举行的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在总结它对时局的估计时指出，“广大的民主

派，首先是无产阶级，已开始在政治上活跃起来。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的

工人罢工，游行示威和无产阶级群众大会的开始举行，城市资产阶

级民主派中的运动（大学生罢课）的开展等等，——这一切都标志

着群众反对六三制度的革命情绪的日益增长”（见代表会议的《通

报》第１８页①）。

到今年第二季度，这种情绪已经大大增长，进而表现为群众的

行动并造成革命的高涨。最近一年半来的事态发展，清楚地表明这

次高涨决不是偶然的，而是完全合乎规律的，是由俄国整个前一阶

段的发展所必然引起的。

勒拿惨案是群众的革命情绪转为群众革命运动高涨的导火

线。托洛茨基在维也纳《真理报》上跟着取消派重复自由派的谎话，

说什么“争取结社自由的斗争是勒拿惨案及其在国内的强烈反应

的基础”，——这真是弥天大谎。在勒拿罢工中，根本没有提出结社

自由作为特殊的或主要的要求。在勒拿惨案中暴露出来的，并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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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结社自由，而是缺乏反对奸细告密行为、反对普遍无权状况、

反对专横暴虐……的自由。

正如我们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６号上所说明的，勒拿惨案

是整个六三君主制最确切的反映。勒拿事件的特点决不表现在要

争取某一种权利，即使这种权利是无产阶级最根本最重要的权利。

这次事件所表明的一点，是在一切方面都完全缺乏最起码的法制。

勒拿事件表明，奸细、侦探、特务以及沙皇的奴仆走上了不要任何

政治借口便大批枪杀人民的道路。在勒拿事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

因而把群众的革命烈火点燃起来的，正是俄国生活中的这种普遍

无权状况，正是争取某种权利已经毫无希望毫无可能的现状，正是

沙皇君主制及其整个政治制度已经不可救药的现状。

自由派总是拼命想证明勒拿事件和五月罢工带有工会运动和

争取“权利”的性质，但凡是没有被自由派的（和取消派的）争论所

蒙蔽的人，都很清楚不是这么回事。群众性罢工的革命性质是很明

显的，五一节前夜彼得堡各社会民主党小组（甚至还有一个社会革

命党工人小组！）共同发表的宣言１７２，就特别强调了这种性质；我们

把这篇宣言全文转载在纪事栏里，宣言重申了１９１２年１月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口号。

而且勒拿罢工和五月罢工具有革命性质的主要证据也不在口

号上。口号只不过是对种种事实的概括。群众性罢工从一个区域

蔓延到另一个区域，罢工大大发展和迅速蔓延，工人表现出勇敢精

神，群众大会和革命演说增多，要求取消庆祝五一的罚款，我们在

俄国第一次革命中所熟悉的那种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的结

合，——所有这一切都清清楚楚地表明运动的真正特点是群众运

动的革命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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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回顾一下１９０５年的经验。事态告诉我们，工人还保持

着群众性革命罢工的传统，而且迅速发扬了这种传统。１９０５年的

罢工高潮是世界上从未见过的，这一年的第一季度参加罢工的人

数达到８１万人，第四季度达到１２７７０００人，当时经济罢工和政治

罢工结合起来了。根据大致的计算，参加勒拿罢工的工人达３０万

人，参加五月罢工的达４０万人，而且罢工运动还在不断发展。每天

的报纸，甚至包括自由派的报纸在内，都报道罢工火焰不断扩大的

消息。现在，１９１２年的第二季度还没有完全过去，但是已经可以清

楚地看到一个事实，就是１９１２年革命高潮开始时罢工运动的规模

比１９０５年革命高潮开始时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

俄国革命第一次在广泛的规模上发展了这种无产阶级的鼓

动、激励、团结和吸引群众参加斗争的方法。现在无产阶级又采用，

而且更坚决地采用这种方法。世界上任何力量都不能实现无产阶

级革命先锋队运用这种方法所实现的事情。一个幅员辽阔、拥有

１５０００万人口的国家，人民散居各地，彼此分离，备受压迫，没有权

利，愚昧无知，在一大群官吏、警察和侦探包围下接受不到“不良影

响”，——现在这个国家整个都动起来了。工农中的最落后阶层也

与罢工者发生了直接或间接的联系。一下子就有数十万革命鼓动

员出现在舞台上，他们的影响在不断扩大，因为他们与下层群众有

密切联系，他们始终生活在群众中间，他们为每个工人家庭最迫切

的需求进行斗争，并且把政治抗议和反对君主制的斗争同这种直

接争取实现迫切经济要求的斗争结合起来。由于反革命已经激起

数百万、数千万群众对君主制的切齿痛恨，使他们对君主制的作用

有了初步了解，现在首都先进工人提出的口号——民主共和国万

岁！——正随着每次罢工，通过千万条渠道流传到落后阶层，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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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穷乡僻壤，流传到“民间”，流传到了“俄国的腹地”。

自由派分子谢韦里亚宁对于罢工的议论值得特别注意。他的

这种议论受到《俄罗斯新闻》的热烈欢迎，《言语报》也抱着同情的

态度予以转载。

谢韦里亚宁先生问道：“工人们是否有什么理由把经济要求或其他什么

〈！〉要求同五一罢工搅在一起呢？”接着他自己答道：“我敢断言，他们是没有

这种理由的。任何一次经济罢工，只有在认真估量到胜利的希望之后，才能够

开始，才应当开始…… 所以把这种罢工偏偏同５月１日这个日子联系起

来，这往往是没有根据的…… 而且在庆祝全世界工人节日的时候，乘机要

求把织某几种细平布的工资增加１０％，更是有点奇怪。”

这就是自由派的议论！可是那些一心想得到民主派报纸称号

的自由派“最佳”报纸，却对这种卑鄙透顶、下流恶毒的议论表示同

意！

资产者最无耻的贪婪，反革命分子最卑劣的胆怯，这就是这位

自由派分子的动人言论中所隐藏的东西。他想保全主人的钱袋。他

想要一种为“结社自由”而举行的“规规矩矩的”和“毫无害处的”游

行示威！但无产阶级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吸引群众参加把政治和经

济密切联系起来的革命罢工，这种罢工可以通过立刻改善工人生

活的斗争的胜利来吸引最落后阶层，同时可以唤醒人民起来反对

沙皇君主制。

是的，１９０５年的经验创立了深刻而伟大的群众罢工传统。而

且决不应忘记，这种罢工在俄国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在我国，不

屈不挠的群众性罢工是同武装起义密切联系的。

请不要曲解我这段话的意思。这里说的决不是号召起义。在

目前号召起义是极不明智的。这里说的是要确立俄国罢工和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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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联系。

１９０５年的起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呢？第一，群众性罢工、游行

示威和群众大会使群众与军警间的冲突日益增多。第二，群众性罢

工激发农民去举行许多次局部的、零散的和半自发的起义。第三，

群众性罢工非常迅速地蔓延到陆海军中去，引起了基于经济要求

的冲突（“豌豆暴动”等等），继而引起了起义。第四，反革命自己用

蹂躏、毒打民主派等方法来挑起内战。

１９０５年的革命之所以遭到失败，决不是因为它走得“太远”，

决不是因为十二月起义是“人为的”，象自由派的叛徒们所认为的

那样。恰恰相反，它遭到失败的原因，是起义走得不够远，是必须起

义的思想在各革命阶级中间还没有得到广泛传播和充分领会，是

起义还没有做到步调一致、坚决果断、组织严密、同时发动和一往

无前。

现在我们来看看，目前是否有起义发展的征兆呢？为了不致陷

于革命狂热，我们拿十月党人说的话作证明。彼得堡的德意志族十

月党人协会大半是所谓“左派”和“立宪派”十月党人，他们是立宪

民主党人最喜爱的人物，并且最能（与其他十月党人和立宪民主党

人相比）“客观地”观察事件，而不抱有以革命恐吓上司的目的。

这些十月党人的机关报（《圣彼得堡报》１７３）在５月６日（１９

日）的每周政治评论上写道：

“５月到了。不管天气怎样，５月对于首都居民通常总是不很愉快的，因为

５月的头一天就是无产阶级的‘节日’。今年，工人对勒拿示威运动记忆犹新，

所以５月１日这天特别危险。到处流传着关于罢工和示威的种种传闻的首都

充满了火药味。我们忠实的警察当局显然很不安，它进行了搜查，逮捕了一些

人，并派出了大批巡逻队以防止上街游行示威。警察当局除了搜查工人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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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辑部和逮捕它们的编辑以外，并没有想出其他妙法，这证明它对于那些

操纵大批工人木偶的线不甚了然。而这些线是存在的。罢工的纪律性以及其

他许多情况都表明了这一点。因此，这次五月罢工非常可怕，这是一次空前未

有的大罢工，参加罢工的有各大小工厂的１０万以至１５万工人。这只是一次

和平的检阅，但是这支大军的团结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何况与不久以前

的工人怒潮同时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令人惊慌的现象。在我国海军的各种舰艇

上，有些水兵因进行革命宣传而被捕。根据报刊上所透露的消息看来，我们本

来为数不多的军舰上的情形是不很妙的…… 铁路工人也使人感到惊慌不

安。诚然，任何地方都还没有举行罢工的尝试，但是一连串的逮捕事件，特别

是象逮捕尼古拉铁路副站长Ａ．Ａ．乌沙科夫这样惹人注目的事件，表明铁路

上也相当危险。

幼稚的工人群众的革命尝试，对于杜马选举的结局，当然只能产生有害

的影响。这种尝试是轻率的举动，何况……沙皇委任了马努欣，国务会议通过

了工人保险法！！”

这就是德意志族十月党人的议论。我们要指出，关于水兵的问

题，我们已经从各地得到许多确凿的消息，证明《新时报》夸大事

实。暗探机关显然在干着奸细告密的“工作”。过早的起义尝试是

极不明智的。工人先锋队应当明白，在俄国举行适时的即胜利的武

装起义的基本条件，是民主派农民起来支援工人阶级，以及军队积

极参加起义。

革命时期的群众性罢工有其客观的逻辑。它把数以百万计的

火星撒到各个方面，而到处都有易燃物：极度的怨恨，空前的饥荒

折磨，暗无天日的专横暴虐，对“穷人”、“庄稼汉”和士兵的横加凌

辱。再加上黑帮肆无忌惮地蹂躏犹太人的暴行，而这种暴行则是由

昏庸暴虐的尼古拉·罗曼诺夫的宫廷近臣暗中策划和指挥的……

“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１７４——大臣马卡罗夫的这句有预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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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话，对他自己和他的阶级以及他的地主皇帝倒是说中了！

群众运动的革命高涨，使所有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和一切忠实

的民主主义者肩负起重大的责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

议认为这些责任就是：“从各方面支持已经开始的群众运动〈现在

已经应该说：已经开始了的革命的群众运动〉，并扩大这个运动，以

便彻底实现党的口号。”党的口号——建立民主共和国，实行八小

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全部土地——应成为整个民主运动的口号，人

民革命的口号。

为了支援和扩大群众运动，需要的是组织，更好地组织。没有

秘密的党，就不可能进行这种工作；空谈这种工作是毫无意义的。

在支援和扩大群众的冲击时，必须仔细考虑１９０５年的经验，既要

说明起义的必要性和必然性，也要预防和阻止过早的起义尝试。群

众性罢工运动增长的情况，吸引其他阶级参加斗争的情形，各组织

的状况，群众的情绪，——这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表明，在什么时

候一切力量应当联合起来向沙皇君主制进行步调一致、坚决果断、

一往无前和奋不顾身的革命冲击。

没有胜利的革命，俄国就不会有自由。

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的起义来推翻沙皇君主制，俄国就不会

有胜利的革命。

载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４日（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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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１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全国代表会议的口号和五月运动

（１９１２年６月４日〔１７日〕）

在这一号报纸的另一个地方，读者可以看到彼得堡工人在现

在已闻名的五一游行示威之前印发的宣言全文。这个宣言很值得

一谈，因为它是俄国工人运动史和我们党史上的一个极重要的文

件。

宣言反映出首都社会民主党的组织遭到破坏的某种情况，因

为在宣言上署名的不是彼得堡委员会，而是单个的社会民主党小

组，甚至还有一个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在俄国大部分地区，我们

党的状况正是这样：领导委员会和领导中心经常遭到破坏，也经常

重新产生，因为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工厂的、工会的、分区的和区的

社会民主党小组，还存在自由派和取消派总是对之痛恨的“支部”。

在这些先生出版的最近一期杂志（《我们的曙光》杂志，１９１２年第４

期）上，读者可以一次又一次地看到，弗·列维茨基先生是如何借

机大发雷霆和骂不绝口，反对所谓“通过人为地复活政治上已经僵

死的支部的办法来恢复党”。

由于彼得堡委员会被破坏，那些借助警察当局的迫害而脱离

了取消派所痛恨的“领导中心”的支部不得不登上舞台，正是这种

情况使这个宣言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和重要意义。由于这种对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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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革命者说来都很悲惨的情况，各支部的独立生存能力也就表现

出来了。在警察大肆迫害下（五一前简直是疯狂到了极点），各支部

不得不匆匆集聚自己的力量，重新建立联系，恢复“地下组织”。在

宣言上署名的小组、代表等等，都正是自由派和取消派所痛恨的地

下组织。当这个取消派领袖列维茨基先生以《我们的曙光》杂志和

《现代事业报》的名义，唾沫四溅地猛烈攻击“崇拜地下组织”（见上

述一期杂志第３３页）的时候，我们得到了彼得堡的宣言这样一个

确切而完整的文件，这个文件使我们看到了这种地下组织的存在，

看到了它的生命力、它的活动内容和它的作用。

彼得堡委员会由于逮捕被摧毁了，人们立刻就可以看到，地下

支部本身的情形究竟怎样，他们在做些什么和能够做些什么，什么

思想是他们真正接受和领会了的，而不是仅仅从党的上级机关搬

来的，也就是说，什么思想真正得到了工人的拥护。

从宣言中可以看到各支部所做的事情：它们在继续进行暂时

被破坏（这使得一切形形色色反对地下组织的人称心如意）的彼得

堡委员会的工作。它们在继续准备五一游行示威。它们在尽快恢

复各种秘密的社会民主党小组之间的联系。它们也吸引社会革命

党工人，因为它们清楚地懂得在实际的革命事业中实行无产阶级

联合的意义。它们用明确的斗争口号把这些各种各样的社会民主

党小组，甚至还有一个“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团结在一起。这就正

好说明了运动的真正性质，说明了无产阶级的真正情绪，说明了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它的一月全国代表会议的真正力量。

由于逮捕，那种可以下令提出一定口号的等级制机关已经不

存在了。因此，只有群众真正公认的那些口号，只有不是从“上级命

令”（象煽动者和取消派所说的那样）而是从革命工人自身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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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获得力量的口号，才能把无产阶级群众联合起来，把社会民主党

工人，甚至把一部分社会革命党人联合起来。

而结果究竟怎样呢？

结果是：在彼得堡委员会被破坏之后，在它不可能立即恢复的

情况下，在一个工人小组不是从组织上而是完全从思想上去影响

另一个工人小组的条件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提出

的口号被人们接受了。这次会议是于１９１２年１月召开的，它引起

了自由派、取消派、李伯尔、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的简直是疯狂的仇

恨！

彼得堡工人在自己的宣言中写道：“我们的口号应当是：召开

立宪会议，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土地。”接着，他们在宣言

中高呼：“打倒沙皇政府！废除六三专制宪制！民主共和国万岁！社

会主义万岁！”

我们从这个颇有教益的文件中看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

会议所提出的全部口号都为彼得堡无产阶级接受了，这些口号表

明新的俄国革命已经起步了。所有诽谤和指责一月代表会议的人

可以为所欲为，继续干自己的肮脏勾当，但是彼得堡的革命无产阶

级现在正在对他们反击。尽管警察当局经常横加迫害，尽管五一节

前革命者横遭追捕，尽管自由派和取消派报刊谎话连篇，骂声不

绝，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在这次代表会议召开前很久就已经进行的

工作，即号召无产阶级要在人民革命中担任领袖的工作，还是取得

了成果。

成千上万的彼得堡无产阶级，以及紧跟其后的俄国各个角落

的工人，相继举行了罢工和游行示威，但他们不是以资产阶级社会

各个阶级中的一个阶级的身分出现的，而是以领导者的身分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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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们不是仅仅提出“自己的”工会运动的口号，而是为了全体人

民、代表全体人民、为了唤醒和吸引一切需要自由和能够取得自由

的阶级投入斗争而高举起革命的旗帜。

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已经上升到高级阶段。如果说１９０５

年的运动是从群众罢工和加邦请愿阴谋开始的，那么在１９１２年，

尽管我们党的许多组织被警察破坏了，但运动一开始就采取了群

众罢工的方式，并举起了共和国的旗帜！尽管环境非常艰苦，各个

“支部”，分散于各处的工人“小组”，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无产

阶级成立了自己的“五月委员会”，提出与负有使人类摆脱雇佣奴

隶制使命的阶级相称的革命纲领，投入了斗争。

五月运动还向我们表明，关于“联合”的有些言论究竟有什么

意义，而工人的联合实际上又是怎样实现的。社会革命党的代表人

物鲁巴诺维奇在巴黎出版的布尔采夫主编的《未来报》上写道：“应

当指出这次五一游行示威有以下值得注意的一点：在预备会上，彼

得堡工人拒绝承认划分各社会党人小组的现有的界限；……达成

协议的趋向占了压倒优势。”我们所转载的宣言清楚地表明，这种

结论所根据的事实是什么。这个事实就是：已失掉领导中心的社会

民主党各支部，恢复了同所有一切小组的联系，吸引了具有各种不

同思想方式的工人，并向他们所有的人宣传自己的党的口号。正因

为党的这些口号正确，符合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包括了全民革命

的任务，所以才为全体工人所接受。

联合得到实现，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抛弃

了谋求同国外小组取得一致的劳而无功的做法，不再对革命党中

的取消派作徒劳的追求，并及时提出了明确的斗争口号。无产阶级

能联合起来进行革命行动，并不是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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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同非无产阶级政党（社会革命党）达成了协议，并不是由于同脱

离社会民主党的取消派取得了一致，而是由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各

组织的工作人员团结一致，由于他们正确地估计了当前的任务。

这对那些一味听信崩得自由派和维也纳托洛茨基派的空谈，

从而还相信可以同……取消派“联合”的人，是个很好的教训。李伯

尔、托洛茨基和取消派的臭名远扬的“组织委员会”大肆宣扬“联

合”，但实际上它没有提出而且也不可能提出任何一个真正能把工

人的革命斗争联合起来的口号。取消派提出了自己的非革命的口

号，实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口号，——但运动却不顾他们而向前发

展。这就是托洛茨基之流空喊“联合”的实质所在！

４月２３日（５月６日），托洛茨基在维也纳对天发誓，说他主张

“联合”，同时百般咒骂代表会议，要好心人相信，“争取结社自由的

斗争是”勒拿事件及其反应的“基础”（！！），“实现这种要求，不论现

在或将来，都是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动员的中心任务〈！！〉”。可是只

经过那么一个星期，取消派应声虫的这些可耻言论就象灰尘一样，

被“圣彼得堡所有组织起来的工人的代表”，“社会民主党‘联合’小

组”、“社会民主党城市中心小组”、“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社会

民主党工人小组”以及“五月委员会代表”一扫而光了。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开始进行新的革命斗

争，不应当是为争取一种权利，哪怕是对工人阶级来说最主要最重

要的权利，而应当是为争取全体人民的自由。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他们应当把各种要求

概括起来，而不应当把它们分散开；建立共和国包括了要求结社自

由，而不是排除结社自由；必须击中要害，铲除祸根，摧毁沙皇黑帮

俄国的整个体系、整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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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向尼古拉·罗曼诺夫，

向黑帮杜马提出结社自由的要求，是可笑而愚蠢的，认为可以把俄

国现行国家制度，把我们的“六三专制宪制”同结社自由联系起来，

也是可笑而愚蠢的；他们懂得在这个普遍完全无权的国家里，在这

个政府当局专横暴虐、奸细到处告密的国家里，在这个甚至连对千

百万饥民进行一般救济的“自由”都没有的国家里，在这样的国家

里，只有自由派空谈家和自由派工人政客才会把结社自由当作“革

命动员的中心任务”。

彼得堡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懂得这一切，并且高举起共

和国的旗帜，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没收地主土地，认为只有这

样，才能保证革命具有真正的民主性质。

载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４日（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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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

（１９１２年６月４日〔７日〕）

当我们收到取消派的《涅瓦呼声报》第１号的时候，这一号的

社论已经付排。《我们的曙光》杂志的著名取消派弗·叶若夫在这

个新办的机关报上马上就发表了如此高论，真是令人吃惊！请看：

“因此〈就是说，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罢工，有的罢工只是为了对五一游行

示威罚款表示抗议，有的罢工则在这种抗议之外又加上经济要求等等〉在相

当多的场合下，抗议的原则性（要知道，不是为了２５个戈比而罢工）模糊了

〈！？？！〉，被经济要求弄得复杂化了……

亲身的经验一定会提醒工人，用经济要求把自己的抗议弄得复杂化，正

如用原则性的要求把平常的罢工弄得复杂化〈！？〉一样，是不适当的〈！！〉。

必须在组织上巩固工人群众的情绪。必须加强拥护工会的宣传，为工会

征求新的会员。这一点尤其必要，因为工人当中现在有不少激烈人物热中于

群众运动，在群众集会上反对工会，好象工会是无益的，不必要的。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经济〈仅仅是经济吗？〉罢工的时期。如果把经济罢工

同工人的政治行动交织在一起，那就犯了无法挽回的错误〈！！！〉。这样混在一

起，对工人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都是有害的〈！！？？〉。”

这些话完全是这位取消派从自由派分子谢韦里亚宁先生那里

抄来的！他根本不理解，群众性的革命罢工必须既包含经济罢工，

也包含政治罢工；他思想狭隘，对高潮的革命性质恣意歪曲，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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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平常的罢工”尺度来衡量它；他提出“不要”用经济把政治“弄得

复杂化”，不要把它们“交织在一起”这个非常反动的主张；他就象

司徒卢威和马克拉柯夫一样，在合法刊物上对革命的社会民主党

工人进行攻击，说他们这些“激烈人物”“反对工会”！

自由派不可能理解革命的社会民主党人，只能说他是“反对工

会”的。可是，工人们在群众大会上当然不是“反对工会”，而是反对

叶若夫先生之流所干的用自由主义口号偷换革命口号的勾当。工

人们说，我们的口号不是结社自由，不是单单或者主要用“工会”就

可以“在组织上巩固”我们的运动。我们的口号是建立共和国（见彼

得堡工人的宣言），我们要建立能领导群众向沙皇君主制进行革命

冲击的秘密党。这就是工人们在群众大会上既讲的话。

而李伯尔和托洛茨基之流的先生们却硬要工人相信，好象社

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可能同叶若夫、波特列索夫先生

之流的自由派“联合起来”！

载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４日（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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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合 者”

（１９１２年６月４日〔１７日〕）

取消派正在竭力“联合起来”。几天前他们险些同所谓的“左

派”波兰社会党人１７５“联合起来”，后者是波兰社会民族主义派别之

一。

波兰社会民主党同波兰社会党的社会民族主义进行了１０多

年的斗争。结果，一部分波兰社会党人（“左派”）的许多民族主义偏

见被清除了。但是斗争还在继续。波兰工人社会民主党人反对把

波兰社会党的这个派别看作一个组织并同它联合起来，认为这样

做对事业有害。“左派”中的某些个别的工人和个别的集团，由于不

愿意仅仅限于对波兰社会党的民族主义原则作不彻底的修正，现

在正脱离“左派”而加入了社会民主党的队伍。我们的取消派正是

在这个时候竭力要同波兰社会党“左派”“联合”！

这就好比说，俄国社会民主党人避开崩得而同所谓“锡安社会

党人”１７６“联合”，或者避开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而同所谓“拉脱维

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１７７（实际上是社会革命党人同盟）“联合”

……

我们且不谈那些形式上的问题。在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上，波

兰社会民主党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签订了一项协定，根据这项协

定，波兰的任何团体只要加入了波兰社会民主党组织，就可以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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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１７８
而１９０８年１２月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

代表会议，甚至以压倒多数否决了就同“左派”联合的问题进行讨

论。

非常明显，托洛茨基和他的伙伴取消派虽然经常叫喊“联合”，

实际上却在加深波兰的分裂。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幸运的是，这伙取

消派分子和跟着他们走的“调和派”，实际上根本干不了什么，这在

波兰也是如此。不然，取消派同波兰社会党联合，自然就会造成波

兰的严重分裂。

取消派为什么要公然冒险呢？这显然不是“由于日子好过”，而

是由于他们需要同某些人联合，需要建立某种“政党”。社会民主党

人，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不跟着他们走，所以他们不得不放弃社会

民主党人而抓住与我党毫无共同之点的波兰社会党人。在俄国的

城市中，我们的那些老的党组织不跟着他们走，所以他们不得不放

弃社会民主党的支部而抓住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毫无共同之点

的、取消派的那些所谓“发起小组”。

“日子好过，就不会去飞”…… 取消派先生们，现在是否到了

你们也同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取消派？）“联合”的时候了？要知

道，这些先生也拼命想“联合”。那时你们就能建立一个“大”党。拉

林本人就会感到满意了……

现在取消派正在同“外国列强”“联合”，他们在这个取消派一

调和派阵营本身的“联合”条件问题上还在同“调和派”讨价还价。

弗·列维茨基先生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向“所有”同意跟不久前

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进行斗争的“流派”发表了一篇

宣言式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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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维茨基先生这篇文章的标题是：《拥护联合，反对分裂》。请

看，有哪一点不象托洛茨基呢？自从护党派在各方面的工作中给了

取消派以强有力的回击以来，列维茨基之流已经非常熟练地掌握

了“调和派的”语言。看啊，他们完全拥护“统一”。他们只不过提出

了以下４个起码的“联合”条件：

（１）同联合了全体社会民主党人（一小部分动摇分子除外）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进行斗争。

（２）建立一个代替党的“中央发起小组”（黑体是列维茨基先生

用的，见《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４期第３１页）。（关于什么是取消派

“发起”小组，不久前普列汉诺夫在他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１６

期上有过解释。崩得和托洛茨基为了替取消派效劳，都对读者隐瞒

了普列汉诺夫的解释。先生们，你们是隐瞒不住的！）

（３）不要复活那些“政治上已经僵死的支部”（同上，第３３页）。

（４）赞同“反对崇拜地下组织”的口号（同上，第３３页）。

纲领已经拟好了，虽然不象过去那样直截了当那样信心十足，

但是仍然相当清楚。列维茨基也在这里极其详尽地向所有托洛茨

基分子表明：先生们，要知道，你们是没有选择的余地的。接受我们

的条件吧，这样，我们（也就是列维茨基之流）也乐意同意这样做：

你们（也就是托洛茨基之流），为了“自慰”可以说，不是你们投靠取

消派，而是取消派投靠你们。

在同一期《我们的曙光》杂志上，马尔托夫事先威胁未来的社

会民主党第四届杜马常团说，如果它也象它的狡诈的前辈一样反

对取消派，那么“类似别洛乌索夫的事件就不会只是一种例外，而

会成为常规”，简单说来，就是取消派必将分裂杜马党团。梦是够可

怕的……取消派先生们。假如你们有力量，你们早就组成了你们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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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取消派杜马党团……

“联合”的事业是有把握的——这没有什么可说的……

取消派－托洛茨基分子演的这出可耻的“联合”滑稽剧，连那

些最不喜欢挑剔的人都感到厌恶。联合正在实现，不过不是同取消

派联合，而是联合起来反对他们。

我们认为，对于那些愿意按照文件严肃认真地来检查争论的

问题而不愿意轻信空话的读者，只须指出下列事实，就足以证明托

洛茨基、李伯尔（“崩得”）和取消派及其臭名远扬的“组织委员会”

的骇人听闻的赫列斯塔科夫１７９式的行径：

１９１１年６月，在李伯尔和伊哥列夫退出中央委员的会议以

后，在巴黎成立了国外组织委员会。国外组织委员会在国内找到的

第一个组织是基辅组织。甚至托洛茨基也承认这个组织是无可争

议的。１９１１年１０月，在基辅组织参加下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

１９１２年１月，该委员会召开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

１９１２年１月，崩得、拉脱维亚中央委员会和高加索区域委员

会（三者都是取消派集团）也举行了会议。波兰人认为所有这一切

都是取消派在捣鬼，他们宣布了这个看法以后便立即离去。接着

“调和派”和普列汉诺夫也拒绝参加会议，普列汉诺夫曾在《社会民

主党人日志》第１６期上声明，这次代表会议是取消派召开的。直到

现在——１９１２年６月，除了呼声派和前进派以外，崩得和托洛茨

基没有“联合住”任何人，没有吸引住任何一个在俄国被公认为重

要的组织，他们既没有从实质上回答普列汉诺夫一句话，也没有丝

毫改变取消派在《我们的曙光》杂志和其他刊物上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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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合”的空谈和吹嘘却没有个完。

载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４日（１７日）

《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７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３５５—３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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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

（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０日〔２３日〕）

修正主义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著名代表人物普罗柯波维奇先

生，在《俄罗斯新闻》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面临危险》的文章。这位政

治家认为，危险在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一定会被各县警察局

长操纵。防止这种危险的办法是：“把国内一切立宪分子联合起

来”，也就是说，把社会民主党人和劳动派以及立宪民主党人和进

步派统统联合起来。

右派立宪民主党人的《俄罗斯新闻》编辑部特地写了一篇评

论，对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文章表示“满意”。该报写道：“我们现在

认为，反对派力量的这种联合，是当前的迫切需要。”

立宪民主党人的正式报纸《言语报》，在引述普罗柯波维奇先

生文章的内容和《俄罗斯新闻》的评论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然而，要是读一读社会民主派的机关报刊，看到它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

主要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那就未必会认为这种号召〈即“联合”的号召〉具有

什么实际意义。”

于是，关于竞选策略以及工人对自由派的态度这个重要问题

一次又一次地被提出了。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自由派并不是

象严肃的政治家，而是象媒婆那样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们的目的不

是弄清真相，而是掩盖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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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请想一想下面的这种情况吧。自由派所说的“联合”是不

是指各党派的合并呢？绝对不是。不论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俄罗

斯新闻》或《言语报》，都异口同声地说：不是。

那就是说，他们所说的联合，是指采取一致行动来反对从普利

什凯维奇到古契柯夫等右派了？看起来似乎是这样！

试问，“左派”中有没有人否定这种一致行动呢？

谁也没有否定。这是人所共知的。

同自由派达成协议投票反对右派，这也就是民主派和自由派

在选举时的“联合”。自由派究竟有什么不满意呢？为什么他们避

而不谈“左派”已极其明确而肯定地承认协议了呢？为什么他们羞

羞答答地回避正是自由派丝毫没有明确地、肯定地、正式地说到同

左派、同民主派、同马克思主义者达成协议这个事实呢？为什么他

们在谈选举策略的时候，却对认为可以同“左派十月党人”结成联

盟的立宪民主党代表会议的著名决议只字不提呢？

先生们，事实俱在，任何的支吾搪塞都无济于事。正是左派，正

是马克思主义者才明确而正式地主张同自由派（包括立宪民主党

人和进步派）达成协议去反对右派。正是立宪民主党人在对待左派

的问题上避而不作十分确切而正式的答复！

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对这些事实非常清楚，因此对于他歪曲真

相的做法是绝对不能原谅的，也就是说绝对不能原谅他对马克思

主义者的明确决定和立宪民主党人的含糊其辞保持沉默。

这种沉默是由什么引起的呢？这从上面援引的《言语报》上说

的我们“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那句话，可

以看得很清楚。

从《言语报》上的这句话必然会得出下面的结论：为了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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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联合，民主派就不应当“把全部力量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先生

们，请把这说得明白些！请明确地、正式地提出你们的条件来！糟

糕的是你们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假如你们试图提出这种条件，就会

引起人们哈哈大笑。你们提出这种条件就等于自己反驳自己，因为

你们都一致承认自由派同民主派（更不用说同马克思主义者）之间

有着“深刻的意见分歧”。

既然有意见分歧，既然意见分歧是深刻的，那怎么可以避免斗

争呢？

自由主义的谬误在于：一方面拒绝合并，认为有深刻的意见分

歧，强调不可能使“每个政党放弃其纲领中的基本论点”（《俄罗斯

新闻》），另一方面却又抱怨“同反对派作斗争”！！

可是我们再进一步看看这个问题。第一，《言语报》提到的那些

报刊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反对派作斗争，这是不是事实

呢？不，这完全不是事实。自由派举不出任何一个问题来说明民主

派没有把全部力量主要用来同右派作斗争！！谁要想检验一下这些

话是否正确，那不妨做个试验。比如说，请随便拿一种马克思主义

者的报纸，从中任意挑出相连的三号，然后提出三个你要检验的政

治问题，对照一下文件材料，看看根据你所选的报纸和你所选的问

题，究竟马克思主义者的斗争主要是“用来”反对谁的！

自由派先生们，你们是不会去做这种谁都能做的简单试验的，

因为任何这种试验，都会证明你们错了。

不仅如此。第二点，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可以更令人信服地

驳斥你们。整个民主派，特别是马克思主义者是怎样同自由派作斗

争的呢？他们的斗争是这样进行的而且完全是这样进行的：他们对

自由派的每一次（绝对是每一次）责备或责难，本身一定包含着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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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派更坚决、更严厉的责备或责难。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这就是问题的关键！下面几个例子可以清

楚地说明我们的想法。

我们指责自由派即立宪民主党人是反革命。请你们指出，我们

的这种责难有哪一次不是更沉重地打击了右派。

我们指责自由派主张“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请你们指出，

我们的这种责难有哪一次不是更厉害地指向右派。

我们指责自由派，说他们害怕群众运动。这又怎么啦？你们能

在我们的报纸上看到我们不是这样去责难右派的吗？

我们指责自由派，说他们维护“某些”能够“用来”反对工人的

中世纪制度。这样指责自由派，也就是同样指责并且是更厉害地指

责一切右派。

这种例子是举不胜举的。你们随时随地毫无例外地都会看到，

工人民主派指责自由派完全是因为他们接近右派，因为他们反对

右派不坚决，甚至是做做样子，因为他们不彻底，然而对右派的指

责就不是什么他们要负“一半罪责”，而是说他们“罪恶十足”。

民主派和马克思主义者“同自由派的斗争”比同右派的斗争更

加深刻，更加彻底，更加富有内容，更加能够教育群众和团结群众。

先生们，实际情况就是这样！

为了在这方面不致产生丝毫怀疑，为了防止粗暴歪曲我们同

自由派斗争的意义和作用，为了防止出现“反动的一帮”这种谬论

（即政治上把自由派同右派混为一谈，把他们看作一个反动联盟，

是反动的一帮），我们在自己的正式声明里，对同右派的斗争的提

法，总是与对同自由派的斗争的提法有所不同。

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象任何有教养的自由派一样，对这一点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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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清楚。例如，他知道，我们在确定各个政党的社会本性、阶级本性

的时候，总是强调指出右派的中世纪性质和自由派的资产阶级属

性。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别”。中世纪性质可以（而且应当）消灭，即

使是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也能做到，可是，资产阶级属性在这种范围

内就无法消灭，但可以（而且应当）向资产阶级农民，而不是向资产

阶级地主“呼吁”；向资产阶级民主派，而不是向资产阶级自由派

“呼吁”；“呼吁”资产阶级的完全自由，而不是资产阶级的半自由。

我们对俄国当前的自由派的批评，即我们根据当前迫切任务所提

出的批评，正是这种呼吁，而且仅仅是这种呼吁。

请看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下面的一句话：“为人民群众创造正常

的政治生活条件，这就是目前既能把左派也能把反对派联合起来

的最近的目标。”

再没有比这更无内容、更空洞、更不可信的话了。十月党人和

狡猾的“民族党人”都会同意这句话，因为它没有任何明确的内容。

这纯粹是诺言，是唱高调，是用外交辞令来掩盖自己的思想。可是，

既然普罗柯波维奇先生象其他许多自由派一样有舌头是为了隐瞒

自己的思想，那我们就要试试来履行我们的义务：把这里所掩盖的

东西揭露出来。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来举一个浅显的例子。

两院制是不是正常的政治生活条件呢？我们认为不是。进步

派和立宪民主党人却认为是。由于自由派有这种看法，我们指责他

们反民主反革命。而当我们对自由派提出这种指责的时候，我们也

就更严厉地指责了一切右派。

其次，试问，在这种情况下，“左派和反对派的联合”会怎样呢？

是不是由于这种意见分歧，我们就拒绝同自由派联合起来反对右

派呢？不，我们决不会拒绝。自由派在这个问题上，以及在一切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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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的、重要得多的政治自由问题上的反革命观点，我们早在１９０５

年或更早的时候就知道了，可是我们在１９１２年还一再说：不论在

决选投票时或在选举的第二阶段，都容许同自由派达成协议去反

对右派。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君主主义自由派尽管不彻底，但它毕竟

不同于农奴制的反动派。不利用这种区别，那就是非常糟糕的工人

政策。

再进一步看。如何利用呢？在什么条件下“左派和反对派的联

合”才是可能的呢？自由派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如果左派同反对

派作坚决斗争，那就谈不上什么联合了。而且自由派还对自己的想

法作了这样的解释：要求愈低，赞同的人就愈多，联合的面就愈广，

能够实现这种要求的力量就愈大；如果实行“尚可将就的”两院制

的（以及其他的……怎样才说得更委婉一些呢？……稍微背离民主

主义的）宪制，一切民主派和一切自由派都会拥护；这样就不错了；

如果坚持“纯粹的”民主主义，进步派就会离开，还会把许多立宪民

主党人“推开”，结果就会分裂和削弱“立宪分子”。

这就是自由派的推论。而我们的推论则不同。没有群众的觉

悟，情况就不可能有任何好转。这是我们的基本前提。自由派眼睛

盯的是上层，而我们看的是“下层”。如果不去说明两院制的害处，

或者哪怕是稍微削弱同这个问题上的一切反民主观点的“斗争”，

那我们就会把自由派的地主、商人、律师、教授“吸引”过来，而他们

都是普利什凯维奇的亲兄弟，他们是决不会真正反对普利什凯维

奇之流的。我们“吸引”他们，就会推开群众，这就是说，在群众看

来，民主并不是外交招牌，不是漂亮的空话，而是休戚相关的事情，

是有关生死存亡的问题，他们定会丧失对两院制拥护者的信任；这

也就是说，削弱对两院制的抨击，就表示群众的觉悟程度不够，而

如果群众没有觉悟，昏昏沉沉，不坚决行动，那情况就不可能有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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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好转。

立宪民主党人和普罗柯波维奇之流的先生们对我们说，你们

同自由派论战，就使得左派和反对派分裂了。我们回答说，彻底的

民主派就是要推开那一小撮最动摇不定、最不可靠、对普利什凯维

奇的统治最能容忍的自由派，而吸引千百万正在觉醒的、向往新的

生活、向往“正常的政治生活”的群众，同时我们对“正常的政治生

活”这个字眼的理解，与普罗柯波维奇先生的理解相距甚远，完全

不同。

除了两院制，还可以以土地规划委员会的构成为例：是应该象

立宪民主党人主张的那样，给地主、农民、官吏各１３的权力，还是

应该在充分享有民主选举权的情况下举行完全自由的选举呢？请

问，普罗柯波维奇先生，就这一点来说，应怎样理解“人民群众正常

的政治生活条件”呢？在这个问题上实行彻底的民主会推开谁和吸

引谁呢？

请《俄罗斯新闻》不要忙着反驳我们，说“各个纲领中现在压倒

其他各条的是一切进步政党所共认的一条，即要求实现政治自

由”。正因为这一条压倒一切——这完全是无可争辩的铁的事实

——才必须使最广大的群众，使千千万万的人民分清半自由和自

由，并了解政治上的民主同土地改革中的民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

系。

要是群众漠不关心，没有觉悟，缺乏朝气，无所作为，态度不坚

决，没有自主性，那无论在任何方面都将一事无成。

载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０日《涅瓦明星报》
第１２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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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和“议会”

（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７日〔３０日〕）

民主运动的真实情况不应当使我们看不到资产阶级民主派经

常忽略的一种情况：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代表机构必然会产生资本

对国家政权施加影响的种种特殊形式。我国没有议会，但是自由派

中间的议会迷和所有资产阶级代表中间表现出的议会腐化现象却

比比皆是。

工人如果想学会利用代表机构来提高工人阶级的觉悟，加强

工人阶级的团结和发挥工人阶级的真正作用，就应该很好地懂得

这个真理。一切敌视无产阶级的社会力量——“官僚”、地主和资本

家——都利用这些代表机构来对付工人。我们应该了解他们是怎

样对付工人的，以便学会保卫工人阶级的自身利益和它的独立发

展。

第三届杜马决定给本国的机器制造业者发奖金。本国的机器

制造业者是指谁呢？是指在俄国“开业的人”！

但是，只要考察一下，我们就会发现，这里指的正是那些把自

己的工厂搬到俄国来的外国资本家。关税虽高，利润很大，因此外

国资本就流入俄国。例如，美国的一家托拉斯（拥有百万财富的资

本家的同盟）在莫斯科附近的柳别尔齐建造了一个大型农机厂。资

本家梅尔霍瑟和约翰·格里夫斯也分别在哈尔科夫和别尔江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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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农业机器。在这些企业主中，不是有不少“真正的俄国人”、“本

国人”吗？

当然，没有俄国资本家的全面援助，他们绝对不可能在俄国活

动。这是狼狈为奸。美、英、德三国的资本家靠俄国资本家的帮助

攫取利润，而俄国资本家也从中分得优厚的一份。以勒拿金矿或乌

拉尔矿业企业为例，那里就有千百万的利润被外国和俄国的资本

家瓜分了！

杜马在这方面对工业家先生们很有用处。无论在杜马里还是

在国务会议里，资本家都有自己的相当数量的代表，况且，在我们

这个时代，地主若没有资本就等于零。资本家和地主都依靠杜马这

个现成的机构来通过“奖励”法（自己奖励自己）、关税保护法（自己

奖励自己的另一种形式）、租让法（自己奖励自己的第三种形式）等

等数不完的法律。

关于这一点，一位自由派“怀疑论者”在自由派的《言语报》上

写得很不坏。他这样充满感情地写文章反对“民族党人”（因为民族

党人为了鼓励格里夫斯、梅尔霍瑟和艾尔沃特诸先生以及其他公

司的“本国”机器制造业，决定自己发给自己“奖金”），连我也有些

受到怀疑论的感染了。

的确，这位自由派“怀疑论者”先生巧妙地揭穿了“民族党人”。

但是他为什么不揭露立宪民主党人呢？例如，戈洛文在谋求承租权

的时候，难道不是他的杜马代表和前任杜马主席的地位在这个有

好处的、有利可图的活动中帮了他的忙吗？

马克拉柯夫捞了“塔吉耶夫的”一大笔酬金，难道不是他的杜

马代表的地位使他便于受理如此“赚钱的”案件吗？１８０

此外，又有多少立宪民主党的地主、商人、资本家、金融家、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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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以及生意人，利用代表的身分和这种身分所给予的好处和方便，

扩大了他们的业务，巩固了他们的“联系”，完成了他们的“事业”

呢？

如果对杜马代表的和有杜马代表参加的金融业务进行一次调

查，好不好呢？

很好，但是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都采取各种措施保守“商

业秘密”，使任何一个“议会”都无法进行这种调查。

然而工人代表显然对这个问题知道得很多，如果他们花点工

夫，想想办法，去搜集情报，汇集材料，查阅报纸，向交易所打听等

等，他们自己也能够对杜马代表的和有这些代表参加的工商业活

动进行很有教育意义和很有益处的“调查”。

在欧洲各国议会中，这种活动是众所周知的，工人也经常指名

道姓地揭露生意人的这种活动，以此来教育人民。

载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７日《涅瓦明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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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举 和 反 对 派

（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４日〔７月７日〕）

马克思主义者早已在原则上确定了自己对选举的态度。从普

利什凯维奇到古契柯夫的右派政党、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立

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和民主派（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即

劳动派）——这就是选举中的三个基本阵营。这三个阵营之间的主

要区别是：它们代表不同的阶级，各有各的纲领和策略。只有清楚

地了解每个阵营的政策的原则基础，才能对选举运动作出正确的

实际结论。

约在半年前，马克思主义者就完全确定了这些论点①，从那时

起，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言行特别明显地证明了这些论点是正确的。

我们“右面的邻居和敌人”虽然决不同意我们的观点，但是他们以

值得称道的勤奋为我们更好地证实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立宪民

主党的政治活动的开展和政治观点的发挥，能最好地证实马克思

主义者的观点，这可以说是一条规律。换句话说，只要立宪民主党

人一开口，就可以使人相信，他在反驳自由派工人政客的观点方面

不亚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正因为如此，工人们如能仔细看一看立宪民主党的政策，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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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得到双重好处：首先，可以认清自由派资产者，其次，可以学会更

清楚地识别工人阶级的某些拥护者的错误。

不久以前，《言语报》就《俄罗斯新闻》上刊登的一些有关竞选

的重要声明所发表的言论，大概就会带来这种双重好处。这是一位

旧“经济派”，即１８９７—１９０２年的机会主义者阿基莫夫先生（弗拉

·马赫诺韦茨）的声明。这些声明直接拥护“进步同盟”，想自命为

社会民主党人的阿基莫夫先生，认为这个同盟的“纲领”（顺便说一

下，这个纲领没有公布！）“可以完全被社会民主党接受”。

许多政治上幼稚的人（从巴黎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老练的

外交家（从维也纳到维尔纳）１８１一直对我们说，自由派工人政策

是个“稻草人”。可尊敬的论敌，请你们看一看阿基莫夫先生吧！你

们在这里大概是不能否认自由派工人政策的真面目的。你们也不

能说，阿基莫夫是“稀世奇才”，即单枪匹马，独一无二，无与伦比的

人。这是因为，不管阿基莫夫先生有多少无与伦比的品质，说他单

枪匹马是完全不对的。他是在普罗柯波维奇先生之后发表意见的，

并且意见和普罗柯波维奇的一致。他给自己找到了一家广泛发行

的自由派机关报——能广泛传播他的言论的方便讲坛。他认为自

由派新闻工作者是“高明的报界”。看，他并不是单枪匹马。尽管他

早已不属于任何集团，尽管他完全没有权利取得社会民主党人的

称号，他却是一种政治路线的代表人物，这条路线根子很深，虽然

它常常不露锋芒却还存在，当政治稍一活跃时这条路线就必定要

表现出来。

《言语报》“充分肯定”阿基莫夫先生的意见中的“冷静的现实

主义”，并且特别有好感地强调了他的如下意见：“社会民主党人目

前应当提出必然会得到广大的、政治上强有力的人民集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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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一部分政治任务”。

当然，《言语报》还能不为此高兴！《我们的曙光》杂志说话时总

是装模作样，支吾搪塞，左一个预先声明，右一个附带说明，一面消

灭痕迹，一面用早就过时的似乎是马克思主义的字眼来炫耀，而阿

基莫夫先生却直言不讳，直率、粗鲁、笨拙、幼稚……到了极点。

表面看来，《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当然完全可以

对阿基莫夫先生的话不负任何责任。但实际上，不了解细节而且对

这些细节也不感兴趣的广大读者，从这些取消派报刊上接受的恰

恰是，而且也只能是“阿基莫夫精神”。马尔托夫写道：“不要破坏”

进步派的活动。阿基莫夫写道，“提出”必然会得到进步派支持的

“那一部分任务”。他自然要附带说明，由于进步派是无党派，任何

政党因此都易于（在纸面上）维护这些任务的独立性。如果提出的

任务超出了进步派感到愉快的范围，也就等于“破坏”他们的活动。

这就是实际政治斗争以及阿基莫夫所能完全代表的那一部分人对

马尔托夫的口号所作的解释。

阿基莫夫深信，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是“广大的、政治上强

有力的人民集团”。这正是《涅瓦明星报》不久前发表的关于马克思

主义者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的文章①已谈到的自由派的错

误。其实，包括立宪民主党人和进步派等等在内的整个自由主义君

主派资产阶级，远远不是广大的和政治上强有力的人民集团。

资产阶级永远不会成为人民中的广大集团。它可能在政治上

是强大的，而且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里也确实是这样，但在普鲁士

不是这样，在俄国不是这样。在这里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无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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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是出奇的，是几乎难以令人相信的，这完全是由于资产阶

级害怕革命远甚于害怕反动派。由此必然会造成政治上的软弱无

能。所以，一切有关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的议论，由于回避了俄

国现状这个基本特点，就都是根本上错误的，因而也是毫无用处

的。

阿基莫夫先生是最直爽最温和的自由派，他说：立宪民主党人

和进步派先生们，我们认为你们是一支力量，我们完全承认你们的

纲领（虽然这个纲领还没有制定出来！），目前我们自己提出的是得

到你们支持的那一部分任务，我们对你们的要求只有一个：“希望

也把社会民主党人列入〈进步〉同盟的名单。”阿基莫夫就是这样写

的，的确是这样，一字不差！一切我全都同意，只要能列入自由派名

单！

《言语报》简直不够宽宏大量，连这样温和的要求也拒绝了。要

知道现在谈的是六三选民，——立宪民主党人这样提醒阿基莫夫

说。而社会民主党人在他们中间算得了什么呢？只能算零——“大

城市除外，可是谈的并不是大城市”。立宪民主党的正式机关报也

以宽容的口吻教训唯命是从的阿基莫夫说：“除开边疆地区，他们

〈社会民主党人〉几乎在各处都必须遵循这样一点：不计较提出自

己的候选人，而是考虑使进步同盟战胜压迫人民的黑帮联盟。”

自由派对自由派工人政客卑躬屈节地伸出的手根本置之不

理！这就是拒绝在大城市进行争斗所应得的奖赏。立宪民主党人

说，大城市是属于我们的，因为我们是强有力的，而俄国其他地区

也属于我们，因为六三派及其保证我们处于反对派的垄断地位的

六三法令也是强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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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得不错。阿基莫夫得到的教训是沉痛的，但却是有益的。

载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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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为期不远了，大家行动起来吧！

（１９１２年６月３０日〔７月１３日〕）

从现在到第四届杜马选举只有两个来月了。所剩时间不多了。

因此，一切同情工人民主派的人、一切理解工人阶级的利益和任务

的人都应当立即行动起来，全力以赴地做好选举的准备工作。

必须系统地、充分地利用工人和所有住宅租赁人的合法权利。

参加彼得堡第二等城市选民团选举的有几万公民。其中不少

是工人、职员、店员以及无疑属于民主派的各类不富有的人。必须

做到使彼得堡的每一个有选举权的居民都去参加选举。

迄今为止，彼得堡一直是立宪民主党人的“地盘”。很多人认为

要在彼得堡同立宪民主党人较量，是没有取胜的希望的。这种看法

大大削弱了选举运动的势头。

然而，这种看法是很错误的。

首先，工人重视选举，完全不是仅仅为了得到一些代表席位。

对于工人来说，选举所以重要，是因为可以把选举作为政治上教育

群众和团结群众的手段。谁参加选举，谁就会意识到自己是个公

民；他就势必会投身到政治生活中去，就会更自觉地对待政治生

活，就会更加有兴趣地阅读自己的工人民主派的报纸，就会更加理

解报上所讲的问题，就会更加慎重地对待自己参加各种工人团体

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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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决不能同意那种认为在彼得堡第二城市选民团中同立

宪民主党人较量没有取胜希望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极其

不正确的！

立宪民主党人占优势是由于选举权不是普遍的，而是有财产

资格限制的，也就是说，是有限制的，因为只有住宅租赁人才有选

举权１８２，而工人群众中的无权者要比自由派资产阶级中的多得

多。另外，立宪民主党人占优势还由于他们结社和办报比工人结社

和工人办报所受到的迫害要少得多。

此外，立宪民主党是自由派资产阶级政党即富人的政党。这些

富人为选举不惜花费巨款和大量的空闲时间。

但是，自由派资产者的所有这些优势在选举中是可以并且应

当用始终属于工人的力量来压倒的。这种力量就在于人数——工

人多，穷人的数量大，而富人的数量微乎其微——这种力量还在于

对工人事业的忠诚。

彼得堡的工人已经卓有成效地用这种力量同立宪民主党人进

行了对抗。

立宪民主党人的报刊是怎么办起来的呢？《言语报》和《现代言

论报》１８３是靠什么扶持的呢？是靠他们花费了几十万卢布。

而《涅瓦明星报》、《真理报》１８４这些工人报纸又是怎么办起来

的呢？是靠成千上万工人募集的几个钱办起来的。

成千上万的忠实于工人民主派利益的、自觉捍卫自己权利的

工人听做到的事情，任何其他政党不花费一大笔钱就无法做到。

如果所有工人都齐心协力地行动起来，那么他们在选举中就

能够胜利，就一定会胜利。同志们，你们不会忘记，我们的朋友和同

情我们的人甚至在第二等选民团中也占多数。支持民主派的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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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而支持自由派的则仅仅是富豪势力、盲目的习惯势力以及许

多店员、职员的消极落后、无所作为的势力，等等。

这种习惯势力、消极落后势力我们是可以打破的，而且我们应

当用我们齐心协力的工作来打破它。

大家行动起来吧！让每个工人在这两个月内都来为选举奔忙、

出力、操心和贡献才智吧！胜利属于工人民主派！

载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３０日《真理报》

第５３号

译自１９８４年《苏共历史问题》杂志

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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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堡选举的意义

（１９１２年７月１日〔１４日〕）

据一些报纸报道，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召开日期和选举时间

问题，在统治集团内部引起了许多疑虑。有些人主张把国家杜马召

开的日期延到１月，有些人主张在１０月召开。现在，据说问题已按

照第二种意见解决了。

这就是说，选举已近在眼前，离现在只有７至９个星期。因此

必须考虑如何鼓足十倍干劲去进行全部选举工作。

我想在本文中谈谈一个专门性的、然而又是对工人民主派有

极其重大和普遍意义的问题。这就是彼得堡选举的作用问题。

彼得堡第二城市选民团的选举，是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整

个选举运动的中心。

只有彼得堡有一家办得还算可以的工人报纸，这家报纸经常

遭受疯狂迫害和罚款，编辑遭到逮捕，它的处境极不稳定，并且受

到书报检查机关的严厉控制，但是它还能够稍许反映一点工人民

主派的观点。

如果没有一家日报，选举仍旧会是漆黑一团，它对群众进行政

治教育的作用就会减少一半，甚至减少得更多。

因此，彼得堡的选举就具有工人民主派在俄国极其艰难的条

件下进行选举运动的示范作用。在其他任何地方，工人都不能进行

１８３



另外一种大家都看得见的选举运动。工人选民团的选举当然有极

其重大的意义，但工人在这里不能同其他阶级的居民接触，因而不

能相当广泛地阐明先进的无产阶级民主派为领导整个民主运动而

提出的全民性要求和对总的政治任务的看法。

在彼得堡是进行直接选举的。因此，这里的竞选斗争能比其他

地方开展得更加明确，党派界限更加分明。其他各大城市本来也会

象彼得堡一样具有同样的重大意义，但外省的行政压力还是比首

都大得多，因此工人民主派很难打开局面，使人们听取他们的意

见。

最后，在彼得堡，斗争一定会在第二选民团中的自由派和民主

派之间开展起来。立宪民主党认为第二选民团是自己的财富。代

表彼得堡的是米留可夫、罗季切夫和库特列尔。

不用说，由自由派代表相当广泛的民主派选民群众这种情况，

决不能认为是正常现象。第二届杜马的选举表明，立宪民主党在民

主派城市选民中的“统治地位”远远不是稳固的。在彼得堡，如果当

时孟什维克如唐恩之流没有分裂工人的选举运动，没有因此使得

民粹派产生对取得成功极为有害的动摇，那么在第二届杜马选举

时，“左派联盟”即工人民主派和资产阶级民主派（民粹派）的联盟，

不仅能够取得胜利，甚至一定会取得胜利。只要指出一点就足以说

明问题了：甚至“社会革命党人”在第二届杜马选举中直到最后时

刻还是跟着孟什维克一起维护同立宪民主党的联盟！

根据目前选举法的规定，可以进行决选投票，因此在第一阶段

就不需要也不能容许结成任何联盟。

彼得堡的斗争将在工人民主派和自由派之间进行。民粹派未

必有力量独立进行活动，因为他们遵照我们的取消派的路线，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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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遗余力地“取消了”自己。因此，资产阶级民主派（劳动派和民粹

派）几乎肯定会支持工人民主派，如果不是在选举的第一阶段，至

少在决选投票时是会支持的。

自由派在彼得堡有自己的领袖米留可夫先生。直到如今大多

数人都拥护他们。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供给他们经费，有两家

日报作为宣传工具，还有一个实际上被允许存在的、几乎事实上合

法的组织，——这一切都使立宪民主党人拥有巨大的优势。

在工人方面则有工人群众，有彻底的真正的民主主义，还有极

大的干劲以及对社会主义和工人民主事业的耿耿忠心。依靠这些

力量，再加上拥有工人的日报，工人就能够取得胜利。工人争取彼

得堡代表席位的斗争，无疑会在整个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中具有

巨大的全俄的意义。

喜欢谈论所有反对派“团结一致”的人——从进步派和立宪民

主党人到小心谨慎、支吾搪塞的取消派马尔托夫和愚蠢幼稚的普

罗柯波维奇和阿基莫夫——都竭力回避或撇开彼得堡的选举问

题。他们绕过政治中心，甘愿一头扎进可以说是政治上的穷乡僻

壤。他们关于在选举的第二阶段，即在选举运动的基本的、主要的

和有决定意义的部分已经结束时怎样做是合适的这一点谈得很

多，很热烈，很动听；可是对被立宪民主党人霸占而必须从他们手

中夺下交还给民主派的彼得堡却“意味深长地绝口不谈”。

不论根据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１１日的法律，或是根据１９０７年的六

三法令，都没有选出过彼得堡的民主派代表，因此，“交还”这个字

眼似乎是用得不恰当的。但是，从整个俄国解放运动的发展态势来

看，彼得堡是属于民主派的，而在运动发展的某个阶段，甚至连六

三选举法这条高得出奇的拦河坝也阻挡不住“民主洪流”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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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选民团的多数选民无疑都是来自居民中的民主阶层。立

宪民主党人公然欺骗他们，把自己这个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

政党打扮成民主派，使他们跟着自己走。在各种议会选举时，世界

上一切自由派一直都在耍这种骗局。因此，各国的工人政党衡量自

己成就的尺度，就是看他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

摆脱自由派的影响。

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也应当给自己明确而肯定地提出这项任

务。因此，他们在自己著名的一月决议中公开指出，由于显然没有

黑帮危险，在各大城市只容许同民主派联合起来对付自由派。①这

项决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对选举策略的一个最重要问题作

了直接回答，确定了整个选举运动的精神、方针和性质。

相反，喜欢谈论立宪民主党人是“城市民主派”的“代表”的取

消派，却犯了大错误。取消派的这些言论歪曲了事实，因为这样就

是把自由派在选举中战胜民主派、自由派对民主派选民所玩弄的

选举骗局，当成是立宪民主党奉行“民主主义”的证据。只要真正的

资产阶级民主派，尤其是社会民主派，还没有使各种民主阶层摆脱

性质同它们完全相反的政党的影响，这些民主阶层就会受反民主

派政党多年的摆布，这种例子在欧洲是屡见不鲜的。

彼得堡的选举斗争，是自由派和工人民主派在俄国整个解放

运动中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彼得堡选举所起的这种极重要的作用，可以使我们作出两个

实际的结论。谁得到的多，谁负的责任也要多。彼得堡工人势必代

表全俄整个工人民主派进行彼得堡第二城市选民团的选举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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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肩负着伟大而艰巨的事业。他们要作出榜样。他们应当发挥

最大限度的主动性、干劲和坚忍不拔的精神。他们在办工人日报方

面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在选举中也应当继续进行已经出色地

开始了的事业。

整个俄国都注视着彼得堡的选举斗争。整个俄国也应当竭力

支援这里。如果没有来自全俄各地对彼得堡工人的各方面的支援，

单枪匹马是无法打败“敌人”的。

载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１日《涅瓦明星报》

第１５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３７５—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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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

民粹派土地纲领的比较

（１９１２年７月１日〔１４日〕）

在前两篇文章里（见《涅瓦明星报》第３号和第６号）①我们援

引了欧俄土地占有情况的基本材料，阐述了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

消灭土地占有制中的中世纪制度的表现——这就是问题的实质所

在。

在全世界以及我们俄国都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制度同地主

和份地农民的中世纪土地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旧的

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必须摧毁；这种摧毁愈是坚决、无情和果断，对

于俄国的整个发展就愈有好处，对于除了受资本主义蹂躏和压迫

还受无数中世纪残余蹂躏和压迫的工人和农民也就愈有好处。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能把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和民粹派的

土地纲领加以比较呢？这两个土地纲领不是完全对立的吗？

是的，但这种对立并不排斥两者之间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这

就是两者都承认摧毁旧的土地占有制的必要性。斯托雷平的“土地

规划”人员说，必须摧毁旧的东西，而且要更快更坚决地加以摧毁。

但是这种摧毁所带来的一切重荷要由极端贫困和备受压迫的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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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来承受。地主在这种摧毁中不应有丝毫损失，如果他们不可避

免地要失掉自己的一部分土地，那么这部分土地应当完全根据地

主的自愿，并按照他们认为“公道的”价格转让。富裕农民应得到支

持，广大“弱者”的破产则不必考虑。

这就是斯托雷平的土地纲领的实质。授意斯托雷平制定这个

纲领的贵族联合会，是反动派——不是爱说漂亮话的而是实干的

人——的真正代表。贵族联合会把希望寄托在强者身上，是完全忠

于本阶级的利益的。的确，在１９０５年以后事情已经很明显，单靠警

察机关、官僚机关来防范农民是不够的。

贵族联合会究竟在哪儿还能找到自己的同盟者呢？只能在为

数极少的富裕农民、“富农”、“寄生虫”中间找到。它在农村中不可

能再找到别的同盟者。为了把“新地主”吸引过来，反动派竟不惜把

所有农村交给他们，任他们去洗劫。

既然摧毁不可避免，那就让我们按照有利于我们和有利于新

地主的办法来摧毁份地占有制，——这就是贵族联合会授意斯托

雷平执行的土地政策的实质。

但是，从纯理论上来说，必须承认从另一方面加以摧毁也是可

能的，而且这种摧毁同样坚决甚至要坚决得多。问题有两个方面。

比方说，假如３万个地主的７０００万俄亩土地转入１０００万农户手

中，再加上他们的７５００万俄亩土地，假如把这些土地合在一起，然

后在富裕农民和中等农民中进行分配（贫苦农民反正是不可能进

行土地的耕耘、播种、施肥和保养的），那么这样改造的结果会是怎

样的呢？

如果从纯经济观点来提出这个问题，从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

的一般条件的角度来看这种原则上的可能性，那就可以看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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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的那种改造，其结果将是使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遭到比斯托

雷平纲领中所谈的更彻底、更坚决、更无情的摧毁。

为什么要摧毁的正是而且仅仅是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呢？因为，

就问题的本质来说，无论土地怎样转手，甚至所有土地都转入国家

手里（即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土地“国有化”），资本主义的土地占

有制还是不会被消灭的。资本主义土地占有制就是由那些拥有资

本并最能适应市场的人去占有土地。土地不论归谁所有，归旧的地

主、国家或是份地农民所有，反正逃不出总是可以租用它的业主之

手的。租佃制在存在着各种各样土地占有形式的一切资本主义国

家里，都在日益发展。既然市场支配整个社会生产，也就是说，既然

这种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则任何禁令都不能阻止资本家，即拥有

资本和熟悉市场情况的业主把土地攫为己有。

不仅如此，土地租佃制甚至比土地私有制更便于发展纯粹的

资本主义，更便于最充分地、灵活地、“理想地”适应市场。为什么？

因为土地私有制妨碍土地的转手，使土地的使用不能顺利地适应

市场的情况，而把土地固定在某家族或个人及其继承人的手里，即

使他们是经营不善的业主。租佃制是一种比较灵活的形式，采取这

种形式就能最简单、最容易、最迅速地使土地的使用同市场相适

应。

因此，正如马克思在批判洛贝尔图斯时所指出的那样，就连英

国也不例外，只不过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看，它的土地制度比起其

他资本主义国家来是最完善的而已。１８５英国土地制度的特点是什

么呢？就是旧的土地占有制，即大地主占有制，和新的、自由的、纯

资本主义的租佃制同时并存。

假如这种大地主占有制存在而没有大地主，也就是说，假如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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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不归大地主所有，而归国家所有呢？那么从资本主义的角度来

看，这种土地制度就会更加完善，土地的使用就会更加灵活地适应

于市场，作为经营对象的土地就会更加容易转移，一切资本主义土

地占有制所固有的阶级斗争就能更加自由地、广泛地、明确地展

开。

可见，一个国家愈是落后于世界资本主义，愈是急需赶上邻

国，愈是“耽误了”自己的“疾病”——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和盘剥性

的小经济的疾病，愈是急需从根本上摧毁这个国家的一切土地占

有关系及其整个农业生活，各种各样的土地国有化主张和方案也

就愈能自然而然地在这个国家的农业居民中产生和广泛传播。

１９０５年和头两届杜马都非常明显地证明了，第三届杜马通过

它的“农民”（经地主的筛子筛过的农民）代表也间接地证实了：各

种各样的土地国有化主张和方案已在俄国农业居民中得到非常广

泛的传播。在表示赞同或者反对这些主张以前，应该先提出一个问

题：为什么这些主张会得到广泛的传播，它们是由什么样的经济必

然性产生的？

对这些主张单从它们内在的严整性或理论的正确性来加以评

论是不够的。必须从这些主张所反映的经济必然性的角度来加以

评论，不管这种反映有时是多么“多变”，多么不正确，多么“歪曲”。

２０世纪初在俄国农民中产生土地国有化主张的经济必然性，

就是坚决摧毁旧土地占有制的必然性。“平分”全部土地的主张是

一种平等思想，这种平等思想是同农奴制残余作斗争时所必然产

生的，因为在３万“农奴主余孽”有７０００万俄亩土地，而１０００万受

奴役的农民只有７５００万俄亩土地的情况下，这种平等思想必然要

反映到土地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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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前一类土地变为后一类土地，或者更确切地说，转到后一类

所有者的手中，这丝毫也不是空想。在市场支配一切的情况下向往

土地经营者之间的平等，或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向往全体“男女公

民”（包括不独自经营者）的“土地权”，才是空想。但我们不应该因

这些主张的不切实际而忘掉这些主张中实际上包含的东西具有最

真实的、最切合需要的现实性。

消灭各种中世纪土地占有制——地主土地占有制、份地占有

制等等，这丝毫也不是空想。与一切旧的土地关系决裂也丝毫不是

空想。相反，正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迫不及待地要求这种决裂。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无论“平分”土地或使土地“社会化”都是不可能的。

这是空想。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土地国有化从经济上看是完全可能的，而

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不论是怎样实行的，由谁实行的，在什么

条件下实行的，是巩固的和长期的还是不巩固的和短期的，——无

论在什么情况下，它的实际意义都在于最大限度地消灭俄国土地

占有制中和俄国农业生活中的一切中世纪残余，在于使新的土地

使用和土地占有制最灵活地适应于世界市场的新情况。

暂且假定左派民粹派提出的全体男女公民平分全部土地的计

划实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这样分配土地是极其荒谬的。在资

本主义制度下这样分配土地连一年也维持不了，而且也不可能维

持得了。但这是不是说这样做的结果等于零或者等于负数呢？

绝对不是！这样做的结果会是一个巨大的正数——根本不是

左派民粹派所期待的正数，而是最实际的正数。这个正数就是：现

有各种阶层的和等级的土地占有形式之间的任何差别都要被摧

毁。这对整个国民经济、对资本主义和对无产阶级都是极其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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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对俄国的发展来说，没有什么比我国现在旧的土地占有制

更有害不过的了。地主土地占有制和份地占有制完全是农奴制的

土地占有形式。

左派民粹派的土地平分是维持不下去的，但要恢复旧的也是

不可能的！地界既已被摧毁，就怎么也“修复”不了！世界上没有任

何政治力量能阻碍那些符合市场新要求的新的地界、界限和土地

使用形式的确立。

记得在第二届杜马中有一位左派民粹派说过“要废除地

界”。１８６他以为这样就能做到“平均使用土地”。他错了。但通过他的

嘴——这是历史的讽刺！——却道出了资产者最彻底、最勇敢、最

激进的观点，他们感到我国“份地的”、“贵族的”、“教会的”以及其

他等等土地占有制的旧的、中世纪的“界限”是不合理的，必须摧毁

这一切界限，以便实行新的土地分配。只是不会象民粹派所幻想的

那样“按人”分配，而是象市场所迫使的那样按资本分配。

民粹派的建设性方案是一种空想。但在这些建设性方案中含

有对中世纪制度的破坏性因素。这种因素决不是空想。这是活生

生的现实。不论从资本主义还是从无产阶级的观点看来，这都是最

彻底最进步的现实。

现在我们来简略地概括一下我们的观点。斯托雷平的土地纲

领和民粹派的土地纲领的一个实际的共同点，就是两个纲领都要

从根本上摧毁旧的中世纪的土地占有制。这点非常可贵。对于这

种土地占有制除了摧毁不能采用别的办法。《言语报》和《俄罗斯新

闻》的一些立宪民主党人之所以最反动，是因为他们斥责斯托雷平

不该摧毁这种土地占有制，而不去证明必须更彻底更坚决地摧毁

这种土地占有制。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看到，斯托雷平的摧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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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消灭盘剥制和工役制，而民粹派的摧毁却能够做到这一点。①

我们暂且指出一点：斯托雷平的摧毁所产生的唯一完全现实

的后果就是３０００万人挨饿。斯托雷平的摧毁能不能教会俄国人民

应当怎样进行更坚决的摧毁，现在还不得而知。但是这种摧毁无疑

正在进行这样的教育。能不能教会呢，——过些时候就会见分晓。

载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１日《涅瓦明星报》

第１５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３８０—３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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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

党的当前任务

（１９１２年７月３日〔１６日〕）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渡过了反革命猖獗的空前艰难年代，现在

已经走上了恢复自己的组织、巩固自己的力量、加强对俄国无产阶

级的领导的正确道路。俄国无产阶级在１９０５年曾给予专制制度以

沉重打击，它在未来的革命中将摧毁这种制度。

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这些艰难的年代是分裂的年代；正是在这一时

期，现在的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脱离了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是在１９０６年加入我们党

的，曾经同我们布尔什维克一起反对过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者。

波兰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应当以批判的态度来评价现在的总执

行委员会脱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行为。因此我很愿意接受波兰

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的建议，在《工人报》１８７上简要

地说明一下党内分裂的原因和现在的总执行委员会在这方面所起

的令人痛心的作用，并指出全俄社会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的最近任

务。

５９３



一

波兰工人同志们都知道１９０５年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和孟什

维克之间的分歧。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许多杰出代表，如罗

莎·卢森堡，最初，在１９０４年是站在孟什维克方面的，但是革命很

快地表明孟什维克是错误的，清楚地证明孟什维克是机会主义者。

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的反革命产生了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新阶段。旧

的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主制又迈了一步。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

杜马产生了。沙皇制度还没有失去农奴制的性质，但它实行了资产

阶级的土地政策，这个政策的目的是以千百万农民遭到前所未闻

的破产与毁灭为代价来尽快地推行土地私有制。资产阶级自由派

急剧地转到反革命方面去了，他们度过了地地道道的背弃信念的

狂饮节。

在整个知识分子中间普遍出现前所未有的分裂和涣散。无产

阶级遭到向革命进行报复的沙皇政府的残酷迫害，并受到叛变者

的大肆诽谤。

当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任务就是：保存工人阶级的革命的

社会民主党，以适应新的工作情况。

在最初完成这项任务时，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就暴露出一

些新的反无产阶级流派，这些流派在破坏党的本身存在。它们是在

我国反革命猖獗的历史形势下产生的。这些资产阶级流派就是取

消派和召回派。

取消派受资产阶级逃跑主义浪潮的冲击而背弃了革命。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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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秘密的党表示绝望，在６月３日（１６日）的所谓“立宪”政治制度

中为自己寻找唯一合法的根据，鼓吹这个政治制度的立宪革新。他

们的政策的实质就是建立一个“公开的工人政党”和实现立宪改良

的口号。这不是社会民主党的政策，而是自由派的工人政策。

显然，把取消派和西欧社会民主工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等同起

来（象在梯什卡影响下现在的总执行委员会所做的那样）是非常可

笑的。我们的取消派不承认秘密形式的党即现在这样的党，而要建

立一个新的合法政党。这就不是在党内闹派别斗争，而是脱离党

了。取消派这种公然背离党和破坏党的行为，招致了孟什维克本身

的猛烈攻击。在俄国，孟什维克工人没有跟着取消派走，而在国外，

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则领导了“护党派”孟什维克（反取消派）。普

列汉诺夫现在在报刊上已公开、明确地承认取消派正在建立新的

政党。１８８

为了使波兰工人了解情况，我们再补充一点：取消派的主要机

关刊物在国外是《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马尔托夫、唐恩、阿克雪

里罗得和其他“呼声派”），在俄国是《我们的曙光》杂志（波特列索

夫、列维茨基和切列万宁等）。“召回派”（因要求从第三届杜马中

“召回”社会民主党代表而得名）抵制了第三届杜马，因为他们不了

解为了进行社会民主党的革命工作必须利用杜马讲坛和一切“合

法机会”。他们把１９０５年的革命策略口号变成了空洞的词句。经

验很快就证明，抵制第三届杜马是荒唐的，这甚至与社会民主党的

国内抵制派的愿望相违背，使他们走上了无政府主义的道路。１９０７

年夏季多数布尔什维克主张抵制，但是１９０８年春季他们已经接受

了经验教训，并且给了“召回派”在彼得堡和莫斯科的鼓动以极沉

重的打击。召回派在俄国遭到这种彻底失败以后，他们以及他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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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护者就苟安于国外，形成了一个毫无力量的“前进”小集团（卢那

察尔斯基、阿列克辛斯基等）。

由于国内多数组织软弱无力，由于国外的一些集团脱离国内

的工作，多数这些集团就充分“自由地”破坏和瓦解党，它们根本不

承认任何纪律，没有受俄国任何一个组织的委托而擅自领导机关

刊物，去刊印小册子和宣言，这一切都无须赘述。除了这些在原则

问题上持有种种不同观点的小集团以外，照例还产生了一些毫无

原则的小集团，它们充当掮客，耍弄卑鄙的外交手腕，在“调解”党

内纠纷和促进党内“联合”的幌子下施展阴谋诡计，力图从中捞取

小小的政治资本。这方面的能手就是托洛茨基和他在维也纳出版

的《真理报》，梯什卡和他的总执行委员会。

二

摆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面前的是怎样恢复党的问题。

显然，不能和那些想取消党的人一起来恢复党，也不能和那些

抵制杜马和一切合法机会的人一起来恢复党。要么是奉行这种资

产阶级政策的国外小集团放弃这种政策来服从俄国绝大多数组

织、团体和小组；要么是俄国国内组织不顾这些国外小集团自己来

恢复党。

１９１０年１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举行了最后一次中央全会，

这次会议曾经试图挽救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取消派和召回

派，引导他们走上为党工作的道路。但由于这两种倾向太荒谬，它

们的反社会民主主义的性质太明显，以致谁也不愿意为它们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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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一致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思潮，只有排除这种思潮，才能创造

恢复党的条件。

但是一致通过决议还不够，因为会后没有一致的行动。取消派

和召回派无视中央全会的决议，不但没有放松反而加强了他们的

破坏活动。事实证明，一年半以来（１９１０年１月—１９１１年６月）进

行护党斗争的是在布尔什维克和某些波兰人领导下的党中央机关

报，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也竭力帮助了反对取消派的斗争。

取消派、前进派、托洛茨基和崩得拚命进行反党的“工作”。拉

脱维亚人则动摇不定，常常站到取消派方面去。

取消派的破坏活动竟把党中央委员会搞垮了！全会决定恢复

国内中央委员会，增补新的委员，但是取消派竟宣布秘密的党和秘

密的中央委员会是“有害的”，连一次会议也不愿出席。既然如此，

把取消派和西欧机会主义者等同起来，除了耍阴谋诡计，还能有什

么别的目的呢？

党没有了中央委员会。党的瓦解已不可避免。只有俄国的组

织，即在国内活动的组织，才能恢复党。梯什卡的搞阴谋诡计的两

面派政策也就在这方面表现得淋漓尽致了，他在总执行委员里利

用多数压制那些主张执行原则性较强的政策的人，使总执行委员

会脱离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使它处于党与党的取消派之间。

为了认清这种给波兰社会民主运动带来危害的政策，让我们

首先举一件我们党内思想斗争方面的事实。

象我们前面所说的，中央全会一致谴责了取消派。但是在极其

重要的决议中，有一部分（即所谓它的第一条）被删改得与原意完

全相反；这部分就变得对取消派有利了。在这一条中表达了这样一

种意见：社会民主党在目前，即在反革命时期，第一次充分运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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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方法。这一条为叛徒理论留下了可乘之隙，

它是由梯什卡提出的，他企图在取消派和党之间投机取巧。自然，

取消派热烈赞同这一条，帮助梯什卡“取得胜利”；一部分布尔什维

克，即所谓“调和派”集团（实际上就是托洛茨基分子）也滚到取消

派方面去了。

在全会以后，普列汉诺夫用绝妙的话狠狠地嘲笑了这一条（他

并不知道这一条是谁提出的），认为这一条是“华而不实”、模糊不

清、笼笼统统。１８９我继普列汉诺夫之后发表意见，陈述了我对梯什

卡同“调和派”、取消派的联盟进行的斗争，谈到这一斗争没有什么

结果。①

两年来总执行委员会中的许许多多著作家没有一个人写过一

句为这一条辩护的话。

梯什卡这种投机取巧的伎俩只能使他用取消主义来歪曲党的

观点。

在组织问题上，这种政策的结局更为悲惨。

中央委员会已不存在。只有召开俄国国内组织的代表会议才

能恢复党。但是怎样召开代表会议呢？显然，不能和那些正在取消

党的人共同召开，而只能不要他们。

梯什卡采取中间立场，看风使舵，玩弄使党和正在取消党的人

“联合”的把戏。最初，梯什卡和“调和派”小集团（这是一个毫无力

量的国外小集团，在整整一年内没有一个俄国国内组织订过一份

他们的刊物）靠拢布尔什维克，负责监督代表会议的召开，资助召

集代表会议的代办员，派送这些代办员到各地去，并且断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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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使党“联合”起来（这一断言引得取消派和我们都捧腹大笑）。

这些代办员从基辅出发到各地去，而基辅的组织那时无疑是

孟什维克的组织，这一点连我们的真正敌人托洛茨基和拉脱维亚

人也在报刊上承认过。由于取消派对我们的代表会议进行了猖狂

攻击，波兰工人应当知道，正是在上述组织的参与下成立了（１９１１

年１０月）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而且正是这个（基辅）

组织的代表担任了代表会议资格审查委员会主席！１９０

显然，俄国组织委员会内布尔什维克和一部分“护党派”（即反

取消派）孟什维克占多数。其中没有其他小集团的代表，因为那只

是一些与国内没有什么联系的有名无实的国外组织。

这时梯什卡感到悲观失望，因为已没有可能充当调停人，进行

阴谋活动和玩弄联合取消派的把戏了。他退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

虽经三次邀请也没有出席代表会议。

然而他却参加了取消派关于召开另一个代表会议（取消派的

代表会议）的会议１９１，又……退出了会议，声称那里有取消派！！

这样的“调停人”不是很滑稽吗？①

三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表会议联合了国内大部分组织——

彼得堡、莫斯科、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南方和西部边疆区等地的

１０４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

① 在《前进报》上总执行委员会说托洛茨基是取消派的代理人，在《红旗报》１９２
上则证明不但不能与波兰社会党左派取消派联合，而且不能与波兰的崩得取
消派联合！！但梯什卡却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与俄国取消派联合。



组织。代表会议肯定地认为取消派（《我们的曙光》杂志）已置身于

党外。代表会议对那些以自己的行动来瓦解党的国外小集团不再

负任何责任。

代表会议在前后２３次会议上详细地研究了一切策略问题，通

过了与过去四年内中央机关报及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工作精神相一

致的各项决议。代表会议被确定为党的最高机关，并选出了中央委

员会。

取消派以及同他们一起的一切软弱无力的国外小集团唾沫四

溅地攻击党代表会议，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代表会议谴责了

他们。每个被判罪的人都有权利在２４小时之内咒骂自己的审判

官。

但是在俄国没有另一个中央委员会，也没有另一个社会民主

党。梯什卡和总执行委员会回避这次代表会议，硬要波兰工人相

信，有可能（在某些中间人参与下）使党和取消派“联合”起来，这是

对工人的欺骗。这种欺骗使波兰工人在４、５月间革命高涨以及第

四届杜马选举那样极其紧要的关头，失去与俄国同志互相磋商并

一起讨论策略和口号的机会。

显然，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情绪在日益增长。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目前正在执行的迫切任务就是：促使革命情绪进一步增长，巩固

秘密组织，给运动提出正确的革命口号，给合法派－取消派的机会

主义以回击，使合法组织充满反取消主义的精神，并依据这种方针

来进行第四届杜马选举。全俄一月代表会议已经为这些任务确定

了理论根据。

波兰的革命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在工作上是和我们方向一致

的。因此，在结束本文时，我相信：不管现在的总执行委员会在原则

２０４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



上怎样动摇，波兰无产阶级也一定能够在组织上和我们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联合起来。

载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６日《工人报》

（波兰文）第１５—１６号合刊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３８７—３９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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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取 消 派
１９３

（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１日〔２４〕以前）

《涅瓦呼声报》的取消派竭力破坏彼得堡工人选举的统一。他

们是不会得逞的。假惺惺地要求“统一”的叫喊（出自取消派之

口！！），是谁也欺骗不了的。

工人民主派的统一是有保证的。

有些人想取消工人民主派，只许诺建立实行自由派工人政策

的公开的“政党”来代替它……但是工人并没有跟着他们走。觉悟

的工人所要求的是工人群众的统一，而不是同从事分裂活动的取

消派知识分子集团达成“协议”，来损害这种统一。《真理报》就是按

照这个口号行动的。

取消派公然问道，哪里能“找到”“公开”的东西不被赞美的呢

……取消派这种恬不知耻的言论，是迷惑不了我们的。先生们，去

草拟你们的“公开的”纲领吧，去建立你们的新的“公开的”政党吧，

请便吧！

附言：我坚持要求马上或尽快回答我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不应

该保持沉默。如果对此保持沉默，就会把一切弄糟，就会遭到工人

从左面来的抗议。必须给取消派以回击。把
·
为
·
谁进行选举（不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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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派吗？）掩饰起来，就不能进行选举。假如你们不愿意把“左

面”的
·
一
·
切弄得很紧张很糟糕，就请你们刊载《答取消派》这篇文

章。如果不刊载，请立即退还给我。这对我是
·
很
·
重
·
要
·
的。

载于１９３３年《列宁文集》俄文版

第２５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３９５—３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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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瑞  士

（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２日〔２５日〕）

瑞士的社会党人把瑞士叫作“奴仆共和国”。旅馆业早已成为

该国最重要的部门之一，这个小资产阶级国家过多地依靠那些夏

天到这里来游山玩水、挥金如土的财主寄生虫。在游客财主面前卑

躬屈节的小业主——这就是长期以来瑞士资产者最普遍的典型。

现在情况变了。瑞士的大工业日益发展。直接利用瀑布和山

间河水发电，大大地推动了工业的发展。人们通常把这种代替工业

用煤的水力称作“白煤”。

瑞士的工业化，即瑞士的工业、大工业的发展，结束了工人运

动先前的停滞状态。资本同劳动的斗争日趋尖锐。以往常常笼罩

着瑞士的一些工会的那种萎靡不振的市侩习气正在消失，意识到

自己的力量的、觉悟的、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的战斗精神抬头了。

瑞士工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共和国是维护雇佣奴隶制（在所有

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着这种制度）的资产阶级共和

国。同时瑞士工人真正学会了利用共和制度的自由来教育和组织

广大的工人群众。

７月１２日（俄历６月２９日）苏黎世总罢工时这项工作的成果

就表现得很突出。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苏黎世的油漆工和钳工的罢工已经持

６０４



续了几个星期，他们要求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厂主发怒了，决

定制服顽强的罢工工人。资产阶级共和国政府为了向资本家献殷

勤，就来帮助厂主，开始把外籍罢工工人（在瑞士做工的有许多外

籍工人，特别是意大利工人）驱逐出境！但是这种粗暴的做法无济

于事。工人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了。

这时资本家就使用了下面这种手段。在德国汉堡有一个专门

提供工贼的路德维希·科赫公司。苏黎世的资本家（可别闹着玩，

他们是爱国者、共和派！）通过该公司招募了一些工贼，其中显然有

在德国因流氓教唆、斗殴等而被判罪的形形色色的刑事犯。资本家

把手枪交给这些流氓或无赖汉（流氓无产者）。这帮厚颜无耻的工

贼分头在工人区的一些饭店里进行骇人听闻的捣乱活动。当工人

集合起来要赶走这帮流氓时，一个流氓开枪打死一名罢工工人。

工人忍无可忍，痛打了凶手，并决定就流氓的暴行问题向苏黎

世市议会提出质询。市政管理委员会为了保护资本家而禁止罢工

纠察队活动，因此工人决定举行一天总罢工表示抗议。

所有工会一致同意罢工。只有印刷工人是不光彩的例外，他们

反对罢工。苏黎世所有工人组织的４２５位代表参加的会议愤怒地

谴责了印刷工人的这个决定，高呼这个决定“可耻！”。虽然一些政

治组织的领袖反对罢工（这是瑞士庸俗的机会主义者领袖的老风

气！），罢工还是决定举行。

工人们看到资本家和行政当局力图破坏和平罢工，于是就按

照“既然是战争，就要有作战姿态”这句格言行动。在战争中不能告

诉敌人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工人们故意在星期四宣布，罢工将在下

星期二或星期三举行，但实际上确定在本星期五举行。结果给资本

家和行政当局来了个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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罢工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清晨起共散发了３００００张德文和

意大利文传单。大约有２０００个罢工工人占领了电车场。一切都停

顿了。全城的正常生活停止了。本来星期五是苏黎世的集市日，但

是这一天全市象一座死城。罢工委员会禁止饮各种酒精饮料，工人

都严格遵守了这项决定。

下午２时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游行示威。一些人的演说

完毕以后，队伍没有唱歌，平静地解散了。

政府和资本家本来想引诱工人使用暴力，现在眼看自己遭到

失败，简直象发了疯那样狂暴起来。政府发布了一道特别命令，在

全苏黎世州内不但禁止罢工纠察队活动，而且禁止露天集会和游

行示威。警察侵占了苏黎世民众文化馆，并逮捕了许多工人领袖。

资本家为了对总罢工进行报复，宣布实行同盟歇业三天。

工人们沉着应战，严格遵守抵制饮酒的决定。他们说：“有钱人

整年休息，工人为什么不能一年休息三天呢。”

载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２日《真理报》

第６３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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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 年 工 作 总 结
１９４

（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２—１４日〔２５—２７日〕）

彼得堡工人出版了工人日报，也就完成了一项巨大的工作，可

以毫不夸大地说，这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工人民主派在极

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了起来，增强了自己的力量。当然，现在还不

能说我们工人民主派的报纸已经巩固了，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工人

报纸现在经常遭到种种迫害。

但是，不管怎样，《真理报》的创刊仍然是一个非常有力的证

据，它证明俄国工人是有觉悟、有毅力和团结一致的。

回顾并考察一下俄国工人半年来在创办自己的报纸方面所做

的工作，是很有益处的，因为正是从今年一月起，彼得堡工人十分

明显地表现出对创办自己的报纸的兴趣，当时在与工人有关的各

种色彩的报章杂志上都出现了很多谈论工人日报的文章。

一

俄国的工人日报是由谁创办和如何创办的，关于这方面的材

料好在是相当完整的。这就是关于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材料。

现在我们就从创办《真理报》的捐款谈起。我们有从今年１月

９０４



１日至６月３０日这整整半年的《明星报》、《涅瓦明星报》和《真理

报》报道的帐目。这些帐目是公开的，所以能保证内容绝对正确，个

别的错误都根据有关方面的意见及时加以更正了。

对我们来说，最重要和最值得注意的不是捐款的总额，而是捐

款者的成分。比如《涅瓦明星报》第３号上公布了为工人日报捐款

的总额是４２８８卢布８４戈比（从１月开始到５月５日截止，但从４

月２２日《真理报》创刊时起直接寄给该报的捐款未计算在内），于

是我们马上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工人本身和各个工人团体在筹

集这笔捐款中起的作用如何？这笔钱是由同情者的大笔捐款凑起

来的呢，还是工人自己对工人报纸表现了极大的关心，由大量的工

人团体筹集的巨额捐款凑起来的？

从工人本身的创举和力量的观点来看，比方３０个工人团体捐

献了１００卢布，那就要比几十个“同情者”捐献的１０００卢布重要得

多。依靠工厂工人的小团体以许多个５戈比硬币凑起来的捐款创

办的报纸，比依靠知识分子中的同情者提供的几十个和几百个卢

布创办的报纸要扎实、巩固和有分量好多倍，这不论是从财政观点

来看，或更为重要是从工人民主派的发展来看，都是这样的。

为了掌握这一根本的、最重要的问题的精确材料，我们对上述

三种报纸所登载的有关捐款的材料作了下面的统计。我们这里只

是把工人团体或职员团体的捐款抽出来看。

目前我们所关心的只是工人自己的捐款，而且指的不是单个

工人的捐款，因为他们也许是偶尔碰上了某个募捐人，在思想上，

也就是在观点和信仰上同他并没有联系，我们指的是工人团体的

捐款，他们一定都预先讨论过应不应当捐款，捐给谁，捐款的目的

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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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明星报》、《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说明了为工人日报

捐款的正是工人团体或职员团体的每一次报道，都被算作是工人

自己的一次团体捐款。

那么，在１９１２年上半年这样的工人团体捐款究竟有过多少次

呢？

有５０４次团体捐款！

工人为创办和支持自己的报纸团体捐款５００多次，他们有的

是拿出一天的工资，有的是同时一次捐款，有的是有时一捐再捐。

５０４个工人团体（单个工人和同情者除外）非常积极地参加了创办

自己的报纸的活动，这个数目无疑说明了，工人群众已经开始自觉

地极其关心工人报纸，并且他们关心的不是什么一般的工人报纸，

而是工人民主派的报纸。既然群众有这种自觉性和积极性，任何困

难和障碍就都不可怕了。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什么困难和障碍是

工人群众的自觉性、积极性和参与感所不能克服的。

５０４次团体捐款按月分布情况如下：

１９１２年１月 １４……………………………………………

１９１２年２月 １８……………………………………………

１９１２年３月 ７６……………………………………………

１９１２年４月 ２２７……………………………………………

１９１２年５月 １３５……………………………………………

１９１２年６月 ３４……………………………………………

 

   半年总数 ５０４………………………………………

从上面这张小统计表中可以清楚地看到４—５月的全部意义，

这两个月可以说是个转折点。这是从黑暗到光明、从消极到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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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个别行动到群众行动的转折点。

在１—２月间，工人团体捐款的次数还很少。显然，事情还只是

刚开始。３月间可以看出已经增加很多。一个月中有７６次工人团

体捐款，这至少说明工人真的动了起来，群众不怕任何牺牲，竭力

要达到自己的目的。这说明工人群众深信自己的力量，深信整个工

作安排，深信已着手创办的报纸的方向等等。３月间工人日报还没

有创办起来，工人团体就已经把钱凑集起来，先贷给了《明星报》。

４月份数字立刻大大增加，这起了决定作用。这一个月有２２７

次工人团体捐款，每日平均７次以上！堤坝被冲垮了，工人日报有

了保障。每一次的团体捐款，不仅表明５戈比硬币和１０戈比硬币

的总数，更重要的是说明工人团体同心协力以实际行动支持、宣

传、指导、创办工人报纸的决心。

可能产生一个问题：４月份的捐款是不是主要集中在４月２２

日以后，即《真理报》创刊以后呢？不是。《明星报》在４月２２日前

登载了１８８次团体捐款的帐目。而《真理报》从４月２２日至月底一

共登载了３９次团体捐款的帐目。这就是说，４月份的前２１天，即

在《真理报》创刊前，每日平均有９次团体捐款，而在４月份的后９

天每日平均只有４次。

由此可以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第一，工人正是在《真理报》创刊前尽了最大的努力。工人信任

《明星报》，把钱“贷”给了它，正是表示要实现自己主张的决心。

第二，由此可以看到，正是由于工人在４月间的捐款增加，工

人的《真理报》才得以创刊。毫无疑问，工人运动的普遍高涨（不是

以狭隘的行会形式出现的，不是以狭隘的工会形式出现的，而是具

有全民规模的运动）同彼得堡工人民主派日报的创刊之间有最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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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的联系。工会的刊物对我们来说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自己的政治

性报纸——这就是群众在４月间形成的坚定的信念；我们需要的

不是随便什么政治性的工人报纸，而是先进的工人民主派的报纸；

我们需要创办报纸不仅是为了要它帮助我们工人进行斗争，而且

是为了要它给全民树立榜样，成为他们的火炬。

５月份捐款的次数还是很多。团体捐款每日平均４次以上。一

方面，从这里可以看到４—５月份的普遍增加。另一方面，工人群众

认识到，工人日报虽已开始发行，但它开始时的处境特别困难，因

此就特别需要集体的支持。

６月份团体捐款的次数已比３月份减少。当然，应当注意到这

样一个事实：在工人日报创刊以后出现了另一种具有决定意义的

赞助报纸的形式，这就是订阅报纸并向自己的同志、熟人、同乡等

等推销。《真理报》的一切自觉的拥护者不仅自己是订阅者，他们还

把《真理报》作为样板散发介绍到其他工厂、邻舍和农村等等。遗憾

的是，我们无法把这种集体帮助完全统计出来。

二

仔细看看这５０４次工人团体捐款在各城市和工业区的分布情

况，是非常有意义的。在俄国有哪些地区的工人响应了创办工人日

报的号召，他们响应的热情又是怎样的呢？

在这方面幸好有关于所有工人团体捐款的材料，《明星报》、

《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都刊登了这些捐款的帐目。

我们把这些材料汇集在一起时，首先应当提出彼得堡，因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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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彼得堡工人报纸方面它自然是站在前列的；其次是有两个以

上的工人团体的捐款的１４个城市及工业区，最后是其余的３５个

城市，这些城市半年来都只有一次工人团体捐款。于是就得出下面

的情况：

团体捐款总次数

彼得堡 ４１２…………………………………………………

有２—１２次团体捐款的１４个城市 ５７……………………

有１次团体捐款的３５个城市 ３５…………………………

 

５０个城市的总次数 ５０４……………………………………

由此可见，几乎整个俄国都在不同程度上积极参加了创办工

人日报的事业。如果注意到在外省发行工人民主派报纸方面所遇

到的种种困难，那么看到半年来有许多城市都响应了彼得堡工人

的号召，是会令人感到惊奇的。

除首都外，俄国的４９个城市① 共有９２次工人团体捐款，这至

少对于开始来说是个很惊人的数目。这里指的决不是那些偶然的、

漠不关心的、消极的捐款者。我们所看到的，毫无疑问是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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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所有这些城市和地区的名称如下。圣彼得堡郊区有：喀琅施塔得、科尔皮诺、
谢斯特罗列茨克。南方有：哈尔科夫——４次团体捐款，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８次、阿纳尼耶夫——２次、卢甘斯克——３次、赫尔松、顿河畔罗斯托夫、
巴甫洛格勒、波尔塔瓦、基辅——１２次、阿斯特拉罕——４次、切尔尼戈夫、尤
佐夫卡——３次，米纳科沃、谢尔比诺夫卡矿区、雷科沃矿区、别尔哥罗德、伊
丽莎白格勒、叶卡捷琳诺达尔、马尔乌波尔——２次、下第聂伯罗夫斯克、纳希
切万。莫斯科区有：罗德尼基——２次、梁赞、图拉——２次、别热茨克——２
次。北方有：阿尔汉格尔斯克——５次、沃洛格达。西方有：德文斯克、维尔诺、
戈梅利、里加、利巴瓦、缪尔格拉宾。乌拉尔有：彼尔姆、克什特姆、明亚尔、奥
伦堡。伏尔加河流域有：索尔莫沃、巴拉科沃村。高加索有：巴库——２次、格罗
兹尼、梯弗利斯。西伯利亚有：秋明、布拉戈维申斯克。芬兰有：赫尔辛福斯。



群众的代表，他们虽然分散在俄国各地，但是对于工人民主派的自

觉的同情把他们联合起来了。

应当指出，站在外省城市前列的是基辅，有１２次团体捐款；其

次是叶卡捷琳诺斯拉夫，有８次；可是莫斯科却是居第４位，只有

６次。莫斯科和整个莫斯科区的这种落后现象，从下列俄国各区的

综合材料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１９１２年１—６月半年中工人团体

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次数

彼得堡和它的郊区 ４１５………………………………

南方 ５１…………………………………………………

莫斯科和莫斯科区 １３…………………………………

北方和西方 １２…………………………………………

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 ６……………………………

高加索、西伯利亚、芬兰 ７……………………………

 

全俄总计 ５０４…………………………………………

对这份材料可以作如下说明。

从俄国工人民主派重趋活跃的程度来看，无产阶级的彼得堡

已经觉醒并走上了自己的光荣岗位。南方正在觉醒。而母亲莫斯

科和俄国的其他地区还在沉睡。这些地方也已经到了该开始觉醒

的时候了。

如果把整个莫斯科区同其他外省地区比较一下，就可以清楚

地看出莫斯科区的落后状态。南方离彼得堡很远，比莫斯科离彼得

堡远得多。南方的产业工人也比莫斯科区少，可是工人团体捐款的

次数却几乎是莫斯科区的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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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莫斯科甚至比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还落后，因为莫斯

科和莫斯科区的工人比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人多许多倍，

而不是多一倍。可是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团体捐款有６次，而

莫斯科和莫斯科区总共只有１３次。

自然，莫斯科和莫斯科区的落后状态大概受到了两个特殊条

件的影响。第一，这里纺织工业占多数。而纺织工业的经济条件也

即市场情况和生产活跃的程度要比别的工业例如冶金工业差一

些。因此，纺织工人不大参加罢工，不大关心政治和工人民主派。第

二，在莫斯科区工厂大多分散在偏僻的地方，往那里送报纸比往大

城市送要困难。

可是不论怎样，我们大家无疑都从上述材料中吸取了教训。必

须特别关注在莫斯科发行工人报纸的工作。不能再让莫斯科处于

落后状态。每个觉悟工人都懂得，只有彼得堡而没有莫斯科，就象

只有一只手而失去了另一只手。

俄国的工厂工人大部分集中在莫斯科和莫斯科区。据官方统

计，１９０５年这里的工厂工人有５６７０００人，即占全俄工厂工人

（１６６００００人）的三分之一以上，大大超过彼得堡区（２９８０００人）。因

此，在工人报纸的读者和拥护者的数目方面，在工人民主派的有觉

悟的代表的数目方面，莫斯科区本应占第一位。当然，莫斯科一定

会创办起自己的工人日报的。

目前彼得堡应当帮助莫斯科。《真理报》的读者每天早上都应

当对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说：“工人们，要想到莫斯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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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８月１日载有列宁《半年工作总结》一文第３节的

《真理报》第８０号第１版

（按原版缩小）



三

从另一种极其重要的、实际上非常现实的观点来看，上述材料

也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任何人都了解，政治性的报纸是现代社会

任何一个阶级参加国内政治生活，特别是参加选举运动的一个基

本条件。

因此，一般来说，工人需要报纸，为了进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

更是如此。工人很清楚，不论第三届杜马，还是第四届杜马，都不能

指望它们做出什么好事来。但是我们应当参加选举，首先是为了在

选举时，也就是在党派斗争和整个政治生活活跃起来的时候，在群

众通过各种方式学习政治的时候，去团结工人群众，并对他们进行

政治教育；其次是为了把自己的工人代表选进杜马。即使在十足的

黑帮杜马即纯粹的地主杜马里，工人代表也给工人事业带来过而

且还会带来不少好处，只要这些代表是真正的工人民主派，只要他

们能够联系群众，而群众也学会指导和监督他们。

在１９１２年上半年，俄国的一切政党开始了、实际上已经结束

了所谓选举前动员党内力量的工作。动员是个军事术语，就是说使

军队作好战斗准备。正象战争前军队要进入战斗准备，召集预备役

士兵，分发武器和装备一样，各党派在选举前要总结自己的工作，

重申关于本党的观点和口号的决定，聚集自己的力量，准备同其他

一切党派进行斗争。

再说一遍，这项工作实际上已经结束了。离选举只剩下几个星

期；在这段时间里，可以而且应当竭力设法加强对选民、对群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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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但是，如果党本身（每个阶级的政党）半年来还未作好准备，

那就什么也帮不了它的忙了，它在选举中就等于零了。

这就说明，为什么我们的统计所包括的半年是第四届杜马选

举前大力动员工人力量的半年。这半年是动员工人民主派一切力

量的半年，当然不只是为了杜马斗争，不过我们暂时要把注意力集

中在这一方面。

这里又产生一个不久前在《涅瓦明星报》第１６号和《真理报》

第６１号上曾经提到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所谓取消派的问题。取消

派从１９１２年１月起在彼得堡出版《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

因为他们有了自己单独的报纸，就说什么为了工人民主派在选举

中的“统一”，必须同他们取消派“达成协议”，否则他们就用“双重

候选人名单”这种无中生有的东西相威胁。１９５

这种试图吓唬人的手法，到现在为止看来很少产生效果。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于那些被公正地称为取消派和称为

自由派工人政策传播者的人，怎么能够认真看待呢？

可是，对这部分知识分子的非社会民主主义的错误观点，也许

还有许多工人赞成吧？那么是不是应当特别注意这些工人呢？目

前，我们有客观的、公开的和完全确切的材料来回答这个问题。大

家知道，在１９１２年的整个上半年，取消派特别激烈地攻击《真理

报》、《涅瓦明星报》、《明星报》以及一切反对取消派的人。

取消派在工人中间取得了怎样的成绩呢？这一点可以由取消

派的《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所登载的为工人日报的捐款来

说明。关于创办日报的必要性，取消派很早就承认了，如果不是从

１９１０年起，至少也是从１９１１年起就已承认，而且对自己的拥护者

大力宣传这种思想。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０日创刊的《现代事业报》从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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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就开始登载关于它为此而募集到的捐款的帐目。

现在我们完全象对非取消派的报纸所做的那样，从这些捐款

（１９１２年上半年为１３９卢布２７戈比）中抽出工人团体的捐款来

谈。把所有１６号《现代事业报》和５号《涅瓦呼声报》（第６号《涅瓦

呼声报》出版时已是７月份了）作一总结，甚至加上对《现代事业

报》本身的捐款（虽然我们并没有把非取消派报纸上的这种捐款计

算在内），我们就可以得到半年来工人团体捐款的总次数：

１９１２年上半年工人团体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次数

为非取消派的 为取消派的

报纸     报纸

１月 １４ ０………………………………

２月 １８ ０………………………………

３月 ７６ ７………………………………

４月 ２２７ ８………………………………

５月 １３５ ０………………………………

６月 ３４ ０………………………………

 

   共 计 ５０４ １５…………………

总之，半年来一小撮知识分子取消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共

才得到１５个工人团体的支持！

可以设想比取消派从１９１２年１月起遭到的失败更加彻底的

失败吗？可以设想比这更加确切的证据来证明我们面前的这一小

撮知识分子取消派虽然能够出版半自由派杂志和报纸，但是根本

得不到无产阶级群众任何象样的支持吗？

下面还有按地区划分的工人团体为取消派捐款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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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上半年工人团体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次数

为非取消派的 为取消派的

报纸 报纸

彼得堡和郊区 ４１５ １０……………………

南部 ５１ １…………………………………

莫斯科和莫斯科区 １３ ２…………………

北部和西部 １２ １…………………………

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 ６ ０……………

高加索、西伯利亚和芬兰 ７ １……………

 

   共 计 ５０４ １５①…………………

总之，半年来取消派在南部遭到的失败甚至比在彼得堡还要

惨重。

整整半年来在针锋相对的两派报纸上公开发表的这些确切的

工人统计材料，完全解决了“取消主义”的问题。尽可以任意辱骂甚

至诬蔑反对取消主义的人，但是关于工人团体捐款的确切材料却

是铁证如山。

现在可以完全理解，为什么《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都没有

认真看待取消派的所谓“双重候选人名单”的威胁。如果认真看待

那些在半年公开斗争中已经证明自己是比零强不了多少的人的威

胁，那是可笑的。取消主义的一切维护者都被《现代事业报》和《涅

瓦呼声报》联合起来了。而半年来他们总共只争取到１５个工人团

体！

取消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它只是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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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莫斯科——２次，纳希切万、新尼古拉耶夫斯克、阿尔汉格尔斯克各１次。



派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

四

一般说来，《真理报》上关于各种工人捐款的材料，是非常值得

注意的材料。我们从这里第一次得到有关工人运动和俄国工人民

主派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最确切的材料。对这些材料，我们希望不止

一次地再来分析研究。

现在，在概述了工人团体为日报的捐款之后，我们就应当作出

一个实际结论。

工人们为了创办自己的报纸而向《明星报》和《真理报》提供了

５０４次团体捐款。除了创办和支持自己的工人报纸以外，他们决没

有任何其他目的。正因为这样，把半年来的这些材料真实地汇集起

来，就勾画出一幅有关俄国工人民主派的生活的极其珍贵的图画。

把５戈比或１０戈比的硬币聚集起来并标上“某工厂的工人团体

捐”，就使我们能够判断工人的情绪，判断他们的觉悟程度、团结程

度以及对工人事业的同情程度。

正因为这样，必须继续保持、发扬并扩大４—５月的高涨中养

成的这种工人团体捐款的习惯，当然也必须象《真理报》那样经常

刊登关于这些捐款的帐目。

不论从巩固工人抵纸的观点出发，或是从工人民主派的共同

利益的观点出发，这种习惯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必须使工人报纸不断发展，日趋巩固。这就需要钱。只有在工

人经常不断地大量捐款的条件下，经过顽强的努力，才能把俄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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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报纸办得象个样子。美国有一家工人报纸（《向理智呼吁报》

１９６）拥有５０多万订户。让我们稍微修改一下一句常用的口头语

说：不想赶上和超过自己的美国同行的俄国工人，是没有出息的

人。

但是更重要得多的还不是钱的方面，而是另一方面。假定一个

工厂各部门的１００名工人每人每次领取工资时为工人报纸捐１个

戈比，那每月总共不过２个卢布。再假定有１０名挣钱多的工人，偶

然相遇，一下子就凑了１０个卢布。

前者的２个卢布比后者的１０个卢布更宝贵。这一点每个工人

都很清楚，是不需要详细说明的。

必须使每个工人养成这样的习惯：每次领取工资时捐一个戈

比给工人报。报纸的订阅工作可以照往常一样进行，谁能多付，就

依旧多付一些。但除此以外，最重要的是保持并发扬“为工人报捐

一戈比”的习惯。

这种捐款的全部意义在于能够不间断地在每次领取工资时正

常地进行，在于能够使愈来愈多的工人参加这种经常性的捐献。捐

款帐目可以简单地刊登：“多少多少戈比”——这也就表明某某工

厂有多少工人捐款给工人报，——除此之外，如果有大笔捐款，就

可以这样刊登：“此外，多少工人捐款多少。”

如果养成了为工人报捐一戈比的习惯，那俄国工人就会很快

地把自己的报纸提到应有的高度。工人报应当更多地提供多种材

料，出版星期日副刊等等，在杜马中，在俄国的一切城市以及国外

各大城市中都应当有自己的记者。工人报应当经常不断地发展和

改进，可是如果没有尽可能多的工人经常为自己的报纸捐款，那就

不可能办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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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汇集工人捐献戈比的材料，就能使所有人都看到，俄国各

地的工人是在怎样改变自己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和摆脱沉睡的状

态，他们是在怎样觉醒过来投入正当的文化生活，当然并不是官方

和自由派所理解的那种文化生活。从这里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人们

对工人民主派的关心日益增长的情况，莫斯科和一切大城市创办

自己的工人报纸的日子日益临近的情况。

资产阶级的《戈比报》１９７的统治时代应当结束了！无原则的商

人小报的统治时代应当结束了。彼得堡工人在这短短的半年里表

明，工人的集体捐款能收到多么大的成效。希望他们的榜样和创举

能发扬光大。希望工人为工人报捐献一戈比的习惯日益发展和巩

固！

载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９日和３１日、
８月１日和２日《真理报》第７８、
７９、８０、８１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俄
第２１卷第４２７—４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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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５日〔２８日〕）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一篇文章１９８（我们是从布鲁塞

尔的社会主义报纸《人民报》１９９上转载来的）使我们俄国人非常感

兴趣。

俗话说：旁观者清。孙中山是一位非常有意思的“旁观”者，因

为他虽然是个受过欧洲教育的人，但是显然完全不了解俄国。可是

这位受过欧洲教育的人，这位代表已经争得了共和制度的、战斗的

和胜利的中国民主派的人，在完全不管俄国、不管俄国经验和俄国

文献的情况下，提出了一些纯粹俄国的问题。这位先进的中国民主

主义者简直象一个俄国人那样发表议论。他同俄国民粹主义者十

分相似，以至基本思想和许多说法都完全相同。

旁观者清。伟大的中国民主派的纲领（孙中山的文章正是这样

的纲领），迫使我们，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方便的机会再一次根据

新的世界事态来研究亚洲现代资产阶级革命中民主主义和民粹主

义的相互关系问题。这是俄国在从１９０５年开始的俄国革命时期所

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纲领中，特别

是把这个纲领同俄国、土耳其、波斯和中国的革命事态的发展对照

一下，就可以看出不仅俄国面临这个问题，整个亚洲也面临这个问

题。俄国在许多重要方面无疑是一个亚洲国家，而且是一个最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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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世纪式的、丢人地落后的亚洲国家。

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从它的早期的单枪匹马的先驱者贵族

赫尔岑起到它的群众性的代表——１９０５年农民协会会员和

１９０６—１９１２年的头三届杜马中的劳动派代表止，都具有民粹主义

色彩。现在我们看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派也具有完全同样的民粹

主义色彩。这里我们试就孙中山的例子来考察一下，目前已经完全

卷入全世界资本主义文明潮流的几万万人的深刻革命运动所产生

的思想的“社会意义”究竟在什么地方。

孙中山的纲领的字里行间都充满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

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问题，或者

说，丝毫没有轻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

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

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

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真正伟大的人民的真正伟大的思想；这样

的人民不仅会为自己历来的奴隶地位而痛心，不仅会向往自由和

平等，而且会同中国历来的压迫者作斗争。

人们自然可以把亚洲这个野蛮的、死气沉沉的中国的共和国

临时大总统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一下。那里

的共和国总统都是受资产阶级操纵的生意人、是他们的代理人或

傀儡，而那里的资产阶级则已经腐朽透顶，从头到脚都沾满了污垢

和鲜血——不是国王和皇帝的鲜血，而是为了进步和文明在罢工

中被枪杀的工人们的鲜血。那里的总统是资产阶级的代表，那里的

资产阶级则早已抛弃了青年时代的一切理想，已经完全变得寡廉

鲜耻了，已经完全把自己出卖给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和资产阶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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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的封建主等等了。

这位亚洲的共和国临时大总统则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

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这种精神和气概是一个向上发展而不是

衰落下去的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

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这个阶级憎恨过去，善于抛弃过去时代

的麻木不仁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

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时代。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是不是说唯物主义的西方已经腐朽了，

只有神秘的、富有宗教色彩的东方才光芒四射呢？不，恰恰相反。这

是说，东方已完全走上了西方的道路，今后还会有几万万人为争取

西方已经实现的理想而斗争。西方资产阶级已经腐朽了，在它面前

已经站着它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在亚洲却还有能够代表真诚

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派的资产阶级，他们不愧为法国１８世纪末

叶的伟大宣传家和伟大活动家的同志。

这个还能从事历史上进步事业的亚洲资产阶级的主要代表或

主要社会支柱是农民。农民旁边还有一个自由派资产阶级，它的活

动家如袁世凯之流最善于变节：他们昨天害怕皇帝，匍伏在他面

前；后来看到了革命民主派的力量，感觉到革命民主派就要取得胜

利时，就背叛了皇帝；明天则可能为了同某个老的或新的“立宪”皇

帝勾结而出卖民主派。

没有真诚的民主主义的高涨，中国人民就不可能摆脱历来的

奴隶地位而求得真正的解放，只有这种高涨才能激发劳动群众，使

他们创造奇迹。在孙中山的纲领的每一句话中都可以看出这种高

涨。

但是在这位中国民粹主义者那里，这种战斗的民主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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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

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

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后面这两种思想政治倾向正是构成具有

独特含义的（即不同于民主主义的、超出民主主义的）民粹主义的

因素。

这两种倾向是怎样产生的？它们的意义如何？

如果没有群众的革命情绪的蓬勃高涨，中国民主派不可能推

翻中国的旧制度，不可能争得共和制度。这种高涨以对劳动群众生

活状况的最真挚的同情和对他们的压迫者及剥削者的最强烈憎恨

为前提，同时又反过来产生这种同情和憎恨。先进的中国人，所有

经历过这种高涨的中国人，从欧美吸收了解放思想，但在欧美，提

到日程上的问题已经是摆脱资产阶级而求得解放，即实行社会主

义的问题。由此必然产生中国民主派对社会主义的同情，产生他们

的主观社会主义。

他们在主观上是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反对对群众的压迫和

剥削。但是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

近５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

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

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

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

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

因此，这位中国民主主义者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和纲领，事实

上仅仅是“改变不动产的全部法权根据”的纲领，仅仅是消灭封建

剥削的纲领。

孙中出的民粹主义的实质，他的进步的、战斗的、革命的资产

９２４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



阶级民主主义土地改革纲领以及他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的实质就

在这里。

从学理上来说，这个理论是小资产阶级反动“社会主义者”的

理论。这是因为认为在中国可以“防止”资本主义，认为中国既然落

后就比较容易实行“社会革命”等等的看法，都是极其反动的空想。

孙中山可以说是以其独特的少女般的天真粉碎了自己反动的民粹

主义理论，承认了生活迫使他承认的东西：“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

业〈即资本主义〉发展的前夜”，中国“商业〈即资本主义〉也将大规

模地发展起来”，“再过５０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即拥有几百万

人口的资本家发财和无产阶级贫困的中心城市。

试问，孙中山有没有用自己反动的经济理论来捍卫真正反动

的土地纲领呢？这是问题的全部关键所在，是最重要的一点，被掐

头去尾和被阉割的自由派假马克思主义面对这个问题往往不知所

措。

没有，——问题也就在这里。中国社会关系的辩证法就在于：

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

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

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

孙中山在文章的开头谈得如此娓娓动听而又如此含糊其辞的

“经济革命”归结起来究竟是什么呢？

就是把地租转交给国家，即通过亨利·乔治式的某种单一税

来实行土地国有化。孙中山所提出和鼓吹的“经济革命”，决没有其

他实际的东西。

穷乡僻壤的地价与上海的地价的差别，是地租量上的差别。地

价是资本化的地租。使地产“价值的增殖额”成为“人民的财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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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把地租即土地所有权交给国家，或者说使土地国有化。

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实行这种改革有没有可能呢？不但有可能，

而且是最纯粹、最彻底、最完善的资本主义。马克思在《哲学的贫

困》中指出了这一点，在《资本论》第３卷中详尽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与洛贝尔图斯论战时非常清楚地发挥了这一

点。①

土地国有化能够消灭绝对地租，只保留级差地租。按照马克思

的学说，土地国有化就是：尽量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式的垄断和中

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最容易适应市场。历

史的讽刺在于：民粹派为了“防止”农业中的“资本主义”，竟然实行

一种土地纲领，它的彻底实现会使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得到最迅速

发展。

是什么经济上的必要性使得最先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土地

纲领能够在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中得到推行呢？是把各种

形式各种表现的封建主义摧毁的必要性。

中国愈落在欧洲和日本的后面，就愈有四分五裂和民族解体

的危险。只有革命人民群众的英雄主义才能“振兴”中国，才能在政

治方面建立中华民国，在土地方面实行国有化以保证资本主义最

迅速的发展。

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能做到什么程度，——这是另一个问题。

不同的国家通过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实现的政治方面和土地方

面的民主主义，在程度上是不同的，而且情况是错综复杂的。这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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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国际形势和中国各种社会力量的对比而定。看来皇帝大概会把

封建主、官僚、僧侣联合起来，准备复辟。刚刚从自由主义君主派变

成自由主义共和派（能长久吗？）的资产阶级代表袁世凯，将在君主

制和革命之间实行随风倒的政策。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的资产

阶级民主派，正在发挥农民群众在政治改革和土地改革方面的高

度主动性、坚定性和果断精神，从中正确地寻找“振兴”中国的道

路。

最后，由于在中国将出现更多的上海，中国无产阶级也将日益

成长起来。它一定会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中国社会民主工党，而这个

党在批判孙中山的小资产阶级空想和反动观点时，大概会细心地

挑选出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中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并加以

保护和发展。

载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５日《涅瓦明星报》

第１７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００—４０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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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

（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５日〔２８日〕）

最近意大利社会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在艾米利亚省雷焦城闭

幕了。

近几年来，意大利社会党内部的斗争具有特别尖锐的形式。最

初有两个主要派别：革命派和改良派。革命派坚持运动的无产阶级

性质，反对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表现，象温和精神、同资产阶级勾

结、否认工人运动最终的（社会主义的）目的，等等。阶级斗争是这

一派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基础。

改良派在争取改良即争取局部改善政治状况和经济状况时，

常常忘记运动的社会主义性质，坚持同资产阶级结成集团和联盟，

以至社会党人加入资产阶级内阁，抛弃彻底的共和主义信念（在君

主制的意大利，宣传共和主义并不违法），为“殖民政策”，即侵占殖

民地、压迫、掠夺和屠杀土著居民的政策辩护，等等。

这两个主要派别，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各国社会党内，

但在意大利还分化出了两个极端派，它们完全离开了社会主义，因

而走上了脱离工人社会党的道路。非社会主义的极端派之一就是

工团主义，这种思潮曾一度在意大利成为“时髦”。工团主义者倾向

于无政府主义，沉溺于革命空谈，破坏工人斗争的纪律，放弃社会

党人利用议会讲坛的机会或为这种行为进行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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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者在各地的影响是很小的，所以工人运动很快就

克服了这种毛病。

以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为首的意大利工团主义者，目前已

置身于社会党之外。他们在工人运动中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意

大利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象在其他国家的一样，对瓦解无产阶

级运动的无政府主义情绪和倾向毫不姑息。

极右改良派由于滑向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泥潭，最后一定会投

到自由派营垒，并且转到资产阶级方面去，而改良派对这种极右改

良派的态度却不甚坚定。因此，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同一切改良

主义者作极尖锐的斗争，这些出卖工人事业的叛徒就往往不可能

从社会党中清洗出去。比如在法国，当机会主义者和改良派分子米

勒兰最终走上同资产阶级勾结的道路，参加了资产阶级内阁时，就

曾经出现过这种情况。

意大利目前的情况也是这样。那里的改良派分裂为左倾改良

派（以屠拉梯为首）和右倾改良派（以比索拉蒂为首）。艾米利亚雷

焦代表大会标志着这次分裂的收场。

在代表大会上有三派：（１）革命派（按党内拥护他们的人数计

算，在代表大会上他们大约拥有１２５００张票）；（２）左倾改良派（大

约拥有９０００张票）；（３）右倾改良派（大约拥有２０００张票）。革命派

提议把比索拉蒂和其他３个极右改良派分子开除出党。左倾改良

派有１３的人也同意开除他们，但所举的理由比较“温和”；有２３

的人反对开除，主张只加以谴责。

从上面所举的数字中可以看出，革命派占多数，所以他们取得

了胜利，比索拉蒂之流被开除了。

究竟比索拉蒂有什么思想和行为使党非开除他不可呢？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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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索拉蒂不顾党的多次决定，为了支持资产阶级内阁，竟然自己几

乎变成一个“不管部部长”（这就是说，他虽然没有当部长，但他的

行为却象资产阶级内阁的一个伙伴和成员）。

比索拉蒂背弃意大利社会党人所始终坚持的共和主义信念，

到奎里纳尔山去觐见国王，并同他会谈！比索拉蒂甚至为目前意大

利同土耳其的战争辩护，虽然全党严厉谴责这场战争，认为这场战

争是可耻的资产阶级掠夺行为，是利用改良了的杀人武器屠杀的

黎波里非洲土著居民的肮脏勾当。

比索拉蒂之流被开除以后，所有右倾改良派分子都退出了社

会党，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他们把这个政党叫作“改良社会党”。实

际上在这块招牌后面隐藏着一个自由主义君主派“工人”政客的

“政党”。

分裂是一件令人痛苦的事情。但是有时它是必需的，在必须分

裂时，任何软弱、任何“温情”（我国同胞巴拉巴诺娃在雷焦所用的

字眼）都是犯罪。工人领袖不是天使，不是圣人，不是英雄，而是普

通的人。他们犯了错误。党就去纠正这些错误。德国工人党甚至

纠正过象倍倍尔这样伟大的领袖所犯的机会主义错误。

但是，如果他们坚持错误，如果他们为了维护错误而组织集

团，践踏党的一切决定，破坏无产阶级大军的全部纪律，那么就有

必要分裂。意大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政党在清洗了工团主义者和

右倾改良派分子以后，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载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５日《真理报》

第６６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０７—４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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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的“言论自由”

（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５日〔２８日〕）

《有何吩咐报》２００（这是通常对《新时报》的叫法）转载了它的

尊敬的同行《彼得堡新闻》２０１的一篇来自伊万诺沃－沃兹涅先斯

克省的通讯。

这家报纸的通讯说：“在我们这个工厂城，街头巷尾听到的都是脏话，听

不到人的言语。工厂的工人骂骂咧咧；马车夫、衣冠楚楚的人和执行公务的巡

警也都满口不干不净。”

《新时报》对于这种风气评论说：

“这是一座幸运的工人城市，在那里实现了社会民主党人的最大胆的愿

望，即没有任何束缚的言论自由。”

这种下流的中伤手段不是也能给人很大教益吗？

效忠政府的报纸的编辑先生们，谁不知道正是那些最亲近政

府的第三届杜马中的右派政党“实现了”说脏话的言论自由呢？谁

不知道，普利什凯维奇、马尔柯夫先生之流和他们的同伙因此而名

扬全国呢？

《新时报》干得太不小心了，的确，太不小心了！它本来能够更

巧妙地起到自己的奴才作用……可是这家死心塌地忠于政府的报

纸却突然提醒人们：普利什凯维奇之流实行的是什么样的“言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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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杜马中的社会民主党代表实行的又是什么样的言论自由。

地主杜马中的普利什凯维奇之流的言论自由和工人大会上的

言论自由……卖力讨好得如此笨拙的《新时报》触及了这么好的一

个竞选题目！

载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５日《真理报》

第６６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１０—４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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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
２０２

（１９１２年７—９月）

德国同志们常常看到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斗争激烈和

意见根本分歧的消息。可惜这些消息是从个别侨民团体中传出来

的；传播这些消息的人，大多数不是根本不了解俄国目前的实际情

况，就是有意片面地解释党的政策，使德国同志们产生误解。每一

个这样的侨民团体都各自形成一个“派别”，但实际上，它们是由一

些同正在进行斗争的俄国工人政党失去任何实际联系或者从来就

根本没有联系的人组成的。遗憾的是，这样的“情报员”当中的一个

人竟能取得《前进报》的信任。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中央机关报居

然允许在一系列的文章中对俄国党发出接二连三的闻所未闻的诽

谤，而这些诽谤都出自这位情报员之手，又似乎都有“客观的”根

据。

事实上，这些根据是彻头彻尾“主观的”和彻头彻尾捏造的。既

然《前进报》不刊登我们的事实更正，我们就不得不出版以《〈前进

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①为题的小册

子。这本小册子印了好几百本，并且分发给了所有较大的德国党组

织的执行委员会和党的重要报刊的编辑部。

８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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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本小册子中的事实材料，《前进报》没有能够提出任何

异议，也就是说，对它们加以默认了。

为了使我们德国党的同志们能够判断他们所得到的某些消息

是否可靠，我们在这里援引一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致

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拉脱维亚人建议执行委员会举

行１１个“中心”的全体会议，讨论关于给予选举运动物质支援的问

题，后来，执行委员会曾询问这些中心对这个问题采取什么态度。

这封信就是中央委员会的答复，全文如下：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①

  １９１２年７月３０日

尊敬的同志们：

不久以前，我们收到了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国外委员会６月

２４日寄给你们的信的副本。我们认为无须向你们解释这些拉脱维

亚人的奇怪的计划，因为我们坚信任何一个有见识的人都不会认

真看待这个计划。可是，从你们７月２２日给我们的来信中获悉你

们打算接受这个计划，我们对此甚为惊讶。为此，我们不得不向你

们提出坚决的抗议。执行委员会的用意，客观上无非是要促进我们

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分裂和组织一个与我们为敌的新党。这

９３４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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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国际中是前所未闻的事情。现在，让我们来向德国同志们详

细说明这一点。

１９１２年１月以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

１９１２年１月，举行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出席

这次会议的有：彼得堡、莫斯科、莫斯科郊区、喀山、萨拉托夫、梯弗

利斯、巴库、尼古拉耶夫、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维尔纳和德文

斯克等党组织的代表。这次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新的中央委

员会来代替已被取消派消灭了的中央委员会，同时代表会议不得

不宣布这些取消派已置身于党外（见送给执行委员会的小册子

《〈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这本

小册子曾谈到取消派以及波兰人、拉脱维亚人、崩得这些民族组织

和国外集团的抗议）。

１月份同时还举行过一次会议，目的在于建立组织委员会，以

便召集新的代表会议，即取消派及其同伙所谓的“全党代表会议”。

拉脱维亚人在６月２４日给执行委员会的信中曾断言，组成这

个“组织委员会”的将有下列这些组织和派别：崩得、拉脱维亚社会

民主党人、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

报》、维也纳的《真理报》和“前进”集团。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由国内组织即在俄国进行工作的组织在

代表会议上选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反对派称之为

列宁派）；另一方面是声称要召集“全”党代表会议的所谓组织委员

会。

０４４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



至今中立的俄国社会民主党人

对所谓组织委员会采取什么态度？

坚决反对取消派的消灭党的行为的最有名的孟什维克普列汉

诺夫没有出席一月的党代表会议，尽管他接到了邀请。１９１２年４

月，他公布了他同组织委员会代表的通信（见他的《社会民主党人

日志》第１６期）。

普列汉诺夫拒绝参加所谓组织委员会，据他说是因为崩得召

开的不是现有党组织的代表会议，而是一个旨在建立新党的“成立

大会”。普列汉诺夫断定说，唯一真正支持组织委员会的所谓发起

小组，就是取消派集团，他们并不属于党，他们是想成立新党。普列

汉诺夫在１９１２年４月写道：“新的代表会议是由取消派召集的。”

７月间，这个组织委员会的《小报》２０３第３号出版了。其中没有

对普列汉诺夫作出只字的回答。根据这一点可以判断，拉脱维亚

人，即那些埋怨“列宁的”中央委员会对组织委员会的来信不予答

复的拉脱维亚人，是怎样给执行委员会提供情况的。

党的中央委员会，即旧党的中央委员会不回答那些建立新党

的人（按照至今中立的普列汉诺夫的说法），难道这有什么可奇怪

的吗？

组织委员会首先应该向中立的普列汉诺夫证明，它不组织新

党，也不取消旧党。

６月２４日，即在取消派的这个组织委员会同党进行了半年之

久的斗争后，参加组织委员会的拉脱维亚人在给执行委员会的信

中，本应用事实和文件来说明这一斗争的结果；他们不但没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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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反而把取消派的波将金村
２０４
展示给了执行委员会。

拉脱维亚人曾建议执行委员会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党的１１个

“组织”中心、组织和派别的会议。原话就是这么说的（见拉脱维亚

人６月２４日给执行委员会的信第４页）。

在全世界，政党从来就是由地方组织组成的，而地方组织则是

由一个中央机关联合在一起的。但是，俄国和拉脱维亚的取消派在

１９１２年却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发明。——从今以后可以由“中心、

组织和派别”来建立政党了。

根据拉脱维亚取消派的最新的选举几何学，属于１１个组织中

心、组织和派别的有：第一，组织委员会；第二，组成这个组织委员

会的６个派别或者组织和中心。在拉脱维亚人的信中这样写道：

“由第２—７项组成组织委员会。”

这样一来，要取消党的知识分子集团就象衰败城镇２０５的贵族

一样取得了三重选举权：

（１）高加索区域委员会——虚构的组织；

（２）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即巴黎《呼声报》，尽管《呼声报》没

有高加索的长期委托书；

（３）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即“组织委员会”。

我们肯定地说，俄国工人将以愤怒的心情和蔑视的态度拒绝

关于讨论双重候选人名单问题的主张，即拒绝取消派企图会同国

外小集团一起闹分裂的主张，尤其是因为这些集团只是一些瓦解

组织的知识分子。

我们断然肯定地说，近半年来，无论哪一个同党进行斗争的国

外集团，都没有从俄国某个组织方面得到出版自己的机关报或发

表自己的传单的委托书。拉脱维亚人想向执行委员会证明与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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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的情况；那就让他们在俄国报刊上至少指出一个７月２２日以前

提出的这样的委托书吧。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并不是俄国某个组织的机关报。

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也不是俄国某个组织的机关报。３

年以前，《真理报》是乌克兰“斯皮尔卡”２０６（南俄）的机关报，但是，

“斯皮尔卡”早就宣布自己的委托书无效了。

无论是“前进”集团，无论是普列汉诺夫，无论是“布尔什维克

护党派”，都没有出版任何机关报，作为俄国某个组织的党的机关

报。

援引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集团非常容易。登载“表示同情的”通

讯也不困难。——但是，要出版一个在俄国进行活动的组织的机

关报，即使是持续出版半年，也必须有经常的联系，必须得到当地

工人群众的完全信任，必须有统一的策略观点，而这只有在长期的

共同工作以后才能做到。被拉脱维亚和崩得的瓦解组织分子策动

起来进行反党的国外小集团所缺少的正是这一切。

关于波兰社会党，我们简单地谈一谈。它不是社会民主主义的

组织。它从来不属于社会民主工党。要吸收它只有一个理由，就是

它“答应”成为社会民主主义的组织并归附于取消派！——在瓦解

组织分子和喜欢搞分裂活动的人看来，有这一点当然就够了！既然

应该吸收波兰社会党来共同讨论问题，那为什么不同时吸收参加

杜马选举的社会革命党人、锡安社会党人、拉脱维亚社会革命党人

同盟以及诸如此类的“派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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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

执行委员会把一些国外小集团都列为组织中心，相反，却没有

邀请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但这是事实。俄

国工人如果能够知道托洛茨基及其同伙是怎样把我们国外的同志

们搞糊涂的，那是有好处的。拉脱维亚人在６月２４日给执行委员

会的信中写道：

“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是根本谈不上它能在给予选举运

动物质支援的问题上充当中间人的，因为杜马的常会即将结束，杜

马党团也将会同时失去它的代表资格。”（不止一次提到的信的第

２页）

说这种话不是有意进行欺骗，就是政治上极端无知，布鲁塞尔

的拉脱维亚人对俄国选举情况的熟悉程度十分清楚地说明了这种

无知。

信是６月２４日发出的。６月９日即公历６月２２日，第三届杜

马已正式宣告无限期休会，而全体代表，其中也包括社会民主党

人，都保留着自己的代表资格。这些社会民主党人至今还是杜马代

表，——这是俄国任何一个识字的工人都知道的。可是国外那些诽

谤党的人却不清楚。

社会民主党第三届杜马党团成员，正是俄国唯一公开的社会

民主党人，不管他们在国内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唯一正式的组织。

所有的取消派都憎恨这个党团。取消派的小报（《我们的曙

光》杂志）咒骂它和中伤它，国外一切瓦解组织分子都诽谤它。为什

么呢？因为这个孟什维克护党派始终占着优势的党团的多数人，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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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就是坚决反对取消派的，并且曾经促使彼得堡的取消派完全失

去危害作用。

我们在《〈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

状况》这本小册子中，公布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对这个事实谁也没

有能够说出半句反对的话。只有２个党团成员经常为取消派的报

纸撰稿，而８个党团成员则经常为反取消派的报纸撰稿。①

拉脱维亚人和托洛茨基都建议执行委员会把这个保持了统一

的全俄唯一的团体从会议中排除出去！——即使拉脱维亚人是一

时错了，在６月２４日并不知道俄国的一切工人都知道的事情，那

么，为什么他们直到７月２２日，即经过整整一个月以后，还不设法

改正自己的错误呢？有些错误，对于犯错误的人是很有益处的。

对执行委员会进行欺骗的拉脱维亚人和取消派的用意在于：

不顾俄国党内多数人的意志，不顾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多数人的

意志，在虚构的国外小集团联盟的帮助下，硬要塞进取消派的候选

人，并且骗取德国工人的钱。——这就是长篇大论（拉脱维亚人、

崩得分子、托洛茨基及其同伙的长篇大论）的简要含义。

但是，这种欺骗是不会不受到制裁的。

关于取消派的影响同党的影响

相比较的可以正式核对的材料

任何一个有理智的人都懂得，关于假想的、同情取消派的秘密

“组织”的空谈，是根本不可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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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肯定地说，取消派在俄国的一切组织都是虚构的。

凡是没有亲自掌握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情况的确切材料

的人，都难以判断真相。但是，如果能根据文件去探求真相并且核

实它们的内容，而不相信空话，那仍然是可以了解到真相的。我们

已经引用了第一个可以核对的众所周知的事实，这就是取消派和

反取消派在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中的力量对比。

但是，现在，在取消派同党进行了半年的斗争之后，又有了以

下一些十分客观的和更加令人信服的事实。

拉脱维亚人在６月２４日的信中（第５页和第６页）提到了彼

得堡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报纸。他们举出了执行孟什维克方针（《社

会民主党人呼声报》方针）的《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并且

把它们同《明星报》和彼得堡《真理报》（请不要把它同托洛茨基的

维也纳取消派《真理报》混为一谈）对立起来；后两种报纸，据拉脱

维亚人说，是“由列宁派掌握和领导的”。

即令这种说法是不恰当的，但是，拉脱维亚人在这里却无意中

举出了一个不利于取消派的重要事实。

如果说“公开的政党”仅仅是取消派的自由主义空谈，那么，杜

马中和报刊上的公开的活动就是马克思主义宣传的主要活动了。

在这里，而且只是在这里，才能找到客观上证明取消派和反取消派

的力量的事实。

除了拉脱维亚人指出的以外，就再没有任何其他的全俄政治

机关报了。取消派有《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反取消派有

《明星报》，以及后来的《涅瓦明星报》和（彼得堡的）《真理报》。在俄

国，无论是在报刊上，还是在群众社会活动领域中，再没有其他什

么派别了；拉脱维亚人所举出的一切国外集团，完全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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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半年来两派活动的结果。

在这半年中（１９１２年１—６月），俄国的一切政党开始了并且

已经结束了选举的准备工作。现在，离选举只有６个或８个星期

了。选举名单大部分已经拟订。事实上，选举的结果正是根据这半

年的准备预先就确定了。

赞成取消派的是拉脱维亚人所列举的第１—７“项”（组织委员

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呼声报》、维也纳《真理报》、高加

索区域委员会、“前进”集团），赞成反取消派的是联合了俄国各个

组织即在国内活动的各个组织的中央委员会（正象取消派所说的，

只有一个“列宁派”）。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两派都做了些什么。

取消派从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至６月３０日（俄历）在彼得堡出了

１６号《现代事业报》和５号《涅瓦呼声报》，一共出了２１号报纸。

反取消派在这半年内出了３３号《明星报》，１４号《涅瓦明星

报》和５３号《真理报》，一共出了１００号报纸。

２１比１００。

取消派和党在俄国的力量对比就是这样。关于报纸的材料是

公开的材料，任何人都可以加以核对和论证。

报纸的发行数怎样呢？拉脱维亚人说，取消派发行了３万份。

我们就假定这个数字没有夸大。关于反取消派的报纸，有人（哈阿

兹同志和其他委员见到过这个人）对执行委员会说，发行数是６万

份。从这个比数可以得出取消派的影响和党的影响的对比是１比

１０。

如果说关于发行数字的材料是没有发表过的，因而可能被认

为是夸大的，那么，其他更重要、更有说服力的材料却是发表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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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关于取消派和党同俄国工人群众的联系的材料。

关于取消派和党同俄国工人群众的

联系的公开的、可以核对的材料

关于报纸的出版号数和发行份数的材料，还没有充分证明党

对取消派的优势。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小集团也可以出版报纸。任

何“亲近工人的”报纸，或者甚至带有激进派色彩的自由派报纸，在

俄国总是可以找到许多读者的。除了工人以外，自由派以及小资产

阶级民主派也会阅读这些报纸。

然而，还有一些可以更简单和更明确地证明取消派和党同俄

国工人群众的联系的事实。

这就是关于出版工人报刊的经费的材料。

为募集工人报纸出版经费的宣传鼓动，很早以前就在俄国工

人中间进行了。大家都很了解，没有这样的报纸，要参加选举几乎

是空想。报纸是选举运动的主要工具，是在群众中进行马克思主义

的宣传鼓动的主要手段。

但是，从哪里可以弄到报纸的经费呢？

必须在工人当中组织募捐。这些捐款可成为基金，并且能证明

这个或那个集团的联系面。这些捐款可以表明这个或那个集团的

威信、工人对它们的信任以及它们对无产阶级群众的实际影响。

１９１２年初，这种为工人报纸募捐的活动便在彼得堡开始了。

从１月１日到６月３０日这半年时间并不算短。关于捐款的统计数

字，公布在取消派和反取消派的上述各种报纸上。

从这半年的统计数字中得出的结论是最好的材料，是对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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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和党在俄国的力量对比这个问题所作的公开的、完整的、客观

的、彻底的回答。因此，在信的附件中，我们附上了全部上述五种报

纸关于半年来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所有帐目的全部译文。

我们在这里只把总结材料列举出来。

在半年当中，反取消派报纸公布了关于工人团体的５０４次捐

款的帐目，并且直接把捐过款的工人团体的名称列举出来。这些捐

款是在５０个俄国城市和工厂区募集的。

在同样的半年当中，即从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到６月３０日，取消

派报纸公布了关于工人团体的１５次捐款的帐目。这些捐款是在５

个俄国城市募集的①。

下面就是这些确切的帐目。

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６月３０日工人团体

为工人日报捐款的次数

为取消 为反取消

派报纸 派报纸

１月 ０ １４……………………………
２月 ０ １８……………………………
３月 ７ ７６……………………………
４月 ８ ２２７……………………………
５月 ０ １３５……………………………
６月 ０ ３４……………………………

１５ ５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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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俄国主要地区

彼得堡…………………………１０ ４１５

南俄…………………………… １ ５１

莫斯科………………………… ２ １３

俄国北部和西部……………… １ １２

乌拉尔和伏尔加河流域……… ０ ６

高加索、西伯利亚、芬兰……… １ ７

１５ ５０４

取消派在同党进行了半年的斗争之后，完全被击溃了。

取消派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中完全等于零。任何人

都可以进行核对的上述统计材料，证明了这一点。不管托洛茨基和

取消派怎样吹嘘，而整整半年来在俄国公布出来的事实就是如此。

必须指出，托洛茨基是《现代事业报》的撰稿人。其次，拉脱维

亚人自己在６月２４日的信中承认，所有６个集团，其中包括托洛

茨基、孟什维克的《呼声报》、《现代事业报》和《涅瓦呼声报》的领导

人，组成了所谓组织委员会。因此，我们的统计材料证明，不仅取消

派，而且他们的所有趾高气扬的国外朋友，在俄国社会民主主义工

人运动中，都完全等于零。

站在他们一边的，每３０个俄国工人团体中平均只有１个。

在这里，我们把彼得堡的所有社会民主党报纸的地址和出版

日期也加以注明。

取 消 派：

１．《现代事业报》。彼得堡 莫斯科大街１６号。第１号出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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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０日，第１６号即最后一号出版于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８日

（停刊）。

２．《涅瓦呼声报》。彼得堡 科洛科尔街３号。第１号出版于

１９１２年５月２０日，第５号出版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８日（出版至今，即

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９日）。

反取消派：

３．《明星报》。彼得堡 拉兹叶什街１０号１４室。第１号（总第

３７号）出版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６日，第３３号（总第６９号）出版于１９１２

年４月２２日（停刊）。

４．《涅瓦明星报》。彼得堡 尼古拉耶夫街３３号５７室。第１号

出版于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６日，第２号出版于１９１２年５月３日，第１４

号出版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４日（出版至今）。

５．《真理报》。彼得堡 尼古拉耶夫街３７号１８室。第１号出

版于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２日，第５３号出版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３０日（出版

至今）。

结  论

在即将举行的杜马选举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候选人将由

各个地方党组织提名（不分见解和派别）。各地社会民主党工人的

少数都应服从多数。

臭名远扬的所谓双重候选人名单的说法，简直是一派胡言，其

目的不过是要吓唬国外同志和榨取钱财罢了。

要是有１０个臭名远扬的“派别”以提出１０个候选人名单来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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唬人，并且为每个候选人到国外去要钱，那就太不象话了。

双重候选人名单是不会有的。取消派力量太弱，他们根本不可

能提出第二个候选人名单来。我们不同一小撮背叛党的取消派进

行任何谈判。无论是俄国的中央委员会，无论是各地方组织，都没

有把取消派真正放在眼里。例如，请注意一下彼得堡最近的事件

吧。取消派在《涅瓦呼声报》（第６号）上报道说，有人同他们（取消

派）在彼得堡开过会，讨论如何进行选举运动。而７月２１日和２３

日的《涅瓦明星报》（第１６号）和《真理报》（第６１号）都报道说，他

们没有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会议；此外，一个参加会议的人在《涅瓦

明星报》上声明说，全俄国的工人将执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一月代

表会议的决定。

他针对取消派声明说：“各个派别在社会民主党选举运动中联合起来是

完全不可思议的。”（１９１２年７月８日（２１日）《涅瓦明星报》第１６号）

世界上任何金钱的资助，都不能为取消派争取到俄国工人的

同情。但是，不言而喻，用执行委员会的钱在各个地方提出虚构的

第二个候选人名单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德国执行委员会当然

要对这个候选人名单负责，因为这个候选人名单实际上将是执行

委员会的候选人名单。
·
准
·
备
·
拨
·
给
·
取
·
消
·
派
·
的
·
钱，
·
是
·
给
·
没
·
有
·
日
·
报
·
的
·
取
·
消

·
派
·
作
·
为
·
创
·
办
·
参
·
与
·
竞
·
争
·
的
·
机
·
关
·
报
·
之
·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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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
笔
·
钱
·
将
·
被
·
那
·
些
·
在
·
长
·
期
·
的

·
斗
·
争
·
中
·
证
·
明
·
自
·
己
·
一
·
文
·
不
·
值
·
的
·
人
·
拿
·
去
·
干
·
分
·
裂
·
的
·
勾
·
当，
·
这
·
笔
·
钱
·
将
·
被
·
用

·
作
·
旅
·
费
·
等
·
等，
·
将
·
被
·
用
·
来
·
建
·
立
·
新
·
党。——如果执行委员会现在想用

这种或那种方法帮助取消派，那我们就不得不向国际控告，尽管我

们非常尊重兄弟的德国党。那时，我们将用文件向维也纳国际代表

大会２０７证明：执行委员会决心用金钱援助的办法来促进我们的分

２５４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



裂，促成提出双重候选人名单，使已被粉碎的取消派这具僵尸复

活。如果德国同志们愿意帮助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们就应当把钱

交给旧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不应当交给组织新党的人。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撤销了原来打算召开的会议之后，曾通知我们说：

“不能给予俄国党内任何一个集团竞选经费，直到所有的集团共同

向我们〈执行委员会〉提出一个得到普遍信任的、有权接受和分配

经费的机构为止。”

执行委员会的这种假中立的立场，实际上不过是表明它听信

国外小集团以及取消派的“代表会议”对俄国工人政党的诬蔑而拒

绝给予俄国工人政党支持。

我们认为，除了上述意见之外，还应当再作如下补充：

合法存在的、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针的俄国报纸，目前已成

为向俄国社会民主党工人群众进行党的宣传鼓动工作的一个最重

要的公开喉舌。

在国外出版的那些对俄国国内来说是不合法的报纸，实际上

是不能指望起到上面所说的那种作用的，尽管它们对于从理论上

阐明运动无疑具有非常大的原则性意义。大家都知道，这些报纸是

分散在国外的俄国侨民小集团随随便便地、有时是非常轻率地创

办起来的；这些报纸就在这些集团本身范围内勉强维持，几乎到不

了俄国国内党员的手中。因此，实际上决不能认为它们会对俄国国

内党的生活起到什么显著的作用。

在反取消派报纸进行了半年的斗争（１９１２年１—６月）之后，

《涅瓦呼声报》成了取消派唯一的机关报。该报作为政治机关报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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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已经不再存在了，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从６月到８月中旬）只

出版了两号（第６号和第７号）。十分明显，任何一种这样的报纸如

果不从同工人群众的密切联系中吸取生命力，它是抗拒不了俄国

警察的迫害的，俄国警察对所有的工人报纸，甚至对许多完全是温

和的自由派报纸也进行穷凶极恶的迫害。

在政治上十分重要的和具有直接现实意义的工人报纸现在有

以下两种：《涅瓦明星报》（周报）和《真理报》（日报）。这两种报纸都

在彼得堡出版；我们那些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的政敌给这两种

报纸起了一个带有贬义的绰号：“列宁派”的机关报。我们的德国同

志看了上面引证的这些随时可以公开核对的客观材料就应当明

白，这个“列宁派”事实上包括绝大多数俄国工人社会民主党人。

由此就可以完全了解，为什么说来自取消派以及同情他们的

集团和小集团的一切报道，是一点也不值得相信的。这些小集团，

还有那些同俄国运动根本没有直接联系的犹太（崩得）社会民主党

人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它们一道，到处散布流言，说什么已

经召开或者似乎是正在召开一切“派别”的全体代表会议２０８，这纯

粹是无中生有。任何一个这样的代表会议，即令是真正召开了，也

不会在俄国无产阶级的斗争中起什么重大的作用。因此，如果把话

说得尖锐一些，实际上这完全是一种骗局。

为了向我们德国党的同志更好地说明同这一问题有关的一些

无疑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实，我们在结尾不妨把取消派的领

袖之一阿克雪里罗得发表在最近一期《我们的曙光》月刊上的文章

引证几段。

阿克雪里罗得写道：

“主张办‘非派别性的’社会民主党的……机关报，在目前是一种空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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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是……同……党的政治发展的利益背道而驰的空想…… 在我国，正式形

成组织的派别可以说还没有，但是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小集团，其中有一些

或多或少持有一定的政治观点、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另外一些则摆来摆去，

成为前者的绊脚石…… 党内争执的焦点和主要根源是，一方面，党内不同

集团对新的、公开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抱着不同的态度，另一方面，在当

前的政治任务方面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方面存在着重大的意见分

歧。这两方面的问题……正是在现在变得……特别迫切和紧急……正是在这

些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两个主要阵营……试问，正在筹办的（由彼

得堡的某些工人和国外的许多知识分子筹办的）工人机关报能够在这两个对

立的阵营之间采取中立立场吗？这种中立立场在原则上是能够容许的吗？显

然不能…… 在党内目前这种情况下，把‘非派别性’当作唯一解危救急的手

段来谈论，——这样做就是……掩盖社会民主党党内的真实情况，欺骗自己，

也欺骗别人…… 形成派别和团结是党内改革派，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革命

派〈党内〉不容推委的责任和紧迫的任务。”

显然，阿克雪里罗得的最后几句话讲的是取消派…… 我们

只能向我们德国党的同志们建议，如果各方面的人向他们谈到“非

派别性”或非派别的代表会议（有取消派参加），那么，为了更好地

辨别这些东西，就需要把上面引用的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全文翻

译出来，登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报刊上。这样才能对某些谎言有个

正确的了解。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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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密！只发给有组织的社会民主党党员！

为《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

小册子写的附言

（１９１２年９月２日〔１５日〕）

今天，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５日，我们收到执行委员会经巴黎转来的

下面这封信，它一定能特别清楚地向德国的同志们表明，我们当时

反对执行委员会那些不负责任的、害怕公开露面的私人“情报员”

是正确的。

党的执行委员会于本月１０日写了下面这封信：

  １９１２年９月１０日于柏林

亲爱的库兹涅佐夫同志：

请您告诉我们，关于各社会民主党集团就国家杜马选举问题达成协议的

选区是否确实是以下这些选区：

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莫斯科市、莫斯科省、顿河州和敖德萨市。

请您尽快把这些情况函告开姆尼茨 Ｈ．弥勒。

如果我们在９月１７日以前收不到任何消息，那我们就认为上述报告属

实。

致党的敬礼！

Ｈ．弥勒

我们对该信作了如下的答复：

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不言而喻，向执行委员会所作的一切报告都不是以事实

为根据的，这一切纯粹是取消派的捏造。我们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只有拉脱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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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人，崩得分子或者是不久前刚刚开过“自己的”代表会议并打算把实际上是

取消派的代表会议说成是“党的代表会议”的托洛茨基信徒，才会向执行委员

会编造出这种荒诞无稽的报告。为了不引用任何无法证实的东西，为了不引

证我们组织内的来往信件，我们在这里只限于指出在彼得堡公开发表的一份

文件。

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８日（公历９月１０日），在彼得堡的马克思主义日报《真理

报》第１０２号上刊登了从哈尔科夫一家最大的工厂寄来的一封信，这封信是

专门谈论杜马选举情况的。信里直接而公开地说“取消派的候选人姓名现在

还没有公布”，并且说取消派“否认工人政党的必要性”（《真理报》第１０２号第

４版第１栏）。

德国同志单从这封信中就可以看到，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

托洛茨基信徒以及所有类似的私人情报员是在如何昧着良心欺骗

他们。问题显然在于：他们所有的人，自然还有高加索人，都想借虚

构的“组织”的名义骗钱，而这些组织的存在与否，党执行委员会或

其他什么人是无从证实和查对的。

拥有９０家社会民主主义日报的德国党，如果它不希望因为错

误理解俄国党内问题而损害自己声誉的话，难道不能就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的问题展开一次讨论，公开地迫使所有逃避阳光的情报

员站出来，发表署名的文章并拿出文件来吗？

俄国毕竟不象中非洲那么遥远，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不需

要费多大力气就可以弄清真相，从而也可以使德国执行委员会的

委员们不再听信私人的无法核对的谣言了。

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委托

尼·列宁

１９１２年在莱比锡用德文印成单行本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４１—４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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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

小册子的附言初稿

（１９１２年８月２０日和２４日〔９月２日和６日〕之间）

上面的文章已经写好并送去付排之后，我们收到了俄历８月

１７日在彼得堡出版的《涅瓦呼声报》第７号。可见，取消派的这家

报纸在休刊一个半月之后又复刊了（这家周报的上一号，即第６号

是在俄历７月５日出版的）。

《涅瓦呼声报》第７号上登载的消息，非常有力地证明了我们

党中央委员会在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中对俄国取消

派的实际意义所作的评价是正确的。

的确，这家报纸在７月初就暂停出版了。不言而喻，取消派和

他们的朋友们在尽一切努力来使它复刊。关于一个半月（７月一个

月和８月的半个月）努力的成绩，《涅瓦呼声报》自己在第７号上作

了如下的报道：

“报社收到捐助给报纸的款项如下：

７月份：收到１４人各自捐来的２５卢布（ ．．， ．，．， ．．，

．， ．， ．．， ．，．， ．， ．， ．，．．，经 ．之手从莫斯科

转来）；Ｐ．经手转来５０卢布；收到Ｍ— １１卢布； ．１１卢布；收

到８人各自捐来的１０卢布（ ．， ．， ．， ．， ．， ．， ．， ．

．）；收到Ｘ．．８卢布；收到Ｃ．７卢布；收到Ｘ．５卢布；．．５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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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收到 ．６卢布；Ｍ．．５卢布；收到从利巴瓦交来的５卢布；

．３卢布。共计５４６卢布。

８月份：收到武尔弗松（苏黎世）１０卢布，又收到他３卢布５７

戈比；本齐亚（苏黎世）１５卢布； （基什尼奥夫）２０卢布；

（阿斯特拉罕）３卢布； （博戈罗茨克）１５卢布；Ｂ．Ｂ．６卢布；Ｅ．

Ｅ．．５９卢布；从杜贝恩经Ｃ．之手转来２０卢布；收到 ．从莫斯科

交来２５卢布；收到 ．．１０卢布； ．．１２卢布；Ｍ． ．３卢布；收

到莫斯科发起小组３５卢布； ．．５卢布； ．５卢布；收到 ．

．从圣彼得堡经 ．．之手转来６卢布；收到一些朋友从巴黎

寄来８卢布５４戈比；收到 ．从巴甫洛格勒交来２０卢布。共计２８１

卢布１１戈比。”

这就是取消派自己刊登的帐目。一个半月来，他们的活动和他

们
·
同
·
群
·
众
·
联
·
系的情况如下：

共计募集到 ８２７
·
卢
·
布１１

·
戈
·
比…………………………………

  其 中

莫斯科发起小组 ３５卢布……………………………………………
一些朋友从巴黎寄来 ８卢布５４戈比………………………………
个别人士的私人捐款：

 ３５位捐款总额 ７０８卢布………………………………………
１５位捐款总额 ７５卢布５７戈比………………………………………
   
   共  计 ８２７卢布１１戈比…………………………………

大家都知道，而且普列汉诺夫早在１９１２年４月就在刊物（《社

会民主党人日志》第１６期）上声明过，“发起小组”就是取消派集

团。

这样看来，在取消派的机关报暂停出版的最困难时刻援助他

们的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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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内取消派集团

一些巴黎朋友

３５名平均每人捐款２０卢布（每人合４０马克以上）的有钱人。

１５名平均每人捐款５卢布（每人合１０马克以上）的个人。

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断言取消派在俄国工人运动中完全等于

零，难道不能这样说吗？

取消派指靠“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可是，在一个半月的时间

内，他们没有从高加索的
·
任
·
何
·
一
·
个
·
工
·
人
·
团
·
体募集到一笔捐款。

取消派希望获得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组织的援助。可

是，在一个半月的时间内，他们没有从崩得分子和拉脱维亚人的
·
任

·
何
·
一
·
个工人团体募集到一笔捐款。

反取消派的彼得堡机关报《真理报》（日报），也是在这一个半

月的时间内（７月—８月１４日），却发表了从俄国各地收到的４１个

工人团体捐款的帐目，其中包括（捷列克州格罗兹尼）油田工人的

捐款（《真理报》第６０号）和利巴瓦的犹太工人的捐款（《真理报》第

６７号）。我们可以认为，工人们的这种援助比“高加索区域委员

会”、拉脱维亚人和崩得分子的空话和装腔作势要严肃认真得多。

世界上的任何援助，同拉脱维亚人、崩得分子举行的任何“代

表会议”以及诸如此类的活动，都不能把俄国工人运动中的取消派

这个零变成整数。

请德国同志们费一点心去收集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状况的

文件，并加以核实吧。俄国毕竟不是中非洲，可以随便讲些什么“猎

人的故事”。德国同志们了解意大利、瑞典和任何其他国家的社会

主义运动是通过公开刊印的文件，而了解俄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却

是通过私下传闻和流言，看来，德国同志们是想结束这种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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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得委婉些）现象了。

载于１９４８年《列宁全集》俄文第４版

第１８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６３—４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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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和人民的消费

（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

不久以前，法国的《科学评论》杂志２０９发表了关于各国人造黄

油生产的材料。这份材料又一次使人想起早已为人发现的事实：随

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的饮食更加恶化了。

大家知道，人造黄油是一种用特殊方法加工的脂油（从脂油中

提出硬脂）。用这种人造油料再制成人造的黄油。

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里，人造黄油已达到很高的产量。德国每

年生产１２５０万普特，英国每年生产７５０万普特，等等。

人造黄油比真正黄油便宜。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居民买不

起真正的黄油。工人收入很少，不得不购买廉价的、劣等的代用食

品。而主要消费者又是工人。工人有几百万，资本家只有几百个。

于是，廉价的代用食品的产量就迅速增长，一小撮百万富翁也就过

着愈来愈穷奢极欲的生活。

资产阶级愈来愈富有。无产阶级及大量正在破产的小业主、农

民、手工业者和小商人愈来愈贫困。

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那些以生产大量优质乳油而驰名的国

家里，人造黄油的消费量却最大。要想了解人造黄油的消费量究竟

有多大，就要把一个国家的人造黄油总产量（加上输入量和减去输

出量）用居民人数除一下。

结果，按人造黄油的消费量来说，丹麦占世界第一位。每人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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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平均为１６．４公斤（约１普特）。其次是挪威，为１５磅，德国为７．

５磅，等等。

丹麦是黄油产量最高的国家。丹麦的黄油，是真正的乳油，是

公认的一种质量最好的黄油。世界上最大和最富有的城市伦敦（连

郊区共约６００万人口）宁愿以最高的价格购买丹麦的黄油。

丹麦的富裕农民，尤其是丹麦的资本家靠买卖黄油大发横财。

而丹麦按人造黄油的消费量来说，却是占世界第一位的国家！

这如何解释呢？

很简单。这是因为丹麦的大多数居民，正象任何一个资本主义

国家的居民一样，都是工人和贫苦农民。他们买不起真正的黄油。

在丹麦，就连中等农民也由于需要钱用而把自己生产的乳油卖给

国外，而自己却购买廉价的人造黄油。丹麦的资本家愈来愈富有，

丹麦的工人和农民却愈来愈贫困。

我们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很久以前，大约４０年以前，当农村

建立干酪作坊和组合之风开始盛行的时候，民主派作家恩格尔哈

特就曾发现，农民由于需要用钱而出卖牛奶和黄油，而他们的子女

却忍饥挨饿，以至死亡。

从那时起，人们曾多次看到这种现象。干酪生产不断增加，牛

奶出售量日益增长，少数富裕农民和商人愈来愈富有，穷人却变得

更加贫穷。贫苦农民的子女因喝不到牛奶而大量死亡。俄国儿童

的死亡率高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

农民经常把牛奶卖给干酪工厂，自己却取回脱脂牛奶作为食

用。

富人得到的是生产增长和商业繁荣带来的收益，工人和农民

得到的却是人造黄油和脱脂牛奶。这就是自由派学者和官方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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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竭力加以粉饰的资本主义现实。

载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０日《真理报》

第７０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６６—４６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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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波·阿克雪里罗得

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

（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２日和２９日〔８月４日和１１日〕）

一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注定要在发展马克思主义者中间的机

会主义流派方面起独特的作用。例如阿克雪里罗得的“工人代表大

会”的主张就曾轰动一时。他的宣传曾经吸引了并迷惑了一部分工

人。但是它宣传的主张散布得愈广泛，问题愈接近实际解决，全盘

计谋的凭空虚构的性质就愈明显。计谋是不攻自破了。经验证实

了布尔什维克不止一次的论断：阿克雪里罗得的“主张”是机会主

义知识分子的空想，是企图“回避”严酷的阶级斗争和政治斗争的

幻想。

目前，提出工人出版社和“非派别性的”工人报纸的主张，恰恰

是这类事件的重演。彼得堡的工人有谁不记得，取消派就在不久前

还是如何醉心于这种主张？他们是如何用“回避”工人民主派内部

斗争的幻想来迷惑工人？《明星报》解释说，不能回避关于自由派工

人政策的问题（请回忆一下面包师联合会理事会的决定２１０），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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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监督非派别性报纸的议论只不过是一种蛊惑宣传，对于这种

解释，取消派曾是如何令人发笑地大动肝火？

可是现在阿克雪里罗得在取消派的《涅瓦呼声报》第６号上非

常出色地揭露了（他不得不揭露）自己的知心朋友的蛊惑宣传。蛊

惑宣传，就是许下一大串不能兑现的诺言。所谓扩大的工人代表大

会、公开的工人出版社、非派别性的工人报纸这些主张，是够迷惑

人的。但是，全部实质在于，如果不先展开顽强和艰巨的斗争，去争

取一般的政治自由、争取马克思主义在工人民主派内部的胜利等

等，这些迷人的东西就不能兑现。许下蛊惑人心的诺言是轻而易举

的，可是生活很快证明它们是不可能兑现的，并且使充满“玫瑰色

的幻想”的机会主义暴露出来。

阿克雪里罗得在《涅瓦呼声报》第６号上说了一大堆动听的空

话，例如他担保他和他的朋友们是“党的进步代表”，而对方是“反

动代表”。自然，阿克雪里罗得非常乐意这样想，取消派也非常乐意

这样刊登。不过这种动听的话太没有价值了！自己吹嘘自己的“进

步性”……要是说明一下意见分歧的实质和意义不是更好吗？

“主张办非派别性的社会民主党的（不折不扣的真正社会民主党的）机关

报，在目前是一种空想，而且是客观上同无产阶级在社会民主党旗帜下争取

党的政治发展和组织团结的利益背道而驰的空想。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

从窗口穿过缝隙飞进来。”

阿克雪里罗得就是这样写的。这种见解挺不坏。这种见解在

原则上是完全正确的。这种见解表明阿克雪里罗得的朋友取消派

是完全错了，因为他们昨天还在向工人群众灌输阿克雪里罗得现

在所谴责的主张。不过我们看不出许下一大串不能兑现的诺言有

什么“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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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雪里罗得写道：“在我国，正式形成组织的派别可以说还没有，但是

有各种各样的小组和小集团，其中有一些或多或少持有一定的政治观点、策

略观点和组织观点，另外一些则摆来摆去，成为前者的绊脚石。”

前半句话不完全正确。阿克雪里罗得很清楚，完全正式形成的

组织是存在的，但只限于目前可能做到的程度。但是，后半句话是

正确的，的确有许多摇来摆去、成了绊脚石的小集团。阿克雪里罗

得说出事态发展必然导致的这个真情，就再一次揭露了自己的朋

友们。谁不知道，阿克雪里罗得的朋友们现在所炫耀的恰恰正是摇

来摆去的小集团的装模作样的纸上的“联合”？不也是在《涅瓦呼声

报》的这个第６号上他们许诺说，所有取消派同所有摇来摆去的小

集团会实现这种装装样子的“联合”吗？

阿克雪里罗得继续写道：“争执的焦点和主要根源是，一方面，党内不同

集团对新的、公开的社会民主主义工人运动抱着不同的态度〈可爱的帕·波

·阿克雪里罗得，不是对公开的党吗？不应当歪曲意见分歧的实质！〉，另一方

面，在当前的政治任务方面和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政治策略方面存在着重大的

意见分歧。这两方面的问题正是在现在，当新的社会政治运动开始的时候，变

得特别迫切和紧急。正是在这些问题上俄国社会民主党分裂成两个主要阵

营。试问，正在筹办的工人机关报能够在这两个对立的阵营之间采取中立立

场吗？这种中立立场在原则上是能够容许的吗？显然不能……”

完全正确的结论。阿克雪里罗得不仅出色地驳倒了他的那些

昨天还在叫喊中立的和非派别性的机关报的朋友，而且也出色地

驳倒了那些今天还在要天真的人们相信他们同中立小集团的“一

致”、“联合”、团结等等的人。

主要阵营确实有两个。其中一个完全正式形成为组织了。它

对阿克雪里罗得所列举的各种问题的回答是非常正式、非常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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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同某些著作家所写的杂乱无章、矛盾百出的小文章不同的。

而另一个阵营，即阿克雪里罗得所属的取消派阵营显然没有正式

形成什么组织（代替它的只是一些关于建立公开的工人政党的诺

言。只是一些关于建立比１９０６—１９０７年的工人代表大会更不可能

实现的各种公开的工人政治协会的议论），也没有对阿克雪里罗得

自己所列举的问题作出什么确切的回答（代替这种确切回答的只

是叶若夫、列维茨基、克列诺夫、查茨基等人的写作练习）。

”……只要工人的出版和写作团体决定发表一定的行动纲领，决定在一

些问题上，譬如说，即使是同选举运动有关的问题上采取一定的立场，决定向

工人提出这个运动的某些任务和口号，决定主张对不同政党采取这种或那种

策略，只要——我说——出版协会想要使自己的出版物在原则上具有无产阶

级政治机关报的性质，它就会面临使俄国社会民主党动荡不安和四分五裂的

最棘手的问题和意见分歧。这时，协会本身就可能变成这种争执的新策源地，

如果它的成员不能预先协商好，不能就这些问题彼此达成协议的话。”

阿克雪里罗得非常正确，非常出色地驳倒了取消派。“协会”需

要的东西，《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呼声报》就更需要。那它们为

什么不就棘手的问题和意见分歧进行协商呢？它们为什么连阿克

雪里罗得所列举的最重要问题（对各种不同政党的态度，任务，口

号，策略）都不确切地回答呢？

“医生，先治好自己吧。”阿克雪里罗得在向工人解释必须确切

地回答“棘手的问题”时讲得如此之妙，《我们的曙光》杂志和《涅瓦

呼声报》（也许不限于涅瓦……）的著作家们也应该倾听一下阿克

雪里罗得的话。对“棘手的问题”不作出确切的回答是不行的，只限

于写几篇文章是不行的——这是小组习气！需要有准确的、正式

的、周密考虑过的，明确的决定。难怪阿克雪里罗得在谈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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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谈得很妙！——什么明确的行动纲领，什么任务和口号等等了。

顺便说一下，取消派所以称为取消派，是因为他们抛弃了旧

的，但是提不出新的来。什么建立公开的政党是有好处的，什么建

立公开的政治协会又是必需的，所有取消派的这类话我们都听腻

了。但这样谈论是不够的，取消派没有行动，没有，丝毫没有。没有

的正是阿克雪里罗得要求工人做的！

阿克雪里罗得在《涅瓦呼声报》上分栏线下面的小品文中提出

极有力的揭露材料，驳斥了取消派在分栏线上面发表的报纸编辑

部写的文章。仔细读一遍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就会发觉，取消

派叫喊要就选举纲领“达成协议”，要有“统一的”纲领等等，只不过

是自欺欺人。

“《明星报》的拥护者”在《涅瓦明星报》第１６号上已经揭露了

这个骗局。但是，阿克雪里罗得的揭露更加深刻，更加可贵，因为这

是出自阿克雪里罗得之手。

我们完全赞成统一的纲领，正如“《明星报》的拥护者”所公正

指出的，这种纲领，布尔什维克和护党派孟什维克早已通过，并且

正在加以贯彻执行。我们完全赞成统一的选举运动，这种运动必须

以这个纲领为基础，以这些决定和对所有“棘手的问题”的确切回

答为基础。

取消派叫喊“统一”，那是他们企图用响亮的字眼来引诱一些

不开展的工人。“统一”非常中听，“非派别性的机关报”更讨人喜

欢！但是，即使是读一遍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他也会叫你明白，非

派别性是不可能有的，这是空想，因为在工人民主派中有两个阵

营，而这两个阵营又是互相对立的。

这是怎么回事呢？取消派莫非想要维护这个“纲领”以掩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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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观点？维护这个博得资产阶级如此钟爱的外交式的纲领，——

这个对“棘手的问题”没有作出任何回答，而满纸“全是”和“只是”

“选入杜马”问题的纲领？

如果要维护这个纲领，那就是毫无原则性。对这种做法工人是

绝不会同意的。这样的纲领不管是怎样“公开”，都是连一天也站不

住脚的。

不，我们再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应该正视连取消派领袖阿克雪

里罗得这次也直截了当承认了的真情了。取消派先生们，如果你们

想要坚持“自己的”纲领（虽然你们直到如今并没有提出这种纲领，

而对于这个在选举前６周还在炮制的纲领我们是不会相信的！），

如果你们想要坚持“自己的”策略（虽然你们直到如今并没有在任

何地方确切地、正式地、按照党的方式表述出来！），——那你们就

只好怨自己了。那你们就是已经存在的统一的破坏者。破坏统一

的全部责任就要落在他们身上。

不。我们再不要自己骗自己了。取消派叫喊“统一”，那是枉费

心机的掩人耳目的手法。取消派既然很清楚工人是反对他们的，也

会同样很清楚，他们的单独行动将会带给他们怎样彻底的毁灭性

的失败。所以他们什么诺言都愿意许下，只要能选入杜马。

这样做是不行的。只有资产者才这样做。工人民主派相信的

只是选举前几年就在贯彻执行而在选举时只是第一百次重申的那

些纲领、决定、策略和口号。谁如果无视这些决定，只是为了选举而

杜撰出空空洞洞的“纲领”，那他就得不到任何信任。

对拆穿掩耳盗铃的骗局来说，对教训各种各种杜撰“新的”、

“公开的”、“共同的”纲领的人来说，阿克雪里罗得的小品文是一篇

有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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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在《涅瓦明星报》第１８号上谈到的阿克雪里罗得的那篇

文章的结尾部分，现在在《我们的曙光》杂志上出现了。总的来说，

这个结尾部分完全证实了我们所作的评价，因此，我们只是重申一

下：对拆穿掩耳盗铃的骗局来说，对弄清取消主义真正的本质来

说，对评价目前某些集团瞎吹一气的臭名远扬的“非派别性”这类

无聊话来说，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是一篇有益的东西。

阿克雪里罗得极为有力地和令人信服地驳斥了目前同取消派

结盟（是不是牢固的呢？）的托洛茨基。阿克雪里罗得写道：“进步分

子〈他把取消派叫作党内进步分子，而把我们叫作党内反动分子来

自我安慰〉在思想上和组织上联合成独立的派别，在当前情况下这

是他们的不容推委的责任和紧迫的任务。”“在党内的这种情况下，

把‘非派别性’当作唯一解救危急的手段来谈论，这样做就象鸵鸟

在危险逼近时把脑袋埋在沙堆里一样，这样做就是掩盖社会民主

党党内的真实情况，欺骗自己，也欺骗别人……”（《我们的曙光》杂

志第６期第１５页）

可怜的托洛茨基！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这样攻击取消派的

忠实朋友和《我们的曙光》杂志的撰稿人，简直是残忍和刻薄。现在

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是托洛茨基发表一篇非常有力的文章来反驳

派别活动分子阿克雪里罗得呢？还是马尔托夫按平常的做法，用一

打膏药般的附带说明把裂痕粘合起来，使调和派分子托洛茨基同

派别活动分子阿克雪里罗得和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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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现在可不可以认真地谈论什么托洛茨基、拉脱维亚人和

犹太人的准马克思主义者等等同阿克雪里罗得结成的臭名远扬的

联盟① 呢？

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中有一个论点是值得认真分析的，即我

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欧化”问题。但是，在分析这个论点之前，

有必要就取消派采取的一种手法说几句话。

在阿克雪里罗得的文章中，有一页（第１６页）字里行间尽是特

意挑选的穷凶极恶的谩骂词句，攻击一切反取消派，特别是攻击本

文的作者。假如没有证据确凿的材料证明，有一些人专门在利用这

种谩骂，另一些人则为此而感到难堪的话，那就完全不值得理睬这

种谩骂（因为处在阿克雪里罗得的境地，除了咒骂以外，是别无办

法的）。

比如说，切尔诺夫先生在《箴言》杂志２１１上对加米涅夫证明他

这个“左派”民粹派领袖正从民主主义滑到自由主义这一点进行答

复时，就一边从取消派和反取消派那里收集最激烈的咒骂语句，一

边嬉皮笑脸地自鸣得意。切尔诺夫先生的手法非常卑鄙，对于这种

手法只需稍加指出，无需予以重视。

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内部各个集团间的任何原则斗争，在世界

任何地方都不能避开一系列个人的争执和组织的争执。专门去搜

罗“争执的”词句，这是无耻之徒干的勾当。而对这些争执感到难

堪，采取绝望或轻蔑态度加以回避，把一切都说成是个人纠

纷！——持这种态度的只能是“同情者”中的那些神经脆弱的见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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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薄的人。真正关怀工人运动的人，即使在研究工人运动的伟大活

动家的历史作用时，也总要学会把思想斗争、派别斗争的“争执”部

分同原则部分加以区别——这点是能够学会也是应当学会的。人

总是人，马克思主义者同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同巴枯宁），盖得派

同饶勒斯派２１２，拉萨尔派同爱森纳赫派等等的历史上的冲突也不

是没有“争执”没有“纠纷”的。

直到现在也还有些无耻的著作家专门搜集“往昔”对不计其数

的不忠实行为等等的责难。但是，也有严肃的社会民主党人，当意

见分歧由于各个集团发生分裂、流亡国外等等原因而不可避免地

带有倾轧形式时，他们总是去揭示这些分歧的思想根源。

请读者不要以为，我们想要“吓走”谁，不让他研究阿克雪里罗

得在自己文章的极尽谩骂之能事的篇幅中所暗示的——只是暗示

——那些资料。完全相反。谁愿意全面了解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我

们就请他来研究这些资料。在国外这些资料是非常完备的，不仅有

充满激情的责难，而且有文件和中立人士的证词。研究这些文件和

这些证词就可以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１９１０年１月取消派

和反取消派之间达成完全的和解的尝试没有成功。

下面是阿克雪里罗得文章中最引人注意的也是最带原则性的

段落之一：

“……形成派别和团结是党内改革派，或者更确切地说〈请听！〉是革命派

不容推委的责任和紧迫的任务，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途径，他们才能够完成

下述任务：把在革命前就形成，并在革命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的俄国社会民

主党的性质加以欧化，就是说从根本上改变它的性质，并且在欧洲社会民主

党的党内制度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基础上把它组织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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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说来，取消派就是党内革命派了，阿克雪里罗得的这个难

得的老实话是值得加以指出的，因为令人痛苦的真理比“令人鼓舞

的”谎言要有益２１３，比外交式的遁词和附带说明要珍贵。可爱的帕

·波·阿克雪里罗得，就请进行党内革命吧！我们要看看，您和您

的朋友们能不能比不久前在葡萄牙企图实现“革命”（反对共和国）

的那些“革命者”２１４获得更大的成就。

但是，在上面援引的这段议论中，主要的是臭名远扬的所谓

“欧化”，唐恩、马尔托夫、托洛茨基、列维茨基和一切取消派分子，

都在七嘴八舌地谈论这种“欧化”。这是他们机会主义的主要内容

之一。

“把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加以欧化，就是说从根本上改变它

的性质……”仔细考虑一下这些话吧。是什么决定每个社会民主党

的“性质”和它的性质的根本改变呢？无疑，是该国的总的经济条件

和政治条件。无疑，只有在这些条件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才可能根

本改变某个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的性质。

这都是最起码的、最不容争辩的真理。但是，正是这些最起码

的真理暴露了阿克雪里罗得的机会主义错误！他的不幸就在于他

想用根本改变“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性质”的幻想来回避为实现尚未

完成的俄国政治条件的根本改变而进行的顽强而严酷的斗争。

立宪民主党人兴致勃勃地高谈欧化（取消派既仿效立宪民主

党人的字眼，也仿效立宪民主党人的主张），用这个暧昧的字眼来

代替对政治自由的牢固基础这一正确概念，并“现弄”“立宪反对

派”的把戏，同样，取消派也在玩弄“欧洲式社会民主党”的把戏，虽

然在他们以玩弄这种把戏来取乐的国家里还没有宪法，还没有“欧

洲主义”的基础，还面临着争取实现这一切的顽强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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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身裸体的野人把大礼帽往头上一戴，就以为自己成了欧洲

人，那是相当可笑的。当资产阶级的追随者米留可夫在第三届杜马

断言：“谢天谢地，我们立宪了”的时候，当工人的追随者阿克雪里

罗得把一顶上面写着“我是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的大礼帽戴在头

上的时候，都会使人想起这种野人来。米留可夫也好，阿克雪里罗

得也好，他们俩都天真得令人可笑。他们俩都是机会主义者，因为

他们都想用关于“欧洲主义”的富于幻想的空谈，来回避这样一个

艰巨和紧要的问题，即在与欧洲不同的环境中，这个或那个阶级应

当如何行动，以便为保证欧洲主义的基础而进行顽强的斗争。

正是阿克雪里罗得自己的文章证明了，正是他用富于幻想的

空谈来回避活生生的紧要问题。托洛茨基准备了一份完全是欧洲

式的草案（确实完完全全是欧洲式的草案），提出要建立“报刊委员

会”，作为工人对工人报纸的“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阿克

雪里罗得的文章，第１８页）。看来，托洛茨基当时甚至征求过“欧洲

式社会民主党人”的意见，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作为礼物的祝福，对

于这种祝福他是特别珍视的。

“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等待了大约两个月，在

这段时间里托洛茨基的那些论述“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的

信件引起一片哗笑，使彼得堡的所有社会民主党人都感到厌恶，这

时，“欧洲式社会民主党人”阿克雪里罗得终于怜悯起托洛茨基来，

向他解释道：“报刊委员会”是无意义的，它是不可能实现的，须要

用工人同取消派的《现代事业报》的“协议”来代替它（阿克雪里罗

得的文章，第１８页和第１９页）！！

这是一个小小的例子，很遗憾，我们只能举出这么一个例子。

但是，这个例子非常说明问题。托洛茨基关于“报刊委员会”的“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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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式”计划落了个令人耻笑的下场，现在所有取消派关于“公开的

工人政党”或“合法的工人政治协会”以及关于“争取结社自由”的

“运动”等等的“欧洲式”计划也都要落到这种下场的。

从托洛茨基关于“报刊委员会”，即关于“所有正式形成的工人

组织”对工人报纸实行监督的那种“由选举产生的集体监督机关”

等等的“欧洲式”计划所得到的结果只有一个，这就是合法派玩弄

的“工人出版社”把戏给了工人特别的教训，实际上，无论是“报刊

委员会”也罢，无论是工人报刊也罢，取消派都没有搞成！事实就是

这样。

“报刊委员会”是这位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幻想，他为了绕过

俄国工人运动所处的困难的、与欧洲不同的条件，杜撰了一份绝妙

的欧洲式计划，并利用杜撰这个计划的机会向全世界吹嘘自己的

“欧洲主义”。

取消派这个悲惨的遭遇不是偶然的，而是不可避免的。只要他

们的“欧洲式”计划一接近实现，就立刻暴露出这套玩艺只是机会

主义知识分子的虚幻想象和凭空捏造。落到这样下场的还有工人

代表大会，有“报刊委员会”，有合法的工人政治协会（马尔托夫在

《我们的曙光》杂志第５期上为“挽救”这个“计划”而发表的矛盾百

出的附带说明，丝毫也没有使情况好转），有争取结社自由的运动。

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人是在１８７１年以后，即正好

是在资产阶级革命的整个历史时期宣告结束和政治自由的基础已

经牢固形成、长期存在的时期进行活动的，取消派把他们当时的活

动条件叫作“欧洲主义”。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的“性质改变”，第

一，是在政治条件根本改变之后，即比较彻底巩固地建立起一定的

立宪制度之后出现的；第二，这种改变只是一种暂时的改变，它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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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于一定时期（这个时期恰好目前正接近于结束，这点是欧洲最

谨慎的社会民主党人都一致承认的）。

在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立宪制度完全巩固的条件下，比如说，争

取结社自由或争取普选权的运动，以至争取立宪改革的运动，在一

定情况下也能成为工人阶级的运动，成为真正的政治运动，成为真

正争取立宪改革的斗争。

可是，我国的机会主义知识分子却把这一类“欧洲式的”运动

的口号移植到还没有最起码的欧洲立宪制度基础的土地上，企图

绕过通常是出现在建立这些基础之前的独特的历史发展阶段。

我国的阿克雪里罗得和他的朋友们（他们把自己装扮成“欧洲

式社会民主党人”）的改良主义同比索拉蒂（这是真正的欧洲人）的

改良主义的区别在于，比索拉蒂牺牲阶级斗争的原则，牺牲彻底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原则，是为了真正处于支配地位的自由

派资产阶级实际上正在进行的改革（打了折扣的）。阿克雪里罗得

作出与比索拉蒂同样的牺牲，却是为了那些软弱无力的、毫不严肃

的、沉溺于幻想的自由派仅仅在口头上空谈的改革。

在我们俄国，只有当国家不顾自由派的怯懦畏缩，不顾他们的

不彻底的调和主义口号向前发展的时候，自由派资产阶级才会成

为一支现实力量。各国过去的情况也都是这样。只有在民主派违

反自由派的意志而获得胜利的时候，自由派才成为一支政治力量。

载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２日和２９日

《涅瓦明星报》第１８号和第１９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１２—４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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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和教权派

（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５日〔８月７日〕）

僧侣准备涌入第四届杜马。

对僧侣登上政治舞台应该抱什么态度呢？

民主派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主张僧侣不该参加政治生活。这是

最反动的观点。这种观点只能引起官方采取伪善的手段，而不会有

其他什么结果。在实际生活中，把居民中某个集团或某一部分排斥

在政治和阶级斗争之外的任何办法，都是绝对行不通的，都是无法

实现的。

我们都记得，倍倍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曾经主张在德国耶

稣会士有宣传的自由。我们反对自由派关于“禁止”耶稣会士进行

宣传的主张，——社会民主党人这样说过。我们并不害怕耶稣会

士。让耶稣会士有宣传的完全自由，但也要保证我们社会民主党人

有宣传的完全自由。倍倍尔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就是这样论述的。

俄国工人民主派反对炮制对地主或僧侣等有利的选举法（和

其他一切法律），但决不反对僧侣有参加政治生活的自由。我们坚

持阶级斗争的观点，我们要求居民中任何阶级、等级、性别、民族、

阶层或集团都有参与政治的完全自由。

自由派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是不正确的，不民主的。例如，特鲁

别茨科伊公爵不久前曾在《言语报》的喝采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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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教会变成政治工具，它的内部就要崩溃。”他把僧侣涌入杜

马的计划称之为“反基督教和反教会的”计划。

这是一派胡言。这是伪善。这是反动透顶的观点。

特鲁别茨科伊和其他自由派在同教权派斗争时主张不民主。

他们是打着僧侣不参加政治斗争的招牌，让僧侣更加隐蔽地（因而

危害也就大得多）参加政治斗争。

工人民主派则主张所有的人，包括僧侣在内，都有参加政治斗

争的自由。我们并不反对僧侣参加选举斗争、参加杜马以及其他活

动，而只是反对赋予僧侣以中世纪特权。我们并不害怕教权派，我

们很愿意在一律平等的自由讲坛同他们论争。僧侣一向是隐蔽地

参与政治的；僧侣公开参与政治，只会对人民有利，而且非常有利。

载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５日《真理报》

第７４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６９—４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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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

（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６日〔８月８日〕）

《言语报》的社论作者写道：“我们一向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承

认立宪民主党是民主派政党，尽管前面还加上了令人难堪的‘资产

阶级’这样的字眼”（即资产阶级民主派）。

很难想象，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有教养的人”，在政治上竟

会这样无知。人们不禁会问：是不是假装无知有时是出于打个人小

算盘呢？

从１９０６年起，我们就千百次地说明过，立宪民主党不是民主

派，而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每个政治上有教养的人都知道

的、１９０７年春俄国各地马克思主义者作出的正式决定，就肯定了

这一点，并且大声宣布：立宪民主党是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政

党，他们的民主是“假的”，一部分小资产阶级跟着立宪民主党走

“纯粹是由于习惯〈对常见的陈旧的事物的盲从〉和直接受自由派

的欺骗”①。

从那时起，这些看法曾经千百次地被重复过，发挥过。

而立宪民主党人却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硬说他们“一向

以为”，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他们是民主派！真是：充耳不闻比聋子还

０８４

① 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关于对待非无产阶级政党的态度的决
议》（《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
社版第１分册第２０６—２０７页）。——编者注



糟。

自由派所不同于保守派（黑帮）的，就是他们代表资产阶级的

利益，而资产阶级所必需的是进步和实行比较井井有条的法律制

度，是遵守法制和宪法，是保证一定的政治自由。

但是，这个进步的资产阶级害怕民主派和群众运动，比害怕反

动派还要厉害。因此，自由派老是倾向于向旧制度让步，向旧制度

妥协，维护旧制度的许多基础。这就使自由派软弱无力，畏缩不前，

不彻底，总是摆来摆去。

民主派代表着广大的人民群众。民主派不害怕群众运动，而是

信赖群众运动。在俄国，民主派就是劳动派以至整个左派“民粹

派”。马克思主义者把他们叫作资产阶级民主派，决不是为了使他

们“难堪”，而是因为重分土地也好，国家的民主化也好，都还没有

消灭资本的统治和资产阶级制度的统治。

工人民主派的政策是很明确的。我们只是在选举的第二阶段，

只是在同民主派一起战胜不了自由派的地方，才赞成同自由派达

成协议来反对右派。只要资产阶级民主派还忠实于自己的民主主

义，我们就同他们一道进行斗争。

载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６日《真理报》

第７５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７１—４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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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派的进攻

（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０日〕）

自由派行动起来了，他们一致对《真理报》施加压力了。立宪民

主党《言语报》的社论作者，《生活需要》杂志的无党派进步人士普

罗柯波维奇先生和鲁·布兰克先生，都因为工人报纸决定在彼得

堡进行独立的选举运动而向它开火了。

《生活需要》杂志断言：“《涅瓦明星报》和《真理报》的一切努力都要落空。

它们不能真的指望工人政党的候选人会在彼得堡城市选民团中获胜，因为参

加该选民团的工人的人数是微不足道的！”

这就是自由派的典型论断，这就是对那些还没有摆脱庸俗习

气、还没有为自己制定出完全自觉的政策的选民进行恫吓的手段。

有一个时期，自由派曾直截了当地用黑帮会在选举中获胜的

话来恫吓人。而现在，这套笨拙的谎言已经“不中用”了。大家知道，

在彼得堡的选举中，任何一点点黑帮的危险都不存在。于是又采取

了另一种恫吓手法说：“别指望工人会获胜。”

不，自由派先生们，在过去艰难的五年中间，全体民主派选民，

特别是工人选民，经历了许多事情，思考了许多问题，学会了许多

东西。你们用这种恫吓手法是什么也捞不到的。

无论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工人在大城市中开始进行自己的

选举运动时都要遇到一些强大的自由派政党的反对。无论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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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什么地方，工人民主派都要经过顽强的斗争，才能取代自由派

对小公务员、店员、手工业者、小商人等等群众施加影响。

谁反对彼得堡的工人现在就开始进行这个斗争（确切些说：继

续１９０６年、１９０７年、１９０９年开始的事业），谁就是徒具虚名的民主

派，谁就实际上仍然是自由派的奴隶。

成千上万的民主派新选民现在就要参加彼得堡的选举了。

彼得堡的工人创办了自己的工人日报，完成了这样一项伟大

的事业，这就使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期望他们在选举斗争中也获得

同样大的成就。

数以千计的旧选民已奋起投入新的更自觉的政治生活，在自

己的工人报纸的帮助下，学习如何为改善自己的生活而斗争，培养

进行共同的政治活动的习惯，不断提高对工人民主派正在完成的

伟大全民任务的认识。

战胜彼得堡的自由派，这是能够做到的。自由派的不安和寻衅

吵架，他们的恫吓和叫喊，只会使彼得堡的民主派更加相信，他们

在沿着正确的道路走向胜利。

载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８日《真理报》

第７７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７３—４７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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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

（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材料

（１９１２年１月）

１

对《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

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草案的意见
２１５

（１月５日〔１８日〕以前）

这与感谢无关。

这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事。

我建议不要“感谢”，而是（郑重地）
·
承
·
认所做的工作具有极为

重大的意义，并说明条件的艰难。

载于１９４１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第１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８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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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发言提纲

（１月５日〔１８日〕以前）

１．瓦解和没有中央委员会。

２．地方组织对恢复党的主动精神。

第四届 ３．迫切的实际工作任务使恢复党的任务特别

杜马选举。  突出。

４．
·
所
·
有
·
的
·
组
·
织都被邀请，只有那些不愿意帮助党的组织不出

席。

５．在俄国进行活动的所有组织都派代表参加。

——确认代表会议为党的最高机关，它有责任建立有全

权的中央机关并帮助各地恢复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

（１）各民族组织曾被邀请三四次

——（一）确认脱离俄国组织的过错完全应由各民族组织

承担；

（２）对公开的取消派（崩得）企图的部分支持；

在党要不要存在这个问题上极其动摇不定；

（３）如果那些担负最重要的运动中心的全部工作的俄国组织

拒绝这项工作，拒绝恢复党，那将是极不正常的。

  ４ （１）三年中没有；

６８４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材料



（２）两年半中一直认为有必要并且作了准备；

（３）毫无例外地通知和邀请了所有的组织并为它们的出席提

供了可能；

（４）有２０个国内组织团结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周围。

载于１９３７年１月１８日《真理报》

第１８号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８２—４８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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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对党的组织章程的修改草案
①

（不晚于１月１１日〔２４日〕）

组织章程

第１条——照旧。

第２条——补充容许增补这一点，作为临时措施（根据１９０８

年１２月决议）。

第３条——照旧。

第４条——照旧。

第５条——照旧。

第６条——照旧。

第７条——照旧。

第８条——全部删去。授权中央委员会＋地方。

第９条——把１０００名选举人改为３０名或５０名，取消（暂时）

比例代表制。

  附注：鉴于情况紧急，１９１２年的代表会议被确认为党的

最高机关（见关于代表会议的决议）。②

载于１９４１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第１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８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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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手稿上这一段已被勾掉。——俄文版编者注

该章程见本卷第１５３页。——编者注



４

对《关于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的

决议草案的意见
①

（１月１１日〔２４日〕）

将下列两点放进开头部分：（ａ）确认１９０８年１２月的决议或确

认决议的正确性已被三年来的经验所证实；（β）承认地方社会民主

力量的工作为我们创造了近似１８７８—１８９０年德国那种类型的

党２１６。还应该照这种办法做下去这代替第１条。

在第５条中删去形成，“扩大”改为巩固。

第７条——象１９０８年１２月那样，讲得谨慎些。

第９条——应该这样叙述：按时散发定期和经常出版的社会

民主党的秘密报纸，无论对政治鼓动，或对领导革命斗争，还是
·
对

·
联
·
系所有的秘密组织和各种社团中的秘密支部，都是特别重要的。

载于１９４１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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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关于“请愿运动”的决议的材料
①

（不晚于１月１７日〔３０日〕）

关于请愿运动的决议

题目：

（１）著作家脱离群众的杜撰，［不是］从群众中来［的］；

（２）毫无意义的签名运动，没有明确的［口号］，没有在［群众］

中进行鼓动，没有得到［群众的］关心；

（３）请愿书的文字和性质都不能令人满意；

（４）当形势把全体人民［获得］自由的全部基本要求提上日程

的时候，却抽出部分要求；

（５）失败：１３００人的签名。没有得到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

高加索等地的支持；

（６）对无产阶级群众集会的关心表明，接近群众的“［途径］”不

应该到取消派喜欢的地方去找。

结论：

承认彻底失败。

从［时代］的具体条件来看，请愿是进行鼓动工作的一种最不

［利的］方式。

０９４ 附  录

① 文件的手稿部分损坏。方括号里的词语是根据意思和通过的决议复原
的。——俄文版编者注



号召进行争取［结社］自由的鼓动，把这一鼓动与总的［政治］

要求和对群众的革命鼓动联系起来。

决议草案

承认：

（１）已经开始的……［所］谓“请愿运动”是由取消派［彼得堡著

作家集团］发起的，决不是［群众斗争］的产物……和工人组织或先

进工人的积极创举……也无关；

（２）［由于］请愿的［性质］，由于总的政治条件，上述［运动］［必

然变成纯形式的］、毫无意义的、群众不感兴趣的［纸上］签名运动，

无论在报刊上，还是在集会上都［没有］工人亲自广泛参加讨论

……请愿书；

（３）提出的上述请愿书和取消派为此所作的解释，为一个［最］

先进的、最革命的阶级抽出一个政治自由的要求，［不］把这个要求

［同］［全体人民］政治自由的［全部的］基本条件［联系起来］，因而

歪曲了无产阶级，全体人民的［领袖］……反沙皇制度的斗争的任

务，并使“运动”必然遭到［失败］；

（４）这个［请愿运动］的结局明显证实了［整个］这一活动是错

误的，是脱离［工人群众］的：请愿书一共征集到１３００人的签名，

［而且］这个显然不被［群众］支持的请愿运动在所有的党组织中，

其中包括［高加索］、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基辅等地的党组织，甚至

在同情取消派的……党组织中，［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我们

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也不支持这个［运动］。

载于１９４１年《无产阶级革命》杂志
第１期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８６—４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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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的

专题报告提纲
２１７

（１９１２年５月３１日〔６月１３日）以前）

１．勒拿事件和俄国的五一。群众性罢工及其作用。

２．革命高涨的规律性，革命高涨的前奏和前景。

３．群众性罢工在现代革命中的意义。１９０５年的经验。

４．面临新的革命的自由派和民主派。

５．为什么立宪民主党人向“革命情绪”宣战并谴责“俄国需要

一次新的革命”的思想？

６．当前革命高涨的新形势。各个政党、第三届杜马、选举。农

民和新的民主派知识分子。

７．“结社自由”和人民革命的口号——为争取建立共和国、实

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地主全部土地而斗争。

载于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３日以前（公历）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
支部发布的关于报告的海报

译自《列宁全集》俄文第５版
第２１卷第４８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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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３日列宁作《俄国无产阶级的
革命高涨》的专题报告的海报

（按原版缩小）



注  释

１ 俄国组织委员会是指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国内组织委员会，它是
根据１９１１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六月会议的决议成立的，于当

年９月底在各地方党组织代表会议上组成。

这次各地方党组织代表的会议，由国外组织委员会全权代表格·康

·奥尔忠尼启则领导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巴库、梯弗利斯、叶卡捷琳堡、

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等地党组织的代表，包括斯·格·邵武勉、苏

·斯·斯潘达良、伊·伊·施瓦尔茨等，列席会议的有叶·德·斯塔索

娃等。

会议总共开了三次会。第一次会是在巴库开的，听取了国外组织委

员会全权代表的工作总结报告，讨论了各地方的报告，通过了关于会议

组成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由于会议开幕后第二天邵武勉即被捕，

出于安全的考虑，已组成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会议随即转移到梯弗利斯

继续举行。第二次会讨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同国外组织委员会和国外技

术委员会的相互关系问题。会议通过的决议指出，国外组织委员会应服

从担负着召开代表会议全部筹备工作的俄国组织委员会，国外组织委员

会和国外技术委员会除非通知俄国组织委员会，并经它的同意和指示，

不得通过文字或其他方式发表意见和支用党的经费。这次会还制定了出

席党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程序。会议通过的关于合法组织参加党代表会

议的代表权问题的决议说，俄国组织委员会邀请所有承认秘密的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并争取同它建立思想联系的合法的工人组织派代表出席党

的代表会议，他们在代表会议上的权利问题由代表会议本身解决。会议

通过的《关于民族组织的决议》呼吁各民族组织派代表参加俄国组织委

员会，并着手进行出席代表会议代表的选举。第三次会讨论并通过了告

各地党组织书草案。告各地党组织书（即《通报》）以及俄国组织委员会各

５９４



项决议在梯弗利斯以单页形式印了１０００份，分发给了各地的和国外的

组织。

到１９１１年底，在俄国组织委员会周围已团结了２０多个地方组织：

彼得堡、莫斯科、巴库、梯弗利斯、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叶卡捷琳堡、

萨拉托夫、喀山、尼古拉耶夫、维尔诺等。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活动到１９１２

年１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召开时结

束。——１。

２ 路标派 即俄国立宪民主党的著名政论家、反革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代

表人物尼·亚·别尔嘉耶夫、谢·尼·布尔加柯夫、米·奥·格尔申宗、

亚·索·伊兹哥耶夫、波·亚·基斯嘉科夫斯基、彼·伯·司徒卢威和谢

·路·弗兰克。１９０９年春，他们把自己的论述俄国知识分子的一批文章

编成文集在莫斯科出版，取名为《路标》，路标派的名称即由此而来。在这

些文章中，他们妄图诋毁俄国解放运动的革命民主主义传统、贬低维·格

·别林斯基、尼·亚·杜勃罗留波夫、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德·伊

·皮萨列夫等人的观点和活动。他们诬蔑１９０５年的革命运动，感谢沙皇

政府“用自己的刺刀和牢狱”把资产阶级“从人民的狂暴中”拯救了出来。

列宁在《论〈路标〉》一文中对立宪民主党黑帮分子的这一文集作了批判分

析和政治评价（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９卷第１６７—１７６页）。列宁把《路

标》文集的纲领在哲学方面和政论方面同黑帮报纸《莫斯科新闻》的纲领

相比拟，称该文集为自由派叛变行为的百科全书，是泼向民主派的一大股

反动污水。——１。

３ 召回派是１９０８年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出现的一种机会主义派别，主要代表

人物有亚·亚·波格丹诺夫、格·阿·阿列克辛斯基、安·弗·索柯洛夫

（斯·沃尔斯基）、阿·瓦·卢那察尔斯基、马·尼·利亚多夫等。召回派

以革命词句作掩护要求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俄国社会民主党的代

表，并停止在合法和半合法组织中进行工作，宣称在反动条件下党只应进

行不合法的工作。召回主义的变种是最后通牒主义。最后通牒派主张向社

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党团必须无条件服从党中央委员

会的决定，否则即将社会民主党杜马代表召回。召回派的政策使党脱离群

众，把党变成为没有能力聚集力量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宗派组织。

６９４ 列 宁 全 集  第二十一卷



同召回派的斗争是从１９０８年春天开始的。１９０８年３—４月在讨论第

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头５个月工作总结时，莫斯科的一些区通

过了召回主义的决议。５月，在莫斯科市党代表会议上，召回派提出的决

议案仅以１８票对１４票被否决。１９０８年６月４日（１７日）《无产者报》第３１

号发表了莫斯科党代表会议的材料，并根据列宁的建议从这一号起开始

讨论对杜马和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态度问题。与此同时，在各个党组织

的内部都同召回派展开了斗争。１９０８年秋，在彼得堡党组织选举出席第

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时，召回派和最后通牒派制定了一个特别纲领，

作为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由于这个决议案在各个党组织得

不到广泛支持，召回派才未敢在代表会议上公开提出自己的特别纲领。在

代表会议以后，根据列宁的意见，《无产者报》登载了召回派的这个纲领。

列宁并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召回主义进行批判。

召回派的领袖人物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

尼·瓦连廷诺夫、帕·索·尤什凯维奇一起在报刊上攻击马克思主义理

论基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卢那察尔斯基并宣扬必须建

立新的宗教，把社会主义同宗教结合起来。

１９０９年，召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组成发起小组，在意大利卡普

里岛创办了一所实际上是反党派别中心的党校。１９０９年６月，《无产者

报》扩大编辑部会议通过决议，指出“布尔什维主义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中的一个派别，同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主义毫无共同之处”，并号召布

尔什维克同这些背离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反党派别进行最坚决的斗争，在

这次会议上，召回派的鼓舞者波格丹诺夫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的队

伍。——２。

４ 指１９１０年１月２—２３日（１月１５日—２月５日）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

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即所谓“统一的”全体会议。

关于巩固党及其统一的途径和方法问题，１９０９年秋天就特别尖锐地

提出来了。１９０９年１１月，列宁根据《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决定，

提出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和结成联盟以便共同反对取消

派和召回派的计划。调和派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阿

·伊·李可夫违抗列宁的计划，力图使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呼声派（取

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取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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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约·费·杜勃洛文斯基和维·巴·诺根也表现出调和主义的动摇。

由于党内和俄国国内的既成局势迫切要求解决与联合党的力量有关的

各项问题，布尔什维克于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１日（１４日）致函中央委员会国外

局，声明必须在最近期间召开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

出席这次全体会议的有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取消派、波兰王国和立

陶宛社会民主党、崩得、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前进派等派别和集团的代

表。列·达·托洛茨基代表维也纳《真理报》出席。格·瓦·普列汉诺夫

托词有病没有到会，因此，会上没有孟什维克护党派的代表。

全会的议程是：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工作报告；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

工作报告；中央机关报编辑部的工作报告；各民族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

的工作报告；党内状况；关于召开下届全党代表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中央委员会章程；其他问题。

在这次全会上，反对列宁立场的人占多数。列宁和他的拥护者经过

紧张斗争，在有些问题上达到了目的，但由于调和派搞妥协，也不得不作

一些局部的让步，包括组织问题上的让步。会议的决议最终具有折中性

质。

在讨论党内状况问题时，孟什维克呼声派同前进派结成联盟并在托

洛茨基分子支持下，竭力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列宁在会议上对机

会主义和调和派进行了顽强斗争，坚决谴责取消派和召回派，贯彻布尔什

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接近的路线。在他的坚持下，全会通过的《党内状

况》这一决议，乃是１９０８年十二月代表会议关于谴责取消主义、无条件地

要求承认社会民主党的杜马工作和利用合法机会的决议的继续。尽管调

和派和各民族组织的代表因受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

的压力而同意不在决议中提取消派和召回派的名称，全会决议仍然谴责

了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承认这两个派别的危险性和同它们斗争的必要

性。

全会关于召开全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反映了一些取消派的观点，但是

承认必须召开代表会议，因此仍具有重要意义。布尔什维克根据这个决

议展开了筹备召开代表会议的工作。

在全会上，调和派违反列宁的意旨同托洛茨基结成联盟，把孟什维克

呼声派（取消派）而不是把孟什维克护党派安排进党的中央机关。全会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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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资助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并派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加米涅夫

参加该报编辑部，担任第三编辑。全会决定解散布尔什维克中央，《无产

者报》停刊，布尔什维克将自己的部分财产移交中央委员会，其余部分交

第三者（卡·考茨基、弗·梅林和克·蔡特金）保管，并由第三者在两年内

将它移交给中央委员会会计处，条件是孟什维克呼声派取消自己的派别

中心并停止出版自己的派别机关报。在《关于派别中心的决定》中，全会

指出“党的利益和党的统一的利益要求在最近停办《社会民主党人呼声

报》”。然而全会也只限于得到呼声派和前进派的口头允诺而已。

孟什维克呼声派、前进派和托洛茨基分子我行我素，拒绝服从全会的

决定。因此，１９１０年秋天，布尔什维克宣布他们不受一月全会上各派通过

的协议的约束，开始出版自己的机关报《工人报》，争取召开新的全体会议

并要求归还交由中央暂时支配的他们自己的财产和资金。

一月全会的记录已经失落。关于全会的工作以及会上同取消派、前

进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调和派的斗争，详见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一文（《列

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９卷第２３６—３００页）。——２。

５ 崩得分子即崩得的成员。崩得是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犹太工人总联盟的

简称，１８９７年９月在维尔诺成立。参加这个组织的主要是俄国西部各省

的犹太手工业者。崩得在成立初期曾进行社会主义宣传，后来在争取废除

反犹太人特别法律的斗争过程中滑到了民族主义立场上。在１８９８年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崩得作为只在专门涉及犹太无产阶级

的问题上独立的“自治组织”，加入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１９０３年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崩得分子要求承认崩得是犹太无产阶

级的唯一代表。在代表大会否决了这个要求之后，崩得退出了党。在１９０６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后，崩得重新加入了党。崩得

从１９０１年起，是俄国工人运动中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的代表。它在党内

一贯支持机会主义派别（经济派、孟什维克和取消派），反对布尔什维克。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崩得分子采取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１９１７年二月革

命后，崩得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１９１８—１９２０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

战争时期，崩得的领导人同反革命势力勾结在一起，而一般的崩得分子则

开始转变，主张同苏维埃政权合作。１９２１年３月崩得自行解散，部分成员

加入了俄国共产党（布）。——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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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争论专页》（《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

《社会民主党人报》的附刊，根据该党中央委员会１９１０年一月全会的决议

创办，１９１０年３月６日（１９日）—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９日（５月１２日）在巴黎出

版，共出了３号。编辑部成员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最后通牒派、崩

得分子、普列汉诺夫派、波兰社会民主党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

代表。《争论专页》刊登过列宁的《政论家札记》、《俄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

义》、《合法派和反取消派的对话》等文章。——２。

７ 指“前进”集团的成员。

“前进”集团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个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反党集

团。它是在亚·亚·波格丹诺夫和格·阿·阿列克辛斯基的倡议下，由召

回派、最后通牒派和造神派于１９０９年１２月在它们的派别活动中心卡普

里党校的基础上建立的。该集团出版过《前进》文集等刊物。

前进派在１９１０年一月中央全会上与取消派－呼声派以及托洛茨基

分子紧密配合行动。他们设法使全会承认“前进”集团为“党的出版团体”，

并得到中央委员会对该集团刊物的津贴，在全会以后却站在召回派－最

后通牒派的立场上尖锐抨击并且拒绝服从全会的决定。１９１２年党的布拉

格代表会议以后，前进派同孟什维克取消派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反

对这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

由于得不到工人运动的支持，“前进”集团于１９１３年实际上瓦解，

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正式解散。——３。

８ 呼声派即围绕着《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形成的取消派集团。

《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是俄国孟什维克

的国外机关报，１９０８年２月—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先后在日内瓦和巴黎出版，共

出了２６号（另外还于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９１２年７月出了《〈社会民主党人呼

声报〉小报》６号）。该报编辑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

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和格·瓦·普列汉诺夫。《社会民主党人

呼声报》从创刊号起就维护取消派的立场，为他们的反党活动辩护。普列

汉诺夫于１９０８年１２月与该报实际决裂，１９０９年５月１３日正式退出该报

编辑部。此后该报就彻底成为取消派的思想中心。——３。

９ 指孟什维克护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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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什维克护党派是孟什维克队伍中的一个在组织上没有完全形成的

派别，于１９０８年开始出现，为首的是格·瓦·普列汉诺夫。１９０８年１２

月，普列汉诺夫同取消派报纸《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决裂；为了同

取消派进行斗争，１９０９年他恢复出版了《社会民主党人日志》这一刊物。

１９０９年在巴黎、日内瓦、圣雷莫、尼斯等地成立了孟什维克护党派小组。

在俄国国内，彼得堡、莫斯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哈尔科夫、基辅、巴库都

有许多孟什维克工人反对取消派，赞成恢复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普

列汉诺夫派在保持孟什维主义立场的同时，主张保存和巩固党的秘密组

织，为此目的而同布尔什维克结成了联盟。他们同布尔什维克一起参加地

方党委员会，并为布尔什维克的《工人报》、《明星报》撰稿。列宁的同孟什

维克护党派接近的策略，扩大了布尔什维克在合法工人组织中的影响。

１９１１年底，普列汉诺夫破坏了同布尔什维克的联盟。他打着反对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的“派别活动”和分裂的旗号，企图使布尔什维克党

同机会主义者和解。１９１２年普列汉诺夫派同托洛茨基派分子、崩得分子

和取消派一起反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３

１０ 《社会民主党人报》（《 》）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秘密发行

的中央机关报。１９０８年２月在俄国创刊，第２—３２号（１９０９年２月—

１９１３年１２月）在巴黎出版，第３３—５８号（１９１４年１１月—１９１７年１月）

在日内瓦出版，总共出了５８号。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该报编辑部由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和波兰

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列宁是该报实际上的领导者。１９１１年６月孟

什维克尔·马尔托夫和费·伊·唐恩退出编辑部，同年１２月起《社会民

主党人报》由列宁主编。该报先后刊登过８０多篇列宁的文章和短评。在

斯托雷平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该报同取消派、召回派和托洛

茨基分子进行了斗争，宣传了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加强了党的统一和党

与群众的联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报同国际机会主义、民族主

义和沙文主义进行了斗争，团结了各国坚持国际主义立场的社会民主党

人，宣传了列宁在战争、和平和革命等问题上提出的口号，联合并加强了

党的力量。——３。

１１ 《工人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不合法的通俗机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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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０年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２日）—１９１２年７月３０日（８月１２日）在巴黎

不定期出版，共出了９号。创办《工人报》的倡议者是列宁。出版《工人

报》则是在１９１０年８月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举行的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包括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护党派，社会民主党杜马

党团代表等）的联席会议正式决定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列宁、格·瓦·

普列汉诺夫、格·叶·季诺维也夫、列·波·加米涅夫、亚·米·柯伦

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尼·古·波列塔耶夫、伊·彼·波克罗夫斯

基等。

列宁是《工人报》的领导者。参加该报编辑部的有列宁、季诺维也夫

和加米涅夫。积极为该报撰稿的有谢·伊·霍普纳尔、普·阿·贾帕里

泽、尼·亚·谢马什柯、斯·格·邵武勉等。娜·康·克鲁普斯卡娅是编

辑部秘书。马·高尔基曾给该报巨大的物质上的帮助。在国外的各布尔

什维克团体中成立的《工人报》协助小组给予该报极大的物质支援，并协

助运送报纸到俄国。该报登载过１１篇列宁的文章。该报很受俄国工人欢

迎，印数达６０００份。工人们纷纷为该报募捐，并积极给该报写稿。该报的

《党的生活》、《各地来信》两栏经常刊登工人和地方党组织的来信和通

讯。

《工人报》完成了筹备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

代表会议的巨大工作。这次代表会议在特别决定中指出《工人报》坚定不

移地捍卫了党和党性，并宣布《工人报》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正式机关报。——３。

１２ 指中央委员会代表被排挤出维也纳《真理报》编辑部一事。１９１０年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一月全会关于《真理报》作了如下决议：“中央

委员会决定：资助《真理报》并派自己的代表加入其编辑部任第三编辑。

《真理报》编辑部组成的任何变动均须通过编辑部和中央委员会之

间的协议。

关于把《真理报》变为中央委员会机关报的问题延至最近一次代表

会议决定。”

根据这一决议，列·波·加米涅夫作为中央委员会代表参加了《真

理报》编辑部。由于该报根本不理会全会决议，双方不断发生摩擦和冲

突，加米涅夫被迫于１９１０年８月退出该报编辑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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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指《明星报》和《思想》杂志。

《明星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１９１０年１２月

１６日（２９日）—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２日（５月５日）在彼得堡出版。起初每周出

版一次，从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１日（２月３日）起每周出版两次，从１９２１年３

月８日（２１日）起每周出版三次，共出了６９号。（明星报》的续刊是《涅瓦

明星报》，它是因《明星报》屡被没收（６９号中有３９号被没收）而筹备出

版的，于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６日（３月１０日）即《明星报》尚未被查封时在彼得

堡创刊，最后１号即第２７号于１９１２年１０月５日（１８日）出版。根据在哥

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期间召开的会议上的协议，《明星报》编辑部

起初由弗·德·邦契－布鲁耶维奇（代表布尔什维克）、尼·伊·约尔丹

斯基（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和伊·彼·波克罗夫斯基（代表第三届国家

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组成。尼·古·波列塔耶夫在组织报纸的出版工

作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这一时期，《明星报》是作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

团的机关报出版的，曾受孟什维克的影响。１９１１年６月１１日（２４日），该

报出到第２５号暂时停刊。１９１１年１０月复刊后，编辑部经过改组，已没

有孟什维克护党派参加。该报就成为纯粹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了。

列宁对《明星报》进行思想上的领导。他在《明星报》和《涅瓦明星报》

发表了约５０篇文章，用过的笔名有：弗·伊林、威·弗·、威廉·弗雷、

弗·尔－科、克·土·、特·、勃·克·、姆·什·、普·普·、尔·西林、

尔·西·、勃·格·、一个非自由主义怀疑论者、克·弗·、弗·、姆·姆

·等。

积极参加该报编辑和组织工作或为该报撰稿的还有尼·尼·巴图

林、康·斯·叶列梅耶夫、米·斯·奥里明斯基、安·伊·叶利扎罗娃－

乌里扬诺娃、瓦·瓦·沃罗夫斯基、列·米·米哈伊洛夫、弗·伊·涅夫

斯基、杰米扬·别德内依、马·高尔基等。《明星报》刊登过格·瓦·普列

汉诺夫的多篇文章。

在列宁的领导下，《明星报》成了战斗的马克思主义的报纸。该报与

工厂工人建立了经常的密切联系，在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中享有很

高的威信。１９１２年春，由于工人运动的高涨，《明星报》的作用大大增强

了。

以无产阶级先进阶层为读者对象的《明星报》，还为创办布尔什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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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众性的合法报纸《真理报》作了准备。它宣传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群众

性日报的主张，并从１９１２年１月开始为筹办这种报纸开展募捐，得到了

工人群众的热烈支持。

《思想》杂志（《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的哲学和社会经

济刊物（月刊），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９１１年４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５期。

该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加强对取消派合法刊物的斗争和用马克思

主义教育先进工人和知识分子而创办的。该杂志的正式编辑和出版者是

．．皮罗日柯夫，实际编辑是列宁，他从国外领导这一杂志，经常与编

辑部通信。积极参加杂志工作的有瓦·瓦·沃罗夫斯基、米·斯·奥里

明斯基、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等人，为杂志撰稿的还有

孟什维克护党派格·瓦·普列汉诺夫、沙·拉波波特等人。《思想》杂志

头４期刊载了６篇列宁的文章。《思想》杂志最后一期即第５期被没收，

杂志被查封。不久《启蒙》杂志在彼得堡出版，它实际上是《思想》杂志的

续刊。——３。

１４ 《我们的曙光》杂志（《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

政治刊物（月刊），１９１０年１月—１９１４年９月在彼得堡出版。领导人是亚

·尼·波特列索夫，撰稿人有帕·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尔

·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等。围绕着《我们的曙光》杂志形成了俄国

取消派中心。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该杂志就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立

场。

《前进》即《前进。当前问题文集》（《 ｅ ．

》）是“前进”集团的刊物，在巴黎出版，共出了４

集。——４。

１５ 造神派是俄国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部分知

识分子中形成的宗教哲学派别，主要代表人物是阿·瓦·卢那察尔斯

基、弗·亚·巴扎罗夫等。造神派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宗教调和起来，使

科学社会主义带有宗教信仰的性质，鼓吹创立一种“无神的”新宗教，即

“劳动宗教”。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整个哲学就是宗教哲学，社会民主

主义运动本身是“新的伟大的宗教力量”，无产者应成为“新宗教的代

表”。马·高尔基也曾一度追随造神派。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

义》一书以及１９０８年２—４月、１９１３年１１—１２月给高尔基的信（见《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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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集》第２版第１８、４５、４６卷）中揭露了造神说的反马克思主义本

质。——４。

１６ 指《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见注８。——４。

１７ 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１８９３年７月，最初称波兰王

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是

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１９００年８月，该党和立陶宛工人

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

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

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

革命运动的功绩。１９０６年４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

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立。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立

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党

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１９１８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表

苏维埃。１９１８年１２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会

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５。

１８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是由１９０８年８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全体

会议批准成立的，是从属于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全党的国外代表机构，

由三人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任务是与在俄国国内活动的中央委员

会和在国外工作的中央委员保持经常联系，监督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

各协助小组以及代表它们的国外中央局的活动，收纳国外组织上缴中央

委员会会计处的钱款，并为中央委员会募捐。为了把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国外各协助小组联合起来，使其服从全党的统一领导，１９０８年８月召开

的中央委员会全会责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这些小组的专门代表大

会。但是由于孟什维克取消派所控制的国外中央局的阻挠，在１９０９年整

整一年内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未能召集起这个代表大会。１９１０年中央委

员会一月全会改组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限定它的职能为领导党的一般

事务，同时相应地加强了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权力。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改由５人组成，其中有各民族组织的中央委员会的代表３人，布尔什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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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代表１人和孟什维克代表１人。起初组成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是：阿

·伊·柳比莫夫（布尔什维克）、波·伊·哥列夫（孟什维克）、扬·梯什

卡（波兰社会民主党），约诺夫（崩得）和扬·安·别尔津（拉脱维亚社会

民主党）。但是不久布尔什维克的代表改为尼·亚·谢马什柯，崩得代表

改为米·伊·李伯尔，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改为施瓦尔茨，后二人

是取消派。这样，取消派就在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成员中取得了稳定的

多数。他们极力破坏党中央机关的工作，阻挠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布尔

什维克代表谢马什柯被迫于１９１１年５月退出中央委员会国外局。

１９１１年６月在巴黎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作出了

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政治路线的决议，指出国外局走上了反党的、维

护派别策略的道路，决定把国外局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提交最近召开的

中央委员会全会解决。１９１１年１１月，波兰社会民主党从中央委员会国

外局召回了自己的代表，随后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也召回了自己的代

表。１９１２年１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自行撤销。——５

１９ 参看《“保管人”仲裁法庭的总结》一文（见本卷第３５—３７页）。——５。

２０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中央委员

会议）于１９１１年５月２８日—６月４日（６月１０—１７日）在巴黎举行。这

次会议是在列宁领导下撇开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筹备和召开的，因为该局

的取消派多数一直在阻挠中央全会的召开。会议的筹备工作于１９１１年

４月开始。１９１１年５月上半月，布尔什维克根据１９１０年中央一月全会通

过的中央委员会章程，由自己在中央国外局的代表尼·亚·谢马什柯再

次向中央委员会国外局提出必须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结果再次遭到拒

绝。１９１１年５月１４日（２７日）谢马什柯退出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同一

天，以布尔什维克和波兰社会民主党方面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的

名义，向国外的中央委员发出了参加会议的邀请书。

会议于１９１１年５月２８日（６月１０日）开幕。有权参加会议的９个人

除崩得分子约诺夫外，都出席了会议，他们是布尔什维克列宁、格·叶·

季诺维也夫、阿·伊·李可夫，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扬·梯什卡、费·埃

·捷尔任斯基，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马·奥佐林，呼声派分子波·

伊·哥列夫，崩得分子米·伊·李伯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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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当时党内的状况，列宁在第一次会议上建议应承认这次中央委

员会议不仅有权对某些问题提出意见，而且有权通过党必须执行的决

议。呼声派分子哥列夫和崩得分子李伯尔则企图证明会议无权就召开中

央全会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采取任何实际措施。当会议通过关于确定会

议性质的决定（会议根据这个决定把关于恢复中央的问题列入了议程）

以后，哥列夫退出了会议，并指责会议的参加者“侵权”。

会议讨论了召开中央全会的问题。当讨论到有权参加全会的人选问

题时，列宁声明说，孟什维克约·安·伊苏夫（米哈伊尔）、康·米·叶尔

莫拉耶夫（罗曼）和彼·阿·勃朗施坦（尤里）是斯托雷平“工”党的组织

者，无权参加全会。崩得分子李伯尔则为他们辩护，并退出了会议，以示

对列宁声明的抗议。

会议通过了近期在国外召开中央全会的决议，并为此成立了一个委

员会。

会议拟出了制定党在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中的策略和拟订选

举纲领草案的措施。

会议议程上的主要问题是召开党的代表会议。会议就这个问题通过

的决议指出，第四届杜马选举的临近，工人运动的活跃以及党内的状况，

使召开党代表会议刻不容缓。鉴于不可能立即召开中央全会，会议主动

承担了发起召开代表会议的责任，并成立了筹备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

会。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成立俄国委员会以开展筹备代表会议的

实际工作的建议（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０卷第２７４页）。会议的决议

规定邀请在国外的党组织一道参加组织委员会的工作。在表决时，列宁

对这项决议总的表示同意，同时声明反对邀请反党集团呼声派和前进派

的代表参加组织委员会（同上，第２７５页）。

会议谴责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反党的派别政策，并决定把中央委员

会国外局的存在问题提交中央全会解决。列宁在表决决议案的最后一部

分时弃权，因为他坚持立即改组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会议成立了执行技

术职能（为党的出版工作服务、组织运输等）的技术委员会，归参加会议

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领导。

为了筹备全党代表会议，列宁把富有经验的党的工作者——布尔什

维克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谢尔戈）、波·阿·布列斯拉夫（扎哈尔）和

伊·伊·施瓦尔茨（谢苗）派回国内。到１９１１年９月，赞同会议决议的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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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基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巴库和罗斯托夫委员会，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梯弗利斯选出的领导小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组织市区小组代表

大会以及乌拉尔许多城市的社会民主党组织等。１９１１年９月，组成了有

许多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参加的俄国组织委员会。该委员会筹备了

１９１２年１月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

议。——５。

２１ 技术委员会（国外技术委员会）是１９１１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六

月会议在６月１日（１４日）会议上成立的，执行有关党的出版、运输等工

作的技术职能。技术委员会作为在举行中央全会之前的临时机构，由出

席六月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领导。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

兰社会民主党各有１名代表参加这一委员会。该委员会中调和派多数

（米·康·弗拉基米罗夫和支持他的弗·Ｌ．列德尔）拖延支付国外组织

委员会用于召开党代表会议的款项以及出版布尔什维克的《明星报》的

拨款，并企图阻止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出版。技术委员会

在自己的机关刊物——《情报公报》中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在１０月

１９日（１１月１日）委员会会议讨论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通报》和决议时，

布尔什维克代表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提议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的

决议。这一提议被否决，因而弗拉基米尔斯基退出了技术委员会，从此布

尔什维克和该委员会断绝了一切联系。——５。

２２ 国外组织委员会于１９１１年６月１日（１４日）在六月中央委员会议上成

立，由布尔什维克、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的代表组成。被邀参加

委员会的其他国外组织和团体没有派出自己的代表。组织委员会派格

·康·奥尔忠尼启则为全权代表回国进行筹备全党代表会议的工作，并

印发《告社会民主党各组织、团体和小组书》，号召它们着手选举俄国组

织委员会。然而国外组织委员会从成立时起就由调和派分子以及支持

他们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占了多数，这一调和派多数执行了同拒绝派

代表参加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前进派和列·达·托洛茨基继续谈判的无

原则方针。调和派在自己的刊物上指责布尔什维克搞派性。他们利用自

己在国外组织委员会中的优势，迟迟不把党的经费寄回俄国，阻挠筹备

代表会议。

由于布尔什维克进行工作的结果，成立了俄国组织委员会。１９１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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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月底，国外组织委员会讨论了俄国组织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它的成立

的《通报》和决议，根据决议，俄国组织委员会完全拥有召开代表会议的

一切权力，而组织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均须服从俄国组织委员会。国外

组织委员会的调和派多数拒绝服从这些决议，布尔什维克代表乃退出了

国外组织委员会。１０月３０日（１１月１２日），由国内来到巴黎的奥尔忠尼

启则在国外组织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关于俄国组织委员会活动的报告，在

这以后，国外组织委员会不得不承认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领导作用。然而

国外组织委员会不久就开始公开反对俄国组织委员会，１１月２０日（１２

月３日）它印发了《致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公开信》，指责俄国组织委员会

搞派性。奥尔忠尼启则在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５号

上发表的《给编辑部的信》中，揭露了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反党行为。俄国

组织委员会把在俄国的秘密党组织团结在自己周围，一手完成了召开全

党代表会议的全部筹备工作。——５。

２３ 《崩得评论》（《 》）是崩得国外委员会的机关刊物（不定

期），１９０９年３月—１９１１年２月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５期。——６。

２４ 《真理报》（《 》）是托洛茨基派的派别报纸，１９０８—１９１２年出版，开

头３号在利沃夫出版，后来在维也纳出版，共出了２５号。除前两号作为

斯皮尔卡（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的机关报出版外，该报不代表俄国的

任何党组织，按照列宁的说法，它是一家“私人企业”。该报编辑是列·

达·托洛茨基。

该报以“非派别性”的幌子作掩护，从最初几号起就反对布尔什维

主义，维护取消主义和召回主义，宣扬革命者和机会主义者共处于一党

之中的中派理论。１９１０年中央一月全会以后，该报采取赤裸裸的取消派

的立场，支持反党的“前进”集团。１９１２年，托洛茨基及其报纸成了反党

的八月联盟的发起人和主要组织者。——６。

２５ 巴库和基辅的党组织都是反动时期和新的革命高涨年代最积极的地方

党组织。在巴库，原来存在着两个平行的组织：布尔什维克的巴库委员会

和“孟什维克的领导集体”。１９１１年初，两个组织在反对召回主义和取消

主义、争取恢复秘密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基础上合并成为统一的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巴库委员会。巴库党组织拥护１９１１年中央委员六月会议

关于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并积极参加了建立俄国组织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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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在基辅，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间，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护党派一起

工作。基辅党组织第一个支持１９１１年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关于召开党代

表会议的决定以及建立俄国组织委员会来召开党代表会议的主张，并派

遣了基辅委员会一名委员去协助国外组织委员会的代表进行工

作。——６。

２６ 在俄国组织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担任主席的是基辅和叶卡捷琳诺斯拉

夫组织的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 ．索柯林。——６。

２７ 指１９１１年１１月以单页形式印发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通报》和决议（见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

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３２３—３２８页）。——７。

２８ 指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给《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信。这封信发表

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８日（２１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５号，署名尼

·。——８。

２９ 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其任务是

领导俄国国内地方党组织的实际工作。从１９０８年起，俄国局由在俄国活

动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委员会全体会议选出，在两次全体会议之间负责处

理俄国委员会的一切事务。在１９１０—１９１１年间，即在１９１０年中央委员

会一月全会之后，俄国局由布尔什维克方面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组成，起初是约·彼·戈尔登贝格（梅什科夫斯基）和约·费·杜勃洛文

斯基（英诺森），他们被捕以后是维·巴·诺根（马卡尔）和加·达·莱特

伊仁（林多夫）。孟什维克取消派方面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不参加

俄国局的工作，约·安·伊苏夫（米哈伊尔）、彼·阿·勃朗施坦（尤里）

和康·米·叶尔莫拉耶夫（罗曼）不仅拒绝参加工作，而且宣称他们认为

中央委员会存在的本身是有害的。俄国局尽一切努力召集俄国委员会，

但始终未能成功。１９１１年３月，在诺根和莱特伊仁被捕以后，俄国局即

不复存在。列宁对俄国局整顿国内工作和召集俄国委员会的尝试给予积

极评价，同时对俄国局成员的调和立场给予了尖锐的批评。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

会重新建立了俄国局，其成员有中央委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雅·

米·斯维尔德洛夫、苏·斯·斯潘达良、斯大林，候补中央委员米·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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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里宁、叶·德·斯塔索娃等。——９。

３０ 指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原称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于１９０４

年６月在该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１９０５年６月召开第二次代表大

会，通过党纲。１９０５年该党领导了工人的革命行动，并训练群众准备武

装起义。在１９０６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上，拉脱维

亚社会民主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大会后改称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９。

３１ 这里说的是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的会议所通过的决议。

中央委员会国外局召开的会议于１９１１年８月在伯尔尼的布本贝尔

格咖啡馆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取消派多数米

·伊·李伯尔、彼·伊·哥列夫和施瓦尔茨外，还有列·达·托洛茨基

（维也纳《真理报》）、费·伊·唐恩（《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卢吉斯

（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国外委员会）。李伯尔还代表崩得国外委员

会。扬·梯什卡接到了邀请，但没有出席会议。拒绝出席这次会议的不仅

有《工人报》编辑部，而且还有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

以及《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编辑部和“前进”集团。会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国

内组织委员会、关于对技术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的态度等问题的决议，

企图干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但没有产生任何实际效果。

会议发表的《告全体党员书》说，“三个最强大的党组织”——高加索

区域组织、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给自己提出了立即采取必要

的步骤以成立国内的组织委员会这一任务，会议对它们的倡议表示欢

迎。但是，这个倡议是在所谓“三个最强大的党组织”之一的拉脱维亚社

会民主党尚未表态时就宣扬出去的。因此，１９１１年秋，李伯尔同取消派

的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的一位代表一道前往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

国外委员会的所在地布鲁塞尔（“ｚ城”），企图取得该委员会在决议上的

签名，同时签订“三个最强大的组织的倡议书”。——９。

３２ 指召回派分子安·弗·索柯洛夫（斯·沃尔斯基）。——９。

３３ 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外高加索区域委员会）是高加索孟什维克取消派的

１１５注  释



派别中心。该委员会是在１９０８年２月外高加索社会民主党组织第五次

代表大会上选出的。出席代表大会的有１５名孟什维克和１名布尔什维

克。

委员会没有经过任何选举，也不顾各个党组织的意志，就任命帕·

波·阿克雪里罗得，费·伊·唐恩和诺·维·拉米什维里为出席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代表。１９１２年该委员会参加了托洛

茨基组织的反党的八月联盟。——９。

３４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于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２１—２７日

（１９０９年１月３—９日）在巴黎举行。出席代表会议的有２４名代表，其中

有表决权的代表１６名：布尔什维克５名（中部工业地区代表２名，彼得

堡组织代表２名，乌拉尔组织代表１名），孟什维克３名（均持高加索区

域委员会的委托书），波兰社会民主党５名，崩得３名。布尔什维克另有

３名代表因被捕未能出席。列宁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代

表出席代表会议，有发言权。代表会议的议程包括：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

央委员会、波兰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以及一些大的

党组织的工作报告；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关于社会民主党杜马党

团；因政治情况变化而发生的组织问题；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的统一；国外

事务。

在代表会议上，布尔什维克就所有问题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进行了不

调和的斗争，也同布尔什维克队伍中的召回派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重

大的胜利。代表会议在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里，根据列宁的提议建议中

央委员会维护党的统一，并号召同一切取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而代之以

不定形的合法联合体的企图进行坚决的斗争。由于代表会议须规定党在

反动年代条件下的策略路线，讨论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就具有特别重要

的意义。孟什维克企图撤销这一议程未能得逞。会议听取了列宁作的《关

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报告稿没有保存下来，但其主要思想已

由列宁写入《走上大路》一文，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７卷第３２９—３３９

页），并稍作修改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决议案。在讨论列宁的决议草案时，

孟什维克建议要在决议里指出，专制制度不是在变成资产阶级君主制，

而是在变成财阀君主制，这一修改意见被绝大多数票否决；召回派则声

明他们不同意决议草案的第５条即利用杜马和杜马讲坛进行宣传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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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条，但同意其他各条，因此投赞成票。关于杜马党团问题的讨论集中

在是否在决议中指出杜马党团的错误和中央委员会对党团决定有无否

决权这两点上。孟什维克对这两点均持否定态度，并且援引西欧社会党

的做法作为依据。召回派则声称俄国本来不具备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活

动的条件，杜马党团的错误是客观条件造成的，因此不应在决议中指出。

列宁在发言中对召回派作了严厉批评，指出他们是改头换面的取消派，

他们和取消派有着共同的机会主义基础。代表会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

决议案，对党团活动进行了批评，同时也指出了纠正党团工作的具体措

施。在组织问题上代表会议也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其中指出党

应当特别注意建立和巩固秘密的党组织，而同时利用各种各样的合法团

体在群众中进行工作。在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一的问题上，代表会

议否定了崩得所维护的联邦制原则。此外，代表会议也否决了孟什维克

关于把中央委员会移到国内、取消中央委员会国外局以及把中央机关报

移到国内等建议。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的意义在于它把党引上了

大路，是在反革命胜利后俄国工人运动发展中的一个转折点。——１０。

３５ 关于第二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案件的审判，参看列宁的《关于第

二届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对整个案件的介绍》一文（《列宁全集》第２

版第２０卷第３８１—３８５页）。第三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的质问，在

１９１１年１１月１５日（２８日）杜马会议上讨论过，后来又秘密讨论过三次；

质问提交委员会后被否决。——１２。

３６ 第三届杜马（第三届国家杜马）是根据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１６日）沙皇解散

第二届杜马时颁布的新的选举条例在当年秋天选举、当年１１月１日（１４

日）召开的，存在到１９１２年６月９日（２２日）。这届杜马共有代表４４２人，

先后任主席的有尼·阿·霍米亚科夫、亚·伊·古契柯夫（１９１０年，３月

起）和米·弗·罗将柯（１９１１年起），他们都是十月党人。这届杜马按其

成分来说是黑帮－十月党人的杜马，是沙皇政府对俄国革命力量实行反

革命的暴力和镇压政策的驯服工具。这届杜马的４４２名代表中，有右派

１４７名，十月党人１５４名，立陶宛－白俄罗斯集团７名，波兰代表联盟１１

名，进步派２８名，穆斯林集团８名，立宪民主党人５４名，劳动派１４名，

社会民主党人１９名。因此它有两个反革命的多数：黑帮－十月党人多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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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十月党人－立宪民主党人多数。沙皇政府利用前一多数来保证推行斯

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在工人问题上采取强硬政策，对少数民族采取露骨

的大国主义政策；而利用后一多数来通过微小的让步即用改良的办法诱

使群众脱离革命。

第三届杜马全面支持沙皇政府在六三政变后的内外政策。它拨巨款

给警察、宪兵、法院、监狱等部门，并通过了一个大大扩大了军队员额的

兵役法案。第三届杜马的反动性在工人立法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它把几

个有关工人保险问题的法案搁置了３年，直到１９１１年在新的革命高潮

到来的形势下才予以批准，但保险条件比１９０３年法案的规定还要苛刻。

１９１２年３月５日（１８日），杜马工人委员会否决了罢工自由法案，甚至不

许把它提交杜马会议讨论。在土地问题上，第三届杜马完全支持斯托雷

平的土地法，于１９１０年批准了以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２２日）法令为基础

的土地法，而拒绝讨论农民代表提出的一切关于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

地农民的提案。在少数民族问题上，它积极支持沙皇政府的俄罗斯化政

策，通过一连串的法律进一步限制少数民族的基本权利。在对外政策方

面，它主张沙皇政府积极干涉巴尔干各国的内政，破坏东方各国的民族

解放运动的革命。

第三届国家杜马的社会民主党党团，尽管工作条件极为恶劣，人数

不多，在最初活动中犯过一些错误，但是在列宁的批评和帮助下，工作有

所加强，在揭露第三届杜马的反人民政策和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进行政治

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１２。

３７ 立宪民主党（正式名称为人民自由党）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

的主要政党，于１９０５年１０月成立。中央委员中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地方自治人士和自由派地主。主要活动家有帕·尼·米留可夫、谢·

安·穆罗姆采夫、瓦·阿·马克拉柯夫、安·伊·盛加略夫、彼·伯·司

徒卢威、约·弗·盖森等。立宪民主党提出一条与革命道路相对抗的和

平的宪政发展道路，主张俄国实行立宪君主制和资产阶级的自由。１９０６

年春，它曾同政府进行参加内阁的秘密谈判，后来在国家杜马中自命为

“负责的反对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支持沙皇政府的掠夺政策，

曾同十月党等反动政党组成“进步同盟”，要求成立责任内阁，即资产阶

级和地主所信任的政府，力图阻止革命并把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二月

革命后，立宪民主党在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中居于领导地位，竭力阻挠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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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问题、民族问题等基本问题的解决，奉行继续帝国主义战争的政策。七

月事变后，它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阴谋建立军事独裁。十月革命胜利

后，苏维埃政府于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宣布立宪民主党为

“人民公敌的党”。该党随之转入地下，继续进行反革命活动，并参与白卫

将军的武装叛乱。国内战争结束后，该党上层分子大多数逃亡国外。１９２１

年５月，该党在巴黎召开代表大会时分裂，作为统一的党不复存在。

“陛下的反对派”一词出自俄国立宪民主党领袖帕·尼·米留可夫

的一次讲话。１９０９年６月１９日（７月２日），米留可夫在伦敦市长举行的

早餐会上说：“在俄国存在着监督预算的立法院的时候，俄国反对派始终

是陛下的反对派，而不是反对陛下的反对派。”（见１９０９年６月２１日（７

月４日）《言语报》第１８７号）本卷里的“伦敦口号”也是指米留可夫的这

句话。——１２。

３８ “进步派”是俄国自由主义君主派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集团，由第三届国

家杜马中的和平革新党和民主改革党的代表联合组成。出于害怕爆发新

的革命的动机，“进步派”批评沙皇政府的“极端行为”，认为政府不肯让

步造成了左派革命力量活动的条件。在１９１２年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

“进步派”同立宪民主党结成了联盟。“进步派”杜马代表在第三届杜马初

期是２８名，末期增加到３７名，到了第四届杜马又进一步增至４８名。

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１１—１３日，“进步派”在彼得堡召开代表大会，组成独

立政党——进步党。该党纲领的要点是：制定温和的宪法，实行细微的改

革，建立责任内阁即对杜马负责的政府，镇压革命运动。列宁称这个纲领

为民族主义自由派纲领，认为进步党人按其成分和思想体系来说是十月

党人和立宪民主党人的混合物，该党将成为德国也有的那种“真正的”资

本主义资产阶级政党。进步党的首领中有著名的大工厂主亚·伊·柯诺

瓦洛夫、帕·巴·里亚布申斯基、弗·巴·里亚布申斯基，大地主和地方

自治人士伊·尼·叶弗列莫夫、格·叶·李沃夫、尼·尼·李沃夫、叶·

尼·特鲁别茨科伊、德·尼·希波夫、马·马·柯瓦列夫斯基等。第一次

世界大战期间，进步党人支持沙皇政府，倡议成立军事工业委员会。１９１５

年夏，进步党同其他地主资产阶级政党联合组成“进步同盟”，后于１９１６

年退出。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进步党的一些首领加入了国家杜马临时委

员会，后又加入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但这时进步党本身实际上已经瓦

解。十月革命胜利后，原进步党首领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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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９ 十月党人是俄国十月党的成员。十月党（十月十七日同盟）代表和维护俄

国大工商业资本家和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大地主的利益，属于自由派

右翼。该党于１９０５年１１月成立，名称取自沙皇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宣

言。十月党的主要领导人是大工业家和莫斯科房产主亚·伊·古契柯夫

和大地主米·弗·罗将柯，活动家有彼·反·葛伊甸、德·尼·希波夫、

米·亚·斯塔霍维奇、尼·阿·霍米亚科夫等。十月党完全拥护沙皇政

府的对内对外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它曾号召支持政府，后来参加

了军事工业委员会的活动，同立宪民主党等组成“进步同盟”，主张把帝

国主义的掠夺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并通过温和的改革来阻止人民革命

和维护君主制。二月革命后，该党参加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

后，十月党人反对苏维埃政权，在白卫分子政府中担任要职。——１２。

４０ 《莫斯科呼声报》（《 》）是俄国十月党人的机关报（日报），

１９０６年１２月２３日—１９１５年６月３０日（１９０７年１月５日—１９１５年７

月１３日）在莫斯科出版。十月党人领袖亚·伊·古契柯夫是该报的出

版者和第一任编辑，也是后来的实际领导者。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尼·斯

·阿夫达科夫、亚·弗·博勃里舍夫－普希金、尼·谢·沃尔康斯基、

弗·伊·格里耶、费·尼·普列瓦科、亚·阿·斯托雷平等。该报得到

俄国大资本家的资助。——１２。

４１ 《生活事业》杂志（《 》）是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机关刊物，

１９１１年１—１０月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９期。——１３。

４２ 《言语报》（《 》）是俄国立宪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１９０６年２月

２３日（３月８日）起在彼得堡出版，实际编辑是帕·尼·米留可夫和约·

弗·盖森。积极参加该报工作的有马·莫·维纳维尔、帕·德·多尔戈

鲁科夫、彼·伯·司徒卢威等。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该报积极支持资产

阶级临时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反对布尔什维克。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６日

（１１月８日）被查封。后曾改用《我们的言语报》、《自由言语报》、《时代

报》、《新言语报》和《我们的时代报》等名称继续出版，１９１８年８月最终

被查封。——１３。

４３ 经济主义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俄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机会主义派别，

是国际机会主义的俄国变种。经济派的代表人物是康·米·塔赫塔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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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谢·尼·普罗柯波维奇、叶·德·库斯柯娃、波·尼·克里切夫斯

基、亚·萨·皮凯尔（亚·马尔丁诺夫）、弗·彼·马赫诺韦茨（阿基莫

夫）等。经济派的主要报刊是《工人思想报》（１８９７—１９０２年）和《工人事

业》杂志（１８９９—１９０２年）。

经济派主张工人阶级只进行争取提高工资、改善劳动条件等等的经

济斗争，认为政治斗争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事情。他们否认工人阶级政

党的领导作用，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否认向工人运动灌输社会主义

意识的必要性，维护分散的和手工业的小组活动方式，反对建立集中的

工人阶级政党。经济主义有诱使工人阶级离开革命道路而沦为资产阶级

政治附庸的危险。

列宁对经济派进行了始终不渝的斗争。他在《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抗

议书》（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卷第１４４—１５６页）中尖锐地批判了经

济派的纲领。列宁的《火星报》在同经济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列宁的《怎么办？》（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６卷第１—１８３页）一书，从思

想上彻底地粉碎了经济主义。——１４。

４４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对待非无产阶

级政党的态度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

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２０６—２０７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于１９０７年４月３０日—５

月１９日（５月１３日—６月１日）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有３４２名，代表约

１５万名党员，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３０３名，有发言权的代表３９名。在有

表决权的代表中，有布尔什维克８９名，孟什维克８８名，波兰王国和立陶

宛社会民主党代表４５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代表２６名，崩得

代表５５名。列宁作为卡马河上游地区（乌拉尔）党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代

表大会并被选入了主席团。

代表大会讨论了以下问题：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杜马党团的工

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组织；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国家杜马；“工人代

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工会和党；游击行动；组织问题；军队中的工

作。列宁作了关于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态度问题的报告和总结发言，并

就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和杜马党团的工作报告等问题发了言。

布尔什维克在代表大会上得到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以

及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用革命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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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结了他们，因而在代表大会上获得了多数，取得了革命马克思主义路

线的胜利。在一切主要问题上，代表大会都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案。

布尔什维克的策略被确定为全党的统一的策略。代表大会选举了由５名

布尔什维克、４名孟什维克、２名波兰社会民主党人、１名拉脱维亚社会

民主党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鉴于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分不一，中央的领

导不可靠，在代表大会结束时布尔什维克在自己的会议上成立了以列宁

为首的布尔什维克的中央。——１５。

４５ 《未来报》（《 》）（《ＬＡｖｅｎｉｒ》）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报纸，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２２日—１９１４年１月４日在巴黎用俄文出版（有些材料用

法文刊印），编辑是弗·李·布尔采夫，撰稿人中有孟什维克和社会革

命党人。——１６。

４６ 指第一届和第二届国家杜马。

第一届国家杜马（即所谓维特杜马）是根据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

谢·尤·维特制定的条例于１９０６年４月２７日（５月１０日）召开的，共有

代表４７８名，其中立宪民主党人占三分之一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谢

·安·穆罗姆采夫。布尔什维克抵制了这一届杜马的选举。

第一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是土地问题。立宪民主党人于５月８日

（２１日）向杜马提出了由４２名代表签署的法案，力图保持地主土地占有

制，只允许通过“按公平价格”赎买的办法来强制地主转让主要用农民的

耕畜和农具耕种的或已出租的土地。劳动派于５月２３日（６月５日）提出

了以“１０４人法案”著称的土地立法草案，要求建立全民土地资产，把超

过劳动土地份额的地主土地及其他私有土地收归国有，按劳动土地份额

平均使用土地。沙皇政府于６月２０日（７月３日）发表声明，断然表示地

主土地占有制不可动摇，并于７月９日（２２日）宣布解散第一届国家杜

马。

第二届国家杜马于１９０７年２月２０日（３月５日）召开，共有代表

５１８人。主席是立宪民主党人费·亚·戈洛文。尽管当时俄国革命处于

低潮时期，而且杜马选举是间接的、不平等的，但由于各政党的界限比第

一届国家杜马时期更为明显，群众的阶级觉悟较前提高，以及布尔什维

克参加了选举，所以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左派力量有所加强。

第二届国家杜马的中心议题仍然是土地问题。右派和十月党人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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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斯托雷平关于土地改革的法令。立宪民主党人大大删

削了自己的土地立法草案，把强制转让土地的做法减到最低限度。劳动

派在土地问题上仍然采取在第一届杜马中采取的立场。孟什维克占多数

的社会民主党党团提出了土地地方公有化草案，布尔什维克则捍卫全部

土地国有化纲领。

在第二届国家杜马中，布尔什维克执行与劳动派建立“左派联盟”的

策略，孟什维克则执行支持立宪民主党人的机会主义策略。

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１６日），沙皇政府发动反革命政变，解散了第二届

国家杜马。——１８。

４７ 指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１７日（３０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迫于革命运动高涨的形

势而颁布《关于完善国家制度的宣言》，许诺给予居民以“公民自由”和召

开“立法杜马”一事。参看列宁《革命第一个回合的胜利》和《总解决的时

刻临近了》两文（《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２卷第２６—３３页和第６５—７４

页）。——１９。

４８ 《无产者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于１９０６年８

月２１日（９月３日）—１９０９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１日）出版，共出了５０

号。该报由列宁主编，在不同时期参加编辑部的有亚·亚·波格丹诺

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约·费·杜勃洛文斯基等。《无产者报》的头

２０号是在维堡排版送纸型到彼得堡印刷的，但为保密起见报上印的是

在莫斯科出版。由于秘密报刊出版困难，从第２１号起移至国外出版（第

２１—４０号在日内瓦、第４１—５０号在巴黎出版）。《无产者报》是作为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莫斯科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的，在头２０

号中有些号还同时作为莫斯科郊区委员会、彼尔姆委员会、库尔斯克委

员会和喀山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但它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的中央机关

报。该报共发表了列宁的１００多篇文章和短评。《无产者报》第４６号附刊

上发表了１９０９年６月在巴黎举行的《无产者报》扩大编辑部会议的文

件。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无产者报》在保存和巩固布尔什维克组织方

面起了卓越的作用。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１９１０年一月全

体会议的决议，《无产者报》停刊。——２０。

４９ 国务会议是俄罗斯帝国的最高咨议机关，于１８１０年设立，１９１７年二月

革命后废除。国务会议审议各部大臣提出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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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不具有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的主席和成员由沙皇从高级官员中任

命。在沙皇亲自出席国务会议时，由沙皇担任主席。国家杜马设立以后，

国务会议获得了除改变国家根本法律以外的立法提案权。国务会议成

员半数改由正教、各省地方自治会议、各省和各州贵族组织、科学院院士

和大学教授、工商业主组织、芬兰议会分别选举产生。国务会议讨论业经

国家杜马审议的法案，然后由沙皇批准。——２１。

５０ 这里说的是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７日《未来报》第９号登载的《第二届国家杜

马代表格·叶·别洛乌索夫》一文。关于“拿炸弹的自由派”一词，参看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０卷第９８页。——２３。

５１ 第三届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成员阿·阿·沃伊洛什尼科夫在１９１１年

１２月２日（１５日）第三十五次杜马会议上讨论关于修改兵役条例的法律

草案时发言，把沙皇军队叫作警察军队，并号召用全民武装来代替常备

军。由于这个发言，杜马主席提议取消沃伊洛什尼科夫参加５次会议的

资格。沃伊洛什尼柯夫在这次会议上作了第二次发言以后，取消参加会

议资格的次数又增至１５次。对杜马主席的第一次提议，立宪民主党人投

了赞成票。——２３。

５２ 指尼·亚·罗日柯夫的《俄国的现状和当前工人运动的基本任务》一文。

列宁在《自由派工党的宣言》一文中已批判过罗日柯夫的这篇文章（见

《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０卷第３９５—３９５页）。——２４。

５３ 劳动派（劳动团）是俄国国家杜马中的农民代表和民粹派知识分子代表

组成的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集团，１９０６年４月成立。领导人有阿·费·阿

拉季因、斯·瓦·阿尼金。在国家杜马中，劳动派动摇于立宪民主党和布

尔什维克之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劳动派多数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

立场。二月革命后，劳动派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１９１７年６月与

人民社会党合并。十月革命后，劳动派站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势力方

面。——２４。

５４ 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是帕·波·阿克雪里罗得于１９０５年夏首次提

出的，得到了其他孟什维克的支持。这一思想概括起来说就是召开各种

工人组织的代表大会，在这个代表大会上建立社会民主党人、社会革命

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参加的合法的“广泛工人政党”。俄国社会民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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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专门就工人代表大会和非党工人组织问题通

过了一项决议，指出孟什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思想“实质上要导致

以长期性的非党工人组织代替社会民主党，而工人代表大会的宣传和组

织准备工作必不可免地会导致党的瓦解，并促使广大工人群众接受资产

阶级民主派的影响”（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

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２０８页）。与布尔什维克一起

反对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有波兰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列宁对孟什

维克召开工人代表大会的主张的批判，见《革命界的庸俗习气》、《孟什维

主义的危机》、《知识分子斗士反对知识分子的统治》、《气得晕头转向（关

于工人代表大会问题）》（《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４卷第４３—５３页和第

１４７—１７１页，第１５卷第１６５—１６８页和第２４３—２５６）等文。——２９。

５５ 请愿运动是取消派和列·达·托洛茨基围绕着彼得堡取消派于１９１０年

１２月起草的《请愿书》而掀起的宣传运动。这份要求结社、集会和罢工自

由的《请愿书》，准备以工人的名义提交第三届国家杜马，因此曾被发到

各企业去征集工人的签名。但是请愿运动在工人中间没有取得多大成

功，征集到的签名仅有１３００个。布尔什维克对“请愿运动”的看法，见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关于“请愿运动”的决

议》（本卷第４９１—４９２页）。——３０。

５６ 指彼得堡召回派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前夕提交彼

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的决议案。１９０９年４月４日（１７日）《无产者报》第

４４号附刊发表了这个决议案。列宁在同期附刊上发表了《面目全非的布

尔什维主义》一文，对召回派的这个决议案进行了批判（见《列宁全集》第

２版第１７卷第３６７—３７９页）。——３３。

５７ 民族党人是指全俄民族盟的成员。全俄民族联盟是俄国地主、官僚的反

革命君主主义政党。该党前身是１９０８年初从第三届国家杜马右派总联

盟中分离出来的一个独立派别，共２０人，主要由西南各省的杜马代表组

成。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２５日，该派同当年４月１９日组成的温和右派党的党团

合并成为“俄国民族党人”共同党团（１００人左右）。１９１０年１月３１日组

成为统一的党——全俄民族联盟，党和党团主席是彼·尼·巴拉绍夫，

领导人有 ．．．克鲁平斯基、弗·阿·鲍勃凌斯基、米·奥·缅施科夫

和瓦·维·舒利金。该党以维护贵族特权和地主所有制、向群众灌输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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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的民族主义思想为自己的主要任务。该党的纲领可以归结为极端沙文

主义、反犹太主义和要求各民族边疆区俄罗斯化。１９１７年二月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后，该党即不复存在。

君主派是指俄国君主党。该党于１９０５年秋在莫斯科最终形成，参加

者是一些大土地占有者、沙皇政府的大臣和高级僧侣，首领是反动政论

家弗·安·格林格穆特、大司祭 ．．沃斯托尔戈夫、 ．．多尔戈鲁科夫

公爵、．．罗森男爵等。该党的机关刊物是《莫斯科新闻》和《俄罗斯通

报》。该党奉行与俄罗斯人民同盟相近的方针，维护沙皇专制制度、等级

制度以及正教和大俄罗斯民族的特权。１９１１年该党改名为“俄罗斯君主

主义同盟”。——３８。

５８ 指以 ．．戈洛洛博夫为代表的极右翼十月党人。——３９。

５９ 指社会革命党。

社会革命党是俄国最大的小资产阶级政党，于１９０１年底—１９０２年

初由南方社会革命党、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老民意党人小组、社会主义

土地同盟等民粹派团体联合而成。成立时的领导人有马·安·纳坦松、

叶·康·布列什柯－布列什柯夫斯卡娅、尼·谢·鲁萨诺夫、维·米·

切尔诺夫、米·拉·郭茨、格·安·格尔舒尼等。社会革命党人的理论观

点是民粹主义和修正主义思想的折中混合物。他们否认无产阶级和农民

之间的阶级差别，抹杀农民内部的矛盾，否认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中的领导作用。在土地问题上，社会革命党人主张消灭土地私有制，

按照平均使用原则将土地交村社支配，发展各种合作社。在策略方面，社

会革命党人采用了社会民主党人进行群众性鼓动的方法，但主要斗争方

法还是搞个人恐怖。为了进行恐怖活动，该党建立了秘密的事实上脱离

该党中央的战斗组织。

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社会革命党曾在农村开展焚

烧地主庄园、夺取地主财产的所谓“土地恐怖”运动，并同其他政党一起

参加武装起义和游击战，但也曾同资产阶级的解放社签订协议。在国家

杜马中，该党动摇于社会民主党和立宪民主党之间。该党内部的不统一

造成了１９０６年的分裂，该党的右翼和极左翼分别组成了人民社会党和

最高纲领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会。在斯托雷平反动时期，社会革命党经

历了思想上、组织上的严重危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社会革命党的

２２５ 列 宁 全 集  第二十一卷



大多数领导人采取了社会沙文主义的立场。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社会革

命党积极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七月事变时期公开转向资产阶级方

面。十月革命后，社会革命党人公开进行反苏维埃的活动，在国内战争时

期进行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武装斗争，对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领导人实

行个人恐怖。内战结束后，他们在“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苏维埃”的口号

下组织了一系列叛乱。１９２２年，社会革命党彻底瓦解。——４４。

６０ 指沙皇尼古拉二世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１６日）颁布的解散第二届杜马和修

改杜马选举条例的宣言。新的选举条例大大增加了地主和工商业资产阶

级在杜马中的代表权。按照新的选举条例，地主选民团每２３０人选出１

个复选人，第一城市选民团每１０００人选出１个复选人，第二城市选民团

每１５０００人选出１个复选人，农民选民团每６００００人选出１个复选人，

工人选民团每１２５０００人选出１个复选人。地主和资产阶级共选出６５％

的复选人（其中地主选出４９．４％的复选人），农民选出２２％的复选人（原

为４４％），工人只选出２％的复选人（原为４％）。新的选举条例还剥夺了

俄国亚洲部分土著居民以及阿斯特拉罕省和斯塔夫罗波尔省突厥民族

的选举权，并削减了民族地区的杜马席位（高加索由２９席减为１０席，波

兰王国由３７席减为１４席）。在整个俄国，所有不会俄语的人都被剥夺了

选举权。根据这个选举条例选出的第三届杜马，按其成分来说是黑帮－

十月党人的杜马。——４４。

６１ 根据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城市选民按照财产状况分

为两个等级：第一等城市选民大会和第二等城市选民大会（或第一城市

选民团和第二城市选民团）。第一等城市选民大会是由大资产阶级组成

的。——４５。

６２ 指各省选举大会首先从各选民团复选人中选出的杜马代表。１９０７年６

月３日的选举条例规定了每个省所选杜马代表总名额，同时还规定每个

省的选举大会首先从哪些选民团的复选人中分别选举杜马代表各１名

（由土地占有者选民团和第一城市选民团复选人占多数的省选举大会来

选举，并非由该选民团复选人自己推举），然后再来选举名额中余下的代

表。——４７。

６３ 列宁对无党派和右派农民代表提交第三届国家杜马的土地法案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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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新土地政策》和《第三届杜马关于土地问题的讨论》两文（《列宁全集》

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４３３—４３６页，第１７卷第２８３—２９７页）。——４８。

６４ 这是有关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的一组文献。

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于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４—１７日（２７—３０日）在

列宁领导下于巴黎举行。会议是由布尔什维克《工人报》巴黎协助小组发

起召开的，目的是团结国外的布尔什维克力量，对全国党代表会议的召

开加以协助。出席会议的有１１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他们代表巴黎、南锡、

苏黎世、达沃斯、日内瓦、列日、伯尔尼、不来梅和柏林的布尔什维克小

组，其他地区的布尔什维克小组由于各种困难，未能派代表出席会议。有

些布尔什维克小组给会议寄来了书面报告。列入会议日程的有以下问

题：组织局和各地代表的报告；关于党内状况；关于国外状况和对各派别

的态度；组织问题；关于国外工作的任务；对代表会议的态度。

列宁致开幕词并作了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尼·亚·谢马什柯和米

·费·弗拉基米尔斯基分别作了关于国外状况的报告。列宁提出的决议

草案构成了会议通过的关于这三个报告的总决议的基础。会议确认呼声

派和前进派已彻底离开了党。会议赞同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就召开党代表

会议所采取的措施。会议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及

其召开的代表会议的决议。

会议决定在贯彻真正的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国外组织（包括各地的支部），而不容许同取消派妥协。会议选出了国外

组织委员会。会议的《通报》和决议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

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２日以单页形式出版（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

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３２９—３３９

页）。——６３。

６５ 这里说的是１９１０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全会上布尔什维克同其

他派别签订的“条约”，即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派别中心的决议》和所附

的《布尔什维克的宣言》和《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部按》（见《苏联共

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１分册第３０７—３１０页）。——６３。

６６ “１９１０年１２月—１９１１年６月”是指从１９１０年１１月２２日（１２月５日），

由于孟什维克、前进派及其他派别不履行协议和执行１９１０年中央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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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的决议，列宁及其他布尔什维克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

外局提出声明，要求召开中央全会以解决关于把交给“保管人”的钱款归

还给布尔什维克的问题起，到１９１１年５月２８日—６月４日（６月１０—１７

日）在巴黎召开中央委员会议止的这段时间。——６３。

６７ 指１９１１年在巴黎召开的中央委员六月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布尔什维克、

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三个派别的联盟”）通过了关于在国外召

开中央全会和召开党的代表会议的决议，并成立了召开代表会议的组织

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会后不久，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就在组织

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里进行反对执行会议决议的斗争。布尔什维克和孟

什维克护党派在他们的阻挠下共同执行了这些决议（“诺言”）。——６３。

６８ 多数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个时期是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一月

全会（１９１０年）以后一个时期，那时调和派中央委员徒然试图吸收孟什

维克取消派（彼·阿·勃朗施坦，康·米·叶尔莫拉耶夫，约·安·伊苏

夫等）参加中央委员会俄国局的实际工作，结果严重地妨碍了工作，而为

取消派效了劳。这一时期由于４名中央委员（约·彼·戈尔登贝格、约·

费·杜勃洛文斯基、加·达·莱特伊仁和维·巴·诺根）被捕而结束。多

数派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第二个时期是指１９１１年中央委员六月会议以后

的时期，那时调和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人在负责召开代表会议的国外组

织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里联合起来反对布尔什维克。——６３。

６９ 列宁的这个建议是在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６日（２９日）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

议上提出的，当时会议正在审议是在这次会议上详细讨论国外组织章程

草案还是把它移交给国外组织委员会去同各小组协商并最后批准这一

问题。列宁的建议以８票对１票获得通过。——６８。

７０ 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由列宁提出，在１９１１年１２

月１７日（３０日）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巴黎会议最后一次会议上一致通

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委员会的《通报》公布了这个决议，并附

有以下说明：“会议通过这一特别决议告诫一切护党同志必须竭力支持

俄国组织委员会及其召开的代表会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

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３３７

页）——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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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９日（２２日）法令即沙皇政府颁布的《关于农民土地占有和

土地使用现行法令的几项补充决定》（这项法令由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

通过后称为１９１０年６月１４日法令）。作为对这项法令的补充，沙皇政府

于１９０６年１１月１５日（２８日）又颁布了《关于农民土地银行以份地作抵

押发放贷款的法令》。根据这两个法令，农民可以退出村社，把自己的份

地变成私产，也可以卖掉份地。村社必须为退社农民在一个地方划出建

立独立田庄或独立农庄的土地。独立田庄主和独立农庄主可以从农民土

地银行取得优惠贷款来购买土地。沙皇政府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

雷平制定这些土地法令的目的是，在保留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强制破坏村

社的条件下，建立富农这一沙皇专制制度在农村的支柱。列宁称１９０６年

斯托雷平土地法令是继１８６１年改革以后俄国从农奴主专制制度变为资

产阶级君主制的第二步。

尽管沙皇政府鼓励农民退出村社，但在欧俄部分，九年中（１９０７—

１９１５年）总共只有２５０万农户退出村社。首先使用退出村社的权利的是

农村资产阶级，因为这能使他们加强自己的经济。也有一部分贫苦农民

退出了村社，其目的是为了出卖份地，彻底割断同农村的联系。穷苦的小

农户仍旧象以前一样贫穷和落后。斯托雷平的土地政策并没有消除全体

农民和地主之间的矛盾，只是导致了农民群众的进一步破产，加剧了富

农和贫苦农民之间的阶级矛盾。——７０。

７２ 和平革新党是俄国大资产阶级和地主的君主立宪主义组织，由左派十月

党人彼·亚·葛伊甸、德·尼·希波夫、米·亚·斯塔霍维奇和右派立

宪民主党人尼·尼·李沃夫、叶·尼·特鲁别茨科伊等在第一届国家杜

马中的“和平革新派”基础上组建，１９０６年７月成立。该党持介乎十月党

和立宪民主党之间的立场，主要是在策略上与它们有所不同，而其纲领

则十分接近于十月党。和平革新党维护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按资本主义方

式经营的地主的利益，列宁曾称之为“和平掠夺党”。在第三届国家杜马

（１９０７年选出）中，和平革新党同民主改革党联合组成“进步派”，该派是

１９１２年成立的进步党的核心。和平革新党的正式机关刊物是《言论报》

和《莫斯科周刊》。——７５。

７３ 《俄罗斯新闻》（《 》）是俄国报纸，１８６３—１９１８年在莫斯

科出版。它反映自由派地主和资产阶级的观点，主张在俄国实行君主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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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撰稿人是一些自由派教授。至７０年代中期成为俄国影响最大的报纸

之一。８０—９０年代刊登民主主义作家和民粹主义者的文章。１８９８年和

１９０１年曾经停刊。从１９０５年起成为右翼立宪民主党人的机关报。１９１７

年二月革命后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被查封。——７６。

７４ 《新时报》（《 》）是俄国报纸，１８６８—１９１７年在彼得堡出版。出

版人多次更换，政治方向也随之改变。１８７２—１８７３年一度采取进步自由

主义的方针。１８７６—１９１２年由反动出版家阿·谢·苏沃林掌握，成为俄

国最没有原则的报纸。１９０５年起是黑帮报纸。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完全

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反革命政策，攻击布尔什维克。１９１７年１０月

２６日（１１月８日）被查封。列宁称《新时报》是卖身投靠的报纸的典

型。——７７。

７５ 《俄国报》（《 》）是一份反动的黑帮报纸（日报），１９０５年１１月—

１９１４年４月在彼得堡出版。从１９０６年起成为内务部的机关报。该报接

受由内务大臣掌握的政府秘密基金的资助。——８３。

７６ 关于保安机关的质询即因大臣会议主席彼·阿·斯托雷平被暗杀而对

保安机关和警察司的活动提出的质询。这一质询是由以十月党人与民族

党人这两个党团为一方，社会民主党党团为另一方分别提出的，曾在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５日（２８日）第三届国家杜马会议上讨论。

关于饥荒的质询即就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对歉收省份的居民给予

粮食救援一事提出的质询。这一质询由劳动派提出，在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５

日（２８日）的杜马会议上通过。

关于１８８１年“暂行”条例的质询即就延长１８８１年８月１４日沙皇批

准的维护国家秩序和社会安定的措施的条例的有效期一事提出的质询。

这一质询是由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５４名成员签名提出的，曾在１９１１年

１０月１７日（３０日）的杜马会议上讨论。——８３。

７７ 立宪民主党代表尼·瓦·捷斯连科在发言的结尾说：“……你们认为可

以通过行政程序而不通过法律程序来继续实施非常状态，但是请允许我

提醒你们，伟大的国家法学家耶利内克曾就此说过：‘不要忘记，这种行

动程序已把王冠加给了两位国君，一位英国的和一位法国的。’”为此他

被取消了参加１５次会议的资格。——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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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８ 达达兰是法国作家阿·都德的小说《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中的主人公，

一个惯于说大话、吹牛皮的人物。——１０１。

７９ 指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时期（１８８１—１８９４年），当时曾进行反动的“反

改革”。——１０９。

８０ 指沙皇尼古拉一世在位时期（１８２５—１８５５年）。——１０９。

８１ “第三种分子”是对在地方自治机关里受雇担任农艺师、统计人员、技术

员、医生、兽医、教师等职务的平民知识分子的一种称呼，以区别于政府

与行政当局的人员（第一种分子）和选举产生的地方自治机关的代表（第

二种分子）。“第三种分子”这个词是俄国萨马拉省副省长 ．．康多伊迪

于１９００年首次使用的，在２０世纪最初１０年里流行于俄国。据统计，１９

世纪末俄国３４省共有６５０００—７００００名地方自治机关职员。“第三种分

子”的队伍中有不少资产阶级自由派人士和民粹派分子，也有社会民主

党人。地方自治机关的文化经济活动，特别是医疗卫生在学校事业，靠着

“第三种分子”而得到广泛发展。“第三种分子”作用的增强，遭到了沙皇

行政机关和保守的贵族地方自治人士的反对。关于“第三种分子”，可参

看《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５卷第２９３—３０１页。——１０９。

８２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是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和７０年代初期德国工人运动

中的两个派别。

拉萨尔派是全德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德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斐

·拉萨尔的拥护者。全德工人联合会在１８６３年于莱比锡召开的全德工

人代表大会上成立，拉萨尔是它的第一任主席。他为联合会制定了纲领

和策略基础，规定争取普选权和建立由国家帮助的工人生产合作社为联

合会的政治纲领和经济纲领。在实践活动中，拉萨尔派支持奥·俾斯麦

的在普鲁士领导下通过王朝战争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政策。马克思和恩

格斯曾多次尖锐地批判拉萨尔派的理论、策略和组织原则，指出它是德

国工大运动中的机会主义派别。

爱森纳赫派是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该党是在奥·倍倍尔和威

·李卜克内西领导下，于１８６９年在爱森纳赫代表大会上成立的，曾参加

第一国际。由于经常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导，爱森纳赫派执行了比

较彻底的革命政策，尤其是在德国统一的问题上一贯坚持民主的和无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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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的道路。

拉萨尔派和爱森纳赫派于１８７５年在哥达代表大会上合并为统一的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１１８。

８３ “你把本性赶出门外，它会从窗口飞进来”是法国作家让·拉封丹所写寓

言《变成女人的牝猫》的结束语，意思是事物的本性不能改变。寓言说，一

个男人养了一只牝猫，经过日夜祈祷，牝猫终于变成了女人，做了他的妻

子。可是一天夜里，老鼠来咬席子，新娘又象猫一样捉起老鼠来。——

１１９。

８４ 《鄂毕生活报》（《 》）是俄国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日报，１９０９—

１９１２年在新尼古拉耶夫斯克（现称新西伯利亚）出版。——１２０。

８５ 利德瓦尔案件是指１９０６年瑞典大奸商埃·莱·利德瓦尔和沙皇俄国副

内务大臣弗·约·古尔柯利用饥荒盗窃公款的案件。利德瓦尔在古尔柯

帮助下，同政府签订了一项合同，规定在１９０６年１０—１２月为俄国南方

饥荒省份提供１０００万普特黑麦。利德瓦尔从古尔柯那里支取了巨额的

国家预付款，然后向古尔柯及其他官员行贿。结果，直到１２月中旬运达

铁路线的粮食还不及总量的十分之一。这一盗窃国库和利用饥荒进行投

机的罪行被揭露后，沙皇政府不得不把案件提交法庭审理。但是古尔柯

除被撤职外，未受其他处分。——１２４。

８６ 这里是借用基督教圣经里的话。耶稣曾用装酒的譬喻来说明新旧难合：

“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囊里；若是这样，皮囊就会裂开，酒漏出来，连皮

囊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囊里，两样就都保全了。”——１２４。

８７ 指１９０８年１２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

和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对斯托雷平土地政策的性质所作的分析（见《苏联

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

第１分册第２４７—２４９页）。关于斯托雷平的改革，见注７１。——１２４。

８８ 这里说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目前形势和党

的任务的决议》。——１２４。

８９ 这是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的一组文献。有关这次

代表会议的另外一些材料，收在本卷《附录》中（见第４８６—４９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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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全国代表会议于１９１２年１月５—１７日

（１８—３０日）在布拉格举行，会址在布拉格民众文化馆捷克社会民主党

报纸编辑部内。

这次代表会议共代表２０多个党组织。出席会议的有来自彼得堡、莫

斯科、中部工业地区、萨拉托夫、梯弗利斯、巴库、尼古拉耶夫、喀山、基

辅、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德文斯克和维尔诺的代表。由于警察的迫害和其

他方面的困难，叶卡捷琳堡、秋明、乌法、萨马拉、下诺夫哥罗德、索尔莫

沃、卢甘斯克、顿河畔罗斯托夫、巴尔瑙尔等地党组织的代表未能到会，

但这些组织都送来了关于参加代表会议的书面声明。出席会议的还有中

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工人报》编辑部、国外组织委员会、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运输组等单位的代表。代表会议的代表中有两位

是孟什维克护党派分子 ．．施瓦尔茨曼和雅·达·捷文），其余都是

布尔什维克。这次代表会议实际上起了代表大会的作用。

出席代表会议的一批代表和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全权代表曾经写信

给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崩得中央委员会、波兰和立

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以及国外各集团，请它们派代表出席代表

会议，但被它们所拒绝。马·高尔基因病没有到会，他曾写信给代表们表

示祝贺。

列入代表会议议程的问题是：报告（俄国组织委员会的报告，各地方

以及中央机关报和其他单位的报告）；确定会议性质；目前形势和党的任

务；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杜马党团；工人国家保险；罢工运动和工会；

“请愿运动”；关于取消主义；社会民主党人在同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党

的出版物；组织问题；党在国外的工作；选举；其他。

列宁代表中央机关报编辑部出席代表会议，领导了会议的工作。列

宁致了开幕词，就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讲了话，作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

的任务的报告和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并在讨论中央机关报

工作、关于社会民主党在同饥荒作斗争中的任务、关于组织问题、关于党

在国外的工作等问题时作了报告或发了言。他起草了议程上所有重要问

题的决议案，代表会议通过的决议也都经过他仔细审订。

代表会议共开了２３次会议，对各项决议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关于

党的工作的性质和组织形式》这一决议，是议程上的组织问题与罢工运

动和工会这两个问题的共同决议）。会议的记录至今没有发现，只保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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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次会议的片断的极不完善的记录。会议的决议由中央委员会于

１９１２年以小册子的形式在巴黎出版。

布拉格代表会议恢复了党，选出了中央委员会，并由它重新建立了

中央委员会俄国局。当选为中央委员的是：列宁、菲·伊·戈洛晓金、格

·叶·季诺维也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苏·斯·斯潘达良、 ．．

施瓦尔茨曼、罗·瓦·马林诺夫斯基（后来发现是奸细）。在代表会议结

束时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决定增补伊·斯·别洛斯托茨基和斯大林

为中央委员。过了一段时间又增补格·伊·彼得罗夫斯基和雅·米·斯

维尔德洛夫为中央委员。代表会议还决定安·谢·布勃诺夫、米·伊·

加里宁、亚·彼·斯米尔诺夫、叶·德·斯塔索娃和斯·格·邵武勉为

中央候补委员。代表会议选出了以列宁为首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委

员会，并选举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这次代表会议规定了党在新的条件下的政治路线和策略，决定把取

消派开除出党，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这一新型政党的进一步发展和巩固

党的统一具有决定性意义。——１２６。

９０ 这篇报告和下面两篇在布拉格代表会议上的发言，是依据这次代表会议

某几次会议的片断记录整理出来的。方括号里的文字是俄文版编者根据

文意增补的。——１３５。

９１ 社会党国际局是第二国际的常设的执行和通讯机关，根据１９００年巴黎

代表大会的决议成立。社会党国际局由各国社会党代表组成。执行主席

是埃·王德威尔得，书记是卡·胡斯曼。俄国社会民主党参加社会党国

际局的代表是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波·尼·克里切夫斯基。从１９０５

年１０月起，列宁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社会党国际局。１９１４年６

月，根据列宁的建议，马·马·李维诺夫被任命为社会党国际局俄国代

表。社会党国际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停止活动。——１３５。

９２ 哥本哈根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八次代表大会）于１９１０年８月２８日—９

月３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欧洲、南北美洲、南部非洲和澳洲

３３个国家的８９６名代表。同奥地利、英国、德国、法国一样，俄国在大会

上拥有２０票，其中社会民主党（包括立陶宛和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１０

票，社会革命党７票，工会３票。代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出席代表大会的

有列宁、格·瓦·普列汉诺夫、亚·米·柯伦泰、阿·瓦·卢那察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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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合作社与党的关系、

国际团结和工会运动的统一等问题。为了预先讨论和草拟各项问题的决

议，大会成立了５个委员会：合作社问题委员会；工会、国际团结和奥地

利工会运动统一委员会；反战委员会；工人立法和失业问题委员会；关于

社会党统一，关于死刑，关于芬兰、阿根廷、波斯等各种问题的决议制定

委员会。

列宁参加了合作社问题委员会的工作。他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

代表大会关于合作社问题的讨论》一文（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９卷第

３３８—３４６页）中分析了代表大会合作社委员会的工作以及围绕着合作

社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和任务与合作社同社会主义政党的关

系等问题展开的斗争。

代表大会通过的《仲裁法庭和裁军》这一反战问题的决议重申了

１９０７年斯图加特代表大会的《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决议，要求各国社

会党人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来推翻资产阶级。决议还责

成各国社会党及其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下列要求：必须把各国间的一切冲

突提交国际仲裁法庭解决；普遍裁军；取消秘密外交；主张各民族都有自

决权并保护它们不受战争侵略和暴力镇压。决议号召全国工人反对战争

的威胁。

为了团结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者，列宁在大会期间倡议召开了出席

代表大会的各国左派社会民主党人的会议，与会者有法国的茹·盖得和

沙·拉波波特，比利时的路·德·布鲁凯尔，德国的罗·卢森堡和埃·

武尔姆，波兰的尤·约·马尔赫列夫斯基（卡尔斯基），西班牙的巴·伊

格莱西亚斯，奥地利的阿·布劳恩，俄国的普列汉诺夫等人。——１３５。

８８ 指１９１１年９月２３—２４日在苏黎世举行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１３５。

９４ １９１０年９月２日，在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开会期间，由于德国

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刊登了列·达·托洛茨基匿名攻击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文章，俄国代表团成员列宁和格·瓦·普列汉诺夫以

及波兰社会民主党代表阿·瓦尔斯基（阿·绍·瓦尔沙夫斯基）曾联名

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表示抗议（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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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卷）。列宁还在１９１０年９月２５日（１０月８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１１

号发表《谈谈某些社会民主党人是如何向国际介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

情况的》和在１９１１年４月２９日（５月１２日《争论专页》第３号上发表《俄

国党内斗争的历史意义》，以反驳来自托洛茨基的诽谤（见《列宁全集》第

２版第１９卷第３４７—３４９页和第３５０—３６８页）。——１３５。

９５ 指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

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第二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于１９０７

年８月１８—２４日举行。出席代表大会的有来自２５个国家的８８６名社会

党和工会的代表，其中英国１２３名，奥地利７５名，匈牙利２５名，波希米

亚４１名，意大利１３名，波兰２３名，法国７８名，美国２０名，德国２８９名，

俄国６５名。德国代表团中工会代表占多数。俄国代表团包括社会民主党

人３７名、社会革命党人２１名和工会代表７名。参加这次代表大会的布

尔什维克代表有列宁、亚·亚·波格丹诺夫、约·彼·戈尔登贝格（维什

科夫斯基）、波·米·克努尼扬茨、马·马·李维诺夫、阿·瓦·卢那察

尔斯基、尼·亚·谢马什柯、米·格·茨哈卡雅等人。列宁是第一次出席

第二国际的代表大会。

代表大会审议了下列问题：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政党和工会的相

互关系；殖民地问题；工人的侨居；妇女选举权。

在代表大会期间，列宁为团结国际社会民主党的左派力量做了大量

工作，同机会主义者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代表大会的主要工作是在起草

代表大会决议的各个委员会中进行的。列宁参加了军国主义和国际冲突

问题委员会的工作。在这个委员会讨论奥·倍倍尔提出的决议草案时，

列宁同罗·卢森堡和尔·马尔托夫一起对它提出了许多原则性的修改

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决议草案的最后一段的修改意见：“只要存在战

争的威胁，各有关国家的工人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就有责任各尽所能，

以便利用相应的手段来阻止战争的爆发。这些手段自然是根据阶级斗争

和一般政治形势的尖锐化程度的不同而改变和加强。如果战争仍然爆发

了的话，他们的责任是迅速结束战争，并竭尽全力利用战争引起的经济

危机和政治危机唤醒各阶层人民的政治觉悟，加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

治。”在代表大会正式通过的决议中，这条修改意见除了个别文字改动外

被完全采纳。这条修改意见末尾的著名论点还为１９１０年哥本哈根代表

大会所重申并写进了１９１２年巴塞尔代表大会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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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大会在殖民地问题上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以荷兰社会民主党

人亨利克·万科尔为首的殖民地问题委员会中的多数派，不顾少数派的

抗议，提出了一份决议草案，认为代表大会不应在原则上谴责一切殖民

政策，因为殖民政策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可以起传播文明的作用。万科尔

把荷兰的殖民政策说成典范，宣称即使在将来，社会党人也不但要带着

机器和其他文化成就，而且要手持武器到“野蛮民族”那里去。这一机会

主义决议草案得到德国代表团多数的支持。只是由于俄国、波兰的代表，

德国、法国、英国的部分代表以及没有殖民地的各小国的代表的共同努

力，才推翻了委员会的决议，通过了在实质上改变了决议内容的修正案。

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谴责了一切殖民政策。

在草拟工人侨居问题决议案的委员会中，一部分机会主义者反映了

美国和澳大利亚工人贵族的狭隘行会利益，要求禁止中国和日本的无产

者移居这些国家，说他们没有组织能力。持这种观点的人在全体会议上

没有公开发言。因此，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通过的决议符合革命的社会

民主党的要求，也符合对各国工人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要求。

在关于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相互关系问题委员会中，卢那察尔斯基

捍卫了关于工会应具有党性的列宁主义路线。代表大会就此问题通过了

确认工会的党性原则的决议。

列宁在两篇题为《斯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的文章中对这次

代表大会及其意义作了扼要的介绍和评述（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

卷第６４—７５页和第７９—８５页）。——１３５。

９８ 指巴登邦议会的社会民主党代表退出１９１０年９月１８—２４日举行的德

国社会民主党马格德堡代表大会一事。巴登邦议会社会民主党党团不

顾历届党代表大会的有关决议，对资产阶级政府的预算投了赞成票。马

格德堡代表大会以２８９票对８０票的压倒多数谴责了巴登社会民主党人

的机会主义策略。巴登代表随即声明他们今后仍然保留不服从代表大

会决定的权利。针对这个声明，代表大会以多数票通过一项特别决议，宣

布：任何人如违反党代表大会关于表决预算的决定将立即予以开除出

党。在通过这项决议前巴登代表示威性地退出了代表大会。——１３６。

９７ 指捷克和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在工会统一问题上的分歧。１９０５年１２

月，在奥地利工会非常代表大会上，捷克社会民主党人提出成立其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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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及于奥地利全境的民族工会的问题。捷克人的建议被绝大多数票否

决。但是捷克社会民主党代表拒绝服从代表大会的决议。奥地利社会民

主党人在１９１０年把这个问题提交哥本哈根国际社会党代表大会解决。

大会否决了捷克人的分立主义的建议，一致主张工会组织统一。——

１３６。

９８ 说的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总书记、机会主义者赫·莫尔肯布尔给该党执行

委员会的信。信中建议，鉴于帝国国会选举临近，对德国政府的殖民政策

不要进行批判。罗·卢森堡公布了这封信。——１３６。

９９ 指１９０８年１２月在巴黎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

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

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２５４—２５６页）。——１３９。

１００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即《反对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是德国

俾斯麦政府从１８７８年１０月起实行的镇压工人运动的反动法令。这个

法令规定取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一切进步工人组织，封闭工人刊物，没

收社会主义书报，并可不经法律手续把革命者逮捕和驱逐出境。在反社

会党人非常法实施期间，有１０００多种书刊被查禁，３００多个工人组织

被解散，２０００多人被监禁和驱逐。为适应非法存在的条件，德国社会民

主党改造了自己的工作：党的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在国外出

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定期在国外举行，在国内则巩固和发展地下党组

织，并利用一切合法机会加强同群众的联系。结果，党的影响进一步增

长。在工人运动压力下，反社会党人非常法于１８９０年１０月被废

除。——１３９。

１０１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１０。——１４０。

１０２ 指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成立于１８９３年７月，最初称波兰王

国社会民主党，其宗旨是实现社会主义，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最低纲领

是推翻沙皇制度，争取政治和经济解放。１９００年８月，该党和立陶宛工

人运动中的国际主义派合并，改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

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俄国革命中，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提出与布尔

什维克相近的斗争口号，对自由派资产阶级持不调和的态度。但该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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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一些错误。列宁曾批评该党的一些错误观点，同时也指出它对波兰

革命运动的功绩。１９０６年４月，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四次（统一）代

表大会上，该党作为地区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保持组织上的独

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持国际主义

立场，反对支持外国帝国主义者的皮尔苏茨基分子和民族民主党人。该

党拥护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１９１８年在波兰领导建立了一些工人代

表苏维埃。１９１８年１２月，在该党与波兰社会党—“左派”的统一代表大

会上，成立了波兰共产党。——１４３。

１０３ 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的选举条例第１０６条规定：选民大会选举复选人，得票

过半数者当选；如得票数相等，以抽签决定；如当选的复选人不足额，则

举行补充选举。这里说的决选投票，即是指的补充选举。——１４８。

１０４ 按照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的选举条例，彼得堡、莫斯科、里加、敖德萨和基

辅这５个城市实行杜马代表的直接选举，办法是：每个城市的第一、第

二两个城市选民团分别按分配给自己的名额直接选举杜马代表，得票

过半数者当选；如得不出结果，则另订日期选举不足额的代表，得票最

多者即当选。——１４８。

１０５ 指《社会民主党人报》。见注１０。——１６０。

１０６ 参看注１２。——１６１。

１０７ 这里说的组织章程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伦敦）代表大会通过

的，全文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２１５—２１７页。——１６１。

１０８ 国外组织委员会是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在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巴黎会议上选

出的。这次会议决定“在拒绝同取消派－呼声派达成任何直接或间接协

议的基础上”，“在执行真正的党的路线的基础上”建立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国外组织。会议还“决定在各地设立这一国外组织的分部，并认为必

须吸收一切同意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中央机关报和《工人报》的护党

分子参加这些分部”（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

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３３７页）。会议选出的国外组

织委员会成员有：尼·亚·谢马什柯、米·费·弗拉基米尔斯基、伊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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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阿尔曼德等人。国外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是在列宁领导下进行的。

国外组织委员会在团结党的力量，同孟什维克取消派、调和派、托

洛茨基派和其他机会主义分子进行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国外组织委员会于１９１７年停止活动。——１６２。

１０９ 德国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１２年１月德意志帝国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巨大胜

利，共有１１０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为帝国国会议员，他们共得到４５０万

张选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电发表于１９１２年１月

２７日《前进报》第２２号。——１６４。

１１０ 《现代事业报》（《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

纸（周报），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０日（２月２日）—４月２８日（５月１１

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１６号。参加该报工作的有尔·马

尔托夫、费·伊·唐恩、帕·波·阿克雪里罗得等。接替《现

代事业报》出版的是《涅瓦呼声报》。——１６５。

１１１ 列宁给社会党国际局的这个报告，作为关于已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正式通知，由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于１９１２

年３月１８日分发给了各国社会党。与通知一起发出的社会党国际局第

４号通报，请求各国社会党在自己的机关报上发表这一通知。通知曾刊

载于１９１２年３月２３日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人民报》，１９１２年３月２６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前进报》第２７号（附刊第１号）。《前进

报》给通知加了由列·达·托洛茨基写的诽谤性的注释（参看本卷第

２０４—２１４页《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

一文）。——１６９。

１１２ 《土地呼声报》（《 》）是自由派资产阶级的日报，于１９１２年１

月１０日（２３日）—３月１０日（２３日）在彼得堡出版。

《俄罗斯言论报》（《 》）是俄国报纸（日报），１８９５年起

在莫斯科出版（第１号为试刊号，于１８９４年出版）。出版人是伊·德·

瑟京，撰稿人有弗·米·多罗舍维奇（１９０２年起实际上为该报编辑）、

亚·瓦·阿姆菲捷阿特罗夫、彼·德·博博雷金、弗·阿·吉利亚罗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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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基、瓦·伊·涅米罗维奇－丹琴科等。该报表面上是无党派报纸，实

际上持资产阶级自由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完全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

府，并曾拥护科尔尼洛夫叛乱，是一家公开的反革命报纸。１９１７年十月

革命后不久被查封，其印刷厂被没收。１９１８年１月起，该报曾一度以

《新言论报》和《我们的言论报》的名称出版，１９１８年７月最终被查封。

《基辅思想报》（《 》）是俄国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

文学报纸（日报），１９０６—１９１８年在基辅出版。１９１５年以前，该报每周出

版插图附刊１份；１９１７年起出上午版和晚上版。该报的编辑是Ａ．尼古

拉耶夫和 ．塔尔诺夫斯基。参加该报工作的社会民主党人主要是孟什

维克，其中有亚·马尔丁诺夫、列·达·托洛茨基等。在第一次世界大

战中，该报采取护国主义立场。——１７１。

１１３ 《复兴》杂志（《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刊物（双周

刊），１９０８年１２月—１９１０年７月在莫斯科出版。为该杂志撰稿的有费

·伊·唐恩、亚·伊·波特列索夫、亚·马尔丁诺夫等。——１７３。

１１４ 《俄国思想》杂志（《 》）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月

刊），１８８０—１９１８年在莫斯科出版。它起初是同情民粹主义的温和自由

派的刊物。１９０５年革命后成为立宪民主党右翼的刊物，由彼·伯·司

徒卢威和亚·亚·基泽韦捷尔编辑，宣传民族主义、“路标主义”、僧侣

主义，维护地主所有制。——１７４。

１１５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主神宙斯和阿尔克墨涅的私生子，因

婴儿时吸过宙斯的妻子天后赫拉的几口神奶，后来变得力大无

比。——１７５。

１１６ 特韦尔多昂托和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都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

科夫－谢德林笔下的人物。前者是特写集《在国外》里的一个出国游历

的俄国官吏，他文化水平不高，头脑糊涂，却经常谈论所谓“治国之道”，

“驭民之术”。后者是讽刺作品《一个城市的历史》中的愚人城市长，他是

一个野蛮无知、专横凶残的恶棍，一个阴森可怕、毫无理性的白痴。“把

某个特韦尔多昂托换成某个乌格留姆－布尔切耶夫”，意思是换汤不换

药。——１８３。

１１７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选举纲领》是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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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为基础于１９１２年３月初在巴黎写的，经中央委员

会批准后，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在梯弗利斯印成单页，运到包括最大的

无产阶级中心的１８个地点。《社会民主党人报》根据在俄国出版的单页

在第２６号附刊予以转载。列宁于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３日（２６日）把纲领的一

份手抄件寄给《明星报》编辑部，并写了附言，要求停止制定其他纲领

（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６卷）。——１８４。

１１８ １８９６年５月１８日（３０日），在莫斯科附近的霍登卡，官方为庆祝尼古拉

二世加冕礼而举办一次民众游乐会。由于当局没有采取任何安全措施，

结果当天挤死了１３８９人，挤伤致残１３００人。这件事引起了社会上的普

遍愤慨。尼古拉二世被称为“血腥的尼古拉”和“霍登卡的沙皇”，就是由

此而来的。——１８４。

１１９ １９０６年３月４６（１７日）的法律是指沙皇政府在这一天颁布的两个法

令：关于结社和关于集会的暂行条例。这两个法令允许组织社团和集

会，但同时又设置许多障碍，实际上使之成为一纸空文。法令授权内务

大臣可以酌情查封社团，并拒绝新社团的登记注册。——１８６。

１２０ 《把牌摊到桌面上来》一文是１９１２年３月列宁在巴黎为布尔什维克的

合法报纸《明星报》写的，但当时没有刊登出来。列宁于３月１２日或１３

日（２５日或２６日）寄发文章时给《明星报》编辑部写了一封信（见（列宁

全集》第２版第４６卷）。——１９１。

１２１ “摩纳哥公国的语言”意为赌徒的语言。摩纳哥公国是地中海沿岸的一

个小国，以赌场收入为其国民收入主要来源之一。——１９１。

１２２ 《生活》杂志（《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的社会政治刊

物，１９１０年８月和９月在莫斯科出版，共出了两期。——１９２。

１２３ 指弗·列维茨基在《我们的“宪法”和争取权利的斗争》一文中提出的

“不是领导权，而是阶级的政党”这一“理论”。——１９２。

１２４ 指登载在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５日（３月９日）《言语报》上的捷·奥·别洛乌

索夫给该报编辑部的信。孟什维克取消派别洛乌索夫是第三届杜马伊

尔库茨克省代表，他在１９１２年２月向社会民主党党团递交一份声明，

宣布他退出党团，同时又要求对此不要公开。社会民主党党团讨论了

别洛乌索夫的声明，一致认为他应立即辞去杜马代表的职务。党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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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于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３日（３月７日）在《明星报》上发表。别洛乌索夫给

《言语报》编辑部的信就是针对党团的决定而写的。

几天以后，１９１２年２月２９日（３月１３日），伊尔库茨克交易所委员

会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致电别洛乌索夫，表示该省“工商界人士恳请

他不要放弃杜马代表的称号”。当天别洛乌索夫电复该委员会，对其

“支持和信任”表示感谢。列宁写这篇文章时，还不知道别洛乌索夫与

伊尔库茨克交易所委员会之间的电报来往。因此，《明星报》编辑部在

发表列宁这篇文章的同时，向读者披露了这些电文的内容。列宁的文

章发表后，别洛乌索夫又向《明星报》编辑部递交一个声明，其中充满了

对革命社会民主党的谩骂。——１９８。

１２５ 这篇文章是列宁对列·达·托洛茨基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央机关报

《前进报》上匿名发表的反对党的布拉格代表会议及其决议的诽谤性文

章的答复。文章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

辑部的名义用德文印成小册子，分寄给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各刊物编辑

部、各地方委员会、各图书馆，共６００个单位。

在《列宁全集》俄文各版中，这篇文章是根据《社会民主党人报》编

辑部的小册子从德文译成俄文刊印的。——２０４。

１２６ 《前进报》（《Ｖｏｒｗａｒｔｓ》）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该报

于１８７６年１０月在莱比锡创刊，编辑是威·李卜克内西和威·哈森克

莱维尔。１８７８年１０月反社会党人非常法颁布后被查禁。１８９０年１０月

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废除后，德国社会民主党哈雷代表大会决定把１８８４

年在柏林创办的《柏林人民报》改名为《前进报》（全称是《前进。柏林人

民报》），从１８９１年１月起作为中央机关报在柏林出版，由威·李卜克

内西任主编。恩格斯曾为《前进报》撰稿，帮助它同机会主义的各种表现

进行斗争。１８９５年恩格斯逝世以后，《前进报》逐渐转入党的右翼手中。

它支持过俄国的经济派和孟什维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持社会沙文

主义立场。１９３３年停刊。——２０４。

１２７ 指１９１２年３月１２日在崩得国外委员会、“前进”集团、《社会民主党人

呼声报》、列·达·托洛茨基的维也纳《真理报》、孟什维克护党派和调

和派等单位的代表于巴黎召开的会议上通过的攻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

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该会议还决定将此决议通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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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国际局，德国、法国、奥地利三国社会党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

报以及所谓“保管人”。该决议除印成单页外，还刊载于维也纳《真理报》

和崩得的《新闻小报》第４号。列宁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驻

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的身分，就这个决议发表了一个正式的抗议声明

（见本卷第２２１—２２４页），并在３月２８日以前给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

·胡斯曼写了一封信（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４６卷）。——２０４。

１２８ 《社会民主党人日志》（《 》）是格·瓦·普列

汉诺夫创办的不定期刊物，１９０５年３月—１９１２年４月在日内瓦出版，

共出了１６期。１９１６年在彼得格勒复刊，仅出了１期。在第１—８期

（１９０５—１９０６年）中，普列汉诺夫宣扬极右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观点，

拥护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派资产阶级联盟，反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联盟，

谴责十二月武装起义。在第９—１６期（１９０９—１９１２年）中，普列汉诺夫

反对主张取消秘密党组织的孟什维克取消派，但在基本的策略问题上

仍站在孟什维克立场上。１９１６年该杂志出版的第１期里则明显地表达

了普列汉诺夫的社会沙文主义观点。——２０５。

１２９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的文章《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

问题》，载于１９１２年４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１６期（见《普列汉诺夫

全集》１９２７年俄文版第１９卷第３９５—４０７页）。文章引用了《社会民主

党人日志》编辑部同取消派组织委员会代表的来往信件。在这些信件

里，取消派组织委员会的代表坚持要求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护党派

集团参加组织委员会。普列汉诺夫在答复中揭露了正在筹备召开的八

月代表会议的取消主义性质，并拒绝参加组织委员会的工作。——

２０５。

１３０ 指德国社会民主党内以拉·富里德伯格为首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派

别。——２０６。

１３１ 《社会主义月刊》（《ＳｏｚｉａｌｉｓｔｉｓｃｈｅＭｏｎａｔｓｈｅｆｔｅ》）是德国机会主义者的

主要刊物，也是国际修正主义者的刊物之一，１８９７—１９３３年在柏林出

版。编辑和出版者为右翼社会民主党人约·布洛赫。撰稿人有爱·伯恩

施坦、康·施米特、弗·赫茨、爱·大卫、沃·海涅、麦·席佩尔等。第一

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持社会沙文主义立场。——２０６。

１３２ 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关于地方上各民族组织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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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决议》。决议说：“代表会议建议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把违背斯德

哥尔摩代表大会决议至今尚未进行统一的各区域内的我党地方组织统

一起来。”（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人

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２５６页）。——２０８。

１３３ 《启蒙》杂志（《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社会政治和文

学月刊，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９１４年６月在彼得堡出版，一共出了２７期。该

杂志是根据列宁的倡议，为代替被沙皇政府封闭的布尔什维克刊物

——在莫斯科出版的《思想》杂志而创办的，受以列宁为首的国外编辑

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杂志的实际工作，由俄国国内的编辑委员会负责。

在不同时期参加国内编辑委员会的有：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

罗娃、列·米·米哈伊洛夫、米·斯·奥里明斯基、Ａ．Ａ．里亚比宁、马

·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等。从１９１３年起，《启蒙》

杂志文艺部由马·高尔基领导。《启蒙》杂志作为布尔什维克的机关刊

物，曾同取消派、召回派、托洛茨基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进行过

斗争，登过列宁的２８篇文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启蒙》杂志被沙

皇政府封闭。１９１７年秋复刊后，只出了一期（双刊号），登载了列宁的

《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和《论修改党纲》两篇著作。——

２１３。

１３４ 地方官是沙皇俄国农村中管理行政和司法的公职人员，其职权是监督

农民社会管理机关的活动和农民案件的初审。按照１８８９年７月１２日

的法令，地方官由省长从拥有不动产的世袭贵族中任命，并由内务大臣

批准，实行地方官制度是亚历山大三世政府的反动措施之一，目的在于

加强领地贵族在废除农奴制后的农村中的作用。——２１７。

１３５ 社会党国际局于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２日把列宁的这封信随第７号通报分发

给各国社会党，通报建议各国社会党在报刊上公布列宁的这封

信。——２２１。

１３６ 劳动派代表会议于１９１２年３月底在彼得堡举行。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

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一些问题。——２４３。

１３７ 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１１日（２４日）的法律是指沙皇政府在莫斯科武装起义高

潮中作为对工人的某种让步而颁布的国家杜马选举法。与１９０５年８月

６日颁布的关于“咨议性”布里根杜马的条例不同，这个法律规定成立

２４５ 列 宁 全 集  第二十一卷



“立法”杜马。除原定的土地占有者（地主）选民团、城市（资产阶级）选民

团和农民选民团外，增添了工人选民团，并在维持城市选民团复选人总

数不变的情况下稍许扩大了城市选民的组成。按照这个选举法，选举不

是普遍的，有大量男性工人（２００多万）、无地农民、游牧民族、军人、不

满２５岁的青年以及妇女没有选举权。选举不是平等的，土地占有者选

民团每２０００名选民摊到１名复选人，城市选民团每７０００名选民摊到１

名复选人，农民选民团每３万名选民摊到１名复选人，工人选民团每９

万名选民才摊到１名复选人。这就是说地主的１票等于城市资产阶级

的３票，农民的１５票，工人的４５票。工人选民团产生的复选人只占国

家杜马复选人总数的４％。在工人选民团中，５０人以上的企业的工人才

允许参加选举。选举不是直接的，而是多级的，地主和资产阶级是二级

选举，工人是三级选举，农民则是四级选举。选举事实上也不是秘密的。

根据这个法律选举出来的第一届和第二届杜马，都由立宪民主党

人占首位。——２４４。

１３８ 《生活需要》杂志（《 》）是彼得堡的一家周刊，１９０９—１９１２

年出版。为它撰稿的有立宪民主党人、人民社会党人和孟什维克取消

派。列宁称它是“取消派－劳动派－路标派的”杂志。——２４８。

１３９ 指１９１２年４月４日（１７日）沙皇军队枪杀西伯利亚勒拿金矿工人的事

件。勒拿金矿的老板是英国资本家，俄国资本家、皇室成员和高官是他

们的合伙人。金矿的业主们每年获得利润达７００万卢布。而由于金矿处

在西伯利亚原始森林之中，远离铁路线达２０００公里，资本家及其爪牙

们对工人特别霸道。他们驱使工人从事苦役般的劳动而仅支付微薄的

工资，给工人们吃腐烂的食品，并侮辱其妻子儿女。工人们不堪资本家

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于１９１２年２月底开始举行罢工。３月４日（１７日）

工人们选举了领导罢工的总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帕·尼·巴塔绍夫当

选为总委员会主席。３月中旬，罢工席卷了各矿，参加者达６０００余人。

罢工者提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１０—３０％、取消罚款、提供医

疗救护、改善供应和居住条件等要求。勒拿采金工业公司管理处拒绝了

这些要求，并决定解雇罢工工人，断绝其食宿，企图把他们和他们的家

属饿死。罢工工人们表现得异常坚定，他们不受挑拨和恐吓。沙皇当局

根据有势力的英国和俄国股东的要求，决定调动军队镇压罢工。４月３

日（１６日）夜，按照警察司的命令逮捕了几乎全部罢工委员会成员。４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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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日（１７日）２５００名工人前往纳杰日金斯基矿向检察机关的官员递交

申诉书，控告当局的非法行为，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士兵们根据宪兵大

尉Ｈ．Ｂ．特列先科夫的命令，向工人开枪，当场死２７０人，伤２５０人。勒

拿屠杀事件激起了全俄工人的愤怒，抗议罢工和游行示威遍于全国。俄

国革命运动从此迅速地向前发展。——２５３。

１４０ 《俄国财富》杂志（《 》）是俄国科学、文学和政治刊物。１８７６

年创办于莫斯科，同年年中迁至彼得堡。１８９７年以前为旬刊，以后为月

刊。１８７９年起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刊物。１８９２年以后由尼·康·米

海洛夫斯基和弗·加·柯罗连科领导，成为自由主义民粹派的中心。

在１８９３年以后的几年中，曾同马克思主义者展开理论上的争论。为该

杂志撰稿的也有一些现实主义作家。１９０６年该杂志逐渐成为人民社会

党的机关刊物。１９１４—１９１７年３月以《俄国纪事》为刊名出版。１９１８年

被查封。——２５３。

１４１ 《同时代人》杂志（《 》）是俄国文学、政治、科学、历史和艺术

刊物，１９１１—１９１５年在彼得堡出版，原为月刊，１９１４年起改为半月刊。

聚集在杂志周围的有孟什维克取消派、社会革命党人、人民社会党人

和自由派左翼。１９１３年以前该杂志事实上的编辑是亚·瓦·阿姆菲捷

阿特罗夫，以后是尼·苏汉诺夫（尼·尼·吉姆美尔）。撰稿人有格·

瓦·普列汉诺夫、叶·德·库斯柯娃、费·伊·唐恩、尔·马尔托夫、谢

·尼·普罗柯波维奇、维·米·切尔诺夫等。《同时代人》杂志自称是

“党外社会主义刊物”，实际上是取消派和民粹派的刊物。该杂志同工

人群众没有任何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该杂志采取社会沙文主

义的立场。——２５３。

１４２ 指俄罗斯帝国刑法第１２９条。该条规定了对公开发表反对沙皇政府的

言论者或传播反对沙皇政府的著作者的各种刑罚，直到把他们流放边

远地方服苦役。——２５５。

１４３ 发起小组（社会民主党公开工人运动活动家发起小组）是俄国孟什维克

取消派为与秘密的党组织相抗衡而从１９１０年底起先后在彼得堡、莫斯

科、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和康斯坦丁诺夫卡建立的组织。取消派把这些小

组看作是他们所鼓吹的适应斯托雷平六三制度的新的广泛的合法政党

的支部。这些小组是一些人数不多、同工人阶级没有联系的知识分子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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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其领导中心是取消派在国外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和他

们在俄国国内出版的《我们的曙光》杂志和《生活事业》杂志。——２５６。

１４４ 指在１９１２年１月崩得、高加索区域委员会和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

党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举行的取消派会议上成立的组织委员会。积极参

加这个组织委员会的工作的，除了民族的社会民主党组织外，还有维也

纳《真理报》编辑部、《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编辑部、“前进”集团以及彼

得堡取消派“发起小组”的代表。组织委员会的事实上的领导人是列·

达·托洛茨基。组织委员会是召集１９１２年八月反党代表会议的正式机

关。——２５８。

１４５ 《护党报》（《 》）是俄国孟什维克护党派和调和派的小报，１９１２

年４月１６日（２９日）—１９１４年２月在巴黎不定期出版，共出了５号。参

加该报工作的有格·瓦·普列汉诺夫、索·阿·洛佐夫斯基、阿·伊·

柳比莫夫等。小报大部分在国外销售，主要反映在巴黎的普列汉诺夫

集团的观点。——２６０。

１４６ 马尼洛夫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小说《死魂灵》中的一个地主，

他生性怠惰，终日想入非非，崇尚空谈，刻意地讲究虚伪客套。后人常用

马尼洛夫来形容耽于幻想的人物。——２６１。

１４７ 指十二月党人。

十二月党人是俄国贵族革命家，因领导１８２５年１２月１４日（２６日）

的彼得堡卫戍部队武装起义而得名。在起义前，十二月党人建立了三个

秘密团体：１８２１年成立的由尼·米·穆拉维约夫领导的、总部设在彼

得堡的北方协会；同年在乌克兰第二集团军驻防区成立的由帕·伊·

佩斯捷利领导的南方协会；１８２３年成立的由安·伊·和彼·伊·波里

索夫兄弟领导的斯拉夫人联合会。这三个集团的纲领都要求废除农奴

制和限制沙皇专制。但是十二月党人害怕发生广泛的人民起义，因而企

图通过没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军事政变来实现自己的要求。１８２５年１２

月１４日（２６日），在向新沙皇尼古拉一世宣誓的当天上午，北方协会成

员率领约３０００名同情十二月党人的士兵开进彼得堡参议院广场。他们

计划用武力阻止参议院和国务会议向新沙皇宣誓，并迫使参议员签署

告俄国人民的革命宣言，宣布推翻政府、废除农奴制、取消兵役义务、实

现公民自由和召开立宪会议。但十二月党人的计划未能实现，因为尼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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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一世还在黎明以前，就使参议院和国务会议举行了宣誓。尼古拉一世

并把忠于他的军队调到广场，包围了起义者，下令发射霰弹。当天傍晚

起义被镇压了下去。据政府发表的显系缩小了的数字，在参议院广场有

７０多名“叛乱者”被打死。南方协会成员领导的切尔尼戈夫团于１８２５

年１２月２９日（１８２６年１月１０日）在乌克兰举行起义，也于１８２６年１

月３日（１５日）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

沙皇政府残酷惩处起义者，十二月党人的著名领导者佩斯捷利、谢

·伊·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孔·费·雷列耶夫、米·巴·别斯图

热夫－留明和彼·格·卡霍夫斯基于１８２６年７月１３日（２５日）被绞

死，１２１名十二月党人被流放西伯利亚，数百名军官和４０００名士兵被

捕并受到惩罚。十二月党人起义对后来的俄国革命运动产生了很大影

响。——２６１。

１４８ 罗慕洛和瑞穆斯是罗马神话中的人物，西尔维亚和战神马尔斯结合而

生的一对孪生兄弟。他们生下不久被国王阿穆利乌斯投入台伯河，但河

水把这对婴儿漂到岸边。战神马尔斯派一只母狼把他们带入山洞，用狼

奶喂养他们。他们长大后体格健壮，膂力过人，性格刚强，见义勇为，深

得人民的爱戴。两人中的罗慕洛是罗马城的建造者。——２６１。

１４９ 指国际工人协会。

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是国际无产阶级的第一个群众性的革命

组织，１８６４年９月２８日在伦敦建立。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起草了成

立宣言和临时章程等重要文件，规定其任务是：团结各国工人，为完全

解放工人阶级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而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领导

机关是总委员会，马克思是总委员会的成员。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和

恩格斯的指导下，团结了各国工人阶级，传播了科学社会主义，同蒲鲁

东主义、工联主义、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流派进行

了坚决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积极支持了１８７１年的巴黎工人起义。巴

黎公社失败后，反动势力猖獗，工人运动处于低潮。１８７２年海牙代表大

会以后，国际工人协会实际上已停止活动。根据马克思的建议，国际工

人协会于１８７６年７月在费城代表会议上正式宣布解散。——２６３。

１５０ 农民协会（全俄农民协会）是俄国１９０５年革命中产生的群众性的革命

民主主义政治组织，于１９０５年７月３１日—８月１日（８月１３—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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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举行了成立大会。据１９０５年１０—１２月的统计，协会在欧俄有

４７０个乡级和村级组织，会员约２０万人。协会的纲领性要求是：实现政

治自由和在普选基础上立即召开立宪会议，支持抵制第一届国家杜马；

废除土地私有制，由农民选出的委员会将土地分配给自力耕作的农民

使用，同意对一部分私有土地给以补偿。农民协会曾与彼得堡工人代表

苏维埃合作，它的地方组织在农民起义地区起了革命委员会的作用。农

民协会从一开始就遭到警察镇压，１９０７年初被解散。——２６４。

１５１ 《钟声》杂志（《 》）是亚·伊·赫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在国

外（１８５７—１８６５年在伦敦，１８６５—１８６７年在日内瓦）出版的俄国革命刊

物，最初为月刊，后来为不定期刊，共出了２４５期。该刊印数达２５００份，

在俄国国内传播甚广。《钟声》杂志除刊登赫尔岑和奥格辽夫的文章

外，还刊载各种材料和消息，报道俄国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斗争，揭

露沙皇当局的秘密计划和营私舞弊行为。在１８５９—１８６１年俄国革命形

势发展时期，来自俄国国内的通讯数量激增，每月达到几百篇。尼·亚

·杜勃罗留波夫、米·拉·米哈伊洛夫、尼·伊·吴亭等担任过它的

记者，伊·谢·阿克萨科夫、尤·费·萨马林、伊·谢·屠格涅夫等为

它供过稿。《钟声》杂志最初阶段的纲领以赫岑创立的俄国农民社会主

义理论为基础，极力鼓吹解放农民，提出废除书报检查制度和肉刑等

民主主义要求。但它也有自由主义倾向，对沙皇抱有幻想。１８６１年农民

改革以后，《钟声》杂志便坚决站到革命民主派一边，登载赫尔岑和奥格

辽夫尖锐谴责农民改革的文章以及俄国地下革命组织的传单、文件

等。《钟声》杂志编辑部协助创立了土地和自由社，积极支持１８６３—

１８６４年的波兰起义，从而与自由派最终决裂。——２６４。

１５２ 《北极星》（《 》）是一种文学政治文集，１８５５—１８６２年由

亚·伊·赫尔岑创办的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在伦敦出版，最后一集于

１８６８年在日内瓦出版，共出了８集。前３集由赫尔岑主编，后几集由赫

尔岑和尼·普·奥格辽夫主编。赫尔岑把文集取名为《北极星》并在文

集封面上印了五位被判处死刑的十二月党人的画像，都意在强调他和

十二月党人的革命继承关系（十二月党人亚·亚·别斯图热夫和孔·

费·雷列耶夫曾在１８２３—１８２５年出版了一种叫作《北极星》的文学丛

刊）。《北极星》文集刊登了大量有关十二月党人的资料、被检查机关查

禁的亚·谢·普希金、雷列耶夫、米·尤·莱蒙托夫的诗，维·格·别

７４５注  释



林斯基致尼·瓦·果戈理的信，赫尔岑的文章和回忆录《往事与随

想》，奥格辽夫的文章和诗等。《北极星》对俄国进步文学和社会思想的

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２６４。

１５３ 指波兰１８６３—１８６４年起义。这次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起义，是由波兰

王国的封建农奴制的危机和社会矛盾、民族矛盾的加剧而引起的。起义

的直接原因是沙皇政府决定于１８６３年１月在波兰王国强制征兵，企图

用征召入伍的办法把大批怀有革命情绪的青年赶出城市。领导起义的

是代表小贵族和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红党”所组织的中央民族委员会。

它同俄国革命组织土地和自由社中央委员会以及在伦敦的《钟声》杂志

出版人建立了联系。它的纲领包含有波兰民族独立、一切男子不分宗教

和出身一律平等、农民耕种的土地不付赎金完全归农民所有、废除徭

役、国家出资给地主以补偿等要求。起义从１８６３年１月２２日向俄军数

十个据点发动攻击开始，很快席卷了波兰王国和立陶宛，并波及白俄罗

斯和乌克兰部分地区。参加起义的有手工业者、工人、大学生、贵族知识

分子、部分农民和宗教界人士等各阶层的居民。代表大土地贵族和大资

产阶级利益的“白党”担心自己在社会上声誉扫地，也一度参加了斗争，

并攫取了领导权。马克思对波兰起义极为重视，曾参与组织国际军团，

支援起义。１８６４年５月，起义被沙皇军队镇压下去，数万名波兰爱国者

被杀害、囚禁和流放西伯利亚。但是，起义迫使沙皇政府于１８６４年３月

颁布了关于在波兰王国解放农奴的法令，因而在波兰历史上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２６６。

１５４ 指喀山省斯帕斯基县别兹德纳村农民起义。关于废除农奴制的条件的

１８６１年２月１９日宣言和条例的颁布，引起了农民的失望和愤怒。他们

不相信宣读的条例文本是真的，认为地主和官吏把真正的宣言和条例

藏起来了。１８６１年春，在许多省都发生了农民骚动，而以别兹德纳村农

民的暴动规模最大。领导这次运动的是别兹德纳村青年农民安东·彼

得罗夫。在他的号召下，农民拒绝服徭役，拒绝向地主交纳代役租，拒绝

在确定份地数量和义务范围的“规约”上签字，抢夺地主仓库里的粮食。

骚动波及到喀山省斯帕斯基、奇斯托波尔、拉伊舍沃三县以及相邻的萨

马拉省和辛比尔斯克省各县共７５个村庄。别兹德纳村起义遭到了残酷

的镇压。１８６１年４月１２日（２４日），根据阿普拉克辛将军的命令，向

４０００名手无寸铁的农民群众开枪，据官方报告，被打死和因伤而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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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９１人，伤３５０人以上。４月１９日（５月１日），安东·彼得罗夫被枪

决。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１６个农民中，５个被判处笞刑和不同期限的

监禁。别兹德纳惨案在俄国社会各进步阶层中引起了广泛的反响。亚·

伊·赫尔岑在《钟声》杂志上对别兹德纳惨案作了详细报道。——２６６。

１５５ 民意党是俄国土地和自由社分裂后产生的革命民粹派组织，于１８７９年

８月建立。主要领导人是安·伊·热里雅鲍夫、亚·德·米哈伊洛夫、

米·费·弗罗连柯、尼·亚·莫罗佐夫、维·尼·菲格涅尔、亚·亚·

克维亚特科夫斯基、索·李·佩罗夫斯卡娅等。该党主张推翻专制制

度，在其纲领中提出了广泛的民主改革的要求，如召开立宪会议，实现

普选权，设置常设人民代表机关，实行言论、信仰、出版、集会等自由和

广泛的村社自治，给人民以土地，给被压迫民族以自决权，用人民武装

代替常备军等。但是民意党人把民主革命的任务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

务混为一谈，认为在俄国可以超越资本主义，经过农民革命走向社会主

义，并且认为俄国主要革命力量不是工人阶级而是农民。民意党人从积

极的“英雄”和消极的“群氓”的错误理论出发，采取个人恐怖的活动方

式，把暗杀沙皇政府的个别代表人物作为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主要手

段。他们在１８８１年３月１日刺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由于理论上、策

略上和斗争方法上的错误，在沙皇政府的严重摧残下，民意党在１８８１

年以后就瓦解了。列宁批判了民意党人的乌托邦式的纲领，但十分敬重

他们同沙皇制度英勇斗争的精神。——２６７。

１５６ 俄罗斯人民同盟是俄国群众性的黑帮组织，于１９０５年１０月在彼得堡

成立。该组织联合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反动代表、地主、部分知识界和宗

教界人士、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富农以及某些不觉悟的工人和农民，

创始人为亚·伊·杜勃洛文、弗·安·格林格穆特、弗·米·普利什凯

维奇等。１９０５年１２月２３日（１９０６年１月５日），沙皇尼古拉二世接见

了同盟的代表团，接受了同盟成员的称号和徽章。同盟纲领以维护俄国

的统一和不可分、保持专制制度、沙皇和人民通过咨议性的国民代表会

议取得一致、大国沙文主义、反犹太主义等为基本内容，同时也包含一

些蛊惑性的条文，如批评官僚制、保持村社土地所有制、各等级权利平

等、国家对工人实行保险等。同盟的中央机构是由１２人组成的总委员

会，设在彼得堡。全国各城市、村镇所设的同盟分部在１９０５—１９０７年间

达９００个。同盟通过宣传鼓动几次掀起俄国反犹太人大暴行的浪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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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进行个人恐怖活动。它刺杀了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米·雅·赫尔

岑施坦、格·波·约洛斯，并两次对谢·尤·维特行刺。第二届国家杜

马解散后，同盟于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分裂为米迦勒天使长同盟、俄罗斯人

民同盟、彼得堡全俄杜勃洛文俄罗斯人民同盟等几个互相敌对的组织。

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同其他黑帮组织一起被取缔。——２８３。

１５７ 《俄国旗帜报》（《 》）是黑帮组织俄罗斯人民同盟的机关

报，１９０５—１９１７年在彼得堡出版。——２８４。

１５８ 《光明报》（《 》）是俄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报纸（日报），１８８２—

１９１７年在彼得堡出版。——２８５。

１５９ 贵族联合会是农奴主－地主的反革命组织，于１９０６年５月在各省贵族

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成立，存在到１９１７年１０月。成立该组织的主要

目的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维护大地主土地占有制和贵族特权。贵族联

合会的领导人是阿·亚·鲍勃凌斯基伯爵、 ．．卡萨特金－罗斯托夫

斯基公爵、 ．．奥尔苏菲耶夫伯爵、弗·米·普利什凯维奇等人。列

宁称贵族联合会为“农奴主联合会”。贵族联合会的许多成员参加了国

务会议和黑帮组织的领导中心。——２８５。

１６０ 人民社会党人是１９０６年从俄国社会革命党右翼分裂出来的小资产阶

级政党人民社会党的成员。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有尼·费·安年斯基、

韦·亚·米雅柯金、阿·瓦·彼舍霍诺夫、弗·格·博哥拉兹、谢·雅

·叶尔帕季耶夫斯基、瓦·伊·谢美夫斯基等。该党赞同立宪民主党的

路线，列宁曾称之为“社会立宪民主党人”、“小市民机会主义者”、“社会

革命党的孟什维克”。六三政变后，该党因没有群众基础，实际上处于瓦

解状态。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恢复组织。该党代表富农利益，积极支持资

产阶级临时政府，十月革命后参加反革命阴谋活动和武装叛乱，１９１８

年后不复存在。——２９０。

１６１ 俄罗斯帝国技术协会（俄国技术协会）是以在俄国发展技术和工业为宗

旨的科学团体，１８６６年在彼得堡成立。该协会共有１５个部，在全国各

地设有数十个分会。协会活动包括出版刊物、举办学校、资助实验、举行

普及科技知识的讲座及展览会等。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后，协会改组了自

己的活动，于１９２３年通过了新的章程和《关于工业基本需要》的纲领。

参加协会的有敌视苏维埃政权的资产阶级技术知识分子和前企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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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２９年协会被查封。——２９４。

１６２ 交易所委员会 是附属于交易所的常设机构，由大商人、工厂主、银行

家选举产生，因而是俄国资产阶级的“代表组织”的形式之一。俄国第一

个交易所委员会于１８１６年成立于彼得堡，以后各城镇陆续成立，到

１９１７年全国共有１０１个交易所委员会。交易所委员会的活动主要限于

讨论经济问题。１９０５年交易所委员会被许可派工商界代表参加国务会

议。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后，交易所委员会停止活动。——２９４。

１６３ 《采矿工厂事业》杂志（《 》）是俄国南方采矿工业家

代表大会委员会的刊物，于１９１０—１９１８年在哈尔科夫出版。

《石油事业》杂志（《 》）是石油工业家代表大会委员

会的刊物，于１８９９—１９２０年在巴库出版。

《工商业》杂志（《 》）是工商界代表大会

委员会的刊物，于１９０８—１９１７年在彼得堡出版。

《俄国酿酒业主协会通报》杂志（《

》）是俄国酿酒业主协会理事会的刊物，于

１９０８—１９１５年在彼得堡出版。——２９９。

１６４ 指沙皇俄国《国家根本法》第８７条。该条规定，在立法机关停止活动期

间，如遇非常情况，政府可不经立法机关迳行颁布法律。１９１１年３月，

沙皇俄国大臣会议主席被·阿·斯托雷平曾将国家杜马和国务会议暂

时解散３天，以便援用该条来颁布被国务会议否决了的在西部各省推

行地方自治条例的法令。——３０１。

１６５ 基特·基特奇（季特·季特奇·勃鲁斯科夫）是俄国剧作家亚·尼·奥

斯特罗夫斯基的喜剧《无端遭祸》中的一个专横霸道、贪婪成性的富商。

这是一个未受过教育的野蛮愚钝而刚愎自用的人物形象。——３０８。

１６６ 《涅瓦明星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１９１２

年２月２６日（３月１０日）—１０月５日（１８日）在彼得堡出版，共出了２７

号。《涅瓦明星报》最初与《明星报》同时出版，以备《明星报》被查封或

没收对可资替补。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２日（５月５日）以后即接替被查封了的

《明星报》出版。参加该报编辑工作的有尼·尼·巴图林、维·米·莫

洛托夫、米·斯·奥里明斯基等。列宁从国外对报纸实行思想领导。该

报发表了２０篇列宁的文章和３６０多篇工人通讯。报纸经常遭到政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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迫害，在所出的２７号报纸中有９号被没收，两号被罚款，编辑曾不止一

次被法庭审讯。——３１３。

１６７ “全包制”是俄国１８６１年改革后的一种工役制形式。实行“全包制”的农

民须用自己的农具和耕畜替地主包种土地，即种一俄亩春播作物，一俄

亩秋播作物，有时还要割一俄亩的草，以换取货币，或冬季的贷款，或租

地。——３１４。

１６８ 《俄国晨报》（《 》）是俄国的一家日报，１９０７年９月—１９１８

年４月在莫斯科出版（１９０８年未出版）。该报自称“非党民主派报刊”，

实际上代表俄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利益。它曾是进步党人的机关

报，接受里亚布申斯基家族银行的津贴。１９１８年４月初，该报因诽谤苏

维埃政权而被查封。１９１８年４月中旬—６月底曾以《俄国曙光报》的名

称出版。——３２０。

１６９ 《涅瓦呼声报》（《 》）是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的合法报纸

（周报），１９１２年５月２０日（６月２日）—８月３１日（９月１３日）在彼得

堡出版，共出了９号。该报由 ．．科斯特罗夫出版，为该报撰稿的有

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尔·马尔托夫、亚·马尔丁诺夫、尤·查茨基

等。该报的前身是《现代事业报》。——３２７。

１７０ “旷野里的呼声”一词来源于基督教圣经（见《旧约全书·以塞亚书》），

意思是得不到人们响应，因而是徒劳的号召或呼吁。——３４１。

１７１ 《革命的高涨》一文是列宁１９１２年４月２６日（５月９日）在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的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内情况的报告和５月

３１日（６月１３日）作了《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的专题报告以后写

的。专题报告的详细提纲，载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

印发的海报上，同本文的基本论点一致（见本卷《附录》第４９５

页）。——３４２。

１７２ 列宁提到的这个宣言于１９１２年“五一”前在彼得堡印刷并散发到各工

厂。宣言号召工人于５月１日这一天，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

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所提出的“召开立宪会议，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没收

地主土地”的口号下，在涅瓦大街举行群众大会和游行示威。宣言以“打

倒沙皇政府；废除六三专制宪制；民主共和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的口

号结束。宣言署名为：“圣彼得堡全体有组织工人代表会议”：“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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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联合’小组”，“社会民主党城市中心小组”，社会革命党工人小组，

“圣彼得堡社会民主党工人小组”，“五月委员会代表”。

１９１２年６月４日（１７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７号在纪事栏里全

文刊载了这个宣言。——３４４。

１７３ 《圣彼得堡报》（《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ｅｒ Ｚｅｉｔｕｎｇ》）是１７２７—１９１４年在彼得

堡用德文出版的日报，德意志族十月党人的机关报。——３４７。

１７４ “过去如此，将来还会如此”这句话是内务大臣亚·亚·马卡罗夫１９１２

年４月１１日（２４日）在国家杜马会议上答复社会民主党党团就勒拿惨

案提出的质询时说的。——３４８。

１７５ 指波兰社会党—“左派”。

波兰社会党是以波兰社会党人巴黎代表大会（１８９２年１１月）确定

的纲领方针为基础于１８９３年成立的。这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独立民

主共和国、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民主权利而斗争的口号，但是没有把这一

斗争同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革命力量的斗争结合起来。该党右翼领

导人约·皮尔苏茨基等认为恢复波兰国家的唯一道路是民族起义而不

是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全俄反对沙皇的革命。从１９０５年２月起，以马

·亨·瓦列茨基、费·雅·柯恩等为首的左派逐步在该党内占了优势。

他们反对皮尔苏茨基分子的民族主义及其恐怖主义和密谋策略，认为

只有在全俄革命运动胜利基础上才能解决波兰劳动人民的民族解放和

社会解放问题。１９０６年１１月在维也纳召开的波兰社会党第九次代表

大会把皮尔苏茨基及其拥护者开除出党，该党遂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

会党—“左派”和所谓的波兰社会党—“革命派”（弗腊克派）。

波兰社会党—“左派”主张同全俄工人运动密切合作，可是它力图

把波兰和俄国工人运动中除民族主义派别外的所有派别机械地联合起

来。在１９０８—１９１０年期间，它主要通过工会、文教团体等合法组织进行

活动。它不接受孟什维克的在反对专制制度斗争中领导权属于资产阶

级的论点，可是与孟什维克合作，支持他们反对第四届国家杜马中的布

尔什维克代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该党持国际主义立场，参加了

１９１５年的齐美尔瓦尔德代表会议和１９１６年的昆塔尔代表会议。该党

欢迎俄国十月革命。１９１６年１２月，该党同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

党一起建立了波兰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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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社会党—“革命派”于１９０９年重新使用波兰社会党的名称，强

调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波兰独立，但把这一斗争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

割裂开来。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起，该党的骨干分子参加了皮尔苏茨

基站在奥德帝国主义一边搞的军事政治活动（成立波兰军团）。在战争

期间，以皮尔苏茨基为首一批领导骨干脱离该党。１９１７年俄国二月革

命后，该党转而对德奥占领者采取反对立场，开展争取建立独立的民主

共和国和进行社会改革的斗争。１９１８年波兰社会党参加创建独立的资

产阶级波兰国家，１９１９年同原普鲁士占领区波兰社会党以及原奥地利

占领区的加里西亚和西里西亚波兰社会民主党合并。该党不反对地主

资产阶级波兰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并于１９２０年７月参加了所谓

国防联合政府。１９２６年该党支持皮尔苏茨基发动的政变，同年１１月由

于拒绝同推行“健全化”的当局合作而成为反对党。——３５８。

１７６ 锡安社会党人 是１９０４年成立的俄国小资产阶级的犹太民族主义组

织锡安社会党的成员。在一般政治问题上，锡安社会党人要求在普遍、

平等、直接和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基础上召开立宪会议，在第一届国家杜

马选举时坚持抵制策略。但锡安社会党人认为，犹太无产阶级的主要任

务是为取得自己的领土并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而斗争。锡安社会党人

的民族主义活动模糊了犹太工人的阶级意识，给工人运动带来很大危

害。１９０８年１０月，社会党国际局决定不再同锡安社会党往来。１９１７年

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锡安社会党同犹太社会主义工人党合并为

犹太社会主义统一工人党。——３５８。

１７７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人同盟”是１９００年秋天在国外建立的。这个组织

就其提出的要求来说接近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并具有相当程度的民

族主义倾向。１９０５年在部分农民中暂时有些影响，但很快被拉脱维亚

社会民主工党排挤，以后再未起过什么明显的作用。——３５８。

１７８ 指俄国社会民主党第四次（统一）代表大会通过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

社会民主党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合并的条件》。这个文件的第１条注１

规定：“波兰的社会主义组织只有加入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后才

能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见《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

央全会决议汇编》１９６４年人民出版社版第１分册第１５９页）。——

３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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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７９ 赫列斯塔科夫 是俄国作家尼·瓦·果戈理的喜剧《钦差大臣》中的主

角。他是一个恬不知耻、肆无忌惮地吹牛撒谎的骗子手。——３６１。

１８０ 说的是下述事实：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费·亚·戈洛文于１９１０年１０

月声明辞去自己的代表职务，过了不久就积极参加了铁路的承租。

第三届国家杜马代表、律师瓦·阿·马克拉柯夫于１９１２年３月担

任了塔吉耶夫案件的辩护人。塔吉耶夫是巴库大石油工业家，他被控告

折磨自己的职员、工程师别布托夫。——３７１。

１８１ “政治上幼稚的人”是指在国内外都有自己的小集团的布尔什维克调和

派。

“老练的外交家”是指维也纳《真理报》的取消派小集团和崩得的领

导人。——３７４。

１８２ １９０７年６月３日《国家杜马选举条例》关于第二等城市选民资格的规

定中，有一项是：“在本市界内用自己名字占用单另住宅一年以上

者。”——３７９。

１８３ 《现代言论报》（《 》）是俄国立宪民主党人的报纸（日

报），１９０７年９月—１９１８年８月３日（１６日）在彼得堡出版。——３７９。

１８４ 《真理报》（《 》）是俄国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报纸（日报），根据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决定创办，１９１２年４月

２２日（５月５日）起在彼得堡出版。《真理报》是群众性的工人报纸，拥有

大批工人通讯员和工人作者，靠工人自愿捐款出版，同时也是布尔什

维克党的实际上的机关报。《真理报》编辑部还担负着党的很大一部分

组织工作，如约见基层组织的代表，汇集各工厂党的工作的情况，转发

党的指示等。在不同时期参加《真理报》编辑部工作的有斯大林、雅·

米·斯维尔德洛夫、尼·尼·巴图林、维·米·莫洛托夫、米·斯·奥

里明斯基、康·斯·叶列梅耶夫、米·伊·加里宁、尼·伊·波德沃伊

斯基、马·亚·萨韦利耶夫、尼·阿·斯克雷普尼克、马·康·穆拉诺

夫等。第四届国家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代表积极参加了《真理报》的工

作。列宁在国外领导《真理报》，他筹建编辑部，确定办报方针，组织撰

稿力量，并经常给编辑部以工作指示。１９１２—１９１４年，《真理报》刊登了

３００多篇列宁的文章。

《真理报》经常受到沙皇政府的迫害。１９１２—１９１４年出版的总共

５５５注  释



６４５号报纸中，就有１９０号受到种种阻挠和压制。报纸被封８次，每次

都变换名称继续出版。１９１３年先后改称《工人真理报》、《北方真理报》、

《劳动真理报》、《拥护真理报》；１９１４年相继改称《无产阶级真理报》、

《真理之路报》、《工人日报》、《劳动的真理报》。１９１４年７月８日，即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沙皇政府下令禁止《真理报》出版。

１９１７年二月革命后，《真理报》于３月５日（１８日）复刊，成为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和彼得堡委员会的机关报。列宁于４月３日

（１６日）回到俄国，５日（１８日）就加入了编辑部，直接领导报纸的工作。

１９１７年七月事变中，《真理报》编辑部于７月５日（１８日）被士官生捣

毁。７—１０月，该报不断受到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迫害，先后改称《〈真

理报〉小报》、《无产者报》、《工人日报》、《工人之路报》。１９１７年１０月２７

日（１１月９日），《真理报》恢复原名，继续作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

委员会的机关报出版。１９１８年３月１６日起，《真理报》改在莫斯科出

版。——３７９。

１８５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２册第２６２—２６６页。列宁在《１９世纪

末俄国的土地问题》一文中对马克思的这些原理作了说明（见《列宁全

集》第２版第１７卷第１０８—１２０页）。——３９０。

１８６ 指第二届国家杜马中的社会革命党党团领袖伊·瑙·穆申科在第二届

国家杜马第四十七次会议上的发言。列宁在《社会民主党在１９０５—

１９０７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一文中曾对穆申科的这一发言

作过评价（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１６卷第２５０—２５１页和第３６９—３７０

页）。——３９３。

１８７ 《工人报》（《Ｇａｚｅｔａ Ｒｏｂｏｔｎｉｃｚａ》）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

员会的秘密机关报，１９０６年５—１０月先后在克拉科夫和苏黎世出版，

由亨·卡缅斯基主编，出了１４号以后停刊。１９１２年波兰社会民主党分

裂后，出现了两个华沙委员会。两个委员会所办的机关报都叫《工人

报》，一家是由在华沙的总执行委员会的拥护者办的，出了４号，另一家

是由在克拉科夫的反对派华沙委员会办的，出了１１号（最后两号是作

为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边疆区执行委员会机关报在苏黎世

出版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两派合并后，《工人报》在１９１８

年８月还出了１号。关于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分裂，见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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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波兰社会民主党的分裂》一文（《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２卷）。

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状况和党的最近任务》一文发表于反

对派华沙委员会出版的《工人报》第１５—１６号合刊。在《列宁全集》俄文

版中，这篇文章是根据《工人报》从波兰文译成俄文刊印的。——３９５。

１８８ 指格·瓦·普列汉诺夫《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代表会议》一文。

见注１２９。——３９７。

１８９ 指普列汉诺夫的《我党中央委员会最近召开的一次全体会议》一文，载

于１９１０年３月《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１１期（见《普列汉诺夫全集》

１９２７年俄文版第１９卷第９９—１２１页）。——４００。

１９０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主席是基辅组织的代表、孟什维克护党派 ．Ｍ．施瓦尔茨曼。——

４０１。

１９１ 指１９１２年１月中旬在俄国国内举行的取消派会议。会议是在崩得和拉

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央的倡议下召开的，通称“各民族社会民主

党组织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代表２人、崩得代表

１人、高加索区域委员会代表１人、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１人

（只参加了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成立了筹备召开１９１２年托洛茨

基－取消派八月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参看注１４４）。——４０１。

１９２ 《红旗报》（《Ｃｚｅｒｗｏｎｙ Ｓｚｔａｎｄａｒ》）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

委员会的秘密机关报，１９０２—１９１８年先后在苏黎世、克拉科夫、华沙、

柏林出版（１９１４—１９１７年暂时停刊），共出了１９５号。——４０１。

１９３ 《答取消派》这篇评论是列宁为《真理报》写的，该报编辑部于１９１２年７

月１１日（２４日）收到，但没有刊登。——４０４。

１９４ 《半年工作总结》一文是专为《真理报》写的。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５日或１６日

（２８日或２９日），列宁在寄发文章的同时，给《真理报》编辑部写了一封

信，就如何刊登这篇文章，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意见（见《列宁全集》第２

版第４６卷）。编辑部遵照列宁的意见将该文分四次在《真理报》上刊

出。——４０９。

１９５ 指孟什维克取消派威胁要在第四届杜马工人选民团选举中提出自己的

候选人来对抗布尔什维克的候选人一事。列宁在这篇文章以及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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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著作——《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见本卷第４４０—４５７页），

《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夜》（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２卷）——中都指

出，所谓“双重候选人名单”的谈论，不过是脱离了工人运动的知识分子

小团体的吓人企图罢了。这一点完全被工人选民团选举的实践所证

实。——４２０。

１９６ 《向理智呼吁报》（《Ａｐｐｅａｌ ｔｏ Ｒｅａｓｏｎ》）是美国社会党人的报纸，

１８９５年在美国堪萨斯州吉拉德市创刊，但与美国社会党没有正式关

系。该报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很受工人欢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该报采取国际主义立场。——４２３。

１９７ 《戈比报》（《 》）是俄国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报纸（日报），

１９０８年６月１９日（７月２日）—１９１８年在彼得堡出版，出版者是Ｍ．戈

萝杰茨基。该报零售每份１戈比，并且免费赠送哄动小说丛书之类的附

刊，因而在下层市民中颇为流行，在彼得堡工人中也有不少读者，发行

数达２５万份。——４２４。

１９８ 指孙中山《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一文（见《孙中山全集》１９８２年中华书

局版第２卷第３２４—３２６页）。该文是孙中山１９１２年４月１日《在南京

中国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的前半部分，译成法文后载于同年７月

１１日《人民报》，又从法文转译成俄文，同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

粹主义》一文一起载于１９１２年７月１５日（２８日）《涅瓦明星报》第１７

号。——４２６。

１９９ 《人民报》（《Ｌｅ Ｐｅｕｐｌｅ》）是比利时工人党的中央机关报（日报），１８８５

年起在布鲁塞尔出版。在比利时工人党改称为比利时社会党后，是比

利时社会党的机关报。——４２６。

２００ 《有何吩咐报》最初是俄国作家米·叶·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给向专制

政府奴颜婢膝的自由派报刊取的绰号（见他的特写《莫尔恰林老爷

们》）。“有何吩咐？”原是沙皇俄国社会中仆人对主人讲话时的用

语。——４３６。

２０１ 《圣彼得堡新闻》（《 ． 》）是１７０３年创办的第一

家俄国报纸《新闻报》的续刊，１７２８年起在彼得堡出版。１７２８—１８７４年

由科学院出版，１８７５年起改由国民教育部出版。１９１７年底停刊。——

４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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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 《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这本小册子写作和出版的原委如下：

１９１２年６月２４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国外委员会写信给德

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建议它召开由组织委员会、崩得、拉脱维亚

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高加索区域委员会、《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

编辑部、维也纳《真理报》、“前进”集团、《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编辑部、

布尔什维克护党派、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总执行委员会以及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共１１个国外的“中心”和“集团”的代表参加

的会议，以“获致”社会民主党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中的统一和分配德国

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资助俄国选举运动的钱款。７月２２日，德国社

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将这封信分别寄给上述各单位，建议它们对这个

计划表示态度，并于９月５日前派自己的代表到柏林来。列宁于７月

１７日（３０日）写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

行委员会的复信。信中表示拒绝参加这个会议。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

主党总执行委员会以及格·瓦·普列汉诺夫也拒绝参加这个会议。

这次会议没有开成。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后来把它提供第

四届杜马选举运动使用的钱款的一部分拨给了取消派组织委员会、高

加索区域委员会、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支配，从而

支持了取消派来反对布尔什维克。

为了使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更多的人了解布尔什维克拒绝参加这

个会议的理由，列宁随后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给德国社会

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复信加写了前言和后记，并于１９１２年９月，以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名义，在莱比

锡用德文把它印成了小册子。附言是在小册子印好以后写的，以单页

印出贴入小册子。《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这本小册子分寄给了

德国社会民主党各地方党部、出席１９１２年９月举行的开姆尼茨党代表

大会的代表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各重要报纸的编辑部。——４３８。

２０３ 《小报》全称是《召集全党代表会议的组织委员会小报》（《

》）是这

个组织委员会的新闻公报，１９１２年５—８月在布鲁塞尔出版，共出了４

号。 列宁在这里提到的第３号是１９１２年７月６日（１９日）出版

的。——４４１。

２０４ 波将金村是指实际上不存在的骗人的东西。据传说，１７８７年俄国女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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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卡捷琳娜二世南巡时，当时南方三省总督格·亚·波将金为了显示

自己“治理有方”，曾在女皇巡视沿途假造繁荣的村落。——４４２。

２０５ 衰败城镇是指英国１８世纪末和１９世纪初一些人口锐减但仍

沿袭旧制享有选举议员权利的小城镇和乡村。衰败城镇的议

员大多数实际上是由支配着当地居民的大土地贵族指派

的。——４４２。

２０６ 斯皮尔卡（乌克兰社会民主联盟）是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乌克兰

革命党分裂出来的一个组织，于１９０４年底成立。斯皮尔卡曾作为自治

的区域组织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斗争

中追随孟什维克。在反动时期斯皮尔卡陷于瓦解，到１９１２年还有几个

不大的分散的“斯皮尔卡”小组，其大部分成员则都变成了资产阶级民

族主义者。列·达·托洛茨基的《真理报》最初两号（１９０８年１０月和１２

月）是作为斯皮尔卡的机关报出版的。——４４３。

２０７ 国际社会党例行代表大会即第二国际第九次代表大会原定于１９１３年

秋在维也纳召开。由于１９１２年巴尔干战争爆发和世界大战危险临头，

社会党国际局提前于１９１２年１１月２４—２５日在巴塞尔召开了非常代

表大会。——４５２。

２０８ 指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这次会议于１９１２年８月１２—２０日（８月２５

日—９月２日）在维也纳召开，倡议者是列·达·托洛茨基。出席会议

的代表共２９名，其中有表决权的代表１８名：彼得堡“中央发起小组”２

名，崩得４名，高加索区域委员会４名，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中

央４名，莫斯科调和派小组１名，塞瓦斯托波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

黑海舰队水兵组织各１名；有发言权的代表１１名：组织委员会代表２

名，维也纳《真理报》代表１名，《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代表１名，《涅瓦

呼声报》代表１名，莫斯科取消派小组代表１名，波兰社会党—“左派”

代表４名和以个人身分参加的尤·拉林。２９人中只有３人来自俄国国

内，其余都是同地方工作没有直接联系的侨民。普列汉诺夫派——孟什

维克护党派拒绝出席这一会议。前进派代表出席后很快就退出了。代表

会议通过的纲领没有提出成立民主共和国和没收地主土地的口号，没

有提出民族自决权的要求，而仅仅提出了宪法改革、全权杜马、修订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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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立法、结社自由、“民族文化自治”等自由派的要求。八月联盟还号召

取消秘密的革命党。代表会议选出了试图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

员会抗衡的组织委员会，但它在俄国国内只得到少数取消派小组、《光

线报》和孟什维克七人团的承认。代表会议上成立的八月联盟只经过一

年多的时间就瓦解了。参看《“八月联盟”的空架子被戳穿了》、《论高喊

统一实则破坏统一的行为》两文（见《列宁全集》第２版第２５卷第３０—

３３页和第１９４—２１６页）。——４５４。

２０９ 《科学评论》杂志（《Ｌａ Ｒｅｖｕｅ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ｑｕｅ》）是法国的一种刊物，１８６３

年起在巴黎出版。——４６２。

２１０ 指彼得堡面包师联合会理事会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办所谓“非党的阶级

报纸”是徒劳的努力，认为必须出版一种不是“自由派工人政策机关报”

的工人日报，因此对《真理报》的即将出版表示欢迎，并号召全体会员为

该报组织募捐。１９１２年４月８日《明星报》第２７号报道了这个决

议。——４６５。

２１１ 《箴言》杂志（《 》）是倾向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合法的文学政治刊物

（月刊），１９１２年４月—１９１４年７月在彼得堡出版。为杂志撰稿的有Ｐ．

Ｂ．伊万诺夫－拉祖姆尼克、波·维·萨文柯夫、尼·苏汉诺夫、维·米

·切尔诺夫等。——４７２。

２１２ 盖得派是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０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以茹·盖

得为首的一个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基本成员是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末

期团结在盖得创办的《平等报》周围的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和先进工人。

该派于１８７９年组成了法国工人党，１８８０年在勒阿弗尔代表大会上制

定了马克思主义纲领。在米勒兰事件上持反对加入资产阶级内阁的立

场。１９０１年与其他反入阁派一起组成法兰西社会党。盖得派为在法国

传播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它的一些领导人对马克思主义的

认识犯有片面性和教条主义的错误。

饶勒斯派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法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以让·饶

勒斯为首的右翼改良主义者。饶勒斯派以要求“批评自由”为借口，修正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宣传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合作。他们认

为，社会主义的胜利不会通过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取得，

这一胜利将是民主主义思想繁荣的结果。他们还赞同蒲鲁东主义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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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社的主张，认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合作社的发展有助于逐渐向社

会主义过渡。在米勒兰事件上，饶勒斯派竭力为亚·艾·米勒兰参加资

产阶级内阁的背叛行为辩护。１９０２年，饶勒斯派成立了改良主义的法

国社会党。——４７３。

２１３ 引自俄国诗人亚·谢·普希金的抒情诗《英雄》。这首诗采取“诗人”和

“友人”对话的形式，诗中的“诗人”认为：拿破仑冒着生命危险去传染病

院同患黑死病的士兵握手表示慰问一事，虽经历史学家考证并非事实，

但一句“令人鼓舞的谎言”，要比千万个“卑微的真理”更加可贵。此处列

宁是反普希金诗原意引用的。——４７４。

２１４ 指１９１２年夏葡萄牙君主派为恢复君主制而组织的叛乱。叛乱以失败告

终。——４７４。

２１５ 列宁的这个意见是针对有人建议对俄国组织委员会在团结所有俄国党

组织方面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方面

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并给俄国组织委员会出席代表会议的代表以表

决权而提出的。——４８５。

２１６ 指在反社会党人非常法时期的秘密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参看注

１００。——４８９。

２１７ 这个报告提纲载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印发的海报

上。海报样式如下：

  “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３日 星期四

  在舒瓦西林荫路１９０号阿尔卡扎大厅

·
列
·
宁同志

作专题报告

  题目：《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

提纲中所列举的问题，在１９１２年列宁的许多著作中，特别是在《革

命的高涨》一文（见本卷第３４２—３４９页）中有所反映。

１９５５年苏联《历史档案》杂志第２期刊登了这个海报。——４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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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表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９１２年７月）

１９１１年

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１９１２年７月

先后侨居在巴黎和克拉科夫，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

国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并主持这次会议；编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机

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等。

１２月８日（２１日）

列宁的《党内危机的结局》、《论社会民主党在杜马内外的行动口号和工

作方法》、《自由派资产阶级的走狗》、《来自斯托雷平“工”党阵营的议

论》、《论托洛茨基的外交和护党分子的一个纲领》和《“保管人”仲裁法庭

的总结》等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５号上。

１２月１０日（２３日）

  列宁的《旧的和新的》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３３号上。

  列宁的总标题为《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一

篇文章《一些基本原则问题》发表在《明星报》第３３号上。

不晚于１２月１４日（２７日）

  筹备在巴黎举行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起草《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

的提纲》和《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的决议草案》。

１２月１４日—１７日（２７日—３０日）

  在巴黎主持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列宁是作为《工人报》编委出席会

议的。

１２月１４日（２７日）

  宣布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开幕，致欢迎词，提议选举会议主席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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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出席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作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并回答问

题。

１２月１５日（２８日）

  上午，出席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提议在听取三个报告之后，对所有

问题展开全面讨论。这三个报告是：列宁关于党内状况的报告、尼·亚·

谢马什柯关于六月中央委员会议以前国外状况的报告、米·费·弗拉基

米尔斯基关于六月中央委员会议以后国外状况的报告。

  根据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５号的材料，回答主持会议

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的关于“保管人”掌管的款项的问题。

  下午，出席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作总结发言；被选入决议起草

委员会。

１２月１６日（２９日）

  上午，出席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提出就《把国外社会民主党护党派

力量组织起来和布尔什维克的任务》的决议展开全面讨论；在讨论关于

国外布尔什维克的作用问题、关于支持俄国组织委员会问题和关于即将

举行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问题时发言。

  下午，出席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将《把国外社会民主党护党派

力量组织起来和布尔什维克的任务》的决议及其修正案提付表决。该决

议被通过。会议选举国外组织委员会。列宁建议委托国外组织委员会最

后审订并通过国外组织章程。列宁在讨论关于国外组织委员会的代表参

加《工人报》编辑部的问题时发言。

１２月１７日（３０日）以前—１９１２年６月

  参加在彼得堡出版的布尔什维克合法杂志《启蒙》的前７期的编辑工作。

１２月１７日（３０日）以前

  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杂志《启蒙》第１期在彼得堡出版，列宁的《选举运动

的几个原则问题》（文章的结尾部分发表在１９１２年１月《启蒙》杂志第２

期上）、《对立宪民主党和大臣们谈判的揭露开始了》和《三项质询》等文

章发表在这一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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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月１７日（３０日）

  出席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的最后一次会议，提出关于同意成立召集

全国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决议被一致通过）；就各民族社

会民主党组织代表对召开党代表会议的态度问题发言，发言中提出的问

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代表会议《关于各民族中央机关

没有代表出席全党代表会议的问题》的决议中得到反映。

  在布尔什维克国外小组会议上被推选参加了解布尔什维克派财务

状况的委员会。

  列宁的总标题为《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二

篇文章《工人复选人在选举运动中的作用》发表在《明星报》第３４号上。

１２月１９日（１９１２年１月１日）以前

  致函在莱比锡的奥·阿·皮亚特尼茨基，谈出席布拉格代表会议的莫斯

科代表可能被捕，请他安排选举另一名代表（这封信没有找到）。

１２月２２日（１９１２年１月４日）

  列宁的《饥荒和黑帮杜马》一文发表在《工人报》第７号上。

１２月３１日（１９１２年１月１３日）

  列宁的总标题为《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的一组文章中的第三篇文

章《选举运动中的农民和农民复选人》发表在《明星报》第３６号上。

１２月

  致函在彼得堡的《明星报》编辑部，说我们的路线是不妥协的，即报纸必

须贯彻无产阶级政党独立的政治路线（这封信没有找到）。

１２月—１９１２年１月５日（１８日）

  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年底

  写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大纲。这个大纲是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

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的

基础。

１９１１年

  出席布尔什维克、普列汉诺夫派和波兰社会民主党组织的代表在巴黎共

同举行的联席会议，在会上发表讲话，谈布尔什维克同孟什维克以及同

前进派之间发生分歧的原因，还谈了《前进》文集的立场以及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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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２年

１月３日（１６日）

  用德文写信询问米·韦·科别茨基的健康状况。

１月５日（１８日）以前

  在给出席布拉格代表会议的部分代表的信中希望能就代表会议的议事

日程以及其他问题同他们初步交换意见（这封信没有找到）。

  抵达布拉格。

  同出席布拉格代表会议的部分代表谈话，向他们介绍关于目前形势

和党的任务的报告的要点。

  写讲话提要和关于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的决议草案，以及关于各民

族中央机关没有代表出席全党代表会议问题的决议的提纲草稿。

  在《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草案上作批注。

１月５日—１７日（１８日—３０日）

  以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代表的身分出席俄国社会民主

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并主持各次会议；起草议事日程中各

项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审订代表会议的各项决议。

  经常同代表交谈，同他们一起度过休息时间。

１月５日（１８日）

  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开幕时致开幕词，就

确定代表会议的性质问题发言；就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的代表雅·达·捷

文的发言写提要并发言；把关于确定代表会议性质的决议草案提交会议

讨论并就草案的修正案发言。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召集代表会议的俄

国组织委员会》的决议及列宁的修正案。

１月５日（１８日）以后

  收到萨·马·扎克斯（格拉德涅夫）从彼得堡的来信，信中告知《明星报》

第３６号发表了列宁关于农民复选人的文章，说收到了列宁谈我们的路

线是不妥协的信件，以及编辑部通过了关于吸收瓦·瓦·沃罗夫斯基、

阿·马·高尔基、格·瓦·普列汉诺夫和普·恩·德涅夫尼茨基等人撰

稿的办法。信中还谈到《明星报》编辑部由于选举第四届国家杜马而产生

的情绪以及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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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月６日（１９日）

  审阅并修改７位代表关于全俄组织其中包括各民族组织必须遵守代表

会议的一切决议的声明；修改维克多（ 施瓦尔茨曼）对关于确定代表

会议的性质的决议草案提出的修正案。

  提出讨论《关于各民族中央机关没有代表出席全党代表会议的问

题》的决议草案。这一决议以１０票对１票通过。

  列宁的总标题为《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一组文章中的第四篇

文章《从第三届杜马选举的实践得出的结论》发表在１９１２年《明星报》第

１号上。

１月６日、７日和１０日（１９日、２０日和２３日）

  在代表会议的５次会议上，记录各地的报告，特别注意各组织的人数和

成分、各组织存在时间、组织中是否有专职党的工作人员、党组织是否同

各工人区有联系、怎样散发布尔什维克机关刊物《社会民主党人报》、《明

星报》和《思想》杂志等情况。

１月６日和１２日（１９日和２５日）之间

  作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这份报告没有找到）。

１月６日和１７日（１９日和３０日）之间

  对代表会议《关于前保管人掌管的财产和关于帐目》的决议进行修改。

  同其他中央委员一起签署一项声明：应将布尔什维克的财产移交给

被确定为党的最高机构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

会议和经它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支配。

１月７日（２０日）

  出席代表会议的第五次会议，发言谈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工

作，论证该报编辑部的政治路线，谈同孟什维克护党派和格·瓦·普列

汉诺夫的相互关系。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机关报《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决

议，赞成中央机关报的原则路线。列宁被选入中央机关报编辑部。

  在第五次会议上作关于社会党国际局的工作的报告，并回答代表们

提出的问题。列宁在回答波里斯（戈洛晓金）提出的“东方革命对国际关

系有何影响？”问题时说：“在亚洲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在欧洲则是民

主主义革命的结束，并且将会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出席代表会议的第六次会议，宣布开始讨论他自己所作的关于社会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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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局的工作的报告；就任命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驻社会党国际

局的代表的程序问题以及其他问题发言；提出讨论关于各地的报告的决

议草案，在讨论中作解释性发言。

不晚于１月８日（２１日）

  起草《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反饥荒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草案。

１月８日（２１日）

  出席代表会议第八次会议，参加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人在反饥荒斗争

中的任务》的决议草案，就党在赈济饥民工作中的任务问题发言。会议一

致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的决议草案。

１月９日（２２日）以前

  就工人失业保险法案问题写批语和作摘录。

  审订尼·亚·谢马什柯起草的《关于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

法案的态度》的决议草案。

１月９日（２２日）

  出席代表会议的第九次会议，在讨论奥·阿·皮亚特尼茨基关于代表会

议会址必须保密的声明时发言，要求在通信时不要透露代表会议的任何

情况。会议委托列宁起草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信，祝贺它在德国国会

选举中的胜利。

１月９日和１０日（２２日和２３日）

  参加讨论关于社会民主党对杜马提出的工人的国家保险法案的态度的

决议。

１月９日和１３日（２２日和２６日）之间

  受代表会议的委托，草拟给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贺信，祝贺它在德国国会

选举中的胜利。贺信发表在１９１２年１月２７日（公历）《前进报》第２２号

上。

１月１０日（２３日）

  出席代表会议的第十一次会议，在讨论关于党在国外的工作问题时批评

格·康·奥尔忠尼启则和苏·斯·斯潘达良的错误发言，他们否定俄国

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会议通过《关于国外

的党组织》的决议。

不晚于１月１１日（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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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对党的组织章程的修改草案》。

１月１１日（２４日）

  出席代表会议的第十二次会议，就组织问题发言；对《关于党的工作的性

质和组织形式》的决议草案提出修改意见。会议批准列宁提出的《对党的

组织章程的修改草案》。

１月１２日和１７日（２５日和３０日）之间

  校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布拉格）全国代表会议《关于社会民主党

杜马党团》的决议草案。

  布拉格代表会议把列宁选进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机关报，并选他担任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表。

  在代表会议期间多次出席新选出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会议。

不晚于１月１７日（３０日）

  写《关于“请愿运动”》的决议草案。代表会议通过列宁提出的这一决议草

案。

  写关于取消主义和取消派集团的决议草案。代表会议通过这一决议

草案。代表会议还通过了列宁提出的《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的选举》、《关

于〈工人报〉》、《关于〈真理报〉》、《关于“红十字会”》、《关于俄国政府对波

斯的进攻》、《关于中国革命》和《关于沙皇政府对芬兰的政策》等决议草

案。

１月１７日（３０日）

  在代表会议闭幕会议上致闭幕词。列宁的闭幕词充满了对党的力量、对

工人阶级的力量的坚定信心。

出席在布拉格民众文化馆举行的代表会议参加者告别晚会，  出席晚

会的还有捷克社会民主党人。

１月１８日（３１日）

  离开布拉格，途中在莱比锡停留；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莱比锡小组的会

议上作关于列·尼·托尔斯泰的报告。

１月１９日（２月１日）

  在莱比锡地方社会民主党报纸编辑部出席中央委员会会议（有第三届国

家杜马社会民主党代表参加），向他们通报布拉格代表会议所作出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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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决议。

在莱比锡会见尼·古·波列塔耶夫，同他讨论在春季以前出版《真理报》

的问题。

１月１９日（２月１日）以后

  自莱比锡去柏林，根据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定，向前“保管人”取回党的

款项。

  在柏林弗·维·阿多拉茨基处停留。

  在柏林４次会见罗·卢森堡。

１月底—２月２６日（３月１０日）以前

  校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１９１２年全国代表会议》小册子。小册子于２月

下半月在巴黎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出版。

２月初

  返回巴黎。

  在巴黎同来自芬兰的亚·瓦·绍特曼就芬兰社会民主党组织的工

作问题进行谈话，指出目前在芬兰发动武装起义不合时宜。

不早于２月初

  出席巴黎布尔什维克小组会议，发言反对同孟什维克进行辩论，认为在

侨居条件下这种辩论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致函巴黎布尔什维克小组成员，说明自己拒绝在侨居条件下同孟什

维克进行辩论的理由：在国内，许多无党派工人都很仔细地倾听布尔什

维克同孟什维克之间的辩论，这种辩论有助于他们在政治上得到提高，

走上革命的道路。而在国外，参加会议的一般是各派的人，他们对争论的

问题了如指掌，他们立场早已确定，不可能被说服。如果进行这种毫无意

义的辩论等于把精力浪费在空谈上。

２月２日（１５日）

  签署《工人报》编辑部的决议，决议中认为安东诺夫（Ａ．Ｂ．卡扎科夫）是

一位革命者，他的名誉从未因任何事情受过丝毫的玷污。

２月９日（２２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委托，写信给格·康·奥尔忠尼启则，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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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前后国内外许多党组织的情况，说

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可能承认代表会议决议，还愤怒地提到列·达·托

洛茨基正在网罗代表参加取消派的八月代表会议。

２月１２日（２５日）

  致函阿·萨·叶努基泽，告知收到了他的来信，希望他呆在巴库中心监

狱的时间不会太长了，请他向熟人转达自己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

问候。

２月１３日（２６日）

  就“保管人”卡·考茨基和克·蔡特金掌管的党的款项问题致函卡尔·

茨格拉根，还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已于１月举行，并选出

了党中央委员会。

２月１９日（３月３日）

  列宁的《执行自由派工人政策的机关报》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１１号

上。

２月２４日或２５日（３月８日或９日）

  写信给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感谢她寄来食品；介绍郊游的印象；询

问她度夏的打算。

２月２５日（３月９日）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去剧院观看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埃勒克特

拉》。

２月２６日（３月１０日）以前

  给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局写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

告。

  用法文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告知寄去了关于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希望能在社会党国际局的公报上发表

这篇报告，还谈到自己被选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的代

表。

  领导布尔什维克合法报纸《涅瓦明星报》的出版工作，经常为该报撰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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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月２８日（３月１２日）以前

  在巴黎出席国外组织委员会召集的会议，在讨论关于布拉格代表会议的

报告时发言。

２月２８日（３月１２日）

  致函在瑞士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说必须到瑞士各城市作关

于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报告，还谈到这次代表会议的成员和会议进程、同

取消派的决裂、在俄国开展向各党组织传达代表会议各项决议的工作、

崩得和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打算召开一次有取消派参加的代表会议以

及杜马社会民主党团的立场等问题。

２月２９日（３月１３日）

  致函在伯尔尼的格·李·什克洛夫斯基，为了使他要作的关于布拉格代

表会议的报告不致产生错误，告知取消派在巴黎召开会议的情况和这次

会议通过的对抗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表示相信取消派及其拥护者不

可能联合起来。

２月底—３月初

  经常同格·李·什克洛夫斯基通信，就什克洛夫斯基作关于俄国社会民

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报告问题作指示（这些信没有找到）。

２月

  致函在意大利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答应给寄去布拉格代表会议

的决议；请高尔基写一篇五·一传单；谈《明星报》出版中所遇到的种种

困难。

２月—３月

  致函阿·马·高尔基，告知寄去了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认为《明星

报》发表的高尔基的童话非常精彩；抨击取消派报纸《现代事业报》和取

消派分子尼·亚·罗日柯夫。

３月初

  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纲领以中央委员会名义于１９１２年

３月在俄国印成单页出版，４月作为《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６号附刊在国

外出版。

３月２日（１５日）以后

  写《反对同取消派的联合》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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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月４日（１７日）

  列宁的《第三届杜马五年来的各政党》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１４号上。

３月５日（１８日）

  列宁给社会党国际局的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由

社会党国际局分寄给各社会党，以便在各社会党报刊上发表。

３月９日和４月１日（３月２２日和４月１４日）之间

  阅读《现代事业报》第８号刊登的《关于代表会议的召开》和《社会民主党

和选举》两篇文章并作批注，在《为自由派工人政策作的拙劣辩护》一文

中利用了第一篇文章。

３月１１日（２４日）

  写信给在萨拉托夫的姐姐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说孟什维

克取消派在进行反对布拉格代表会议及其决议的活动。

３月１２日或１３日（２５日或２６日）

  写《把牌摊到桌面上来》一文。

  致函《明星报》编辑部，指示不要肯定任何一种选举纲领；询问出版

工人日报的筹备工作情况、报纸的版面大小等方面的问题；主张必须同

取消派报纸《现代事业报》展开尖锐的争论。

３月１３日（２６日）

  给《明星报》编辑部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的抄件，同时写

附言，建议不要接受取消派拟定的任何选举纲领草案，而只遵循中央委

员会批准的纲领草案。

  列宁的《关于捷·奥·别洛乌索夫代表退出社会民主党杜马党团的

问题》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１７号上。

３月１３日（２６日）以后

  写《〈前进报〉上的匿名作者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党内状况》小册子。该

小册子于１９１２年在巴黎由《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以单行本印行出

版。

３月１５日（２８日）以前

  用法文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感谢胡斯曼给寄来１９１２年

３月１２日（公历）取消派巴黎会议的决议；说布拉格代表会议谴责了取

消派和瓦解党的工作的各种国外集团；告知已把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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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给了格·瓦·普列汉诺夫，但他没有答复，对他是否有全权参加社会

党国际局表示怀疑。

３月１５日（２８日）

  致函在梯弗利斯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格·康·

奥尔忠尼启则、苏·斯·斯潘达良和叶·德·斯塔索娃，指示必须加强

各地方党组织同国外中央的联系；主张尽快巡视各组织并作关于代表会

议的传达报告；对１９１２年３月２６日（公历）《前进报》第７２号发表列·

达·托洛茨基的诽谤性文章表示愤怒。

３月１５日（２８日）以后

  收到格·康·奥尔忠尼启则的复信，信中报告了布拉格代表会议以后俄

国党组织内的情况。

３月１６日（２９日）

  根据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的授权，致函巴黎屠格涅夫图书馆管

理委员会，要求将它保存的党的图书交给中央委员会；提出讨论移交图

书的条件和手续。

３月１７日（３０日）

  列宁的《饥荒》和《农民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两篇文章发表在《工人报》

第８号上。

３月１７日和２３日（３月３０日和４月５日）之间

  鉴于国外反党集团反对布拉格代表会议的决议，写抗议声明交社会党国

际局书记卡·胡斯曼。

３月１７日和４月５日（３月３０日和４月１８日）之间

  写便函给阿·马·高尔基，约高尔基星期六下午２时３０分或晚上来。

  会见阿·马·高尔基。

３月２１日和２９日（４月３日和１１日）之间

  阅读《现代事业报》第１０号上发表的《庸人政策》一文并作批注，在《立宪

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一文中引用了这篇文章。

  写《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一文。

３月２３日（４月５日）

  用法文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说随信寄去俄国社会民主工

党代表的抗议声明，并请胡斯曼将这一抗议声明转交参加第二国际的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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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书记。

３月２５日（４月７日）

  写信给居住在萨拉托夫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自己打算在夏天

迁居巴黎近郊。列宁未能实现这次迁居，而于１９１２年６月迁至克拉科

夫。

３月２８日（４月１０日）以前

  列宁起草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在梯弗利斯印成单页发行。

３月２９日（４月１１日）以前

  出席社会党国际局会议。

３月２９日（４月１１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人同进步派的联盟及其意义》一文发表在《明星报》

第２３号上。

  莫斯科保安处向警察司报告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召开了布拉格

代表会议，俄国相当多的工人赞成列宁的观点，社会党国际局承认布拉

格代表会议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承认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代表。

３月

  列宁的《反对同取消派的联合》一文发表在《启蒙》杂志第３—４期合刊

上。

４月初

  致函在梯弗利斯的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格·康·奥尔忠尼启则、苏·

斯·斯潘达良和叶·德·斯塔索娃，指示必须对国外取消派展开顽强和

系统的斗争；建议巡视各地方党组织并揭露取消派；建议用传单形式翻

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拉格代表会议的一切重要决议；强调指出，办《消

息报》要非常小心（这份报纸没有出版）。

４月１日（１４日）

  列宁的《为自由派工人政策作的拙劣辩护》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２４号

上。

４月２日（１５日）以前

  据一则海报说，列宁将在４月２日（１５日）纪念亚·伊·赫尔岑的晚会

上发表讲话（没有关于讲话的确切资料）。

４月３日（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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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函中央委员会俄国局成员，指出必须巩固同国外布尔什维克中央的联

系，建立同中央联系的区域委员会或受委托的代办员小组；建议翻印布

拉格代表会议关于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的决议，同时以传单的形式印发

列宁的《农民和第四届杜马的选举》一文；说列·达·托洛茨基在《前进

报》上进行反对布拉格代表会议及其各项决议的诽谤性宣传。

  列宁的《俄国的决选投票和工人阶级的任务》一文发表在《明星报》

第２５号上。

４月６日（１９日）以前

  用法文致函社会党国际局书记卡·胡斯曼，对并不代表党的俄国社会民

主党人的国外集团直接同社会党国际局联系提出抗议，不同意胡斯曼提

出的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体代表会议的建议。

４月８日和１９日（４月２１日和５月２日）

  列宁的《自由派和民主派》一文发表在《明星报》第２７号和第３２号上。

４月９日（２２日）以前

  审阅小册子《选民手册（我国的选举法）》。

４月９日（２２日）

  致函《明星报》编辑部，告知奇去了《选民手册》的材料，并建议翻印他的

《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运动》一文的第二、三部分；指出必须对取消派的

攻击进行回击；认为不应给格·瓦·普列汉诺夫反对代表会议的“特

权”，如果普列汉诺夫写文章，应把他的文章的条样寄来。列宁还询问了

《真理报》第１号的出版日期、版面大小和可以寄去多大篇幅的文章。

４月１７日（３０日）以前

  起草第三届国家杜马社会民主党党团的工作报告。

４月１７日（３０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致函格·李·什克洛夫斯基，说列宁工作过于繁

重，生病了；告知《真理报》即将出版、《前进报》编辑部拒绝发表列宁对列

·达·托洛茨基的文章的答复以及其他情况。

４月２２日（５月５日）以前

  领导出版合法的布尔什维克日报《真理报》的组织工作。

  就出版《真理报》问题写信给尼·古·波列塔耶夫（这封信没有找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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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在巴黎拜访苏·斯·斯潘达良的父

亲，了解苏·斯·斯潘达良在巴库被捕的详细情况。

４月２２日（５月５日）

  致函在柏林的沃·阿·捷尔－约翰尼相，说苏·斯·斯潘达良已在巴库

被捕，请求给斯潘达良父子以物质帮助。

  列宁创办的布尔什维克的合法日报《真理报》第１号在彼得堡出版。

４月２５日（５月８日）

  列宁的《第四届杜马选举运动和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反党的取

消派》、《纪念赫尔岑》等三篇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６号上。

  列宁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选举纲领》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

报》第２６号的附刊上，署名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４月２５日和５月３１日（５月８日和６月１３日）之间

  阅读《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６号，在社论《勒拿惨案和六三君主制》的标

题上作记号。

４月２６日（５月９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会议，在会上作关于勒拿惨

案、俄国罢工及党对这些事件的策略的报告。报告结束后回答了提出的

问题。

４月和５月２４日（６月６日）之间

  致函波·尼·克尼波维奇，谈对克尼波维奇的《关于俄国农民分化问题

（农业经济领域中的分化）》一书的意见（这封信没有找到）。

５月６日（１９日）

  列宁的《欧俄土地占有情况》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３号上。

５月８日和９日（２１日和２２日）

  列宁的《劳动派和工人民主派》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１３号和第１４号

上。

５月８日（２１日）以后

  阅读阿·叶·洛西茨基的《公社的瓦解》一书，并作记号和写批语。

５月８日和８月１２日（５月２１日和８月２５日）之间

  从《１９１２年统计年鉴》中摘录有关俄国各省和各工业部门工厂工人人数

的资料，在《莫斯科省的工作日和工作年》一文中部分地使用了这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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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不晚于５月１０日（２３日）

  离开巴黎去德国数日。

５月１０日（２３日）

  列宁的《论俄国各政党》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５号上。

５月１０日和６月１０日（５月２３日和６月２３日）之间

  写《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一文。

不晚于５月１３日（２６日）

  在柏林曾去俄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

  在柏林与收集俄国解放运动史料的 ． ·别布托夫公爵相识，并

就能否将他收藏的文献和图书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转交给俄

国社会民主党档案馆的问题交换意见。

５月１３日（２６日）

  晚上，回到巴黎。

  收到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从萨拉托夫的来信，信中告知玛·伊

·乌里扬诺娃和安·伊·乌里扬诺娃－叶利扎罗娃被捕。

５月１３日和６月４日（５月２６日和６月１７日）之间

  写《１９１２年１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口号和五月运动》一

文。

５月１４日（２７日）

  写信给居住在萨拉托夫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建议通过在彼得堡

的熟人打听姐姐和妹妹被捕的情况，相信她们不会被拘留很久。

５月１７日和３１日（５月３０日和６月１３日）之间

  为下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写社论《革命的高涨》。

５月１９日（６月１日）

  用法文致函乔治·迪科·德拉埃律师，告知给他寄去关于“保管人”掌管

的款项一案的文件，并要求约定同他会晤的时间。

５月２０日（６月２日）

  写信给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对她的健康表示担忧，并告知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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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情况。

５月２０日和３１日（６月２日和１３日）之间

  写《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和《取消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两篇文章。

５月２１日（６月３日）

  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受列宁委托，写信给在日内瓦的维·阿·卡尔宾

斯基，信中请卡尔宾斯基了解对俄国侨民的监视情况和克拉科夫的生活

条件。

５月２２日（６月４日）

  列宁的《“俄国土地问题”的实质》和《关于竞选鼓动的几点总结》两篇文

章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６号上。

５月２４日（６月６日）

  致函波·尼·克尼波维奇，说他非常满意地读完了克尼波维奇的《关于

俄国农民分化问题（农业经济领域中的分化）》一书，同时对该书也提出

一些意见。

５月２８日（６月１０日）

  把一份由自己用法文起草的关于办理“保管人”掌管的款项一案的协议

草案寄给乔治·迪科；在附信中说自己即将离开巴黎，建议不迟于６月

１日（１４日）签订协议。

５月３１日（６月１３日）以前

  起草《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高涨》的专题报告提纲。这个报告提纲登载在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发布的关于报告的海报上。

５月３１日（６月１３日）

  出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国外组织巴黎支部召开的会议，作《俄国无产阶

级的革命高涨》的专题报告。列宁的《经济罢工和政治罢工》一文发表在

《涅瓦明星报》第１０号上。

春天

  同即将去俄国的弗·维·阿多拉茨基谈话，表示希望在喀山举行的第四

届国家杜马的选举中，工人的代表能获得通过。

  在巴黎经常拜访俄国最老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之一维·康·库尔

纳托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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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月２日（１６日）

  致函乔治·迪科，告知自己将于星期一（６月４日（１７日））晚上离开巴

黎，要求在动身的那天早上同他会晤。

６月３日（１６日）

  列宁的《移民问题》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１１号上。

６月４日（１７日）

  偕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以及她的母亲伊·瓦·克鲁普斯卡娅离开

巴黎前往克拉科夫。

列宁的《革命的高涨》、《１９１２年１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全国代表会议的

口号和五月运动》、《取消派反对群众性的革命罢工》和《“联合者”》四篇

文章发表在《社会民主党人报》第２７号上。

６月４日和９日（１７日和２２日）之间

  在前往克拉科夫途中在莱比锡逗留数天。

  同奥·阿·皮亚特尼茨基谈话，评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状况。

  在莱比锡作关于俄国革命高涨的讲演。

６月９日（２２日）

  抵达克拉科夫。

  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一起会见波兰侨民谢·尤·巴戈茨基并

同他谈话，在谈话中列宁弄清楚了地方当局对待政治侨民的态度以及与

俄国进行秘密联系的可能性问题。

不早于６月９日（２２日）

  会见雅·斯·加涅茨基以及其他波兰社会民主党人，从他们那里了解到

波兰社会民主党内发生分裂的详细情况。

６月９日或１０日（２２日或２３日）

  会见应邀从博伊滕来到克拉科夫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赫尔辛，同他商谈

用他的住址往俄国转寄邮件的问题。

６月９日和２６日（６月２２日和７月９日）之间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寄去一份他为《真理报》撰稿所用的书报和参考书

清单（这封信没有找到）。

６月９日和７月３日（６月２２日和７月９日）之间

  应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华沙委员会的请求，写《俄国社会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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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党的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一文。

６月１０日（２３日）

  列宁的《我们同自由派论战的性质和意义》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

１２号上。

  列宁和娜·康·克鲁普斯卡娅在谢·尤·巴戈茨基陪同下，去克

拉科夫郊外兹韦日涅茨工人居住处租了一套房间。

６月１５日（２８日）以前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请他经常写信和采取措施使国外组织

委员会和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巴黎支部的工作开展起来。

６月１５日（２８日）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告知Ｅ．．伊格纳季耶娃的地址，以便

将这一地址迅速转给乔治·迪科律师；询问是否已把关于“保管人”掌管

的款项的文件寄给了迪科；介绍自己对克拉科夫的初步印象和建立联系

的情况。

６月１６日或１７日（２９日或３０日）

  由列宁参加编写和审订的小册子《选民手册（我们的选举法）》出版。

６月１６日和２４日（６月２９日和７月７日）之间

  写《选举和反对派》一文。

６月１７日（３０日）

  列宁的《资本主义和“议会”》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１３号上。

６月１８日（７月１日）

  写信给在萨拉托夫的母亲玛·亚·乌里扬诺娃，说他已迁居克拉科夫，

告知新住址。

６月１９日（７月２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说“前进”集团出版的《当前问题》杂志已经收

到，认为该杂志完全是胡闹，请求把在巴黎出版的社会革命党人的《创

举》杂志寄来。

６月１９日和２６日（７月２日和９日）之间

  收到《真理报》编辑部的来信，信中建议在报上开辟“劳动与资本斗争栏”

并请求列宁给报纸寄文章。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请求经常给他寄报纸、新书、参考资料以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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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有关土地问题的材料；指出类似《涅瓦明星报》第１３号刊登《资本

主义和“议会”》一文时出现的印刷错误是不能容许的。

６月２２日（７月５日）

  俄国驻巴黎的侦探机关向警察司密告列宁迁居克拉科夫的消息。告密信

中说列宁此次迁居是为了更靠近俄国，并有可能通过在彼得堡出版的布

尔什维克的合法机关报《明星报》和《真理报》来领导即将举行的选举。告

密信中还担心列宁迁居克拉科夫会给监视列宁及其派别的工作造成困

难，所以建议封闭《明星报》和《真理报》，以迫使列宁返回巴黎。

６月２２日或２３日（７月５日或６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从克拉科夫火车站到列宁住地的路线，并

请把这条路线转告给国外组织委员会成员和所有要到克拉科夫来的人；

说联系已经安排好，第一个代办员将于日内赴俄国。

６月２３日（７月６日）

  列宁的《关于大资本组织的调查》一文发表在《启蒙》杂志第５—７期合刊

上。

６月２３日（７月６日）以后

  写《彼得堡选举的意义》一文。

６月２４日（７月７日）

  列宁的《选举和反对派》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１４号上。

６月２５日（７月８日）

  彼得堡高等法院判决：将１９０６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列宁的小册子《关于俄

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给彼得堡工人的信）》，连同铅版

和其他出版工具一起予以销毁。

６月２８日和７月１５日（７月１１日和２８日）之间

  写《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并将该文与刊登在１９１２年６月

２８日（７月１１日）布鲁塞尔社会党报纸《人民报》上的孙中山的《中国革

命的社会意义》一文的译文一起寄给彼得堡的《涅瓦明星报》编辑部。

６月３０日（７月１３日）

  列宁的《选举为期不远了，大家行动起来吧！》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５３

号上。

７月１日（１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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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的《彼得堡选举的意义》和《斯托雷平土地纲领和民粹派土地纲领的

比较》两篇文章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１５号上。

７月１日和８月５日（７月１４日和８月１８日）之间

  写《最后一个气门》一文。

７月２日（１５日）

  去克拉科夫普尔夫谢区派出所，向他们报告自己的年龄、出身、离开俄国

的原因和生活来源等情况，说自己是彼得堡出版的《真理报》和巴黎出版

的《社会民主党人报》的记者。

７月３日（１６日）

  列宁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状况和党的当前任务》一文发表在《工人

报》第１５—１６号合刊上。

７月６日（１９日）以前

  收到费·阿·罗特施坦从伦敦的来信，信中说列·达·托洛茨基来信指

责布尔什维克用“属于”维也纳报纸《真理报》的名称来命名自己的报纸。

罗特施坦在信中还告诉列宁：他回答托洛茨基说，对于彼得堡出版的《真

理报》，他没有什么好指责的。

７月６日（１９日）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要求按时寄送工作所必需的书报；建议在《真理

报》上开辟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进展情况的专栏；对于应如何回答列·

达·托洛茨基反对《真理报》的卑鄙行为，提出了具体建议。

７月６日和２０日（７月１９日和８月２日）之间

  阅读《生活需要》杂志第２７期上刊载的鲁·马·布兰克的《彼得堡的选

举》一文并作记号，在《自由派的进攻》一文中对布兰克的这篇文章进行

了批判。

７月８日（２１日）

  用德文致函在赖兴贝格的约·施特拉塞尔，要求给《社会民主党人报》和

《工人报》编辑部寄去赖兴贝格出版的《前进报》和施特拉塞尔的小册子

《工人与民族》。

７月８日和１５日（２１日和２８日）之间

  写短评《俄国的“言论自由”》。

７月８日和２２日（７月２１日和８月４日）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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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一文的第一部分。

７月９日和１６日（２２日和２９日）之间

  收到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来信，信中说打算在柏林召开俄国社

会民主党内各派别代表的联席会议，以便在即将举行的杜马选举中统一

行动。

７月１０日（２３日）以前

  写《事实经过》证明材料，其中谈判“保管人”掌管的款项的来源、仲裁人

（卡·考茨基、弗·梅林、克·蔡特金）破坏协定的非法行为和他们１９１１

年１１月５日（１８日）就此问题写给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国外

局的信以及其他问题。

  委托伊·费·阿尔曼德将《事实经过》证明材料译成法文；在证明材

料的法文本上签字，并将它寄给巴黎的乔治·迪科律师。

７月１１日（２４日）以前

  写《小花招（答布兰克）》和《永不熄灭的希望》两篇文章，并将文章寄给彼

得堡的《涅瓦明星报》编辑部（文章未刊登，迄今没有找到）。

  写短评《答取消派》，并将此文寄给《真理报》编辑部（短评未在《真理

报》上刊登）。

  接待自巴黎去俄国途经克拉科夫的伊·费·阿尔曼德。阿尔曼德是

受中央委员会的委派去彼得堡为第四届杜马的选举运动进行准备工作

的。她在克拉科夫逗留两天，与列宁商讨了今后的工作计划。

７月１１日（２４日）

  致函《涅瓦明星报》编辑部，批评《真理报》和《涅瓦明星报》缺乏战斗力；

指出必须同取消派进行尖锐的论战，独立提出问题；提出把报纸变为战

斗机关报的设想，强调报纸应当走在大家前面。

  致函在巴黎的列·波·加米涅夫，对取消派报纸《涅瓦呼声报》第６

号刊登的造谣中伤的报道表示气愤；指出自己这次从巴黎迁居克拉科

夫的意义。

７月１１日—１５日（２４日—２８日）

  同来自卢布林的尼·瓦·克雷连柯商讨组织从俄国到克拉科夫和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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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科夫返回俄国的人员的越境计划。列宁委托克雷连柯去彼得堡为《真

理报》编辑部成员同中央委员会国外局的会晤进行准备，并帮助筹备在

彼得堡举行的第四届杜马的选举工作。

７月１１日和２０日（７月２４日和８月２０日）之间

  为《工人报》写《陆海军中的起义》一文。

７月１２日（２５日）

  列宁的《在瑞士》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６３号上。

７月１２日—１４日（２５日—２７日）

  为《真理报》写《半年工作总结》一文。

７月１４日（２７日）

  为了配齐《真理报》、《明星报》、《涅瓦明星报》和《现代事业报》，开列所缺

报纸份数的清单，并将此清单寄给《真理报》编辑部。

７月１４日或１５日（２７日或２８日）

  写《关于竞选纲领》一文，并将此文寄给彼得堡的《真理报》编辑部（文章

未刊登，迄今没有找到）。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告知已寄去《关于竞选纲领》一文，提出只同

意对该文作个别小的修改；指出在选举前６—８个星期内制定公开的纲

领是有害的；认为在同取消派的斗争中必须保持《真理报》的领导作用。

７月１５日（２８日）

  列宁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１７号

上。

  列宁的《意大利社会党人代表大会》和《俄国的“言论自由”》两篇文

章发表在《真理报》第６６号上。

７月１５日或１６日（２８日或２９日）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告知已寄去《半年工作总结》一文；感谢编辑部给

寄来“右派”报纸；建议在《真理报》上刊登一些使这份工人报纸生动活泼

起来的材料。

７月１５日—１７日（２８日—３０日）

  起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复信，以答复德

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提出的关于为达到第四届国家杜马选举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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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而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个中心、组织和派别的联席会议的建

议。此信是列宁的《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现状》的主要内容。

７月１５日和２５日（７月２８日和８月７日）之间

  写《自由派和教权派》一文。

７月１６日（２９日）以前

  为《工人报》写《第四届杜马选举的前夜》和《“结社自由”的口号可以成为

目前工人运动的基础吗？》两篇文章。

７月１６日或１７日（２９日或３０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说自己正起草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

复信，拒绝参加它提出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个中心、组织和派别

的联席会议；还说正为下一号《工人报》准备材料，认为必须同《真理报》

编辑部放纵取消派的行为作斗争。

７月１７日（３０日）

  将自己起草的给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复信稿寄给在巴黎的《社

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和国外组织委员会的成员，以便使他们了解内容。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问他为什么不给《启蒙》杂志写文章；要他

对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发表在《基辅思想报》上的论科学神秘主义的

文章进行批判。

７月１９日（８月１日）以前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请他把为《启蒙》杂志写的文章的手稿寄来，并

询问下一号《工人报》的出版情况。

不晚于７月１９日（８月１日）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建议出版下一号《社会民主党人报》来代替下一

号《工人报》，因为必须尽快刊登《在选举之前》一文，而就这篇文章的性

质而言，在《工人报》上刊登是不适宜的。

７月１９日（８月１日）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指出必须同取消派进行坚决的斗争；询问能否在

《真理报》上发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答复，拒绝该党提出的

关于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各个中心、组织和派别的联席会议的建议。

  致函在卡普里岛的阿·马·高尔基，谈１９０８—１９１２年间发生的思

想斗争，对各种小资产阶级思潮和它们的刊物进行评价，把社会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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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各种思潮之间所进行的原则性斗争同其他党派内发生纠纷进行对

比。列宁告诉高尔基，俄国正在出现革命的高潮。

７月１９日和２６日（８月１日和８日）之间

  写《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一文。

７月１９日和２８日（８月１日和１０日）之间

  写《自由派的进攻》一文。

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

  致函《真理报》编辑部，指出在第四届杜马选举之前必须同立宪民主党报

刊展开斗争；对选举运动在彼得堡的顺利开始，对《真理报》和《明星报》

所起的领导作用表示满意。

  列宁的《资本主义和人民的消费》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７０号上。

７月２０日（８月２日）以后

  致函列·波·加米涅夫，告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加米

涅夫出席在开姆尼茨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并要他把俄国社

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致德国社会民主党执行委员会的信转交给阿·

弗·波波夫。列宁还提出必须保存《工人报》的全部底稿和校样。

７月２２日（８月４日）

  列宁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一文的第一部分

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２８号上。

７月２２日和２９日（８月４日和１１日）之间

  写《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一文的第二部分。

７月２５日（８月７日）

  列宁的《自由派和教权派》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７４号上。

７月２５日和３１日（８月７日和１３日）

  写《一些原则问题》一文。

７月２６日（８月８日）

  列宁的《立宪民主党和民主派》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７５号上。

７月２７日和８月２６日（８月９日和９月８日）之间

  阅读《生活需要》杂志第３０、３１期上刊登的叶·德·库斯柯娃的《团结的

价值》和尼·伊·科罗布卡的《蛊惑行为》两篇文章并作记号，在以后写

的《谈谈“吃掉立宪民主党人”》一文中对这两篇文章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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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早于７月２７日（８月９日）

  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驻社会党国际局代表的名义写《给瑞士工人的信》。

７月２８日（８月１０日）

  列宁的《自由派的进攻》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７７号上。

７月２９日（８月１１日）

  列宁的《帕·波·阿克雪里罗得是怎样揭露取消派的》一文的第二部分

发表在《涅瓦明星报》第１９号上。

７月２９日—８月２日（８月１１日—１５日）

  列宁的《半年工作总结》一文发表在《真理报》第７８—８１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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